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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是 2014 年 4 月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的非

营利国际组织，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专门为南南合

作提供产能合作、经验分享与金融服务的综合性平台，旨在促进

发展中国家政府、企业，包括国际发展组织和援助机构开展务实

合作，以成功模式为指导，以产业项目为载体，以金融服务为手

段，为南南合作项目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切实推动项目有效落地，

以此帮助南南国家推进工业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2017 年起，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成为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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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词

贺　词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就南南合作年度报告 《迈向 ２０３０：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

的角色变化》 的出版， 向南南合作金融中心表示祝贺。 该报告反映了南南合作在当今发

展格局中的历史视角和当前转型。 它介绍了新兴经济体、 发展伙伴和多边机构为促进南南

合作而开展的拓展性的战略和做法。 因此， 该报告涵盖概念与实践， 堪称南南合作的知识

宝库。

这份报告也是南南合作话语转变的一个例子。 鉴于过去南南合作受到实证分析缺乏严

谨性的挑战， 该报告汇集了全球南方知名学者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均由有实证

基础的案例作为支撑。 因此， 正如预期的那样， 报告反映了与国际发展合作相关的广泛问

题的多元化独立观点， 有批评也有赞誉； 并指出了南南合作的互补性以及与南北合作的主

要差异。

这一报告的出炉正当其时， 因为国际社会正在准备举办一个联合国南南合作高层会议

（ＢＡＰＡ ＋４０）， 来纪念 “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展中国家合作行动计划” 四十周年。 联合国南

南合作办公室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支持一项关于南南合作的全球智库网络联盟， 以增

强这一背景下的南方观点和思想的领导力， 使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践者知晓多元化的观点，

从而加快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步伐。 我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由全球南方机构领

导和产出的知识产物， 从而丰富对这一重要议程的讨论。

Ｊｏｒｇｅ Ｃｈｅｄｉｅｋ

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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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是对终结贫困、 保护地球

并确保全人类共享和平与繁荣的共同呼吁。

然而， 议程与目标是一回事， 如何实施则是另一回事。 ２１ 世纪以来， 尤其是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 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将会给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带来不确定性和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 多个国家联合创建了两家规模很大的多边发展银行： 一个是支持

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发展观， 并强调区域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另一个是强调可持续发

展和可再生能源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它们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内适应更广泛的目

标。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通过加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贸易联系促进国际

发展合作。 从现实意义上讲， 这意味着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物流和运输网络。 从长远意义上

讲， 则意味着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为发展合作创造了更优越的条件。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等国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发展

合作的格局不断变化， 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卓越

的比较优势， 南南合作备受欢迎。 中国等主要新兴国家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发展项目发

挥更大的作用， 而现有的南南合作正在形成新的势头。

除了其他考虑因素以外， 中国、 印度、 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及教训， 与仍

在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十分相关。 鉴于发展合作格局的动态变化， ２０１７ 年南南合作报告专注

于面向 ２０３０ 年展望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这样的主题恰逢其时。

蔡鄂生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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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致　谢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经济发展。 南南合作金融中

心除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促进发展融资和工业化项目支持外， 还组织专家编著了 ２０１７ 年

南南合作报告 《迈向 ２０３０：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为此，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邀请了一批全世界知名的学者来撰写这一报告。 这些学者以

及他们所写的章节如下。

•林毅夫教授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

院院长，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高级副行长）， 第四章 《发展合作的新机制与新方

法》， 与王燕教授 （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教授，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 合作完成。

•张蕴岭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第八章 《 “一带一路” 与新兴发展合

作》， 与张中元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合作完成。

•Ｃｈｒｉｓ Ａｌｄｅｎ 教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第一章 《面向 ２０３０ 年： 国

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发展合作革新概览》， 与 Ｆｏｌａｓｈａｄｅ Ｓｏｕｌｅ⁃Ｋｏｈｎｄｏｕ 合作完成。

•Ｒｏｓｓ Ａｎｔｈｏｎｙ 博士 （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第九章 《中非南南合

作》， 与 Ｙｅｊｏｏ Ｋｉｍ，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Ｉｇｂｉｎｏｂａ， Ｎｕｓａ Ｔｕｋｉｃ 和 Ｍｅｒｙｌ Ｂｕｒｇｅｓｓ 合作完成。

•Ｂｉｓｗａ Ｎａｔｈ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ｙ 博士 （亚洲开发银行前高级顾问）， 第十二章 《南非的发

展合作： 趋势、 前景与挑战》。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ｒｅｙ 先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前主席）， 第三章 《发展

合作新理念： 一个共同的目标》， 与徐佳君博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教

授、 执行副主任） 合作完成。

•Ｓａｃｈｉｎ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教授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主任）， 第十一章 《南南

合作框架和印度发展伙伴关系的新兴轮廓》。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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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靖博士 （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新兴国家及全球发展中心主任）， 第十三

章 《国际发展合作的变化动态》。

•黄梅波教授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六章 《南南发展援助》， 与陈娜合作完

成。

•李小云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第二章 《新南南合作的兴起： 历

史、 现状、 挑战》， 与肖瑾合作完成。

•Ｃａｒｌｏｓ Ｒ Ｓ Ｍｉｌａｎｉ 教授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社会与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第十章

《巴西发展合作： 参与者、 利益和未来的挑战》。

•姚顺利教授 （应用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 第五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建设的南南贸

易合作———中国的启示》。

•叶初升教授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经济评论》 主编）， 第七章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报告》， 与惠利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合作完成。

为了更好地组织这份南南合作报告的编写工作，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邀请了北京大学夏

庆杰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本报告的主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顾思蒋为本报告的翻译、 编辑、 总撰做出了巨大贡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唐琦、 陈雨露参加了本报告的英译中工作。

余漫博士参加了与本报告相关的多次会议以及报告的英译中工作。 Ｍｏｈｎｉｓｈ Ｋｅｄｉａ 先

生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硕士研究生） 为本报告英文版的编辑做了一定贡献。

感谢我的同事 Ｊｏｙ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Ｊｅｎｎｙ Ｙａｏ， Ａｕ Ｙｅｕｎｇ Ｋｉｎｇ Ｈａｕ， Ｓｕｓａｎ Ｚｈａｏ， Ｔｉｍ Ｐａｎ，

Ｍａｎｃｙ Ｙｕ， 他们都为本报告的出版做出了贡献。①

吴　 忠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主席、 总干事

Ⅵ

① 注： 本报告每一章的内容均纯属相关作者的观点， 而非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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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报告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国际发展合作和面向 ２０３０ 年的南南发展合作创

新， 并就南南发展合作对全球发展的贡献进行评估。 本报告力图反映发展合作的新创意、

新机制和新办法。 第二部分的焦点是南南贸易合作、 南南发展援助与技术合作以及南南直

接投资。 第三部分是主要南方国家的南南合作的案例研究， 如中国发展合作的新设计

（ “一带一路” 倡议）、 中非发展合作、 巴西的发展合作、 印度的发展合作、 南非的发展合

作， 最后是对国际发展合作动态变化的考察。

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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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 Ｐａｒｔ Ｉ ｆｉｒｓｔ ｇｉｖ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２０３０， ｔｈｅｎ ｌａ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ｎ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ＩＩ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ｒａｚｉ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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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南发展合作的起源与发展

南南发展合作在过去的五十年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传统西方发展分析家们曾认为南

南发展合作 （也被称为南南合作） 是地方性的、 无关紧要的， 然而它在亚洲、 非洲、 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等部分地区去殖民化之后， 逐渐成为新兴的南方部分地区和其他合作伙伴

的重要发展引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于 ２０１１ 年底在韩国釜山召开的援助有

效性高层峰会上增强了对南南合作的认知， 强调了南南合作的全球地位变化。 随着南南合

作转向应对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挑战， 它需要继续展现这些充满活力的特质， 这一点在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有所体现。

南南关系通常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 经济、 技术、 社会和文化关系。 尽管这些关

系最初是由对殖民主义的反应而塑造的， 并且在冷战期间由意识形态推动， 随着时间的推

移， 这些关系的本质和增长均发生了演进。 在动荡的冷战环境下， 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在经

济上还是在政治上， 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它们各自的位于北半球的前殖民宗主国。 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较为薄弱， 并且带有北南依附模式的印记。

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关系形成于 １９５５ 年， 当时联合国成立了亚非小组，

使非洲国家和新独立的亚洲国家能够走到一起。 同样的关系也建立于不结盟运动 （ＮＡＭ）

首脑会议上， 这一会议紧接着万隆会议， 举办于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新世界经济秩序的第一次

激荡发生于 １９６４ 年一些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兴起机构的形成和制度化， 诸如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以及 ７７ 国集团。 在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和资源卡特尔崛起的余波之

下， 一个新的自信的南方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 呼吁直接对话以创造构建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良好环境。 资源卡特尔在发展中世界快速地兴起， 产生了边际效益， 因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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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中国家试图利用商品作为获得更好贸易条件的工具。

事实上， 直到 １９８６ 年， 作为术语的 “南南合作” 并未出现在一些著名的发展中国家

组织的书面宣言中， 如不结盟运动、 ７７ 国集团或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它的第一次

使用是在 １９８６ 年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峰会提出的 《哈拉雷宣言》 中。

尽管这一渐进的制度化成果成倍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间的交互， 这一阶段的南南关系

在实质上仍主要是政治的， 且南南经济交互水平与南北贸易流相比仍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当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一个新的经济变动， 尤其是商业变动， 源自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收缩。 １９９５ 年南南出口仅占到总出口的 １２％ ， 年增

长速度为 ８％ ， 这一指标在 ２０１０ 年经历了一次跳跃， 占到全球总出口的 ２３％ ， 并且以每

年 ３０％的速度增长。

引领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些快速增长经济流的是中国、 巴西、 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

南非也是如此， 不过影响程度稍小。 南南关系的加强也促进了经济高增长国家诸如中国、

印度和巴西的崛起， 这些国家渴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使自己成为来自

南方的新兴力量。 这一对国际地位和声望的要求， 也体现在它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援

助的加强上， 此举使它们能够作为新兴援助提供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上述所有改变的结果， 是南南关系逐渐实质化， 超越了最初政治宣言的意图。 “南

南” 关系不再仅仅指意识形态， 也不再仅限于政治和政府领域。 这一变化与变动的全球

环境成为常态， 并且影响到私人部门， 包括一些投资银行在内， 也希望能成为这一变动的

一部分。

二　南南发展合作的革新与动态

（一）变化的原则

　 　 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会对国际发展援助当前和未来变化的关键进程带来何种影响？ 发

展伙伴关系核心原则和价值理解上最为明显的改变， 就是更强调平等、 互利、 政治无干涉

以及拒绝附加条件； 所有这些新的原则和价值都已嵌入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经验以及对未来

的共同展望。 这些原则和价值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１９５４ 年举办的新独立国家

和不结盟国家共同参与的万隆会议上发表的宣言。 这次会议宣言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国总理

周恩来， 他介绍了中国自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并将其带入会议的讨论阶段和最终的文

件， 这些原则现在仍是金砖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原则的一部分 （Ｇ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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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于俄罗斯乌法举行的第七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发表

了讲话， 阐述了他对金砖国家发展合作方法的看法， 他强调， 在金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

满足关键的能力建设需求、 促进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的同时， 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在自身

发展的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习主席认为： “金砖国家也应建立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 督促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责任，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缩小南北差距，

加强南南合作， 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寻求自我完善。” 巴西的方法也强调在南

南合作原则和实践的框架下开展工作， “因为这样能加强总体交流； 产生、 传播并应用技

术知识； 建设人力资源能力； 以及， 最主要的， 在所有涉及的国家中加强机构的力量”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ｎ ｄ ）。

我们来看这些原则中的一条———不干涉， 这是金砖国家的核心原则之一。 它指的是在

保持互利和平等关系的同时， 不对伙伴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 换句话说， 指导原则是不干

涉他国内部事务， 尊重伙伴国家的法治和政治主权。

（二）变化的实践

新兴大国在改变国际发展援助中做出的第二项重大贡献是改变了实践做法。 南南合作

与 “传统” 援助不同， 通常在不要求任何政治先决条件和改革的情况下提供资金流。 这

个原则受到接受援助国的好评。

新兴国家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方法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 比起发展援助委员会

（ＤＡＣ） 定义下的 “援助”， 它们在进行国际发展合作时， 使用了更广泛的金融及其他工

具 （Ｃｈａｈｏｕｄ， ２００８）。 这些工具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优惠贷款” （Ｍａｗｓｌｅｙ， ２０１２）。 传统

援助者很大程度上在 “商业” 和 “发展” 考量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 而新兴国家在使

用优惠贷款的过程中， 则模糊了这一界限， 使之变得不那么透明。 实物偿还， 即贷款人同

意接收货物或资源以作为发放贷款的回报， 或接受资源的使用权作为贷款的担保或保障。

传统捐助者批评这些工具和这些非传统条款的使用。 然而， 正如 Ｂｒäｕｔｉｇａｍ 指出的那样，

比起既有的正统方法， 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更为可行和可实现的获取还款的方式， 当受援

国拥有丰富资源， 但外汇储备较少时尤其如此 （Ｂｒä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１１）。 这种类型的贷款通常

是更广泛的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

第二类值得一提的工具是出口信贷。 此类工具被新兴国家广泛使用， 为国内公私营公

司在受援国开展业务提供激励。 出口信贷并不仅限于国内企业， 它们也被提供给一系列的

国际金融机构， 包括地区开发银行、 外企甚至是政府。 使用这类工具的优势在于， 它们为

上述机构和企业提供了一种支付来自援助提供国的产品和服务的优惠基础。

新兴国家发展合作方法的一大关键特点是关注技术合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正是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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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挥这些国家的力量。 来自新兴国家的技术合作经常基于它们自身独特的发展经验。 例

如， 根据自身经验， 巴西在 “打击城市暴力和青少年帮派、 扫盲项目、 农业技术普及、

艾滋知识普及和防治行动”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 ２０１２） 上具有较为值得称道的经验和专长。 像印

度、 中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着基于广泛领域技术支持的长久关

系， 这些领域涵盖医疗卫生、 教育、 农业生产、 通信、 交通基础设施、 科学知识、 建筑技

术， 以及 “清洁” 能源。 对技术合作的关注为新兴国家带来了许多优势。 例如， 更实际

地说， 它们为项目的管理监督和控制以及通过对具体实践成果基准来评估项目进度提供了

更好的机会。

技术合作的优势还在于其很好地与南南合作的中心主题和焦点相契合———提升知识和

技能的分享与交换， 以早日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２０１５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例如

关于教育和健康的目标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４）。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５ 年约翰内斯堡中非合作论坛峰

会上宣布的 １０ 项中非合作项目中的大多数属于这一范畴的援助， 这些援助项目大多以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举办的六次中非部长级会议所做出的承诺为基础。 印度也大力强调通过其技

术与经济合作计划 （ＩＴＥＣ） 开展技术合作， 该计划发起于 １９６４ 年， 覆盖了 １５８ 个发展中

国家。 ２０１１ 年， 印度向非洲提供 ７ 亿美元用以建设研究机构、 建立培训项目， 并出资 ３ 亿

美元用以建设埃塞—吉布提铁路。 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通过以下方式提供能力建设： 技术

培训和知识共享， 项目援助， 支持技能开发的专业化机构建设和通过印度文化关系理事会

管理的高等教育奖学金。 技术合作同时也让提供者获得了有用的潜在公共关系收益， 它们

能够记录这些实在的成果， 作为一种 “不是胡扯” 且 “能把事情搞定” 的方法的证据，

这一观点经常被用于支持中国在非洲的技术援助。

（三）变化的机构

改变的第三层面来自机构。 此类改变源自新兴国家对基础设施发展和双边与多边技术

合作的重视。

据估计， 全球年度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约为 ３ ７ 万亿美元， 其中每年仅有 ２ ７ 万亿美

元在当前得到满足。 大多数的需求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一直是专门为弥补基础设施融

资缺口而设立的新机构的强力支持者和赞助者。 这一承诺直接来自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

殖民者的破坏、 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早期的经济失败， 使对基础设施的重视深刻融入中国

发展方法的血液之中。 认识到既有发展融资供给中的缺陷后， 更广泛的国际发展机构框架

使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以及更广泛的新兴国家开始倡议建立新的机构来填补这一缺口。 因

此， 近年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ＮＤＢ）、 非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 中的一项专门基金和南南合作 （ＳＳＣ） 基金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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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金砖国家以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启动资金成立了新开发银行， 以资助基础设施和可持

续发展项目， 并建立了一项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 （ＣＲＡ） 来帮助应对新兴国家可

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ＮＤＢ 的职责是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能广泛地反映出金砖国家发展计划

和南南合作的优先事项， 以及中国对于这些因素的重视程度 （Ａｂｄｅｎｕｒ， ２０１４）。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１４） 对发展合作中关注基础设施合作的做法表示失望， 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经济发

展观点。 然而， 其他人则认为这是 “填补了国际金融框架中的一项重大缺口” （Ｄｉｘｏｎ，

２０１５： ４； Ｃｈｉｎ， ２０１４）。 这一缺口是传统援助者留下的， 他们更多地将关注点转移至健康

与教育， 在基础设施上花费的援助预算少于 １０％ （Ｃｈｉｎ， ２０１４）。

ＡＩＩＢ 于 ２０１３ 年由中国提议组建， 于 ２０１６ 年底开始运作。 ＡＩＩＢ 的任务是资助基础设

施需求。 ＡＩＩＢ 被认为会支持中国的 “一带一路” （ＯＢＯＲ） 倡议， 以促进中国、 亚洲和欧

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与合作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ｂｂａｒｄ， ２０１６）。 习近平主席宣称： “中国发起

并与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建立 ＡＩＩＢ， 旨在为 ‘一带一路’ 倡议涉及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发

展的资金支持， 并促进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ＡＩＩＢ 的建立也被视为对发达国家， 特别

是美国不情愿态度的回应， 此举能扩大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中的影响力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ｂｂａｒｄ， ２０１６；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Ｋａｗａｉ， ２０１５；

Ｒｅｉｓｅｎ， ２０１５）。 Ｒｅｉｓｅｎ （２０１５）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都提出， 这些新机构的建立， 可能加速

改革， 增强新兴国家在既有多边组织中的话语权。

与现存的多边发展银行不同， 减贫并非 ＡＩＩＢ 的明确目标。 它与 ＮＤＢ 相似， 更关注基

础设施， 但有一项研究认为， “ＡＩＩＢ 可能会很快加速放贷， 并在十年内持有超过 ＮＤＢ 两

倍以上规模的资产组合”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３）。 然而， ＡＩＩＢ 的职能并不将减贫、

健康或教育， 以及向发展中国家发放优秀贷款置于优先地位 （Ｋａｗａｉ， ２０１５： ８）。

ＡＩＩＢ 表示， 已经采纳了现行的多边开发银行 （ＭＤＢ） 环境保护和监测标准。 ＡＩＩＢ 强

调将标准与接受国的程序相结合。 现有的多边发展银行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被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等人描述为 “现有ＭＤＢ 们的重大失败， 它们总是更关心如何在 ＮＧＯ 和国内政治家的批评

中保护自身的项目， 而非真正达到发展目标……ＡＩＩＢ 可以通过派遣专家组对工程、 可持

续性、 社会和环境影响、 财政、 规则与定价、 项目融资框架， 以及如何吸引外部公共和私

人投资者等问题提供建议， 从而在这一领域引领风尚”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６）。

印度、 巴西和南非在 ２００３ 年法国 Ｇ８ 峰会上建立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 （ ＩＢＳＡ），

在日期上早于金砖国家机构。 这个集团已经 “变成了三个新兴大国交互的有趣平台， 它

们可以在此讨论、 协作， 并商讨一系列国内和地缘政治问题”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２０１３： １７）。 这

一集团成立背后的动机是它们共同的利益， 尽管与它们在金砖集团中所面对的关于它们之

５０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间分歧的批评类似， 但在原则上———与所有民主集团一样———应该更加类似。 这一集团已

迈出了一些制度化 ＳＳＣ 的步伐， 例如成立了一个 ＩＢＳＡ 基金 （每个国家每年贡献 １００ 万美

元），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ＵＮＤＰ） 管理， 资助了许多南方国家的项目 （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２０１３： １７）。 然而，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２０１３） 认为， 该集团与传统国际组织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缺乏

制度化。 例如， “没有迹象表明该集团会发展出有约束性的规则和常态 （并且） 这或许是

其与传统多边机构以及那些制度化南南合作的新努力之间的最大区别”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２０１３：

１９）。 尽管这一点可能随着新金砖国家机构的变化而改变， 但是它阐明了一种方式， 采用

这种方式的区域论坛并不总是互补的， 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建立的 ＡＩＩＢ 和 ＮＤＢ， 在某种

程度上减弱了 ＩＢＳＡ 的重要性。

三　南南发展合作的案例研究

（一）中国与非洲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已经从主要基于政治伙伴的关系转变为主要

基于市场互动的关系。 １９ 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主要在冷战时期建立， 此

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均结成同盟。 在毛泽东领导时期， 中国在诸如获得联合国成员资格以及

政治孤立台湾的问题上寻求非洲国家的支持 （Ｙｕｎ， ２０１４）。 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 如

津巴布韦、 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等， 也从中国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 随着冷战结

束， 中国的政治目标基本达成， 之前在非洲的援助开始累积为不可持续的财政成本

（Ｙｕｎ， ２０１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非关系再次深化。 由于经济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导

向， 中国制造业部门有了快速的发展。 为了保证制造业部门的发展， 中国再次寻求非洲的

帮助以获得原材料 （Ｃｉｓｓé， ２０１３； Ｍｏｙｏ， ２０１２）。

过去二十年中， 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关系主要受几个经济因素的影响， 包括中国需要资

源来发展国内经济以及通过市场准入和技术、 知识转让促进国际竞争力 （Ｃｉｓｓｅ， ２０１３；

Ａ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ｅｓ， ２００６）。 这也标志着中非关系从主要基于政治动机进入基于经济动机的

新时代。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南南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因素的结合———发展中国家共同

的命运感以及期望利用当代市场力量来实现这一愿景。

互利互惠平等的原则在今天依然指导着中国的外交政策， 也是中国制定同发展中国家

相互合作的八条标准的基础。 “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八项原则” 也被称为 “对外经济

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Ｙｕｎ， ２０１４）， 包括：

（１） 强调平等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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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尊重主权， 绝不附加条件；

（３） 提供免息或低息贷款；

（４） 帮助受援国独立发展， 自力更生；

（５） 建设投资少、 收效快的项目；

（６） 以市场价格提供优质设备和材料；

（７） 确保有效的技术援助；

（８） 根据当地标准支付专家薪酬 （Ｃｈｉｎ， ２０１２）。

Ｇｒｉｍｍ （２０１５） 指出与中国的合作协议通常是在政府与政府的谈判中制定的一揽子交

易 （与南北合作中双边援助的方式相同）， 包括援助措施、 商业贷款和重点中国公司的一

些战略投资支持。 在此过程中， 南南合作涉及大量的参与者： 国家、 商业团体 （国有和

私有） 和民间社会团体。

中国在非洲进行的大量大规模计划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持续参与其中。 中国已经在许

多方面的行动上取得成功， 比如提供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 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改善。 至关

重要的是， 中国改变非洲产业化格局的程度将决定非洲经济是否更加繁荣。 从南南合作的

角度来看， 加强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 ２０１５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

中国政府承诺将投入 １００ 亿美元设立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用于支持行业合作， 其中包

括制造业、 高新技术产业、 农业、 能源、 基础设施、 金融和工业园区的发展。 该基金也将

通过在非洲设立专业学校来支持 ２０ 万名非洲专家的研究以及 ４ 万名在华非洲人员的培训。

当然， 在争取南南合作方面， 中国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 并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

大的潜力。

与此同时， 如此大规模的发展援助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 这是无法避免的。 在

这方面， 将所有的过错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的。 今天西方国家同样要应对一系列类似的问题，

比如环境恶化、 企业社会责任、 采矿等。 此外， 西方国家对非洲原材料有着严重的依赖， 而这

种情况经常由中国承担责任。 从技术上来说， 因为中国和非洲都属于发展中国家， 所以仍然

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中非合作论坛的结果能够反映相关政策， 很明显， 中国越来越重视可

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 而这些也都是中国在国内外都面临的挑战。 在许多方面

是非洲政府决定了执行的情况， 而非中国。 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政策， 有的国家的条件

相对严格 （例如卢旺达和博茨瓦纳）， 有的国家则相对宽松一些 （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

莫桑比克）。 关于中非关系有一个不太能理解的方面， 就是非洲国家的机构在参与讨论的

过程中往往属于非常弱势的一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 非洲国家不仅仅应当与中国成为合作

伙伴， 还应当借助其激发自己的潜力， 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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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西的发展合作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巴西就作为提供援助方参与国际发展合作 （ ＩＤＣ）。 然而，

巴西的政府资金及其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利益诉求是在 １９８８ 年宪法的制定之后。 尤其

是 ２００３ 年， 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民间组织， 巴西给予了南南合作强烈的关注。 根据巴西

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发展合作署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的官方数据，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巴

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数额从 １ ５８ 亿美元上升到大约 ９ ２３ 亿美元。 其中， 技术援助支出增长

了 ４ 倍： 从 １１４０ 万美元上升到 ５７７０ 万美元。 人道主义援助从 ４８ ８ 万美元上升至 １ ６１ 亿

美元。 官方公共支出显示， ２０１０ 年， 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的分布情况为： ６８ １％ 在拉丁美

洲、 ２２ ６％在非洲、 ４ ４％在亚洲和中东、 ４％ 在欧洲、 １ １％ 在北美。 具体到拉美， 前五

名的合作国家占到了巴西国际发展合作数量的 ８０ ４％ ， 这五个国家的占比分别为： 海地

（４７ ４％ ）、 智利 （１６ ３％ ）、 阿根廷 （８ ６％ ）、 秘鲁 （４ ５％ ） 和巴拉圭 （３ ６％ ）。

巴西发展合作署公布的数据也表明巴西对国际发展合作越来越感兴趣的事实。 根据其

线上数据库的资料， 从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１２ 年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的 １４６４ 个项目分布为：

南美洲 ５７７ 个、 非洲 ５５２ 个、 加勒比地区 １６４ 个、 中美洲 ９０ 个、 亚洲 ６５ 个、 北美洲 （墨

西哥） １５ 个， 以及大亚洲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 个。 从部门来看， 这 １４６４ 个项目中，

５７３ 个是社会政策类 （包括健康、 文化、 体育、 社会发展、 环境和教育）， ５３９ 个是治理

类 （包括公共管理和规划、 城镇发展、 司法、 法治能力建设、 国防和安全）。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注重实践经验的分享， 并且强调运用官方、 公务员以及公共机构

作为首要途径实施其国际发展合作行为。 另外，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活动并不包括对合作

方的直接转账方式。 实际上，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是作为一种公共支出， 遵循每年的预算

法并记入年度开支当中的。 因此， 其国际发展合作并不包括对投资贷款的补贴或出口债务

的冲销， 赠款 （Ｇｒａｎｔｓ） 是主要的形式， 包括两种具体的支付方式： （１） 支付给公务员及

其从事的与合作相关的行政活动 （机票、 津贴、 工资、 技术工时费、 奖学金以及补贴）；

（２） 与多边机构合作的资金投入 （ＩＰＥＡ ａｎｄ ＡＢＣ， ２０１３： １４）。

巴西已经加入包括印度、 南非和中国在内的国家群体中， 试图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援助体系中的地位提出挑战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 ２０１２）。 尽管这些国家分别具有各自的特征，

但它们在 “援助有效性” 或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等问题方面， 有意愿建立一套属于自己

政治理念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 基于学者对 （传统意义上的） 国际合作的负面评价

（Ｅａｓｔｅ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ｆｕｔｚｗ， ２００８； Ｅｓｃｏｂａｒ， １９９５； Ｈａｙｔｅｒ， １９７１； Ｎａｙｌｏｒ， ２０１１； Ｐａｎｋａｊ， ２００５；

Ｒｉｓｔ， １９９６）， 我们对这种新兴的趋势表示绝对支持， 因为这种趋势意味着打破一种 “小

团体性的” 政治和文化垄断， 而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缺乏法律和全员参与， 尤其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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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在规则制定的标准方面并不具有普适性。

在国际发展合作之外， 巴西也与许多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经济合作。 巴西在与

矿业对外直接投资 （Ｖａｌｅ）、 基础设施和民用工程项目 （如公路、 机场、 海港、 地铁、 能

源等领域）、 石油勘探 （Ｐｅｔｒｏｂｒａｓ） 以及农业综合企业等其他经济部门的合作中， 与非洲

和拉丁美洲各国已经形成了重要的伙伴关系。 新的生物燃料 （乙醇和生物柴油） 领域的

出现给巴西南南合作实践带来了一些争议 （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 ２０１４）。

（三）印度的国际发展

印度关于发展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政策是印度对外联系的一部分。 每当印度可以行使独

立的政策时， 这种倾向总是存在的。 印度的发展理念是 “一个世界” 和全面发展伙伴关

系的共同想法的一部分。 它的理论框架来自发展契约的概念。 合作发展的现代概念提供了

在五个不同层面开展工作的发展援助： 贸易和投资、 技术、 技能提升、 最不发达国家、 赠

款。 贷款和赠款可以在总体融资机制下汇集。 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合作为这五个

层面工作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主要的拉动作用， 尤其强调对经济发展的全面支持。

应尼泊尔、 埃塞俄比亚这样的伙伴国家要求， 印度在其项目的形式中特意增加了新的

模式。 在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中的项目数量大大增加， 到 １９５２ 年， 印度在印度驻加德满

都大使馆发起了所谓的 “印度援助代表团” （ ＩＡＭ）。 ＩＡＭ 的职责是改进所有项目的综合

情况， 并在各执行机构之间进行协调。 然而， 印度很快转向基于援助尼泊尔和不丹的方

案。 尼泊尔转回基于援助的项目， 而不丹仍在基于框架的方案下发展伙伴关系。 这也是印

度探索三角发展合作之力量的时期。 通过与美国合作， 印度建立了横贯尼泊尔的广播和道

路网络。 印度还与加拿大一起， 确保了孟加拉国的粮食供应， 而那时孟加拉国还被称为东

巴基斯坦。 即使现在， 印度仍与美国一起在阿富汗训练警务人员。 在这一合作伙伴关系

中， 印度主办培训， 美国则为差旅费提供支持。

印度还推出了一个提供优惠贷款的新方案， 最终成为延长信贷额度的主要方案。 在信

贷额度计划 （１９６６ ～ ２００３ 年） 的第一阶段， 印度政府与借款国签署信贷协议； 相关的信

贷额度直接记入预算， 并通过印度国家银行支付。 在此期间， 政府向 ２３ 个国家提供了 ８３

个政府对政府的信贷额度， 按照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 计算， 共计 １８ １６８２ 亿美元 （３１ 个美

元计价的信贷额度） 和 ５８ ６２１ 亿印度卢比 （５２ 个卢比计价的信贷额度）。 在孟加拉国独

立时， 印度对那些不仅与自身相关， 而且与孟加拉国的一些其他要求有关的金融贸易给予

了全力支持。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 印度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贸易融资。 ２００５ 年香港世贸组织

部长级会议表明， 除了基金、 信贷额度和能力建设项目之外，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印度还对所

有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免除关税及免费配额进入印度市场的捷径。 后来中国也宣布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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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捷径。

在几个相关计划中， 印度还与许多国家建立了技术伙伴关系。 印度助力了 １９８１ 年

“加拉加斯行动纲领” 的启动， 该纲领由 ７７ 国集团通过， 并完全承认科技在南南合作中

的重要性。 这导致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ＴＣＤＣ） 的启动， 并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双边合

作的形式实现了技术转让。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这些技术大多是简单的、 与直接需求

更为相关的技术。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ＥＣＤＣ） 的举措有其

自身的局限性， 但即便至今， 从其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仍有重大意义。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 印度的发展合作项目也经历了重大变革。 项目的流入受到限制， 增

加了对发展合作的制度化的想法。 ２００５ 年， 以 “印度发展与经济援助计划” （ＩＤＥＡＳ） 为

名的新的信用额度计划出现， 最终于 ２０１２ 年出现了发展伙伴关系管理署 （ＤＰＡ）。 有一些

新趋势非常有趣， 可能会有长期影响。 印度探讨民间社会在其自由斗争本身的发展历程中

的力量。 在合作伙伴国家也进行了同样的探索。 印度在尼泊尔推出了一个有趣的计划， 称

为小型发展项目 （ＳＤＰ）， 在越南称为快速实施项目 （ＱＩＰ）。 在这之外， ＳＤＰ 变得非常受

欢迎。 印度目前正在斯里兰卡、 阿富汗、 不丹和几个非洲国家实施 ＳＤＰ。 短期项目涉及民

间社会组织、 地方社区， 基本上补充了地方行政力量的不足。 在这一进程中， 印度的发展

合作日益利用不断紧密的民间社会组织。 事实上， 发展伙伴管理机构还与学术界和民间社

会组织合作， 提出了所谓的印度发展合作论坛 （ＦＩＤＣ）。 ２０１５ 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三届印

度 －非洲论坛首脑会议上， ＦＩＤＣ 被认为是发展合作相关举措的重要联系。 印度民间社会

组织也在印度当前的经济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为在经济发展中纠正目标提供了更多

的经验和资源。

（四）南非的国际发展合作

在 １９９４ 年民主转型之前， 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为六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发展援助，

包括莱索托、 加蓬、 科特迪瓦、 赤道几内亚、 科摩罗以及巴拉圭， 其中巴拉圭的经济和文

化都与南非有着很强的联系。

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发展援助项目的主要目标是赢得世界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南非

的尊重， 并得到友好国家的支持 （联合国投票）。 发展援助的主要工具是 １９６８ 年的 《促

进经济合作贷款基金法案》， １９８６ 年修订为 《促进经济合作贷款基金修正法案》。

南非外交部部长负责发展援助计划的制度管理， 计划包含直接与项目有关的发展援

助。 然而， 关于发展计划的系统研究很少。 南非的发展援助计划是基于受援国的直接援助

要求。

１９９４ 年实行民主制度后， 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发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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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成为推动所谓 “非洲复兴” 的工具。 南非试图通过促进与非洲伙伴国家的合作参与

来避免遵循南北合作中传统的捐赠国与受援国阶层分隔的情况。 南非的目标是驱动非洲大

陆经济增长与发展、 人类能力建设和政治自由。 南非可以利用其长期的经验、 经济实力以

及强大的制度和技能基础来促进非洲的发展。 南非与非洲大陆的发展合作涉及三大方面：

①在区域和大洲的层面上强化非洲体制； ②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计划———非洲发展新伙

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的执行； ③通过对话与合作， 加强双边政治和社会经济关系 （Ｂｒａｕｄ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南非的发展援助计划嵌入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的框架以及非洲复兴的

愿景， 其发展援助计划的重点是非洲， 因此， 发展援助主要针对较不发达的非洲国家。 南

非大约 ７０％的发展援助是针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的。 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

①政府治理的总体改善； ②冲突预防、 解决和补救； ③安全关切和维和 （Ｂｒａｕｄ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自 １９９４ 年脱离种族隔离制度后， 南非通过各种多边协议， 如 ７７ 国集团 （Ｇ７７）， ２０ 国

集团 （Ｇ２０）， 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 印度、 巴西、 南非对话论坛 （ＩＢＳＡ）， 在全球范围内建

立了战略联系， 以加强其在非洲大陆的领导作用。 然而， 大多数南非的发展合作及其未来预

期的参与都涉及双边和三边合作， 以加强非洲的发展。 与双边合作相比， 南非多边参与的范

围和活动相当有限。 例如， 南非、 印度和巴西为 ＩＢＳＡ 扶贫基金提供了 １００ 万美元的援助。

但是预计未来南非不会增加这一捐赠资金的数额。 尽管南非是新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的创始成员， 但是预计多边合作也不会成为南非发展合作的优先选择 （Ｌｕｃｅｙ， ２０１５）。

非洲大陆一直是南非发展合作的重点。 尽管南非常常面临在合作项目中单方面运行的

批评， 但它制定的大多数战略和定位， 均来源于区域倡议， 例如非洲联盟 （ＡＵ）， 甚至来

源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在这方面， 南非一直强调应该使用非洲框架来加强

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但是， 南非应该尝试将其双边和三边活动纳入区域或全球框架中

（Ｌｕｃｅｙ， ２０１５）。

与其他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不同， 南非没有任何集中的机构来管理其发展援助计划。 对

外援助通常是通过以下方式提供的：

（１） 外交部的非洲复兴基金会 （ＡＲＦ）；

（２） 各个政府部门， 特别是国防、 教育、 南非治安管理总局 （隶属于安保部）、 外

交、 矿产和能源以及工业和贸易部门；

（３） 国企、 政府机构和其他法定机构 （Ｂｒａｕｄｅ， ２００８）。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 南非开始筹备建立一个集中的机构， 即南非发展合作局 （ＳＡＤＰＡ），

来协调和整合其援助和发展合作项目。 但它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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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与南南发展合作的作用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标志着不断变化的全球发展制度的一个新阶段。 基于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所建立的先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的方向是不仅要在发展中国家

的福祉方面做出实质性改进， 而且要创造使它们的经济长期增长并进入发达状态所必需的

基本结构条件。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简称 “２０３０ 年议程”） 所订立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是 ２０１５ 年发起的一整套计划目标， 其关键组成部分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 成为一个

为期十五年的路线图。 从这一角度看， 评估南南合作在培育环境以及直接对未来十年实现

ＳＤＧｓ 做出贡献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南南发展合作通过以利益为基础、 以需求为导

向的发展合作方式， 以及其中对结构发展、 公共企业家和发展融资的格外重视， 为实现这

些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提供了途径。 此外， 通过启动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劝告世界加强全球

伙伴关系 （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７）， 可以建立持久合作的坚实基础， 这将为南方发展中国家

提供通过南南合作实现变革发展的新途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容不仅建立在千年发展目标迄今已获得发展成就的领域中， 而且

旨在深化这些领域， 并将总体发展范围扩大到新的领域。 在 ２０１４ 年召开联合国委员会和

通过 “改变我们的世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之后，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启动

“２０３０ 年议程” 之前进行了扩展性的谈判。

联合国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一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这些目标中有意包含诸如

工业化、 就业条件和环境关切这样的生产部门， 这些部门在原来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并未出

现， 而此举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更全面的发展目标， 因此更有资格宣称在其范围内具有

普遍性。 与上一个倡议的另一个区别是采用了 “新的” 发展方法， 即南南发展合作， 后

者在 ２０１１ 年釜山首脑会议之后被正式纳入 ＯＥＣＤ⁃ＤＡＣ 的进程。 这种增加也是 “非传统”

合作伙伴 （如中国和巴西） 兴起的副产品， 其发展合作战略更倾向于以共同利益为基础

的方法。 另外， 纳入主要基金会和扩大私营部门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反映了发展融资、 创

新和技术转让的参与程度日益增加， 从而拓宽了能够参加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潜在合作伙

伴范围。

基础设施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领域， 在这一领域中， 中国展示了其能力、 专业知识和金

融方法。 这充分填补了东南亚和南亚、 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需求， 在这些

地区， 道路、 铁路、 信息通信技术和水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拖沓，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进一步

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中国和巴西援助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例子中， 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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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付与当地资源关联， 这样的做法对市场运作做出了贡献， 并对这些国家出口自然资源的

能力产生了预期的积极影响。 这种资源融资基础设施可以在打破基础设施对发展的严重滞

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工业化和将劳动密集型低技能产业从中国这样的成熟制造中心转移到东南亚、 南亚和

非洲是南南合作的另一个潜在领域。 这一观察强调了一个事实， 即中国经济被广泛认为正

面临 “刘易斯拐点”。 这个概念是为了描述发展中市场经济体的情况： 它们面临着一个拐

点， 从此前的劳动剩余型经济转向了劳动稀缺型经济， 真实工资开始上升。 这是生产链下

端工业物理移动的驱动因素， 纺织品和鞋类产业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它们通过迁移寻求

外部效率增益。 从历史上看， 随着发达经济体沿着价值链上升， 东亚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开

始 “重新定位” 其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 “雁阵” 理论表明这种经验正在复制。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在改善基础设施和降低出口导向型工业的运输成本之间存在相关性， 从而

使更发达的经济体有明确意愿在工业迁移的同时参与改善交通网络和发电设施。

绿色技术与关于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加强应对能源需求上升的能力的承诺相捆

绑， 构成了合作的一个深层领域 （可持续发展目标 ７ 和 １３， 并对可持续目标 ９ 和 １１ 造成

影响）。 这一领域的南南合作对实现 ２０１５ 年在巴黎制定的气候变化目标至关重要， 并为脱

离碳密集型能源的转变提供了可持续的框架。 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不仅采用绿色技

术， 而且将技术革新转化为领先和竞争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 太阳能技术， 特别是在萨赫

勒、 中东和南美洲较干燥地区的国家， 提供了直接从源头利用能源的机会， 从而改善那些

远离国家电网的家庭的生活。

人类发展是南南合作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议程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个领域 （尤其是可持续

发展目标 ４ 和 ５， 可持续发展目标 ８ 也在范畴内）。 从许多方面来看， 所谓的亚洲发展模

式， 其经验实质集中在国家成功投资和调动人力资本的能力， 利用这一战略来加强生产能

力， 并通过将合适的技术应用于发展而获得收益。 教育和培训计划的目的是在被界定为经

济生产部门的领域发展相应技能， 并通过课程制定、 计划交流， 甚至材料拨付， 支持改善

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 （包括职业学院）， 这是南南合作可以做出潜在贡献的另一个层面。

此外， 针对性别问题的进步教育政策， 旨在释放作为创新来源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建设性因

素的却未被充分利用的妇女和女童的潜力， 这也是南南合作可以通过资源和知识共享提供

支持的另一个方面。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的关于

“２０３０ 年议程” 进展情况的第一份报告所述， 其对统计方法和数据收集方面的差距存在担

忧， 而这些方法和数据对于在十七项目标认定的所有部门中开展的进程评估而言是必要

的。 具体来说， 所有国家机构的指标不统一， 或者说用于获取数据的测算方法需要得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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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考量。 以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例， “消除各种形式的贫困”， 学界中有一些人建议，

鉴于全球通货膨胀趋势， 当前定义贫困的数字———１ ９ 美元过低， 因而需要调整。 这些因

素将明显影响目标的实现。 这一问题得到了承认，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正在这一领域开展工

作， 但正如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 这仍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

确保试图构建国家领导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足以应对不同结构的制度能力和政策的

自主性， 其本身是一种极难达到的平衡。 然而， 如果发展中的学习和政策转让———正是南

南合作期望做出的核心贡献———想要切实的发生， 那么就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 确保

机构充分和高效运作， 工作人员能够胜任并不受腐蚀， 领导层能够有效领导。 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的第 １６ 项再一次预测了这一先决条件。 这强调了有效、 负责任的治理和透明实践

作为国家结构中的关键条件的重要性， 如果一国要满足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 “可持续性”

要求， 就需要鼓励这些条件的形成。

五　传统的方法：缺失了什么？

（一）经济结构转型被忽视得太久了

　 　 即使在很多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的发展专家多年努力之下， 来自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

援助也一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原因之一是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没有被用于结构转

型。 如果传统援助在政府的支持下， 被用于增加资源以解除潜在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瓶

颈， 那么援助会在低收入国家产生更好的减贫效果， 从而更好地实现包容的、 可持续的发

展吗？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 中国达成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减贫成果———三十年中，

世界极度贫困数量减少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５３ 亿中国人越过了每

天 １ ９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 同一时期， 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世界的减贫人口数量为 １１

亿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６）。 这一成就的原因之一， 是中国采取了 “干中学” 的策略， 实施了

出口导向型的政策， 快速升级了其工业结构， 从一个农耕型经济转型为一个全球制造业中

心。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 通过提供公共品如基础设施， 以及基础教育， 扮演了强有力的推

动角色。

要想在 ２０３０ 年前终结绝对贫困， 国际援助必须在具备其他资源的环境下使用， 这些

资源包括非优惠贷款、 直接投资和政府支出。 在援助更为有效的地方， 比如韩国、 中国、

越南和印度， 援助是与贸易、 直接投资、 基础设施商业贷款、 债权和股权投资， 以及优惠

或非优惠的出口信贷一起使用的。 事实上， 将援助从贸易和投资当中区分出来， 并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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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为导向的要求。

南南发展合作如果在穷国以基础设施差、 制度环境扭曲为特点的条件下能够创造一个

自主产生的， 或是本地化的 （非全国化的） 促进性环境， 诸如促进动态结构转型的经济

特区或是产业园区， 那么此类发展合作在减贫方面的有效性就可以得到提高。 促进产业集

聚的方法在低收入国家更为有效。

充满活力、 不断增长的新兴发展中国家， 最适合帮助一个穷国完成动态结构转型和减

贫的跳跃式起步： 前者能分享其在经济特区或是产业园区中构建当地化的促进性环境的经

验， 且能够将其劳动密集型轻制造工业转移至穷国， 即所谓的 “雁阵模式” （ Ｌｉｎ，

２０１２ｄ）。

（二）委托 - 代理问题

Ｍａｒｔｅｎｓ 等 （２００２） 在 “援助者 － 受援者” 关系的研究中重点考察了 “委托 － 代理”

问题， 发现 “对外援助的天然特点———基于一个断裂的信息反馈回路……给对外援助项

目的实施添加了许多固有的约束。 所有这些约束， 都可归因于援助实施过程中的不完全的

信息流动”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３０）。 他们引用了 Ｓｔｒｅｅｔｅｎ 关于有条件援助的著名问题：

“如果一件事本身就对受援者有益的话， 为什么援助提供者还需要给前者付钱 （提供援

助） 来让它做那件事？ 而如果某件事是对受援者无益的， 那么又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他们的研究直率地指出了现代 ＯＤＡ 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悖论———援助提供者和受援者面临

不一致的激励。

事实上， 不完全信息和有条件援助中的代理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研究。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ＩＭＦ） 独立评估办公室 （ＩＥＯ） 承认 ＩＭＦ 在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犯了一些

错误， 导致了不必要的阵痛。 “完全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或许并非对所有国家、 在所有时间都

是正确的选择，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控措施可以在宏观政策工具库中

占据一席之地” （ＩＥＯ， ２００７； ＩＥＯ， ２０１５）。 在一篇关于资本管控的工作论文被发表 （Ｏｓｔｒ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之后，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 将这篇论文称为 “令人震惊的反转———最接近于一个机构

的公开认错， 就差没有直接说 ‘对不起， 我们搞砸了’”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１０）。

（三）被误导的政策处方

产生这一被误导的政策处方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被美国学术界强化的理论———资本账户

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分配和经济增长是有益的———前提是假设资本同质。 也就是

说， 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之间没有区别。 在这样一个理论模型之下， 货币错配， 甚至是期

限错配都不存在。 同样不存在的还有利益不对称———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用虚拟金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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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换取真实的产品和服务。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和技术结构上

也没有了区别， 唯一的区别在于资本禀赋。 在这一理论中， 资本账户自由化仅对资本稀缺

的发展中国家有益。 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 华尔街和国际金融组织为它们在发展中国家大

力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创设了 “道德高地” （Ｌｉｎ， ２０１５ａ）。

然而在现实中， 发展中国家却饱受反向资本流动之苦———资本从穷国流向了不那么穷

的国家———从而使富人获利， 如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９０） 指出的那样。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以及由华尔街、 美国学界和 ＩＭＦ 共同推行的

资本账户自由化， 其总体效应与发展中国家更大的经济波动幅度和更为频繁的危机相关联

（Ｌｉｎ， ２０１５ａ； Ｌｉｎ， ２０１５ｂ）。 在更多国家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放开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后，

“在超过 ５０ 个新兴经济体发生了大约 １５０ 次资本流入的浪潮， 在其中 ２０％ 的情况下， 这

些浪潮最终演变为一场金融危机， 这些危机中的许多次都导致了大幅度的总产出下降”

（Ｏｓｔｒ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３９）。

所以， 现在到了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 “打开厨房”， 迎接来自东方不同发展理论和观点作

为它们政策建议中的 “配料” 的时候了。 事实上， 主流发展范式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数

种不同的范式可以共存， 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基于自身的发展需求从菜单中选择 （Ｌｉ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ｔ， ２０１２）。

六　将新结构经济学与南南发展合作相联系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使用新古典的方法， 在一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当中研究其经济结构和

改革的决定因素。 这种方法假定每个国家在特定的时期具有给定的要素禀赋， 这些禀赋包

括土地 （自然资源）、 劳动力、 资本 （人力和物质）， 代表了一国能够用于三次产业商品

和服务生产的总可用预算。 任何特定时期内， 一国都会拥有某些禀赋的相对富足， 这种给

定的禀赋特征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 此外，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禀赋， 在任何时期内都是固

定的， 但可以随着时间改变 （Ｌｉｎ， ２０１０ｂ： ２１）。

这一框架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 一国要素禀赋的结构， 也就是该国所拥有的相

对富足的要素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 从而决定了最优的工业结构 （Ｊ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因

此， 一国最优的、 能使该国最富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是由其自身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

进一步来说， 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动态过程， 将会引发结构变化， 在每个结构水平上影

响产业升级， 并引起 “硬的” （实体） 和 “软的” （无形） 基础设施的相应提升。 此种升

级和提升要求一种内在的协调， 这种协调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率有关。 因

此， 在有效的市场机制以外， 政府还应该在促进结构转型、 多样化和产业升级方面起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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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作用。 （Ｌｉｎ， ２０１２ｂ： １４ － １５）。

在长期， 如果一国根据由其内在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了相应产业 （以及该

特定产业所对应的专门基础设施）， 该国就能最大化其竞争力， 产生最大的利润 （剩余），

积累最多的储蓄， 并以最快的速度升级禀赋结构， 转向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 这将形成一

个良性循环， 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将在财政上变得可行。

如新结构经济学所详述的那样， 对于穷国来说， 最有效、 最可持续的发展方法， 是通

过发展其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来助推结构转型。 政府部门可以介入来减少这些部门的

交易成本， 比如构建经济特区或者产业园区， 这些地方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极具吸引力

的商业环境。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纳了这一方法， 它就能在该区域内快速地开始一个创

造工作机会、 减少贫困的良性循环， 即便该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可能很糟糕。

我们提出一个 “联合学习与协调转型” 的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所有发展伙伴都是同

一基础上的学习者， 但是以不同的速度学习。 不同阶段的学习者能够根据他们各自的比较

优势、 “交互工具” 和互补程度选择不同的学习伙伴 （或 “队友”）。 每个国家可以自由选

择队友、 发展战略和优先次序。 一个学习者可以有多个伙伴， 上游或下游， 北方或南方，

对于每一个伙伴， 他均扮演互利互惠的互补角色。 另一个类比是， 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处于

攀登同一座结构转型山峰的不同阶段。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一个经济体只有在其他经

济体的帮助下， 才能更快地登上这座山峰。

我们就中国南南合作的特点， 结合新结构经济学 （ＮＳＥ）， 给出两个命题。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是： 一个在转型中取得成功的学习伙伴， 能够利用其发展上的比较

优势来帮助传播关于如何发展的隐性知识。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 “向远方的朋友学习” 的

历史， 并且相信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在我们的语境下， 这句话就是 “只有在你

拥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 你才能教别人”）。 利用比较优势， 将使合作双方都能获益 （这

一点我们学自亚当·斯密）， 因此双方的激励是一致的， 均试图达到互利互惠或是双赢的

结果。 我们甚至可以像测算 “贸易的收益” 那样测算 “合作的收益”。 这在本质上不同于

“有附加条件的援助” 模型， 后者中援助提供国与受援国的激励并不一致。

我们的第二个命题是： 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一次一小步的前行才能学习， 这也反映其自

然的或是积累的要素禀赋。 换句话说， 基于 ＮＳＥ 的理论， 一国通过遵循其比较优势 （而

非挑战它） 来学习。 因为中国实施了渐进的局部改革， 它能够帮助其他国家通过建立经

济特区 （ＳＥＺｓ） 以及其他一些经验来推动局部改革。 一国能够通过储蓄、 投资、 学习积

累自然、 实体、 人力和制度资本来改变其禀赋结构， 但这一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于一

个资本稀缺的国家来说， 违背其比较优势， 跳跃成为一个资本密集型制造国或是一个高科

技知识型经济体， 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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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新思路：基础设施加上工业园区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缓和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后危机痛楚， 并且

能够帮助发达经济体创造工作岗位， 刺激经济增长。 然而， 仅有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足以驱

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创造工作岗位， 除非将前者与生产性资产和人力资本相结合。 因此，

我们认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 基础设施需要与产业园或区域发展、 结构转型相联系， 才能

达到自我可持续的状态。

从土地融资的角度来看， 对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产进行投资将会增加土地的价值

（这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原理）。 土地融资是一项有力的工具， 能够支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的费用。 在中国建立经济特区， 并围绕这些经济特区建设基础设施时， 这些选项得到了应

用 （王燕， ２０１１）。

因此， 我们的命题 １ 如下。

其他条件不变， 一块具备适当水平基础设施的土地总是比不具备的土地更有价值。 因

此土地就能够很好地作为基础设施开发贷款的抵押品。 首先， 这一命题得到了实证研究的

确认， 实证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有益于穷人， 因为它增加了土地或人力资本的价值， 并减少

了不平等程度。 （Ｅｓｔａｃｈ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Ｅｓｔａｓｈｅ， ２００３；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ｎ， ２００８）。

其次， 由于基础设施往往是某部门专用的， 那么上文所说的 “适当” 水平的基础设

施成本必须在人口的承受能力之内， 并且与该国既有的或是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 因

此， 我们需要依靠市场机制来确定正确的相对价格， 以了解何种基础设施才能起到 “解

除瓶颈” 的作用。 此外， 政府必须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 明确比较优势， 与合适的基础

设施相联系， 并通过开发经济特区 （ＳＥＺｓ） 来加速这一过程， 因为经济特区使私人部门

能够实现自我发展。

因此， 我们的命题 ２ 如下。

转型性基础设施能够有助于在一国的禀赋结构与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之间建立联

系， 并且将它们在全球市场上转化为比较优势。 从而， 转型基础设施在融资上是可行的。

换句话说， 将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 房地产开发相融合， 能够使二者均达到财务可持

续的状态。 这一方法有着很高的潜在回报率。

基于这两个命题， 任何低收入国家在长期内都能获得为合适基础设施埋单的能力， 只

要他们采取与自身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战略。 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更关注 “这些国家有什

么”， 而不是 “这些国家没有什么”。 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银行应该致力于从基于 “这些

国家拥有什么” 到 “这些国家有潜力做好什么”， 进一步转向思考如何将该国的比较优势

转化为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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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如何才能在不给已经资金短缺的政府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得

到填补呢？

基础设施包含一系列的公共品、 半公共品和私人商品。 它需要融合传统和新型的融资

渠道， 尤其是私人部门。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一般由以下来源的组合进行融资： 国

内公共融资、 来自多边或双边贷方的贷款或赠款 （ＯＤＡ 和 ＯＤＦ）、 包括资源融资在内的商

业贷款 （ＲＢＬｓ） 以及一些公私合资基础设施投资 （ＰＰＰＩ）。 多种资金来源可被利用， 取决

于特定基础设施是公共、 半公共或是私人的， 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为 “资源融资基础设施”

（ＲＦＩ）， 我们将会在下面进行讨论。

（二）资源融资基础设施（RF I）：作为一种新工具的优缺点

在过去的十年中， 中国发展了一系列与非洲国家的资源融资基础设施项目， 受到了西

方媒体的批评。 一项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认为这是 “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融资”。 ＲＦＩ 模

型的定义是什么？ 简单来说， “ＲＦＩ 模型是一种新型融资模型， 政府以一项资源开发项目

的未来收益作为抵押， 用于获得贷款以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这一模型的关键优势在

于政府能在其拥有支付能力之前就获得基础设施， 而不用等待资源项目真正产生收益。 这

一新型融资模型在某些层面上与其他融资模型很相似， 使用这一模型也会引致每一个此类

模型都会遇到的问题， 不论这一模型是用于资源开发项目， 还是基础设施项目” （Ｈａｌ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３）。

1 RFI 的主要优势：更快获得发展结果

在比较了多种传统基础设施融资方法的优缺点和差距后， Ｈａｌｌａｎｄ 等 （２０１４） 强调了

ＲＦＩ 方法最重要的优势是 “能为一国 （东道国） 和其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 ……早于其他任

何可能的方法数年之多” （Ｈａｌ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４）。 但是这项研究对于经济体 “结构” 侧

的内容讨论得相对较少， 对结构转型更是毫无涉及。 在 《新结构经济学》 （Ｌｉｎ， ２０１２） 的

知识基础上， 我们将在下文通过强调 ＲＦＩ 概念的发展层面讨论 ＲＦＩ 方法的优缺点， 并会特

别关注结构转型、 货币错配、 空间集中， 以及政治经济和透明度问题。 我们将评估过去

ＲＦＩ 交易的任务留给未来的研究。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每一个国家不论其当

前发展水平如何， 只要发展与禀赋结构决定的自身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 都能取得成

功。 然而， 这一过程并非自发的。 如果政府不起到促进作用， 解决这一过程中内在的协调

问题和外部性问题， 私人部门可能不愿意基于国家禀赋结构的变化， 分化进入新的部门。

ＲＦＩ 的概念能够将资源开采和 “解除瓶颈” 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系起来， 这是两个本来相互

分离的供应链， 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 在传统的世界银行的方法中， 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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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是两条分离的供应链， 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 它们的项目是分别设计、 分别融资的，

在发展中国家， 它们由不同的部门实施。 在 ＲＦＩ 方法中， 资源开采的收入流或潜在收入流

被用作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抵押， 它联系了本来相互分离的两条供应链， 从而减少了交易

成本， 并缩短了基础设施落地后发展效应实现的时间。 这使得发展结果能够更快更早地显

示出来。 这是 ＲＦＩ 方法最为重要的优势， 在加纳布维水电站的例子中得到体现。 在这个例

子中， 加纳可可豆的出口被用作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抵押。 水电站是由中国水电集团

建设的， 在 ２０１３ 年完工， 作为 ＥＰＣ 成套项目的一部分， 完工后由加纳的布维电力局

（ＢＰＡ） 拥有和运营。 通过利用中国和加纳两国的比较优势， 布维水电站的落成使加纳的

供电能力提升了 ２２％ 。 然而， 这一项目完全的发展效应仍有待估计 （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2 RFI 促进结构转型

关于 ＲＦＩ 方法是否 “物有所值” 问题， Ｈａｌｌａｎｄ 等 （２０１４） 表示， 理想状态下， “ＲＦＩ

信贷可能成为当必要基础设施无法产生足够收益以支持项目融资交易的时候， 获取该基础

设施的成本最低的选择”。 该研究同时还指出了此前基础设施融资模型所遗留的空缺， 能

够由 ＲＦＩ 方法填补， 包括有关 “无追索权” 贷款有趣特性的问题。

大多数基础设施贷款具有 “有限追索权” 贷款的一些特点， 因为政府不能或不提供

完全保障。 如果中国过去的 ＲＦＩ 合约真的是极其偏向债务人的 “无追索权” 贷款， 那么

相对于完全追索权保障的贷款， 放贷者实际上承担了更高的风险。 这代表一种特殊的， 在

其他情况下很难获得的， 由 ＲＦＩ 合约中的放贷者提供的 “保险服务”。 这种服务尚未被国

际发展社会所充分理解和定价。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 探求这种偏向债务

人的无追索权贷款的 “正确” 定价。

ＲＦＩ 的概念有助于低收入、 资源富饶的国家超越数种约束， 其中就包括货币错配。 众

所周知， 以本国货币计量的特定基础设施收益流， 无法用于偿还以外汇计量的贷款。 理想

情况下， 结构转型不应受到外汇储备不足的制约。 ＲＦＩ 方法更关注实体部门， 不太依赖由

外汇计量的现金流。 这一概念减少了一国为了偿还外国贷款所必须持有的外汇总量， 前提

是只要该国有潜力生产某种在国际市场上卖得出去并能在未来产生收益流的商品， 诸如石

油、 天然气或是可可豆 （加纳布维水电站的例子）。

不是所有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都有平等的准入权， 使其能够发行债券为基础设施发展

融资， 因此， 必须找到创新的方法来为一些国家的发展融资。 ＲＦＩ 模型允许一国长期以一

种资源换取另一种生产性资产， 进而支持实体部门在不完全依赖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完成分

化。 此外， 这一方法减少了资源租赁或收益被转移到国外而导致的漏出， 或是资本外流。

这种以 “实体” 换 “实体” 的部门交换， 能够帮助解决饱受严重金融和治理约束困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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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但是资源富饶的国家的发展。 对于受到能力差距制约的国家来说， 一个 “实体”

换 “实体” 的交换项目， 诸如 “工作换食物” 项目、 成套项目、 “市场换技术” 交换项

目， 以及 “资源换基础设施” 方法， 如果设计得当、 监管得力，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诸

如三至五年之内， 产生可观的发展结果， 如建成公路或学校， 创造工作机会。

并不是所有的资产类型在生产力和减贫效应上都是相等的。 这其中有一些是公共品或

半公共品， 其他则是私人商品。 某些类型的基础设施具有 “解除瓶颈” 的效果， 能产生

很高的发展效应， 另一些则不具备此种特点。 ＲＦＩ 模型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将公共

品的提供和自然资源 （私人商品） 的开采整合、 集约到一起 （例如， 围绕在一个经济特

区周围）， 使东道国的人口受益， 并且增加私人部门参与公共品投资的吸引力。

3 RFI 与风险

在风险管理侧， 政治经济层面至关重要。 一方面， ＲＦＩ 模型由于其 “快速” 达成发展

结果的特点， 可能受到民选政府的欢迎。 另一方面， 这一特点也可能损害还贷周期， 原因

是借款国的下一届政府会忘记前期所获得的收益， 可能会取消甚至收回起初允诺的特许

权， 或是要求重新谈判。 在一个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０ 年的样本中， 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国家承诺了 １０００ 个特许协议， 其中有 ３０％在 ２ ２ 年内进行了重新谈判， 这其中重新谈判

发生率最高的是供水和卫生设施项目 （７４％ ） （Ｇｕａｓｃｈ， ２００４： １２）。 这是 ＲＦＩ 方法最大

的风险之一。

围绕过去的 ＲＦＩ 组合， 存在关于透明度问题的合理担忧。 出于道德、 政治和风险管理

的原因， 我们极力支持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 （ＥＩＴＩ） 的原则。 历史已经证明， 出于政治

风险管理的考虑， 在谈判过程中保持透明度与保密性的平衡十分重要。 在我们看来， 任何

暗中达成的 “交易” ———没有公众的支持———一旦政府发生了变化， 更可能在政府更迭

之后受到质疑， 或是进入重新谈判。 这一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应该被熟记于心。

（三）建设产业园区以吸引制造业

产业园区能够促进结构转型的观点并不新颖。 经济学家们强调产业园或产业区利用动

态规模经济， 减少了搜寻、 学习和交易成本。 特别地， 对特别经济区进行投资能够：

（１） 将公共服务在地理上集约在一个集中区域；

（２） 提升政府有限的基础设施资金或预算的效率；

（３） 促进特定产业的集群发展或集聚；

（４） 通过为工人、 科学侨民、 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以及集成式服务， 促进

环境服务的规模经济， 推进城市发展；

（５） 通过绿色增长和环境友好的城市发展， 潜在地、 环境可持续地刺激工作岗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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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收入产生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１４）。

一个国家不可能一次性建好商业基础设施， 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他们缺少资源， 实

施能力低下。 他们也缺乏政治资本来制定政策和改革方案以对抗既得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

反对力量。 这样的环境决定了这些国家需要定向的干预或是引导， 尤其是在起始阶段。

在区域周边和区域内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可以促进制造业的集团、 集群发展以及工作

岗位的创造。

七　21世纪的未来发展融资

（一）“一带一路”愿景和儒家思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１３ 年 ＡＰＥＣ 峰会上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构想， 构建 “一条丝

绸之路经济带， 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 “一带一路”）， 得到沿途五十多个国家的支

持。 这一构想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一带一路” 倡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 该构想的指导原则包括共

同繁荣、 “求同存异”， 以及提供全球公共品、 安全和保障、 可持续性的承诺， 吸取了中

国儒家思想的深厚财富。 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是相对繁荣的说法。 “工

业革命之前， 中国要富有得多。 事实上， 中国在世界 ＧＤＰ 中所占的比重， 在过去 ２０ 个世纪

中的 １８ 个世纪里， 都比任何西方国家多。 直到 １８２０ 年， 中国仍生产了世界 ＧＤＰ 中超过

３０％的比重———这一数字超过西欧、 东欧和美国的 ＧＤＰ 总和”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１１）。

儒家思想或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早在宋朝 （９６９ ～ １２７９）， 中国在航海技术上领先

世界； 中国的舰队本可以将这个帝国带入一个征服和开拓的时代。 然而中国却并没有在海

外建立殖民地， 对于那些在其海岸线之外的国家， 中国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８）。

孔子强调 “仁”、 社会和谐的教化、 同情心的原则， 他对终身学习抱有热爱， 例如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以及向他人学习， 如 “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

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正如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所记录的， “中国数千年屹立的原因， 与其说是因为其统治者施加的惩

戒， 不如归功于在人民和士大夫组成的政府中形成的价值共同体”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１３）。 科举考试允许有天赋的人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 这会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不菲的经济

收益和至高的荣誉。 不仅如此， 科举考试还潜移默化地向精英的脑中灌输着一套价值体

系， 强调对统治者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服务， 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统治和统一庞大国家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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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 １９９５）。 这一价值共同体， 帮助一个庞大的国家维持统一达数千年之久。

儒家思想也塑造了中国同邻国的关系。 中国利用其力量来修复与邻国的关系并维持和

平， 而非征服它们， 这反映了儒家的原则， 《论语·尧曰》 中讲道： “兴灭国， 继绝世， 举

逸民， 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或许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 “中国并没有在海外建立殖民地， 对

于那些在其海岸线之外的国家， 中国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８）。

深深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坚定不移的信条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

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这些原则一直在过去五十年中国对外援助与合作的愿景背后起着

指导作用。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尝试现代化、 强化这些价值和原则。 “中国当前在全球发展融资的

系统运行中有着基本的利益和责任” （Ｘｕ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ｙ， ２０１５）。 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

说， “巨大的太平洋有着充足的空间容纳中国和美国” （ 《华盛顿邮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这些理念被完全纳入中国的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 在这一计划中， 中国呼吁建立

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基于五项基本原则： “创新、 合作、 绿色、 开放、 共同发展。” 计划

中设定了一项双向开放的战略， 旨在促进所有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 支持基础设施开发和

与邻国的联结 ［ 《国务院五年计划 （草案）》， ２０１５］。

换句话说， “一带一路” 不仅是一个构想， 而且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发展融资的指导原

则， 并且有着切实的实施计划。

（二）一种新的双边方法：建立“共命运同目标”的共同体

鉴于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的支持， 金砖国家和其他非 ＤＡＣ 成员国将会在南南

发展合作中持续它们的双边方法， 以达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但是为了克服 “援

助有效性” 文献中提到的某些激励问题、 信息不对称和委托 － 代理问题， 下列原则必须

得到遵守。

东道国必须拥有其发展项目的完全所有权。 一个南南合作项目应该 “由东道国提出

要求， 由东道国领导， 并由东道国共同建设”。 援助提供国和东道国应该处于平等的立

场， 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表示拒绝 （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５６ 号条款）。

合作的伙伴们可以尝试建立 “共命运同目标” 的共同体， 以寻找共同的利益立场，

同时惠及伙伴国和东道国的国家利益。 诚然， 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 南

南合作并不是纯利他的。 双方都应该尽力寻找共同的利益立场， 并达到互利互惠的双赢结

果。 在项目层面上， 资本注入、 贷款放出之前， 双方可以建立一家合资公司。 事实上， 这

家合资公司就是这一 “同目标” 共同体的实体表现。 举例而言， 在印度尼西亚修建高速

铁路系统的例子中， 一家通过国际竞价选拔的中国公司与印度铁路公司组成一家合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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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双方都同意对权益资本做出贡献。 进而， 其他放贷者和投资者， 诸如中国国家开发银

行和丝路基金， 也可以对权益资本做出贡献。 这样一来， 如果项目成功， 双方均能获利，

如果项目失败， 双方都会蒙受损失。

但是双边的南南合作也有缺点。 显然， 这一模式无法杠杆化基金， 并在多个合作国家

中分担风险。 这一模式也无法促进学习和三边合作， 因此通过学习是否能提升这一模式的

有效性仍然存疑。 此外， 如果发生争议和违约情况， 这一模式下问题会变得十分棘手。 在

我们的系列书籍 《超越援助》 中， 我们提出了四条提升中国南南合作努力的途径：

（１） 尽快起草对外援助法案；

（２） 为中国的援助和合作活动， 在条件方面提供更高的透明度；

（３） 提供培训和教育， 以配合当地的劳动力、 环境标准；

（４） 建立一个清晰的框架， 以评估、 评级或排序所有参与南南发展合作的企业和银

行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除此之外， 我们在此建议， 更高比例的中国融资项目应该向国际或当地开放竞价， 尤

其是大型项目的特定子部分， 这样能够有利于当地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中小企业， 在当地创

造更多工作机会。 东道国政府也可以出台此类规定， 要求一定比例的子项目在当地开放竞

价招标。

最重要的是， 双边机制完全无法满足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要求。 类似地， 诸边协议

（在数个伙伴国之间达成， 诸如金砖国家的情形） 也不足以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 诸如气

候变化、 区域间互联互通， 因此，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一个多边体系。

（三）多边金融协议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联合建立了新发展银行， 其前身是金砖银行， 由经

验丰富的印度银行家 Ｋ Ｖ Ｋａｍａｔｈ 领导， 总部设在上海。 在协议的第一条款中， 陈述了该

协议的目标是 “为在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实施可持

续发展项目， 促进资源流动， 补充现存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对全球增长和发展所做出的努

力”。

金砖国家位于不同的大洲， 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国家利益。 许多分析者认为新发展

银行是 “暂时性的、 羸弱的”。 我们认为他们错了。 我们相信这家银行反映了真正平等的

伙伴关系， 基于 “求同存异” 的原则。 同时， 它还有潜力成为一个 “共命运同目标的共

同体”。 这五个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 努力想要升级它们的产业， 并从自身所处的世界

价值链的位置中分化出来。 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国家利益， 但也有着巨大的余地可用于追求

“共同利益”。 它们是攀登同一座结构转型高峰的队友， 需要彼此的帮助。 利用各自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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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 他们能够在经济上实现互补。

类似地， 在公司治理方面， 所有创始成员国对新发展银行做出同等贡献， 并拥有同等

的投票权， 是 “真正的发展伙伴关系”。 “每一位成员的投票权利应当与其在银行股本中

所占的比例相对应”。 没有一国处在支配地位， 向其他伙伴国施加条件， 所有伙伴国都需

要遵守游戏的国际法则。 伙伴国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 每个国家都可以说 “是” 或

“不”。 所有联合国的成员都可以加入。

总结而言， 金砖国家、 传统与新兴发展合作提供者、 双边与多边机构之间， 有着充足

的空间， 允许它们互相学习、 交流经验。

（四）新多边主义的优势

过去， 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发展合作都是双边的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随着新的多

边金融组织的建立， 中国将会贡献更多的发展融资。

发起并运行一个新的多边金融机构， 对于中国来说将会成为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一组具有国际视角的中国人将会在 ＡＩＩＢ 主席金立群先生的领导下入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 （ＡＩＩＢ）、 新发展银行 （ＮＤＢ）， 与同事们的合作将会增强他们的国际领导力和合作

技巧。

一个多边金融机构使得中国能够撬动国际资本， 积蓄数额更大的资本， 从而能够比通

过双边发展合作施加更大的影响。 这将会减少目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本量，

提升全球资本分配的效率。 理论上这将提高回报率， 在发展中国家的瓶颈部门投资应该比

在工业化国家投资有着更高的回报率， 因为后者的资本已经十分充足。 多边金融机构也使

风险在更多成员国之间分摊， 对于风险管理极为有益。 此外， 它能增强合伙人保护投资对

抗所有风险 （包括政治风险） 的能力。

世界其他国家则会受益于拥有大量的储蓄、 快速增长的消费者需求和庞大的金砖国家

经济体的规模经济。 中国、 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正处在这样的阶段： 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

国内快速增长的劳动力成本， 需要转移到其他国家。 这为低收入国家升级它们的制造业提

供了巨大的机遇。

此外， 中国有着其他小一些的国家所没有的规模经济， 这使得中国建造大型交通网络

的成本很低。 中国已经展示了它在建造大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比较优势， 这要归功于中国低

廉的劳动力和工程师， 以及中国具有的在国内完成许多大型项目的能力、 集融资能力和在

世界其他地区实施大型项目的能力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与中国和中国铁路网络相连

接的国家， 能够受益于这些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 扩大他们进入内陆消费者市场的入口。

事实上， 接入一个 （硬或软） 大型网络的社会收益应该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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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机构需要所有股份持有者分享信息， 从而增强透明度和内部治理。 这将会在之后

影响大股东在国内的行为， 并为国内的立法改革提供压力和倒逼机制。 举例而言， 在建立

ＡＩＩＢ 的治理结构的过程中， 中国领导人可以从其他拥有更为健全的对外援助法律法规体

系的创始国那里学习。 ＮＤＢ 和 ＡＩＩＢ 的协议条款预示了对透明度和治理的高标准， 这也将

影响双边南南合作中的参与方。 这将会加强所有创始成员国之间的信任， 包括南方和北方

伙伴国之间的信任。

八　总结评价

本报告包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对国际发展合作 （ ＩＤＣ） 和南南发展合作革新面向

２０３０ 年做了概览综述， 然后给出了南南发展合作对全球发展贡献的评估。 本报告试图

反映发展合作的新观点、 新机制与新方法。 第二部分关注南南贸易合作、 南南发展援助

以及南南直接投资。 第三部分考察了关于主要南方国家合作的案例研究， 诸如中国的发

展合作新架构 （ “一带一路” 倡议）、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发展合作、 巴西的发展合作、

印度的发展合作、 南非的发展合作， 最后以 “变化的动态与国际发展合作” 进行了总

结。

注： 《报告的主题》 这一章节引自本报告的多位作者。 本报告各章的内容纯属相关作

者观点， 而非 ＦＣＳＳＣ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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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面向2030年：国际发展合作和
南南发展合作革新概览

∗

一　导言

南南发展合作在过去的五十年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传统西方发展分析家们曾认为南

南发展合作 （也被称为南南合作） 是地方性的、 无关紧要的， 它在亚洲、 非洲、 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等部分地区的去殖民化过程中出现， 并由此发展成为新兴的南方部分地区和其

他发展伙伴们的重要发展引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于 ２０１１ 年底在韩国釜山

召开的援助有效性高层峰会上对南南合作有了新的认知， 强调了南南合作的全球地位变

化。 随着南南合作转向应对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挑战， 它需要继续展现这些充满活力的特

质， 这一点显示于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南方革新者所采用的战略与方法， 受到他们所面临的物质条件与变化的国际环境的深

刻影响。 多哈发展回合的失败， 伴随着民粹主义和全球主要经济体诸如欧盟和美国经济错

位所催生的不确定性， 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未来数年推进它们的发展进程时所面临的约

束。 与此同时， ２０１５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的传播为全球发展进程的下一阶段铺好

了道路。 在这一阶段中， 国际社会将共同承担义务， 通过提供经济支持、 市场准入、 技术

支援和发展融资， 以达到目标。

在这一层面上， 南方的新兴国家通过协调努力展示了协同调动国内资源与外部资源的

能力———最佳代表是中国的大幅度经济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在它们的

３００

∗ 本章作者是 Ｃｈｒｉｓ Ａｌｄｅｎ 和 Ｆｏｌａｓｈａｄｅ Ｓｏｕｌｅ － Ｋｏｈｎｄｏｕ， Ｃｈｒｉｓ Ａｌｄｅｎ 教授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ＬＳＥ） 国际关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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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中产生转型效应。① 同时， 南南贸易的崛起、 如火如荼的技术和经验交换、 发

展中的蓄电池和旨在鼓励加入经济活动的商业融资， 都使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起到的作

用不断得到增强。 考虑到这一时期的国际不安定局面以及由此引发的极富挑战性的环境，

南南合作作为实现全球发展议程关键工具的重要性更为凸显。 因此， 理解南南合作如何作

为发展的催化剂， 以及如何持续作为理念、 革新、 发展融资、 人类发展和制度能力建设的

来源发挥作用， 对于评估其对达成 ＳＤＧｓ 能够 （可能） 起到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至关重

要。

本章将会考察以下内容： 第一， 南南合作的起源和演进； 第二， 从国际发展援助中吸

取的经验教训； 第三， 在南南合作中发展和实施的革新举措； 第四， 南南合作在达成雄心

勃勃的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所能起到关键作用。

二　南南发展合作的演进

南南关系通常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 经济、 技术、 社会和文化关系。 尽管这些关

系最初是由对殖民主义的反应而塑造的， 并且在冷战期间由意识形态推动， 随着时间的推

移， 这些关系的本质和增长均发生了演进。 此外， 南南纽带逐渐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变得制

度化， 这一过程同时通过联合国框架和选择性多边俱乐部发生。 这些进程的发生， 都为南

南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动荡的冷战环境下， 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 仍在很大程度上依

附于它们各自位于北半球的前殖民宗主国。 尽管当时也存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动， 但此

类活动大部分维持在区域水平， 扩展程度较小。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较为薄弱， 并且带

有北南依附模式的印记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ａｎｄ Ｔｙｌｅｒ， １９７５）。 联合行动在当时受到限制， 并且

经常以形成共同利益作为结果， 而非达成有效的、 旨在减少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经济政

策。 南南关系的重大缺陷和不断恶化的竞争集团张力， 使得数个来自南方的发展中国家，

将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全球平台， 作为主张政治独立的发声场所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ａｎｄ Ｔｙｌｅｒ，

１９７５）。 增强南方国家之间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必要性从而得到了提升， 因为此举

符合自主和减少对北方依赖的要求。

这一时期也是 “第三世界”② 这一说法的产生时间， 这一概念适用于所有全球化过程

中被边缘化的、 希望和冷战中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保持距离的发展中国家 （ Ｓａｕｖｙ，

４００

①
②

ＵＮＤＰ，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ＤＰ， ２０１３） ．
美国及其西欧盟国被指定为 “第一世界”， 苏联及其盟国被指定为 “第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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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 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联合国的关系形成于 １９５５ 年， 当时联合国成立了亚非小组， 使

非洲国家和新独立的亚洲国家能够走到一起。 同样的关系也建立于不结盟运动 （ＮＡＭ）

首脑会议上， 这一会议紧接着万隆会议， 举办于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新世界经济秩序的第一次

激荡发生于 １９６４ 年一些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兴起机构的形成和制度化， 诸如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以及 ７７ 国集团 （Ｇ７７）。 在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和资源卡特尔崛起

的余波之下， 一个新的自信的南方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 呼吁直接对话以

创造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良好环境。 资源卡特尔在发展中世界快速兴起， 产生了边际效

益， 发展中国家试图利用商品作为获得更好贸易条件的工具。

１９７８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第一次技术合作会议， 在技术层

面上， 也对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成产生了同样的推动力。 这次会议召集了大多数的发

展中国家， 并采纳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在计划中认定了 １５ 个交叉区域以供发展

中国家开展技术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在发展中国家间被广泛使用的术语 “技术合

作” 逐渐被 “南南合作” 替代。

事实上， 直到 １９８６ 年， 作为术语的 “南南合作” 并未出现在一些著名的发展中国家

组织的书面宣言中， 不结盟运动、 ７７ 国集团或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它的第一次使

用是在 １９８６ 年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峰会提出的 《哈拉雷宣言》 中。 南方国家不论是在大

小、 经济结构、 经济社会和技术水平， 以及文化、 政治体系多样性和意识形态上， 都可以

被看作一组分化出来的极富特点的国家 （Ｔｒｉｐｕｒｅｓｈｗｏｒ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２０１１）。 尽管存在

经济、 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异质性， 这些国家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一特点在根本上是国

际的， 并使这些国家愿意采取联合行动战略以守护共同利益。 巧合的是， 这一时期马来西

亚总理还成立了一个 “南方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在不结盟运动哈拉雷峰会召开的一年后

成立的 （Ａｌｄ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这一委员会由印度的曼莫汉·辛格担任主席， 坦桑尼亚总

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担任秘书长， 其目的在于对南方国家之间的政治、 经济关系， 以及发

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的国内和国际挑战进行评估， 并提出应对之法。 印度和委内瑞拉、 韩国

一起， 对这一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南方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国际社会放弃使用 “第三世界” 这个称呼， 因为这个概

念包含了 ３ ／ ４ 的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超过 ２ ／ ３ 的地表面积， 而 “南方” 这个概

念， 重组了所有存在于发达的北方边缘的那些国家 （南方委员会， １９８０）。 南方是这样

一组分化和异质的国家， 不论是在国家大小、 经济结构以及经济、 社会和技术水平， 还

是在文化、 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 这份报告的作者们将

南方以一个整体呈现， 这个整体有着一个能够超越差异、 给予南方国家一个共同特点的

基础。 这一共同特点基于从欠发展状态下兴起的共同志向和改革包括由北方主导的决策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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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共同计划。 因此， 这些国家根据一组结构特征和共有特点，

被定义为南方， 这些特点包括一些历史原因， 诸如对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抗争（南方

委员会， １９８０）。

“南南合作” 的概念并未经历一个严格的定义过程， 但是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关

系的制度性参照点， 并且包含了旨在发展的技术合作。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隶属于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给出了广义的南南合作 （ＳＳＣ） 定义： 南方国家之间进行政

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和技术领域协作的广泛框架。 在包含两个或以上发展中国家

的情况下， 它能在双边、 区域、 次区域或是跨区域的基础上发生。 发展中国家共享知识、

技能、 专家和资源以通过协同努力达到它们的发展目标。 南南合作的最近发展形式是增加

南南贸易量、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流， 增强区域一体化、 技术转移， 共享解决方案和专家，

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换。①

这一较为宽泛的 “全包” 定义， 是根据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和联合国高级南南

合作会议出台的内罗毕成果文件总结而成的。

尽管这一渐进的制度化成果成倍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动， 这一阶段的南南

关系在天性上和实质上仍主要是政治的， 且南南经济交往水平与南北贸易流相比仍保

持在很低的水平。 在 １９８０ 年， 一些分析者认为南南合作更多的是一个 “口号”， 而不

是现实， 他们呼吁在不同范围内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从区域到国际， 以超越加强南

南联系的理想化愿景 （ＵＩ Ｈａｑ， １９８０）。 在 １９９０ 年， 非洲、 亚洲和南美洲逐渐建立了

区域合作机制， 有利于这些市场的进一步区域一体化 （ Ｔｅｎｉｅｒ， ２００３）， 并加强南方国

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实践在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发达国家之间的

合作， 即前者并不遵循合作序列项目的典型分离 （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ｃｔｏｒｓ） 。 经典的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 双边合作关系应该对部门做出区分， 诸如发展

援助、 贸易和直接对外投资。 但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实践， 包括中国、 印

度、 巴西和南非的联合， 却倾向将这三个部门整合在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 这

些不同类型的关系都被包含在南南合作这顶大伞之下。 这类方法越来越多地得到拓

展， 尤其是通过增加科学、 技术和实物贡献， 这使得南南合作成为一个定义和动态均

与时俱进的范畴。

其他半正式的具有跨区域特点、 包含国家偏远地区的合作机制也在兴起： 这样的例子

有 １９９７ 年成立的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和 ２００３ 年成立的 ＩＢＳＡ， 包括印度、 巴西和南非。

６００

①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ｓｓｃ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ｓｃ ／ ａｂｏｕｔ ／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ｓｃ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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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倡议在成员们提出时是作为建设南南关系的工具， 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区

域关系的加强并未被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系统地贴上 “南南” 的标签。 智利便是如此， 尽

管该国是 ７７ 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 它所希望的是在不显示冷战时期争议思维的

情况下， 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联系 （Ｂｕｒｎ， ２０１２）。

当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一个新的经济变动， 尤其是商业变动， 源自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收缩。 １９９５ 年南南出口仅占到全球总出口的 １２％ ，

年增长速度 ８％ ， 这一指标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经历了一次跳跃， 占到全球总出口的 ２３％ ， 并

且现在以每年 ３０％的速度增长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２）。 尽管南南贸易流最初受到金融危机的

影响， 但是 ２００９ 年以来， 南南贸易恢复了原来的快速增长步伐， 并且增长速度快于南北

贸易流。 南南投资额增加近三倍 （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４０ 亿美元到 ２００３ 年的 ４７０ 亿美元）， 占

到发展中国家 ＦＤＩ 流量的近 ３７％ ， 这一数字在 １９９５ 年仅为 １５％ （Ｒａｊａｎ， ２０１０）①， 展示

了南南合作的新面貌。

引领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些快速增长经济流的是中国、 巴西、 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

体， 南非也是如此， 不过影响程度稍小。 这些国家的快速增长刺激了贸易伙伴多样性

的新形式以及它们与非传统友好国家和地区的邦交， 这也成为这些非传统友好国家和

地区的优先对外政策， 以减少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冲经济危机。 例如在 ２０１０

年， 南南出口主要由亚洲国家主导， 亚洲国家占到了出口总量的 ８４％ ， 而南美地区则

仅占 １０％ ， 非洲占 ６％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２）。 相应的， 位于非洲和南美洲的发展中国

家， 其出口有 ６２％ 和 ４２％ 是面向亚洲， 尤其是中国。 这种增强效应的代价是区域内出

口流的减少， 尤其是非洲， 后者的区域内贸易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６３％ 显著降低到了 ２０１０ 年

的 ２９％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２）。

南南关系的加强也促进了高增长国家诸如中国、 印度和巴西的崛起， 这些国家渴望在

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使自己成为来自南方的新兴力量。 这一对国际地位和

声望的要求， 也体现在它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加强上， 此举使它们能够作为新

兴援助提供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０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００ 亿美元， 这一数字到了 ２００７ 年更是高达 ２５０ 亿美元

（Ｆｉｓｃｈｅｒ， ２００９）。 同时， 这些新兴的南方援助提供国逐渐将它们的发展机构制度化， 以集

中、 组织、 协调不同的资金流和援助项目 （Ｓｃｈｕｌｚ， ２０１３）。

上述所有改变的结果， 是南南关系逐渐实质化， 超越了最初政治宣言的意图。 “南

７００

① Ｒａｍｋｉｓｈｅｎ Ｒａｊａｎ， “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ｌｏｗ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ｓ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６ Ｎｏ ３，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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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关系不再仅仅指意识形态， 也不再仅限于政治和政府领域。 这一变化既考虑了全球

环境变化的常态化， 也考虑了私人部门的潜在作用， 包括一些西方称为这一变动一部分的

投资银行在内， 它们也希望能成为这一变动的一部分。 尽管有了这些新的环境， 南南关系

仍然继续受到一定限制。 这些限制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后者包括对进口品的高税

率、 限制航空航海联系以减缓贸易流和南南投资， 在非洲尤其如此。 在贸易加强的同

时， 投资金融流仍然较弱， 并且主要来自北方的发达国家， 尤其是美国、 法国、 荷兰、

西班牙和日本。 南南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国家主体主导， 社会主体尽管在这个过程

中参与度不断增加， 但是在南南关系强化的进程中参与感仍然较弱 （ＵＮＤＥＳＡ， ２０１２）。

此外， 此类南南关系的发展以一种多利益主体的方式， 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包容性， 这种

方式吸引了一批利益主体， 包括非政府组织、 私人部门、 公民社团、 学术团体和其他当

地主体。 这些不同主体的融合， 似乎正在成为通过南南合作实现联合国设定发展目标的

关键要素。

三　国际发展援助的经验教训

北方在促进发展中扮演的突出角色根植于一种类似的、 应对系统变化而进化和反应的

模式， 在南南合作的进化中已出现这种模式。 一项针对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的仔细考

察强调了如下条件： 根植于历史原因的对 ＯＤＡ 体系的制度化分割； 当前 ＯＤＡ 的主要特

点， 是附加条件以及诸如 “解绑援助” 的倡议； ＯＤＡ 的渐进改革和将政策与体现在联合

国声明中的不断变化的发展议程相联系的努力， 以及南方变得越来越坚定主动。

（一）ODA 的制度化分割及其对发展政策的影响

ＯＤＡ 的管理是分割化的， 由三组主体实施： 国际金融机构， 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发展援助委员会 （ＤＡＣ） 以及联合国机构。

这些机构以外有大批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和基金会， 在规模上、 对发展进程影响力上

有大有小。 作为结果， 这些跨度广泛、 以促进发展为己任的机构， 产生了一个起初较为

分化的发展政策议程。 然而， 随着冷战的结束， 指导 ＯＤＡ 的基本原则开始更接近于反

映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产生的密切影响。 与此同时， 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强烈反

作用力， 推动了 ＯＤＡ 的改革， 使之能引领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描绘的发

展新时期。

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是为了确保金融稳定性、 “二战” 后重建的资源流动性而创建的

（Ｇｉｌｐｉｎ）。 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 在完成其最初复兴西欧经济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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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后， 转向新近独立的亚洲、 非洲、 加勒比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 在这一背景

下， 世界银行逐渐变成了为主要发展项目发展融资的多边渠道，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则是通过提供流动性和借贷， 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 这些机构是提出分析、 建议

和附加条件的关键主体， 它们能够引致结构挑战项目的实施， 这些项目是为了应对由商品

价格崩溃导致的债务危机， 它们自 １９８０ 年起在拉丁美洲实施， 并且在负债累累的非洲经

济中快速发挥作用。 结构调整项目的焦点是施援目标国家移除价格支持和相关补贴， 通过

公务员裁员、 私有化半国营机构、 实施货币改革来减少公共服务预算 （这一预算通常会

超出 ５０％ ）， 这也反映了当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同时， 由美国、 西欧国家和日本牵头的双边援助提供国， 以拨款、 优惠贷款和多种技

术援助的形式， 直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援助， 这些援助的庞大规模与冷战政

治和商业利益相联系。 一些多边倡议， 包括联合国贸发会议、 联合国发展项目、 世界健康

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构成了发展机构的另一范畴。 这些机构嵌入联合国的体系之

内， 提供特定部门的支持和技术援助， 尽管它们在实际落地项目的参与受到资源和权限的

限制。 在上述制度框架之外， 存在着一批数量正在增长的、 总部位于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

织， 这些组织参与人道主义援助， 如红十字会、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天主教救济会， 其

他一些组织则提供培训、 金融、 紧急救援和传教工作的选择性组合。 尽管这些组织的影响

在物质层面上较为有限， 但随着冷战的淡去也在逐渐增长。

西方援助提供国发展计划的中心部分主要有 ＯＥＣＤ 及其发展援助委员会 （ＤＡＣ）。 事

实上， ＤＡＣ 是一个合作论坛， 而非一个实施机构。 这个组织并没有实践性的作用： 它既

不提供资金， 也不实施任何发展项目或程序。 它的力量在根本上是规范意义的： 它依赖专

家、 咨询， 生产并交换信息 （ＯＤＡ 数据、 资料、 研究）， 或是提供 ＯＤＡ 的同行评审机制

（并非像世界银行那样具有发展的目标）。

作为南南合作进化过程的回响， ＯＤＡ 政策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随时间推进实施、

变动， 并且根据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事实上， 在支持国际金融机构之外，

ＯＥＣＤ 国家真正做出努力协调它们的发展援助项目， 始于 １９６１ 年 ＤＡＣ 的建立。 对外发展

援助这个短语和定义真正被创造出来， 则要等到 １９６９ 年的 ＯＥＣＤ 会议， 而清晰的定义在

１９７２ 年才确定： “对外发展援助由官方机构提供， 包括国家和当地政府， 或是它们的执行

机构； 每一项事务均以提升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福利水平为主要目标； 以优惠为特点，

赠与项目占到至少 ２５％ （采用 １０％的折价率计算）。”①

在此之后， 西方援助提供国也做出了超越这一设定的阶段性努力， 它们向发展中世界

９００

① 参见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 ｓｔａｔｓ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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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协同的援助， 也制定了相互协调的政策； 与此同时， 它们也并未在隐藏于援助项目

之后的国家利益上让步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１９９５）。 在这些努力中， 最为显著的例子， 是欧洲经

济共同体决定在此前合作项目的基础上， 将其对前殖民地的援助政策正式化， 在 １９６３ 年

与非洲、 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 （ＡＣＰ） 的 １７ 个国家签订了雅温得协定， 为贸易

优惠、 援助拨付、 贷款和技术援助提供了最为综合的框架。 随着欧盟扩张， 其成员国和

ＡＣＰ 国家之间的协作需要反映在新的管理制度之中， 这些制度最终在 １９９５ 年被纳入新成

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之中， 因此紧随这个共同决定之后， 是一连串协议的签订。

随着对 “第三世界” 国家提供援助的战略价值减少， ＯＥＣＤ 国家中对援助的传统支持

随之减弱， 冷战结束引发了其对 ＯＤＡ 的反思。 这为新援助政策指导原则的形成铺平了道

路， 反映了西方的大获全胜， 导致了对市场友好型政策的倡导， 以及 ＯＥＣＤ 国家与民主制

度和实践的结合。 ＯＥＣＤ⁃ＤＡＣ 开始跟随国际金融机构的脚步， 并开展新一轮具有侵略性

的 “附加条件” ———将援助与表现相联系的政策———对受援国的要求基于公开的政治标

准。 西方的 ＮＧＯ 与南方的对应组织共同行动， 批评附加条件的做法， 以及基于利益的

ＯＤＡ 模式， 呼吁诸如解绑援助此类的方法。 同时， 学术研究显示， ＯＤＡ 在贫困国家， 尤

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升经济表现和社会指数的效果是失败的， 而其中最为失败的就

是附加条件的 ＯＤＡ。①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一段 “援助疲劳” 的时期， 导致分配于国

际发展的公共基金有了陡然下降的危险。②

在这一批评背景之下， 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沃尔芬森 （ Ｊａｍｅｓ Ｗｏｌｆｅｎｓｏｈｎ）

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寻求一条从根本上进行革新的道

路。 世界银行意识到结构调整项目太过千篇一律， 过于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 货币和财

政指数， 而对其社会、 环境和文化层面不够敏感。 沃尔芬森在他的一次演讲中声明， 发展

是一项复杂的进程 （因此是一项任务）， 而斯蒂格利茨则号召世行应该保持谦卑的态度。③

这一平台是为了对北方发展政策方法的缺点进行大幅度反思而设置的。

（二）ODA 的关键问题

鉴于结构问题和机构分裂一起清晰地勾勒了北方发展政策及其在南方实施的主要轮

０１０

①

②

③

见过去数年中一系列批评研究， 例如： ＵＮＲＩＳ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ａｒｒａ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ＲＩＳＤ， １９９５ ）； Ｃｌａｕｄｅ Ａｋ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ｂａｄ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２００１ ）； Ａｎｕｐ Ｓｈａｈ，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２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ｓ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ｍａｊｏｒ⁃ｃａｕｓｅ⁃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ｕｔｈ Ｋａｇｉａ， ｅｄ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ｕｎｄｅｒ Ｊａｍｅｓ Ｄ Ｗｏｌｆｅｎｓｏｈｎ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５）， ｐ ２．
Ｊｏｓｅｐｈ Ｈａｎｌｏｎ， “ Ｂａｎｋ ａｄｍｉｔｓ ＨＩＰ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ｒｏｎｇ，” Ｄｅｂｔ Ｕｐｄａｔｅ， Ｊｕｂｉｌｅｅ ２０００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８，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ｇ ／ ｃｏｍｐｅｎｅｎｔ ／ ｃｏｎｅ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９ ／ ４３１９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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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 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察将揭露一些关键的问题， 这些问题变成了援助项目的阻碍，

有时不易察觉。 这些问题包括政治平等、 附加条件、 捆绑援助、 软硬基础设施。

政治平等　 关系的基本框架， 最明显的体现是 ＥＵ － ＡＣＰ 纽带， 带有挥之不去的家长

制特点。 这一问题在西方政治圈子中被忽视， 它的形式并不仅限于援助如何推进， 其特点

体现于官方峰会， 但更令人不安的表现存在于项目开发和实施阶段。 具体表现为发展政策

计划过程中缺乏咨询和投入， 从而导致一些关键的、 已多次被证明会成为项目成功阻碍的

隐患被援助提供者所忽视。 来自社区外部的金融、 技术援助提供者， 却不了解社区的当地

知识， 这些知识本可以让他们选择正确的实施目标， 并且进而收获信心， 这当中的荒谬程

度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 这种疏忽的做法导致了对平等的根本忽视， 这种忽视已深

深地渗入北方的发展方法。

附加条件　 ＩＭＦ 和西方援助提供国对附加条件的实施，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平等关

系的长期存在， 但更重要的是， 它涉及对一个单一诉求蓝图的应用， 后者在它们通过惩罚

措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中早已被移除了。 如前所述， 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受到了北方学者和

发展参与者的批评， 因为其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损害了国家就实现经济社会

提升的必要项目的计划和实施能力。

解绑援助　 减少国家利益在提供援助中起到的作用， 其道德论据基于这样的假设： 这

种利益的交织一定会导致在实现当地发展目标中产生互相矛盾的承诺。 当然， 出现过很多

例子， 由于滥用捆绑援助而导致管理失当， 使项目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 然而， 将这些利

他主义动机的观点带入实践的努力并未获得特别振奋人心的结果。 失去经济和名誉利益得

失这样的基本要素， 项目管理可能会失去动力。 两年期固定的财政援助周期和随之而来的

人员调动进一步使提供经济援助复杂化： 在这一层面上， 很可能通过具体利益与各合作伙

伴进行交换， 更有可能确保更大的责任机制， 从而确保积极和持久的结果。

软件与硬件基础设施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 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

潜在影响之一， 是在 “硬基础设施” 之外， 强调所谓的 “软基础设施”。 这意味着， 华盛

顿和布鲁塞尔的决策者更关心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框架的调整和改造， 而不是铺设道路，

现代通信和运作的海港设施， 后者对市场的实际运作至关重要。 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认识

到这一根本务实的观点， 发现在非洲政府合作伙伴中， 他们自己也将发展进程的这一特点

置于优先地位。

（三）通过外联，联合与合作改革官方发展援助

在概念化、 传递有效的经济援助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积累效应， 在于通过外联、

联合与合作寻找官方发展援助合法性的新来源。 ２０００ 年， 随着 《进攻贫困》 这一报告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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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版， 对抗贫困的战斗被看作世界银行的优先目标。 世界银行在编写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世界发展报告》 时发起了 《穷人的声音》 倡议。 贫困逐渐作为一个多方面的现象被分

析， 它是多维的、 关联的、 相对的， 是对美好生活的剥夺，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入问

题； 是一种脆弱的状态， 暴露于危险之中的状态， 一种力量的缺失 （ “无力性”）、 机会

和能力的缺乏。

这一转变带来了世界银行与联合国一项主要倡议的重新联合， 在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千禧年

峰会期间由 １８９ 个国家签署了 《联合国千年宣言》， 为援助改革进程做出了第二项贡献。

八项目标联合指向将发展中国家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民数量减半， 使捐助者和发展中国家惠

及穷国。 在联合国的呼吁动员之下， 为达到千年发展目标， 帮助这一进程的资源得到增

加。

２００５ 年的 《巴黎宣言》 旨在通过定义 “良好的做法”， 精简援助模式的进程和实

施。 《巴黎宣言》 是在 ２００５ 年由 ６０ 个发展中国家、 ３０ 个双边援助提供国和 ３０ 个多边

合作机构在巴黎签署的。 其目标被细分为 ５６ 个承诺和 “客观目标”， 以及 １２ 项指标以

监测结果与进程， 并且以此在 ２０１０ 年评价承诺的实现情况。 ２００８ 年在阿克拉 （加纳）

举行的国际高级别峰会期间的中期审查会议上讨论了执行情况的后续调查 （进展情况

衡量）， 这一调查在 ２０１１ 年釜山 （韩国） 第四届高级别论坛上得到了补充。 随着 “巴

黎议程” 的推出， ＯＥＣＤ⁃ＤＡＣ 在连续多年减少活动和影响之后回到了前台。① 它与传统援

助提供国， 包括新兴援助提供国在内的南方国家一起参与了这一关于 ＯＤＡ 的规范性竞争。

这些参与国的贡献主要通过提升 “南南合作” 来体现， 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以联

合国作为主要管理主体， 这一合作框架比起 ＤＡＣ 更具包容性， 后者的创立更像是 “富国

俱乐部”。

作为对近来涌现的对其结构性的合法性缺陷批评的回应， ＯＥＣＤ⁃ＤＡＣ 采取了一项开

放的战略， 在面向其他多边机构时， 表现得更为外向， 而不是仍维持内部化。 除了努力促

进南方非成员国的参与外， 它还在 ２０１１ 年与 ＵＮＤＰ 建立了一个战略联盟， 这一联盟的标

志是建立了旨在促进有效发展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ＤＡＣ 的目标是将其技术专业知识与

联合国机构的代表性相结合， 找到一种 “在进一步向后放置的同时， 在效率和代表性之

间的平衡”。

然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一次全球合作论坛上确认了一件事， ＤＡＣ 在

“巴黎议程” 背景下更好地参与和发挥影响力的努力， 截止到当时是极其失败的。 在其发

２１０

① “Ｔｈｅ ＵＮ ｉｓ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ｄ ｏｎ ＳＳＣ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ＣＦ， ２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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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三年后， 与 ＵＮＤＰ 的联盟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 ＵＮＤＰ 官员表示， 该机构从 “技术” 角

度参加了全球伙伴关系， 但不能在 “政治上” 代表联合国系统。 这一 “伙伴关系” 仍被

视为由 ＤＡＣ 领导的进程， 并且极大地受到英国国际发展部的影响。 虽然中国参与者出现

在项目中， 但是中国在最后时刻通知其不会参与。 印度也没有参与这一事件， 官方的原因

是该国在数日后有选举。 南非并未派出一个强有力的代表团， 而巴西则在全体会议上澄清

其不会参与全球伙伴关系， 而在其最终声明中又表示参与非正式谈判。 中国和印度对南南

合作的作用以及全球伙伴关系与联合国领导的 ２０１５ 年后议程筹备进程之间的关系表示了

关切。 他们尤其担心最后的声明被认为是 “具有约束力的投入”， 而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并

未在墨西哥出席。 新兴援助提供国更希望 ＯＤＡ 事务能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得到讨论， 包括

２００８ 年在 ７７ 国集团 “反抗 ＤＡＣ 的规则” 的倡议下而设立的联合国的发展合作论坛，该论

坛的任务是援助的有效性， 这与 ＯＥＣＤ 特别委员会的任务非常接近。①

与此同时， ＯＥＣＤ⁃ＤＡＣ 在工作组和全球伙伴关系之外与新兴援助提供国也达成了一

些值得一提的成果。 首先， 与来自南方的非会员国家， 尤其是新兴国家的交互渠道已经超

出了釜山论坛援助有效性的议程。 工作组期间产生的联系可以在秘书处的工作中传播和利

用， 开放已经成为共识。

同样，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巴西代表团成员开始使用 “所有权” 这一概念———巴黎议程

的支柱———希望看到在讨论中出现 “良好做法” 的合作。 ２０１４ 年， ＤＡＣ 启动了与巴西、

印度、 中国和南非的工作会议， 以 “开发能够包括有关金融发展的相关信息的类别和统

计方法， 并促进对所有发展合作提供者数据的收集”。 为此， 秘书处向新兴援助提供国提

议， 确定趋同点和共同术语。 作为回报， ＤＡＣ 承诺 “根据他们的需要调整统计系统”， 并

让他们参与 “评估系统的管理”， 其中包括赋予他们决策权。 目前， 为整个南方服务的秘

书处的创建也正处于筹备之中。

现有多边主体内部出现的战略和做法差别很大： 在进行改革主义实践时， 主要通过有

系统地使 ＯＥＣＤ⁃ＤＡＣ 的标准和产品合法化， 它们还打算改革一些诸如开发计划署这样的

联合国机构的程序， 这些新兴国家认为这些机构受到南北标准和发展援助办法的影响范围

过大。 然而， 一些新兴大国开始对 ＵＮＤＰ 提出不满与批评。 尤其是来自印度的不满与批评

聚焦被认为是 “南北” 发展方式的纵向管理模式， 也就是说， 给接受国际专家方法和项

目类型的受援国留下的生存空间太小， 而这些方法和项目则是以传统 ＤＡＣ 援助提供国的

利益为指导原则。 围绕发展援助治理的南北紧张气氛， 导致一些新兴市场如印度谴责

３１０

① Ｊｏｒｅｎ Ｖｅｒｓｃｈｅａｖｅ，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ｎ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ＥＣＤ⁃ＤＡ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ＣＦ，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８ｔｈ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 － ２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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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包括其官僚机构， 在领导南南合作议程方面不作为”， 印度方面称 “联合国基

本上反映的是北方援助提供国的优先事项和利益”。①

当前， 确定扩大 ＤＡＣ 影响力 （ “外联”） 的具体可能性的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 这也

是由其创始文件和预算所确定的任务的一部分。 这一委员会的成员曾指出： “世界已经改

变”， 但他们似乎十分热衷于保护委员会独有的本质。 从 《巴黎宣言》 来看， 巴黎议程并

未产生什么结果、 额外的标准或是承诺。 有些人认为外联战略将导致利益的扩散和议程的

削弱， 并因为共识太弱而破坏做出坚定承诺的可能， 且怀疑全球伙伴关系的结构太轻浮，

无法振兴 ＤＡＣ 的工作。 同时， 他们也认识到援助仅仅是多种为发展融资来源的其中一种，

其他来源还包括私人部门、 税收、 汇款、 贸易流、 投资或自然资源。 有一个事实仍然没有

变， ＯＤＡ 是 ＯＥＣＤ⁃ＤＡＣ 和其议程的核心任务所在， 任何相关的革新， 都必须建立在对这

一事实折射的基础之上。

四　南南发展合作的革新

南南合作经验的核心是创新这一概念。 从根本上说， 这种对实现发展实际目标的新手

段、 不同方法的寻求， 是从一开始在南南合作的标题下采用的方法论中得出的， 这种方法

受限于获得资源的机会有限———特别是， 但不仅仅是金融资源———但是仍然受到应对日常

社会需求和挑战的压力， 要提出解决方案。 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 南南合作完全符合古老

的格言， “必要性是发明的母亲”， 这些永远存在的必须得到考虑的问题， 产生了不断创

新的观点、 政策和实施战略， 而正是它们成为南南合作的特点。

南南合作的核心要素从一开始就以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规范性冲动为基础， 鼓励彼此之

间的经济和技术交流， 作为打破对北方前殖民宗主国历史依附模式的方法。 自力更生作为

一个总体目标指导了发展中国家所奉行的政策选择， 尽管所采用的具体办法取决于政府对

需求、 能力和利益的评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国在通过严格实施特定形式的发展政策以

实现这一目标方面遇到困难， 并因此调整这些办法以适应其各自经济的具体要求和条件。

南南合作的这些组成特征通过暴露于实际发展项目而改变， 结合成定义发展中国家之间经

济参与的一组连贯实践。 作为南南合作关键组成部分的革新， 其出现的关键在于通过政策

实施进行适应与实验。 在总结南南合作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时， 四个特征突出作为南南合作

的完美组件， 刻画了创新的来源及其在这种动态发展方法塑造中的地位。 这些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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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Ｔｈｅ ＵＮ ｉｓ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ｄ ｏｎ ＳＳＣ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ＣＦ， ２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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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面向2030年：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发展合作革新概览

（１） 不断发展的发展观念； （２） 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基础发展； （３） 将政策实施作为创新

的方式； （４） 通过发展经验进行政策学习。

（一）不断演变的发展思想

根据对国际经济体系本质的不同分析———从世界体系理论到各种依附理论———对

工业化北方结构依附的诊断意见强烈建议采取能够鼓励自力更生的发展方法。 在这一

方法的最初形态中， 根据以上分析， 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倡自给自足的政策， 它们回避

外国投资， 并打压积极的贸易关系， 以此作为打破依附的唯一手段。① 在一些情况下，

如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的缅甸和几内亚， 确实分化为实际上的政策应用， 这些

政策几乎挤出了所有增长和发展的机会。 然而， 对于绝大多数南方国家而言， 对殖民

时期继承的结构性依附的反应是寻找尽可能快地促进工业化的方法。 这反映了一个广

泛接受的信念， 即发展过程的最终产品将以北方模具中的工业化经济的形式实现。 这

反过来将为更大的国家自主提供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提供必要的国内资源、 通过与其

他南方经济体 （以及志同道合的北方经济体） 合作、 提供充分自力更生所需要的外部

资源。

在此背景下， 通过采取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 对集中规划进行预测； 进口替代是加强

地方与外部竞争性贸易伙伴产业竞争力的首选策略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自由主义理论

复兴， 削弱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极具影响力作用的能力）。 这个过程， 如当时受到推

崇的现代化理论的术语所刻画的那样， 必然涉及分阶段和渐进的发展方式来达成目标。②

平行过程是根据苏联的经验得出的， 即采取五年计划的方法， 包括对资本进行动员、 对生

产要素进行编组， 而在一段固定时间内达到特定的发展目标。

经过近二十年的试验和错误， 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作为追求独立自主目标的一个组成

部分， 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参考点。 此外， 一些南方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新加

坡、 韩国、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些出口导向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开始经历两位数的经

济增长， 并且生活水平相应提高， 走出了另一条实现发展的道路。③ 通过直接参与全球生

产过程来参与市场经济， 根据竞争优势定位其经济， 通过大量利用当地要素成本， 吸收技

术创新、 促进财政激励， 这些国家从而能够沿着价值链向上移动。④ 因此通向自我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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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见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ｏｓｔ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Ｐ， １９６０） ．
Ｅｚｒａ Ｖｏｇｅｌ， Ｆｏｕｒ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
Ｅｚｒａ Ｖｏｇｅｌ， Ｆｏｕｒ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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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道路被重新定义为： 在国家的管理下， 自觉地与市场经济体进行互动， 这会为社会提供通

过增长引发福利提升的条件。

这一发展观点的逐渐变化基于各发展中国家互不相同的实践经验， 在 １９７８ 年布

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得到认知， 并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 （ ＴＣＤＣ）

得到正式化。① 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旨在促进集体自立自主的行动模板， 这一模板在

许多方面值得称道， 如承诺允许 “形式遵循功能”， 注重让众多伙伴国家 （南方与北

方） 参与其中， 强调采用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战略的必要性， 且强调对当地需求和条

件有清楚的认识。② 它再一次强调了南南合作是如何在思想领域不与既有的方法相结

合， 而是在事实上有意不对发展问题持教条化的态度， 反而更注重在结果的基础上寻

找答案。

（二）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基础发展

谋求自身利益作为经济合作的基础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 研究发展援助、 普通

援助和其他形式经济参与的文献， 将其置于经济发展秘诀等更广泛的参数之中。③ 促进金

融或贸易激励， 或是对某一国家实施惩罚性制裁的政策规定， 都是追求建立经济国家的自

利表现。

尽管如此， 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发展的援助行业， 尤其表现出有意识地寻求通过集中

资源的政策使其经济参与具有更大的道德目的， 例如通过基于 ＯＥＣＤ⁃ＤＡＣ 或与更广泛的

任务诸如 ＭＤＧｓ 或最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来给援助松绑。 前一项政策尽管可能是

值得称道且可取的 （后者对于更好地反映一国自身援助计划中全球共同关心的发展问

题来说， 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但它不一定反映了更符合道德的外交政策， 尽管它可能

与国内和目标社会有着更加强烈的共鸣， 从而对合法性有更高的要求。 例如， 国际关系

理论家克里斯·布朗 （Ｃｈｒｉｓ Ｂｒｏｗｎ） 提醒我们， 道德主义不是道德外交政策的必要先决

条件， 从共同体 （或 “英国学派”） 的角度来看， 道德的表达建立在对社会关注的促进

的基础上。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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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ｎｉｔ ｆｏｒ ＴＣＤ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７８， ｗｗｗ ｓｓｃ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ｓ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Ｋｅ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ｎｉｔ ｆｏｒ ＴＣＤ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７８， ｗｗｗ ｓｓｃ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ｓ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Ｋｅ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ｅｖｅ Ｓｍｉｔｈ， ｅｄ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
Ｃｈｒｉｓ Ｂｒｏｗ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Ｋａｒｅｎ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ｏｔ Ｌｉｇｈｔ， ｅｄｓ ，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ｐ １５ － ３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第一章　面向2030年：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发展合作革新概览

在这方面， 减少征税、 在建立经济合作中更多公开承诺追求自利的做法， 为建立持久

的发展伙伴关系奠定了更明确的基础。 南南合作期望这一让两个国家聚首以分享经验、 交

换技术、 构建能力的发展需求， 会比基于自利而构建的联合框架更好。 西方哲学传统中，

从支撑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学派， 如亚当·斯密所表达的， 由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

强化， 到更加普遍主义的方法， 如艾茵·兰德的客观主义， 支持自利的原则， 以之作为培

育可持续社会创建的积极力量。① 东方哲学传统也认识到这种自利方法的一些方面， 儒家

和新儒家学者， 以及墨子的墨家学派的支持者， 都提到了自利对社会能够产生的建设性贡

献。 亚里士多德 “活得好， 做得好” 的告诫可能是追求一种开明的自我利益形式与对整

个社会的整体积极影响之间趋同的最简洁的总结。 像 “溢出效应” “良性循环” “建设社

会资本” 这样的概念都是反映和试图刻画开明自我利益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 这些概念

超越了最初引发这些思考的狭窄关注面。 采用这种自利方法的推论， 是通过在政策背景下

利用它， 更有可能产生需求驱动形式的经济参与， 反映了社会的真正需求和本地化条件，

这些本就是目标所在， 且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点。 伴随南南合作项目展开的谈判， 其内容涉

及各个国家的立场趋同点， 这包括什么构成了各国共同的发展目标， 以及每个国家在实现

这一目标方面准备提供什么。 这使任何提议的合作都处于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即各方都理

解其各自的发展需要和能力， 并有效地使这些缔约方基于协定条款采取共同的行为标准。

如果真的发生了伴随问题， 通常可以归因于管理精英自行定义需求的情况， 这会损害一个

给定联合倡议的发展愿望。

（三）作为一种创新方式的政策实施

将政策实施置于发展过程的核心是南南合作的关键创新之一， 它对其方法论及相关成

果有更广泛的影响。 然而， 要理解其重要性， 需要深入了解政策实施的主要学术研究， 以

及它对我们理解南南合作如何能够将新想法引入这一领域所施加的约束。

公共行政方面的学术研究将政策实施作为其对公共政策关注的一种公认常规特征进行

考察。 与此同时， 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关心诸如如何通过实施代理或是详细解释组织内的

学习条件， 以改进交付， 确保更紧密地遵守中心的政策指示。 这将会对政策过程的一个关

键层面产生理论之下的效应， 使其在形式化的政策决策方面处于次要地位， 因此意识不到

实施本身如何可以作为政策的来源。 像 Ｃｌａｒｋｅ 和 Ｓｍｉｔｈ 这样的学者， 关注外交政策实施的

具体情况， 在寻求对实施作用进行考察这方面是独树一帜的， 并且这样做已经利用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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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Ｋａｒｅｎ ＭｃＣｒｅａｄｉｅ，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ｘｆｏｒ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Ｉｄｅａｓ， ２００９）； Ｂｉｋｈｕ Ｐａｒｅｋｈａ， ｅｄ ，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ｔｈａｍ： Ｔ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１９７８）； Ａｙｎ 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ｈｅａ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ｏｂｂｉｔ⁃Ｍｅｒｒｉｔｔ， １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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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法， 这自然地使对实施的关注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重。① 他们对外交政策的实施进行

了系统的调查， 声明它是由一套三重的方法构成的， 即： “决策的性质， 国际环境作为政

策执行的舞台的特征， 以及关于外国政策制定者在该环境下能够实施的控制类型的问

题。”②

他们的焦点和问题在于所谓的 “决策的性质”， 这与南南合作和政策实施最相关。

Ｃｌａｒｋｅ 和 Ｓｍｉｔｈ 声明， 政策决定实际上是对一个位于实施层次结构和时间线的不同阶段

和位置的给定政策结果的各种可能的程序选择组成的。 Ｃｌａｒｋｅ 和 Ｓｍｉｔｈ 告诉我们， 在这

些情况下， “……执行过程或多或少就是决策过程”。③ 在这种情况下， 政策实施的主要

问题首先是 “滑移”， 即政策制定者发布特定政策的意图与官僚机构实际运作方式之间

的差距。④ 第二个问题是 “常规复杂性”， 它是在实施过程中做出的许多微观决定的总

和， 无论是程序性的还是网络安排的产物， 它们都旨在将政策要求转化为行动， 并使

其合理化为正式政策本身。 有趣的是， 虽然他们承认实施代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将其作为从政策目标和制定到政策应用和调整的不平衡轨迹的解释———他们似乎继续

坚持这样的假设： 坚定政策过程自上而下的层次结构， 对于任何改进结果的目标来说

是可取的。

通过南南合作的棱镜折射这些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政策实施问题的突

出性。 必要的是， 南南合作的合作方不得不在缺乏传统援助提供国体制、 财政和技术

深度的情况下， 找出能够产生公认发展成果的方法， 这使他们需要找到与其资源和能

力相称的解决方案。 对政策实施的关注反映了学习如何在这些限制内塑造和引入发展

项目的谨慎要求。 缺乏 “援助官僚机构” 意味着政策决定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 它还

在实施项目的实际过程中制定政策， 使其能够根据情况和新的投入进行调整， 将合作

方需求驱动的共同利益过程与对重现积极结果的关注联系起来。 这对缓和针对发展的

教条立场有着额外的效应———尽管它肯定不能完全阻止它们， 尤其是在上述的南南合

作最早阶段———通过将它们暴露给逐渐认识环境的当地行动者， 以及暴露于地方环境

有时产生的虚弱影响。 这样一来， 诸如常规复杂性这样受关注的问题理所应当地被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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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ｔｅｖｅ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ｌａｒｋｅ， ｅｄ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１９８５ ），
ｐ １６８．
Ｓｔｅｖｅ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ｌａｒｋｅ， ｅｄ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１９８５ ），
ｐｐ １６８， １７０ － １８０．
Ｓｔｅｖｅ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ｌａｒｋｅ， ｅｄ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１９８５ ），
ｐ １６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ｌａｒｋｅ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Ｗｈｉｔ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ｌａｒｋｅ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Ｗｈｉｔｅ， ｅｄｓ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１９８９）， ｐ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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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并包含进发展过程。 对执行机构本身采用了一种明显不同的方法， 将其视为战略资

产， 不仅通过培训计划培养， 而且在过程中给予它们指导。 它们在当地环境中施展其

约束时， 在更广义的意义上重新解释了政策任务， 通过试验和错误的过程， 更深入地

了解实现特定发展项目目标的可能性和陷阱。 南南合作对政策实施如此强调的总体影

响在于对干中学的做法赋予了特权， 这确保了当地的条件能被真正有意义地认识， 并

鼓励实施机构在过程中发挥作为问题解决者的作用。 这为南南合作的政策学习新方法

奠定了基础， 它有意地将发展的实施阶段作为一个关键和综合的组成部分， 不仅是政

策经验转移的一部分， 而且也是学习本身的一部分。

（四）通过发展经验进行政策学习

政策学习不仅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它是从一方到另一方转移和交流知

识的最终结果体现。 从这一层面来看， 南南合作在这一领域的方法和结果方面都展示

了一些重要的创新。 如相关课题的学术文献认识到的那样， 它采用政策学习的一些惯

例， 并且根据项目制定和实施的特殊性和条件赋予其新的意义， 是南南合作的主要关

注点。 这产生了一种新颖的政策学习方法， 避免了严格遵守模式， 后者是传统政策学

习工具包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工具， 而新的方法偏好基于过程导向解决问题， 更为细致

入微。

如公共管理文献中所描述的模型， 蓝图和其他设备被看作一种特别有用的教学工

具， 其将给定开发经验的关键特征提炼出来， 由接收者用于一组政策处方中以获得同样

的成果。 在这个过程的模型突出性概念背后是对 “适当性逻辑” 的信念， 它在政策的

概念化和其实际实施中， 是那些面临复杂的政策困境和艰难选择的国家的一种相关性来

源。 模型， 简而言之， 基于已经证明的经验， 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在类似情况下概念化

他们面临的问题， 细分解决问题所需的步骤， 并提出一系列旨在克服这些问题的政策行

动。

移植这一课所教的内容是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必须聚焦国家机构内部嵌入的

政策制定者和实施机构。 针对合适的个人和部门， 加上制定适当的政策转让方法， 对于开

发适合学习如何举一反三的环境来说至关重要。 评论者指出， 组织内的学习发生在不同的

层面， 特别是当权威分布在整个组织中时， 但是这种学习在广义上遵循自上而下或自下而

上的层次逻辑。① 实际的经验转移被理解为组织学习， 一些学者如 Ａｒｇｙｒｉｓ 提供了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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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ａｒｏｎ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Ｈ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ｅｄ ，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ｎｕａｌ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 Ｈｉｌｌｓ： Ｓａｇｅ， １９７８ ）；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ｔｌａｎｄ， “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ｏｒｙ ５， １９９５， ｐｐ １４４ －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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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改变工作常规， 来表现其学习成果的图景。① 成为一个 “学习型组织”， 一个将

学习融入其常规和实践的组织， 通常被认为是机构成功的本质。② 互不相同的政府机构，

从军事部门到援助机构， 都采纳了这一方法， 通过内部监管和计划评估， 系统性地将其应

用于它们的政策循环中。

学习在与政策过程产生联系时反映了其自身的本质， 这种本质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工

具性、 社会政策、 政治以及 “模仿”。③ 从过去政策实施的分析中得出 “经验教训” 是政

策过程中学习的一个独特部分。 在这方面， “失败” 作为组织深刻学习的来源的奇特性是

可观的， 且与积极经验的较弱影响形成对比。④ 认识到失败的可能性， 而且这种失败已经

塑造了其作为教训而被提炼的经验， 对重新创造这一教学的动态形式， 并使之对于目标有

着真实的应用性来说是必须的。⑤ 减少或消除风险因素———这种学习相当于在融资中消除

“道德风险” ———削弱了知识转移过程的显著性。 如果对模型最好的理解是政策学习的

载体， 那么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们服务于超越政策内容的目的。 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的特点， 作为合法性的表达和隶属于某种特定的教条或权力等级。 矛盾的是， 这一模

型的规范形式否定了激发积极发展结果的核心要素， 而这些积极结果正是起初人们想要

效法它的原因所在。 对此结果的不当关注， 加之对在教诲形式的政策转移中与成功的发

展结果融为一体的试验和错误经历的非历史性渲染， 且在这些例子中表现出对这一模型

更紧密的坚持——— “模仿” 本身———对于植入机构来说， 比找到复制其结果的方法更为

重要。

对南南合作如何解决发展中学习问题的研究， 其关键区别在于： 它将学习作为实施过

程的组成部分和基础。 它不是一个线性过程， 而是依赖于实施代理发出的反馈回路且由其

构成， 而且这样做创造了一个主动学习的环境， 随着它的进步， 发展项目也受到影响。 通

过将风险纳入过程本身， 知识的逐步积累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传统模型是自上而下的实体

形式， 倾向于从政治角度看待风险， 并衡量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忠实地实施根据发展模型

而下达的政策规定。 风险， 如果是从其对项目可能造成潜在负面影响的意义上来看， 有时

０２０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ｒｉｓ Ａｒｇｙｒｉｓ，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ｌｄｅｎ， Ｍａｓｓ， １９９９） ．
见 Ｐｅｔｅｒ Ｓ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
２００６）。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２： ４， １９９２， ｐｐ ３３６ － ３３７．
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ａｒｏｎ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Ｈ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ｅｄ ，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ｎｕａｌ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 Ｓａｇｅ， １９７８ ）；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ｙ，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ｇｉｍ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０： ３ － ４， ２０１５ Ｆｏｒ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ｅｅ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ｏｄｇｅ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
Ｊａｍｅ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 ２， ２００３．
Ｔｏｆｔ 和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将这一特点称为 “同构学习”。 见 Ｂｒｉａｎ Ｔｏｆｔ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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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面向2030年：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发展合作革新概览

是次要的， 因此， 那些能够预见政策失败的纠正性特点被减少， 甚至缺失。 相比之下， 在

南南合作中， 对政策实施的关注和其伴随的风险已经被意识到， 且实施机构有能力采取适

当的纠正措施。 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 它被一种过程所 “束缚”， 这种过程既包含那些

风险因素， 但也可以通过执行机构的积极参与， 尽可能减轻前者的影响。 这种有界风险的

概念是最近创新中的一个关键概念， 被认为具有南南合作的特点， 并应用于不同的开发项

目。 因此， 可以说南南合作适应了开发模型构思的框架， 并将其重新配置为一组标记通向

共识目的地的路标。 有界风险被整合到该模型中， 使当地机构能够经历任何尝试所伴随的

必要成本和挑战， 此举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制定方法战略来克服这些问题的机会。 总而言

之， 所有这些做法都破坏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使用， 使它们不再成为教条理念的僵化源

头， 被追随者忠实地模仿， 而是将它们转化为活跃的车辆， 用于那些必须是适合当地条件

发展的经验的动态政策转让。

（五）案例：中国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非洲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创立， 可以作为南南合作接纳创新的例子。

在农业部门中， 中国政府建立了二十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提供融资和技术专门知

识， 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当地市场的农业生产力， 从而提高农村收入， 这一目标由一定范围

的农业技术合作计划提供支持。 在所采用的分阶段 “公私伙伴关系” 方法中， 开始阶段

由中国指定的省级政府与当地东道国政府合作， 在第一年建立该中心的基础设施， 在第二

年提供培训和试验农场， 在第三年移交当地政府管理。 根据 Ｌｕ 的观点， 这样做的长期目

标之一是为中国农业企业创造一个平台， 以获得在非洲国家本地市场的曝光率， 并获取全

球化生产的地位和经验。①

综合来看， 很显然这些在非洲推动的中国倡议， 是从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快速

发展背后的变革性政策方针和实施战略中获得的。 它们基于在中非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以利

益为基础的合作形式， 这体现在为中国企业及其非洲分部的支持和参与而设计的坚实的商

业部分中。 尽管对于国家和私营部门在这一进程中作为催化剂的作用的看法不同， 但它们

反映了发展共同体内正在出现的， 关于在中国的例子中， 增长和减贫之间联系的重要性的

共识。② 因此， 这些倡议在利用中国特有的发展经验促进非洲发展的努力中处于中心地位。

１２０

①

②

Ｌｕ Ｊｉａｎ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ｐ １６ － １７．
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ｓ Ｂｕｌｇｉｎｇ （ ｂｕ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４８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０９，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０１９８６ ／
４０１３ ／ ＷＰＳ４８１６ ｐｄ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Ｃ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９）， ｐｐ １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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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南南合作的作用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标志着不断变化的全球发展制度的一个新阶段。 基于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所建立的先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的方向是不仅要在发

展中国家的福祉方面做出实质性改进， 而且要创造使它们的经济长期增长并进入发达

状态所必需的基本结构条件。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简称 “２０３０ 年议程”） 所订立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 ２０１５ 年发起的一整套计划目标， 其关键组成部分被纳入可持续

发展目标， 成为一个为期十五年的路线图。 从这一角度看， 评估南南合作在培育环境

以及直接对未来十年实现 ＳＤＧｓ 做出贡献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如前几节所述，

南南发展合作通过以利益为基础、 以需求为导向的发展合作方式， 以及其中对结构发

展， 公共企业家和发展融资的特别重视， 为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提供了途

径。 此外， 通过启动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劝告世界加强全球伙伴关系 （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７）， 可以建立持久合作的坚实基础， 这将为南方发展中国家提供通过南南合作实现

变革发展的新途径。

（一）从MDGs 到 SDGs

由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前，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联合国及其机构、 援助提供国共同体、 发

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 方能获得真正全球发展计划的正式作用和地位。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发起的千年发展目标， 要在十五年内结束极端贫困， 如此的范

围和雄心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有八个目标， 其主要目的是改善社会部门的产出。 十五年

来， 尽管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对 ＭＤＧｓ 总体达成的积极前景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但是非

洲国家各目标部门所经历的环境并未有多少改善。①

千年发展目标进程即将结束， 国际发展界制定了一套新目标的进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内容不仅建立在千年发展目标迄今获得发展成就的领域上， 而且旨在深化这些领域， 并

将总体发展范围扩大到新的领域。 在 ２０１４ 年召开联合国委员会和通过 “改变我们的世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之后，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启动 “２０３０ 年议程” 之前进行了

扩展性的谈判。 共同商定的所有十七个总目标和一百六十九个目标 （以及三百四十个指

标）， 将围绕下一个重大阶段， 履行长期以来的全球发展承诺。

２２０

①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Ｇｏａｌｓ，” ＭＤＧ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ｉ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ＤＧｓ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ＵＮＥＣＡ， ＡｆＤＢ， ＵＮＤＰ， ２０１５）， ｐｐ ｘｉｉｉ⁃ｘｖ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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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下①。

ＳＤＧ １ 无贫困： 在所有地方终结贫困的所有形式。

ＳＤＧ ２ 无饥饿： 终结饥饿， 达成食品保障、 提升营养并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

ＳＤＧ ３ 健康福祉：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ＳＤＧ ４ 优质教育： 确保包容、 公平的优质教育， 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

ＳＤＧ ５ 性别平等： 实现性别平等， 为所有妇女、 女童赋权。

ＳＤＧ ６ 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确保所有人享有水和环境卫生， 实现水和环境卫生的

可持续管理。

ＳＤＧ ７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确保人人获得可负担、 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ＳＤＧ ８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促进持久、 包容、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实现充分和生产

性就业， 确保人人有体面工作。

ＳＤＧ ９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建设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 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工

业， 并推动创新。

ＳＤＧ １０ 减少不平等：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ＳＤＧ １１ 可持续城镇与社区： 建设包容、 安全、 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

类住区。

ＳＤＧ １２ 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ＳＤＧ １３ 应对气候变化：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ＳＤＧ １４ 保护海洋生态：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ＳＤＧ １５ 保护陆地生态： 保护、 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 可持续森林管

理、 防治荒漠化、 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现象、 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ＳＤＧ １６ 公正、 和谐和包容社会： 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和包容社会、 为所有

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 在各层级建立有效、 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ＳＤＧ １７ 全球伙伴关系： 加强执行手段、 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联合国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一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这些目标中有意包含诸如

工业化、 就业条件和环境关切这样的生产部门， 这些部门在原来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并未出

现， 而此举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更全面的发展目标， 因此更有资格宣称在其范围内具有

普遍性。② 对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的这种扩展反映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变化的经济形

３２０

①

②

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ｗ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 ｏｒｇ ／ ｓｄｇｓ。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ｗ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 ｏｒｇ ／ ｓｄ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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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其中包括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经济以每年 ５％ 以上的稳定增长率发展的非洲国家， 以及由

此产生的一组更为广泛的优先发展事项。① 与上一个倡议的另一个区别是采用了 “新的”

发展方法， 即南南发展合作， 后者在 ２０１１ 年釜山首脑会议之后被正式纳入 ＯＥＣＤ⁃ＤＡＣ 的

进程。② 这种增加也是 “非传统” 合作伙伴 （如中国和巴西） 兴起的副产品， 其发展合作

战略更倾向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方法。 最后， 纳入主要基金会和扩大私营部门在发展进程

中的作用反映了发展融资、 创新和技术转让的参与程度日益增长， 从而拓宽了能够参加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潜在合作伙伴范围。

（二）预期南南合作对实现 SDGs 的贡献

鉴于这套新的全球发展目标及其附带的子目标， 评估南南合作如何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

议程” 做出贡献十分重要。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 鉴于目标范围的广泛性， 发展中国家有

很大的空间找到合作和影响的领域。 话虽如此， 有三个方面对南南合作参与的开放性特别

突出： 第一部分涉及南方国家可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带来具体专业知识的领域； 第二

项涉及提供那些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实际项目的要求至关重要的经费融资； 第三也很有

意义， 它涉及通过南南合作共享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的知识和发展经验， 以协助目标国家

改进其政策规划进程， 提高体制的深度和弹性。

如上所述， 预期参与南南合作的国家将以不同的、 适合各自利益和能力的方式， 全面

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然而，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中指明了具体的领域， 在这些领域中

新兴国家既有权限， 也有能力解决如下问题： 薄弱的基础设施、 倒退的人类发展条件和气

候变化等。

基础设施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领域， 在这一领域中， 中国展示了其能力、 专业知识和金

融方法。 这充分填补了东南亚和南亚、 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需求； 在这些

地区， 道路、 铁路、 信息通信技术和水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拖沓，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这些地

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③ 中国和巴西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例子中，

贷款承付与当地资源相关联， 这样的做法对市场运作做出了贡献， 并对这些国家出口自然

资源的能力产生了预期的积极影响。④ 这种资源融资基础设施可以在打破基础设施对发展

４２０

①

②

③

④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Ｇｏａｌｓ，” ＭＤＧ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ｉ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ＤＧｓ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ＵＮＥＣＡ， ＡｆＤＢ， ＵＮＤＰ， ２０１５）， ｐｐ １ － ８．
Ｓｅｅ ｐｏｉｎｔｓ ３０ － ３１ Ｂｕｓａ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ｒｔｈ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Ａｉ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Ｂｕｓ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２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４９６５０１７３ ｐｄｆ．
Ｖｉｖｉｅｎ Ｆｏｓｔｅｒ，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ＰＰＩＡＦ），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 （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９．
Ｍａｒｃ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ａ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Ａｌｖ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ｎｇｏｌａ： ａ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Ｆａｈａｍｕ， ２０１１）； Ｃｈｒｉｓ
Ａ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ｇｉｏ Ｃｈｉｃｈａｖａ，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Ｊａｃａｎａ，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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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滞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最近， 中国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 如由中国铁路集团在亚

的斯亚贝巴建成的轻轨系统， 大大改善了该城市高度拥挤的情况， 补充了公路运输建设和

中国公司对机场部分的现代化， 这一项目由其政策银行贷款提供资金。① 同样， 埃塞 － 吉

布提标准轨道铁路为这个内陆国家开辟了新的市场和出口机会。 这种发展尤其重要， 因为

同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合作的大多数常规方式相反， 埃塞俄比亚缺乏大量的自然资源， 而

北京往往通过资源方法 （ “安哥拉模式”）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 可持续发

展目标谈到了 “弹性” 基础设施， 即解决经常性成本问题的能力———这是被南南合作初

期第一个十年中开展的许多项目所忽视的———被认为是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所

在。 将这一要素纳入基础设施融资模式是解决这一关切问题的重要一步， 也是利用南非和

莫桑比克的南南合作经验的一种创新方法。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马普托发展走廊将约翰

内斯堡的工业和采矿中心与马普托的港口设施相连， 用收费公路的收入支付建设费用以及

其后持续的经常性费用。②

工业化和将劳动密集型低技能产业从中国这样的成熟制造中心转移到东南亚、 南亚和

非洲的可能性是南南合作的另一个领域。 这一观察强调了一个事实， 即中国经济被广泛认

为正处于 “刘易斯转向” 的过程中， 这个概念是为了描述发展中市场经济体的情况， 它

们达到一个点， 从此前的劳动剩余经济转向了劳动稀缺经济， 真实工资开始上升。③ 这是

生产链下端工业物理移动的驱动因素， 纺织品和鞋类产业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它们通过

迁移寻求外部效率增益。 从历史上看东亚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发达经济体沿着价值链上

升， 它们就会开始 “重新定位” 其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 “雁阵” 理论表明这种经验正

在复制。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在改善基础设施和降低出口导向型工业的运输成本之间存

在相关性， 从而使更发达的经济体有明确意愿在工业迁移的同时参与改善交通网络和发电

设施。 随着中国的跨境生产网络越来越多， 关于中国工业正在进入这个发展阶段的证据开

始积累。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一度扎根于中国东南部的纺织、 鞋类以及电子产业， 越来越多

地迁移到越南、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 后续在一些奇妙的例子中， 这些产业甚至搬迁到了

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④ 据 Ｙａｎｇ 介绍， 到 ２０１３ 年， 柬埔寨和越南已占中国从东盟国家进

５２０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ｎｉｃｋａｍ 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ｍａ ａｎｄ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Ｇｏｆｉｅ，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２： ８， ２０１５．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Ｓｏｄｅｒｂａｕｍ，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ｐｕ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ＤＰＲ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１ ／ ０７， ２００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Ｊｏｈｎ Ｋｎｉｇｈ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ｗｉｓ Ｔｕｒ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１２，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７， ｐｐ １ － ３．
Ｙａｎｇ Ｃｈｕｎ，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３： ３， ２０１６， ｐｐ １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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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装的 ２１％和 ２９％ ， 越南占中国从该地区进口纺织品总额的 ４３％ 。① 这些机会将这些

经济体更深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并为中国升级其生产设施铺平了道路， 其中包括重要的

发展项目， 例如改造标志性企业富士康的设施， 以机器人取代 ６ 万名工人， 使之成为

７０％以上产品由机器人完成的制造企业。②

绿色技术与关于减少气候变化、 加强应对上升能源需求的能力的承诺相捆绑， 构成了

合作的一个深层领域 （可持续发展目标 ７ 和 １３， 并对可持续目标 ９ 和 １１ 造成影响）。 这

一领域的南南合作对实现 ２０１５ 年在巴黎制定的气候变化目标至关重要， 并为脱离碳密集

型能源的转变提供了可持续的框架。 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不仅采用绿色技术， 而且将

技术革新转化为领先和竞争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 太阳能技术， 特别是在萨赫勒、 中东和

南美洲较干燥地区的国家， 提供了直接从源头利用能源的机会， 从而改善远离国家电网的

家庭生活。

人类发展是南南合作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议程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域 （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

标 ４ 和 ５， 可持续发展目标 ８ 也在范畴内）。 从许多方面来看， 所谓的亚洲发展模式的经

验实质集中在国家成功投资和调动人力资本的能力， 利用这一战略来加强生产能力， 并通

过将合适的技术应用于发展而获得收益 （这一话题的更多讨论可见下文）。 教育和培训计

划的目的是在被界定为经济生产部门的领域发展技能， 并通过课程制定、 计划交流， 甚至

材料拨付， 支持改善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 （包括职业学院）， 这是南南合作可以做出潜在

贡献的另一个层面。 此外， 针对性别问题的进步教育政策， 旨在释放未充分利用作为创新

来源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建设性因素的妇女和女童的潜力， 也是南南合作可以通过资源和知

识共享提供支持的另一个方面。

与上述确定的具体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其实际执行部分内容相关的， 是解决项目

财务需求的必要性。 由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主导的传统战后国际发展融资架构，

随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及主要新兴国家的大量活跃的

国家政策银行的建立， 得到了拓展。 鉴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持有 ５００ 亿美元的资本

储备， 而 ＡＩＩＢ 则持有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资本储备， 为发展进行融资的可能性得到了大幅

增加。

这种发展融资空间的扩大， 其重要意义在于， 在传统开发银行的限制下被认为是

“不可贷款” 的项目和想法， 现在可以开放进入考虑的范畴。 对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来

６２０

①

②

Ｙａｎｇ Ｃｈｕｎ，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３： ３， ２０１６， ｐ ７．
“Ｆｏｘｃｏｎ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ｓ ６０， ０００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ｒｏｂｏｔｓ，” ２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３６３７６９６６；
Ｙａｎｇ Ｃｈｕｎ，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３： ３， ２０１６，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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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情况尤其如此， 这些项目可能被认为太贵、 太复杂或太有争议。 如上所述， 基于资源

支持的基础设施发展贷款的创新思维是南南合作如何找到解决阻碍其他捐助者主导方法的

问题的经典案例。

同时， 考虑到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投行创立时所面临的批评， 成员一致努力确保其符合

既定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和最佳做法。① 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背景下， 这意味着国际社会

制定的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具有更深厚的资金基础， 资本储备金额超过 １５００ 亿美元 （如

果包括各种其他工具， 例如丝路基金， 那么这个数字会更大）。 南南合作得到金砖国家新

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关键融资者的支持， 强调了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资金筹集过程

中， 具有指导原则和实践的中心地位。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最重要的工具是加强全球伙伴关系以满足其他十六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必要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７ 呼吁各国意识到 “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是动员和分

享知识、 专业知识、 技术和财政资源， 以支持在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② 鉴于南方新兴国家的发展成就， 为有关将支持成功的思想和做

法传授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考虑提供了相当大的余地。

可以说， 南方发展最快的国家， 对其经验最大的概括， 是发展国家的作用。 国家领导

的发展事实上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谱系， 它为干预型政府在试图提升经济状况、 改善国

民生活中所运用的许多原则规范奠定了基础。 Ｆｒｅｄｒｉｃ Ｌｉｓｔ 提供了国家主导发展的理论基

础， 在他心目中， １９ 世纪德国等发达经济体进行工业化是必要的， 否则它们无法在自由

贸易环境中有效竞争。③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在 ２０ 世纪中期的写作中认为， 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足

够的储蓄用于工业化， 因此他们需要一个 “大推动” ———一个协同的， 相当可观的资本

转移和实质性技术援助———为工业化和获取竞争力创造必要的收益。④ 对于 Ｗａｄｅ 来说，

２０ 世纪末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成功是对保护和针对 “热门” 行业投资战略使用的集中体

现， 正是这些战略提高了其国际竞争力， 使当地创新蓬勃发展。⑤ 他指出 “在重要的行

业， 他们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国家的政府） 规定数量和价格， 以实现政府选定的目标，

７２０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ｒｔｈｒｉｎ Ｂｅｒｅｎｓｍａｎｎ， “Ｎｅｗ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 ｗｗｗ ｄａｎｄｃ ｅｕ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ａｉｉｂ⁃ａｎｄ⁃ｎｅｗ⁃ｂａｎｋ⁃ａｒ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ｗ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 ｏｒｇ ／ ｓｄｇｓ。
见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ｖｉ Ｆａｕ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４： １，
１９９７。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 Ｅｘｉｔ， 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ｂａｎｋ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Ｆｕｎ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５８： ３， １９８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ｄｅ， “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Ｉ ／ ２１７ Ｍａｙ⁃Ｊｕｎｅ，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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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经济的这些部分被国际价格指导” （Ｗａｄｅ， １９８９： ６８）。

最后， 南南合作合作方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是不要像 ＯＥＣＤ⁃ＤＡＣ 援助提

供国那样使用不正当的政策、 措施和模式。 事实是， 这些国家本身已经经历了各种政策的

经验和变化， 这些经验中的某些方面与南南合作经验的联系紧密程度， 比普遍理解的更为

接近。 事实上， “２０３０ 年议程” 所规定的任务是包容性的， 它鼓励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之间

进行合作， 以实现这些雄心勃勃、 充满价值的发展目标。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的关

于 “２０３０ 年议程” 进展情况的第一份报告所述， 对于统计方法和数据收集方面的差距

存在担忧， 而这些方法和数据对于在十七项目标认定的所有部门中开展进程评估是必要

的。① 具体来说， 所有国家机构的指标不统一， 或者说用于获取数据的测算方法需要得到

重新考量。 以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例， “消除各种形式的贫困”， 发展界中有一些人

建议， 鉴于全球通货膨胀趋势， 当前定义贫困的数字———１ ９ 美元———太低， 因而需要被

调整。 这些因素将明显影响目标的实现。 这一问题得到了承认，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正在这

一领域开展工作， 但正如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 这仍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②

确保试图构建国家领导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足以应对其不同结构的制度能力和政策

自住性， 其本身是一种极难达到的平衡。 然而， 如果发展中的学习和政策转让———正是南

南合作期望做出的核心贡献———想要切实的发生， 那么就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 确保

机构充分和高效运作， 工作人员胜任和不受腐蚀， 领导层能够有效领导。 再一次地， 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的第 １６ 项预测了这一先决条件。 这强调了有效、 负责任的治理和透明实践

作为国家结构中的关键条件的重要性， 如果一国要满足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 “可持续性”

要求， 就需要鼓励这些条件的形成。

六　结论

１９７８ 年， 在联合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上， 以下声明得到发布。

从世界层面来看， 在资源的控制分配以及各国的能力和需要方面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由于这些变化和其他国际发展， 国际关系和合作的扩大以及各国的相互依赖正在逐步增

８２０

①

②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ｔｅｍｓ ５， ６ ａｎｄ １８ （ａ），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ｎ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ｓｐ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ｔｅｍｓ ５， ６ ａｎｄ １８ （ａ），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ｎ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ｓｐ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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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然而， 相互依赖需要主权、 国际关系的平等参与， 以及利益的公平分配。①

南南发展合作的倡导者们已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开阔了其视野。 他们认识到经济、

人口以及最终的政治权力平衡， 是动态国际体系无可争议的一部分。 在缺乏关键资源和现

有技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 南方国家在设法制定与其目标和能力相称的方法。 今天， 由于

中国、 巴西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站在台前， 南南发展合作正在成为南方发展中世界政

策创新、 技术援助和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 以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为指导， 以可

持续发展目标作为指标， 全球社会可以走上实现消除贫困的漫长道路。

随着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 南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占据全球经济中的更大份额， 并在各

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甚至援助本身的提供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亟须新的一轮南南合作革

新。 我们现在认识到， 具有全球发展前一阶段特点的政策和做法， 是关于如何发展的连续

经验和知识的一部分， 它们现在都可以被纳入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政策和做法中。

９２０

①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ｎｉｔ ｆｏｒ ＴＣＤ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７８， ｐ １， ｗｗｗ ｓｓｃ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ｓ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Ｋｅ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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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南南合作的兴起：历史、现状、挑战
∗

导　言

“二战” 以后， 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去殖民化运动使得许多殖民地国家纷

纷走上民族独立的道路。 这是继历史上传统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 又一轮新兴民族国家的

形成过程。 去殖民化运动既是西方在进步力量的驱动下的结果， 也是殖民地地区人民斗争

的结果。 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殖民地新形成的所谓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继承了殖民时代的政

治经济遗产， 一方面与原殖民宗主国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裂痕。 殖民后的发展中国家与原

殖民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成为去殖民化初期除了冷战之外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最新特点之

一。 南方国家概念的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南南合作经历了从政治性团结再到南方国家之间发展经验的分享， 以及现在以新发

展经验分享和南南合作制度化形成为特点的新南南合作的不同阶段。 客观地说， 长期以

来除了中国和印度为南方伙伴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资金支持以外， 南南合作一直局限于

政治性的团结和发展经验的分享等软的方面的交流。 从 ２０ 世纪末开始， 南方国家迅速

崛起， 在南方国家中形成了新兴国家， 新兴国家和其他南方国家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全

球的经济社会结构， 南南合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南南合作已不再是原来形态的南

南合作。 首先， 南方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这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的经验

完全不同。 这些独立的发展经验在南方国家形成了平行性的经验分享， 与南北垂直差异

的发展经验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 南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具备了很大的经济实力， 南

方国家之间的经验分享已经不再仅仅限于会议讨论层面， 而是更多地转向物质资金的流

０３０

∗ 本章作者是李小云、 肖瑾。 李小云教授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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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最后， 南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发展制度的重要性， 因此发起了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由此可见南南合作已经进入新南南合作

的阶段。

本章首先系统回顾南南合作的历史发展， 然后对南南合作的现状和对全球发展的贡献

做出分析， 并对南南合作面临的挑战进行梳理和归纳。 最后本章的结论将讨论南南合作未

来的发展趋势和相关建议。

一　南南合作的历史回顾

南南合作的实质是如何满足南方国家人民的需要。 对殖民地人民需求的关注最早可

以追溯到 １９１７ 年的俄罗斯革命。 １９２０ 年列宁组织了共产国际巴库大会， 其后 １９２０ 年在

法国巴黎、 １９２３ 年在伦敦召开了被压迫人民进步大会， １９２４ 年反帝国主义联盟在莫斯

科召开了第一次被压迫人民的大会。 １９２７ 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被压迫人民进步大会， 苏

加诺和尼赫鲁都参加了会议。 １９４７ 年 ２５ 个国家在新德里召开了亚洲关系大会。 这一系

列的会议标志着南方国家力图形成共享的发展政策的思想 （Ｒｉｓｔ， ２００８： ８１ － ８６）。 这也

是其后召开的万隆会议的序幕。 本节将以万隆会议为起点介绍南南合作的历史与发展。

（一）第一阶段　南南合作的起始阶段

学界普遍把万隆会议看作南南合作的起点， 这是因为万隆会议是第一次没有殖民者参

加的会议， 并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联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独立和国家发展的诉求。 “二

战” 结束后去殖民化运动首先在亚洲展开， 以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为标志， 亚洲的去殖

民成就直接影响了非洲的去殖民化运动和反种族歧运动。① １９４５ 年泛非大会在英国曼彻斯

特举行， 参会的 ２００ 多名代表主要来自非洲， 他们要求非洲民族独立解放， 并要求殖民者

无条件结束殖民统治。 其后召开的万隆会议顺应了亚洲和非洲民族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的独

立自决的需求。 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前， 非洲只有埃及、 埃塞俄比亚 （时称阿比西尼亚）、

利比里亚、 利比亚和南非② ５ 个国家取得独立， 亚洲有 １５ 个国家获得独立。

南南合作在起始阶段的第一个特点是中立原则和不干涉内政， 这一个特点充分体现

在会议成果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提出的十项原则中 （以下简称 《公报》）。 这十项原

则分别是： （１） 尊重基本人权、 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２） 尊重一切国家的主

１３０

①
②

〔英〕 理查德·雷德， 《现代非洲史》 （第 ２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６ ～ ２６７ 页。
南非虽然独立， 但独立后一直实行白人政治和种族歧视政策， 所以不少学者认为 １９１０ 年的南非联邦政府为 “白人

殖民者勾结的产物”， 或称为 “英属南非”， 认为到 １９６１ 年南非共和国成立以前南非都不是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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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领土完整； （３） 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 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４） 不干预或干

涉他国内政； （５） 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６） 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

施加压力； （７） 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 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

治独立； （８） 按照联合国宪章， 通过如谈判、 调停、 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

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９） 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

作； （１０） 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① 不干涉内政的内容指的是 “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

胁， 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② 不

干涉内政在政治理念上表现为中立主义， 由于南方国家独立时期处在冷战阶段， 只有不

在意识形态对立的美苏阵营的任何一方站队才能保证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 正如参

加首次亚洲关系会议的一位缅甸代表所言， “ 被西方大国统治可怕， 被亚洲大国统治会

更加可怕”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５５）。 因此中立原则和不干涉内政也成为南南合作的基本原

则， 一直贯穿于南南合作的整个发展阶段。 南南合作除了强调南方国家的团结以外， 同

时强调 “遵循联合国宪章”， 一方面， 这是取得联合国支持获得新兴独立国家的合法性

策略， 另一方面， 这也奠定了南南合作与联合国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 作为此后推动南

南合作的重要机构， 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一直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原因， 同时也是南方

国家一直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 来推动满足自身诉求的原因， 联合国的 “南方化” 从这

里开始 （Ａｇｈａｚａｒｉａｎ， ２０１２）。

南南合作在这一阶段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国家间的发展合作， 即通过国家间的援助合

作， 实现经济独立。 《公报》 提出了在经济、 文化、 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合作目标。 这些合

作目标都围绕着巩固南方国家经济政治独立的目标展开， 虽然南方国家积极提出倡议， 但

是因为 “二战” 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和主导， 所以这一

时期的南南合作还是依靠当时既存的国际合作秩序。 “二战” 结束后， 国际机构开始出

现， 联合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

立， 总部都设在纽约和华盛顿。 其中联合国的建立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的建立是希望向各国政府提供贷款， 使世界贫困国家和人民受惠。 这两个机构的

大部分资金都由美国提供。 《公报》 的经济合作部分建议设立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

会， 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拨出更大一部分的资力给亚非国家。③ 万隆会议在其成果中将现

有国际机构的角色写入其中， 反映了南南合作在最初阶段由于各国财力和政治、 经济力量

２３０

①
②
③

参见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９１８２８ ｓｈｔｍｌ。
参见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９１８２８ ｓｈｔｍｌ。
参见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９１８２８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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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乏无法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抗衡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作为新的超

级大国， 不同于旧时代殖民体系中以英国为首的传统殖民帝国， 美国的立场一度是也支持

去殖民化运动。① 所以从另一方面看， 这也是南方国家寻求与新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一致

的援助合作的策略。 《公报》 还建议设立国际金融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鼓励促进亚非国家

之间的联合企业。② 这也与现在由联合国主导的所展开的一系列国际合作方式一致， 为

将来国际合作开辟了金融和投资领域合作的道路。 另一方面， 《公报》 的经济合作中强

调国家间的技术援助的作用， 倡导南方国家间互相提供技术援助， 通过提供专家、 示范

试验工程装备、 交换技术知识实现国际合作。③ 这也与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 １９４９ 年成

立的第一个联合国技术援助项目一致， 也成为日后南南合作主要内容的技术交换的前

身。

强烈的民族主义是这一阶段南南合作的第三个特点。 民族主义促进了亚非地区的民族

认同， 推动了亚非地区摆脱殖民地的处境， 走向民族国家独立的道路。 虽然强烈的民族主

义完成了民族国家独立的任务， 但是在新成立的亚非民族国家如何合作的问题上， 民族主

义造成了南方国家之间不小的干扰与分歧。 尽管 《公报》 提出了在经济、 文化、 政治等

诸多方面的合作目标， 且这些合作目标都围绕着巩固南方国家经济政治独立的目标展开，

但是这些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这也使有学者指出万隆会议反对

殖民主义和反对歧视的两个目标并没有实现， 并指出 “万隆会议泛亚主义色彩太强烈使

得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在会议协商中意见难以统一” （Ｄｉｒｌｉｋ， ２０１５）。 此后的几年中由于

亚非世界内部矛盾和冲突加剧： 印巴冲突、 印尼 －马来西亚冲突、 中印冲突、 非洲国家间

的冲突等使得万隆会议的第二次召开被一拖再拖， 加上冷战期间美国的遏制政策， 第二次

亚非会议最终在 １９６４ 年亚非国家外长会议上被决定无限期推迟， 第二次万隆会议就此搁

浅 （张民军， ２００７）。

（二）第二阶段　南南合作的曲折发展阶段

随着第二次万隆会议被搁浅， 参与万隆会议的亚非国家大都陷入了政局动乱之中。

１９６２ 年缅甸总理吴努被困， 后流亡国外； １９６２ 年中国和印度在喜马拉雅边境纠纷， 爆发

短期战争， １９６４ 年尼赫鲁逝世； １９６５ 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权力被军人接管， 被迫退

休； １９７４ 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军事政变。 亚非国家陷入合作的低潮。

与之相反， 拉美国家由于取得独立的时间长， 积累了近 １００ 年的发展经验， 在民族独

３３０

①
②
③

〔英〕 理查德·雷德， 《现代非洲史》 （第 ２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０ ～ ２６７ 页。
参见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９１８２８ ｓｈｔｍｌ。
参见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９１８２８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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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应对经济危机方面都比万隆会议时候才成立不久的亚非国家要成熟得多。 从民族独立

运动的角度看， 拉美国家的独立运动从 １８ 世纪末就已经开始， 到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已经建

立起了 １８ 个独立国家。 这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 除了巴西外都确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

制共和国 （林被旬， ２０１０）。 拉美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比亚非地区早了 １００ 年。 这为拉

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独立后拉美国家主要依赖北美和欧洲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

求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 这也成为拉美发展的经济传统， 一直到 １９２９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

爆发， 欧洲和北美的需求急剧萎缩， 拉美国家的经济受到重大打击。 但即便如此， 拉美国

家由于涌现了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探讨拉美道路的经济学家， 他们提出了出口替代的方

案， 使拉美经济在经历经济危机后以出口替代的模式继续增长。 １９４５ ～ １９７５ 年的 ３０ 年

里， 拉美国家钢产量增加了 ２０ 倍， 电力、 金属、 机械增长了 １０ 倍。 墨西哥、 阿根廷、 巴

西和智利被划入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０９）。 这也为拉美国家率先于亚非

国家向发达国家提出南方国家的全球贸易与经济新秩序的具体诉求奠定了基础。 所以这一

阶段南南合作与拉美国家的推动密不可分。

1 拉美国家把南南合作的议程推向了经济贸易领域

首先， 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于 １９４８ 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立， 劳尔·普雷维什

是它的推动者和设计者， 他于 １９４８ ～ １９５０ 年期间为 ＥＣＬＡ① 起草了三份文件， 这三份文件

成为 ＥＣＬＡＣ 的框架和基础。 普雷维什设计的框架包括分析外围经济体的国际融合， 其外

部脆弱性， 以及拉美外围经济中出现的问题环境和相反的趋势。 普雷维什提出外围经济体

拉美国家的内在结构性特点是低下的专业分工和技术异质性。 其次， 在普雷维什的推动

下， １９６２ 年中美洲五国哥斯达黎加、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成立了

中美洲共同市场 （ＣＡＣＭ）。 通过关税同盟， 中美洲五国在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８ 年的 ＧＤＰ 增长一直

维持在接近 ６％ ， 一度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经济整合典范 （Ｉｒｖｉｎ， １９８８）。 最后，

劳尔·普雷维什推动建立了联合国贸发会议， 并担任秘书长。 联合国贸发大会的基本诉求

也是建立在普雷维什向第一届贸发大会提交的报告的基础上。 报告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

解决初级商品的问题。 来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周期传播导致初级商品出口国在经济周期下

行期间出现需求量和大幅价格下跌的双重损失。 需要探索成立一个国际商品协议， 使用国

际金融缓冲库存作为解决的方法。 初级商品出口国的初级商品出口收入相对于制造业出口

收入增长缓慢。 建议加速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工业化， 取消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进口壁

垒、 关税升级、 劳动密集制造业进口的限制。 二是要求关税优惠。 需要推动发展中国家制

造业出口关税优惠，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需要使进口替代工业转变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才能

４３０

① 此时名为 ＥＣＬＡ， １９８４ 年加勒比国家加入， 改名为 ＥＣＬ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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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三是补偿性金融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因为商品协议所致的贸易恶化的损失不可避

免， 因此设置补偿性金融十分必要。

2 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经济诉求

早在拉美经济委员会成立之时普雷维什就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工业化的战略， 认为国家

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解决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结构的问题。① 到 １９６４ 年第一届贸发大

会召开和 ７７ 国集团成立时， 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已经写入会议成果文件。 如上述第一

届贸发大会的几个提议都是围绕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经济诉求展开。 又如 《七

十七国联合宣言》 指出： “新的经济秩序包含了一个迈向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新的

国际劳动分工。 这些发展中国家希望提高它们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正在遭到恶劣的外

部条件的阻挠， 所以需要建设性的国际行动来支持和强化他们的努力， 这些行动要求必须

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框架， 并完全与加速发展的需求一致。”②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再次重申和对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的工

业化的诉求。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宣言》 （以下简称 《宣言》） 和 《行动纲领》， 《宣言》 强调每个国家主权平等， 对本

国的资源和经济活动拥有一切完整的主权等。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的 《宣言》 继承了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 并且进一步将这项原则放在国际社会对发展中

国家提供援助的要求中， 如 《宣言》 第 １１ 条指出： “整个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积极援助， 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或军事条件。”③ 此外， 比起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

的 《最后公报》 中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平等的诉求， 《宣言》 也更加直接明确： “在开展国

际经济合作的一切领域中， 只要办得到， 行得通， 就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惠的和不要求互

惠的待遇。 第 １５ 条， 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以便把财政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④

3 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南方国家合作联盟——77国集团的成立

７７ 国集团是对万隆会议只有亚非国家参加的拓展， 也是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导的只有

拉美经济一体化的拓展， 它吸收了当时亚洲、 非洲、 拉美、 北美加勒比地区和欧洲各国的

发展中国家成为其成员。 其中， 有 ２０ 个亚洲国家， ３６ 个非洲国家， １５ 个拉美国家， ４ 个

北美加勒比国家， ２ 个欧洲国家。 ７７ 国集团的成立得力于联合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委员会

的推动， １９４７ 年成立亚太和远东经济委员会， １９４８ 年成立拉美经济委员会 （ＥＣＬＡＣ），

１９５８ 年成立非洲经济委员会 （ＥＣＡ）。 联合国支持南方国家合作的行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５３０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ＬＡＣ Ｉｄｅａｓ， ｐｐ ５ － 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ａ⁃ｃｅｐａｌ．
Ｓ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 ｉｎ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ｙ⁃ｓ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ａｄ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７７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Ｊｏｉｎｔ％２０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 ｉｎ Ｕ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 ／ ＲＥＳ ／ Ｓ － ６ ／ ３２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ｎｅｔ ／ ｓ６ｒ３２０１ ｈｔｍ．
Ｓ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４ ｉｎ Ｕ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 ／ ＲＥＳ ／ Ｓ － ６ ／ ３２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ｎｅｔ ／ ｓ６ｒ３２０１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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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１９６４ 年第一届贸发会议上 ７７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 《七十七国联合宣言》， 成

立 “７７ 国集团”。 《七十七国联合宣言》 的主旨呼应了联合国贸发会议所倡导的建立国际

贸易新秩序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需求。 认同联合国贸发会议肩负建设公平国际经济

秩序的责任， 提出关于国际贸易发展新秩序的主题： 贸易转型与内陆国家问题。 发展中国

家提出的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的项目和提议， 制定统一的目标以及所有领域的措施。 同时

也意识到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挑战， 只能循序渐进。 发展中国家认为， 会议的最终建议只

是新的国际贸易政策的第一步。 他们不认为每个经济发展领域的推进足以体现他们本质的

需求。 发达国家尚无对解决发展中国家 “贸易逆差” 问题的足够重视。 只有一些最有限

的方法被提出： 关于初级商品贸易和出口产品偏好。 关于防止贸易恶化的长远对策的补偿

性金融仅仅处在最初的起步阶段。 不过发展中国家还是接受会议的这个结果， 并且希望这

些结果可以作为日后取得实质性进步的基础。①

这一阶段的南南合作在拉美国家的带领下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南南合作从万隆会议阶

段的政治独立诉求拓展为对经济贸易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 南南合作的国家也从

万隆会议时期的亚非国家合作拓宽到亚非拉国家的合作。 尽管成就有目共睹， 但是由于这

一时期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南方国家之间的内部分化拉大， 南南合作的推进受阻，

仍处于曲折发展的阶段。

首先是 ７７ 国集团内部的分歧， １９７１ 年， 劳尔·普雷维什的继任者 Ｐｒｅｒｅｚ⁃Ｇｕｒｒｅｒｏ 希望

能够推动成立 ７７ 国集团秘书处， 但因 ７７ 国集团成员内部分歧而不能成立。 秘书处是设在

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 秘书长由哪个大洲选出？ 谁来负责经费？ 这些都是产生分歧的地

方。 大的发展中国家担心自己背负了经济责任， 而秘书长却倾向从小国选出。 最终的结果

还是维持 ７７ 国集团依赖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来提供政策议程 （Ｔｏｙｅ， ２０１４）。 其次， 发展中

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 亚洲四小龙崛起， 四小龙之一的

韩国同时也是 ７７ 国集团成员之一。 １９８２ 年韩国的人均 ＧＤＰ 已经超过 ２０００ 美元， １９８５ 年

韩国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２５４２ 美元， 而同为 ７７ 国集团成员的越南的人均 ＧＤＰ 只有 ２３９ 美元，②

不及韩国的 １ ／ １０。 此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等

发展中国家凭借石油价格上涨经济实力大增， 进一步与其他 ７７ 国集团国家拉开差距。 最

后， 南方国家之间的分化还与整个国际发展局势相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导

致初级产品出口国中最穷的发展中国家被迫向新自由主义转型 （Ｇｒａｙ ａｎｄ Ｇｉｌｌｓ， ２０１６）。

发展中国家开始采纳世行主导的结构调整方案 （Ｋａｒｓｈｅｎａｓ， ２０１６）。 虽然贸发大会和 ７７

６３０

①

②

Ｓ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ｉｎ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ｙ⁃ｓ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ａｄ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７７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Ｊｏｉｎｔ％２０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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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直面南北贸易不平等的问题， 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 然而在现实中遭到

发达国家的反对和阻挠， 前文关于初级商品出口、 补偿性金融等议题中除了第二个关税优

惠方面取得突破， １９６８ 年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二届贸发会议上， 关税优惠 （ＧＳＰ） 获得了

发达国家的让步， 其他几条都因为发达国家的反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再加上以美国

主导关贸总协定和 ＩＭＦ 的改革对其造成的影响和压力， 贸发大会的经济诉求的职能日渐

式微。 于是逐渐由多边贸易与发展论坛转变成提供技术援助、 政策研究和数据信息的平

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随着 ＷＴＯ 的成立，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

加入 ＷＴＯ， 联合国贸发大会成为 ＷＴＯ 的职责的补充，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加入 ＷＴＯ 的要

求信息准备， 帮助欠债国家管理协商外债， 还包括国际投资研究和信息收集， 商品研究，

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等 （Ｔｏｙｅ， ２０１４）。

（三）第三阶段　南南合作的复苏阶段

经过了上一阶段的曲折发展， 南南合作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步入复苏与转型阶段。

这一阶段南南合作的特点有： 一是南南合作的目标从经济增长转向减贫与技术合作， 二是

南南合作的发展知识和经验分享平台开始建立。

１９７４ 年联大通过 Ａ ／ ３２５１ 决议在联合国开发署中成立一个专门单元以推动发展中国家

间技术合作 （ＴＣＤＣ）。 １９７８ 年南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会议上通过 《布宜诺斯

艾利斯行动计划》 （ＢＡＰＡ）， 强调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在最不发达国家如土地缺乏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实施。 １９８０ 年参与 ＵＮＤＰ 的国家成立高级别委员会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规定每两年评估 ＢＡＰＡ 的实施情况。 由此可见南南合作已经开始

由前一阶段难以实现的经济贸易诉求阶段转变为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和关注最不发达

国家的发展问题。

明显的转变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由于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在

发展中国家宣布失败， 这促使了传统援助国家 ＯＥＣＤ 将发展议题从经济发展转向减贫领

域， 同时催生了联大在 ２０００ 年制定千年发展目标。 八项目标中的第一项就是消灭贫困和

饥饿。 在第八项促进全球合作中， 更是强调在国家和国际两级致力于善政、 发展和减贫；

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 对其出口免征关税、 不实行配额； 加强重债穷国的减债方

案， 注销官方双边债务； 向致力于减贫的国家提供更为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 满足内陆国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与私营部门合作， 提供新技术、 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

产生的好处等。①

７３０

① 参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ｇｏａｌ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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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的目标从经济增长转向减贫与技术合作意味着前几个阶段的强调独立南方国

家身份工业化增长的去殖民化叙事开始转向全球发展议程的叙事融合。 ２００５ 年， 时隔 ５０

年之后亚非国家在万隆再聚首———亚非峰会召开， 会议发布了 《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

关系宣言》， 明确指出， 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将注重亚洲与非洲大陆之间在贸易、 工

业、 投资、 金融、 旅游、 信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２００４ 年联大决议通过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专门单元正式改名为 “南南合作专门单

元”， 标志着南南合作知识生产平台正式建立。 至此南南合作有了正式的概念定义。 联合

国对南南合作的定义为： 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和技术领域

合作的一个广泛的框架。 涉及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 可以以双边的、 区域的、 次区域的

或跨区域的合作为基础。 发展中国家通过共享知识、 技能、 专家和资源以实现其发展目

标。 此外， 南南合作办公室还鼓励三方合作， 即传统援助国家与其他多边组织通过提供资

金、 培训和管理技术等形式以支持南南合作的倡议被称为三方合作。①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设计了一个三合一的架构来支持南南合作平台的运作， 这个架

构包括三个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全球南南发展学院， 相当于一个网上智库， 汇集了数以百

计南方发展专家的数据信息。 第二个支柱是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 博览会用来展示每年联

合国系统中选定的成功发展案例， 代表政府、 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合力作用。 第三个支

柱是南南全球融资和技术交流网络平台， 促进南方国家技术转移和提供解决方案， 创造安

全的融资环境。 由此可知， 这一阶段南南合作开始向建立以发展知识生产和发展经验分享

为内容转型。

（四）第四阶段　新南南合作阶段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使得 ＯＥＣＤ 国家陷入经济持续低迷， 而以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为

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持续增长。 金砖银行、 亚投行相继成立。 “新兴援助国” （Ｎｅｗ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ｏｎｏｒｓ） 开始出现。 南南合作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合作范式受到传统援助国家的关

注。 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开始承认南南合作的地位， 并在 ２００８ 年专门成立了南南合作任务

组， 国际合作正从北方 －南方国家的 “援助者—受援者” 的关系转变为不同层级行动者之

间资源和知识共享的关系。② 这体现了这一阶段南南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南方国家发

展经验的共享。 南方国家发展经验的共享与南方国家的崛起之路密不可分。 “二战” 以

来， 尽管经历了种种曲折， 南方国家中仍然有几个发展中大国脱颖而出， 成为南方国家经

８３０

①
②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ｓｓｃ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ｓｃ ／ ａｂｏｕｔ ／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ｓｃ ｈｔｍｌ。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ｔａｓｋｔｅａｍｏｎ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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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共享的典范。 其中尤其以中国的崛起最令人瞩目， 中国在 １９４９ 年后建立了独立的工业

体系， 只用了短短半个世纪就从农耕国家转化为制造业强国， 贫困人口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６ ８９

亿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５ 亿， 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①

２０１５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设立 “南南合作援助

基金”， 首期提供 ２０ 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 将继续增加对最不

发达国家投资， 到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１２０ 亿美元； 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

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并将设立国际发

展知识中心， 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

立。 在亚投行的 ５７ 个创始成员中， 包括 ２０ 多个发展中国家， 也有老挝、 越南等贫困国

家和传统发达国家。 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占四席， Ｇ２０ 国家占 １４ 席， Ｇ７ 国家

占 ４ 席， 金砖国家全部加入 。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使得沿线 ７０ 多个国家从中

受益 （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Ｇ２０ 峰会在中国杭州举办， 本届峰会是

历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会的 Ｇ２０ 峰会， 中方邀请了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 非盟轮值

主席国乍得、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 ７７ 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泰国， 以及哈

萨克斯坦、 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出席杭州峰会。 会议将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成功地引入” Ｇ２０ 峰会议程， 使峰会第一次围绕落实该发展议程制订行动计划。

这是 ２０ 国集团历史上首次在峰会上同时讨论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 是

中国引导 Ｇ２０ 峰会 “全面支持” 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体现。 这一议题的成

功引入， 标志着中国成功地将 ２０ 国集团从讨论短期全球金融危机管理转变为从长远角度

讨论世界发展问题。 ２０ 国集团杭州峰会标志着以 “中国方案” 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的发展主

张正在逐渐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替代。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会议上提出

的中国主张进一步展示了南方国家在国际发展政治上的成熟。 可以说中国的方案和主张正

在使南南合作的视野和架构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宽， 使得南南合作的发展经验、 发展资源分

享得以实现， 也使得南北合作和三边合作成为可能。 由此， 新南南合作阶段正式开启。

二　南南合作对全球发展的贡献

与以发展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南北合作不同的是， 南南合作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③

９３０

①

②
③

参见 《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ｈｉｎａ ／ ｚｈ ／ ｈｏｍｅ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ｍｄｇ ／ ｍｄｇ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５ ｈｔｍｌ。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７ ／ ｃ＿ １１１６６８７８０９ ｈｔｍ。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ｓｓｃ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ｓｃ ／ ａｂｏｕｔ ／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ｓｃ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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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本节将围绕南方国家间的贸易、 直接投资和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三方面探讨南南合作的

贡献。

（一）贸易

根据 ＩＭＦ 的数据统计， 近十多年来， 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快速增长。 其中南方国

家的进口额比重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８％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３％ 。 出口额从 ２０００ 年全球总出口额

的 ２２％ 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８ ％ 。 发达国家的相应比重则分别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２％ 、 ７８％下降

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７％ 、 ６２％ （见图 ２ － １、 图 ２ － ２）。

图 ２ －１　 全球各地区进口贸易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ＩＭＦ， ＤＯＴＳ。

图 ２ －２　 全球各地区出口贸易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ＩＭＦ， ＤＯＴＳ。

看南方国家内部贸易情况， 南方国家之间的进口额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９％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８％ ， 出口额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５％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１％ 。 南北贸易的相应比重则从 ２０００ 年

０４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第二章　新南南合作的兴起：历史、现状、挑战

的 ７１％ 、 ７５％分别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２％和 ５９％ 。 南方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基本与南北

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呈平分秋色之势。 数据显示， 在南方国家中， 以亚洲新兴国家对其他

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最快。 进一步分析， 发现其中中国的贡献最大 （见图 ２ － ３、

图 ２ － ４）。 由 ＩＭＦ （２０１４） 对全球进出口贸易统计的数据可知， 中国是 １４３ 个南方国家中

的主要贸易国家。 其中， 中国是 ４８ 个南方国家的第一大进口贸易国家， 是 １０５ 个南方国

家排名前三的进口贸易国。 同时， 中国也是 ３３ 个南方国家的第一出口贸易国， 是 ９５ 个南

方国家排名前 １０ 的出口贸易国。①

图 ２ －３　 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ＩＭＦ， ＤＯＴＳ。

图 ２ －４　 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ＩＭＦ， ＤＯＴＳ。

１４０

① 根据 ＩＭＦ， ＣＤＩＳ 数据库整理，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ｉｍ Ｉ ｆ ｏｒｇ ／ ？ ｓｋ ＝ ４０３１３６０９ － Ｆ０３７ － ４８Ｃ１ － ８４Ｂ１ － Ｅ１Ｆ１ＣＥ５４Ｄ６Ｄ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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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第四大出口市场和

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２０１４ 年， 中非贸易额达到 ２２００ 亿美元，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２２ 倍， 中

国对非投资存量超过 ３００ 亿美元，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６０ 倍。① 自 ２００９ 年起， 中国已连续 ５

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同时也是非洲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和新兴投资来源地。 非

洲则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 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的投资目的地。②

（二）对外直接投资（FDI）

除了贸易额的增加， 南方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也在增加。 ２０１５ 年全球投资报告显示，

发展中国家的 ＦＤＩ 主要来自亚洲国家， 中国香港、 中国内地和新加坡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

资最多， 这三者的投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 ＦＤＩ 来源总额的 ５５％ ， 巴西以 ７％排在第四 （见

图 ２ － ５）。 发展中国家对外投直接资目的地中， 亚洲 （东亚、 东南亚、 南亚、 西亚） 占发

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目的地的 ５８％ ， 欧洲占 １３％ ， 非洲占 ４％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占 ４％ ，

北美占 ７％ （见图 ２ － ６）。 这一方面显示了南南国家的投资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

南南国家内部在直接投资方面的不平衡。

由 ＩＭＦ 整理的 ２０１４ 年各国排名前五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数据显示， 中国和毛里求

斯是南非对外投直接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其中， 中国市场占南非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图 ２ －５　 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来源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２４０

①

②

《２０１５ 年的中非关系： 持续深入峰会推动转型升级》， 网易新闻，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５ ／ １２２８ ／ １７ ／ ＢＢＵＩ２ＥＯ３０００
１４ＪＢ６ ｈｔｍｌ。
《李克强： 中国已连续 ５ 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中国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０５ ／ ６１３５２７４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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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６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地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３２％ ， 达 ４６２ 亿美元， 是南非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 毛里求斯占 ８％。 印度最大的对外

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是毛里求斯和阿联酋， 分别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１５％和 ５％。 巴西

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是巴哈马国， 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１１％ 。①

数据显示中国是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亚非拉的

十个发展中国家位居前５ 位。 其中中国对尼日尔的投资占尼日尔本国外商投资的３０％， 对帕

劳的投资占其本国投资的 ２６％， 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占其本国投资的 ２３％ （见图 ２ －７）。

图 ２ －７　 排名前五的中国对外投直接资国家和投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 ＩＭＦ， ＣＤＩＳ 数据库整理。

３４０

① 根据 ＩＭＦ， ＣＤＩＳ 数据库整理， 参见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ｉｍＩｆ ｏｒｇ ／ ？ ｓｋ ＝ ４０３１３６０９ － Ｆ０３７ － ４８Ｃ１ － ８４Ｂ１ － Ｅ１Ｆ１ＣＥ５４Ｄ６Ｄ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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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中国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超过了 １３００ 亿美元， 其中东盟国家对华

投资超过 ９００ 亿美元。①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对东盟十国的投资流量为 ７８ ０９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７ ５％ ， 占流量总额的 ６ ３％ ， 对亚洲投资流量的 ９ ２％ ， 存量为 ４７６ ３３ 亿美元， 占存量

总额的 ５ ４ ％ ， 占亚洲投资存量的 ７ ９％ 。 ２０１４ 年底， 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

３３００ 多家， 雇用外方员工 １５ ９５ 万人。②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对东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见图

２ － ８， 中国在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见图 ２ － ９。

图 ２ －８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东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万美元）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 ２ －９　 ２０１４ 年中国在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万美元）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２０１４ 年底， 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９２４ ６ 亿美元， 占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１０ ５％ 。

４４０

①
②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７２９ ／ ｃ１００４ － ２７３７８７６４ 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３０ ～ 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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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原有主导全球的南北经济结构随着南方国家的兴起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南

方国家的政治独立在其经济发展以后真正得到了加强。 南南经济合作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合作开始真正改变全球经济合作的秩序和结构。

（三）南南发展合作：以中国和印度为例

南南合作除了在经济合作方面的迅速成长以外， 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 “新援助

国家” （Ｎｅｗ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ｏｎｏｒｓ） 的出现， 南南发展合作开始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根据世界银行的国际发展合作报告， 中国已经是南方国家中最大的援助提供国， 中

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远超过印度、 巴西和南非， 印度居于中国之后成为金砖国家中第二

大援助支出的国家 （见图 ２ － １０）。

图 ２ －１０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间金砖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总优惠资金流量

　 　 　 　 （类似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流量）∗

∗注： 缺少 ２０１０ 年巴西的数据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根据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 白皮书，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持续增

长。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 ８９３ ４ 亿元人民币。 非洲和亚洲是中国对外援助的

主要地区。 其中非洲所占比重最高达到 ５１ ８％， 亚洲次之， 占 ３０ ５％。 印度的对外援助金

额也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７６９３ 卢比猛增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１８３３７ 卢比。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ａｎｄ Ｍｕｌａｋａｌａ，

２０１５）。

基础设施、 医疗、 教育与培训、 环保与气候变化是中国的主要国际发展合作领域

（见表 ２ － １）。

不丹、 孟加拉国、 尼泊尔、 缅甸、 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阿富汗等国是印度援助最多

的国家 （见表 ２ － ２）。

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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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对外援助成套项目领域分布

行业 项目数（个）

　 　 社会公共设施 ３６０

其中：医院 ８０

　 　 学校 ８５

　 　 民用建筑 ８０

　 　 打井供水 ２９

　 　 公共设施 ８６

　 　 经济基础设施 １５６

其中：交通运输 ７２

　 　 广播电信 ６２

　 　 电力 ２２

　 　 农业 ４９

其中：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２６

　 　 农田水利 ２１

　 　 农业加工 ２

　 　 工业 １５

其中：轻工纺织 ７

　 　 建材化工 ６

　 　 机械电子 ２

　 　 总计 ５８０

　 　 资料来源：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 白皮书。

表 ２ －２　 印度援助和贷款项目的主要国家

单位： 百万美元

国家 ／ 地区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

不丹 ２５０ １ １３１ ５ １６８ ４ ２７７ ９ ２６９ ４

孟加拉国 １１ ５ ４ ９ １３ ８ １１６ ３ ０ ８

尼泊尔 １４ ６ ５１ ０ ２３ ０ ９６ ５ ３１ ０

斯里兰卡 ５ ５ ６ ８ ６ ５ ４９ ７ １６ ６

缅甸 ４ ９ ９ ７ ４ ６ ２６ １１ ４

马尔代夫 ２ ９ １ ５ ４ ５ ２１ ９ ０ ７

非洲国家 １３ ５ ４ ９ １１ ５ ８ １ ２５ ９

蒙古国 ２５ ９

阿富汗 １００ ６ ９ ５９ ４

中亚 ４ ６ ４ ３ ４ １

拉丁美洲国家 ０ ４ １ ４ ０ ４

其他国家 １１１ ５ １０８ １ ５５ ３ ０ ５ ５２ ５

总计 ４１４ ５ ３８１ ４ ３８１ ４ ６０９ ５ ４８８

　 　 资料来源： Ｓｃｈｉｎ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ｅａ Ｍｕｌａｋａｌａ （２０１５）， Ｉｎｄｉ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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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设施

在基础设施方面， 中国为南南发展合作了做了很大的贡献。 到目前为止， 中国对非洲

建设有 ３ 条铁路， １６ 个机场航站楼， ２０ 座桥梁， １２ 个港口， ６８ 个电站， ７７ 个体育场馆，

１６ 个议会大厦， ３８ 个政府办公楼， ９ 个国际会议中心等。① ２０１３ 年的一项研究对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 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设施援助国进行排名， 中国排在首位。 印度是排在第二

位的南方国家 （林毅夫、 王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南非召开， 习近

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非洲

在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 基础设施、 金融、 绿色发展、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减贫惠民、 公

共卫生、 人文、 和平和安全等领域共同实施 “十大合作计划”， 规划了中非务实合作的宏

伟蓝图， 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的历史篇章。 其中， 在经贸领域， 中非双方将共同实施中非工

业化合作计划、 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 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

划、 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 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和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

等。

其中基础设施合作是中非双方传统合作领域， 也是中非经贸合作提升水平、 转型发展

的重要领域。 中方将在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项下， 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与非洲开展合

作。

（１） 铁路、 公路和港口。 中方将通过多种融资方式与合作模式， 结合非洲 “四纵六

横” 铁路网和 “三纵六横” 公路网规划布局， 鼓励企业积极参与非洲铁路、 公路和港口

网络建设， 与非方合作建设一批大型公路、 铁路和港口项目， 提供成熟可靠的技术装备，

助力非洲交通网络建设， 带动交通沿线经济发展。

（２） 区域航空。 中方将与非方共同持续推进 “中非区域航空合作计划”， 以市场运作

为前提， 深化航空投资和运营合作， 提供更多民机装备， 支持非洲机场、 配件库、 维修中

心、 航校等配套设施建设， 提高非洲国家适航认证和航空监管能力建设， 带动双方产品、

技术、 标准、 配套设施、 售后服务、 人员培训合作协同推进， 不断提升非洲民航运营效率

和互联程度。

（３） 电力。 中方将根据非洲国家实际需求， 使用多种融资方式， 支持非洲水电、 火

电、 风电、 光伏、 生物质能等发电项目和输变电、 电网项目的建设， 帮助非洲改善电力短

缺掣肘经济增长的现状， 使非洲发展得到持续的动力供给。

７４０

①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中 央 电 视 台 国 际 频 道 《 中 非 合 作 硕 果 累 累 》 节 目 整 理，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３０ ／
ＶＩＤＥ４Ｙｈｃ３ＷｎＡＸＬｏＪＲＴ５ｂｍＶＷＴ１６０７３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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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通信。 中方支持非洲建设信息社会、 发展数字经济， 将以市场运作为前提， 鼓

励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国家信息网络建设、 运营和服务， 逐步搭建有助于非洲发展的现代化

通信网络。

（５） 人才和研发。 中方将调动政府和企业资源， 积极研究为非洲新建或升级改造 ５

个包括航空、 铁路和公路在内的交通大学， 在基础设施、 教学设备和合作方案、 技术援助

和管理运营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 帮助非洲系统培训基础设施专业化技术队伍， 为非洲

互联互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和研发支撑。

２００４ 年， 由中国提供 ４ 亿美元贷款援建的菲律宾北吕宋铁路一期首段工程在首都马

尼拉开工。 这条铁路一期工程从马尼拉到马洛洛斯， 长约 ３２ 公里， 整个铁路建设项目从

马尼拉到克拉克， 全长 ８０ 多公里。 ２００５ 年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承建缅甸最大的水电站———

缅甸邦朗电站。 ２００９ 年中国援助老挝纳堆至巴蒙公路北段修复项目启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２ 月 ３ 日， 援助缅甸国际会议中心项目通过内部竣工验收， 验收结果评定为 “合格”

等级。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中国援建老挝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设施建设完成， 援助老挝农业技术示

范中心项目主要包括建设培训中心、 苗圃及示范园， 提供一批良种和农机具， 并开展良种

培育、 示范种植及农机具使用等方面的培训， 分设施建设、 人员培训、 技术合作三个阶段

实施。 ２０１１ 年援老挝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对外实施合同正式签订。 ２０１１ 年援柬埔寨参议院

新建办公楼及改造议长办公楼和会议厅启动。 此外，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 年， 中国政府已经无偿

为柬埔寨各省农村打了 １０００ 口民用水井， 解决了 ２０ 多万人的饮水问题 （吴杰伟， ２０１０）。

印度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贷款投向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电力、 铁路建设以及工程建设等基础设施优惠贷款分别占到 ２８％ 、 １９％ 和 １４％ 。 农业生

产和农村发展方面的基础设施优惠贷款也占了较大比重。 其中， 农业和灌溉占 ８％ ， 农村

电力建设占 ３％ ， 糖料生产和加工占 ９％ 。 印度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援助主要集中在非

洲国家。 印度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入主要集中在购买农业机械、 修建信息网络设施等方面

（见表 ２ － ３）。

表 ２ －３　 印度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援助

国家 援助内容

安哥拉 ４０００ 万美元的优惠贷款用于修建铁路以及 ５００ 万美元的优贷在印度购买农业机械设备

贝宁 捐赠了 ６０ 台拖拉机，优惠贷款用于修建铁路以及 ５００ 万美元的优贷在印度购买农业机械设备

布基纳法索 ３１００ 万美元的优贷购买农业设备

吉布提 捐赠 １００ 万美元购买食品解救饥荒

喀麦隆 捐赠了 ６０ 台拖拉机

冈比亚 ７００ 万美元的优贷购买拖拉机和建立拖拉机集装厂

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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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援助内容

加纳 １５００ 万美元优贷，２７００ 万美元的优贷用于建立农村电网，２００ 万美元用于信息网络的技术援助

科特迪瓦 ２７００ 万美元的优货购买 ４００ 辆塔塔（Ｔａｔａ）客车

莱索托 ５００ 万美元优贷用于与农业相关的活动

毛里求斯
１ 亿美元支持信息网络技术援助的优贷，同时提供 ７５０ 万美元的信息技术设备和 １０００ 万美元的优

贷支持污水处理系统建设

尼日尔 １７００ 万美元的优贷在印度购买交通设施

塞内加尔
４８００ 万美元的优贷支持灌溉系统、信息技术和钢材厂建设，１８００ 万美元的优贷购买 ２５０ 辆塔塔

（Ｔａｔａ）客车，１５００ 万美元的优贷购买农业设备

塞拉利昂 ８０ 万美元的赠款修建 ４００ 座营房

坦桑尼亚 支持建立两个腰果加工公司，并免除 ２０００ 万美元的债务

　 　 资料来源： 参见 Ｋｒａｇｅｌｕｎｄ Ｐ ， “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Ｎｏｎ⁃ＤＡＣ Ｄｏｎｏｒ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６， Ｉｓｓｕｅ ５， ２００８。

2 医疗

中国援建的医疗设施项目约 ８０ 个， 其中包括综合性医院、 流动医院、 保健中心、 专

科诊疗中心、 中医中心等， 有效地缓解了受援国医疗卫生设施不足的问题。 同时， 中国向

受援国提供医疗设备和药品物资约 １２０ 批， 包括多普勒彩超仪、 ＣＴ 扫描仪、 全自动生化

仪、 母婴监护仪、 重要手术器械、 重症监护检测仪、 核磁共振仪等高端医疗设备， 以及防

治疟疾、 霍乱等疾病的药品。

派遣医疗队。 中国对外派遣 ５５ 支援外医疗队， 累计 ３６００ 名医护人员， 在受援国近

１２０ 个医疗点开展工作， 培训当地医护人员数万人，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援国医疗服务的

供需矛盾。 在援外医疗工作中， 医疗队员通过观摩示范、 专题讲座、 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

等方式积极培训当地医务人员， 内容涉及疟疾、 艾滋病、 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防治， 病人护

理以及糖尿病、 风湿病治疗等领域， 并推广针灸、 推拿、 保健、 中医药等中国传统医学。

三年中， １００ 多名中国医疗队员因贡献突出获得受援国颁发的勋章。

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卫生人力资源培训包含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以能力建设为中

心。 在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中， 第四条规定：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 不是

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 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 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

路。” 第七条规定：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 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

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援外医疗队一直把培训受援国医疗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

容。 如何培养受援国自身的能力， 是援外医疗队的工作重点之一。 因此， 援外医疗队是卫

生人力资源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援外医疗队为受援国引进了心脏外科、 肿瘤摘除、 断肢

再植、 微创医学等高精尖医学临床技术。 二是以现场带教为主要方式。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

非常强的学科， 现场带教的方式能使当地医疗人员更快地成长， 并能切实地解决医疗问

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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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中国在所有的医疗点都开展了现场带教的活动， 通过中国援外医疗队员与当地医务人

员的配合， 逐步让当地医疗人员承担更多的责任， 为当地培训了大量卫生人力资源。 三是

分享中国医疗技术的同时帮助受援国完善医疗体系。 中国的援外医疗队帮助受援国建立新

的科室， 在大学设立新的学科。 如中国医疗队的巡回医疗， “把预防和医疗的重点放到农

村去”。 此外， 中国医疗队利用各种方式提供免费药品并介绍中国的医疗技术。 中国医疗

队还将针灸、 推拿等中国传统医药以及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带到这些国家 （刘倩倩，

２０１４）。

印度在医疗领域的国际发展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 提供医疗人员和人道

主义援助。 早在 １９５６ 年印度就向缅甸派出了 ２００ 名医生， 用以支持当地的医疗部门的管

理， 同时也向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甘地纪念医院派出了 １ 名医生和 ２ 名护士。 １９９８ ～

１９９９ 年， 价值 ４０００００ 卢比的成套医疗设备、 医疗用品和药品被送往阿富汗喀布尔印度甘

地儿童健康中心， 该中心也是在阿富汗的印度人修建而成。 印度为阿富汗提供的医疗援助

人员和免费的药品每年帮助阿富汗治疗当地约 ３６００００ 位贫穷的患者。 （２） 扩展疫苗和药

品可获得程度。 《２０１０ 年全球健康政策报告》 指出， 印度的医疗援助项目受益于印度制药

公司生产的低价艾滋病治疗药物 （Ｂｌｉｓｓ， ２０１０）。 印度生产者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８０％的全部由援助国资助的艾滋病疗程， 惠及几百万病人 （Ｗａｎ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印度

也为通用疫苗的生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有 ８ 家印度生产商正在生产 ７２ 种世界卫生组织

的资格预审疫苗。 此外， 印度生产的疫苗占到联合国各机构采购的疫苗总量的 ６０％ ～

８０％ ， 使印度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和品质最可靠的疫苗提供者。 （３） 印度在全球卫生

治理政策制度方面的贡献。 ２００１ 年在多哈举办的 ＷＴＯ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 印度力推了

一项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 （ＴＲＩＰＳ） 提议， 该提议为以往贸易知识产权的规定带来了两

个显著的变化： 一是它关注了那些缺乏医药生产能力的国家的权利， 二是它明晰了 ＴＲＩＰＳ

协议保证这些国家权利实现的灵活性。 这使得非专利药物可以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出口这

些不具备药品生产能力的国家。

3 教育与培训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共举办 １５７９ 期官员研修班。 中国邀请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

近 ４ 万名官员来华研修， 内容涉及经济管理、 多边贸易谈判、 政治外交、 公共行政、 职业

教育、 非政府组织等。 中国举办技术人员培训班 ３５７ 期，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训技术人员

近万名， 涵盖农业、 卫生、 通信、 工业、 环境保护、 救灾防灾、 文化体育等领域。 为满足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公共部门中高级管理人员能力的需要， 三年中， 中国举办了 １５ 期在

职学历教育项目， 来自 ７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 ３５９ 名政府官员分别获得公共管理、 教育、 国

际关系以及国际传媒硕士学位。

０５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第二章　新南南合作的兴起：历史、现状、挑战

在这些培训中， 农业培训所占比重最大。 有三个层级的农业培训课程。 第一个层级是

基层技术公务员培训， 例如农业推广员， 培训时长 ３ 个月。 第二个层级是针对更高级别的

政府官员， 培训时长通常为 ２ ～ ４ 周。 第三个层级是部长级别的官员培训。 有学者指出，

中国的农业技术培训的特点是包容性、 多元化， 既包含农业技术培训也会结合非洲国家和

本国的情况满足双方的商业利益， 同时作为外交和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形式 （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 ａｎｄ

Ａｌｅｍｕ， ２０１６）。 向非洲国家派遣农业技术专家是中国长期以来最主要的对非农业技术转

移的方式之一， 也是持续性最长， 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的援助形式。 目前， 中国援助非洲

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ＡＴＤＣ） 已建成 １４ 个， 还有 ９ 个在建设中。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有

１１７０００ 名非洲学生来华留学， 其中 ２ ３％的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农业科学专业。 中国为

此提供了 ２３ 个农业培训机构， 开发了 ５３９ 门培训课程。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先后向非洲

２２ 国派遣了 １０４ 名高级农业专家， 向受援国提供了 ４００ 多份信息和政策建议， 完成总计

１５５ 万字的国别调研报告、 农业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 开展了 １８４ 项试验示范项目， 涉及

粮食、 蔬菜、 水产、 畜牧、 灌溉等多个领域， 并举办各类培训 １５７ 期，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的具

体培训情况见表 ２ － 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对外援建了 ４９ 个农业项目， 派遣了 １０００ 多

名农业技术专家， 并提供大量农业机械、 良种、 化肥等农用物资。 在政策保障方面， 中国

政府在 ２００６ 年根据中非合作论坛上达成的北京行动承诺将继续派出农业技术专家作为中

非农业合作的重要措施 （见表 ２ － ５）。

表 ２ －４　 国际农业培训的培训内容情况

培训内容 频率（次） 百分比（％） 培训班名称举例

动物防疫 ５ ４ ２０１４ 年中国老挝边境动物疫病防控试验站建设

害虫防治 ５ ４ ２０１４ 年非洲国家热带重要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班

木薯 ３ ２ ４ ２０１２ 年非洲国家木薯生产与加工技术培训班

能源 １１ ８ ８ ２０１２ 年发展中国家农村能源与环境卫生技术培训班

农产品贸易 ６ ４ ８ ２０１３ 年非洲法语国家农产品流通与国际贸易研修班

农业发展 ６ ４ ８ ２０１４ 年援非洲法语国家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可持续发展研修班

农业管理 １２ ９ ６ ２０１４ 年非洲法语国家农业自然资源管理研修班

农业合作 ５ ４ ２０１４ 年非洲英语国家农业南南合作官员研修班

农业机械 ６ ４ ８ 东盟国家水稻生产技术机械化培训班

农业推广 ７ ５ ６ ２０１４ 年东盟国家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班

农业种植技术 １５ １２ 非洲法语国家棉花种植技术培训班

生态农业 ８ ６ ４ ２０１４ 亚洲生态农业培训班

水产 １８ １４ ４ ２０１３ 年发展中国家渔业发展和管理部级研讨班

土壤改良 ３ ２ ４ 中国援阿尔及利亚土壤改良项目来华考察培训

项目能力 ３ ２ ４ 埃塞俄比亚南南合作项目目标能力建设培训（二）

　 　 资料来源： 涉外农业培训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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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５　 派出农业技术专家的具体政策承诺

行动计划 发布时间 涉及派出农业技术专家的具体承诺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６ 年 向非洲派遣 １００ 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

中非合作论坛 － 沙姆沙伊赫

行动计划（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０９ 年 向非洲国家派遣 ５０ 个农业技术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２ 年

继续向非洲国家派遣农业技术组，加强非洲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向非洲国家派遣农业职业教育培训教师组，帮助非洲建立农业职教体系

中非合作论坛 － 约翰内斯堡

行动计划（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５ 年

中方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派遣 ３０ 个高级农业专家组，提供农业职业教育培训，扩
大非洲国家在华培训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规模，提升农业整体技术与管理

水平。

　 　 资料来源：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重视能力建设是印度国际发展援助的一大特点。 １９６４ 年， 印度成立技术与经济合作

项目 （ＩＴＥＣ）， 该项目通过开展培训项目帮助伙伴国家克服技术上的困难， 以达到增强技

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的目的， ＩＴＥＣ 承担了印度主要的国际发展合作能力建设方面的主要功

能。 ＩＴＥＣ 的宗旨是援助的项目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自身需求。 例如应柬埔寨、 老挝、 缅甸

和越南的请求增强这些国家的私人部门和企业的发展。 印度在这些国家先后成立了老挝 －

印度企业发展中心、 柬埔寨 －印度企业发展中心、 越南 －印度企业发展中心和缅甸 －印度

企业发展中心。 ＩＴＥＣ 主要由 ５ 部分组成： （１） 印度专家对援助国家相关人员的培训， 涵

盖贸易、 投资和科技方面的内容； （２） 提供项目相关的可行性研究和咨询服务； （３） 派

遣印度专家代表出国进行援助； （４） 研究与实地考察； （５） 减灾援助。 １９７８ 年底， 已有

５００ 名印度专家代表被派往国外， 每年有 １２００ 位受援国政府人员在印度的各类机构进行

培训。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ＩＴＥＣ 提供了 １００００ 个奖学金名额。 ４７ 家机构每年提供 ２８０ 门培训

课程。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ＩＴＥＣ 的伙伴国家达到 １７９ 个。 在这些国家中， 亚洲、 非洲所占比

重最大 （见表 ２ － ６）。

表 ２ －６　 ２０１３ 年技术与经济合作项目各地区参与伙伴分布

地区 占地（％ ）

亚洲

非洲

美洲

多边

机构

欧洲

其他

４４
４４
４
２
２
４

　 　 资料来源： ＭＥＡ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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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与气候变化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继续通过援建项目、 提供物资和能力建设三种途径开展应对气

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中国在清洁能源、 环境保护、 防涝抗旱、 水资源利用、 森林可持续发

展、 水土保持、 气象信息服务等领域， 积极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为 ５８ 个发展

中国家援建了太阳能路灯、 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 ６４ 个， 向 １３ 个发展中国家

援助了 １６ 批环境保护所需的设备和物资， 与格林纳达、 埃塞俄比亚、 马达加斯加、 尼日

利亚、 贝宁、 马尔代夫、 喀麦隆、 布隆迪、 萨摩亚 ９ 个国家签订了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物

资赠送的谅解备忘录》， 为 １２０ 多个发展中国家举办了 １５０ 期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培

训班， 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 ４０００ 多名。 ２０１２ 年，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里约热内卢

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发表 《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新篇章》 的演讲， 并宣布

安排 ２ 亿元人民币开展为期三年的国际合作， 帮助小岛屿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 非洲国家

等应对气候变化。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题为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 的重要讲话， 并表示中国要同各国一道为实现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做出

努力。 （１） 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首期提供 ２０ 亿美元， 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 （２） 中国将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 力争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１２０ 亿美

元。 （３） 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４） 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同各国

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 （５） 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

互联网， 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同时表示， 中国愿意同有关各方一

道， 继续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 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

日投入运营并发挥作用， 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

与传统 ＯＥＣＤ 国家的发展合作主要关注社会领域不同， 南南发展合作更加关注生产、

基础设施、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项目。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援助国家倾向打包成套设施的援

助方式， 不仅包括优惠贷款、 赠款和债务减免， 还包括优惠贸易和投资计划 （Ｂａｒｔｅｎｅｖ，

２０１４）。 学者李小云、 徐秀丽等指出， 非洲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中国农业发展经验的流动

的技术理性， 是中国发展的平行经验在非洲的知识共享和再生产 （Ｘ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南南合作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南北合作模式的改革。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得

到了传统援助国家的积极响应， 并促使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ＯＥＣＤ⁃ＤＡＣ） 对工作进

行改革， 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希望采用官方可持续发展支持总量 （ＴＯＳＳＤ） 的框架。

ＴＯＳＳＤ 是指通过全面的官方支持推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调动所有资源支持

发展中国家。 目的是改善国际公共资助的现状， 并落实 ２０３０ 年资助框架的发展资助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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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提高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和监管能力， 落实正确的激励机制以做到资源优化配置最大

化， 并基于国际标准进行国际财政监测评估。 ＴＯＳＳＤ 正在取代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方式成为发展合作的新风向标。 随着南方国家的崛起， 国家发展合作也呈现融合

的趋势。 北方国家的发展合作策略也受到了南方国家发展合作策略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

近年来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两种范式的界限变得模糊。 传统援助国开始向南南合作的哲学

靠近， 例如北南合作强调的 “双赢” 和拓宽发展合作的理解 （超越官方发展援助）

（Ｆｕｅｓ， ２０１５）。 南北合作框架有趋向南南合作框架的倾向 （见表 ２ － ７）。

表 ２ －７　 南南发展合作与南北发展合作的融合指标

共同特点 评价

互利 传统援助国转向南方范式，强调经济与地缘政治的自身利益

发展的有效性 传统援助国在 ２０１１ 年的釜山会议上采纳南方视角，放下了援助有效性

新的度量和指数 传统援助国超越 ＯＤＡ 概念，南方援助国找寻统一的南南发展合作定义，２０１５ 后发展议程的全球共识

专家机构 南方援助国建立制度

透明度 南方援助国开始建立综合数据体系

监控和评估 南方援助国采用新的影响评估模式

非国家行动者 南方引入制度化的扩大机制

专业知识 南方增强发展研究和知识创新的能力

国际对话
传统援助国偏爱有效发展合作的全球合作伙伴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南方援助国倡导德里程序（Ｄｅｌｈｉ Ｐｒｏｃｅｓｓ）

　 　 资料来源： Ｆｕｅｓ， ２０１５。

总而言之， 南南合作不仅在经济上开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而且也成为全

球发展合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的罗马会议开

始一直到 ２０１４ 年墨西哥城的会议， 主流国际发展援助体系都越来越将南南合作作为促进

全球发展的重要手段。 南方国家的发展资源、 发展经验和新的发展制度构成了新南南发展

合作的内容， 正在改变全球发展合作的格局。

三　结论：新南南合作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南南合作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 但是南南合作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也面临

不小的挑战。

（１） 南南合作提供国之间缺乏相互协调的机制， 尚不能建立统一的标准。 南南国家

的合作方式主要还是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边行为为主， 多边合作的情况比较少， 这无疑

影响了南南合作作用的发挥， 南南合作中受援国的协调程度还很不够， 很容易出现资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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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重复浪费的情况。

（２） 南南合作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的支持。 从历史的角度看， 当代发展知识是

建立在前殖民时代、 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欧洲与非欧洲的联系上。 殖民体制解体后，

“欠发达” 国家的概念替代了早期的、 带有轻蔑语气的概念， 同时 “发达” 国家的责任转

变为帮助其他国家达到 “发达” 的状态。 由此，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不平等

的， 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 还是认识论上的， 因为发展的知识被发达国

家主导。 南北合作通过发展知识体系生产来协调统一援助的计划和项目， 这套知识体系主

要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支持， 虽然不断有对南北合作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批

评的声音， 但这套知识体系却能够起到援助规范化的作用， 为南北发展合作体系的运行提

供制度保证。 相比之下， 南南合作的知识体系建设仍然围绕着强调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惠等

原则， 系统的南南合作知识体系和制度尚未建立， 这一方面不利于南南合作在实践上的规

范， 另一方面也使得南南合作的系统化受到影响， 同时也很难与南北合作展开交流和对话。

（３） 南南合作缺乏系统统计数据的系统。 由于南南合作涉及范围非常广， 是南方发

展中国家之间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和技术领域合作的一个广泛的框架， 涉及多

个发展中国家， 可以是双边的和三边的。 在此情况下建立一套数据收集机制和统计系统十

分具有挑战性。 虽然联合国南南合作的全球南南发展学院这一平台力图扮演南南合作的数

据统计系统的角色， 但是目前这一平台的数据远远不够， 与 ＯＥＣＤ 的数据统计系统相距甚

远。 不能建立系统的数据系统势必将影响南南合作问责体系的建立， 缺乏系统的问责体系

又将阻碍南南合作体系的建立。

（４） 南南合作缺乏项目监测评估的方法。 南北合作的监测评估方法经过了半个多世

纪的发展， 已经从援助 －援助有效性转变为以发展有效性为焦点的监测评估。 其核心监测

评估指标已经转变为对国家所有权的强调、 鼓励私人部门和多边机构参与的系列评估指

标。 这一方面对南南合作建立起自身的监测评估方法是一个机遇， 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挑

战———南南合作是否能够在强调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惠的原则上创造出有别于南北合作的

监测评估方法。

（５） 虽然中国正在努力支持将南南合作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合国

也成立了南南合作办公室作为南南合作的全球平台，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南南合作没有系统

化， 没有固定的合作支持计划。 这无疑影响了南南合作在联合国系统和世界银行系统作用

的发挥。

根据世行的报告， ２０１５ 年新兴国家进口需求明显下降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６）。 虽然消

费品和服务贸易表现出恢复状态， 但是预测全球贸易继续走低趋势， 意味着全球投资减

弱， 供应链整合与贸易自由化减速。 这都为南方国家的合作带来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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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国家的内部分化也是南南合作的一大挑战。 由于各自地缘政治、 自然禀赋差异明

显， 一直以来都有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 岛国等区分。 在前文的叙述中， 我们已经看

到第二次亚非会议和 ７７ 国集团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尝试都因为南方国家内部的分化遭受挫

折。 有学者提出， 南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 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平

等关系和依附关系的产生 （Ｇｒａｙ ａｎｄ Ｇｉｌｌｓ， ２０１６）。 如何避免出现新的霸权需要南方国家

坚持南南合作最初的原则， 共同促进南方国家之间发展经验的知识共享平台的完善， 以及

践行平等互利的宗旨。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 因为后者更加富裕， 同时由

于经济、 社会、 文化和政治的现代化非常先进， 这与欠发达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形成了鲜明

对比。 在这种转型发展模式下， 发展中国家需要调动国内和国外的储蓄来建立一个联合投

资组织， 这样他们才能实施发展项目。

亚投行等多边机构能否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南南国家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取决

于这些机构能否提供新的发展知识产品。 这些机构要想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就不能简单地采用现有的知识框架， 需要将从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中得到的理论层面的

经验教训转化为系统的知识 （Ｇｒｉｆｆｔｈ⁃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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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展合作的新理念：一个共同的目标
∗

一　导言

在本章， 我们回顾了发展理念的演进历史以及它们对发展合作的启示。 我们立足当下

的发展挑战来开展这一回顾。 也就是说， 我们想考察那些塑造关于当前发展和发展合作的

讨论与行动的思潮， 以及它们背后的理念如何与经济思想和经济史相关联。

联合国 “改变我们的世界” ２０３０ 年议程及其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和 ２０１６

年 Ｇ２０ 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 这两个新文件都可以作为分析的参考点。① 与过去几十年国

际公认的发展议程相比， 这两份文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们认识到了有效国家的作用， 国家

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为私人部门主导的经济增长创造一个 “有利的环境”， 而应更加积极

地参与到社会回报高于私人回报的投资中去， 以达到那些必须通过国家发起方能取得的经

济成就。 这一认识表现最为明显的两大领域是创新和基础设施投资。 重要的是， 这两个新

的参考文件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其基本经济理据是要克服先行者和协调问

题的挑战。 虽然这些挑战由来已久， 但近期由于持续依赖私人部门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

思潮而忽视了这些挑战的重要性。 这种思想的调整包括认识到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的

互动在激发经济活力、 推动结构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这一重思国家作用的理念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具有革命性。 事实上， 这一观念可见

于亚当·斯密和其他一些早期经济思想家。 但是转向这一理念的做法一直以来饱受争议，

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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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章的作者是徐佳君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ｒｅｙ。 徐佳君，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中心助理教授、 执行副主任；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ｒｅｙ，
独立发展顾问、 前 ＯＥＣＤ 发展合作局局长。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变革我们的世界 （２０１５）， 联合国， 纽约； Ｇ２０ 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 （２０１６）， 外交部，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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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受制于制度的惰性， 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国家行为者作为公共企业家可以发挥系统性

的作用， 这一认识与如下看法相辅相成， 即全球经济的迟缓复苏需要公共部门出资开展基

础设施建设， 这有助于宏观经济和长期增长。 相似地， 创新驱动的增长和发展战略要求公

共企业家精神在不断革新的工业化范式下打造能够培育创新和就业增长的集群、 基础科学

和教育体系。

本章安排如下： 我们从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重新出现的公共企业家这

一发展理念开始谈起。 然后， 我们识别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公共企业家的作用， 并且将

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从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的追溯推演至 ２１ 世

纪， 并考察这一概念从 “亚洲奇迹” 到 “崛起的非洲” 的散播。 接下来， 我们考察中

国理念如何作为全球经济的新生力量和国际体系的新建筑师， 在促进结构转型方面所

发挥的作用。①具体而言， 我们分析了新结构经济学 （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ＳＥ） 如

何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提供依据和政策指导。② 新结构经济学由林毅夫在其此前

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提出， 回北大任教后对其进行深化研究和推广传播。 我们

将新结构经济学与上述关于公共企业家精神的讨论联系起来， 中国在轻工制造行业有

８５００ 万个低工资的工作岗位， 而与此同时到 ２０５０ 年非洲人口将从现在的 １０ 亿增长到

２０ 亿， 这一潜在的产业转移将给非洲带来前所未有的 “机会时刻”， 有助于克服关于

非洲工业化的广泛悲观情绪。 最后， 我们将本文所涉及的问题置于更广泛的经济历史

和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 “变革我们的世界” 的努力之中， 并讨论其对南南发展合作的

启示。

二　将结构转型与公共企业家精神带回讨论的核心

本节旨在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正在蓬勃兴起的结构转型思潮， 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息息相关， 这一结构转型思潮的兴起可以被看作公共企业家精神的复兴。 这一视

角将过去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转型过程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非洲崛起相结合。 这样一来， 我

们可以为探讨关于发展型国家、 产业政策和正在勃兴的包容的可持续转型议程带来新的洞

见。

０６０

①

②

Ｘｕ Ｊｉａｊｕ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ｒｅｙ，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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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Ｉ），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ｉｎ， Ｊｕｓｔｉｎ Ｙｉｆｕ， “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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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千年发展目标（MDGs）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包含了八项彼此相对独立的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后者专注于减贫和人类发展结果， 而前者则蕴含了一项结构转型的议程， 这一变革是国际

合作范式的一次重大转变。 新的目标超越了发展援助关系， 关注工业化、 基础设施和城市

化， 并且涉及全球金融一体化、 税收政策、 治理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 在所有这些议题

中， 存在着一项默认而又明晰的认知， 即社会回报不等同于经济回报， 因为政府的作用不

容忽视， 它可以识别社会回报的领域进而发挥企业家精神来促进绿色增长、 维护全球金融

体系的稳定。 尽管这些议题自从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对话以来就已经列于联合国议程之

上， 但这是首次有如此综合性、 互动的议程作为国别和国际政策的框架被普遍支持和

接受。

ＳＤＧｓ 议程明确地提及了如何应对发展筹资问题的挑战， 它将国内资源和公共、 私人

外部融资纳入全面且动态化的国家筹资框架之内， 以支持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和 “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中深入阐述的关于发展融资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亚的斯亚贝

巴行动议程” 十分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官方融资， 尤其是多边开发银行业务的形式， 在

这一形式中， 股东的主权担保将使发展中国家能以远低于金融市场的代价获得资金。 当前

在多边银行业领域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批新的行动者作为新竞争元素进入这一行业

中， 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和新开发银行 （ＮＤＢ）。 这一变化的结果之一是

使合作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因为新旧发展融资的提供者都在寻求战略伙伴关系———例如

２０１６ 年提出的 Ｇ２０ 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 尽管由世界银行执行， 但也受到来

自其他观点与话语的影响， 尤其是中国。 这些都代表了全球公共企业家精神达到了一个新

的水平。

（二）结构转型议程中的公共企业家精神

一项结构转型议程需要通过构建价值创造的长期愿景来打破人们墨守成规的心理。 转

型的核心是公共企业家精神所起的作用， 其具有三项普遍的核心特征：①

（１） 一个综合的长期愿景；

（２） 在不确定性和风险下， 大规模地采取行动；

（３） 创建一个具有广泛创新的 “干中学” 社会。

１６０

① Ｋｌｅｉｎ，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ＭｃＧａｈａｎ ａｎｄ Ｐｉｔｅｌｉ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７，
２０１０， ｐｐ １ － １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首先， 从一个低生产力的传统经济体转型至一个较高生产力的现代经济体的过程，

即使按照相对历史而言极快的节奏， 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以宏大的视野来规划

愿景， 对于协调公共与私人资源以实现该愿景而言至关重要。 公共企业家精神是公共

政策的先驱者， 他们能够找出潜在的、 常常被现状惯性所压抑的价值创造机会， 并协

调公共资源与私人资源， 以实现 “构想” 的长期愿景， 并且促进公共与私人主体之间

互相加强的、 互利互惠的合作互动， 将潜在的价值创造与捕捉， 变成实现的价值创造

与捕捉。

其次， 要提升价值链， 首先行动的一方必须承担风险， 克服误解甚至悲观的情绪， 并

且承受实验失败的损失。 大规模结构转型发展议程需要从长远规划的视角来应对史无前例

的复杂且艰巨的挑战。 在最初的孵化或起飞阶段， 这一要求往往超出了私人部门可承受的

范围， 后者通常受到短期或中期绩效标准的限制。 因此， 公共企业家精神在创造起飞、 规

模化价值创造有利环境、 克服分歧和不作为方面至关重要。

最后， 单靠公共家精神自身并不能完成经济转型的任务， 它需要促进不同层次的多维

度创新， 从而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 事实上， “干中学” 战略通过协调多方努力、 促使自

下而上的倡议得以蓬勃发展， 构建一个能够跨期、 跨区运营的正式部门、 通过产生公共收

益来为公共品融资， 以开启并维持转型议程。① 公共企业家精神的范式并不意味着国家集

中指挥和控制。 因此， 它仅是对私人企业的促进和补充， 而非替代。 当地的公共企业创造

创新生态并在部门或区域中提供公共品； 因此， 它能够扩散并加速转型过程。②

那么， 什么才能使公共企业家精神发挥发起者、 推动者和加速器的作用， 同时避免其

作为公共资源管理者滥用国家监管责任的潜在缺陷？③

治理在此处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正确的激励是成功的关键。 一方面， 我们需要制度空

间来使公共企业家能够通过展望未来、 拓宽视野而更具战略眼光。 但过分严格的规章制度

将会阻碍此种战略思考， 并限制积极的公共企业家发挥价值创造过程的潜力。 另一方面，

制定规则制度以避免在国内和国际领域对公共资金的滥用是十分重要的。 制度中的漏洞可

能会滋生对个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激励， 而非对整个系统创造价值的激励。④ 因此， 需要

构建一个健全且问责的制度环境 （国内和国际） 来释放这种潜力， 同时规避公共企业家

２６０

①
②

③

④

见 Ｌｉｍ， Ｗｏｎｈｙｕｋ， “Ｃｈａｅｂｏ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Ｏｓｔｒｏｍ， Ｅｌｉｎｏｒ，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ＵＮ ／ ＷＩＤ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００５ ／ ０１，
２００５．
本文中公共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尽管我们在本文的分析中主要关注公共政策行动者， 但这一概

念并未排除在公共部门之外可以起到类似作用的行动者 （例如基础部门、 慈善家和社会企业）。
当前的巴西腐败丑闻就是一个例子， 政治党派的分裂为挪用公共合同资金以使各党派暂时结成联盟支持政府提供

了强烈的激励。 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ｅｐｔ⁃Ｏｃｔ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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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隐患。

因此， 关键的治理挑战在于如何使公共企业家精神以一种审慎和负责的方式蓬勃发

展。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 治理问题非常需要因地制宜。① 如前所述， 此类活跃的、 负责任

的公共企业家精神兴起于强有力的国家工程， 需要激励机制使之与国家财富创造、 广泛的

国民参与以及内部冲突的解决相辅相成； 与一个能够胜任的、 有着独立政策分析能力和较

强公民道德的公务员体系相契合； 与一个支持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相容； 与一个可以提

供长期的信心的安全区域环境相符合。

（三）求索结构转型——知识史

新兴经济体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的面貌， 并且在过去几十年中极大地减少了全球贫困

的发生率。 许多学术和政策性讨论一直致力于更好地了解其结构转型过程如何发生， 并且

如何在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能获得成功———今天的新兴经济体中没有任何一个曾被预测，

它们甚至一度被认为根本无法起步。 基于这一理解， 当前 “转型” 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

广泛使用的发展词汇， 并以此提供了新的展望和术语。②

这一关于转型的叙事认为， 一个主要以低生产力的传统经济为特征的经济体， 可以在

一代人的时间里， 成为一个生产力和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 这一速度是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 在这一叙事中， 这一发展过程由一个关键的主体推动， 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 “公

共企业家”。 公共企业家提供了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愿景和纪律， 将企业带入现代部门， 促

进快速的学习过程， 并产生新的人力和机构能力。 在当今世界， 全球经济中的学习机会、

通过移动技术无处不在的连接、 人类高度跨越式发展的潜力、 新型中产阶级市场， 都为这

种转型过程提供了强大的新加速器。

从分析上看， 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企业家解决了 ２０ 世纪 ４０ ～ ５０ 年代发展经济学家提出

的先行者挑战的问题———一定数量的参与者必须进入现代部门， 共同努力创造收入和知识

３６０

①

②

关于非洲转型战略的政治经济学相关内容， 参见 Ｋｅｌｓａｌｌ， Ｔｉ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ｉｅ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 ， （Ｋｉｎｄｌ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Ｓｔｕｄｗｅｌｌ， Ｊｏｅ， Ｈｏｗ Ａｓｉａ Ｗｏｒｋ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ｏ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３； Ｅｖａｎｓ，
Ｐｅｔｅｒ Ｂ ， “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ｓｓｅｘ， ２００８； ＧＲＩＰ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ｕｍ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ｉ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０８； Ｃｈｉｎａ⁃ＤＡＣ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Ｈｅｌｐｉｎｇ 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１１；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２５
－ １９７５，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Ａｌｉｃｅ Ａｍｓｄｅｎ， Ａｓｉａｓ Ｎｅｘｔ Ｇｉａｎｔ：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ｔ Ｓｕｓｓｅｘ ｄｉｄ ｅ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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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循环流动， 以使现代部门能够自力更生并欣欣向荣。① 今天我们应该明白， 克服了

这一先行者挑战， 将会使发展进程与基础设施、 人力资源和机构方面所需的公共投资保持

同步。 发达国家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 而当前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

相似的挑战。

历史上， 转型的理念首创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于 １７９２ 年提

交给美国众议院的制造业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 他建议征收轻微的关税， 以这笔资金来补

贴创新产业。 此后，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ｈ Ｌｉｓｔ） 研究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

美国的经验， 并以此影响了德国的政策， 使之在 １９ 世纪末建设了现代经济。 之后， 在明

治维新时期， 日本官员着重学习了李斯特和德国的经验。 东亚的 “奇迹经济体”， 特别是

韩国、 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 都从日本学到了很多东西， 同时韩国也从德国获取了灵

感。②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日本自身在产生思想、 投资和帮助转型过程顺利完成的经济网

络方面， 起到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领导作用。

当前， 非洲联盟 （ＡＵ） 的国家首脑们发起了为期五十年的非洲转型计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２０６３）。 在这一计划提出前， 非洲智库③和政策论坛④对东亚经验进行层层解读并将其应用

于非洲的情形， 而非洲也涌现了一批自成一格的 “发展型国家”， 包括埃塞俄比亚、 卢旺

达、 肯尼亚和尼日利亚， 尽管非洲正在受到中国三十年超级增长所带来的大宗商品超级周

期结束的影响， 但这些国家现在已经进入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国家的行列。

在过去的 ２５０ 年中， 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思想和经验影响力最

为重大。 同时， 它也有助于强调转型发展的路径依赖。 每种情况在其政治、 历史和地理环

境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具有高度的语境特征， 转型模式的具体性质在各国间、 在不同的时

空地点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异。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公共企业家精神的出现， 他们

构建了新的、 更具包容性的发展理念， 这套理念有助于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同时产生了相辅

４６０

①

②
③

④

根据 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 关于 “高等发展理论” 的洞见， 该理论还受益于 Ｐａｕｌ 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 Ｒａｇｎａｒ Ｎｕｒｋｓｅ 和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在先动问题上的贡献， 因此对 “大推动” 的需求并未进入主流的经济理论中， 因为这些理论没有被包含

进一个简单的模型中， 并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 见 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Ｌｌｏｙｄ Ｒｏ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Ａ Ｓｃｈｏｎ， ｅｄｓ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ｌｂｅｒｔ
Ｏ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１９９４。
首尔 － 釜山高速公路， 一项转型基础设施投资， 直接受到德国高速公路和环绕绿化带的启发。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ＥＴ）， Ｌｏｏｋ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２００９； ＡＣＥ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ＡＣＥ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ｎｏｔ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Ｕｎｌｅａｓｈ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 ａ Ｐｏｌ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１２；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１１；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２，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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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成的能力， 以及一个积极而有效的国家。① 这个壮举已经在新兴国家创造了新的经济景

观， 虽然这些国家具备各种复杂的政治初始条件。

（四）从“亚洲奇迹”到“崛起的非洲”

转型议程从东亚转移到非洲绝非偶然。 随着亚洲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 向外拓展以满

足其对大宗商品的大量需求， 这些对外投资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经济关系， 促进收入增

长， 加速非洲中产阶级的形成。 随着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商品价格超级周期的产生， 鼓

励公共企业家兴起的激励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 大宗商品价

格低廉、 经济前景不佳， 以及在日益宽松的国际金融业中积累私人财富的机会增加， 均鼓

励了个人和政治精英俘获国家谋取私利。② 来自亚洲奇迹的新经济方向， 有助于将政治领

导力的激励转向包容性的国家财富创造。 与此同时， 援助国在过去十年中组织的重大债务

减免方案以及新兴援助国日益增加的援助， 均为非洲国家经济战略开辟了新的筹资方案。

在这一大图景下， 非洲领导人锲而不舍地在非洲大陆建立政治和发展架构， 以应对非

洲面临的根本挑战和机遇， 这样的努力已越来越多地走向台前， 为世人所知。 这一架构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和平与安全、 区域一体化、 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良好的政治和经

济治理。 这些架构在区域和地方复杂性的背景下仍是一项有待努力完成的工作。 尽管仍存

在未解决的问题和新的危机， 该框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这一进展往往被人们所低

估。 内部冲突的发生明显下降， 区域和平建设的倡议和力量正被日益引入， 以压制由来已

久的和新的冲突。 非盟、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开发银行一直在联合其号召力和分

析资源， 共同支持非洲发展思想和政策进程。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ＮＥＰＡＤ） 已经被纳

入非洲联盟。 区域经济委员会正在联合一体化力量， 通过使非洲加入以创造更大的市场，

而非洲的政策进程正在支撑移动电话和宽带网络接入的革新。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非盟以其 ５０ 年转型计划 （２０６３ 愿景） 采取了结构转型的词

汇， 作为突破国家、 地区和大洲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地缘政治分崩离析的信号和战略。 那

么， 在非洲大陆的层面上， 非盟和其同伴机构正在担当起公共企业家的角色， 改变关于这

片大洲的愿景和看法， 并以此作为全非洲转型进程的关键基础。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新

“非洲转型十年计划” 以及 “２０１３ 年非洲经济报告” 中提出的战略分析和原则， 为非洲

５６０

①

②

关于支持发展型国家的国家理论， 可以阅读马基雅维利笔下的王子， 一个成功的统治者， 基于运转良好的经济，
与人民订立了包容性的契约， 使国家能够在最小化暴力的情况下运转， 并限制现存的、 可能为权力或财富相互竞

争的精英。 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Ｓｅｖｅｎ，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Ｓ Ｗｏｌ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０。
这一视角对理解发展型国家如何超越内在分歧很有帮助。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Ｂａｔ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ａｌｌ Ａｐａｒｔ： Ｓｔａｔ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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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提供了分析基础和行动议程。① 而现在， 在新主席 Ａｋｉｎｗｕｍｉ Ａｄｅｓｉｎａ 的领导下， 非洲

开发银行正在扩大、 深化这一做法， 他们带着新的目标———获取更高层次的公共企业家精

神的能力， 在国际上寻找高级工作人员。 所有这些都表明， 在非洲领导人中广泛涌现了

“公共企业家” 们， 而在非洲公务员中则有一批以绩效为导向的群体在发展壮大。 与此同

时， 非洲的私人企业也在崛起， 并增进着区域的经济联系， 维持着将非洲脆弱国家聚拢为

一个更大的经济社会的前景———其活力能够克服种族冲突和其他不平等的根源。 非洲增长

故事的声名鹊起， 从商品部门到城市化机遇、 增长的中产阶级， 以及非洲的团结， 正在汇

集来自非洲和国际的股权投资者们。② 正在出现一个新的 “非洲行动主体”， 以提升非洲

在非洲议程上的领导力。③

中国是非洲转型议程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而连接中国与非洲在此时的 “机遇时刻”

体现在多个方面。 这一时刻既富有人口学上的特征， 又是路径依赖的。 中国已具备在大洲

基础上建设大规模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能力， 以建设和管理大城市， 并发展 ２１ 世纪新

信息平台和服务业。 这些能力可以用于应对其他大洲大规模的挑战。 因此， “一带一路”

倡议是围绕着 “互联互通” 的思想展开的。 由国家发改委、 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印发的

“一带一路” 《愿景与行动》 文件提供了 “互联互通” 理念中蕴含的原则与合作方式。④

在工业上， 中国正在经历所谓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早期阶段， 智能机器人与人类一

起工作， 完成当今经济中大量的手工作业， 同时出现的还有服务业、 共享经济、 先进的

ＩＴ 工程技能和软件平台。 中国的大型 ＩＴ 工程公司在非洲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提供了

大量的 ＩＴ 基础设施和系统管理能力。 在能源领域， 中国处于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等可再生

能源技术的先锋地位。 在城市发展中， 中国正致力于智能 “绿色” 城市和为低收入人群提

供新一代廉租房。

中国还处于发展的进程中， 在它起步时， 实际收入低于非洲大多数国家。 例如浙江

省， 在农村经济不景气的 １９８２ 年， 义乌市在市长的倡议下对当地的小型农民市场进行了

升级， 而这一小步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产业的起源， 如今那里常驻着 １５０００ 名国

外的买家。 浙江省政府制定了一项战略， 以构建一种包容性的转型进程， 将农村人民纳入

６６０

①

②

③

④

Ｋｌｅｉｎ，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ＭｃＧａｈａｎ ａｎｄ Ｐｉｔｅｌｉ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７，
２０１０， ｐｐ １ － １５； Ｌｉｍ， Ｗｏｎｈｙｕｋ， “Ｃｈａｅｂｏ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７， ２０１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２０１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ａ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３．
Ｈａｎｙ Ｂｅｓｅｄａ， Ｊｉａｊｕｎ Ｘｕ， Ａｎｎａｌｉｓｅ Ｍ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ｒｅｙ，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２０３０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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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浙江省人均年收入现在超过一万美元。 义乌正在努力扩大其作用， 符

合中国的再平衡战略成为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进口中国的重要转口中心。 这是公

共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另一个例子， 表明地方政府能够在动态的、 广泛的转型过程中起

到关键作用， 成为公共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各省市有这样的经验， 可以与非

洲各省市合作， 展示如何成为国内和国际价值链的一部分。

因此， 南南合作， 特别是中非发展合作在此时引入国际经济思想和国际发展合作

的关键部分， 是认识到公共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贡献， 后者能够创造出新的经济景观，

以为私人企业开辟道路。 随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一些多边机构，

包括总部在上海的新开发银行和总部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活动促进了新

实体和既有实体之间的全新竞争与合作进程， 我们认识到了多边开发银行业的振兴能

够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一影响的一大产物是新的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

该倡议的条款是在杭州 Ｇ２０ 峰会的情境下设定的。 这一联盟将会由世界银行提供支持，

它反映了 Ｇ２０ 在 ２０１０ 年首尔 Ｇ２０ 峰会上针对基础设施所推进的工作， 以及在 ２０１４ 年布里

斯班 Ｇ２０ 峰会后在澳大利亚建立全球基础设施枢纽的后续影响。 但它的存在反映了很多

中国的经验、 思想和理念， 如果没有中国经验和倡议的推动， 这一联盟倡议恐怕很难成

立。 这一联盟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在全球范围内描绘了一幅互联互通倡议的地图， 鼓励各

个倡议通过联盟共享常规进度的实时更新， 并且在全球互联互通提升的过程中寻找那些

好的实践做法， 以加速它们的复制和传播。 该联盟还将开发一项关于互联互通未来 ５ 年

和 １５ 年大趋势的总览， 以使正在进行中的互联互通倡议知晓必要的信息。 该总览试图

提供关于互联互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整体视角， 并指出各方在该框架中所发挥

的不同作用。

杭州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另一个成果是 《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

业化倡议》。 这项由中国发起的提议阐述了前述的问题和困难， 并将后续的责任交给 Ｇ２０

发展工作小组， 这一工作与新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关系密切。

所谓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 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前景的影响， 尤其是智能

机器人在制造业上的应用， 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中心问题。 智能机器人在中国制造业已经

得到了应用， 其中包括纺织业， 此外， 中国还是智能机器人的主要制造商。 因此， 中国厂

商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发言权。 在这个领域还有一个被称为 “机遇时刻” 的现象———除非

未来十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转移进入非洲， 否则非洲国家可能会错失工业化的机遇， 以

及与之相关的结构、 基础设施、 管理技能和经验， 所有这些本将使非洲最终也成为 “第

四次工业革命” 的一部分。 最终， “第四次工业革命” 将使生产中心靠近消费中心， 因为

７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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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批量生产和交货时间短， 与当今的外包量产生模式竞争。 在这个时间窗口中， 非洲可以

建立其制造能力，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生产时间框架的变化而发展。 因此， 中国正致

力于生产能力合作， 合作的区域是那些已与中国建立了综合性战略合作协议的地区。 在中

非合作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的框架内， 一个支持生产能力合作的 １００ 亿美元设施建设计划

已被宣布。

由此， 双方的互信正在加强。 然而， 设计、 约定和实施一致的国家和区域战略的挑

战， 仍涉及复杂而持续的政治进程。 必须认识到， 非洲发展挑战需要寻找解决基本政治经

济问题的方法， 包括深刻的土地权利问题， 这与其他地方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相同。①

除上述能力问题之外， “崛起的非洲” 话语在真正深入人心之前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

走。 在非洲的语境下， 我们要回答与其他地方同样的问题： 究竟何种程度才令人满意？ 随

着大宗商品价格回落， 全球停滞不前的局面被大量讨论， 最近非洲备受青睐的势头已经让

步于这一逆风的势头。 然而， 非洲作为全球经济活力来源的潜力仍得到了更多认可。 什么

因素能有助于非洲各国政府和关键行动者实现新的五十年愿景？

三　新结构经济学：一个重新思考发展与政策的框架

林毅夫提出的 “新结构经济学” 至少在两个方面是 “新” 的。 第一， 它建议发展

中国家基于 “它们有什么” （现在的要素禀赋）， 来着力于 “它们能把什么做好” （潜

在比较优势）。 换句话说， 它是利用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 它与 “老” 的产业政策

不同， 后者的失败是因为它们支持的产业无法在现行条件中存活。 虽然发展中国家几十

年来所采取的这种传统产业政策的失败是一种警告，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产业政策可以发

挥的关键作用的否认。 第二， 该学说假定 “有为政府” 在提供出口产业需要的基础设

施和服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且即使在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能通过以集群

为基础， 以联结港口的产业园区的形式得以实现。 “有为政府” 实际上是一种公共企业

家精神， 致力于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引领一代人跨入中等收入行列， 正如我们在最近的

历史中所见证的那样。 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框架并没有蕴含公共企业家精神， 因此新自由

主义经济学家未能预测或解释从日本到中国台湾、 新加坡、 韩国和中国大陆的亚洲增长

奇迹。

８６０

① Ｂｏｏｎｅ，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Ｐａｕ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３， ２０１６， ｐｐ ３９１ －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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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ＣＮＳＥ） 与国际组织、 私营

部门和政府机构等合作伙伴一起发起了众多试点项目， 在轻工制造业正在从中国和其他新

兴市场经济体向外搬迁的背景之下， 帮助发展中国家抓住这一工业化的机遇之窗。

当前蓄势以待的中国轻工业转移为追赶国家打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窗

口。 随着平均收入的增长， 中国的工资水平急剧上升， 轻工制造业的劳动力短缺也开始显

现。 中国当下有 ８５００ 万个轻工制造业工作机会， 随着中国向更高产业升级， 它将为许多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发展阶段留下巨大的空间。

但是， 尽管大规模产业转移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然而试图赶超的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

非洲国家， 面临着生产能力不足、 国际买家信心缺乏、 缺乏必要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薄

弱等根本性挑战。 为了克服上述挑战， ＣＮＳＥ 建议非洲各国政府积极采取以经济特区或工

业园区为中心的务实性方案。 该战略是吸引具有技术和管理专长以及具备国际买家信心的

现有出口导向型轻工制造企业， 引导它们将生产转移到非洲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 这样做

的目的是创造快速的胜果， 产生雪球效应，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进入这些园区以

及其他受到它们带动的区域。 这些成功案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开启自身可持续和包容

性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启发和经验。

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和其他投资者正在美国和欧盟市场上站稳脚跟， 并使用 《非洲

增长机会法案》 （ＡＧＯＡ） 和欧盟 《除武器外全面优惠法案》 （ＥＢＡ） 的市场准入条款。

此外， 中国本身是非洲出口商快速增长的消费者市场。 当然， 东南亚国家也是中国劳动密

集型产业转移的潜在目的地。 但是非洲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增长幅度更大， 而且中国已经

开始实施 ２０１５ 年中非发展合作论坛 （ＦＯＣＡＣ） 的 《约翰内斯堡行动方案》， 将会引领很

大一部分的产业迁移到非洲。①

在与 “非洲制造倡议” 和其他合作伙伴的一起努力下， ＣＮＳＥ 所推动的这一发展战略

已经取得了极具前景的早期成果。 在林毅夫教授的建议下， 前任埃塞俄比亚总理 Ｍｅｌｅｓ 于

２０１１ 年访问中国以寻求投资。 此行的结果是华坚鞋厂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投资

了东方工业园区。 到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该园区就有两条拥有 ６００ 名员工的生产线运作生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完成了出口美国的第一批货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华坚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

的鞋类出口商， 占该国皮革出口总额的 ５７％ 。 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就业人数增加到 ２０００ 人，

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增加到 ４０００ 人。 华坚的初步成功引发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国外直接投资热

潮。 毗邻亚的斯亚贝巴的新工业园区 Ｂｏｌｅ Ｌａｍｉｎ， 仅 ２０１３ 年短短三个月内就有 ２２ 个厂房

对外出租。

９６０

①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ＡＣ）， ２０１５，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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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埃塞俄比亚的成功， 卢旺达总统 Ｋａｇａｍｅ 在 ２０１３ 年接触了 “非洲制造倡议” 和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在双方的推动下， 一家新的公司———Ｃ＆Ｈ 服装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投资于 Ｋｉｇａｌｉ 特别经济区， 并于两个月后投入生产。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该投资创造了 ５００ 多个

工作岗位， 有 ３００ 名妇女接受刺绣培训， 以促进家庭制造业的发展。 在塞内加尔， 根据

“非洲制造倡议” 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建议， 第一个特别经济区建于 ２０１５ 年， 旨

在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于为家乐福等国际买家供货的轻工制造业。

试点的成功案例激发了更多的非洲高层官员表达了希望快速达到成功结果的政治承

诺。 科特迪瓦、 吉布提、 加纳、 尼日利亚、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均表示有兴趣在可持续的包

容性工业化过程中创造快速的胜果。 埃塞俄比亚则已经与非洲国家 （塞内加尔和卢旺达）

分享了作为先行者的经验。 其他非洲国家的代表团也访问了埃塞俄比亚， 从中获取第一手

的经验。 如此， 从工业化快速胜果例子中学习的势头如火如荼。

这些当前的实践启示我们， 启动经济结构转型至关重要———ＮＳＥ 是一个动态比较优势

理论， 它能在这一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 避免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悲观。 同样重要的

是， ＮＳＥ 鼓励企业家精神 （通过非洲制造倡议）， 这对于后续落地实践都是必要的。 有胆

识的企业活动可以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以最快的速度获得经济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家

必须解决大小问题， 使整条价值链运转起来———物业和监管问题的解决必须果决， 同时辅

以高水平的简化和协作。 这样做是有效的。 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 埃塞俄比亚生产的鞋

子已经售往美国的顾客。 企业家已经将埃塞俄比亚带入一条新兴的价值链———市场迅速发

展， 关于如何使整条价值链发挥作用的知识和经验正在积累。 尽管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面

临着挑战， 但针对中国投资者和埃塞俄比亚工人的经济激励却仍显而易见。 从吉布提到亚

的斯亚贝巴兴建一条新铁路轨道线路的倡议来自公共企业家， 在这条线路的例子中， 中国

政府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执行该倡议。 现在该工程已经完成， 这笔投资将吸引更多国家的

更多投资者利用埃塞俄比亚经济转型所产生的新动力。

与此同时， 埃塞俄比亚目前的政治动乱表明， 结构转型并不仅仅涉及技术官僚， 而是

一个复杂的政治任务， 在具有历史地区分歧的复杂多民族社会中创造和维持包容性的社会

契约。 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要解决较为棘手的土地权益问题， 将土地价值上涨作为收益增

长的基础， 再投资城市裨益所有人。 随着非洲人口爆炸和大城市日益发展， 这已经成为一

项重大挑战。① 因此， ＮＳＥ 必须正视这些根本性挑战， 不能与当地的政治背景隔离开

来———中国发展合作的不干涉原则也因此需要被重新诠释， 以适应这些地方的政治生态。

０７０

①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Ｐａｕ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３， ２０１６， ｐｐ ３９１ －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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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 ＮＳＥ 不仅通过将分析集中于 “发展中国家有什么” 和 “发展中国家可能将什

么做好”， 提供了重新思考发展的框架， 而且为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用的指导，

以使它们抓住中国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 加快经济转型。

四　展望未来：对南南合作的启示

回顾经济史， 显然公共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主角， 且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在中国

历史上， 有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 旨在治理和利用黄河、 长江水系 （一项仍在进行的任

务）， 这一工程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就是公共企业家精神的体现。① 类似的大型工程在古埃及和

美索不达米亚也有出现。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 美国和欧洲的运河系统对连接城镇、 省份

和国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 美国的州际公路系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项倡

议， 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德国高速公路的第一手认知而提出的。 此外， 支撑南加

州发展的胡佛水坝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使密西西比河系成为功能性水路的工程建设都是公共

企业家精神的产物。 如张夏准 （Ｈａ⁃Ｊｏｏｎ Ｃｈａｎｇ） 所言， 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得

到了广泛使用。② 此类政策持续在国家、 省和城市层面得到广泛使用， 尽管有可能使用了

不同的名称。 内华达州政府为支持特斯拉电动车的新工厂投入了价值 ５ 亿美元的土地， 而

美国与欧盟持续互相采取法律措施对抗， 以支持各自的商业客机发展。 最近的英国新退欧

公投后政府正明确出台一项产业政策， 以在一个地域和社会层面均不平等的社会中推广经

济复兴。 此外， 如前所述， 产业政策和技术发展均在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得到了明晰的体现。

最近再次聚焦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所折射出的理念是什么？ 人们认识到， 在过去三十

多年中， 发展和维持一个运转良好的、 以私营部门为基础的经济所需要的公共行动被极大

地低估了。 这并不是要支持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 而是要支持公共企业家精神与私人

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必要互动。

这种再次聚焦公共企业家精神对于发展合作的图景， 尤其是与非洲的合作， 会产生什

么影响呢？ 非洲是全球人口机遇和挑战并存尤为突出的地方。 当前的非洲有 １０ 亿人口

（１９６０ 年只有 ２ ５ 亿）， 到 ２０５０ 年非洲人口将达到 ２０ 亿， 且最贫困的国家将有着最快的

人口增长速度 （例如埃塞俄比亚）。 非洲如此快速的人口增加如果没有辅之以大规模的公

共投入以及跨期跨区制度， 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这在 ＳＤＧｓ 和 ２０１６ 年度联合国人居

１７０

①
②

Ｐｈｉｌｉｐ Ｂ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Ａ ｓｅｃｒｅ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ｄｌｅｙ Ｈｅａｄ Ｌｔｄ ， ２０１６．
Ｈａ⁃Ｊｏｏｎ Ｃｈａｎｇ， Ｂａｄ 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２００７； ２３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ｅｙ Ｄｏｎｔ Ｔｅｌｌ ｙｏｕ ａｂｏ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Ｕｓ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Ｐｅｌｉｃａ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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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结果文件中已有所涉及， 但这一愿景在非盟 ２０６３ 年非洲转型计划和中非合作

论坛 （ＦＯＣＡＣ）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中得到较为充分的阐述， 这一愿景包含了中国以现

代交通体系连接非洲大陆， 并通过产能合作和促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转移以加速

工业发展的提议。

但是非洲是否可以完成大规模的工业化， 对此很多人普遍持悲观情绪， 原因是中国已

经占据了太多全世界低工资产业潜能， 而 “第四次工业革命” 又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剥夺

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机会。 事实上， 对于当地精英是否会支持工业转型所需的有效国

家， 也存在悲观情绪。 同时还有人悲观地认为： 鉴于当前制造业技术的发展状况， 非洲如

今起步已经太迟。

对于上述质疑的回应是， 那些用于估计非洲潜力的增长模型没有将企业家精神， 尤其

是公共企业家精神的关键作用考虑在内， 这种忽视要么是隐含的， 要么是显而易见的。 此

外， 有一种评价认为非洲不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空间， 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但土地和自然财

富匮乏， 非洲更像美国， 拥有大量土地和自然财富而劳动力稀缺， 这样的评估结论将被非

洲的人口增长所推翻， 到 ２０５０ 年， 非洲成为一个拥有 ２０ 亿人口的大陆。 正如美国需要通

过大量公共企业家精神的投入来构建互联互通的城市、 科学和教育体系来发挥其农业潜力

一样， 非洲也是如此。

我们认为， 新的发展合作理念正在涌现， 它们能够支持构建来自国际社会为维护人类

的共同命运所需要做出的行动， 维护这一星球， “不让一个人掉队” ———这是一项非凡而

重要的目标， 因为到 ２０５０ 年全球人口将攀升至 １００ 亿， 而全球变暖的警戒值也将到临。

我们的核心论点是， 公共企业家精神是使经济结构转型成为可能的必要组成部分， 而它的

作用在过去三十年中始终被以私人部门为重心的经济思想和发展合作忽略， 但公共企业家

精神的作用正在重新引起世人的注意。

那么， 这对南南合作和中非发展合作又有什么启示呢？

第一， 南南合作在历史上对公共企业家精神多有青睐， 但其活动范围和融资均低于当

前所需要的水准。 南南合作强调自力更生， 以及发展援助、 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协同增效作

用。 这样的理念也符合公共企业家精神的范式。

第二， 随着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呈指数级增长， 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有效而成功的发展

型国家。 如若不然， 经济发展、 融资回报和人类安全的缺失将会造成政治和经济上的失

败， 南南合作的团结精神将大受打击。

第三， 这意味着南南合作旧有的不干涉原则需要改进， 因为更大的承诺必须基于经济

成功和政治可持续的战略， 并且对进度、 影响、 改变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实时的评估。 这并

不意味着南南合作应该采用传统的北方国家所采取的 “以钱交换政策改革” 方式， 而是

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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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有效的治理框架， 释放公共企业家精神的潜力， 避免管理不善的隐患。

第四， 南南合作的新规模和范围必然涉及与来自多边发展体系和北半球的其他发展合

作伙伴的互动。 这意味着在区域和国家层面需要建立共享平台。

第五， 新倡议的规模和范围意味着要密切注意与当地社区的互动， 了解他们的文化与

视角， 确保他们参与到计划与成果中， 这对于倡议成功、 避免针对计划的致命阻挠、 建立

声誉共识至关重要。 南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第六， 发展合作活动的新规模和范围还需要大力加强方案和项目评价和评估能力， 以

及了解区域和国家背景的研究能力， 以与当地、 区域和全球研究团体进行互动， 并在国际

论坛中阐明南方观点。

中国在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背景下的深度参与和其在 Ｇ２０ 杭州峰会中所展现的发展合作领

导者形象， 表明了中国所能够产生的影响， 但同时也展现了其在维持领导地位、 实施其主

要区域倡议 （包括 “一带一路” 倡议、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和其在中东和南美的倡议）

的成功和信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这将需要加强中国在发展合作领域的协调， 使包括政策

性银行和部委在内的所有关键行动者都在同一战略框架下， 在商定的区域和国家方案范围

内开展工作， 在国家层面分享知识和产生协同效应。 这也意味着建立一个理解并帮助利用

中国作为国际发展合作中向好力量的共同体。

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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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展合作的新机制与新方法
∗

一　导言与目标

２０１５ 年见证了发展合作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联合国采纳了一项解

决方案， 以在 ２０３０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召开的巴黎气候大

会 （ＣＯＰ２１） 上， １９５ 个国家齐聚， 达成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

协约设置了一个全球行动计划， 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２ 摄氏度以下， 避免世界受到气候变化

的威胁。 现在， 所有的焦点都集中于如何为这些努力融资。

从经济层面来看， 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将近八年之际， 即使在数年保持零利率或负利

率的情况下， 经济复苏的情况仍然疲弱且不平衡。 英国退出欧盟给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前

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将所有工业国家的增长率从 １ ９％下

调至 １ ８％ 。① 有一些举世闻名的经济学家正在讨论发达国家面临 “长期经济停滞” 的可

能性。②在大经济衰退使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对华盛顿共识的信心之后， 这些国家正越来越

多地面向东方， 谋求经验与理念———哪些措施能够起作用， 为什么能起作用， 如何起作

用？

中国在其数千年未间断的文明史和近三十多年经济成功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项宏大的

愿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一带一路”）。 这一倡议关注区域联

４７０

∗

①
②

本章作者是林毅夫、 王燕。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南南教育学院院长， 前世界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 高级副总裁； 王燕， 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教授，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ＩＭＦ， 《世界经济展望更新》，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
这一论题的有关论文， 包括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２０１４ａ，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Ｇｏｒｄｏｎ，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Ｋｏｏ，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Ｇｌａｅｓｅｒ，
等等， 见 ｗｗｗ ｖｏｘｅｕ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ｓ⁃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ｃｕｒｅｓ⁃ｎｅｗ⁃ｖｏｘ⁃ｅｂｏｏｋ。 Ｌｉｎ （２０１３） 也讨论了长期经

济停滞， 并提出了摆脱这一困局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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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基础设施发展和结构转型。 新多边、 诸边发展融资组织， 诸如有着 ５７ 个成员的亚投

行， 新发展银行 （金砖国家银行）， 以及它们广泛的支持者， 似乎正宣示着一个新兴的全

球共识。 Ｇ２０ 的领导人已经重申了为全球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而建设基

础设施的共识 （ 《Ｇ２０ 领导人公报》， 杭州峰会，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４ 日至 ５ 日）。

本章回顾了传统国际援助的有效性与缺陷， 总结了南南发展合作的经验， 在此基础上

讨论并探索了发展合作的新机制。 基于 《新结构经济学》， 我们倡议将援助、 贸易和投资

相结合， 重新将比较优势引入发展合作， 扩展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义， 强调 “非常耐心的

资本” 的作用， 这包括股权合资、 具有 “有限追索权” 特征的长期贷款， 诸如资源融资

基础设施 （ＲＦＩ）。 另一方面， 相对短期的资本组合 （无论是 “官方的” “主权的” 还是

“私人的”）， 在作为发展融资的来源时应该打一些折扣， 因为它们对真实部门的贡献十分

有限。①

二　定义问题与不同的方法

在国际发展的历史上有过两种类型的发展合作： 北南合作与南南合作。 北南合作， 或

称北南援助， “一直以来基于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义务， 原因是前者有着多得多的

资源， 且曾经受益于它们的前殖民地”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ｈｏ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根据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的定义， 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包括政府提供的用于发展的拨款

和优惠贷款 （拨款成分至少占到 ２５％ ）。②其基本理念是： ＯＤＡ 必须是优惠的。 出口信贷

不属于这个范畴。 基础设施贷款， 如果优惠程度不足， 也不属于这个范畴。 这一定义受到

强烈的批评， 在近来得到修改 （ＯＥＣＤ⁃ＤＡＣ， ２０１４ａ）。 ＯＥＣＤ 中的国家承诺提供它们国民

总收入的 ０ ７％作为发展援助， 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完成了这一目标。

相比之下， 南南发展合作 （南南合作） 则是基于团结一致、 互相尊重、 互惠互利和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南南合作是一个地球南部国家， 即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 开展

政治、 经济、 文化、 环境和技术合作的广泛框架。 当涉及两个或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时， 这

一框架就会基于双边或是其他基础。 ……近年来， 南南国家之间的贸易与 ＦＤＩ 流动， 区域

一体化趋势， 技术转移， 解决方案与专家意见的交换， 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换越来越多”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③ 然而， 南南合作在国家间并没有一致的定义， 也不具有像北

５７０

①
②

③

然而， 本章并没有涉及人道主义援助， 后者不同于本章所给出的理论和原则。
根据 ＯＥＣＤ⁃ＤＡＣ 的定义， 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必须包含向合格的接受国提供的赠款和优惠贷款， 其目的是促进

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与福利， 这些援助由官方来源 （政府或多边机构）， 提供给 ＯＥＣＤ 发展援助委员会 （ＤＡＣ） 所认

可的那些发展中国家。
更多关于南南合作的特点与益处的细节， 见 ｈｔｔｐ： ／ ／ ｓｓｃ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ｓｃ ／ ａｂｏｕｔ ／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ｓｃ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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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援助那样的法律框架、 监察机制或是大型数据库。

根据 ＯＥＣＤ⁃ＤＡＣ 所定义的官方发展援助有着一些饱受争议的问题， 这些问题将在本

章和其他章节中得到讨论。

•ＯＤＡ 的定义排除了出口信贷。 此类以及其他由 ＯＥＣＤ⁃ＤＡＣ 提出的 “解绑援助”

（ｕｎｔｙｉｎｇ ａｉｄ），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是值得质疑的， 因为国际贸易是创造工作机会、

减少贫困最为有力的武器， 比援助要有效得多。 这真的是一种市场导向的方法吗？

•关于 “资本同质” 的假设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并不成立。 这也是存在于 “新自由

主义” 关于 “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 的政策处方背后的问题。 ＯＤＡ 的定义充分将发展中国

家的 “非常耐心的长期资本投资” 从那些 “自由” 且 “往返旅行” （ｒｏｕｎｄｔｒｉｐｐｉｎｇ） 的、 对

发展有着边际效应的援助当中区分出来了吗？①

•为什么非转移援助②能被认为是 ＯＤＡ？ 此类援助中的其中一种是对难民的援助，

“对来自发展中国家， 进入发达国家的难民所给予的暂时援助， 在其停留的前 １２ 个月中会

被报告为 ＯＤＡ， 并且所有与遣返回来源地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成本也都可以报告”。③ 这种

方式是否会造成与其意图的效果相反的激励？

在本章对 “发展合作” 的讨论中， 我们需要同时从北南和南南两种类型的发展合作

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超越援助， 融合贸易、 援助与投资， 拓展为发展中国家的实体部门提

供支持的发展融资机制的定义， 并坚持基本立场， 促进工作机会的创造和可持续的发展。

（一）传统的方法：缺失了什么？

现存的援助有效性文献似乎集中于既有援助提供者的行为： 谁来提供援助， 提供者的

目的与动机， 援助的附加条件， 以及援助有效性。 几乎没有经济学文献研究来自 “南半

球” 的新兴经济体提供发展融资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大量近来关于援助有效性的文献包括： Ｂｏｏｎｅ （１９９６），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和 Ｄｏｌｌａｒ （２０００），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等 （ ２００３ ），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 Ｃｏｌｌｉｅｒ （ ２００７ ）， Ｃｏｌｌｉｅｒ 和 Ｈｏｅｆｆｌｅｒ

（２００４）， Ｒａｊａｎ 和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２００８）， Ｒｏｏｄｍａｎ （２００７）， Ａｒ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０）， Ｍｏｙｏ （２００９），

６７０

①

②

③

一部分西方援助 （包括 ＩＭＦ 的信贷额度） 被用于偿还贷款， 于是形成了一种 “往返旅行”， 援助资金重新回到了

发达国家， 并未帮助发展中国家形成资本， 也未有助于实体部门的发展。 另外一部分援助则被特权阶层所捕获，
反而资助了资金外流， 有很多关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资金外流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Ｆｏ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ｌｌｉｃｋ， ２００６）。
非转移援助是一种代表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资源的 ＯＤＡ。 此类援助包括债务免除， 以及对提供援助国家的银行

的补贴。 这一类型的援助也包括任何其他 ＣＲＳ 记录中特别标记为通过提供援助国家政府部门支出的资金 （ 《发展

倡议书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８ 页）。 根据 《发展倡议书 ２０１３》， 在由援助提供国报告的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双边 ＯＤＡ 资金

中， 至少有 ２２０ 亿美元 （１３７ 亿英镑） 从未被转移至发展中国家。
《这是 ＯＤＡ 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 ｓｔａｔｓ ／ ３４０８６９７５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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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ａｔｏｎ （２０１３）， 以及 Ｅｄｗａｒｄｓ （２０１４ａ， ２０１４ｂ）。 一组研究询问 “所有的援助都去了哪里？”

处理的是关于资金吸收与资本外流的问题。① 只有一些作者关注了援助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 以及最近关于部门间外国援助分配、 增长与就业的问题

（Ａｋｒａｍｏｖ， ２０１２；② Ｖａｎ ｄｅｒ Ｈｏｅｖｅｎ， ２０１２③）。

1 经济结构转型被忽视得太久了

即使在很多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的发展专家多年的努力之下， 来自发达国家的传统发

展援助一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原因之一是 ＯＤＡ 没有被用于结构转型。 如果传统援助

在政府的支持下， 被用于增加资源以解除潜在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瓶颈， 那么援助会在低

收入国家产生更好的减贫效果， 更好地实现包容的、 可持续的发展吗？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 中国达成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减贫成果———三十年中，

世界极度贫困减少数量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５３ 亿中国人越过了每

天 １ ９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 同一时间内， 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世界的减贫人口数量

为 １１ 亿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６）。④ 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之一， 是中国采纳了 “干中学” 的策

略， 实施出口导向型政策， 快速升级了其工业结构， 从农耕经济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中心的

工业经济。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提供公共品诸如基础设施， 以及提供基础教育， 扮演了

强有力的推动角色。

要想在 ２０３０ 年前终结绝对贫困， 国际援助必须在具备其他资源的环境下使用， 这些

资源包括非优惠贷款、 直接投资和政府支出 （发展倡议， ２０１３）。 在援助更为有效的地

方———比如韩国、 中国、 越南和印度———援助是与贸易、 直接投资、 基础设施商业贷款、

债权和股权投资， 以及优惠或非优惠的出口信贷一起使用的。 事实上， 将援助从贸易和投

资当中区分出来， 并不符合市场导向的要求。

南南发展合作如果在穷国以基础设施差、 制度环境扭曲为特点的条件下能够创造一个

自主产生的或是本地化的 （非全国化的） 促进性环境， 诸如促进动态结构转型的经济特

区或是产业园区， 那么此类发展合作在减贫方面的有效性就可以得到提高。⑤

７７０

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 Ａｉｙａｒ 和 Ｒｕｔｈｂａｈ （２００８）， 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０７）， 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１０） 以及 Ｆｏｓｔｅｒ 和 Ｋｉｌｌｉｃｋ （２００６）。 后面几项研究将

更广泛的援助与资本外流联系了起来。
Ａｋｒａｍｏｖ （２０１２） 发现经济援助， 包括对生产性部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援助， 会通过增加国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对社会部门的援助， 并未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
Ｖａｎ ｄｅ Ｈｏｅｖｅｎ （２０１２）， 注意到中国关注经济基础设施的方法， 并指出了其对２０００ 年ＭＤＧｓ 中就业和不平等性目标

的忽视。 他倡议 “重新关注发展努力”、 “通过改变国内和国际经济、 金融政策， 将更大比例的发展援助与增加就

业、 促进生产力的活动相融合， 从而将创造就业机会 （与减贫一起） 作为一项首要目标” （第 ２４ 页）。
见最新的世界银行贫困概览， 采用了新的国际贫困线标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ｔｏｐｉｃ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如何在一个以基础设施较差、 制度环境扭曲为特点的经济中构建一个当地化的促进动态结构转型的环境， 讨论见

林毅夫 （２００９ａ， ２０１２ａ， ２０１２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充满活力、 不断增长的新兴发展中国家， 最适合帮助一个穷国完成动态结构转型和减

贫的跳跃式起步： 前者能分享其在经济特区或是产业园区中构建当地化的促进性环境的经

验， 而且能够将其劳动密集型轻制造工业转移至穷国， 即所谓的 “雁阵模式” （ Ｌｉｎ，

２０１２ｄ）。

2 委托 - 代理问题

Ｍａｒｔｅｎｓ 等 （２００２） 在 “援助者 － 受援者” 关系的研究中重点考察了 “委托 － 代理”

问题， 发现 “对外援助的天然特点———基于一个断裂的信息反馈回路……给对外援助项

目的实施添加了许多固有的约束。 所有这些约束， 都可归因于援助实施过程中的不完全的

信息流动”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３０）。 他们引用了 Ｓｔｒｅｅｔｅｎ 关于有条件援助的著名问题：

“如果一件事本身就对受援者有益的话， 为什么援助提供者还需要给前者付钱 （提供援

助） 来让它做那件事？ 而如果某件事是对受援者无益的， 那么他又为什么要去做这件

事？”① 他们的研究直率地指出了现代 ＯＤＡ 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悖论———援助提供者和受援

者面临不一致的激励。②

事实上， 不完全信息和有条件援助中的代理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研究。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ＩＭＦ） 独立评估办公室 （ ＩＥＯ） 承认 ＩＭＦ 在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犯了

一些错误， 导致了不必要的阵痛。 “完全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或许并非对所有国家、 在所有

时间都是正确的选择，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控措施可以在宏观政策

工具库中占据一席之地” （ＩＥＯ， ２００７； ＩＥＯ， ２０１５）。 在一篇关于资本管控的工作论文被

发表 （Ｏｓｔｒ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之后，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 将这篇论文称为 “令人震惊的反转———最接

近于一个机构的公开认错， 就差没有直接说 ‘对不起， 我们搞砸了’”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１０）。

3 被误导的政策处方

产生这一被误导的政策处方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被美国学术界强化的理论———资本账户

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分配和经济增长是有益的———前提是假设资本同质。 也就是

说， 在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之间没有区别。 在这样一个理论模型之下， 货币错配， 甚至是

期限错配都不存在。 同样不存在的还有利益不对称———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用虚拟金融资

本向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换取真实产品和服务。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和技术结构上

也没有了区别， 唯一的区别在于资本禀赋。 在这一理论中， 资本账户自由化仅对资本稀缺

的发展中国家有益。 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 华尔街和国际金融组织们为它们在发展中国家

大力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占据了 “道德高地” （Ｌｉｎ， ２０１５ａ）。

８７０

①
②

Ｍａｒｔｅｎｓ 等 （２００２： ９）。
同时也见于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３）， 以及 Ｈｙｎｅｓ 和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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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中， 发展中国家却饱受反向资本流动之苦———资本从穷国流向了不那么穷

的国家———从而使富人获利， 如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９０） 指出的那样。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以及由华尔街、 美国学界和 ＩＭＦ 共同推行的

资本账户自由化， 其总体效应与发展中国家更大的经济波动幅度和更为频繁的危机相关联

（Ｌｉｎ， ２０１５ａ； Ｌｉｎ， ２０１５ｂ）。 在更多国家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放开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后，

“在超过 ５０ 个新兴经济体发生了大约 １５０ 次资本流入的浪潮， 这些浪潮最终演变为了一场

金融危机， 这些危机中的许多次都导致了大幅度的总产出下降” （Ｏｓｔｒ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３９）。

所以， 现在到了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 “打开厨房”， 迎接来自东方不同发展理论和观点作

为它们政策建议中的 “配料” 的时间了。 事实上， 主流发展范式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数

种不同的范式可以共存， 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基于自身的发展需求从菜单中选择 （Ｌｉ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ｔ， ２０１２）。

（二）什么是南南发展合作？

中国的南南合作受到了广泛争议， 且争议在近年来不断升温。① 许多批评者似乎都忘

了， 中国是一个很大但是尚不富裕的国家———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早期开始向亚洲

和非洲国家提供发展合作时， 是一个低收入国家。 在过去的 ６０ 年中， 中国与亚洲和非洲

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 通过一个联合学习的过程开始了经济转型。

中国在独立非洲的存在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进化。 起初，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 当时

中国属于 “第三世界”， 比大多数非洲国家更穷， 彼时的中国表达了主权思想， 提倡不结

盟运动， 在非洲建设了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诸如连接赞比亚铜带和坦桑尼亚的坦赞铁

路。 第二阶段是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回到非洲， 其追求的是有选择的投资和更为积

极的外交范围。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早期以来， 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通过这种殖民地时代之后的中非交互， 中国代表了非洲国家在关注的领域有了西方之外

的另一个选择” （Ａｋｙｅａｍｏｐｏｎｇ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５： ７６２）。

在新时代之前的 １９７８ 年， 中国的人均收入是 １５４ 美元， 比次撒哈拉非洲地区平均水

平的 １ ／ ３ 还少。② 当时中国的贸易依赖 （贸易与 ＧＤＰ） 率仅为 ９ ７％ ， ３ ／ ４ 的出口是初始

或加工的农产品。

９７０

①
②

见 Ｍｏｉｓéｓ Ｎａíｍ， 《无赖的援助》， 《对外政策》 ２００９ 年。
除非另外说明， 关于中国经济的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摘要 ２０１０》， 《中国统计手册 １９４８ ～ ２００８》， 以及多版本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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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南合作的独有特点：将贸易、援助和投资相结合

作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中国一直在利用其自身的比

较优势， 与非洲国家合作加强自我发展能力。 中国的南南合作方法与既有援助提供国的国

际援助方法不同， 强调 “中国有什么， 最擅长做什么” 的原则， 将援助、 贸易和投资融

合在一起。

用官方辞令来说， 中国遵循的原则是平等、 互相尊重、 互利互惠、 不干涉他国内政。

除去附加了必须承认 “一个中国” 原则， 中国的合作不附加其他任何政治条件。 这并不

是说中国的援助或发展合作纯粹是利他主义的。 中国政府 “从不将此类援助当作某种单

边施舍， 而是作为一种双向的作用”。① 这种互利互惠建立在一个简单理念的基础上， 即

“用我有的东西来换你有的东西” （或称 “互通有无”）， 通过这种交换， 双方都能获利

（正如我们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的那样）。 这一合作的概念天然地将援助和贸易联系在

了一起。

“解绑援助” 的原则， 意图是好的， 但是在经济学上无法成立， 原因是其区分了贸易

和援助， 将援助从市场原则中孤立出来， 远离了比较优势， 从而也远离了互利互惠。 援助

方提供的买方出口信贷， 即便是优惠的， 也不能算作 ＯＤＡ。 这些定义和规则， 打击了私

人部门参与发展融资的积极性。 ＯＥＣＤ 定义中的援助， 一旦解除了来自援助提供国的贸

易捆绑， 就变成了 “单边施舍”。 根据定义， 这一援助概念赋予了援助提供国 “道德的

高地”， 似乎援助就变成了完全利他主义的， 而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这是一个

不平等的、 消极的位置， 且没有所有权。 对比之下， 非洲的时评者对中国的合作方式赞

赏有加， 认为这种方法 “加强了 （发展中国家的） 国家所有权和自力更生” （Ｍａｎｊｉ，

２００９： ７）。

基于其贸易结构， 有人批评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大陆实施了 “新殖民主义” （进口资

源， 出口工业品）， 但他们的分析忽视了一些基本事实。

国家的进出口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自身的自然禀赋和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

的。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模式不是任何刻意外交政策的结果。 中国所做的不过是遵循其

比较优势，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 在转型的每个阶段遵循其自身比较优势绝非什么错

事。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说的， “比较优势仍然解释了很多， 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的世界

贸易。 然而， 传统区位理论和最近关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逐渐地放弃了区位存在内在不

同的假设， 转而将区域专门化解释为某种外部经济体的作用”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５： ４）。

０８０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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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同禀赋结构、 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贸易， 可以由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Ｏｈｌｉｎ 模型

来更好地解释。 随着非洲国家持续积累要素禀赋———人力、 物质和资本， 它们的出口结构

将会转变、 升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 全球化成为全世界最有力的消除极度贫困的武器。 基于比较优

势的贸易， 是比援助更为强有力的增长和减贫引擎。 这一点的证明可以参考东亚新兴工业

化经济体， 如中国、 越南， 以及那些受益于美国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ＡＧＯＡ）、 欧盟

的 “除了军火之外的所有贸易” （ＥＢＡ） 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之一， 对

许多非洲国家来说， 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把贸易与援助结合在一起， 为非洲的货物和

商品提供了需求， 同时也为非洲创造了投资机会， 促进了工作岗位的创造。
2 不同的定义：利用投资媒介或工具

中国对于援助的定义与 ＯＥＣＤ⁃ＤＡＣ 不同， 因此直接比较两者并无意义。 事实上， 中

国确实没有对外援助法， 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对外援助的官方或法律定义仍是不透明的。

我们认为， 考虑到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宏大愿景， 以及新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和其他发展机构， 中国政府应该着力构思， 起草 《对外援助法》， 这一法律将为

对外援助与合作提供清晰的指导思想和分配方案， 为公民参与提供更广泛的基础， 提供适

当的检查与平衡机制， 更多的监管与评估办法， 以及更清晰的问责机制。

那么当前的定义是什么？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１）》

白皮书， 中国提供拨款、 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 并提供包括八种类型的援助： “成套项

目①， 货物和材料， 技术合作，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外派医疗团队，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外国志愿者项目以及债务免除。” 其他官方资金 （ＯＯＦ） 以及类 ＯＯＦ 贷款和投资， 不包括

在官方定义的对外援助中。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１１ａ） 对这些定义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基于非洲国家的强烈需求， 近年来南南合作的定义中加入了新类型的合作方式， 其

中包括多种 ＯＯＦ （大型的但不甚优惠的贷款， 以及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出口信

贷）， 以资源融资的基础设施组合，② 由中非发展基金做出的股权投资， 中国开发银行

和其他商业银行所做出的基础设施投资 （属于类 ＯＯＦ 贷款和用于发展的投资， 但没有

优惠条件， 适合长期基础设施投资）。 然而， 以上这些在当前的定义下仍不属于对外援

助。

中国的南南合作规模很小， 与其人均收入相称。 许多分析者试图比较中国和既有捐助

提供国之间的 ＯＤＡ 总量， 诸如美国， 却不考虑双方人均收入的差异， 这就会使此种比较

１８０

①

②

成套项目和实物援助的方法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得到发展， 当时中国外汇十分短缺。 这种类型的项目使穷国能够

在不使用美元或其他外汇的情况下互相帮助。
见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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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十分具有误导性。① ５０ 多年前， 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 ＯＤＡ 时， 中国其实比大

多数非洲国家都要贫困。 即使是在 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了 ７９２４ 美元， 但也仅仅是

传统 ＯＥＣＤ 援助提供国的 １ ／ ８ ～ １ ／ ４。 根据我们自己的估计， 中国的 ＯＤＡ 占 ＧＮＩ 的比重在

２０１４ 年为 ０ ０９％ ， 这一数字比一些 ＯＥＣＤ 国家要低， 但比回归线的水平要高。 换一句话

说， 在当前的人均收入水平情况下， 中国比一些 ＯＥＣＤ 国家更慷慨 （林毅夫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１０８）。

三　新结构经济学与南南发展合作的联系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使用新古典的方法， 在一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当中研究其经济结构和

改革的决定因素。 这种方法假定每个国家在特定的时期具有给定的要素禀赋， 这些禀赋包

括土地 （自然资源）、 劳动力、 资本 （人力和物质）， 代表了一国能够用于三次产业商品

和服务生产的总可用预算。 任何特定时期内， 一国都会拥有某些禀赋的相对富足， 这种给

定的禀赋特征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 此外，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禀赋， 虽然在任何时期内都

是固定的， 但可以随着时间改变 （林毅夫， ２０１０ｂ： ２１）。

这一框架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 一国要素禀赋的结构， 也就是该国所拥有的相

对富足的要素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 从而决定了最优的工业结构 （Ｊ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因

此， 一国最优的、 能使该国最富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是由其自身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

进一步来说， 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动态过程， 将会引发结构变化， 在每个结构水平上影

响产业升级， 并引起 “硬的” （实体） 和 “软的” （无形） 基础设施的相应提升。 此种升

级和提升要求一种内在的协调， 这种协调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率有关。 因

此， 在有效的市场机制以外， 政府还应该在促进结构转型、 多样化和产业升级方面起到积

极的作用 （Ｌｉｎ， ２０１２ｂ： １４ － １５）。

如果一国根据由其内在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了相应产业 （以及该特定产业

所对应的专门基础设施）， 该国就能最大化其竞争力， 产生最大的利润 （剩余）， 积累最

多的储蓄， 并以最快的速度升级禀赋结构， 转向资本更密集的产业。 这将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 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将在财政上变得可行。

如新结构经济学所详述的那样， 对于穷国来说， 最有效、 最可持续的发展方法， 是通

过发展其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来助推结构转型。② 政府部门可以介入来减少这些部门

２８０

①
②

这些研究包括例如： Ｗｏｌｆ 等 （２０１３）， Ｓｔｒａｎｇｅ 等 （２０１３）， 全球发展中心。
也就是说， 该国有着全世界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 但是基础设施糟糕和商业环境薄弱导致了高交易成本， 因此并

不具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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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成本， 比如构建经济特区或者产业园区， 这些地方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极具吸引

力的商业环境。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纳了这一方法， 它就能在该区域内立刻快速地开始

一个创造工作机会、 减少贫困的良性循环， 即便该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可能很糟糕。

我们提出一个 “联合学习与协调转型” 的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所有发展伙伴都是同

一基础上的学习者， 但是以不同的速度学习。 不同阶段的学习者能够根据他们各自的比较

优势、 “交互工具”① 和互补程度选择不同的学习伙伴 （或 “队友”）。 每个国家可以自由

地选择队友、 发展战略和优先次序。 一个学习者可以有多个伙伴， 上游或下游， 北方或南

方， 对于每一个伙伴， 他均扮演互利互惠的互补角色。 另一个类比是， 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处于攀登同一座结构转型山峰的不同阶段。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一个经济体只有在其

他经济体的帮助下， 才能更快地登上这座山峰。②

巴西、 中国、 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结构转型的领先位

置———拥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工具和高度的互补性。 举例而言， 中国在 ９７ 个次级部门中有

４５ 个拥有显示性比较优势③， 并且显示了自身具备建造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 诸如公

路、 港口、 铁路、 水利系统等， 中国可以提供理念、 隐性知识④， 并帮助许多无法把握结

构转型机遇的国家， 挣脱束缚发展的瓶颈。 随着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不

断上升， 低收入国家凭借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能够通过吸引重新定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

受益 （Ｌｉｎ， ２０１２ｄ；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重要的是， 我们的模型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基于 “用我所拥有的换你所拥有的”， 强

调平等立场上的相互交换。 正如我们向亚当·斯密学到的那样， 在贸易与合作中遵循比较

优势， 能使双方均从贸易中获益。 这种方法或许有联合各方利益的潜力———南方或北方，

富裕国家和不那么富的国家， 多边或双边———将共同合作来达到 “多赢” 的解决方案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５；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我们就中国南南合作的特点， 结合新结构经济学 （ＮＳＥ）， 给出两个命题。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是： 一个在转型中取得成功的学习伙伴， 能够利用其发展上的比较

优势来帮助传播关于如何发展的隐性知识。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 “向远方的朋友学习” 的

历史， 并且相信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在我们的语境下， 这句话就是 “只有在你

３８０

①

②

③
④

我们包含了传统的金融工具、 医疗团队和技术援助， 也包含了创新的机制如优先出口买方信贷、 农业技术展示中

心， 以及资源融资基础设施。
我们的联合学习模型仅适用于发展融资———这也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而非针对冲突、 灾害和疾病的人道主义援

助。
显示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 是基于 Ｂａｌａｓｓａ （１９６５） 的概念， 见 Ｂｏｘ ３ １。
这种隐性知识未被编纂入册， 难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它们融入人们的行为和技巧中 （诸如砌砖或是操作机器），
也融入制度能力、 商业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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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 你才能教别人”）。 利用比较优势， 将使合作双方都能获益 （这

一点我们学自亚当·斯密）， 因此双方的激励是一致的， 均试图达到互利互惠或是双赢的

结果。 我们甚至可以像测算 “贸易的收益” 那样测算 “合作的收益”。 这在本质上不同于

“有附加条件的援助” 模型， 后者中援助提供国与受援国的激励并不一致。

多位中国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善于学习。” 自然地， 好学生

学得快 （并且在一些部门发展了比较优势） 能够用 “己之所长” （尽管它可能拥有得很

少） 帮助他人。 中国一直以来关注从 “这些国家拥有什么” （禀赋） 转向 “这些国家有潜

力做好什么” （潜在比较优势）， 从而获得双赢。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 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医疗和教育体系， 提升了人民的平均寿

命， 基本扫除了文盲。 利用这一比较优势， 中国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一直在向非洲国家派遣

医疗团队、 教师和农业专家， 并且为非洲大陆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通过这样的方法手把手

地传递隐性知识和经验。 非洲对中国医疗团队的反馈是一边倒的称赞和感谢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１９７９ 年以后， 中国的农业、 渔业和畜牧业获得了高产出。 利用这一经验和比较优势，

中国资助了多个农业技术展示中心的建立， 向非洲传播正确的农业和养鱼技术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１５）。 早期建立的中心之一， 推动建立了自 １９９６ 年运作至今的马里塞古的

甘蔗农场和樱花制糖厂。 基于该中心所产生的良好影响， 马里政府批准对其进行大规模

扩建。

我们的第二个命题是： 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一次一小步的前行才能学习， 这也反映其自

然的或是积累的要素禀赋 （见图 ４ － １）。 换句话说， 基于 ＮＳＥ 的理论， 一国通过遵循其

比较优势 （而非挑战它） 来学习。 因为中国实施了渐进的局部改革， 它能够帮助其他国

家通过建立经济特区 （ＳＥＺｓ） 以及其他一些经验来推动局部改革。 一国能够通过储蓄、

投资、 学习积累自然、 实体、 人力和制度资本来改变其禀赋结构， 但这一过程需要很长的

时间。 对于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来说， 违背其比较优势， 跳跃成为一个资本密集型制造国

或是一个高科技知识型经济体， 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合作方式能够 “自生所有权和自力更生” （Ｍａｎｊｉ， ２００９： ７）， 并且鼓励各国渐

进地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 （ＣＡＦ 方法）， 而非采用休克疗法进行跨越式发展， 根据中国自

身的经验， 此种疗法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现实情况。

许多中国企业搬迁至非洲进行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例子见 Ｓｈｅｎ

（２０１５），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２）， Ｗｅｉｓｂｒｏｄ 和 Ｗｈａｌｌｅｙ （２０１１）， 以及位于埃塞俄比亚

的华坚鞋厂。 中国的技术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价格低廉， 且更为合适。 其中一个例子是用

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劳动密集型技术 （Ａｋｙｅａｍｐｏｎｇ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５）。 另一个例子是治疗疟疾

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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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　 中国与非洲是攀登同一座结构转型山峰的队友， 一步一个脚印： 遵循比较优势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

的草药青蒿素， 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就与一

群中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一起研发这一药品， 她因此获得了 ２０１５ 年的诺贝尔奖。

中国无法帮助其他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因还在于其自身的约束。 由于中国还

不是一个知识型经济体， 它无法帮助其他国家成为知识型经济体。 大多数中国公司所

擅长的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生产， 而非资本密集型生产或是知识密集型服务 （除了华

为、 中兴和其他少数几个高科技公司）。 此类约束同时也包括劳动和环境标准： 一些中

国企业尚未完全遵守中国自己的法律法规， 仍需要接受相关教育和培训， 因此它们的

一些海外项目注定会受到此类问题的困扰。 它们需要得到反馈或是倒逼， 后者来自东

道国政府、 ＮＧＯ 和公民社会的相互学习， 也来自东道国更为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因此， 非洲和中国是攀登同一座结构转型的经济高峰的伙伴， 双方自由选择了对方。

中国位于山峰稍高一些的位置， 利用自身的理念与经验， 帮助非洲建立 “解除瓶颈” 的

基础设施和经济特区， 以加速非洲的结构转型。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非洲国家能

够通过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搬出中国而受益。 双方都能从合作中受益， 如同贸易伙伴从贸

易中受益。 即使是优秀的攀登者， 有时也需要一些助力。 非洲人民、 媒体和 ＮＧＯ， 能够

帮助督促他们的合作伙伴做出正确的行为。 稍后， 我们会提议构建一个系统， 来给所有合

作伙伴就他们遵守国际标准的情况评分。

图 ４ － １ 包含的命题和框架， 与 ＮＳＥ 的逻辑完全一致。

•所有的学习者或合作伙伴都从同一起点出发。 有一些学得更快一些。 所有学习者都

可以自由选择学习伙伴。

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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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提升至资本密集型部门， 而许多非洲国家仍处于出口资

源和初级产品的阶段。 但中国也是近期才提升至当前状态的， 直到 １９８４ 年， 中国一半的

出口仍是原油、 煤炭和农产品。 中国结构转型的阶段与非洲国家是最为接近的， 因此双方

在 “雁阵模式” 中也有着最高的互补性。

•中国的合作与学习方法鼓励非洲国家放缓步伐， 遵循比较优势， 或是寻找在农业、

基础设施和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生产方面的潜在比较优势。 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 通过经济

特区推动的局部改革也能够有助于结构转型。

•在这种实验性方法中， 伙伴国家需要拥有亲身经历的隐性知识和经验方能提供帮

助， 因为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 但在人力资本和制度约束上是相似的。

（一）什么是比较优势，怎么衡量比较优势？

前一小节提到了每一位合作伙伴都需要利用其比较优势。 问题在于如何衡量比较优

势？ Ｂａｌａｓｓａ （１９６５） 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 是一个有用的概念。 这一概念衡量一

国在某种正在出口的商品上是否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见 Ｂｏｘ３ １）。

Ｂｏｘ３ １ 关于 ＲＣＡ 的方法注释

ＲＣＡ 根据下式计算：

ＲＣＡｉｊ ＝
ｘｉｊ ／ Ｘ ｉｔ

ｘｗｊ ／ Ｘｗｔ

其中 ｘｉｊ和 ｘｗｊ分别是国家 ｉ 出口产品 ｊ 和全世界 ｗ 出口产品 ｊ 的价值， Ｘ ｉｔ和 Ｘｗｔ是该国总

出口以及全世界的总出口。 进而， 如果 ＲＣＡ 小于 １， 该国就在该产品上拥有显性比较劣

势； 如果 ＲＣＡ 大于 １， 该国就拥有该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

资料来源： ＷＩＴＳ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跨时期的比较： 在一些部门中， 中国的 ＲＣＡ 在减退，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机遇。

经济学家们利用 ＲＣＡ 分析解释 “雁阵模式” 和全球产业搬迁。 他们发现， 在发展早

期， 后发者更可能涉足基础产品出口和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生产。 进而， 随着它们劳动力成

本的提高， 它们在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部门的 ＲＣＡ 就会减退。

中国大陆现在处于西方国家和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所处的阶段， 以及韩国、 中国台

湾、 新加坡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所处的阶段， 在一些劳动密集型部门的 ＲＣＡ 发生了减退

（见图 ４ － ２）。 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熟， 工资上涨， 企业根据禀赋结构的升级， 转向

技术上更为精细的产业。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快速上升， 举例而言， ２００５ 年的平均工

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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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是每月 １５０ 美元， ２０１２ 年这一数字是 ５００ 美元， ２０１３ 年沿海地区的这一数字超过了 ６００

美元 （增长幅度为每年 １５％ ， 同时考虑到每年近 ３％的货币升值）。

图 ４ －２　 中国的显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 在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的减退

注： ＲＣＡ ＝ 经济体的产品出口占经济体总出口的比重或该产品在世界出口总量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 笔者自行计算得到， 数据为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 ＳＩＴＣ ｒｅｖ １， ２ － ｄｉｇｉｔ。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面临搜寻低成本区位的压力， 这些企业正在向内陆或国外转移。

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数量据估计达到 １ ２４ 亿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工作于劳动密集型部门

（８５００ 万人）， 与之相对应， 这一数字在 １９６０ 年的日本为 ９７０ 万人， 在 １９８０ 年的韩国则

为 ２３０ 万人。 中国制造业向技术精细化、 增值幅度更高的产品和任务升级的过程， 将会为

劳动力充足的低收入国家提供巨大的机会， 前提是后者能够接下中国所放弃的劳动密集型

轻工业商品的市场 （Ｌｉｎ， ２０１２ｄ；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二）跨国比较：中国拥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最多

图 ４ － ３ 显示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国家和部门间显性比较优势的一个比较 （涵盖 ９７ 个部

门）。 在中等收入国家之间， 俄罗斯和资源富饶的哈萨克斯坦仅有 １１ 个部门的 ＲＣＡ 大于

１。 低收入国家， 诸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ＲＣＡ 大于 １ 的部门更多。 中国是这一组中最为

多样化的国家， 在 ９７ 个部门中的 ４５ 个部门拥有显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 大于 １）。 因此， 中

国能够胜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提升竞争力。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 中国利用在农业和轻工业中的比较优势帮助非洲国家。① 稍晚

７８０

① 更多的例子参见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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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　 中国完全胜任帮助他国转型

注： 本图柱状图上方的数字显示了 ＲＣＡ 大于 １ 的部门数量 （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计算的结果，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世界一体化贸易解决方案 （ＷＩＴＳ） 数据、

１９６６ 年 ＨＳ２ 编码， 涵盖 ９７ 个部门。

的时期中， 随着中国制造业部门发展更为完善， 中国利用的是建筑业、 轻工业和其他部门

的比较优势。

四　在发展合作中利用比较优势

（一）需要新思路：基础设施加上产业园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缓和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后危机痛楚， 并且

能够帮助发达经济体创造工作岗位， 刺激经济增长。 然而， 仅有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足以驱

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创造工作岗位， 除非将前者与生产性资产和人力资本相结合。 因此，

我们认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 基础设施需要与产业园或区域发展、 结构转型相联系， 才能

达到自我可持续的状态。

从土地融资的角度来看， 对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产进行投资将会增加土地的价值

（这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原理）。 土地融资是一项有力的工具， 能够支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的费用。① 在中国建立经济特区， 并围绕这些经济特区建设基础设施时， 这些选项得到了

应用 （Ｗａｎｇ Ｙａｎ， ２０１１）。

８８０

① 关于合法的典型土地资产基础设施融资， 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Ｅ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的政策笔记 《解锁土地价值为城市基础设施融资：
城市的土地融资选择》， 趋势与政策选择系列， 华盛顿， ＰＰＩＡＦ，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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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们的命题 １ 如下。

其他条件不变， 一块具备适当水平基础设施的土地总是比不具备的土地更有价值。 因

此土地就能够很好地作为基础设施开发贷款的抵押品。 首先， 这一命题得到了实证研究的

确认， 实证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有益于穷人， 因为它增加了土地或人力资本的价值， 并减少

了不平等程度 （Ｅｓｔａｃｈ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Ｅｓｔａｓｈｅ， ２００３；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ｎ， ２００８）。 其次，

由于基础设施往往是某部门专用的， 那么上文所说的 “适当” 水平的基础设施成本必须

在人口的承受能力之内， 并且与该国既有的或是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 因此， 我们需要

依靠市场机制来确定正确的相对价格， 以了解何种基础设施才能起到 “解除瓶颈” 的作

用。 此外， 政府必须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 明确比较优势， 与合适的基础设施相联系， 并

通过开发经济特区 （ＳＥＺｓ） 来加速这一过程， 因为经济特区使私人部门能够实现自我

发现。

因此， 我们的命题 ２ 如下。

转型性基础设施能够有助于在一国的禀赋结构与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之间建立联

系， 并且将它们在全球市场上转化为比较优势。 从而， 转型基础设施在融资上是可行的。

换句话说， 将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 房地产开发相融合， 能够使二者均达到财务可持

续的状态。 这一方法有着很高的潜在回报率。

基于这两个命题， 任何低收入国家在长期内都能获得为合适基础设施埋单的能力， 只

要他们采取与自身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战略。 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更关注 “这些国家有什

么”， 而不是 “这些国家没有什么”。 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银行应该致力于从基于 “这些

国家拥有什么” 到 “这些国家有潜力做好什么”， 进一步转向思考如何将该国的比较优势

转化为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但是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如何才能在不给已经资金短缺的政府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得

到填补呢？

基础设施包含一系列的公共品、 半公共品和私人商品。 它需要融合传统和新型的融资

渠道， 尤其是私人部门。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一般由以下来源的组合进行融资： 国

内公共融资、 来自多边或双边贷方的贷款或赠款 （ＯＤＡ 和 ＯＤＦ）、 包括资源融资在内的商

业贷款 （ＲＢＬｓ） 以及一些公私合资基础设施投资 （ＰＰＰＩ）。 多种资金来源可被利用， 取决

于特定基础设施是公共、 半公共或是私人的， 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为 “资源融资基础设施”

（ＲＦＩ）， 我们将会在下面进行讨论。

（二）资源融资基础设施（RF I）：作为一种新工具的优缺点

在过去的十年中， 中国发展了一系列与非洲国家的资源融资基础设施项目， 受到了西

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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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媒体的批评。 一项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认为这是 “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融资”。① ＲＦＩ

模型的定义是什么？ 简单来说， “ＲＦＩ 模型是一种新型融资模型， 政府以一项资源开发项

目的未来收益作为抵押， 用于获得贷款以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这一模型的关键优势

在于政府能在其拥有支付能力之前就获得基础设施， 而不用等待资源项目真正产生收益。

这一新型融资模型在某些层面上与其他融资模型很相似， 使用这一模型也会引致每一个此

类模型都会遇到的问题， 不论这一模型是用于资源开发项目， 还是基础设施项目”

（Ｈａｌ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３）。

1 RFI 的主要优势：更快获得发展结果

在比较了多种传统基础设施融资方法的优缺点和差距后， Ｈａｌｌａｎｄ 等 （２０１４） 强调了

ＲＦＩ 方法最重要的优势是 “能为一国 （东道国） 和其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 ……早于其

他任何可能的方法数年之多” （Ｈａｌ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４）。 但是这项研究对于经济体 “结

构” 侧的内容讨论得相对较少， 对结构转型更是毫无涉及。 在 《新结构经济学》 （Ｌｉｎ，

２０１２） 的知识基础上， 我们将在下文通过强调 ＲＦＩ 概念的发展层面讨论 ＲＦＩ 方法的优缺

点， 并会特别关注结构转型、 货币错配、 空间集中， 以及政治经济和透明度问题。 我们将

评估过去 ＲＦＩ 交易的任务留给未来的研究。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每一个国家不论其当

前发展水平如何， 只要发展与禀赋结构决定的自身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 都能取得成

功。 然而， 这一过程并非自发的。 如果政府不起到促进作用， 解决这一过程中内在的协调

问题和外部性问题， 私人部门可能不愿意基于国家禀赋结构的变化， 分化进入新的部门。

ＲＦＩ 的概念能够将资源开采和 “解除瓶颈” 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系起来， 这是两个本来相互

分离的供应链， 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 在传统的世界银行的方法中， 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

建设是两条分离的供应链， 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 它们的项目是分别设计、 分别融资的，

在发展中国家， 它们由不同的部门实施。 在 ＲＦＩ 方法中， 资源开采的收入流或潜在收入流

被用作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抵押， 它联系了本来相互分离的两条供应链， 从而减少了交易

成本， 并缩短了基础设施落地后发展效应实现的时间。 这使得发展结果能够更快更早地显

示出来。 这是 ＲＦＩ 方法最为重要的优势， 在加纳布维水电站的例子中得到体现。 在这个例

子中， 加纳可可豆的出口被用作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抵押。 水电站由中国水电集团建

设， 在 ２０１３ 年完工， 作为 ＥＰＣ 成套项目的一部分， 完工后由加纳的布维电力局 （ＢＰＡ）

拥有和运营。 通过利用中国和加纳两国的比较优势， 布维水电站的落成使加纳的供电能力提

升了 ２２％。 然而， 这一项目完全的发展效应仍有待估计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０９０

① Ｈａｖａｒｄ Ｈａｌｌａｎｄ 等， 《资源融资基础设施： 关于一种新型基础设施融资的讨论》，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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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FI 促进结构转型

关于 ＲＦＩ 方法是否 “物有所值” 的问题， Ｈａｌｌａｎｄ 等 （２０１４） 表示， 理想状态下，

“ＲＦＩ 信贷可能成为当必要基础设施无法产生足够收益以支持项目融资交易的时候， 获取

该基础设施的成本最低的选择”。 该研究同时还指出了此前基础设施融资模型所遗留的空

缺， 能够由 ＲＦＩ 方法填补， 包括有关 “无追索权” 贷款有趣特性的问题。

大多数基础设施贷款具有 “有限追索权” 贷款的一些特点， 因为政府不能或不提供

完全保障。 如果中国过去的 ＲＦＩ 合约真的是极其偏向债务人的 “无追索权” 贷款， 那么

相对于完全追索权保障的贷款， 放贷者实际上承担了更高的风险。 这代表一种特殊的， 在

其他情况下很难获得的， 由 ＲＦＩ 合约中的放贷者提供的 “保险服务”。 这种服务尚未被国

际发展社会所充分理解和定价。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 探求这种偏向债务

人的无追索权贷款的 “正确” 定价。

ＲＦＩ 的概念有助于低收入、 资源富饶的国家超越数种约束， 其中就包括货币错配。 众

所周知， 以本国货币计量的特定基础设施收益流， 无法用于偿还以外汇计量的贷款。 理想

情况下， 结构转型不应受到外汇储备不足的制约。 ＲＦＩ 方法更关注实体部门， 不太依赖由

外汇计量的现金流。 这一概念减少了一国为了偿还外国贷款所必须持有的外汇总量， 前提

是只要该国有潜力生产某种在国际市场上卖得出去并能在未来产生收益流的商品， 诸如石

油、 天然气或是可可豆 （加纳布维水电站的例子）。

不是所有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都有平等的准入权， 使其能够发行债券为基础设施发

展融资， 因此， 必须找到创新的方法来为一些国家的发展融资。 ＲＦＩ 模型允许一国长期

以一种资源换取另一种生产性资产， 进而支持实体部门在不完全依赖金融市场的情况下

完成分化。 此外， 这一方法减少了资源租赁或收益被转移到国外而导致的漏出， 或是资

本外流。 这种以 “实体” 换 “实体” 的部门交换， 能够帮助解决饱受严重金融和治理约

束困扰的低收入但是资源富饶的国家的发展。 对于受到能力差距制约的国家来说， 一个

“实体” 换 “实体” 的交换项目， 诸如 “工作换食物” 项目、 成套项目、 “市场换技术”

交换项目， 以及 “资源换基础设施” 方法， 如果设计得当、 监管得力， 能够在很短的时

间， 诸如三至五年之内， 产生可观的发展结果， 如建成公路或学校， 创造工作机会。

并不是所有的资产类型在生产力和减贫效应上都是相等的。 这其中有一些是公共品或

半公共品， 其他则是私人商品。 某些类型的基础设施具有 “解除瓶颈” 的效果， 能产生

很高的发展效应， 另一些则不具备此种特点。 ＲＦＩ 模型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将公共

品的提供和自然资源 （私人商品） 的开采整合、 集约到一起 （例如， 围绕在一个经济特

区周围）， 使东道国的人口受益， 并且增加私人部门参与公共品投资的吸引力。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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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FI 与风险

在风险管理侧， 政治经济层面至关重要。 一方面， ＲＦＩ 模型由于其 “快速” 达成发展

结果的特点， 可能受到民选政府的欢迎。 另一方面， 这一特点也可能损害还贷周期， 原因

是借款国的下一届政府会忘记前期所获得的收益， 可能会取消甚至收回起初允诺的特许

权， 或是要求重新谈判。 在一个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０ 年的样本中， 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国家承诺了 １０００ 个特许协议， 其中有 ３０％在 ２ ２ 年内进行了重新谈判， 这其中重新谈判

发生率最高的是供水和卫生设施项目 （７４％ ） （Ｇｕａｓｃｈ， ２００４： １２）。 这是 ＲＦＩ 方法最大

的风险之一。

围绕过去的 ＲＦＩ 组合， 存在关于透明度问题的合理担忧。 出于道德、 政治和风险管

理的原因， 我们极力支持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 （ＥＩＴＩ） 的原则。 历史已经证明， 出于

政治风险管理的考虑， 在谈判过程中保持透明度与保密性的平衡十分重要。 在我们看

来， 任何暗中达成的 “交易” ———没有公众的支持———一旦政府发生了变化， 更可能在

政府更迭之后受到质疑， 或是进入重新谈判。 这一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应该被熟记于

心。

（三）建设产业园区以吸引制造业

产业园区能够促进结构转型的观点并不新颖。 经济学家们强调产业园或产业区利用动

态规模经济， 减少了搜寻、 学习和交易成本。 特别地， 对特别经济区进行投资能够：

（１） 将公共服务在地理上集约在一个集中区域；

（２） 提升政府有限的基础设施资金或预算的效率；

（３） 促进特定产业的集群发展或集聚；

（４） 通过为工人、 科学侨民、 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 以及集成式服务、 促

进环境服务的规模经济， 推进城市发展；

（５） 通过绿色增长和环境友好的城市发展， 潜在地、 环境可持续地刺激工作岗位创

造和收入产生。

一个国家不可能一次性建好商业基础设施， 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他们缺少资源， 实

施能力低下。 他们也缺乏政治资本来制定政策和改革方案以对抗既得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

反对力量。 这样的环境决定了这些国家需要定向的干预或是引导， 尤其是在起始阶段。

在区域周边和区域内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可以促进制造业的集团、 集群发展以及工作

岗位的创造。

位于尼日利亚的一个企业区， 与当地有着紧密的联系。 越美集团， 一家来自中国的纺

织企业， 在尼日利亚进行了投资， 并帮助发展了当地的价值链。 采用 “农村家庭加公司”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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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该集团在当地家庭中安装了超过 ４０００ 台织布机， 提升了家庭收入。 ２００８ 年， 该

集团投资建设了一个纺织产业区。 ２００９ 年， 第一期之后的产业区吸引了五家企业， 创造

了 １０００ 个工作岗位。

埃塞俄比亚东部产业园是由中国商务部批准建立的园区。 江苏永元集团是该园区的创

建者和投资者， 并接受了部分来自中非发展基金的资金。 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施工以来， 一座

占地 ５ 万平方米， 拥有供水、 道路、 供电设施的标准化厂区已经落成。 当我们在 ２０１３ 年

参观这一园区的时候， 已经有 １１ 家中国企业携 ９１００ 万美元的投资签署了意愿搬入园区的

协议， 这些企业来自建筑材料、 钢材产品 （板材和管道）、 家用电器、 服装、 皮革加工、

汽车装配等产业。 这些公司中的一家是华坚鞋业集团， 创造了 ３５００ 个当地工作岗位， 并

使用当地的皮革来生产用于出口的鞋子。 该园区现在达到了 １００％的使用率， 并得到了政

府的大力支持。 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 相似的产业园和产业区正在筹建。

五　21世纪的未来发展融资

在我们看来， 世界经济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 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长期性经

济停滞的可能性，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推测另一场金融危机已经一触即发。 对于发展中

国家来说， 我们对于它们的增长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 它们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拥有许多

提升生产力的投资机会， 在放松基础设施瓶颈方面， 也有许多降低交易成本的投资机会。

此类投资不仅能在短期内创造工作岗位、 支持消费， 同时也能在长期一段时间里对包容性

的、 可持续的增长做出贡献。

中国和其他那些有着良好财政状况、 充足储蓄和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可以超

越凯恩斯主义， 投资具有放松瓶颈作用的基础设施， 从而抵消外部冲击， 在未来数年中保

持合理的高速增长。 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 创造工作岗位，

并且为实现 ＳＤＧｓ 做出贡献———前提是全球发展融资共同体能够以一种创新的、 双赢的模

式调用公共和私人的金融资源。 身处一个互相联结的世界之中， 发展中国家实现更高的经

济增长， 同时也对发达国家有利， 因为他们将会为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大的市

场， 进而在发达国家产生工作岗位、 刺激经济增长。

２０１５ 年后， 由于一些既有援助提供国受到它们自身沉重债务负担和缓慢经济增长的

约束， 发展融资将会更少来自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而更多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银行

和主权财富基金提供的其他官方资金流 （ＯＯＦ）、 类 ＯＯＦ 贷款和类 ＯＯＦ 投资。 图 ４ － ４ 比

较了全球各国的储蓄率， 包括中国、 发展中国家 （不包括中国） 和发达国家。 很明显，

发展中国家有着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 进而在２０１５ ～２０３０ 年也将有更高的投资率。 发展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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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在全球投资中的占比， 预计将会在 ２０１５ 年赶上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 （见图 ４ －５）， 而新

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金融资产和 ＧＤＰ 的占比， 也被预计将会上升 １０％ （Ｓｈｅｎｇ， ２０１３）。

图 ４ －４　 全球储蓄率： 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１９７０ ～ ２０３０ 年

资料来源： 基于 《世界银行全球发展视野》 （２０１３）， 由笔者进行了更新。

图 ４ －５　 全球投资占比，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超越高收入国家， １９６５ ～ ２０３０ 年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世界银行全球发展视野》 （２０１３） 预测。

因此， 我们建议扩展发展融资的定义， 这样我们就能吸引更多来自主权财富基金 （ＳＷＦｓ）

和其他公共及私人实体的贡献。 有些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去修理一个并没有坏的东西？

首先， 所有人意识到， 距离达到 ＳＤＧｓ 和 ＣＯＰ２１ 目标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ＯＥＣＤ⁃

ＤＡＣ 定义远远无法满足 ２０１５ 年之后世界的需求。 ＯＤＡ 在全球发展中作用的可信度和关联

性， 甚至受到了来自 ＯＥＣＤ 成员自己的质疑。①② ＯＤＡ 的概念在近年来屡受批评， ＯＥＣＤ

４９０

①
②

Ｈｙ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１３．
ＯＥＣＤ⁃ＤＡＣ， ２０１４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第四章　发展合作的新机制与新方法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将这一辩论向公众开放 （Ｂｏｕｓｓｉｃｈａ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ｏｎｔ， ２０１４）。 许多人都

提议修改现行的 ＯＥＣＤ⁃ＤＡＣ 概念 （ Ｘｕ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ｙ， ２０１５ａ； ＯＥＣＤ⁃ＤＡＣ， ２０１４ａ； ＯＥＣＤ⁃

ＤＡＣ， ２０１４ｂ； ＯＥＣＤ⁃ＤＡＣ， ２０１４ｃ）。

其次， 随着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持续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增长， 并储蓄了它们收入中的

很大一部分， 南南合作的前景预期也将得到扩展。 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在联合国集会

上的讲话， 以及在约翰内斯堡举办的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的讲话， 反映了中国的官

方立场， 重申了对中国南南发展合作方法的信心， 强调 “造血” 而非 “输血”。① 他强调

了政府领导对软硬件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 并且对西方国家提供 “附加条

件的援助” 的模式提出了深切质疑。

要将新兴经济体 “整合” 进一个旨在促进发展的全球支持体系， 并降低交易成本，

要求全世界对来自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于国际发展的观点保持开放的心态， 尤其要

允许发展中国家在 “平等、 互相尊重、 互惠互利” 的基础上互相帮助。

我们建议拓宽发展融资的定义。 ＯＥＣＤ⁃ＤＡＣ 关于 ＯＤＡ 和 ＯＯＦ 的定义是一个良好的出发

点， 但这些定义需要得到拓宽， 从而厘清、 纳入所有旨在支持发展的融资形式。② 我们有 Ｍ０，

Ｍ１， Ｍ２ 和Ｍ３ 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 在发展融资方面， 根据 “优惠性” 的范围和一个一致的

基准市场利率、 发展融资的来源 （ “官方” 或国家介入的范围）、 目标国家 （低收入或中等收

入发展中国家）， 以及融资的目的 （经济发展和福利）， 我们可以类似地定义 ＤＦ１， ＤＦ２， ＤＦ３

和 ＤＦ４。 这些观点也见于此前的一些研究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１１ａ； 全球发展中心 （中国援助数据

库）， ２０１３； ＯＥＣＤ⁃ＤＡＣ， ２０１４； Ｂｏｕｓｓｉｃｈａ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ｏｎｔ， ２０１４； Ｘｕ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ｙ， ２０１５ａ］。 一组

新的、 更清晰的定义， 将会提升透明度、 权责分配， 以及更好地选择发展伙伴， 鼓励各主权财

富基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并在发展中国家促进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 －私人合作。

特别地， 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着数额巨大的资产， 超过 ２１ 万亿美元， 而它们中的许多

家正在寻找更高的风险调整回报。③ 其中一些主权财富基金有着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投资

不足的传统， 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少于 １０％ 。 举例而言， 挪威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辩论，

关于如何更好地重新分配其巨大资产， 使其中的一部分能投向发展中国家。 挪威政府养老

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拥有价值 ８８８０ 亿美元的资产， 并且预计在 ２０２０ 年资

产总额将达到 １ １ 万亿美元。 但是其中 ９０％的资产被用于投资发达国家的 “流动性” 股

权资产， 自 １９９８ 年以来真实回报率仅为 ３ １７％ ， 远远低于其他对新兴市场有着大量投资

５９０

①
②

③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１２．
关于如何计算优惠贷款的辩论十分激烈， 争论焦点包括究竟应该使用票面价值 （ＯＥＣＤ⁃ＤＡＣ 方法） 还是预算补贴

（中国方法）， 应该使用何种利率作为折现率。 李若谷声称 “所有中国的发展贷款 （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 都是适

合优惠定义的”， 前提是使用 “合适” 的基准利率作为折现率。
ＳＷＦ 研究所，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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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权投资基金， 差距达到 １０％ ， 甚至更多 （Ｋａｐｏｏｒ， ２０１３）。 相比之下， 挪威基金， 规

模远小于前者， 投资于发展中国家， 有着比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更高的回报率。

如我们建议的那样， 重新定义 “发展融资”， 能够使公众意见偏向支持对发展中国家

投资， 从而扩展发展融资的来源。

我们建议按照下列方法对发展融资进行重新定义 （见图 ４ － ６）。

ＤＦ１ ＝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按照 ＯＥＣＤ⁃ＤＡＣ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决议中提出的更

改意见进行定义）。

ＤＦ２ ＝ ＤＦ１ ＋ ＯＯＦ （包括优惠出口信贷）。

ＤＦ３ ＝ ＤＦ２ ＋类 ＯＯＦ 贷款 （来自国家发展实体的非优惠贷款， 使用市场利率）。

ＤＦ４ ＝ ＤＦ３ ＋类 ＯＯＦ 投资 （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或国家担保支持的发展项目， 或公共

基础设施的 ＰＰＰ 项目， 后者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公共品）。 后一项概念与 ＯＥＣＤ⁃ＤＡＣ 提

出的总体官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相一致， 但存在不同。

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南方伙伴提供的非货币发展援助， 诸如 “总控项目” “实体部门 （易

货） 汇兑” 和 “资源融资基础设施” （ＲＦＩ）。 ＲＦＩ 的概念能够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其比

较优势， 诸如资源开采与放松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之间产生联系———两个在其他情况下互

相分离的供应链———从而减少交易成本， 使公共基础设施对私人部门来说更具吸引力。

举例而言， 中国同意用加纳的可可豆出口 （一项比较优势） 作为建造水电站贷款的

担保。 “ＲＦＩ 信贷可能成为当必要基础设施无法产生足够收益以支持项目融资交易的时候，

获取该基础设施的成本最低的选择”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７６）。 南南合作的一些元素是

无法货币化的， 诸如志愿者和医生的数量， 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些元素建立独立的分类。

图 ４ －６　 扩展发展融资的定义

注： 这些圆圈对应 ＤＦ１ ＝ ＯＤＡ； ＤＦ２ ＝ ＯＤＡ ＋ ＯＯＦ； ＤＦ３ ＝ ＤＦ２ ＋ 类 ＯＯＦ 贷款； ＤＦ４ ＝ ＤＦ３ ＋ 类 ＯＯＦ
投资。 其他无法货币化的类别可以独立地加入南南合作中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

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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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融资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 融资的渠道与协调， 最终取决于

全球环境和全球治理结构。 换句话说， 融资总量取决于南南合作或发展融资是否受到欢

迎， 新兴市场伙伴是否 （或者在多大程度上） 被包含在其中， 它们是否被邀请到塑造全

球 “道路规则” 的谈判桌上。

中国的发展融资取决于许多因素。 一个粗略的预测方法是计算中国未来 １０ 年的预测

增长率以及发展融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估计的对

外基础设施投资 “将不会少于每年 １０００ 亿美元” （Ｊｉｎ， ２０１２）。 “考虑到增加的潜能， 中

国完全能够负担每年对外投资 ６０００ 亿 ～ １ 万亿元人民币。 假设这个总数中有 ９５％是贷款

和股权投资， ５％是拨款， 这意味着中国财政部将为国际援助提供 ３００ 亿 ～ ５００ 亿元人民

币的预算。 这个数字只占到中国 ２０１１ 年财政收入的 ０ ３％ 至 ０ ５％ ， 占 ＧＤＰ 总量不到

０ １％ ， 远远低于马歇尔计划 （对美国国库） 所造成的财政负担” （Ｊｉｎ， ２０１２： ６２）。 在我

们看来， 随着中国 ＧＮＩ 和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 发展融资的总量将会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大

幅上升至 １０００ 亿美元 （包括赠款、 优惠贷款、 出口买方信贷， 以及对丝绸之路基金、

ＡＩＩＢ、 新发展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的贡献）。 正如其最近的承诺所言， 中国将会在全球事

务中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 并探索其全新的角色。 中国发展融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可能

会快速上升， 达到 ０ ３％或更多。 然而， 增长的速度取决于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已经尝试

为其对全球发展的贡献设置 “正确” 的平台， 这些努力包括设立 ＡＩＩＢ 和其他新组织， 诸

如新发展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 以及提出 “一带一路” 的愿景。

（一）“一带一路”愿景和儒家思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１３ 年 ＡＰＥＣ 峰会上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构想， 构建 “一条丝

绸之路经济带， 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 “一带一路”）， 得到沿途五十多个国家的支

持。 这一构想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一带一路” 倡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 该构想的指导原则包括共

同繁荣、 “求同存异”， 以及提供全球公共品、 安全和保障、 可持续性的承诺， 吸取了中

国儒家思想的深厚财富。 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是相对繁荣的说法。

“工业革命之前， 中国要富有得多。 事实上， 中国在世界 ＧＤＰ 中所占的比重， 在过去 ２０ 个

世纪中的１８ 个世纪里， 都比任何西方国家多。 直到１８２０ 年， 中国仍生产了世界ＧＤＰ 中超过

３０％的比重———这一数字超过西欧、 东欧和美国的 ＧＤＰ 总和”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１１）。

儒家思想或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早在宋朝 （９６９ ～１２７９ 年）， 中国在航海技术上领先世

界； 中国的舰队本可以将这个帝国带入一个征服和开拓的时代。 然而中国却并没有在海外建立

殖民地， 对于那些在其海岸线之外的国家， 中国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８）。

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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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强调 “仁”、 社会和谐的教化、 同情心的原则， 他对终身学习抱有热爱， 例如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①， 以及向他人学习， 如 “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

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②

正如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所记录的， “中国数千年屹立的原因， 与其说是因为其统治者施加的惩

戒， 不如归功于在人民和士大夫组成的政府中形成的价值共同体”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１３）。 科举考试允许有天赋的人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 这会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不菲的经济

收益和至高的荣誉。 不仅如此， 科举考试还潜移默化地向精英的脑中灌输着一套价值体

系， 强调对统治者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服务， 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统治和统一庞大国家的成本

（Ｌｉｎ， １９９５）。 这一价值共同体， 帮助一个庞大的国家维持统一达数千年之久。③

儒家思想也塑造了中国同邻国的关系。 中国利用其力量来修复与邻国的关系并维持和

平， 而非征服它们， 这反映了儒家的原则， 《论语·尧曰》 中讲道： “兴灭国， 继绝世， 举

逸民， 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或许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 “中国并没有在海外建立殖民地， 对

于那些在其海岸线之外的国家， 中国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８）。

深深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坚定不移的信条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④ “己欲立

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这些原则一直在过去五十年中国对外援助与合作的愿景背后起

着指导作用。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尝试现代化、 强化这些价值和原则。 “中国当前在全球发展融资的

系统运行中有着基本的利益和责任” （Ｘｕ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ｙ， ２０１５）。 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

说： “巨大的太平洋有着充足的空间容纳中国和美国” （ 《华盛顿邮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这些理念被完全纳入中国的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 在这一计划中， 中国呼吁建立

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基于五项基本原则： “创新、 合作、 绿色、 开放、 共同发展。” 计划

中设定了一项双向开放的战略， 旨在促进所有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 支持基础设施开发和

与邻国的联结 ［ 《国务院五年计划 （草案）》， ２０１５］。

换句话说， “一带一路” 不仅是一个构想， 而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发展融资的指导原

则， 并且有着切实的实施计划。

（二）一种新的双边方法：建立“共命运同目标”的共同体

鉴于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的支持， 金砖国家和其他非 ＤＡＣ 成员国将会在南南

８９０

①
②
③
④

《论语·学而》。
《论语·述而》。
关于中国价值体系， 见 Ｓｕｎ， １９２９， 以及 Ｌｉｎ， １９９５ 等。
《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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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合作 （南南合作） 中持续它们的双边方法， 以达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但是

为了克服 “援助有效性” 文献中提到的某些激励问题、 信息不对称和委托 － 代理问题，

下列原则必须得到遵守。

东道国必须拥有其发展项目的完全所有权。 一个南南合作项目应该 “由东道国提出

要求， 由东道国领导， 并由东道国共同建设”。 援助提供国和东道国应该处于平等的立

场， 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表示拒绝 （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５６ 号条款）。

合作的伙伴们可以尝试建立 “共命运同目标” 的共同体， 以寻找共同的利益立场，

同时惠及伙伴国和东道国的国家利益。 诚然， 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 南

南合作并不是纯利他的。 双方都应该尽力寻找共同的利益立场， 并达到互利互惠的双赢结

果。 在项目层面上， 资本注入、 贷款放出之前， 双方可以建立一家合资公司。 事实上， 这

家合资公司就是这一 “同目标” 共同体的实体表现。 举例而言， 在印度尼西亚修建高速

铁路系统的例子中， 一家通过国际竞价选拔的中国公司与印度铁路公司组成一家合资公

司， 双方都同意对权益资本做出贡献。 进而， 其他放贷者和投资者， 诸如中国国家开发银

行和丝路基金， 也可以对权益资本做出贡献。 这样一来， 如果项目成功， 双方均能获利，

如果项目失败， 双方都会蒙受损失。

但是双边的南南合作也有缺点。 显然， 这一模式无法杠杆化基金， 并在多个合作国家

中分担风险。 这一模式也无法促进学习和三边合作， 因此通过学习是否能提升这一模式的

有效性仍然存疑。 此外， 如果发生争议和违约情况， 这一模式下问题会变得十分棘手。 在

我们的系列书籍 《超越援助》 中， 我们提出了四条提升中国南南合作努力的途径。

（１） 尽快起草对外援助法案。

（２） 为中国的援助和合作活动， 在条件方面提供更高的透明度。

（３） 提供培训和教育， 以配合当地的劳动力、 环境标准。

（４） 建立一个清晰的框架， 以评估、 评级或排序所有参与南南发展合作的企业和银

行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除此之外， 我们在此建议， 更高比例的中国融资项目应该向国际或当地开放竞价， 尤

其是大型项目的特定子部分， 这样能够有利于当地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中小企业， 在当地创

造更多工作机会。 东道国政府也可以出台此类规定， 要求一定比例的子项目在当地开放竞

价招标。

最重要的是， 双边机制完全无法满足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要求。 类似地， 诸边协议

（在数个伙伴国之间达成， 诸如金砖国家的情形） 也不足以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 诸如气

候变化、 区域间互联互通， 因此，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一个多边体系。

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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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边金融协议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联合建立了新发展银行， 其前身是金砖银行， 由经

验丰富的印度银行家 Ｋ Ｖ Ｋａｍａｔｈ 领导， 总部设在上海。 在协议的第一条款中， 陈述了该

协议的目标是 “为在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实施可持续发

展项目， 促进资源流动， 补充现存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对全球增长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金砖国家位于不同的大洲， 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国家利益。 许多分析者认为新发展

银行是 “暂时性的、 羸弱的”。 我们认为他们错了。 我们相信这家银行反映了真正平等的

伙伴关系， 基于 “求同存异” 的原则。 同时， 它还有潜力成为一个 “共命运同目标的共

同体”。 这五个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 努力想要升级它们的产业， 并从自身所处的世界

价值链的位置中分化出来。 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国家利益， 但也有着巨大的余地可用于追求

“共同利益”。 它们是攀登同一座结构转型高峰的队友， 需要彼此的帮助。 利用各自的比

较优势， 他们能够在经济上实现互补。

类似地， 在公司治理方面， 所有创始成员国对新发展银行做出同等贡献， 并拥有同等

的投票权是 “真正的发展伙伴关系”。 “每一位成员的投票权利应当与其在银行股本中所

占的比例相对应”。 没有一国处在支配地位， 向其他伙伴国施加条件， 所有伙伴国都需要

遵守游戏的国际法则。 伙伴国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 每个国家都可以说 “是” 或 “不”。

所有联合国的成员都可以加入。

总结而言， 金砖国家、 传统与新兴发展合作提供者、 双边与多边机构之间， 有着充足

的空间， 允许它们互相学习、 交流经验。

（四）新多边主义的优势

过去， 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发展合作都是双边的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随着新的多

边金融组织的建立， 中国将会贡献更多的发展融资。 国际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领

域———一个人只有跳进水里才能学会游泳———而这样做将会有六大优点。

发起并运行一个新的多边金融机构， 对于中国来说将会成为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一组

具有国际视角的中国人将会在 ＡＩＩＢ 主席金立群先生的领导下入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新发展银行 （ＮＤＢ）， 与同事们的合作将会增强他们的国际领导力和合作技巧。

一个多边金融机构使得中国能够撬动国际资本， 积蓄数额更大的资本， 从而能够比通

过双边发展合作施加更大的影响。 这将会减少目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本量，

提升全球资本分配的效率。 理论上这将提高回报率， 在发展中国家的瓶颈部门投资应该比

在工业化国家投资有着更高的回报率， 因为后者的资本已经十分充足。 多边金融机构也使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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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在更多成员国之间分摊， 对于风险管理极为有益。 此外， 它能增强合伙人保护投资对

抗所有风险 （包括政治风险） 的能力。

世界其他国家则会受益于拥有大量的储蓄、 快速增长的消费者需求和庞大的金砖国家

经济体的规模经济。 中国、 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正处在这样的阶段： 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

国内快速增长的劳动力成本， 需要转移到其他国家。 这为低收入国家升级它们的制造业提

供了巨大的机遇。

此外， 中国有着其他小一些的国家所没有的规模经济， 这使得中国建造大型交通网络

的成本很低。 中国已经展示了它在建造大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比较优势， 这要归功于中国低

廉的劳动力和工程师以及中国具有的在国内完成许多大型项目的能力、 集融资能力和在世

界其他地区实施大型项目的能力 （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与中国和中国铁路网络相连接

的国家， 能够受益于这些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 扩大他们进入内陆消费者市场的入口。 事

实上， 接入一个 （硬或软） 大型网络的社会收益应该是巨大的。

新的机构需要所有股份持有者分享信息， 从而增强透明度和内部治理。 这将会在之后

影响大股东在国内的行为， 并为国内的立法改革提供压力和倒逼机制。 举例而言， 在建立

ＡＩＩＢ 的治理结构的过程中， 中国领导人可以从其他拥有更为健全的对外援助法律法规体

系的创始国那里学习。 ＮＤＢ 和 ＡＩＩＢ 的协议条款预示了对透明度和治理的高标准， 这也将

影响双边南南合作中的参与方。 这将会加强所有创始成员国之间的信任， 包括南方和北方

伙伴国之间的信任。

与双边和多边方法相比， 新多边主义能够扩展共同利益的领域 （见图 ４ －７）， 提升所有伙

伴国之间的信息交流、 学习和透明度水平， 以在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达成双赢的解决方案。

图 ４ －７　 新多边主义能够拓展共同利益的领域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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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ＩＢ 协议条款强调在银行的运行过程中使用所有种类的货币。 １９ 号条款规定： “成员

国不应对货币施加任何限制， 包括通过本银行接收、 持有或转移的货币， 以及通过本银行

的接受者， 在某国进行支付的货币。”

ＮＤＢ 和 ＡＩＩＢ 都有发行人民币债券 （或其他当地货币债券） 以及发放人民币贷款的能

力， 如果它们的股东们希望它们这么做的话。 这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放松发展中国家所面临

的外汇约束和货币错配。 在长期内， １９ 号条款可能催生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更为广泛的

使用。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ＩＭＦ 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的五种组成货币， 这

样一来， 各国的中央银行将很可能会在它们的国际储备中持有人民币。 在长期一段时间

内， 国际上将会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作为一种投资工具。 最近的发展趋势， 包括成功在中国

发行 ＳＤＲ 债券， 都是以上趋势的佐证。①

六　结论

中国从以双边方式为主向提倡 “新多边主义” 的转变———对既有的多边组织做出贡

献， 以及在南方国家领衔的多边主义中作为领导者———对于中国本身和世界来说是一个双

赢的局面。 这一趋势已经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上旬举办于中国的 Ｇ２０ 峰会成果文件中得到了

确认。

Ｇ２０ 领导人杭州峰会指出， 工业化对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至少有三个

组成部分与本章的主题具有特别的关联： 工业化、 基础设施和全球治理。 除了关于新工

业化的 １３ 号条款之外， 关于非洲工业化的 ３５ 号条款对于我们研究南南合作最为关键。

如我们之前揭示的那样， 有关包容性和互联互通的章节反映了中国经验的影响。 关于全

球治理， 下列说法确证了中国通过加入既有体系、 对既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做出贡献，

以及倡导新多边主义的努力。 Ｇ２０ 领导人重新确认了他们对 ＩＭＦ 配额和管理改革的支

持， 以及对世界银行股东报告中 “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利目标” 的赞同。 他们同时 “对

中国继续常规性地参与巴黎俱乐部会议， 并愿意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表示欢迎， 并乐

意在未来进一步讨论中国成为成员国的可能性” （Ｇ２０ 领导人杭州峰会，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４ ～

５ 日）。

这些事实反映了中国持续学习并成为一个更好发展伙伴的意愿———通过倾听伙伴们的

声音， 并与各国政府、 ＮＧＯ、 公民社会进行互动。 中国也需要在提供国际发展融资和活动

２０１

①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世界银行在中国的银行间市场发行了面值 ５ 亿， 以人民币结算的 ＳＤＲ 债券。 这些三年期的债券

的出售利率为 ０ ４９％ ， 并以 ２ ４７ 倍的幅度被超额认购。 可以预计将会有一波更大的债券被发行， 因为全球的放贷

者已经从 ＰＢＯＣ 处获得了面值 ２０ 亿的 ＳＤＲ 项目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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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数据方面变得更为开放透明。 我们的观点是， 任何在暗中达成的协议， 都更可能被

东道国的下一任政府废除或是重新谈判。 当我们与东道国的现任政府进行讨论时， 政治经

济的变动必须被纳入考虑的范畴。

这一章通过刻画 “非常耐心的资本” （诸如资源融资基础设施， 公私伙伴关系， 对经

济特区、 轻工业的股权合资） 来强调对实体部门投资的重要性， 这些股权资本有助于工

作岗位创造和达成更为广泛的发展目标。

同时， 本章比较了双边和多边方法的优缺点。 通过诸边或多边金融机构， 中国和其他

金砖国家将会相互学习， 并建立 “命运共同体”。 既有的 ＯＥＣＤ 援助提供国也应该考察新

兴国家的方法是否提供了关于提升传统北南援助有效性的有用经验。

在 ２０１５ 年后的时期中， 发展融资将会更少地来源于 ＯＤＡ， 而更多地来自中国国家开

发银行、 主权财富基金和新兴经济体所提供的其他官方资金流 （ＯＯＦ）、 类 ＯＯＦ 贷款和类

ＯＯＦ 投资。 这是我们建议扩展发展融资的定义的原因， 因为这样做能够吸引来自 ＳＷＦ 和

其他公共或私人实体做出更多的贡献。 最近， ＯＥＣＤ⁃ＤＡＣ 决定引入一个新的、 更为宽泛的

可持续发展总体官方支持 （ＴＯＳＳＤ） 概念， 这一做法的方向是正确的， 尽管细节上仍有待

商榷。

正如关于在南方国家中通过结构转型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赢解决方案的 Ｇ２０ 成

果文件所显示的那样， 来自北方和南方的伙伴们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来一起努力， 我们对

这一点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如果所有的国家能够一起努力对解除瓶颈的基础设施进行投

资， 并提供全球公共品， 包括实施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非洲的十项建议， 达成

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和全球和平的前景将会得到巩固。

参考文献

Ａｋｒａｍｏｖ， Ｋ Ｔ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２

Ａｋｙｅａｍｐｏｎｇ， Ｅ ， ａｎｄ Ｌ Ｘｕ，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ｈａｓｅｓ ／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ｎｇａ ａｎｄ Ｌｉｎ， ｅｄｓ ，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Ａｒｎｄｔ， Ｃ ， Ｓ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Ｆ Ｔａｒｐ， “Ａ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Ｃｏｍｅ Ｆｕｌｌ Ｃｉｒｃｌｅ？” ＵＮＵ⁃ＷＩＤ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０ ／ ９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２０１０

Ａｉｙａｒ， Ｓ ， ａｎｄ Ｕ Ｒｕｔｈｂａｈ， “Ｗｈｅｒｅ Ｄｉ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ｉｄ Ｇｏ？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ＷＰ ／ ０８ ／ ３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０８

Ｂａｌａｓｓａ， Ｂ ，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３３ （２），

３０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１９６５， ｐｐ ９９ － １２３
Ｂａｋｅｒ ＆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ａｐ： Ｈｏ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ｕｉｌｄ⁃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ｆｔｐ０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ｈｋ ／ ＥＣＮ＿ ｐａｐｅｒｓ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ｅｒｇ， Ａ ， Ｓ Ａｉｙａｒ， Ｍ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Ｓ Ｒｏａｃｈｅ， Ｔ Ｍｉｒｚｏｅｖ， ａｎｄ Ａ Ｍａｈｏｎｅ，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Ｕｐ
Ａｉ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ＭＦ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５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０７

Ｂｅｒｇ， Ａ ， Ｊ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 Ｒ Ｐｏｒｔｉｌｌｏ， ａｎｄ Ｌ ⁃Ｆ Ｚａｎｎａ，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ｒｍ Ａｉｄ Ｓｃａｌｉｎｇ⁃Ｕｐ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０ ／ １６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０

Ｂｏｏｎｅ， 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０ （２）， １９９６，
ｐｐ ２８９ － ３２９

Ｂｏｕｓｓｉｃｈａｓ， Ｍ ， ａｎｄ Ｐ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ｏ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ｈ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Ｂ１００， ＦＥＲＤＩ， Ｃｌｅｒｍｏｎｔ⁃Ｆｅｒｒ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０１４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Ｃ ， ａｎｄ Ｄ Ｄｏｌｌａｒ， “ Ａｉ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０， ９０ （４），
ｐｐ ８４７ － ８６８

Ｃａｌｄｅｒóｎ， Ｃ ， ａｎｄ Ｌ Ｓｅｒｖéｎ，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１９ （ｓｕｐｐｌ １）， ２０１０， ｉ１３ － ｉ８７

Ｃａｌｄｅｒóｎ， Ｃ ， ａｎｄ Ｓｅｒｖéｎ， Ｌ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５３１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０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Ｓｔｅｖｅｎ Ｎ Ｄｕｒｌａｕｆ ａｎｄ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 Ｂｌｕｍｅ， ｅｄｓ ，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４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Ｖ ， Ｊ Ｙ Ｌｉｎ， ａｎｄ Ｙ Ｗａｎｇ，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Ｄｒａｇ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ｔｃｈ⁃ｕｐ ｉｎ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３０ （１）， ｐｐ ５２ － ８４

Ｃｈｅｎ， Ｃ ，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Ｏ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ｍｅｏ， ２０１３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Ｐ ，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ｎｅ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Ｐ ， ａｎｄ Ａ Ｈｏｅｆｆｌｅｒ， “Ａｉ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４， ４８ （５） ， ｐｐ １１２５ － １１４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ａｌ Ｍｏｎｅｙ， Ｒｅ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Ｒｅａｌ Ｌｉｖｅｓ， Ｂｒｉｓｔｏ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３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Ｗ ， Ｔｈｅ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Ｂｕ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０３， １７ （３）， ｐｐ ２３ － ４８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ｎｓ Ｂｕｒｄｅ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Ａｉ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Ｓｏ Ｍｕｃｈ Ｉｌｌ ａｎｄ Ｓｏ Ｌｉｔｔｌ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３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Ｗ ， Ｒ Ｌｅｖｉｎｅ， ａｎｄ Ｄ Ｒｏｏｄｍａｎ，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Ｎｅｗ Ｄｏｕｂｔ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ｓ Ａｉ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０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９８４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２００３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Ｗ ， Ｒ Ｌｅｖｉｎｅ， ａｎｄ Ｄ Ｒｏｏｄｍａｎ， “ Ａｉ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４， ９４ （３）， ｐｐ ７７４ － ８００
Ｆａｒｏｌｅ， Ｔ ， ａｎｄ Ｇ Ａｋｉｎｃｉ，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１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Ｃ ， “ Ｆｒｏｍ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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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展合作的新机制与新方法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４１， ２０１２， ｐｐ ２２ － ２３
Ｇａｌｉａｎｉ， Ｓ ， Ｓ Ｋｎａｃｋ， Ｌ Ｃ Ｘｕ， ａｎｄ Ｂ Ｚｏｕ，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ｉｄ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Ｑｕａｓｉ⁃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２４００７５２ ｏｒ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２１３９ ／ ｓｓｒｎ ２４００７５２
Ｈｙｎｅｓ， Ｗ ， ａｎｄ Ｓ 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ａ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１２，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ＩＥ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Ｆ， Ｔｈｅ ＩＭＦ ａｎｄ Ａｉｄ ｔｏ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ＭＦ，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ＩＭＦ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０５ ＩＥ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ＭＦ，

２０１５
ＩＭＦ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ＭＦ，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ＩＭＦ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ｃｕａｄｏ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ＭＦ，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ｎｐ ／ ｓｅｃ ／ ｐｒ ／ ２０１４ ／ ｐｒ１４３９３ ｈｔｍ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ＭＦ， ２０１４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ＭＦ， ２０１５
Ｊｉｎ， Ｚ ， “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Ｐｌａｎ—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１２
Ｊｕ， Ｊ ， Ｊ Ｙ Ｌｉｎ， ａｎｄ Ｙ Ｗａｎｇ，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５０５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１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 ａｎｄ Ａ Ｊ Ｖｅｒｎａ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５２２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１９９５
Ｌｉ， Ｒ ，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ｂ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４： ７２， ２００７
Ｌｉｎ， Ｊ Ｙ ，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２， ８２ （１），

ｐｐ ３４ － ５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ａ
“Ｂｅｙｏｎｄ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９ｂ， ３１ （２）， ｐｐ １４ － １７
“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５１９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０
“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１１ａ，

２６ （２）， ｐｐ １９３ － ２２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 ２０１１ｂ
“Ａ Ｐｒｏ⁃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１ｃ， ４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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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展合作的新机制与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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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ａ，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 ＯＥＣＤ％２０ＤＡＣ％２０ＨＬＭ％２０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ｐｄ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Ｃ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ＯＤ ／ ＤＡＣ （２０１４） 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ＤＡＣ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３ － 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ａｔ ｔｈｅ ＯＥＣ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Ｐａｒｉｓ， ２０１４ｂ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４ｃ
Ｏｓｔｒｙ， Ｊ Ｄ ， Ａ Ｒ Ｇｈｏｓｈ， Ｋ Ｈａｂｅｒｍｅｉｅｒ， Ｍ Ｃｈａｍｏｎ， Ｍ Ｓ Ｑｕｒｅｓｈｉ， ａｎｄ Ｄ Ｂ Ｓ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ＭＦ Ｓｔａｆｆ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 ＳＰＮ１０ ／ ０４， ＩＭ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０
Ｒａｊａｎ， Ｒ Ｇ ， ａｎｄ Ａ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９０ （４）， ｐｐ ６４３ － ６６５
Ｒｏｄｒｉｋ， Ｄ， ａｎｄ Ｍ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１７１４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２０１０
Ｒｏｏｄｍａｎ， Ｄ ， “ 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７， ２１ （２）， ｐｐ ２５５ － ２７７
Ｓａｃｈｓ， Ｊ ， “Ａｉｄ Ｉｒｏｎｉｅｓ，”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ａｃｈｓ ／ ａｉｄ⁃ｉｒｏｎｉｅｓ＿

ｂ＿ ２０７１８１ ｈｔｍｌ
Ｓｅｎ， Ａｍａｒ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１ｓｔ ｅｄ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Ｓｅｒｖéｎ， Ｌ ，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４３８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０７
Ｓｈｅｎ， Ｘ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３３

（１）， ｐｐ ８３ － １０６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１１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１４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Ｊ Ｅ ， ａｎｄ Ｂ Ｃ Ｇｒｅｅｎｗａｌ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Ａ ， Ｂ Ｐａｒｋｓ， Ｍ Ｊ Ｔｉｅｒｎｅｙ， Ａ Ｆｕｃｈｓ， Ａ Ｄｒｅｈｅｒ， ａｎｄ Ｖ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Ｍｅｄｉａ⁃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３２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３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Ｌ ， “ Ｕ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Ｚｅｒｏ Ｌｏｗｅｒ Ｂｏｕ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ａ， ４９ （２）， ｐｐ ６５ － ７３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Ｌ ， “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Ｐａｙｓ ｆｏｒ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２０１４ｂ，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 ｓｕｍｍｅｒｓ － ｉｎｖｅｓｔ － ｉｎ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ｔｈａｔ － ｐａｙｓ － ｆｏｒ － ｉｔｓｅｌｆ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０７ ／ ６１４９ｄ３ｄ６ － ４ｃａ０ － １１ｅ４ － ｂａｂｅ － ｅ９１ｄａ０７９ｃｂ８ａ＿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Ｊ ， “Ｗｈ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ｏｎｅ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７０， ｐｐ ３８１ － ４０２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ＤＩ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ａｇｅｓ ／ ＤＩＡＥ ／

ＦＤＩ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ｐｘ
Ｖａｎ ｄｅｒ Ｈｏｅｖｅｎ， Ｒ ，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ｉｄ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２ ／ １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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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ｏｄｓ， Ｎ ， “Ｗｈｏｓｅ Ａｉｄ？ Ｗｈｏ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ｏｎ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０８， ８４ （６）， ｐｐ １２０５ － １２２１

Ｗｏｌｆ Ｊｒ ， Ｃ ， Ｘ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Ｅ Ｗａｒｎ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ｃａ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ＣＡ： 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１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ＤＩ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Ｓａ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３ｂ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Ｌｅｄ ｂｙ Ｈａｖａｒｄ

Ｈａｌｌ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Ｂｅａｒｄｓｗｏｒｔｈ， Ｂｒｙａｎ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 １６：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ｔｏｐｉｃ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Ｘｕ， Ｊ ， ａｎｄ Ｒ Ｃａｒｅ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ｈａ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Ｄ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４ ４５ （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ＤＧ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Ｄ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４６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ＵＫ， ２０１５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Ｄ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３５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ＵＫ， ２０１５ｂ
Ｚｅｎｇ， Ｄ Ｚ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７２４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５
Ｚｈｏｕ， Ｈ ， Ｊ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Ｍ Ｚｈａ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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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建设的南南贸易合作
——中国的启示

∗

一　导言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正在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特点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５）。 这一新的贸易模式的出现， 改变了人们对贸易政策的思维方式 （ Ｈｏｅｋｍａｎ，

２０１４）， 对重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方式有着重大启发。 我国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

“一带一路” 倡议为我国将其他发展中国家带入价值链贸易、 促进其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机

会。 同时， 以构建价值链为主线， 引导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带动当地民生建设， 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可持续进行奠定了政治经济学基础， 是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的

一个新思路， 也可以成为南南贸易合作的创新型模式。

除了矿产资源和农业等初级产品， 在制造业方面， 发展中国家之间整体上的比较优势

不明显。 因此， 传统的南南贸易以初级产业及其产品为主。 在个别制造业或产品生产上的

明显比较优势也会使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制造业贸易。 但是， 在更细微层面上， 生产工艺

和程序上潜在的比较优势却由于高运输和通信成本无法实现中间品贸易。 这是南南贸易长

期受到抑制的一个原因。

随着国际通信和运输成本的降低， 生产过程可以被分割成多个独立的部分， 被分置于

全球不同的地方进行生产和组装， 全球贸易大幅度增加， 突出表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加工贸

易。 然而， 发展中国家参与价值链生产的方式仍局限于南北贸易模式， 即发达国家在本国

开发技术， 在本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这些技术密集型零部件的生产， 并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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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组装， 最后销往本国和世界各地。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造业贸易并没有因此发生结构

性变化。 不仅如此，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参与了南北价值链贸易， 其制造业出口增长迅

猛， 冲击了其他制造业脆弱的发展中国家， 南南贸易不平衡加剧。

南南贸易存在的问题， 不仅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薄弱、 贸易治理能力不足

等。 这些供给侧瓶颈问题同时也制约着部分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和发达

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在南南合作日益加强的今天， 南南贸易有更多的机会。 由于自身的

发展， 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互补性逐渐显著， 为其出口提供了潜在的市

场， 同时也正在成为其重要外国投资者和产业转移来源国。 南南贸易存在诸多问题， 是因

为忽视了南北价值链贸易的成功经验， 缺乏导向清晰、 协调一致的一揽子政策将这些机会

转化为包容性贸易增长， 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机会， 实现减贫等经济社会目标。 这些机

会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以中国为例， 具体研究南南贸

易合作中的问题， 提出政策建议， 是本章的动机和主题。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是重塑南南贸易关系的重要契机。 道路、 港口和通信等基

础建设投资无疑将降低货物运输成本、 便利人员往来， 使企业能在更大范围内布局、 协调

各地区生产分工。 通过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改善就业机会和收入

分配状况， 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民众的普遍愿望。 中国制造业有新兴的高科技产业，

又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决定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

性。 在实施普选的国家， 受进口冲击的选民往往会投票支持反对贸易开放的政党， 从而减

缓或者阻止贸易开放进程。 ２０１６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也可能发生

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大多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 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劳工群体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视， 往往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家争取的对象。

因此， 抓住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机会， 发挥互补潜力、 避免竞争带给周边国家的冲击， 不仅

仅有助于实现制造业贸易平衡， 更能够在沿线国家为 “一带一路” 倡议争取广泛和持久

的民意支持。

本章共分六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的导言中对本文的背景和主题略做介绍。 第二部分阐

述 “一带一路” 倡议中妥善处理进攻性市场准入问题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具体分析我国

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价值链整合的现状， 并以此为背景点评双边贸易政策， 指出我

国制造业产品的涌入对当地产业带来的冲击和由此引起的政治反弹等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

题， 使 “一带一路” 建设能够平稳和可持续进行， 第四部分论述为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

实现贸易减贫提供便利和保障的 “加工贸易制度” 的实施的成功经验， 以及向发展中国

家推广这一制度的必要性。 第五部分介绍世贸组织 “促贸援助” 项目， 建议以此项目为

框架整合地区价值链构建的各种不同项目。 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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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带一路”倡议的市场准入问题

市场准入也是区域贸易安排的主要议题。 在涉及中国的区域贸易谈判中， 有两类市场

准入： 进攻性市场准入和防御性市场准入。 前者指我国产品进入国外市场， 后者指外国产

品进入中国市场。 一般来讲， 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自贸区安排， 如和日本、 韩国以及澳大

利亚之间的自贸区谈判和协议中， 市场准入基本上是中国的防御性议题。 然而， 在与发展

中国家的区域贸易安排中， 由于其制造业缺乏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的冲击成为它们的主要

关切问题， 这是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突出问题。 正像我国参与的其他自贸区一样， “一

带一路” 倡议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 更具有战略和地缘政治的意义， 经济整合则是次

要和浅层次的 （Ｇａｏ， ２００９）。 在处理这类进攻性的市场准入问题时， 不应该以出口最大

化作为单一政策目标， 而应该兼顾其他。 构建互利共赢全球价值链， 是实现多元政策目标

的重要指导思想。

根据和我国的供应链关系的紧密程度，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又分为三大类： 一是和

中国有供应链关系的国家， 如东南亚国家联盟 （以下简称 “东盟”）； 二是和中国正在形

成供应链关系的国家， 如印度、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 三是价值链尚未形成或仍处于萌

芽状态的国家， 如非洲和南太平洋岛国等。 这些国家国情各异， 但有明显共性： 它们大多

实施民主政治， 通过包容性贸易增长实现减贫是其优先政策目标。 以 “一带一路” 倡议

为中心的区域贸易安排， 应该考虑这些特点， 在以促进贸易为直接目标的援助计划的引导

下， 把中国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大规模减贫的成功经验介绍到这些国家， 以培育低风

险、 可持续的经贸关系。

加工贸易制度是我国构建全球价值链成功经验的关键内容。 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半

来源于加工贸易。 相较于其他国家类似的加工出口， 我国的规模空前庞大。 这不仅归

因于我国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和出口的一系列优惠的政策支持， 也受惠于海关的特殊

制度安排。 尽管我国地理广阔， 这种制度仍然能对加工贸易实施有效监督， 并为其提

供便利。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１９９６） 清晰地指出： “没有任何优惠措施是中国独有的。 事实上，

它们在东亚甚至全球各地都存在。 然而， 这些措施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是不寻常的。 在

大多数国家中， 这类优惠政策只适用于严格监管的加工区。 从本质上说， 中国创造了

一个巨大的出口加工区， 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 而是事关企业的法律特征。 尽管经济

特区吸引了大量关注， 并靠近华南沿海重要的经济中心， 它们并不能决定出口加工制

度的规模， 凡是出口导向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均可从事出口加工活动， 无论它们是否位

于经济特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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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 加工贸易体系本身就是中国的一种制度创新。 它促进了劳动密集型

的组装及加工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形成， 为内陆农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创造了大量

的就业岗位。 这是包容性贸易增长帮助穷人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很好例子。

三　“一带一路”的价值链现状

（一）东盟：变化中的亚太价值链

　 　 亚太地区具有成熟的价值链， 中国和东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制造业长期以来从

事低端和低附加值的出口， 获利微薄， 极易受到海外市场低迷的负面冲击。 从 ２００８ 年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一直在试图改变这一状况， 部分东盟国家也相应地调整了与中国的

供应链关系。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平衡， 东盟各国也不尽相同。 表 ５ － １ 列出了东盟

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文莱在东盟人均 ＧＤＰ 位居第

二， 因其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生产， 故人均 ＧＤＰ 不能作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真实指

标。 排除文莱后， 我们按照人均 ＧＤＰ 把东盟成员分为三类： 高收入国家 （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 中等收入国家 （泰国、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和低收入国家 （越南、 老挝、 柬埔

寨和缅甸）。

表 ５ －１　 东盟国家人均 ＧＤＰ （部分年份、 美元现价）

单位： 美元

国家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文莱 １６２２７ １２７５１ １２９７３ ３１４５２ ２８４５４ ４２４４５ ３９６７８

柬埔寨 ３２０ ２９３ ３１４ ５１５ ７３５ ９７７ １０４７

印度尼西亚 １１２８ ７３１ １１４１ １６３６ ２３６２ ３５７８ ３４６７

老挝 ３３６ ３３３ ３６４ ５７６ ９１３ １３９４ １５０５

马来西亚 ４６７２ ３８７４ ４１５０ ６１６０ ７２１６ １０３３８ １０４０７

缅甸 １００ １８４ １７９ ２３３ ５３８ ８６１ ９１６

菲律宾 １１５７ ９８０ ９７６ １４０８ １８２９ ２５６５ ２７０７

新加坡 ２５１４７ ２２７５７ ２２０７６ ３３０８９ ３７９６１ ５２０６９ ５５１８３

泰国 ２６５６ ２０２６ ２２３９ ３１６２ ３９４７ ５３９１ ５６７８

越南 ３６１ ４０３ ４８７ ７３２ １１２９ １５９６ １９０９

　 　 资料来源： 东盟宏观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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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沿海企业开始专业化生产零部件的时候， 内陆省份张开双臂， 欢迎传统的加工

和组装业务内迁。 同样， 当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立研发中心时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２０１３）， 低收入的东盟成员也抓住中国和本地区产业调整的机会， 吸引外国

投资， 建立加工组装基地。 中国与东盟日渐精细的生产分工体现在机电以及纺织和服装两

大行业。 这一点从其贸易演变模式中可以看出。 根据联合国 “广义经济活动分类

（ＢＥＣ）” 对零部件的定义， 我们整理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的贸易数据， 以揭示中国和东盟的贸易

演变特征。

表 ５ － ２ 列出了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每年从东盟的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进口机电

产品总值和零部件占比。 可以看出， 来自这两类国家的产品进口总额均呈上升趋势。 然

而， 零部件进口比例却朝着不同方向发展。 正如预期的那样， 中国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零部件进口份额从 ７０％逐渐上升到 ８０％以上， 上升 １０ 个百分点以上。 相比之下， 来自泰

国、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零部件进口份额却从 ７０％逐渐下降到 ５０％ ， 约下降了 ２０ 个百

分点。 显然， 这两组东盟国家和中国在机电行业的生产分工和贸易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相

对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专门针对研发密集型的零部件进行专

业化生产， 而泰国、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则相反， 该领域的生产逐渐减少。 这显示， 中国

机电行业正在调整， 在全球价值链上朝着东盟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方向发展。

表 ５ －２　 中国机电进口： 总值与零部件占比

年份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总值（美元） 占比（％ ） 总值（美元） 占比（％ ）

１９９７ ２４７３６６５ ７５ 　 ６６５９２４ ７０

１９９８ ３１６２３２０ ７３ １２５７８２０ ８１

１９９９ ３６３５１０３ ７０ １８１３５９８ ７５

２０００ ５６２０９９０ ７１ ３３６３３５０ ７８

２００１ ６３４７６２０ ７５ ３９６２３８２ ８０

２００２ ９３３４５５５ ７６ ５８６７４００ ７６

２００３ １４６２６６４１ ７３ １０７４１２１３ ６９

２００４ １９６６７７０５ ７４ １５１２４５７５ ６９

２００５ ２４２５３８２２ ７７ ２０７９４８３４ ６７
２００６ ２６６９２９５４ ７８ ２７１７７６４２ ６９
２００７ ２９０１３１４２ ７８ ３５１８４５０７ ７１
２００８ ３０２２６３１３ ７６ ３４５２２３０４ ６４
２００９ ２９８９８７９３ ７９ ２５７１６５８８ ５３
２０１０ ４５６９３７８５ ８１ ３２１０６５８５ ５６
２０１１ ５２６８０８０７ ８０ ３３６８７０２７ ５５
２０１２ ５０５１００１７ ８２ ３３６１９３８８ ５２
２０１３ ５２１００６４４ ８６ ２８８０８８３４ ６０

　 　 资料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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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 ３ 列出了中国对东盟的低收入成员 （越南、 老挝、 柬埔寨和缅甸） 在机电和纺

织服装两大行业领域的总出口以及零部件份额。 同样， 总出口也呈上升趋势， 但零部件份

额的表现却不尽相同。 对于机电行业， 该份额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４％ 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１％ ，

大幅上升了 ３７ 个百分点。

表 ５ －３　 中国对越南、 柬埔寨、 老挝和缅甸的出口： 总值与零部件占比

年份
机电 纺织服装

总值（美元） 占比（％ ） 总值（美元） 占比（％ ）

１９９７ ２７１５９９ １４ ３８４７４７ ５８

１９９８ ３４３６３３ １９ ３９４８１３ ５３

１９９９ ２６２６０３ １９ ３４０８８７ ６６

２０００ ３２３３８ ２５ ３３１１７６ ８８

２００１ ５１７５７９ ３４ ３４１１４５ ９１

２００２ ７５２４９７ ３９ ５８２４３５ ８５

２００３ ９０９５６７ ３９ ８３５７５２ ８３

２００４ １１４３７４３ ３９ １０７７１０６ ８８

２００５ １３７０２８９ ３６ １４１７７７７ ９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２６１４８ ３６ １８１３２１１ ９２

２００７ ３７０００６３ ３３ ２５４６９９５ ８９

２００８ ５４１７１０７ ３３ ３３３０８３１ ８４

２００９ ６３１８３４７ ３２ ３９６８４１９ ７３

２０１０ ８４９６３９４ ３５ ６３２５５５２ ７６

２０１１ １０８７５６４９ ３７ ８６９５４２０ ７６

２０１２ １２６５７９８８ ４６ １１２３９１１１ ６２

２０１３ １９２３６７０７ ５１ １６０９０１１３ ６１

　 　 资料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对于纺织服装行业， 结果也显示出较温和的上升趋势。 中国中间品出口份额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５８％上升至 ２００６ 年的 ９２％ ， 然后开始下降， 直至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６１％ 。 中间品出口上

升是乌拉圭回合决定于 ２００５ 年取消 《多种纤维协定》 （ＭＦＡ） 的结果。 ２００５ 年之前， 配

额逐年急剧扩大， 我国针对东盟低收入成员的纺织服装业不断上升的中间品出口份额

是出于外包战略的考虑， 即集中国内资源于高附加值的中间品生产， 充分利用东盟当

地的廉价劳动力和这些国家在美国和欧盟新获得的市场准入机会， 在国外进行成衣加

工并销往欧美。 ２００５ 年 《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 被取消后， 欧盟和美国与中国分别签

署了 《特殊保障协议》， 成为限制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两大海外市场的新机制。 几乎

同一时期，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谈判加速进行， 越南于 ２０１０ 年正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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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而对纺织品原产地以 “从纱开始” （ｙａｒｎ ｆｏｒｗａｒｄ） 的原则进行规定一直是美国的立

场。 人们由此形成预期， 含有中国纺纱的纺织品和成衣将无法享受 ＴＰＰ 市场准入优惠。

这些因素促成了 ２００６ 年以后中间品出口比重下降的贸易态势。 尽管如此， 从总量来

看，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３ 年我国纺织服装业中间品的出口仍然保持了持续上升势头， 有助于这

些低收入东盟国家开展其纺织和服装业的加工、 缝纫和组装业务， 强化与我国纺织业

的供应链关系。

对于机电零部件， 中国制造与高收入东盟国家制造有何差异？ 从直觉上， 我们预

感前者所蕴含的技术含量相对不高。 为了验证这一点， 以 ６ 位数的海关 ＨＳ 编码为标

准， 我们比较了从中国出口低收入东盟国家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的相同产

品的单位价格。 表 ５ － ４ 列出的对比结果显示， 中国零部件的出口价格比高收入东盟国

家的出口价格低， 这可以从价格比例小于 １ 的产品占总产品的百分比看出： 从最低

６９％到最高 ８８％不等。 平均而言，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３ 年， 在同时存在于东盟高收入国家向中

国出口和中国向东盟低收入国家出口的机电产品中， 对 ８１％ 的零部件而言， 中国产品

具有较低的单位价格。

表 ５ －４　 中国与高收入东盟国家机电零部件产品价格比较

年份 ＨＳ６ 数量 价格比低于 １ 的 ＨＳ６ 数量 价格比低于 １ 的 ＨＳ６ 占比（％ ）

１９９７ １１８ ９２ ７８

１９９８ １３８ １１３ ８２

１９９９ １３４ ９３ ６９

２０００ １９１ １６４ ８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２ １６８ ８３

２００２ ２２３ １８５ ８３

２００３ ２２９ １８５ ８１

２００４ ２２７ １７９ ７９

２００５ ２２２ １７７ ８０

２００６ ２２７ １８７ ８２

２００７ ２１１ １７１ ８１

２００８ ２２１ １８６ ８４

２００９ ２１３ １５４ ７２

２０１０ ２１８ １７３ ７９

２０１１ ２２４ １９８ ８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 １６８ ８４

２０１３ １５５ １３６ ８８

平均 ８１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的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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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 纺织品和服装是外包程度最高的两个行业。 中国和东盟这两大行业的零部件和

中间品贸易模式的变化显示： 相对于中国， 高收入东盟成员在价值链上正越来越多地专注

于研发密集型的生产活动； 而相对于低收入东盟国家， 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逐渐成为来自

高收入东盟国家零部件的加工和装配中心， 以及其相对于低收入东盟国家的类似关系的出

现， 预示着低技能劳动力将从中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南亚：形成中的价值链

1 中国 - 印度

通过振兴制造业扩大出口实现减贫是当前印度改革的主旋律。 印度和中国在很多方面

具有可比性。 中国的制造业和印度的服务业分别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 以

信息技术为主的印度服务业， 主要雇用技术人员， 不能为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创造就业机

会， 减贫效果有限。 仿效中国振兴制造业， 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是莫迪政府经济

改革的中心任务。

英迪拉·甘地执政的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印度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和保障平等的

经济政策。 尽管其初衷是为了保护劳工和持有土地的农民， 《劳工法》 和 《土地法》 却成

为今天大规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障碍 （Ｐａｎａｇａｒｉｙａ， ２００８）。 中国 － 印度区域贸易安

排联合研究于 ２００７ 年完成， 由于担忧中国制造业的冲击， 印度方面没有同意启动正式谈

判。

近年来， 印度经济增长减缓， 收入不均日趋严重， 失业和贫困现象加剧。 在中国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 民众的不满情绪高涨。 在强烈的改革呼声下， 印度人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

２０１４ 年下议院大选， 莫迪上台。 印度新政府的智囊人物、 哥伦比亚大学自由主义国际贸

易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 （ Ｊａｇｄｉｓｈ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 和帕纳格里亚 （Ａｒｖｉｎｄ Ｐａｎａｇａｒｉｙａ）

描绘了印度的改革蓝图。 在引发了有关国家未来经济政策辩论的 《为什么增长是重要的》

一书中， 他们主张包括劳工和土地流通等政策朝着自由市场方向进一步改革， 给予企业更

灵活的劳工雇佣制度， 减少政府对土地买卖的干预， 以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 ａｎｄ Ｐａｎａｇａｒｉｙａ， ２０１３）。 尽管帕纳格里亚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强捍卫者， 但在谈

及南亚自贸区时， 他甚至认为印度更应该和中国建立自贸区， 以引进制造业的外部竞争，

倒逼国内改革。 为替代已被撤销的 “计划委员会”， 莫迪政府于 ２００５ 年初成立了由总理

本人亲自挂帅的 “改革印度全国委员会” （ＮＩＴＩ Ａａｙｏｇ）， 并任命帕纳格里亚为部长级副主

席， 全盘负责制定印度改革战略。

为了落实振兴印度制造业的战略构想， 莫迪政府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启动了 “印度

制造” （Ｍａｋ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 倡议。 这一倡议旨在鼓励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印度从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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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 使印度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这一倡议是印度与中国投资印度基

础设施意愿的契合点， 也吸引了小米、 华为、 联想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对印度的投资。

由于缺乏具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 其高科技制造业部分面临瓶颈 （ 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 ２０１６），

而对于仅需简单劳动的加工组装业或其他中国低端制造业而言， 这是个难得的投资机

会。

这看似是一个必然趋势， 因为它顺应了中国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和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变

化。 两国在人口结构方面互补性强， 中国人口逐渐老龄化、 劳动成本不断上涨， 而印度年

轻劳动力丰富。 我国制造业升级、 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特别是制造业加工组装） 向

外转移， 除了东南亚低收入国家以外， 印度无疑也是一个可选之目的国。

然而， “印度制造” 倡议的配套政策还没有形成。 中国低端制造业的投资是否受欢

迎？ 其产品能否在印度国内销售？ 虽然这能为非熟练工人带来大量制造业就业机会， 有助

于实现印度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 但目前尚无发掘这些潜能的政策保障。 印度制造业多为

中小企业， 从事低端产品的生产。 由于无法实现规模经济， 面对中国在低端制造业领域的

竞争优势， 它们对向中国开放贸易和投资心存疑虑。 这是 ２００７ 年中国 － 印度区域贸易安

排联合研究无功而终的原因， 也造成了今天 “印度制造” 倡议对中国低端制造业转移的

保留态度， 甚至出现抵制中国产品的民族主义情绪。 解决这一问题， 不仅需要改革阻碍印

度制造业发展的印度国内立法， 也需要双方共同寻求创新的制度安排， 以减少中国投资印

度低端制造业的政治阻力。

2 中国 - 巴基斯坦

２１ 世纪初， 中国和巴基斯坦开始自由贸易区谈判， 并于 ２００６ 年达成协议。 与印度相

似， 巴基斯坦和中国当时在制造业上也没有形成紧密的供应链关系。 与印度不同的是， 巴

基斯坦是中国的全天候盟友， 在经济、 军事和安全方面依赖中国。 作为连接我国内陆和印

度洋的国家， 巴基斯坦的战略位置对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巴自贸区不仅仅是为了提

升双边经贸关系， 更是我国地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顾及巴方利益， 是中方的本

意， 也体现在了书面协议上。 从海关税号数目来看， 书面协议上中方的各项关税减让都超

过巴方。

然而， 从实际利用角度来看， 巴方的减让远远大于我方减让。 例如， 巴方实际利用的

减让税目仅为 ３０１ 个， 中方则为 ３３４５ 个； 而在受保护的敏感性产品税目中， 巴方仅利用

了 ４９ 个， 中方则为 ５５６ 个。 巴方的减让不仅涵盖中间产品， 而且包括与本地企业竞争的

最终产品。 不仅如此， 对巴基斯坦最具出口潜力的产品， 如珠宝、 纺织品和塑料制品等，

中国给予巴方的优惠关税仍高于东盟国家享受的关税。 这一协议的第一阶段执行结果是，

中国的各种产品大量涌入巴基斯坦， 而从巴方进口的产品数额有限， 且大多是农业和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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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初级产品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３）。 在巴基斯坦国内， 中巴自贸区带来的负

面效应包括制造业受到冲击、 关税下调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和对华贸易赤字扩大。 巴基斯坦

的舆论质疑巴基斯坦从自贸协议中是否真正获得了收益 （Ｓｉｄｄｉｑｕｉ， ２０１０； Ｍａｋｅｎ， ２０１１）。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不尽如人意的结果，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巴方制定贸易政策的

能力不足， 二是谈判代表和企业沟通不畅。 没有企业介入谈判过程， 政府谈判代表就无法

充分掌握产业界的贸易实际情况。 这样， 即便中方有意， 也无法达成真正惠及巴方企业的

贸易协议。

一个意义重大的贸易协定， 却因中国制造业冲击对方市场， 产生了巴国政治反弹， 削

弱了本来的战略目的， 事与愿违。 今天， 在我国周边国家发生政治变革的国际环境下， 巴

基斯坦的战略重要性更加凸显。 中巴自贸区的经验启示我们， 贸易政策能力建设应该是我

国对外援助的一部分， 包括构建与我国供应链相关联的能力建设。 这在中巴经贸关系日趋

紧密的今天， 显得尤其重要。

3 中国 -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航运枢纽， 地处中国主要运输线上。 和巴基斯坦一样， 斯里兰

卡制造业落后， 没有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 但其和印度等大国关系良好， 具有多维度的国

际关系空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中国 － 斯里兰卡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完成， 同年 ９ 月正式

启动谈判。 在这一背景下， 斯里兰卡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 使得建立双边产业的供应链

关系、 避免冲击对方劳动力市场成为紧迫议题。

斯里兰卡实行民主政治， 总统和国会均由民众直选。 在前总统拉贾帕克萨 （Ｍａｈｉｎｄａ

Ｒａｊａｐａｋｓａ） 执政的十年中， 中斯经贸关系发展迅猛， 多个大型投资项目上马。 然而，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的总统选举中， 反对派西里塞纳 （Ｍａｉｔｈｒｉｐａｌａ Ｓｉｒｉｓｅｎａ） 获胜， 并在 ８ 月的议

会选举中巩固了其权力。 新政府对华政策有所变动， 对中国投资项目进行了重新评估。 显

然， 进一步推进中斯经贸关系需要充分考虑斯国的新政治环境， 特别是普通老百姓选民的

经济利益。

在中斯自贸区谈判开始前， 斯方知名学者已经开始为协议勾画蓝图。 斯里兰卡政策研

究院执行院长 Ｓａｍａｎ Ｋｅｌｅｇａｍａ 博士认为， 自贸协议必须顾及斯方两个至关重要的领域：

更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对本国成熟的进口替代产业的充分保护。 考虑到两国经济的非对

称性和不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 参照 《印度 － 斯里兰卡自贸协议》， 中斯协议应该给予斯

里兰卡充分的特殊和区别待遇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ＤＴ）。 具体措施包括：

针对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进口压力， 制定更长的负面清单； 借助中国制造业在全

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 整合两国制造业， 使斯里兰卡制造业能够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Ｋｅｌｅｇａｍａ，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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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ｌｅｇａｍａ 的主张是对斯里兰卡谈判代表的建议， 也有助于我国谈判方案的形成。 斯

里兰卡的输华产品绝大多数为资源和原材料， 敏感性税号和产品数量有限。 因此， 最大限

度地对斯开放我国市场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当地成熟产业带来了就业机会， 并促

成了寻求保护的利益集团， 在进入斯方市场方面， 我国与这些产业竞争的产品强势进入斯

里兰卡， 必将遭遇强烈的政治阻力和反弹。 因此， 在制造业市场准入谈判中， 避开斯里兰

卡成熟的进口替代产业， 在斯方空白产业领域推动市场准入的突破； 对现存 （成熟或幼

稚的） 制造业， 应寻求与之衔接的中间投入和零部件出口， 避免制成品输入。 这些是我

国在市场准入、 投资和服务等领域谈判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南亚诸国制造业落后但正在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 而非洲和太平洋岛国整体上则

属于最不发达地区， 还没有进入全球价值链， 但中国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已将价值链触角延

伸到了这些地区。

（三）非洲和太平洋岛国：萌芽中的价值链

1 中国 - 非洲

非洲的国民经济主要依赖资源采掘业和农业， 制造业被边缘化。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２０１１ 非洲经济发展报告》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８ 年非洲制造业占 ＧＤＰ 的比例为

１０ ５％ ， 而同期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则为 ３５％ 。 非洲在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出口中的

份额则更小， 分别为 １ １％和 １ ３％ 。 在非洲制造业 ＧＤＰ 中，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例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３％下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０％ 。 不仅如此， 非洲制造业企业多为小型和非正

规企业。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缓慢制约了就业机会的创造， 并带来贫困等一系列社会

问题。

以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启动的 “中非合作论坛” 为标志， 中非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经贸关系

快速发展，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带动了双边贸易。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非洲输华产品增加了 ２０

倍， 主要是矿产资源类产品。 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资源领域的投资， 有助于拉动非洲

经济的发展。 但由于采掘业附加值低、 利益分配仅限于地方政府和精英， 惠及民生有限。

再加上忽视环境和生态保护、 劳工纠纷等问题， 政治反弹强烈。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

南领导的 “非洲发展小组” 近期推出一份题为 “采矿公平： 管理全非洲的自然资源” 的

报告， 严厉抨击外国企业在非洲杀鸡取卵， 伤害非洲。 报告对中国在非洲的不透明、 缺乏

社会责任的做法专文提出措辞谨慎的批评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ａｎｅｌ， ２０１３）。 在这一背景下，

帮助发展非洲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既是我国通过向国外产业转

移来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 又是进一步发展中非关系的必然要求。

非洲市场容量有限。 人们经常提到的制造业投资非洲的有利之处是零关税、 无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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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ＤＦＱＦ） 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际市场的便利。 然而， 非洲出口的瓶颈更多

的是供给约束， 即基础设施缺乏、 吸收整套制造业项目的能力不足。 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投资不仅需要长时间才能获得收益， 而且由于缺乏人力资源开发和其他配套设施， 这些

投资不能保证能够最终提升整个非洲大陆的制造业生产能力。 毋庸置疑， 非洲需要外

援。 但是， 政府治理能力薄弱以及政局不稳带来的投资风险更是非洲长期贫穷的根源

（Ｍｉｌｌｓ， ２０１０）。 这些制约因素决定了适度规模的出口导向低端制造业是符合当地具体

情况的选择， 也决定了非洲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是有限的。 尽管如此， 非洲参

与构建全球价值链的成功案例可以起到积极的示范效应。 位于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的

华坚制鞋厂， 将中国的设计、 技术设备和海外销售与非洲当地丰富的皮革原料和廉价劳

动力结合起来， 使该国制鞋业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这一案例虽然局限于工业园区

内部， 尚不能够为低技能劳工大规模地创造就业机会。 但是， 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 贸

易和投资政策创新等多个方面， 可以为中国调整和制定非洲经贸政策带来启示， 意义不

可低估。

2 中国 - 太平洋岛国

如果说非洲因为基础设施不足、 政局不稳， 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近期无望成规模地参

与全球价值链， 那么， 太平洋岛国则因为地理位置也不能实现同样的目的。 更为重要的

是， 地理位置无法改动。 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来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在这一地区行不通， 因而需要根据其比较优势， 在服务业领域另辟蹊径。

太平洋岛国人口少、 陆地面积小， 但覆盖广袤的南太平洋， 海洋和矿产资源丰富， 海

洋战略地位重要。 ２００６ 年首届 “中国 －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召开， 中国和南

太关系开始迅猛发展。 ２００６ 年南太主要国家斐济发生军事政变， 西方国家对军人政权实

施制裁， 斐济与中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同时带动了其他南太岛国与中国关系的加

强， 双边经贸大幅增长。 中国出口多种制造业产品， 从南太进口矿产、 林木和海产品。 中

国成为南太的重要投资国， 从事道路、 港口、 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旅游胜地， 南太

国家是服务业净出口国 （Ｙ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南太诸国属于低收入国家， 西方国家的制裁更影响了其主要经济体斐济。 再加上狭小

的国内市场和进入国际市场的地理限制， 南太制造业不发达。 因而， 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带

动整体经济，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有限。 同时， 脆弱的生态环境使资源类产业的发展

受到限制。 但是， 作为前英国殖民地， 该地区国家属于英联邦国家， 具有英语能力的人力

资源丰富， 并处于独特的时区， 可以成为英语呼叫中心， 为中国企业服务。

和印度相比， 除了规模， 太平洋岛国的英语服务业有何特点？ 首先， 印度在服务业的

比较优势不是真实的， 而是劳动力市场扭曲、 制造业受到抑制的表现。 莫迪政府的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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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制造” 倡议将完善基础设施、 统一劳动力市场作为目标， 使得印度真实的比较优势，

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充分发挥。 届时， 熟练工人将离开服务业转向制造业，

从而导致服务业的萎缩。 太平洋岛国则不存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势互换， 服务业的比较

优势将长期得以保持。 其次， 印度的服务业是英语国家 （主要是美国） 信息产业链上的

一环，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而不是英语本身） 是其比较优势所在。 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

业而言， 太平洋岛国呼叫中心更多的是提供专门的英语服务， 双方互补性更强。 再次， 接

受呼叫中心服务的国家需要与当地有紧密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以制定量身定做的服务

项目。 中国近年来已成为当地最主要的非英语贸易和投资伙伴， 孔子学院的建立也为以语

言培训为基础的合作项目提供了平台。

中国出口型企业正在逐渐涉入包括销售在内的高附加值领域。 企业转型和走向海外需

要高质量的英语服务。 帮助太平洋岛国开发其由于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条件形成的英语语言

服务比较优势， 与我国制造业形成供应链， 应该是我国在该地区经贸合作的重点。

斐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民主选举后， 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取消制裁， 加快重返该地区的步

伐。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访问南太， 又将世界的目光引向这里。 为在该地区未

来的政局演变中保护我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 迫切需要优化我国在当地的投资建设项目，

尽可能地惠及广大基层民众。

四　我国加工贸易制度的普适性

中国的加工贸易制度对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构建价值链具有可鉴之处， 是中国产

业成功转移的必要制度保障， 也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一般来说， 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

贫困人口，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更迫切需要包容性的贸易增长。 同时， 出于保护国内产业

和财政收入的考虑， 其贸易保护程度高， 在多哈回合非农市场准入 （ＮＡＭＡ） 议题的谈判

上处于防守态势， 尤其对与当地制造业形成直接竞争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心存疑虑。

这和中国的情况很相似。 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侧重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

仍保持着对技术密集型的战略性行业的扶持。 中国的改革一直在开放贸易和保护进口竞争

行业之间寻求平衡。 改革开放早期， 主要通过 “外国部件， 国内组装， 国内销售” 的方

式参与制造业国际分工， 属于浅层次的价值链整合。 严格地讲， 因为没有产生附加值出

口， 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链贸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在加工贸易制度的支持下，

实现了深层次的价值链整合， 即 “外国部件， 国内组装， 出口国外”。

加工出口非中国所独有。 中国的创新之处在于走出了通常封闭的加工贸易区， 在整个

国家范围大规模地开展出口加工业务。 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创新型的海关管理制度： 免除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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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进口关税和附加值税， 同时， 严格禁止国内销售， 确保产品最终全部出口。 这种加工

贸易制度为零部件大规模跨境流动提供了便利， 避免了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和关税收入的流

失， 并创造了大量的加工和装配工作岗位。

相比之下，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加工贸易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 或者本地销售

（因而没有真正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 如低收入东盟国家和印度的机电产业， 或者在特

定园区内从事出口加工， 如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中的华坚制鞋厂。 本地销售的市场空间

有限， 在较小的封闭区域内设立加工贸易区出口组装产品， 在政策试验上有意义。 但要实

现大规模减贫和包容性贸易增长， 还需要将此机会扩大到广泛的低收入人群， 需要能够覆

盖更广泛地理区域的政策措施。 国外学术和政策界非常关注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经验。 但

是， 其关注点常常在我国的经济特区经验上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 ２０１２）。 加工贸易制度是超越经

济特区的海关管理制度， 涉及商务、 海关、 质检、 税务、 外汇等部门的联合监管， 两者有

根本区别。 我国制造业特别是加工组装业成功转移海外， 不仅需要投资建设工业园区等基

础设施， 还需要建立类似于我国的出口加工海关管理制度。 在印度， 以构建全球价值链为

出发点， 投资建设工业园区等硬件设施， 向印方推介我国加工贸易制度等政策软件， 重新

考虑中印自贸区， 加快中印制造业整合， 时机已经成熟。 在非洲， 更现实的做法是在有限

的工业园区内实行出口加工制度。 虽然这不能为低技能劳工大规模地创造就业机会， 却可

以为以后的发展起到示范效应。 在 “一带一路” 目前的发展阶段， 向这些国家提供加工

贸易海关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援助， 输出加工贸易制度， 为基础设施硬件建设配套政策

软件， 不仅是对方的迫切需要， 也是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向海外转移、 优化本国加工贸易产

业的需要 （国务院， ２０１６）。

如果说非洲出口供给约束使其不能够充分利用进入主要国际市场的优惠贸易待遇， 如

对一些产品的零关税、 无配额限制 （ＤＦＱＦ） 待遇， 那么， 东盟和南亚发展中国家面临日

益增长的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 将成为中国加工贸易企业海外转移的目的地。 美国

“普惠贸易待遇” （ＧＳＰ） 的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一制度旨在给予发展中国家的

产品低于最惠国关税的优惠市场准入待遇， 通常是零关税。 享受这一待遇的国家大多又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不仅如此， 这一项目下的产品和国家范围也在逐渐扩大。 美国政

府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底宣布将零关税待遇产品扩展至旅行产品。 美国该类产品最惠国关税为

４％ ～２０％ ， 而零关税适用于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涵盖的 ３８ 个非洲国家和 ４３ 个其他

“最不发达” “普惠贸易待遇” 国家。 非洲零关税受益国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微不足道， 出

口供给约束使得零关税待遇不会对其减贫和发展有实质性帮助。 中国是旅行产品出口大

国， 中国和越南的旅行产品占美国市场的 ９０％ ， 金额达 ５０ 亿美元， 具有很强的出口竞争

力。 非洲国家零关税待遇不会对其在美国市场上的地位造成威胁。 由于落后的投资和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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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非洲国家的这一美国市场准入优势也不足以使制造商从亚洲转移到非洲。 有鉴于此， 美

国政府考虑将旅行产品零关税待遇受益国的范围扩展到全部 “普惠贸易待遇” 国家。

这一政策动议意义重大。 如果成功实施， 柬埔寨和缅甸这两个最不发达的东盟国家，

还有泰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印度、 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都享有旅行产品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待遇。 这些国家生产潜力巨大， 尤其是 “一带一

路” 建设的薄弱环节菲律宾， 该国计划旅行产品行业每年增长 １ 亿美元， 计划今后五年在

这一行业增加投资， 创造 ７５０００ 个就业机会 （Ｒｕｓｈｆｏｒｄ， ２０１６）。 这无疑是我国加工贸易

海外布局的重要契机。 在此背景下， 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加工贸易制度， 可促进行业价值链

的形成， 为 “一带一路” 添加民生的纽带。

五　通过“促贸援助”构建价值链

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援助大部分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 尽管这种援助策

略最终可能提升这些国家的贸易并使穷人受益， 但针对贸易瓶颈、 将低收入人口纳入全球

贸易体系的援助， 则更能产生持久的、 可持续的减贫效果。 这也是 ２００５ 年在香港举办的

ＷＴＯ 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推出 “促贸援助” 项目的愿景。 促贸援助的领域包括两大类： 基

础建设和人力资源投资， 贸易政策能力建设。 这些内容虽然都已存在于我国目前的对外援

助项目中， 但是用 “促贸援助” 的框架组织这些项目对我国 “一带一路” 建设有特殊意

义。

首先， “促贸援助” 的运作机制包括针对每个国家的贸易和发展需求进行系统诊断，

并推荐援助方案。 鉴于 “促贸援助” 的愿景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目标一致， 前者可以

为后者提供组织框架， 统筹、 整合援助项目， 增强项目之间的关联， 从而提高援助的整体

质量和效率。 这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外援项目存在的散、 乱、 无序和碎片化等问题， 提高

援助的可持续性。

其次， 实证研究表明， 促贸援助对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参与价值链贸易具有促进作

用。 据估算， 每 １ 美元的促贸援助投入可增加发展中国家 ８ 美元的出口， 而对最不发达国

家可增加其 ２０ 美元的出口。 不仅如此， 与总出口相比， 促贸援助对零部件等中间品出口

的促进程度更高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ＷＴＯ， ２０１３）。 Ｖｉｊｉｌ （２０１４） 使用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针对

不同领域的促贸援助的有效性， 发现促贸援助和区域贸易安排之间存在互补性。 与在基础

设施和生产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相比， 在制度性建设 （如贸易政策能力建设） 方面的援

助效果最好， 每 １ 美元援助可增加受援国向区域贸易协议其他成员出口 ２７ 美元。 这些研

究为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促贸援助， 特别是以加工贸易制度为主要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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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援助， 帮助其参与价值链贸易， 提供了经验参考。

最后， 作为我国对外援助的一部分， 促贸援助可以成为沟通中国和西方外援合作的桥

梁。 我国的发展援助是增长驱动型， 注重实际效果； 而 ＯＥＣＤ 国家的发展援助是过程驱动

型， 注重问责、 透明、 参与等西方民主过程。 两者在不同的框架下运行 （王小林和刘倩

倩， ２０１２）。 这种运行模式上的差别使中国外援经常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 在一些非原则

性的问题上适当调整、 减少政治摩擦， 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通过多边机构提供援

助， 多边双边援助相结合， 打造对外援助升级版， 已经成为共识。 在 ＷＴＯ 主持的 “促贸

援助” 计划的框架下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援助， 顺应了我国外援政策的发展方

向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２０１４）。

通过加工贸易制度建立 “一带一路” 价值链需要一揽子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的支持。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情况各异， 每个国家需要有专门的援助方案。 中国加工贸易制度的

成功和其在 “南南合作” 框架下主要捐助国的身份， 使得其能够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 “促贸援助” 项目上有所作为。

六　结语

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中， 中国可以借鉴其在南北贸易合作中的成功经验。

中国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投资吸引了从事全球价值链生产和贸易的外国直接投资。 中国参

与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为农业过剩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 有助于减贫事业。

今天， 中国已经跻身于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 一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价值链贸易关系

进一步深化， 产业升级换代； 另一方面， 开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

家， 转移低端制造业。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 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

银行的建立， 为该地区的投资提供了保障。 制造业发展的 “雁阵模式” 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日益显现出来。

然而， 仅有这些还不能保证这些地区能够复制中国奇迹， 实现大规模的减贫和包容性

增长。 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低收入低技能人口大量存在，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发

达。 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制造业工人可以用选票影响贸易开放进程。 在此条

件下， 将价值链贸易和大规模减贫之间内在的经济学逻辑转变成双赢的价值链贸易现实，

需要加工贸易制度的保障， 以避免与中国制造业的摩擦而引发政治反弹。 加工贸易制度是

我国的创新， 是与基础建设和产业转移等硬件开发相对应的制度软件， 也应该是 “一带

一路” 价值链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 在全球价值链条件下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 发展中国家需要能力建设。 调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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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援助模式， 在促贸援助的框架下整合外援项目， 将加工贸易制度纳入贸易政策能力

建设中， 是 “一带一路” 建设持续进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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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ｅｎ， Ａｆｔａｂ， “ ＦＴＡ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ｐｋ ／ Ｔｏｄａｙｓ － Ｎｅｗｓ － ３ － ６２４１９ － ＦＴＡ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ｍｏｒｅ － ｔｈａｎ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Ｍｉｌｌｓ， Ｇｒｅｇ， “Ｗｈｙ Ｉ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６，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ｂｅｒｔｙ ＆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Ｃａ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０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Ｂａｒｒｙ， “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ｓ 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９９６， ｐｐ ２７３ － ３４４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Ａｉ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２０１３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ｏｓｔ ＦＴＡ， Ｋａｒａｃ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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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ｂｃ ｏｒｇ ｐｋ ／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ｄｆ ／ ２１ － Ｏｃｔ＿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３ ｐｄｆ
Ｐａｎａｇａｒｉｙａ， Ａｒｖｉ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Ｇｉａ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Ｒｕｓｈｆｏｒｄ， Ｇｒｅ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Ｂｌ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Ｓｉｄｄｉｑｕｉ， Ｓａｌｍａｎ， “ Ｄｏｅｓ Ｐａｋ⁃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ｃｏｍ ｐｋ ／ ｓｔｏｒｙ ／ ６０９４６ ／ ｄｏｅｓ － ｐａｋ － ｃｈｉｎａ － ｔｒａｄｅ － ｒｅｆｌｅｃｔ － ｍｕｔｕａｌ －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ＵＮＣＴ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ｖａ， ２０１１
Ｖｉｊｉｌ， Ｍａｒｉａｎａ， “ Ａｉ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４， ｐｐ ５５５ － ５６６
Ｓｈｕｎｌｉ Ｙａｏ， Ｂｉｍａｎ Ｐｒａｓａｄ ａｎｄ Ｍｅｎｇ Ｘｕ， “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ｍｉ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４２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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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南南发展援助
∗

南南合作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截至目前已有 ６０ 多年的发展历史。 针对南南合作这

一概念， 国际上许多组织机构做出了相应的界定， 如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ＯＳＳ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ＵＮＤＰ） 等。 虽然各个机构对南南合作的定义表述不尽相同，

但其核心要义是一致的。 一般来说，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自己发起、 组织和管理的， 在

双边、 多边、 地区和地区间等多个层次为促进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和科学发展而开展

的合作。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 （１９７９） 则明确指出， 南南合作是由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

术合作和经济合作构成的。

现代的国际援助始于 １９４７ 年美国的 “欧洲复兴计划” （即 “马歇尔计划”）。 发达国

家一直在国际援助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当前的国际援助体系也是由经合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下属发展援助委员会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ＤＡＣ） 建立并规范的。②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些传统受援国开

始以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双重角色参与到国际发展援助之中， 在接受援助的同时向其他国家

提供援助资金。 特别是 ２１ 世纪后， 一些非 ＤＡＣ 援助国开展的对外援助开始受到国际社会

的关注。 但是，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并非所有非 ＤＡＣ 援助国提供的援助均可以称为南

南发展援助。 根据非 ＤＡＣ 援助国之间的一些共同特征，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和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１） 把

非 ＤＡＣ 援助国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新兴援助国， 主要由欧盟的新成员构成， 但也包括以

色列、 俄罗斯和土耳其。 这类国家对外援助的立法、 策略和组织机构等总体上与绝大多

数 ＤＡＣ 成员相同。 第二类是阿拉伯援助国 （Ａｒａｂ Ｄｏｎｏｒｓ）， 主要包括科威特、 沙特阿拉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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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章作者是黄梅波、 陈娜。 黄梅波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黄梅波、 唐露萍： 《南南合作与中国对外援助》， 《国际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唐露萍： 《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及其发展方向———以中国、 印度、 巴西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厦门大学，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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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这类国家承认自身援助国的角色， 其相应的援助管理体制较为

薄弱， 同时这些国家较为重视以项目交付 （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的方式提供援助。 第三类

是南南合作伙伴国家。 在这类国家中， 以巴西、 中国、 印度、 南非、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泰国等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最为活跃。① 这些国家向其他发展

中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和专门技术， 但又不愿以 “援助国” “援助” 等措辞来形容其所提供

的支持。

南南发展援助指的是南南合作伙伴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 有别于传

统 ＤＡＣ 援助国和其他非 ＤＡＣ 援助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ＤＡ）。 一方面， 南南发展援助是在 １９５５ 年的万隆会议精神 （南南合作原则， 即在政治

上坚持尊重伙伴国主权、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在经济上强调互利共赢和促进双方的经济

发展） 的指导下展开的。 另一方面， 南南发展援助包含的范围较广， 不仅包含 ＤＡＣ 国家

认同的赠款或优惠条件下通过双边或多边形式开展的国际援助， 往往还包含相关的贸易、

投资、 能力建设、 技术和知识转让。②

一　南南发展援助概况

南南发展援助的援助主体是在对外援助中遵循南南合作原则的中国、 印度、 南非、 智

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泰国等非 ＤＡＣ 援助国。 从整体上来看， 近年来南南发展援助国

的援助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同属于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发展援助， 这些国家的对外援

助在援助规模、 援助对象、 援助领域、 援助方式和渠道、 援助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

性。 但是， 由于各国历史条件、 自身发展情况及周边环境等的不同， 其对外援助呈现自身

独特的一些特点， 发展援助被用于为本国的政治、 经济和外交等目标服务。

（一）南南发展援助的援助对象

在援助对象的选择上， 南南发展援助国倾向于将周边国家以及在经济发展上与本国

相似的国家作为重点援助对象 （见表 ６ － １）。 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关注程度

的提高， 南南发展援助国也开始将非洲国家列为重点援助对象。 以巴西为例， 巴西将中

南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作为其经验传授和技术转让的优先对象， 因为这些地区在历史上

０３１

①

②

Ｆｅｌｉｘ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Ｓｍｉｔｈ，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ＥＣ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１， Ｖｏｌ ２０１０ ／ １： ３７ － ４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ｅｅｐｅｅｋ ｃｏｍ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ｓｅ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ｏｅｃ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ｎｅｗ⁃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０ － ５ｋｇｃ６ｃｌ３４３２２＃ Ｖ９ＴｏＭｕｙｅｒＶｃ
Ｂ Ｎｅｉｓｓａｎ， Ｋ Ｋｅｌｅｂｏｇｉｌｅ ａｎｄ Ｍ Ｍｏｉｌｗａ，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ＳＴ，
２０１５， ｐｐ 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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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文化上与巴西有着密切的联系。 巴西与非洲的合作， 则旨在解决奴隶制时期产生的

历史债务问题。①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 非洲始终是重要的援助地区。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中国

对非洲地区的援助资金占总援助资金的 ４５ ７％ ， 而这一比例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上升至

５１ ８％ （见图 ６ － １）。

表 ６ －１　 南南发展援助国的援助对象

援助国 援助国所在区域 重点援助区域 重点援助国家

巴西 拉丁美洲
非洲的葡语国家、中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亚洲及东欧地区

莫桑比克、东帝汶、几内亚比绍、佛得

角、海地、乌拉圭、危地马拉

中国 东亚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印度 南亚 南亚、西非
不丹、阿富汗、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

兰卡

南非 非洲
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主要是

南非的周边邻国

津巴布韦、民主刚果、乌干达、马达加

斯加、莱索托、马里

智利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墨西哥、海地、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 拉丁美洲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墨西哥 中美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尤其是中美洲地区 —

泰国 东亚 东亚地区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资料来源： 根据李小云等编 《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３） 的相关资料整理。

图 ６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分布对比

资料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１）》 白皮书及 《中国

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 白皮书的相关数据整理。

（二）南南发展援助的援助领域

南南发展援助国的援助领域 （见表 ６ － ２） 与其援助规模和援助方式之间有着密切

１３１

① 黄梅波、 谢琪： 《巴西的对外援助及其管理体系》，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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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 一般来说， 援助规模较大、 援助方式多采取优惠贷款等方式的国家， 虽然社

会领域也是其援助的重点领域， 但更关注当地能源发展、 交通和仓储等经济基础设施，

如印度、 中国等。 援助规模较小， 并且是以技术援助为主的国家， 其援助领域主要集

中在教育、 卫生和就业等社会领域， 如智利、 泰国等。 此外， 与 ＤＡＣ 成员相比， 南南

援助国更重视对农业领域的援助， 一些国家将农业作为援助的重点领域， 如巴西、 印

度等。

表 ６ －２　 南南发展援助国的主要援助领域

援助国 援助领域

巴西 技术援助主要集中于农业、卫生和教育三大领域，且在非洲地区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更高

中国 主要集中于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领域

印度 无偿援助的主要领域是农村发展、教育、健康和技术合作，贷款的主要领域是基础设施

南非
促进民主和善治、预防和解决冲突、人道主义援助、人力资源开发、社会经济整合以及与其他国家间

的合作

智利
社会领域、制度与现代化建设领域、生产发展领域，其中社会领域一直是相对重要的领域，包括文化

及文化管理、环境、社会发展、消除贫困、健康和教育

哥伦比亚 集中于政府管理、环境、教育、艺术和文化、生产发展和工厂等领域

墨西哥 农业、能源、基础建设、教育等

泰国
集中于教育、健康和农业三个领域的人力资源合作，具体活动包括培训、派遣泰国专家、提供设备及

按合作伙伴需求量身定做的培训项目

　 　 资料来源： 根据李小云等编 《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３） 的相关资料整理。

随着国际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 南南发展援助国的援助领域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根据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１）》 白皮书及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 白皮书的相关数

据， 尽管中国在 ２００９ 年之前一直强调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 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其对于经济

基础设施领域的重视程度相对下降， 该领域援助资金的比例从截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５９％下降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４ ８％ 。 与此同时， 中国对于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

截至 ２００９ 年流向该领域的援助资金仅占 ３％ ， 而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该比例上升到了 ２７ ６％ 。

除对社会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重视程度提高外， 中国对人力资源开发和合作的重视程度也

有所提高，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流向该领域的援助资金比重达 ３ ６％ ， 而在此之前该领域对外援

助所占的比重几乎为零。 因此， 中国对外援助的领域呈现 “从经济基础设施向公共基础

设施， 从硬件建设向能力建设” 的转变。

（三）南南发展援助的援助方式和渠道

关于援助方式 （见表 ６ － ３）， ＤＡＣ 成员通常采用财政援助的方式提供援助， 而巴西、

印度、 智利、 墨西哥等南南发展援助国的援助则以项目援助和技术援助为主。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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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３　 南南发展援助国的援助方式

援助国 援助方式

巴西 主要是技术合作，提供部分债务减免、粮食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资金援助的比例很小

中国
包括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

者、债务减免 ８ 种方式，且以成套项目方式为主

印度 项目援助、技术合作、债务减免、优惠贷款

南非

主要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ＰＡＤ）和非洲复兴

和国际合作基金（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ＡＲＦ）来实施援助，以技术

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为主，也提供一些债务减免

智利 技术援助、奖学金

哥伦比亚 人道主义援助等

墨西哥 主要方式是技术援助，尤其是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且技术援助主要以三边合作的形式进行

泰国 技术合作，特别是人力资源合作

　 　 资料来源： 根据李小云等编 《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３） 的相关资料整理。

援助渠道通常有双边合作、 三边合作以及多边合作三种。 ＤＡＣ 成员虽然比较重视

通过国际多边机构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但从资金总量上来看， 双边合作援助仍然

是最主要的援助渠道， 通过国际多边机构提供的援助资金在其总援助资金中仅占 ３０％

左右。 南南发展援助国在双边和多边渠道的利用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类国家以双

边援助为主， 较少利用国际多边机构， 如巴西、 印度、 中国等。 另一类国家则很少提供

双边援助， 而主要通过国际多边机构平台提供援助， 如南非、 泰国等。 在 ２０１１ 年南非发

展合作局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ＡＤＰＡ） 成立之前， ７５％的南非

对外援助通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ＡＤＣ） 和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Ｕｎｉｏｎ， ＳＡＣＵ） 等多边渠道提供。 此外， 南

非援助资金也流向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ＡＲＦ）。

三边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援助形式， 即一个援助国和另一援助国或国际多边机构合

作， 向第三国提供对外援助。 与 ＤＡＣ 国家进行的三边合作比较常见的机制是传统援助国

或国际多边机构提供资金和管理经验， 而南南发展援助国提供技术人员、 场地、 设施等技

术性投入， 合作的主要领域是技术合作， 尤其是合作培训。 近年来， 三边合作越来越受到

巴西、 印度、 智利、 墨西哥、 泰国等南南发展援助国的重视。 以智利和美国的三边合作为

例， 美国国务院、 财政部和农业部共同为项目提供法律实施支持、 进行基础设施改善以及

分享农业管理实践， 智利政府从众多部门调派技术专家为项目提供支持。 ＯＥＣＤ 的一份分

析报告指出， 墨西哥是国际发展援助中三边合作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其三边合作的主要合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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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为日本、 法国、 德国。① 与非 ＤＡＣ 国家之间的三边合作则通常采取双方共同出资的

方式。 比如， 墨西哥和阿根廷在合作中各出一半的资金； 一些南南发展援助国也采取设立

共同基金的方式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如印度、 巴西和南非等。②

（四）南南发展援助国的援助管理

ＤＡＣ 成员在援助管理上有相对规范的安排， 大部分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对援助进行

管理， 援助和外交在国家机构设置中处于相对平等的位置。 然而， 大部分的南南发展

援助国在援助管理上并没有设立独立的机构， 援助事务通常隶属于本国的外交部、 商

务部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 援助管理的体系设置主要有两种： 由隶属于外交部的国际

合作署管理以及多部门共同管理。 其中， 以成立隶属于外交部的国际合作署最为常见，

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包括巴西、 南非、 智利、 泰国等。 一些国家， 如印度， 则采

取多部门共同协调和管理的方式处理对外援助事务。 但是，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的管理

体系， 南南发展援助国在对外援助管理上的共同特点是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建立一个统

一的援助管理体系， 在对外援助事务中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现象普遍存在。 虽然大部分

国家都有一个主导机构来协调援助事务， 但不同部门之间的援助协调仍存在一定的问

题。

以巴西为例， 巴西发展援助署 （Ａｇｅｎｃｉ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ｃａｏ， ＡＢＣ） 成立于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隶属于巴西外交部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 ｄａｓ Ｒｅｌａｃｏ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ＭＲＥ）， 专门负责巴西的

技术援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标准和外交政策。 关于管理体系， 一方面， ＡＢＣ 建立了

一套按管理职能进行划分的管理体系， 设 ６ 个协调司。 另一方面， ＡＢＣ 在开展发展援助

之初是按照地理区域的划分与受援国进行双边谈判的， 尽管 ＡＢＣ 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促

使运行模式逐渐向按管理职能划分的运行模式转变，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一套按

地理分配职能的体制。 而且除了 ＡＢＣ 隶属的外交部， 参与技术援助的主体还包括农业部、

卫生部、 教育部等联邦政府部门以及州政府、 市政府等地方政府部门， 巴西农业研究企业

（Ｅｍｐｒｅｓ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ｄｅ Ｐｅｓｑｕｉｓａ Ａｇｒｏｐｅｃｕａｒｉａ） 等国有企业， Ｏｓｗａｌｄｏ Ｃｒｕｚ 基金会 （Ｆｕｎｄａａｃｏ

Ｏｓｗａｌｄｏ Ｃｒｕｚ ） 等 公 共 研 究 中 心， 国 民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银 行 （ Ｂａｎｃ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Ｄｅｓｅｎｖｏｌｖｉｍｅｎ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ｅ Ｓｏｃｉａｌ⁃ＢＮＤＥＳ） 等金融机构， 以及私人和非政府组织。③ 此

外， 巴西现有的发展援助法律规制仅仅是针对作为受援国的巴西所开展的双边或多边合作

项目， 缺乏作为援助国对发展援助活动进行监管的法律框架。 因此，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

４３１

①
②
③

黄梅波、 宋梁禾： 《墨西哥的国际发展援助： 沿革与趋势》，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李小云等编 《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３。
吕少飒： 《巴西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及其面临的挑战》，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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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在各个援助主体执行同一主题框架下具体项目的过程中， 并未明确 ＡＢＣ 是否应进行

实质性干预和协调。 此外， 无论是 ＡＢＣ 内部、 巴西各部门及机构之间还是其他利益相关

者， 其在开展技术合作过程中相互的经验交流与合作也不够充分。① ＡＢＣ 运营至今已有 ３０

年， 但是巴西援助管理体系仍存在组织机构不成体系和缺乏中央协调的弊端。

二　南南发展援助的特点

尽管传统发展援助 （南北援助） 仍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南南

发展援助近年来蓬勃发展， 成为国际援助体系的新兴力量。 通过比较南北援助与南南发

展援助我们发现： 一方面， 南北援助与南南发展援助的目标都是帮助受援国实现联合国

的国际发展目标， 推进受援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援助理念和原则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

处； 另一方面， 南南发展援助和南北援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 各南南援助国与传

统援助国对发展的理解有所不同， 这使得南南发展援助与南北援助在诸多方面存在

差异。

（一）南南发展援助与南北援助的共同点

《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 （以下简称 《巴黎宣言》）， 规定了提高援助有效性的

主权原则、 需求导向及能力建设原则、 广泛参与原则、 相互问责和透明度原则、 成果导向

原则。 对比这五项原则与 “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ｒｉｅｓ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９）、 内罗毕会议 （２００９） 以及后续的波哥大会议 （２０１０） 和德里会议 （２０１３） 提出的

南南发展合作的主要原则， 我们发现两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这为南北援助与南南发展援

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主权原则

主权原则是指发展援助是以受援国的发展为导向的， 受援国在发展活动的各个阶段均

应处于主导地位。 在被誉为援助有效性圣经的 《巴黎宣言》 和 《阿克拉行动议程》 （ ｔｈｅ

Ａｃｃｒａ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以及标志着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转变的 《釜山伙伴关系》

（ ｔｈｅ Ｂｕｓａ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中， 南北援助均将主权原则列

为其对外援助的原则之一。 《巴黎宣言》 指出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发展政策、 战略和合作发

展行动中享有充分的领导权，② 《釜山伙伴关系》 则强调受援国享有选择优先发展领域的

５３１

①
②

陆继霞、 李小云： 《巴西国际发展援助的特点及启示》，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ｉ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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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权， 可自行确定发展模式。① 而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对外援助一开始就建立在 “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之上。 １９５５ 年的万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即南南合作原则。 随着南南合作的不断推进， 其原则发生了一定的调整， 但主权原则一

直是南南合作的原则之一。 １９７９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设定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合

作的九个目标， 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 “在尊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价值、 追求和特殊需

求的前提下， 通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创造能力以提高其自主发展能力和解决其他发展问

题的能力”。

2 需求导向及能力建设原则

在主权原则的指导下， 南北援助和南南发展援助均主张发展合作应该是需求导向

的。 在南北援助中， 《阿克拉行动议程》 指出， “援助国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力发展的支持

应当是需求导向的， 而且尊重受援国国家主权”。 在南南发展援助中， 内罗毕会议文件

指出， 要在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下提高其发展能力和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问

题， 强调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在后续的波哥大和德里会议文件中， “需求导向” 得

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此外， 南南发展援助与南北援助均认识到受援国能力建设的重要

性， 强调加强受援国的能力建设以使其能够做出发展相关的决策，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

展。 在南北援助中， 《阿克拉行动议程》 指出， “没有强大的机构、 系统和当地专业知

识， 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把握和管理自身的发展进程”。 在南南发展援助中， 布宜诺斯

艾利斯、 内罗毕、 波哥大以及德里会议文件均将能力建设列为其合作的原则之一。② 在

南南合作实践过程中， 需求导向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诠释。

3 广泛参与原则

南北援助与南南发展援助均将各方的广泛参与纳入其发展合作的原则之中。 在南北援

助中， 《阿克拉行动议程》 和 《釜山伙伴关系》 均强调了广泛参与的重要性。 如 《阿克拉

行动议程》 指出， 所有的发展伙伴， 包括 ＯＥＣＤ⁃ＤＡＣ 援助国、 其他援助国、 发展中国家、

基金会和民间团体等， 需要充分参与发展过程。③ 《釜山伙伴关系》 也指出发展需要依靠

各方的参与， 发挥各方有差别的、 互补的作用。④ 在南南发展援助中， 内罗毕会议文件指

出， “南南合作鼓励多方参与， 非政府组织、 私人机构、 民间团体、 学术机构和其他组织

个人等应当在国家发展战略与计划的指导下， 与政府共同面对发展挑战和完成发展目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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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Ｔｈｅ Ｂｕｓａ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２．
Ｂ Ｎｅｉｓｓａｎ， Ｋ Ｋｅｌｅｂｏｇｉｌｅ ａｎｄ Ｍ Ｍｏｉｌｗａ，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ＳＴ，
２０１５， ｐ ２６．
“Ｔｈｅ Ａｃｃｒａ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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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在后续的 《波哥大宣言》 中， 广泛参与原则也被列为南南合作的原则之一。 在对外

援助实践过程中， 众多南南合作项目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广泛参与。

4 相互问责和透明度原则

相互问责原则是指发展援助的参与方应对等地为自己的承诺负责。 《巴黎宣言》 指

出， 援助国和受援国都应对发展成果负责，① 《波哥大宣言》 也承认相互问责的重要性。

相互问责原则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合作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程度， 因此南北援助

的参与国和南南发展援助国都致力于提高援助的透明度。 《阿克拉行动议程》 指出， 发展

援助国承认 “更大程度的问责力度和透明程度是推动发展进步的强有力力量”。 内罗毕会

议文件则指出， 相互问责的力度和透明度的提高对提高南南发展援助的发展有效性是非常

必要的。

5 成果导向原则

成果导向原则是指南南发展援助和南北援助均将发展视为终极目标， 因此对合作成效

的衡量并不是将投入发展援助的资源进行加总， 而是以合作对受援国经济、 社会、 环境发

展所做的贡献为准。 在南北援助中， 《巴黎宣言》、 《阿克拉行动计划》 和 《釜山伙伴关

系》 均将重成果原则列入其原则体系之中。 如 《巴黎宣言》 强调成果管理。② 《阿克拉行

动计划》 则指出， 援助的重点在于对发展的实际和可测度的影响。③ 《釜山伙伴关系》 则

指出， 投资和发展政策制定的驱动力应当是可持续的影响。④ 在南南发展援助中， 内罗毕

会议文件也将合作的结果、 影响和质量作为衡量合作质量的原则之一。

（二）南南发展援助与南北援助的差异

南南发展援助与南北援助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南南发展援助更有其区别于南北援助的

南南合作特征。

1 南南发展援助是更广泛的合作

与南北援助有既定的定义不同的是， 南南援助国在南南发展合作的定义上还没有达成

共识。 但是肯定的是， 南南发展援助的合作范围更广泛。 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明确指出，

南南合作由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和经济合作构成， 包括贸易、 投资、 援助、 贷款、

技术和知识转让、 能力建设。⑤ 根据资金优惠条件， 南南合作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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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Ｃ 定义的 ＯＤＡ， 未能达到 ＤＡＣ 定义的 ＯＤＡ 优惠条件标准的发展融资活动， 以及与发

展相关的贸易和投资。 南南援助国认为， 一国的长远发展需要依靠自身发展能力的建

设， 援助只能对其发展起到引导和推动的作用。 南南合作较为广泛的合作内容可以为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近年来， 南南发展援助更为广泛的合作范围也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统援助国的认可。 例如， 传统援助国近期强调的 “援助之外的

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ｉｄ） 表明 ＤＡＣ 国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更宽泛的发展理

念。

2 南南发展援助强调互利共赢

与南南发展援助更加广泛的合作范围相对应的是， 南南发展援助强调互利共赢， 这在

万隆、 布宜诺斯艾利斯、 内罗毕、 波哥大、 德里会议文件中均有体现。 南南发展援助的领

域常集中于基础设施部门， 致力于通过援助促进双边贸易、 投资和其他商业活动。① 南南

发展援助的这一特点旨在满足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的利益。 从受援国的角度来看， 基础设

施部门的援助有助于缓解受援国基础设施的不足， 促进其经济发展。 Ａｇｅｎｏｒ 等 （２００６）

和 Ｓｔｒａｕｂ （２００８） 研究发现， 基础设施资产存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率有正向的影响， 其中

影响最大的是通信、 道路和电网。② 此外， 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有助于削减贸易部门和不可

贸易部门的经营成本， 促进受援国贸易和投资的扩张。 从援助国的角度看， 相较于其他领

域， 南南援助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成本优势， 基础设施援助有利于

其产能及经验的输出， 因此无论是对于受援国还是援助国而言， 南南发展援助将援助向基

础设施建设倾斜都是更好的选择。

3 南南发展援助无附加政治条件

南北援助与南南发展援助均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需求导向的能力建设， 但是两者

在对援助是否附加政治条件的立场上是完全不同的。 南北援助常常伴随着人权、 法律条款

改革、 良好治理等方面的政治条件。③ 相反的， 基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 南南发

展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 一方面， 援助附加的政治条件有利于促进受援国建立一套西方式

民主和治理体系， 有利于监督约束受援国对资金的使用； 另一方面， 附加的政治条件意味

着受援国丧失了一定的主权， 同时与需求导向原则相悖。 南南发展援助国认为， 发展环境

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使得援助国难以及时全面了解受援国的发展需求， 一国的发展是根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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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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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 ＷＰ ／ １２ ／ ７４， ２０１２： ３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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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 ＷＰ ／ １２ ／ ７４， ２０１２： １３．
Ｂ Ｎｅｉｓｓａｎ， Ｋ Ｋｅｌｅｂｏｇｉｌｅ ａｎｄ Ｍ Ｍｏｉｌｗ，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ＳＴ，
２０１５， 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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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发展环境的， 其附加的政治条件并不一定适合受援国。 此外， 在不同时期， 援助国附

加的政治条件往往又随着援助国理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受援国制

订长期的发展规划。

三　南南发展援助案例分析

南南发展援助与南北援助的原则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本部分

将给出三个案例， 以说明南南发展援助项目的这些南南合作特征， 而这些项目中存在的问

题将在第四部分中做进一步讨论。

（一）印度援埃塞俄比亚制糖工业发展项目案例研究①

针对 ２００６ 年埃塞俄比亚将制糖工业列为其优先发展的领域， 印度加大了对埃塞俄

比亚制糖工业增长的支持， 同时也加强了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促进贸易的扩张。

总的来说， 这个项目是一个支持整个价值链的援助案例。 由于生产前置时间一般较长，

资金对制糖工业而言始终是一个挑战， 因此发展援助在此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印度通

过开发性金融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信贷额度 （ ＬＯＣｓ）， 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合作的力

度。 同时为确保生产的连续性和规律性， 保证技术的消化吸收， 在援助的过程中， 印

度还特地为糖菌株提供了更好的种质， 一个麻袋厂也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包装上的支

持。

1 项目简介

埃塞俄比亚增长与转型计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ＧＴＰ） 的目标是确保充

分的国内生产， 同时建立一个能源发电厂， 为核心经济活动提供动力。 ＧＴＰ 为制糖行业设

定了明确的目标， 即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制度能力建设以及支持制糖工业必要的研发活

动。 制糖工业在埃塞俄比亚主要是国有的， 民营企业正尝试进入这一行业， 但公共部门几

乎拥有全部的所有权。

由于制糖工业被视为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 该项目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

为确保农产品的顺利出口， 铁路的配套建设也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埃塞俄比亚政府不仅向

印度寻求制糖工业发展的支持， 为促进糖的出口， 埃塞俄比亚政府还向印度寻求修建铁路

网的支持。 三条铁轨总长 ２３５９ 公里， 其建成将有助于提高吉布提与无水港和海港之间的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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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性。

（１） 制糖工业价值链的发展

ＧＴＰ 的最初目标是， 糖和乙醇的年产量分别达到 ２２５ 万吨和 ３０ ４ 万立方米， 同时在

计划期结束之时累计发电 ６０７ 兆瓦。 这需要额外种植生产能力为 １５５ 吨 ／公顷的甘蔗 ２０ 万

公顷。 ＧＴＰ 预计糖出口将为埃塞俄比亚带来 ６ ６１ 亿美元的收入， 同时创造 ２０ 万个新的

工作岗位。 在过去的几年里， 埃塞俄比亚国内对糖的需求大大增加， 该项目旨在降低埃

塞俄比亚这种日益加剧的对糖的进口依赖， 因此埃塞俄比亚计划在五年内建立七个制糖

厂。

印度同意支持埃塞俄比亚建设三家不同的制糖厂， 包括 Ｗｏｎｊｉ （ Ｓｈｏａ）、 Ｆｉｎｃｈａａ 和

Ｔｅｎｄａｈｏ， 计划总产量在 ２０１５ 年达 １５８ 万吨左右。 对制糖工业发展的支持计划通过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６ ４ 亿美元的 ＬＯＣｓ 实现。 这笔 ＬＯＣｓ 通过在五年间以分别支付 １ ２２ 亿美元

（２００７）、 １ ６６２３ 亿美元 （２００９）、 ２ １３３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０）、 ９１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和 ４７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２） 的方式实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三个工厂的预计产量为约 １２０ 万吨的糖和约 ９３０００ 立方米的乙醇， 总

产值达 ９ ７７ 亿美元， 为约 ８１０００ 人创造就业机会。 ２００９ 年， Ｆｉｎｃｈａａ 工厂只有约 ２２００ 个

永久员工和 ５０００ 个临时员工， Ｗｏｎｊｉ （ Ｓｈｏａ） 工厂有 ２７５０ 个永久员工和 １４３０ 个临时员

工。 埃塞俄比亚糖业公司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认为， 如果 Ｔｅｎｄａｈｏ 工厂能实现

其全部产能， 它将为近 ５ 万人创造就业机会， 同时还将为埃塞俄比亚人和毗邻国家的人创

造更多的衍生就业。

（２） 兴建铁路

为铁路建设提供资金， 是印度支持非洲区域一体化的一项内容， 该项目是印度承担的

涉及多个国家的第一个项目。 印度提供了一笔 ３ 亿美元的 ＬＯＣｓ 来购买机器、 设备和服

务， 其中服务包括从印度到 Ａｓａｉｔａ⁃Ｔａｄｊｏｕｒａ 的埃塞—吉布提铁路的咨询服务。 该铁路将使

得埃塞俄比亚可以通过吉布提地区位于红海上的塔朱拉港扩大贸易。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完成。 ２００９ 年， 埃塞俄比亚出口吉布提的糖仅价值 ５７ 万美元， 但在拥有更加便捷的铁

路之后， 出口额大幅上升。

2 项目特点分析

该项目试图解决生产和运输之间与日俱增的整合压力。 项目几乎得到了该产业所有利

益相关者的参与。 此外， 该项目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推动了价值链的发展。 过去大多数

ＤＡＣ 援助国通过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来推动价值链的发展； 在该项目中， 这些支持的直

接受益者是 ＥＳＣ， 该企业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业计划， 希望在 １５ 年内发展为全球十大糖

出口商之一。 此外， 该项目反映了南南发展援助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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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南南发展援助

（１） 需求导向的发展合作

埃塞俄比亚将制糖工业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 制糖工业的发展是埃塞俄比亚 ＧＴＰ

的目标之一。 ＧＴＰ 为制糖工业制定了几个明确的目标， 包括确保充分的国内生产， 建立一

个能源发电厂， 为核心经济活动提供动力。 近年来， 资金成为埃塞俄比亚制糖工业面临的

一大挑战。 此外， 为确保农产品出口的连通性， 铁路的建设也十分关键。 为推动埃塞俄比

亚制糖工业的发展， 发展援助就显得非常必要。

基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需求， 印度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发展援助， 反映了南南发

展援助需求导向的特点。 一方面， 印度为埃塞俄比亚制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援助。 印

度还特别为糖菌株提供了更好的种质和包装支持， 不仅援助制糖厂的建设， 还向甘蔗

种植提供援助。 另一方面， 印度还为支持糖产品出口的铁路网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总的来说， 这个项目是横跨整个价值链的援助案例， 印度为埃塞俄比亚制糖工业的发

展提供了系统的援助， 这使得各项援助内容能够协同地为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增长提供

动力。

（２） 项目管理不善

印度对埃塞俄比亚制糖工业的援助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 同时为制糖工业产业链的

发展提供了支持。 三家制糖厂均提高了产能， 对实现 ＧＴＰ 的目标有所贡献。 但是， 该项

目也反映了印度发展援助领域内的一些常见问题， 特别是援助管理的问题。 通过与亚的

斯亚贝巴官员以及独立专家的讨论发现，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延迟问题特别令人失望。 该

问题表明， 印度需要改变或者至少重新考虑其获得 ＬＯＣｓ 的方法。 首先， 该项目不应该

被视为一次性工程总承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ＰＣ） 项目， 在项

目完成后即离开。 ＥＰＣ 没有长期的承诺， 同时也不关心交钥匙项目的及时性或确保项目

的长期可持续性。 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 几乎所有的 ＬＯＣｓ 项目均被延迟， 一些项目甚

至被商人而非项目负责人控制。 根据这一经验， 对 ＬＯＣｓ 过程进行审查以获得项目收益

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 印度进出口银行向埃塞俄比亚政府提供资金时的延迟也反映了实

施机构与发展伙伴之间的沟通问题。 如上所述， 审查不仅要涉及印度外交部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ＥＡ） 和印度进出口银行 （ Ｅｘｐｏｒｔ⁃Ｉｍｐｏｒｔ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 的相关部门，

也要获得来自印度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局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ＰＡ）

方面的更大投入。 此外， 发展伙伴国家能力的构建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中又以处理投标

过程和为项目选择实施公司的能力为主。 超过 １８ 家公司参与了本项目， 这本身就给埃

塞俄比亚政府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 要对这些公司进行选择， 必须要在选定多家公司

的基础之上， 再指定一家作为 ＥＰＣ。 这种在一个 ＥＰＣ 领导下的两家公司之间的 “联合”

也带来了管理上的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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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援巴布亚新几内亚菌草技术合作项目案例研究①

菌草技术是中国的特色农业技术，② 该技术投入少、 产出高、 周期短、 见效快，③ 在

国内被作为科技推广和扶贫项目得到了广泛推广， 取得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中国开始通过对外援助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菌草技术。 本案例将基于中

国援巴布亚新几内亚菌草技术合作项目， 分析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

1 项目简介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菌草培训项目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 至 ２００３ 年结束。 该项目由福建农林

大学实施，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展现了自身的特色。

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菌草技术合作主要是通过培训、 示范以及提供相应农业生产

资料， 帮助当地农民掌握菌草技术， 生产菌菇等农产品， 解决农民吃饭和发家致富等问

题， 并通过综合性开发， 培育菌草产业， 丰富受援国的农业经济结构， 提高其经济发展能

力。

菌草技术最早是通过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予以援助， 并为一些技术需求国所了解。

１９９４ 年， 菌草技术被列入 “南南合作” 项目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优先合作项目”， 定期在福建农林大学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国际菌草技术培训班。 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东高地省通过这些培训获知了菌草技术， 与福建农林大学建立了联系， 并与福

建省签订了省际合作机制。 在此基础上， 菌草技术在东高地省成功示范重演， 引起巴布亚

新几内亚政府首脑的关注。 鉴于菌草技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实施的良好前景， 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合作部④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考察。 １９９８ 年，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在东高

地省举办菌草技术培训班的技术合作项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 年实施的五年间， 以在当地举办短期菌草技术培

训班和派遣专家常驻并提供技术指导两种形式为主。 通过中国政府的援助， 在东高地省鲁

法区建立了菌草生产、 示范、 培训基地。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中国专家在此常驻两年指导菌草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黄梅波：《南南合作与中国的对外援助：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第８９ ～ １０１页。
为了解决菌业生产与林业生产平衡之间的 “菌林矛盾”， 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于 １９８６ 年发明了菌草技术， 利

用野草 “以草代木” 栽培食用菌、 药用菌， 并将其应用拓展至菌物饲料、 生物质能源、 环境保护等领域。
实验证明， 运用菌草技术栽培的食用菌、 药用菌可以为人类有效提供菌物蛋白食品， 每公顷菌草可产高质量鲜菇

６０ ～ ７５ 吨。 菌草同时可为畜牧业、 渔业发展提供丰富的优质饲料， 亩产鲜草可达 １５ 吨以上。 菌草可以用于生产沼

气， 产沼气量是玉米、 小麦等农作物秸秆的两倍； 菌草 “代煤发电”， 每亩巨菌草可相当于 ４ 吨原煤的发电量。 菌

草也能用于防治水土流失、 荒漠和沙地的改良以及吸收二氧化碳， 在我国南方每亩巨菌草年可吸收二氧化碳 ６ 吨。
在菌草技术的深加工方面， 栽培出的食用菌、 药用菌可以用于生产保健食品， 菌草可以用于生产纤维板、 纸浆等

环保材料。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菌草技术被列为我国重点推广科技项目和对口扶贫项目， 在福建、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陕西、 四川、 浙江、 海南、 西藏、 湖南、 广西等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４０５ 个市、 县进行了推广应用。
２００３ 年， 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和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内负责贸易的部门合并组建成 “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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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南南发展援助

生产， 在 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成功地举办了五期菌草技术培训班， 为东高地省培训了

１４３ 名技术人员。 通过技术合作和培训， 菌草生产从东高地省的鲁法基地推广到高卢卡、

贝纳、 阿沙罗、 亨根诺菲、 凯南图等地区， ５２１ 个农户参与了菌草生产， 许多农户取得了

显著效益。①

表 ６ －４　 巴布亚新几内亚菌草技术援助项目实施情况

援助主要内容 实施时间

第一期援助 中方派专家组赴东高地省举办菌草技术培训班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 ９ 月

第二期援助
中方派专家组赴东高地省举办菌草技术培训班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 ８ 月

中方派 ２ 名专家为期一年驻鲁法菌草示范基地指导菌草生产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第三期援助
中方派专家组赴东高地省举办菌斑菌草技术培训班 ２０００ 年

中方派 ２ 名专家为期一年驻鲁法菌草示范基地指导菌草生产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第四期援助 中方派专家组赴东高地省举办菌斑菌草技术培训班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 ９ 月

第五期援助 中方派专家组赴东高地省举办菌斑菌草技术培训班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2 项目特点分析

中国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菌草技术项目体现了中国在农业技术合作上的成功经验，

同时也体现了明显的南南合作特征。

（１） 农业援助以农业技术合作为主

目前， 发达国家主要从全球粮食安全的角度， 围绕粮食生产、 粮食供应以及农村和城

市居民的营养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援助。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农业援助以技术合作为

主， 重视产量的提高、 技术的示范和推广， 重视技术转移， 这能充分发挥中国在农业技术

上的比较优势。② 经过多年的探索， 中国不断完善农业技术合作实施机制， 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援助效果。

（２） 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平等互利

中国绝不把对外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 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 在中国对巴布亚新几

内亚的菌草技术合作中， 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同时， 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互助。 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菌草技术合作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的， 强调合作。

一方面中国与受援国共同开展技术研究， 另一方面把菌草技术援助与产业投资发展相结

合， 通过企业化运作模式， 提高菌草项目的规模效益。

３４１

①
②

福建农林大学提供材料。
中国的农业援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曾多为大型农场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等成套项目。 这些项目普遍在建成初始取

得显著成功， 但在移交给受援国后出现了运营不佳的现象。 在吸取了经验教训后， 中国开始逐渐改变农业援助方

式， 更加注重技术交流、 人员培训等知识型、 智力型合作， 通过转移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 适合当地情况的农业

技术， 切实帮助受援国实现自给自足、 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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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需求导向， 注重适宜农业技术的转移

菌草技术合作项目的批准和实施， 完全建立在受援国实际需求的基础之上。 鉴于中国

的发展经验， 菌草技术合作项目旨在帮助受援国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以援助效果

为标准判断项目成功与否。

农业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重要的基础产业。 中国拥有从落后农业国快速发展

为农业强国的丰富经验。 从生产结构看， 中国的农业生产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 以小

规模的农户生产经营为主。 从生产技术看， 多样化的气候地理环境使中国在水田、 旱作、

游牧、 商品化混合等多种农业类型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生产和管理经验。 因此， 在对发展

中国家进行农业技术合作方面， 中国具备独特优势。

同时， 技术援助成功的基础在于技术的适用性。 因此， 一定要了解受援国的实际， 根

据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有的放矢地进行农业技术转移。 菌草技术作为成熟的、 在

中国大规模推广的项目， 在援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实施之前也进行了大量的可行性调研。

实施单位福建农林大学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了技术重演， 充分解决了受援国的适用性问

题， 为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援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案例研究①

农业因其与粮食安全、 减少贫困、 改善民生的紧密联系， 以及农业在受援国经济中的

基础性作用， 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优先领域。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是近年来中国对外农

业援助的主要形式之一。 本案例通过对中国援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进行研究，

对项目的运作、 成效和特点进行分析。

1 项目简介

为落实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的八项援助举措， 经重

庆市政府报经国家商务部同意， 以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下属企业）

为主组建重庆中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并承担 “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援建任务。 ２００７

年底至 ２００８ 年初， 来自商务部、 农业部、 重庆市政府、 重庆农业科学院和重庆中一种业公

司的专家组成考察组前往坦桑尼亚开展了两次专业考察。 第一次考察确定了农业技术示范中

心项目的建设场址和重点专业领域。 第二次考察掌握了项目所在地的宏观经济情况、 农业资

源与技术状况、 相关政策法规等背景， 并据此与坦桑尼亚农业部等部门就项目规划、 实施方

案、 运行模式、 双方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并最终签署议定书。 项目选址位于坦桑尼亚农业主

产省的一个村庄内， 紧邻坦桑尼亚农业部下属的千里马农业研究所。 项目总投资规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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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梅波：《南南合作与中国的对外援助：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第６５ ～ 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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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占地 ６２ 公顷， 包括办公与培训区、 试验示范区和生产示范区。

项目实施运营方案由重庆中一种业公司起草， 商务部和农业部相关部门进行评审。 根

据项目设计方案， 示范中心的主要工作内容涵盖水稻、 玉米、 蔬菜、 香蕉组培和单极养殖

五大领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示范中心项目完成园区办公、 培训、 生产和生活用房建设， 完成

田间道路和灌溉设施修建， 完成试验仪器、 养殖设备、 农业机械和教学培训设施的配备，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通过了坦桑尼亚政府验收。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 示范中心项目顺利举行了

对坦桑尼亚政府的移交仪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承建企业完成全部农业技术专家的派遣。

项目园区建成并移交之后， 依次进入技术合作期和可持续发展期。 技术合作期为期三

年， 该阶段示范中心主要有三大功能： 试验研究、 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 试验研究主要为

当地引进水稻、 玉米和蔬菜的新品种和杂交技术， 同时加强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 筛选适

合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新品种和新技术。 技术培训旨在通过中国农业专家讲授现代农业技

术， 使更多坦桑尼亚学员了解和掌握现代农业知识、 使用新品种、 应用新技术， 增加其收

入， 并逐步改变其市场化意识， 实现坦桑尼亚农业自主发展的目标。 培训内容主要涉及水

稻、 玉米、 蔬菜的配套栽培技术和蛋鸡的科学饲养技术及管理。 培训对象分为农业科研或

推广人员 （包括农业技术官员、 农业服务站技术人员和农业企业的技术人员） 和普通农

业生产者两个层次。 培训计划采用课堂教学、 现场教学和视频教学相结合的方式。 技术培

训人数计划每年 ３００ 人次， 三年总计达到 ９００ 人次。 示范推广工作主要是重点选择一批优

质高产水稻、 玉米、 蔬菜新品种与新技术， 以示范中心为核心， 并在水稻、 玉米、 蔬菜等

农作物的重点优势区域开展技术示范， 带动大面积的农产品生产技术升级， 显著提高农民

的生产效益、 科技素质和农产品的竞争能力。 技术合作期之后， 示范中心项目进入可持续

发展期。 承建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业化发展， 开展经营性生产活动， 为企业谋利的同

时支持项目继续发挥公益性功能。

该项目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果： 首先， 水稻、 玉米和蔬菜的品种和高产栽

培技术试验取得了瞩目的成果； 其次， 示范中心积极发挥平台作用， 宣传了中国先进农业

技术， 促进了国际合作； 最后， 面对坦桑尼亚的实际情况， 示范中心调整产业化发展策

略， 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 示范中心引入两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 谋求以项目为

平台开展面向受援国市场的合作。 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中心建设和技术合作方面所取

得的成就得到坦桑尼亚认可并引起国际关注。

2 项目特点分析

（１） 互利共赢原则

考虑到中非关系的历史传统， 示范中心项目采取中国与受援国 “合作经营” 模式。

首先， 项目建立了中国与受援国分工合作的组织架构； 其次， 中心地理位置与受援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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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千里马农业研究所位置毗邻， 非常有利于沟通协作； 再次， 项目试验示范内容与千里

马农业研究所主要研究内容一致， 均以水稻、 玉米、 蔬菜为主。 最后， 在项目可行性报告

和合作协议的预算中， 在培训费用和试验示范专家和科技人员费用模块安排了受援国委派

人员办公经费， 包括手机网络通信费、 差旅费及其他办公经费。

然而， 在实践中， 由于两国制度的不对称性， 中国政府主导发展的 “强政府” 逻辑

遭遇了受援国的地方 “弱政府” 问题。 项目所在地地方政府不能积极有效地完成基础设施

建设和协助工作， 也没有进行相关人员的正式任命和资金的安排， 使示范中心与地方合作

研究机构之间难以按照正式制度安排开展合作， 而主要是在实践中依靠非正式互惠关系建

立并维持松散合作的关系状态。

（２） 以受援国需求为导向， 以小农户为主要目标群体

示范中心的中国农业技术专家以坦桑尼亚当地小农户的技术需求为导向， 根据当地情

况对中国农业技术进行选择性调整后推广给农户。 在玉米种植技术的推广中， 中国玉米专

家在对当地玉米种植技术了解后发现当地一些技术具有自身优势。 中国玉米专家最初想要

向当地农户推广中国的玉米品种， 但其发现中国的玉米品种不太适应当地的土壤条件。 当

地玉米自留种因为是互相串粉， 因此具有一定的杂交优势。 此外， 在玉米种植的盖土环节

中， 中国技术一般用锄头盖土， 而当地人用脚踩， 尽管中国国内专家一般要求不要用脚

踩， 但实际上当地农民用脚踩有一定道理， 因为当地土壤含沙重， 蒸发量大， 用脚踩后能

够使这些种子适应当地干旱的环境。

（３） 以 “政府引导、 企业为主、 市场运作” 为原则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

示范中心项目是政府农业援助项目， 但项目引入市场化要素， 企业成为项目建设和项

目实施的主体， 并对项目未来运营和商业计划进行探索。 企业参与援助， 是基于中国以往

对外援助经验、 国内发展经验和走出去战略的新尝试。 出于援助项目可持续发展的考虑，

项目在三年技术合作期后进入可持续发展期， 要求企业在项目工作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化发

展， 实现企业盈利和援助项目公益性功能的双重目标。

企业承建援助项目具有逐利本性， 但其逐利行为是在援助项目公益原则之下的受限制

的逐利行为。 企业受到政府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多重管控。 在项目可持续发展阶段，

在项目不再有政府资金支持的时期， 企业仍然履行项目公益性职责的动机主要来自两点：

一是承建企业与政府或事业单位间的隶属关系， 这种机构从属关系使企业顾及项目中的国

家立场； 二是企业出于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信任资本积累策略。 企业承建援助项目可从项

目经费中获利， 企业对承建援助项目有潜在获利预期， 为了获得中央政府部门及地方政府

的信任， 积累关系资本， 企业履行与政府的项目契约中的援助任务， 并在项目实施的实践

活动中顾及国家利益与形象。 然而， 通过对企业运作援助项目实践的调查发现， 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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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对项目实施活动缺乏有效的评估监测机制， 当援助项目公益性活动不能与企业利益相

一致时， 企业就会采取消极应对策略， 仅以最小化完成项目任务为目标， 导致项目难以达

到理想效果。

在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运营中， 前期对当地相关政策和市场需求的研究不

足， 企业盈利模式与项目公益性活动难以保持一致， 使得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期产业化发展

路径受挫， 企业不得不转变策略寻求其他的产业化发展路径， 从而也影响了援助项目在政

府退出资金支持后的后续发展。 因此， 要承建援助项目， 企业要充分考虑承建企业选择和

项目设计阶段援助项目内容与企业利益的整合， 是否能实现援助项目的公益性和企业利益

的同时最大化。

中国援建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首批中国对外援助示范中心项目， 其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和积累的经验可作为改善未来示范中心项目的参考。

四　南南发展援助的不足及面临的挑战

南南发展援助和南北援助模式在长期发展援助实践过程中， 均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两

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互相补充、 相互借鉴的趋势。 南南发展援助对国际发展援助体

系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南南发展援助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三部分中的三个

案例已经指出了南南发展合作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作为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新参与

者， 传统援助国的援助管理特别值得南南援助国学习和借鉴。

（一）南南发展援助的不足

一国对外援助的开展是以其持有的发展理念为核心的， 其对外援助的理念、 原则、 援

助对象及援助领域的分布、 援助方式和渠道的选择、 援助的管理等都与该国所持有的发展

理念息息相关。 与传统援助国相比， 南南发展援助国没有类似 ＤＡＣ 的机构对南南发展援

助体系进行统一和规范， 由于缺少统一和系统化的发展援助定义和规范， 南南发展援助的

政策和管理相对多样化， 南南发展援助在援助原则和政策、 援助的管理、 援助的评估等方

面均存在尚待改进的空间。

1 援助理念政策模糊，援助实践缺乏指导

多数南南发展援助国至今仍未制定专门的对外援助政策以明确本国的对外援助原则、

重点援助对象、 重点援助领域、 援助方式和渠道选择等。

首先， 各南南发展援助国对 “援助” 还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各国对 “发展援助”

的内涵和外延均有自己的解释， 这直接导致了南南发展援助国对外援助数据不具有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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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由于缺乏统一的援助理念， 各南南发展援助国均以自身的发展经验为指导开展对外援

助活动， 而对外援助项目的确定又多以发展伙伴的需求为导向， 项目的选择有一定的随机

性， 事前的规划相对缺乏。 针对援助数据， 南南发展援助没有一个类似 ＤＡＣ 的机构对数

据的统计口径进行统一， 且也不要求各南南发展援助国按照统一的口径进行援助数据的汇

报。 除泰国外， 其他南南发展援助国均不向 ＤＡＣ 汇报援助相关数据， 其对外援助数据的

可获得性和可比性相对较低。

其次， 在南南发展援助国普遍存多部门参与本国对外援助、 各部门协调不力的情况

下， 各部门间援助项目缺乏统筹协调， 造成援助资源的浪费。 以巴西为例， 巴西国际发展

援助并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规划， 发展援助基本上是部门各自通过一些项目的形式在开

展。 巴西发展合作在政策上的真空， 容易导致援助初衷与援助成果之间的偏差， 特别是在

“需求驱动” 和 “不干预” 原则的指导下。①

各南南发展援助国对 “援助” 概念界定的不清晰、 援助数据的不透明以及各援助部

门协调的缺乏， 不利于各国分工合作， 不利于集中资源于本国优势领域这一格局的形成，

也不利于进一步提高南南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及其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影响力。 从受援

国的角度来说， 南南发展援助国对外援助理念和政策的明晰也有利于受援国明确各南南发

展援助国在援助领域、 援助对象等方面的偏好， 有利于双方更有效地推进援助活动。

2 组织机构存在缺陷，部门间协调不足

由于组织机构及专业人员等方面的缺陷， 南南发展援助过程管理不佳问题一直为传统

援助国所诟病。

针对援助管理机构， 南南发展援助国的援助管理机构多隶属于外交部， 其对外援助的

开展难免受到一国外交的影响， 缺乏独立性。 以巴西为例， ＡＢＣ 因隶属于外交部， 因此

在发展援助框架中没有财务或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 这极大限制了该机构制定发

展援助政策的能力和协调能力。② 部分南南发展援助国已经意识到建立独立的对外援助管

理机构的重要性， 并已经建立相关机构进行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重组工作。 由于其对外援

助往往需要多个部门的参与， 各部门之间的对外援助活动存在诸多交叉和重叠的内容， 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且这些对外援助部门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 也使

得这些机构缺乏开展分享经验和探讨互补性等活动的平台。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印度外交部在

其下设立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局， 协调印度的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 ＤＰＡ 还负责在外交部

内部协调印度经济与技术合作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Ｃ）

８４１

①
②

陆继霞、 李小云： 《巴西国际发展援助的特点及启示》，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陆继霞、 李小云： 《巴西国际发展援助的特点及启示》，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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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援助部门在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合作， 对进出口银行提供信用贷款进行追踪管

理。 尽管印度政府试图通过 ＤＰＡ 对其发展援助进行统一管理， 但是 ＤＰＡ 仍然缺乏足够

的财力和物力去协调、 监督乃至统一不同部门之间的发展援助。 部门之间乃至部门内

部之间的利益纷争加大了印度对外援助统一管理的难度， 而且对不同国家发展援助政

策制定的决定权仍保留在外交部的领导人手中。 除管理机构方面的问题外， 南南发展

援助的管理还存在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发展援助机构员工不足且相对不

稳定。

3 援助监督评估不足，援助效果评价缺乏

在缺乏统一的发展援助定义和规范、 援助过程管理不善等因素的影响下， 南南发展援

助从援助的规划到援助的实施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 南南发展援助在数据测量和披

露等方面均存在口径不一、 不够透明等情况， 另一方面， 南南发展援助国尚未建立完善的

对外援助监督和评价机制， 导致南南发展援助的监督评估工作往往难以开展。 以南非为

例， 由于缺乏透明高效的信息管理体系， 许多南非政府部门对外援助的信息缺失， 南非对

外援助管理体系中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并不完善。 虽然南非发展援助署 （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ＡＤＰＡ） 内部有单独的监督和评价机构， 但是对其他部

门的对外援助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 缺乏健全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会大大降低对外援

助的效果， 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对外援助的实施并分析援助中存在的问题， 难以确保其发

展援助对本国公民、 发展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问责。①

随着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的转变， 对外援助更加强调成果导向原则， 一国对于本

国发展援助效果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 南南发展援助作为一个整体的援助效果也深

刻地影响着南南发展援助在国际援助体系中的地位。 但是， 在援助的实际开展过程中， 南

南发展援助对援助效果的评价较为薄弱， 缺乏评价反馈体系， 这往往使得南南发展援助国

无法为自身发展援助切实促进了发展伙伴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论据， 这对援助经验的总结和

分享也十分不利。

（二）南南发展援助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 南南发展援助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在国际社会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也在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 南南发展援助仍然存在诸多的不

足，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对南南发展援助提出了新的要求。

发展援助的终极目标在于促进受援国的发展。 在千年发展目标 （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９４１

① 黄梅波、 李子漩： 《南非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研究》，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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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ＭＤＧｓ） 取得丰硕成果的前提下， 可持续发展目标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ＤＧｓ） 已经替代 ＭＤＧｓ 成为各国制定发展政策的核心依据。 因此， 国

际发展援助政策的制定和援助目标的设置也必然更多地以 ＳＤＧｓ 为指导。 ＳＤＧｓ 是为所有

国家设定的发展目标， 这些目标全面涉及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 强调在经济、 社会与环境

三个维度上保持平衡并惠及当代以及后代。① 此外， ＳＤＧｓ 还涵盖了 ＭＤＧｓ 所忽略的全球治

理、 安全、 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等问题， 以更好地符合全球和各国发展的需要， 实现全球可

持续发展。②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含 １７ 项大目标， 前 １６ 项是国际社会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第

１７ 项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是用来实现前 １６ 项目标的手段。 在第 １７ 项发展目标中， 南

南合作或者说南南发展援助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③ 这与国际发展援助的新格局、 新趋势

是密不可分的。 在国际援助体系中， 传统援助国提供的援助所占的比重下降， 而非 ＤＡＣ

援助国的援助额增长迅速， 其中又以中国、 印度等新兴援助国最为引人注目。 如何顺应国

际发展援助的趋势， 增加南南发展援助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影响力， 成为南南发展援

助所面临的首要挑战。 具体而言， 南南发展援助国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在

传统发展援助国援助资金缺乏的情况下， 持续保证自身援助资金的充足； 二是如何借鉴传

统援助国的援助管理经验， 实现 “援助有效性” 和 “发展有效性” 的双目标； 三是如何

充分评估和总结南南发展援助的援助效果和经验， 固化经验成果， 搭建交流平台， 与其他

发展伙伴开展经验分享和交流， 扩大南南发展援助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内的影响力。

1 拓宽对外援助参与主体，保证援助资金充分供给

目前，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仍然由发达国家主导。 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虽然有所上升，

但仍处于补充地位， 受援国的地位虽有提高但不显著。 与此同时， 国际援助仍然主要由政

府部门主导， 非政府部门的作用虽有增加但仍然有限。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需建立包括传统

援助国、 新兴援助国、 受援国、 多边机构、 私人部门、 民间社会团体等所有主体在内的全

面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各主体责任有别但相互协作、 相互促进， 共同推进援助和发展进

程， 以尽早实现国际发展目标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 可持续发展。 在这方面， ＤＡＣ 国

家较为重视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援助活动， 例如， 在农业援助方面， 为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

题， 依托 “保障未来粮食供给” 计划， 美国极为重视动员各方力量的参与， 并积极推动

与主要援助国、 受援国政府、 企业界、 小型农场、 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合作。 除政府间

０５１

①

②

③

Ｊ Ｄ Ｓａｃｈｓ， “ Ｆｒｏｍ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２， ３７９ （９８３２），
ｐｐ ２２０６ －２２１１．
Ｎ Ｂａｔｅｓ⁃Ｅａｍｅｒ ｅｔ ａｌ ， Ｐｏｓｔ⁃２０１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Ｇｏａｌｓ，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ＩＧＩ）， ２０１２： ４， ｈｔｔｐ： ／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７７５ｃｉｇｉ ｐｄｆ
崔文星：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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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外， 许多其他的主体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受援国的农业发展， 有

利于更快速地解决受援国的发展问题。

首先， 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发展援助中的作用。 目前， 大部分南南发展援助国的援

助主体主要是政府， 很少有非政府组织参与发展援助， 也缺乏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发展

援助的经验。 与政府渠道相比， 非政府渠道更灵活多样， 更能够深入基层， 使援助直接惠

及平民百姓。① 日本政府提出将加强与非政府机构、 当地自治机构、 中小企业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ＭＥｓ） 以及大学的合作， 以创造官方与民间机构联合援助的局

面。 除了更有效地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外， 南南发展援助国需要吸引更多的非政府主体参

与到南南发展援助中来， 支持非政府部门在发展援助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积累与非政府

主体开展合作的经验， 为扩大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 提高援助的效果打下基础。 未来， 在

国际发展援助资金中， ＯＤＡ 额占比将呈下降趋势， 私人部门和民间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

织将为发展援助提供更多资金， 以弥补公共资金的不足。 在中国菌草技术合作援助项目

中， 中国应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援助项目的批准、 实施和后续的合作， 以保证项目的效果。

其次， 积极开拓援外资金来源， 鼓励更多融资机制的产生。 近年来， 传统的 ＯＤＡ 资

金与实际的援助需求间存在很大的缺口。 因此， 援助国需不断探索新的援助资金来源，

创新现有融资方式。 目前发达国家正在考虑或已经实施的创新融资方式主要有： 全球货

币交易和能源使用税 （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ｓｅ）、 机票团结税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ｔａｘｅｓ ｏｎ ａｉｒ ｔｉｃｋｅｔｓ）、 先进市场承诺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ＡＭＣ）、 主

权财富基金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ｕｎｄｓ， ＳＷＦ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ＳＤＲ） 等。 但是， 这些融资方式始终是传统融资的补充， 不会替代传统

融资的主体地位。 到目前为止， 发展中国家在创新融资方式和渠道方面的进展比较有

限。

2 完善对外援助管理工作，实现发展援助双有效性

近年来， 国际社会试图使用如援助有效性等 ＤＡＣ 标准来评价南南发展援助。 传统援

助国主要使用 “援助有效性” 来评价本国的 ＯＤＡ， 以 《巴黎宣言》 提出的 １２ 项援助有效

性指标来评估其援助的效果。 新兴援助国大多强调发展援助对经济发展、 减贫、 就业等方

面的作用， 更加强调 “发展有效性”。 在未来南南发展援助过程中， 可以兼顾 “发展有效

性” 和 “援助有效性”， 以切实提高发展援助的效果。 从南南发展援助国本身来看， 提高

“发展有效性” 是提升南南发展援助在国际援助领域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也是各国开展

对外援助的初衷； “援助有效性” 是对 ＤＡＣ 援助国的一项要求， 旨在实现援助的高效管

１５１

① 毛小菁： 《国际援助格局演变趋势与中国对外援助的定位》，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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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提升援助资源的利用效率。 新兴援助国不是 ＯＥＣＤ 或 ＤＡＣ 成员， 不必完全接受援助

有效性的全部标准和指标， 但是可以吸收其中一些有益的内容， 以提高南南发展援助管理

的水平。 其完善援助管理的努力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建立援助法律与政策基础。 南南发展援助国应建立发展援助的法律与政策基

础。 南南发展援助国需制定既能反映国际趋势又符合本国国情的相关立法。 此外， 系统地

制定对外援助的战略、 政策、 目标和工作重点， 提高各部门对发展援助工作的重视程度，

并据以指导本国中长期的对外援助工作。 在制定相关立法之前， 政府可以通过发表政策声

明的方式明确发展援助的地位。 政策声明涉及援助的地理范围、 部门领域以及全球、 区域

和国别战略， 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南南发展援助在立法方面的暂时缺失。

其次， 继续推进援助管理体系的改革。 一方面， 建立科学完善的发展援助管理机构；

另一方面， 加强相关人员的招聘和培训， 包括对外援助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与管理， 提高

他们的语言能力、 援助意识以及对受援国文化习俗的理解。 为探索实施 “合作经营” 的

有效机制以及提高项目的工作效率， 援助双方政府部门及企业均应加强交流与合作。 相应

的措施包括更有效的合作机制、 更详细的数据、 更严格的管理、 更专业的员工等。 以更有

效的合作机制为例， 双方可仅指定一个机构对援助问题进行管理， 从而减少花费在沟通和

搜集信息上的时间。

再次， 对援助项目开展全程监控。 具体应建立一个完整的监控和评价体系 （包括内

部和外部的监督与评价）， 包括项目可行性调查和分析、 项目实施过程的监控、 项目实施

结果的分析三大环节， 实施结果导向管理。① 在援助项目实施之前， 加强需求分析与项目

可行性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在选择项目之前， 需充分了解发展伙伴的发展目标以确保发展

项目与总体发展目标相符， 在此基础之上， 充分研究发展伙伴实际情况， 全面把握受援国

当地自然环境、 政策法规、 市场、 基础设施等情况， 使项目设计与后期实施能够更好地适

应受援国实际， 并据之进行总体规划并提供系统性援助， 从而最大化对外援助的协同效

应。 对援助项目实施进行监督和评估的具体措施包括完善项目监测与评估体系， 细化监督

评估指标， 建立政府主管部门、 承建企业、 监督评估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反馈机制。 应

根据监督评估结果分析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不足， 并根据结果对承建企业等类型的企

业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进出机制。

最后， 加强系统性援助， 最大程度发挥对外援助协同效应。 农业援助是一个系统的体

系， 包括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 同时与当地农户的传统、 文化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在未

来的农业技术援助中， 中国不仅需要提供技术援助， 也应考虑农业上游和下游产业链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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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朝凤、 朱丹丹、 黄梅波： 《国际发展援助趋势与中国援助管理体系改革》，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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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以使技术援助的效果最大化。 在未来的援助中， 中国也应帮助受援国进行农业发展的

总体规划， 利用中国的农业发展经验帮助这些国家走上一条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道路， 尽

快解决这些国家在粮食安全和减贫方面的主要问题。

3 搭建经验分享交流平台，扩大南南援助国际影响

要提高南南发展援助的国际影响力， 除确保援助资金的充分供给和完善对外援助的管

理外， 南南发展援助还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 即如何固化南南发展援助的经验成

果， 搭建经验分享和交流平台， 广泛参与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内的交流。

首先， 南南发展援助国应搭建交流的平台， 构建常规的援助交流机制， 以利于南南发

展援助经验成果的总结和提炼， 更好地促进援助实践的发展， 南南发展援助国也需要明确

“发展援助” 的定义， 统一对 “发展援助” 内涵和外延的理解。 对援助数据统计、 测算的

标准和方法进行统一和规范， 确保南南发展援助国援助数据的透明性和可比性。 此外， 在

各南南发展援助国本国发展援助政策的基础之上， 总结提炼清晰的南南发展援助理念， 明

确南南发展援助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定位。 各南南发展援助国还应做好本国对外援助

效果的研究， 总结固化相应的经验成果。

其次， 除南南发展援助国之间的交流外， 南南发展援助国还应加强与传统援助国、 国

际组织及其他非 ＤＡＣ 援助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积极参与国际发展领域内的多边合作，

提高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内的影响力。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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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报告
∗

对外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也称国际直接投资， 是一国的投资

者 （自然人或法人） 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因素， 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

理权为核心， 以获取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 包括兼并、 收购、 修建新设

施、 海外业务利润的再投资等。 对外直接投资最初是发达国家特有的经济现象， 发达国家

在这一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较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但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超过 ９０％ 以上的全球 ＦＤＩ 依然都来源于发达国家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０５）。

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许多发展中国家， 甚至一些欠发达国家， 都吸引了

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２００４ 年以来，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全球 ＦＤＩ 中所占份额不

断升高，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又被称为南南对外直接投资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南

南 ＦＤＩ）。 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视角来看， 发展中国家将成为潜力巨大的投资来源地，

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将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角色， 南南 ＦＤＩ 将为全球经济贸易合作发

挥重要作用。

本章将从南南 ＦＤＩ 的发展历程、 发展现状、 发挥的作用、 成功的经验， 以及遇到的挑

战和对未来的展望五个部分全面分析南南 ＦＤＩ。

一　南南 FDI 的发展历程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开始活跃。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４５１

∗ 本章作者是惠利、 叶初升。 惠利，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叶初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经济评论》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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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发达国家 ＦＤＩ 受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拖累， 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 占全球 ＦＤＩ

流量份额在 １９８２ 年达到 １０％的高峰。 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 流量在 １９９０ 年进一步扩大， 并于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７ 年保持 １５％以上的增长。 随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干扰， 亚洲跨国公司的国际扩

张推力减弱， 南南 ＦＤＩ 增速减缓。

近年来， 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国际背景下， 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全球对外投资浪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见图 ７ － １）。 流

入发展中经济体的 ＦＤＩ 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７６５０ 亿美元， 相当于全世界外向流量的 ４３ ５％ 。

２０１５ 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估计为 ８ ３７ 万亿美元， 约占全球总量的

３４％ ， 而该数额在 ２００５ 年为 １ ４ 万亿美元， 约占全球存量的 １３％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有 ３９ 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报告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超过 ５０ 亿美元， ２００５ 年

仅有 ２５ 个国家超过这一门槛， １９９０ 年则只有 ６ 个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０６；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１；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６）。

图 ７ －１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５ 年按经济体类别分列的全球 ＦＤＩ 流入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ｗｗｗ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本部分根据南南 ＦＤＩ 的整体发展情况， 将其发展历程简单划分为 ４ 个阶段： 萌芽阶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起步阶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稳步推进阶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快

速发展阶段 （２１ 世纪初至今）。

（一）萌芽阶段（20世纪70年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直扮演着资本输入国的角色， 对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是一种偶然的、 极个别的现象。 最早有据可考的发展中国家

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 １９ 世纪的美洲。 阿根廷著名的农产品跨国公司 ＢｕｎｇｅｙＢｏｒｎ 将阿根廷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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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谷物运到其他国家， 鞋类生产商 Ａｌｐａｒｇａｔａｓ① 在巴西生产给咖啡采集者穿的鞋子。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活动开始萌芽。 阿根廷的美洲工业机械公司

于 １９２８ 年在巴西建立了一个制造石油泵的子公司， 该公司又在智利和乌拉圭开办了工厂，

在纽约和伦敦设立了贸易办事处。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随着殖民帝国的解体以及殖民地的纷纷独立， 这些新生国家的发展

问题开始作为国际发展政策目标被提上议程。 然而， 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 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才真正产生经济上的重大影响。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６０ 年代中期， 发展中国家开始掀起针对殖民地经济体系的国有

化运动。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拉丁美洲的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和委内瑞拉， 亚洲

的印度、 韩国、 新加坡、 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始陆续向外直接投资。 由于资金短

缺， 特别是外汇资金不足，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小， 且主要是向邻国发

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 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

接投资， 后又转为直接投资。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５ 年，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仅占世界对外

直接投资的 ０ ５％ 。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份额依然

很低。

从流出量来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全球整体 ＦＤＩ 流出量较小， 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最高时期也不到 ２％ 。 在这一阶段中，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主要是作为 ＦＤＩ 的接受国， 全球 ＦＤＩ 流出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二）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为了在海外获取市场和自然资源，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在海外加

大对外直接投资， 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强劲。 由于 １９８２ 年爆发债务危机， 许多发展中国家

进入 “失去的十年”， 南南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降为 ５ １％ 。 不过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中后期开始，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发展进入较为迅速的阶段。 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项

目署 １９９２ 年的投资报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全世界比

重从前五年的 １ ６％提高到后五年的 ３ ４％ 。 南南 ＦＤＩ 流量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３０ 亿美元， 增至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３０ 亿美元。

一些研究表明， 在该阶段中，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逐渐积累了技术能力，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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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ｌｐａｒｇａｔａｓ 后来被巴西投资者并购， 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富有美洲特色的著名鞋类品牌， 在世界各国都有较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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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的特定优势， 并将其业务扩大到其他国家 （Ａｙｋｕ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ｈａ， ２００４）。 根据 Ｊｏｈｎ

Ｈ Ｄｕｎｎｉｎｇ 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ＩＤＰ） 方法， 这些公司倾

向先投资邻近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 然后再扩大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存在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７９；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３； Ｎａｒｕｌａ， １９９５）。 如 １９８３ 年母公司在东南亚的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的 ４９４ 家国外制造业子公司中， 有 ４２８ 家设在东南亚地区， 母公司在拉丁美洲的

１５７ 家子公司中， 有 １１８ 家设在拉丁美洲。① 另外， 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对外投资

实力的增强， 也开始向发达地区扩散。 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 阿根廷、 墨西哥和中国台

湾地区投资于发达国家的比重已经超过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比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末， 印度尼西亚、 韩国、 委内瑞拉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比重也超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国

家案例研究 （Ｄｕｎｎ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７； Ｄｕ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ｒｕｌａ， １９９６；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ｌｃｋｅ，

１９９６；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９； Ｌａｌｌ， １９８３） 则表明， 在该阶段中， 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投

资发展路径差异很大， 跨国企业投资动机不同。

（三）稳步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

南南 ＦＤＩ 流量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 并在 ２０００ 年达到 １４７ 亿

美元的小顶峰。 得益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收入和财富的较快增长， 流入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的 ＦＤＩ 显著增加， 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出的 ＦＤＩ 也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 在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早期， 发达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增长放缓，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 ＦＤＩ 流入地的

吸引力增强， 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一部分 ＦＤＩ 流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南南 ＦＤＩ

的流量开始增加。 １９９７ 年，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入量占全球的份额已经达到 ３８ ６％ ，

但由于受到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入量占全球 ＦＤＩ

流入量的份额从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开始出现三年连降， 在 ２０００ 年下降到了 １７％ ， 甚至低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个别年份的份额。

从流出量来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 ＦＤＩ 流出国， 从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出的 ＦＤＩ 增加较为明显， 占全球 ＦＤＩ 流出量的份额在 １９９４ 年首次达

到该阶段的历史最高， 为 １６％ 。 该期也出现了一次衰退， １９９８ 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出

的 ＦＤＩ 占全球 ＦＤＩ 流出量的份额降至 ６％ 。 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 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对该地区投资信心不

足。 由于通货膨胀、 政策自由化以及对并购采取更加随意的态度等起到一些缓冲作用， 流

入亚洲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仅仅略微减少， 流入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在 １９９８ 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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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亚非： 《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 理论思变与战略构想》，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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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下降的趋势， 但这种下降趋势很快在 １９９９ 年就得到了恢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南南 ＦＤＩ 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南南 ＦＤＩ 比北南 ＦＤＩ 增长得更快，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大约 １ ／ ３ 的 ＦＤＩ 流向了发展中国家。 二是南南 ＦＤＩ 流量大幅增加， 原因

与北南 ＦＤＩ 飞速增长类似， 主要是受结构性、 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影响， 还包括以下方

面的作用： 一些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 资本供给充足， 跨国公司通过分散经营寻求高收

益； 一些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账户， 允许本地企业进行境外投资； 一些东道国放松金融

管制， 允许外国人在当地开公司； 地区性贸易安排也促进了南南 ＦＤＩ 的增长 （见表

７ － １）。 三是一些国家 （如中国） 的优惠待遇也激励了外国投资者， 进而促进了南南 ＦＤＩ

的增长。

表 ７ －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南南 ＦＤＩ 的影响因素

项目 结构性因素 周期性因素 制度 ／ 政策因素

推力

新兴经济体财富快速增长增加了

资本供给；劳动力和非贸易性成本

增加激励生产商转移到成本较低

的地区；破除垄断等国内管制促进

了竞争，促使一些大企业在其他国

家建立分支机构

工业发达国家利率

低，增长率也低，促
使资本从发展中国

家向快速增长的发

展中国家流动

资本账户放开，允许当地企业在境外投资；区域

贸易协定促进了南南合作，投资协定增加；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促使生产部门在其他发展中国家

重新配置；政府鼓励对外投资；允许外国投资者

在本地经营，鼓励企业进行兼并收购；进行对外

投资的企业可以享受特惠待遇

拉力

国内市场不断壮大并快速增长；地
理临近、种族和文化因素等；低廉

的劳动力供给；原材料丰富

－ 地缘政治因素

战略方面 获取重要生产要素，如石油 － －

　 　 资料来源： Ａｙｋｕ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ｈａ， ２００４。

总体来看，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 ＦＤＩ 的能力越来越强。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超过 １ ／ ３ 的 ＦＤＩ 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该

时期内， 投资主要流向东亚、 南亚、 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 非洲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量在增

加， 而最不发达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量一直较小。 在该阶段的大部分年份里， 最不发达国家在

世界 ＦＤＩ 流入量的比重一直不到 １％ 。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量在这一阶段中始终

集中在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如中国、 巴西、 墨西哥、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这 ５ 个国

家的 ＦＤＩ 流入量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入量的一半以上。

（四）快速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今）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 南南合作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量增长趋势明显，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吸引力越来越

大。 除了个别年份 （２００９ 年），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量逐年走高， 发展中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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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量占全球 ＦＤＩ 流入量的份额持续上升。 尤其是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流入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有一半以上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

1 FDI 流入情况

进入 ２１ 世纪，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南南 ＦＤＩ 呈现较快的发展态势。

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都流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这种趋势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尤为明显。 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南南 ＦＤＩ 在全球 ＦＤＩ

潮流中的地位日益显著。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 全球 ＦＤＩ 流入量和发达国家的 ＦＤＩ 流入量持续减少， 甚至达到

１９９８ 年以来的最低点。 下降背后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增长乏力、 证券市场崩溃导致跨国

并购锐减以及一些国家私有化进程放慢等制度性因素。 与此相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量几乎没有受到全球以及发达国家这一趋势的影响。 全球 ＦＤＩ 流量和发达国家

的 ＦＤＩ 流入量在 ２００１ 年急剧减少， 比 ２０００ 年减少了 ５０％ ； 发达国家的 ＦＤＩ 流入量甚至

较 ２０００ 年减少了 ５９％ ， 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量仅出现了小幅降低 （见图

７ － ２）。

图 ７ －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 流入情况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 ｗｗｗ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计算方法参考 Ａｙｋｕ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ｈａ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３ 年， 全球以及发达国家 ＦＤＩ 流入量继续下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量

却出现了复苏， 南南 ＦＤＩ 流入量在这期间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 这主要得益于自然资

源项目的推动， 非洲和亚太地区吸收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大笔 ＦＤＩ。 在发达国家吸引

ＦＤＩ 能力下降的情况下， 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 ＦＤＩ 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

２００５ 年， 南南 ＦＤＩ 占全球 ＦＤＩ 流量的 １７％ 。 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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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直接投资在 ２００５ 年达到 １３３０ 亿美元， 相当于全世界外向流量的 １７％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发达国家 ＦＤＩ 流入量剧烈减少， 这也导致了全球

ＦＤＩ 流入量的大幅降低。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流入量不减反增， 南南 ＦＤＩ 持续保持

强劲增长的态势。 这得益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体系与遭受重创的美国和欧洲银行

体系的联系不太紧密， 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较好地抵御了全球金融危

机。

２００９ 年之后， 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更是有一半以上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 南南 ＦＤＩ 流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北南 ＦＤＩ）

流量的增长速度， 南南 ＦＤＩ 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全

球范围内也已经达到世界 ＦＤＩ 的 １ ／ ５。 并且即使遭受亚洲危机的重创， 在危机过后的时期

里， 南南 ＦＤＩ 仍保持了相对较强的反弹力。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 由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风险以及对

投资者信心造成严重影响的地区性重大政策变动， 尤其是欧盟区增长疲软， 全球以及发达

国家 ＦＤＩ 流入量再次出现下降趋势。 发达国家 ＦＤＩ 流入量的持续减少再次导致了全球 ＦＤＩ

流入量的减少， 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受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小。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入量占全球 ＦＤＩ 流入量的份额分别为 ４５ ５％ 、 ４５ ７％ ， 已经与

发达国家 ＦＤＩ 流入量占全球 ＦＤＩ 流入量的份额 ４８ ４％ 、 ４７ ５％ 相当。 ２０１３ 年， 流入和流

出发展中国家 （即南方） 的 ＦＤＩ 流量分别为 ８８６ 亿美元和 ５５３０ 亿美元， 分别占全球 ＦＤＩ

流量的 ６１％和 ３９％ 。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２０１０ 年中国 ＦＤＩ 流量超过日本， 达到 ６９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为 １０１０ 亿美元）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５）。 此外， 在来往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的总流量中， 南南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 ２０１０ 年达到发展中国家所有对外投资流量的 ６３％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１）。

ＦＤＩ 流入量从 ２０１２ 年起稳步走高， 在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 ２％ 并达到历史新高。 ２０１４

年， 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占全球流量的 ５５％ ，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超过发达国

家成为全球 ＦＤＩ 的主要流入地。 ２０１５ 年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 流入总量达到 ７６５０ 亿美元的

新高， 增长了 ９％ ， 而且发展中经济体在前十大东道主中稳占半壁江山。 该时期全球

ＦＤＩ 流量主要以兼并和收购的方式快速增长， 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而不是新建投资

占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 而且， 该时期的 ＦＤＩ 主要发生在亚洲， 约占发展中国家的

３ ／ ５ ～ ２ ／ ３。

2 FDI 流出情况

２１ 世纪以来，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开始复苏， 到 ２００４ 年基本恢复到亚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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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水平 （见图 ７ － ３）。 随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量占全球 ＦＤＩ 流出量的份额开

始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虽然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占全球 ＦＤＩ 流出量的份额目前

仍然很小， 但其速度在加快， 已达到全球 ＦＤＩ 流出量的 １ ／ ３。 相比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能力还相对较弱。 进入 ２１ 世纪，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流出量仍然相对较小， 而且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出的 ＦＤＩ 有相当大的部分指向了其他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

图 ７ －３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南南 ＦＤＩ 流出量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 ｗｗｗ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计算方法参考 Ａｙｋｕ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ｈａ （２００４）。

同 ＦＤＩ 流入类似， 受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以及发达国家 ＦＤＩ 流出量剧

烈减少， 南南 ＦＤＩ 流出量也有所下降。 但从 ２００９ 年起， 全球及发达国家 ＦＤＩ 流出量持续

剧烈减少。 虽然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出的 ＦＤＩ 在 ２００９ 年也出现收缩， 但南南 ＦＤＩ 流出

却呈现复苏的趋势。 ２０１１ 年， 全球 ＦＤＩ 流出量较 ２０１０ 年增加了 １６ ２％ 。 这一方面归因于

发达国家 ＦＤＩ 流出量增长， 另一方面是由于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ＦＤＩ 减少以及亚

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长缓慢，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南南 ＦＤＩ 流出量的增长势头

放缓。 ２０１２ 年， 由于欧元区持续的不确定性， 发达国家 ＦＤＩ 流出量再次下降， 接近 ２００９

年的低谷水平。 相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继续扩张海外投资， 并且绝大多数的

ＦＤＩ 指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综合分析南南 ＦＤＩ 流出量， 我们可以看到，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进行直接投资从

２０ 世纪末尤其是 ２１ 世纪以来才较快发展。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量

以空前的速度加快发展，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出的 ＦＤＩ 更多地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 随着南南合作的不断深化， 南南 ＦＤＩ 发展不断加速，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会越来越多地

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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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纵观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的主要来源。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末，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超过 １ ／ ３ 的 ＦＤＩ 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２００４ 年以来， 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外投资活动开始频繁起来。 ２００９ 年以来， 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的 ＦＤＩ 更是有一半以上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南南 ＦＤＩ 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全球范围内也已经达到世界 ＦＤＩ 的 １ ／ ５。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ＦＤＩ 存量翻了三番， 内陆发展中国家翻了四番。

与发达国家 ＦＤＩ 波动频繁相比，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 南南 ＦＤＩ 始

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 在数次金融危机中，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受的冲击都要低于发达

国家， 而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更强的危机抵御能力 （这可能是由于南南对外直接

投资对债务融资依赖较小， 因此波动较小且能尽快恢复）。 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贸

易协定不断推进， 资本账户自由化不断加强，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将在全球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二　南南 FDI 的发展现状

２０１５ 年， 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缓慢， 贸易持续低迷， 世界经济整体乏力。 但对外直接

投资活动强劲复苏， 全球 ＦＤＩ 流量达到 １ ７６ 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８％ ， 达到金融危机以

来的最高水平， 流出量创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新高， 但仍比 ２００７ 年的峰值低 １０ 个百分点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 ７６５９ 亿美元 （比 ２０１４

年高出 ９％ ）， 这是继 ２０１４ 年 ６８１０ 亿美元历史峰值后的又一新高。 从 ＦＤＩ 流出量来看， 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投资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历史新高， 发展中亚洲对国外的投

资高于任何其他区域。 从政策支持力度来看， 南南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ＩＴｓ） 占全球 ＢＩＴｓ 的约 ４０％ ， 超过 １００ 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签订了贸易协定。①

本部分首先介绍南南 ＦＤＩ 的现状， 然后介绍对南南 ＦＤＩ 影响非常关键的非洲、 东亚和

东南亚以及中国的投资贸易合作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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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 Ｓ Ｐｏｕｌｓ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ＢＩ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ｇｉｍｅ：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３０ （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０１ －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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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报告

（一）南南 FDI概况

２０１５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中的 ７２％来自发达国家， 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不

多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６）。 总需求减少， 商品价格降低， 以及货币贬值， 导致发展中国家和

转型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大大减少。

根据 《２０１６ 年世界投资报告》， ２０１５ 年流向发展中经济体 （包括加勒比地区金融中心）

的 ＦＤＩ 达到 ７６５０ 亿美元， 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 ９ 个百分点； 而转型经济体为 ３５０ 亿美元， 比

２０１４ 年降低了 ３８％。 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占全球 ＦＤＩ 流入量份额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１％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５％， 扭转了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连续 ５ 年成为全球 ＦＤＩ 主要接受地的局面。

导致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 ＦＤＩ 流入量下降的主要催化剂是商品价格持续下跌， 特别是

原油、 金属和矿物质等的价格下跌。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出现的石油价格骤降严重影响了非洲、

南美和转型经济体对石油出口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对石油生产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受价

格下降导致计划资本支持减少， 还因利润空间缩小导致收入再投资大幅下降。 采矿业占主

导地位的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也因类似原因出现下降。 还有一个抑制投资活动的因素是新

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相对缓慢。 转型经济体占据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ＦＤＩ 的 １ ／ ３， 然

而， 转型经济体的经济环境却不太乐观， 如巴西和俄罗斯正处于衰退中， 南非经济增长缓

慢，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印度相对稳定。 此外， 转型经济体本国货币贬值， 导致利润再投

资压力加大。

1 南南 FDI 区域分布

总体来看， ２０１５ 年流向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 ＦＤＩ 增长了 ６％ ， 但这主要归功于亚洲

经济体 ＦＤＩ 的持续大幅增长， 其他几乎所有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 ＦＤＩ 流入量均出现下

降。 ２０１５ 年， 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 ＦＤＩ 增长了 １６％ ， 达到 ５４１０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亚洲仍然是世界上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 这主要是由东亚 （如中国内地和中国

香港）、 南亚 （如印度） 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强劲表现推动的。 非洲的投资流量下降 ７％ 至

５４０ 亿美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下降 ２％至 １６８０ 亿美元， 转型经济体下降 ３８％至 ３５０

亿美元。 尽管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 ＦＤＩ 增长缓慢， 但是在全球 ＦＤＩ 接受国中， 仍有一半是

发展中经济体。 ２０１５ 年全球前十大外资目的地， 依次为美国、 中国香港、 中国内地、 爱

尔兰、 瑞士、 新加坡、 巴西、 加拿大、 印度和法国 （见图 ７ － ４）。 其中， 中国 ２０１５ 年对

外直接投资流量仅次于美国， 跃居世界第二位。

从 ＦＤＩ 流出来看， ２０１５ 年， 在流出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 ２０ 个经济体中， 有 ７ 个是发

展中和转型经济体 （见图 ７ － ５）， 但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 ＦＤＩ 流出量占比较低且大多排名

靠后。 ２０１５ 年，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减少了他们在国外的投资， 如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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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４　 ＦＤＩ 流入量最多的前 ２０ 个经济体　 　 　 图 ７ －５　 ＦＤＩ 流出量最多的前 ２０ 个经济体

注： １ （ｘ） ２０１４ 年排名， ２ 单位： １０ 亿美元　 　 　 　 注： １ （ｘ） ２０１４ 年排名， ２ 单位： １０ 亿美元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ｗｗｗ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年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 １７％ ， 降为 ３３２０ 亿美元， 其中 ５６％是由于

来自中国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 此外， 对规制案件和地理政治方面的考虑也影响了对

外直接投资流出， 如俄罗斯提高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难度， 并采取了一些旨在减少 “借

贷套利” 的政策方案， 导致俄罗斯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大幅下跌， 而西亚地

区的区域冲突也抑制了跨国公司的投资。 虽然一些 ＦＤＩ 流出量总体有所下降， 但少数发展

中国家却快速增长。 对比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中国从 １２３０ 亿美元增至 １２８０ 亿美元，

仍为除美国和日本之外的第三大投资国， 科威特从 － １０５ 亿美元增至 ５４ 亿美元， 泰国从

４４ 亿美元增至 ７８ 亿美元， 拉丁美洲受益于公司内部贷款规定的改变，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

量增长了 ５％ 。

2 南南 FDI 的行业分布

从部门情况来看 （见图 ７ － ６）， 近年来， 南南 ＦＤＩ 继续向服务业转移。 由于服务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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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自由化日益加剧， 服务贸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２０１４ 年是可获得行业分类估计的最近

一年， 服务业占全球 ＦＤＩ 存量的 ６４％ ， 制造业仅占 ２７％ ， 农业仅占 ７％ ， 另有 ２％未明确

说明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６）。 除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长期趋势外， 服务业 ＦＤＩ 数额和比例增加

的背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例如： 东道国服务部门自由化程度提高、 使服务更易于交易的

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推动了制造业方面的服务国际化。

发展中国家对内投资的总体部门分布与全球类似， 但发展中经济体内部有所变化

（见图 ７ － ６）。 非洲的农业比重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２２％ ） 高 ６ 个百点， 比发展中

亚洲 （２％ ） 高 ２６ 个百分点。 发展中亚洲服务业占了 ７０％ 的比重， 主要归因于中国香港

的优势。 由于商品价格大幅降低， ＦＤＩ 开始大幅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 尤其是非洲、 拉丁

美洲与地中海地区。

图 ７ －６　 ２０１４ 年按部门分类的 ＦＤＩ 内流存量结构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ｗｗｗ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不包括离岸金融中心） ２０１５ 年的 ＦＤＩ 流入为 １６８０ 亿美元，

与 ２０１４ 年基本持平。 南美洲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经济不景气等原因 ＦＤＩ 下降； 相比

之下， 制造业外资的增长使中美洲 ＦＤＩ 流入取得良好表现。

（二）非洲 FDI概况

流入非洲的 ＦＤＩ 越来越多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兴起。 一些发达国家 （特

别是法国、 美国和英国） ２０１４ 年从非洲的净撤资数额巨大， 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者对这些

撤出的资产有很大的需求。 因此， 非洲的并购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８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１

亿美元， 上涨 ３２％ ， 特别是在石油和气体以及金融部门中。 在非洲的 ＦＤＩ 流入存量中，

服务业所占的部分最大， 尽管比其他区域的份额要低， 而且集中在较少量的国家， 包括摩

洛哥、 尼日利亚和南非。 金融业在非洲服务业 ＦＤＩ 存量中所占的部分最大， 到 ２０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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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以上的非洲服务业 ＦＤＩ 存量是在金融业 （５６％ ） 中， 其次相继是运输、 储存和通信

（２１％ ） 以及商业活动 （９％ ）。

非洲的 ＦＤＩ 流入量在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７％至 ５４０ 亿美元。 北非 ＦＤＩ 出现增长， 但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 （特别是西非和中非） ＦＤＩ 大幅下降。 初级商品价格的暴跌使依赖自然资源出

口的非洲国家在贸易、 投资和国际收支等方面都面临严重冲击。 非洲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近

年来不断增强。 非洲尽管经历了相对的经济增速下降， 但仍是世界发展较快的地区。 ２０１５

年非洲的 ＦＤＩ 项目增长 ７％ ， 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项目增长区域。 ２０１５ 年非洲 ＦＤＩ 达到

７１３ 亿美元， 比 ２０１４ 年的 ８８５ 亿美元低， 但仍高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６８０ 亿美元的平均值。

从地区来看， 东非地区外国投资项目数量占非洲地区总量的 ２６ ３％ ， 西非地区占 １６ ２％ ，

且西非地区吸引外资额领跑非洲。 同时， 美国是 ２０１５ 年非洲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共在非

洲开展 ９６ 个投资项目， 总投资 ６９ 亿美元。 此外， 非洲地区吸收外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由原先集中于几个国家和行业转为更加分散化， 商业服务、 汽车、 环保技术和生命科学成

为投资者新的投资热点。

从投资方式占比来看， ２０１２ 年， 国际社会对非洲的绿地投资、 并购投资总额为

４７０ １２ 亿美元， 其中绿地投资仍是绝对主体。 从产业领域占比来看， 按 ＵＮＣＴＡＤ 的产业

分类， ２０１２ 年， 在全部流入非洲总计 ４６９ ８５ 亿美元的绿地投资中， 初级产品、 制造业、

服务业分别占 １５ ９％ 、 ４４ ４％ 、 ３９ ７％ 。 值得注意的是， 流入非洲制造业的投资绝大部分

也是和自然资源的初级加工相关联的， 其中食品和烟草， 可可、 炼油品和核燃料， 金属和

金属制品三者分别占制造业流入 ＦＤＩ 的 １０ ７％ 、 ２７ １％ 、 ２１ ４％ ， 三者分别占非洲 ＦＤＩ 流

入总额的 ４ ７％ 、 １２％ 、 ９ ５％ 。

（三）东亚和东南亚 FDI概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 东亚和东南亚 ＦＤＩ 流入量和流出量均较小且发展缓慢。 与拉丁

美洲国家相比， 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虽然起步较晚， 但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表现

出强劲的发展趋势。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 ＦＤＩ 流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流量也较小， 平均来

看， 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的流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就占到了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流入量的 ３０％左右， 在世界 ＦＤＩ 流入量中占到了 １０％ ， 在个别年份 （１９７４ 年、

１９８０ 年） 甚至占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入量的 ５０％ 。 ２００４ 年， 流入南亚、 东亚和东南

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包括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流入） 达到 １３８０ 亿美元 （见图 ７ － ７）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０６）， 约占南南 ＦＤＩ 的 ６５％ （见图 ７ － ８）。 ２００５ 年南亚、 东亚和东南亚的

ＦＤＩ 存量估计为 １４０００ 亿美元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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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７　 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入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图 ７ －８　 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 流入比重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ｗｗｗ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 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流量较小，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的比重也较小 （见图 ７ － ９）。 相对于拉丁美洲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 ＦＤＩ 流出国进行 ＦＤＩ 虽然起步较

晚， 但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就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东亚和

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流量就达到了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流量的

７５％以上，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这种占比更是达到了 ８０％ 以上 （见图 ７ － １０）。 虽然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东亚和东南亚 ＦＤＩ 流出有所降低， 但近几年来又呈现较快的复苏趋势， 在

２０１４ 年再次达到了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流量的 ７５％ 以上， 其中， 东亚 ＦＤＩ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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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是占绝对优势地位。 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 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流

出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都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图 ７ －９　 １９７０ ～ ２０１４ 年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图 ７ －１０　 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 流出比重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无论是吸引外资流入还是对外直接投资， 东亚和东南亚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均具有代表

性， 可以作为南南 ＦＤＩ 甚至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典范。 受数据所限， 本节选取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韩国、 马来西亚、 泰国这 ５ 个国家和地区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数据进行简单介绍。

如图 ７ － １１ 所示，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 这 ５ 个国家和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占到了东亚

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 且有一半以上是来自其他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

相比 ＦＤＩ 流入， 这 ５ 个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流出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

国直接投资流出中的作用更大 （见图 ７ － １２）。 自 ２００１ 年起， 东亚和东南亚流向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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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４ 年东亚和东南亚五国 （地区） ＦＤＩ 流入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韩国、 马来西亚、 泰国这五个国家和地

区。 ２００８ 年以来， 五国 （地区） ＦＤＩ 流出更是占到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 ８０％ 以上， 而在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中，

又有 ７５％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图 ７ －１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４ 年东亚和东南亚五国 （地区） ＦＤＩ 流出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ＦＤＩ ／ ＭＮＥ 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ｆｄ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四）中国 FDI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２０１３ 年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净值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２０１５ 年创下 １４５６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 流量规模超越

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 连续三年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宏观大环境有三次重点性突破： 第一次是 １９７８ 年将改革开

放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第二次是 ２００１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经贸组织 （ＷＴＯ）， 第三次

９６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是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次大型洗礼。 与此相对应， 根据规模、

行业以及投资区域的不同， 本文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 起步阶段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０）、 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以及迅猛发展阶段 （２００８ ～ 今）。 如图

７ － １３所示， 自 １９８３ 年以来中国利用外资流量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涨的大趋势保持不

变， 特别是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利用外资流量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图 ７ －１３　 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利用外资流量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一览

资料来源： 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２ 年的数据来自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来自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

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存量来看， ２００９ 年以来亚洲所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欧洲和北

美洲所占比重逐年升高， 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偏好正在发生转变， 由发

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 但亚洲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集中的地区， 拉丁美洲和欧

洲紧随其后。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迈向新的台阶， 实现连续 １３ 年快速增长， 创下

了 １４５６ ７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金额仅次于美国 （２９９９ ６ 亿美元）， 首次位列世界第二

（第三位是日本 １２８６ ５ 亿美元）， 并超过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１３５６ 亿美元）， 占全球

流量份额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０ ４％ 提升至 ９ ９％ 。 从 ＦＤＩ 存量来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１０９７８ ６ 亿美元， 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０ ４％ 提升至 ４ ４％ ，

排名由第 ２５ 位升至第 ８ 位。 ２０１５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 ４ ３７ 万亿美元。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很高， 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迅猛增长， ２００６ 年之后保持

６０％以上比重， 但近年来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和金融业中。 第一产业

包括农、 林、 牧、 渔业， 占比 １ ５％左右， 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一产业的吸引力

非常小。 第二产业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即呈波动下降趋势， 主要集中在采矿业中。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 制造业、 金融业、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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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同比增长 １０８ ５％、 ５２ ３％、 １１５ ２％。 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为 １００ ５ 亿美元， 同比增

长 １５８ ４％， 占制造业投资的 ５０ ３％， 带动了装备、 技术、 标准和服务 “走出去”。

从产业分布来看 （见图 ７ － １４）， 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门类涉及较多， 包括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采矿业、 房地产业、 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 建筑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 １８ 大类， 但对外投资产业布局却比较集中， 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 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采矿业五大行业累计投资存量分别占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２４ ９％ 、 １６ ６％ 、 １３ ７％ 、 １３ ２％和 ７ ７％ ， 总比重

超过 ７６％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服务业的份额显著高于制造业， 且近年来呈快速增长趋

势。 在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外投资中，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 ３７２ ５ 亿美元 （３６ ２％ ）， 采矿业为

１９３ ３ 亿美元 （１８ ８％ ）， 批发零售业为 １７２ ７ 亿美元 （１６ ８％ ）， 上述 ３ 个行业成为对外

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 （７１ ８％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服务业投资增长更是骤增 ２７ １％ ， 占比提

高到 ６４ ６％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 ３６２ ６ 亿美元

（２４ ９％ ）， 金融业为 ２４２ ５ 亿美元 （１６ ６％ ）， 制造业为 １９９ ９ 亿美元 （１３ ７％ ）， 上述 ３

个行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 （５５ ２％ ）。

图 ７ －１４　 ２０１５ 年中国累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编 《２０１５ 年度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６。

总的来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广泛， 聚集趋势明显； 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

资比重较高， 但近年来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制造业单项投资规模增加， 境外企业实力逐步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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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 中国 ２ ０２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 （境） 外设立 ３ ０８ 万家对外直接投

资企业， 分布在 １８８ 个国家和地区， 占全球国家 （地区） 总数的 ８０ ７％ 。 虽然投资目的

地十分广泛， 但主要集中在几个国家和地区， 例如亚洲的中国香港和韩国， 拉丁美洲的开

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 ２０１５ 年流向中国香港、 荷兰、 开曼群岛、 英属维尔京群岛、

百慕大群岛的投资共计 １１６４ ４ 亿美元， 占当年流量总额的 ７９ ７％ 。 对亚洲特定国家和地

区的投资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对文化接近、 距离接近地区的固有偏好， 拉

丁美洲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则是国际著名的避税地， 具有有利于输出国的税收

和法律体系， 可以降低税率并减少法律风险， 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

的地的选择。 另外， 中国加大了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 ２０１５ 年底中国对 “一

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１１５６ ８ 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１０ ５％ 。

从洲际分布来看 （见图 ７ － １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全球六大洲， 其中亚洲和拉

丁美洲是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前两位的区位。 ２００４ 年以来， 亚洲地区始终对

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保持着较强的吸引力， 但在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两年中， 拉丁美洲对中

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吸收能力甚至超过亚洲， 成为当年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最多的区位。 ２００７ 年拉丁美洲吸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并未保持上升趋势， 并在

２００８ 年步入低谷， 成为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中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比例最低的一年。 中国

对欧洲、 北美洲、 大洋洲、 非洲的直接投资流量总体上保持着快速上升趋势， 但在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净额中所占比例不高。 ２０１５ 年底， 中国在亚洲的投资存量为 ７６８９ 亿美元

（７０％ ）， 亚洲地区继续保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最大市场地位。 亚洲是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最大的目的地， 也是最大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市场。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

存量为 １２６３ ２ 亿美元， 占比 １１ ５％ ； 欧洲为 ８３６ ８ 亿美元， 占比 ７ ６％ ； 北美洲为 ５２１ ８

亿美元， 占比 ４ ８％ ； 非洲为 ３４６ ９ 亿美元， 占比 ３ ２％ ； 大洋洲为 ３２０ ９ 亿美元， 占比

２ ９％ 。

非洲也是中国的重要投资国。 但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贸易

合作仍然以援助和贸易为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规模逐渐增长， 合

作方式趋向多样化， 合作主体日益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对非投资受全球经济复苏疲软、 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埃博拉疫情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为 ３２ 亿

美元， 较上年下降 ５％ ， 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２ ６％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中国在

非洲地区的投资存量为 ３２３ ５ 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３ 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底， 中国企业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 ３０００ 家， 占境外企业总数的 １０ ６％ ， 投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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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８６ ７％ ， 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 赞比亚、 南非、 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 加纳、 肯

尼亚、 安哥拉、 苏丹、 阿尔及利亚等国家。

图 ７ －１５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区位分布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经济体发展阶段来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８０％ 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 ２０１５

年底， 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投资存量为 ９２０８ ８７ 亿美元， 占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８３ ９％ （见图 ７ － １６）， 其中中国香港为 ６５６８ ５５ 亿美元， 占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７１ ３％ ； 东盟为 ６２７ １６ 亿美元， 占 ６ ８％ 。 中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的投资存量为 １５３６ ５２ 亿

美元， 占存量总额 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底， 中国在转型中经济体中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２３３ ２１ 亿

美元， 占存量总额的 ２ １％ 。

图 ７ －１６　 ２０１５ 年底中国对经济体直接投资存量构成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

汇管理局编 《２０１５ 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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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南 FDI 的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全球间资本流动的主要途径， 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

要素流动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减少了国内的

资本要素， 影响投资来源国的经济发展； 二是增加了投资来源国在外国的资产， 带来了额

外的收益， 同时伴随资本要素的流出， 人口、 技术等生产要素也发生流动， 对投资来源国

的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 就业、 技术以及产业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南南 ＦＤＩ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作用包括五个方面： 经济增长效应、 就业效应、

贸易发展效应、 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由于 ＦＤＩ 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效应

可能存在差异， 该节在不同的小节中选取了各种效应中具有典型性的国家进行数据分

析。

（一）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 对于东道国来说， 对

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包含资本、 知识和技术的综合， 可以从多方面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 从

长期来看， 这种直接投资对本国的投资可能存在挤出效应， 同时容易破坏一国的创造性。

对于母国来说， 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具有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

1 FDI 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

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劳动力较为充足的国家， 能够通过吸引从中国迁移出的劳动密集

型企业获益。 尤其是在南亚， 稀缺的企业家能力和资本投入一直是竞争型制造业的头等约

束 （林毅夫、 王燕， ２０１６）。 ＦＤＩ 流入使当地企业能够克服这些约束， 并充分利用来自中

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

《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指出，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４ ８％上升

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５ ３％ ， 这种经济发展速度与南南 ＦＤＩ 规模的同步增长， 显示出二者之间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关系。 东亚和东南亚的南南 ＦＤＩ 给东道国带来的影响与北部 ＦＤＩ 不同， 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制造业内部， 南南 ＦＤＩ 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业、 食品、 木材

加工和造纸业、 橡胶制品业； 而北部 ＦＤＩ 倾向投资化学制品、 交通运输设备以及部分机械

制造业。 其次， 从企业规模来看 （以企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来衡量）， 发达国家的企业一

般规模更大。 最后， 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一般生产率更高。 比如， 在印度尼西亚， 日企的

生产率一般比来自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要高。 在南方 ＦＤＩ 占据重要位置的行业

中， 如食品、 纺织、 木材加工或家具制作， 该差异则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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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联合国记录了二十多个发展中地区和国家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的数

据， 将这些数据与各个国家的 ＧＤＰ、 进出口额、 消费支出等数据分别进行分析， 发现 ＦＤＩ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具有显著影响， 其具体表现在通过接受 ＦＤＩ， 跨国公司在本

国进行投资促使本国的出口增加， 同时跨国公司在进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需要从母国进口

原材料， 加强与母国之间的联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道国的进口额。

但是， 从长期来看， 这种 ＦＤＩ 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挤出效应。 在印度， 联合利华的

子公司印度斯坦利华公司兼并了当地主要竞争对手塔塔米尔斯油厂， 从而取得了印度浴室

肥皂 ７５％的市场份额和洗涤剂 ３０％的市场份额。 跨国公司往往会选择生产成本较低的东

道国生产标准化产品， 其产品相对于本土产品来说具有更大优势， 从而对本国的企业具有

排挤效应， 导致垄断的发生， 从而影响东道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同时， 这种长期的 ＦＤＩ 容

易造成东道国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的破坏， 最终东道国不得不为环境的破坏埋单， 从而影

响东道国经济的增长。

2 FDI 对于母国的经济影响

在南南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 ＦＤＩ 对资本流出方的经济具有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 替

代效应是指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生产转移到国外， 从而减少了国内投资机会， 进而减少国

内的总产出。 互补效应是指跨国企业在国外的生产活动可以带动母国生产投入和出口产品

的增加， 从而促进母国经济增长。

以中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为例， 自 ２００１ 年开始， 两个地区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作为 “亚洲四小龙” 之一的中国香港， 在经历了 １９９７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于 ２００２ 年

逐渐恢复， 并开始新一轮快速的增长。 但是 ２００７ 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 对两个地区都

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香港地区的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８８ １８ 亿美元和

５６９１ ８ 美元， 分别增加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１０５ ７ 亿美元和 ２９８０５ 美元， 分别增加了 ６ 倍和 ４

倍。 其地区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与其 ＦＤＩ 关系密切。 中国香港在 ２００１ 年对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投资 １６８ ２３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升至 ７３０ ２３ 亿美元， 上涨了约 ３ ３ 倍。 将中国香港地区

的 ＦＤＩ 流量数据与其国内增长总值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 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

相关性， 大约每百万美元的对外投资对区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１ ２４。

在对其他二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拟合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经济体较小的国家

或地区 （包括中国澳门地区）， 这种 ＦＤＩ 不但没有促进其经济增长的趋势， 反而替代了国

内投资的机会， 导致国内投资机会减少， 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表现了一种替代效应。

像中国、 印度、 巴西等这些大的经济体国家， 其 ＦＤＩ 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表现了一种互补效应。

以往人们通常关注 ＦＤＩ 替代国内投资机会的影响。 近年来， 学界关注到 ＦＤＩ 也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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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效应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基地或销售网点， 以扩大生产规模和经营规模； 二是不同发展

中国家在资源存量、 技术发展水平和消费习惯等诸多领域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而能够通过

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 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的目的。

结合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具有经济促进效应。 对于经济体较小的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的确会拉动国内

生产总值； 但从长期来看， 这种对外投资的方式对国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3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发展效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兴经济体崛起， 南南贸易迅速增加， 呈现

较强且持续的增长趋势。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年， 南南贸易量年均增长 １４％ （以当年美元价格计

算），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年均增长 １６％ ， 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从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的 ７ ４％ ，

增至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间的 １０ ２％ ， 并于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增至 １５ ４％ 。 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 南南出口并无明显趋势， 在发展中经济体总货物出口中所占份额从 ３３ ７％增至 ３９％ 。

然而， 在此之后， 南南出口在全球总货物出口中所占份额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４％增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５７％ ， 进口方面增长更快， 从 ４４％增至 ５９％ 。

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的贸易发展效应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贸易替代效应， 即投资与

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 二是贸易创造效应， 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东道国

和母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 从而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 ＦＤＩ 促使母国的资本货物、

技术和服务等出口， 从而提高母国的贸易量， 同时， 这种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降低了来

往的成本， 提高了贸易效率， 促进了信息的跨国流动。 因此从长期来看， ＦＤＩ 会带来新

的贸易需求， 从而促进贸易出口。 三是贸易补充效应， ＦＤＩ 在创造贸易机会的同时， 往

往会带来一些后续的经济活动， 因此这种投资并不是时点性质的， 而是一种长期投资，

像产品的维修服务、 产品原材料的供给等都会增加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贸易机会。 四是

市场扩张效应， ＦＤＩ 通过跨国公司的形式在外国生产、 销售货物， 加深了对东道国的市

场渗透， 进一步拓展了新的第三国市场， 从而有利于母国其他商品的出口贸易， 增加贸

易量。

从中国、 巴西、 哥伦比亚、 新加坡和墨西哥的贸易数据来看， 各个国家的进口与出口

贸易额在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５ 年都呈现增长趋势。 尤其是中国， 其出口额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８４９ ４ 亿美

元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３４２３ ４３ 亿美元， 上升了 ２６ ６ 倍， 同时其进口额也呈现高速增长的

状态 （见图 ７ － １７、 图 ７ － １８）。 除此之外， ２００８ 年， 各个国家的进出口额都出现了骤降

的趋势， 这是金融危机导致的， 但是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 各国的贸易额又逐渐恢复， 并呈现

增长的趋势。 在对贸易净额的分析中， 我们发现中国除了 １９９３ 年出现的贸易逆差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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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间段内都是贸易顺差， 并且贸易净额也不断上升。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贸易净额一直

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 新加坡在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７ 年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但是在 １９９７ 年之

后， 其贸易净额不断上升扭转了逆差， 形成贸易顺差。

图 ７ －１７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５ 年中国、 巴西、 哥伦比亚、 新加坡、 墨西哥贸易出口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图 ７ －１８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５ 年中国、 巴西、 哥伦比亚、 新加坡、 墨西哥贸易进口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出口额与其 ＦＤＩ 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将这五个国家的进出口总

额、 净额分别与 ＦＤＩ 流出和流入量进行分析之后， 数据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中国、 新加坡、 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都显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的贸易具有补充效应和扩张效应。 尽管巴西显示了不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 但这也表明了 ＦＤＩ 确实给本国的贸易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即贸易挤出效应。

同时巴西和墨西哥都显示了接受 ＦＤＩ 对贸易净额产生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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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从长期来看， ＦＤＩ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 尽管

在短期来看， 将会对本国的贸易额产生缩减效应， 但是这种效应迟早会被扩张效应和补充

效应弥补， 加强南南对外投资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同样具有明显的创造效应。

（二）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往往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南南 ＦＤＩ 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 减少就

业压力。 在新加坡的实践中，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的对外投资在制造部门创造了 ３３６００ 个工作岗

位。 这种对外投资对于母国来说， 既存在积极的补充效应， 也存在消极的替代效应。 但从

整体来看， 补充效应最终将会超过替代效应。 对于东道国来说， 接受对外投资包括跨国公

司在本国投资设厂， 进行商业活动， 这种方式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 缓解东道国的就业压

力。

粗略估计，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制造业在全国雇用了约 １ ２４ 亿工人， 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

集型部门 （大约 ８５００ 万人）。 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迫使中国企业升级到高附加值和资

本与技术更加密集的部门， 并将工作岗位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印度当前雇用了

约 ９００ 万工人， 巴西约有 １３００ 万工人。 这些新兴国家共雇用了约 １ １ 亿工人， 未来几十

年间， 这些工作岗位将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非洲有十亿人口， 现在平均收入水平是中

国的 １ ／ ４， 很多国家的收入水平甚至不及中国的 １ ／ １０。 有学者提议， 将中国的制造业企业

转移到非洲， 可以一步到位地让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挥渠道和研发优势， 从而进入微

笑曲线两端， 并获得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而且能够为非洲国

家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３ 年， 菲律宾的就业率一直维持在 ６０％ 左右， 智利的就业率在 ５０％ 左右上

下波动， 并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有上升的趋势。 从长期来看， 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就业人数

呈上升趋势， １９９７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影响巨大，

除中国大陆以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之后各国的就业人数和工资水平恢复原来的水

平， 并开始平稳增长。

在工资水平方面， １９９３ 年智利的每小时工资为 ４５ ６７ 比索， 到了 ２００８ 年就已经上升

到 １２２ ７４ 比索， 上升了 １ ７ 倍。 菲律宾的月工资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４２５９ 比索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４０５５ 比索， 上升了 ２ ３ 倍， 上升幅度更大。 通过对智利的就业人数、 就业率、 工资水平

与 ＦＤＩ 进行拟合之后， 验证了关于 ＦＤＩ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业率、 就业人数以及就业水

平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ＦＤＩ 的流入、 流出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 ＦＤＩ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 尽管有的国家显示 ＦＤＩ 对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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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替代效应。 的确， 这种效应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一国放弃了在本国投资的机会。 但

总体上 ＦＤＩ 的补充效应却大于这种替代效应。 首先， ＦＤＩ 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商业

联系， 使其他的相关联产品的需求增加， 从而促进母国的就业。 其次， ＦＤＩ 往往采用跨国

公司的方式， 这种方式往往会在行政管理、 法律部门中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 最后， ＦＤＩ

对母国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高母国的工资水平。

（三）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

ＦＤＩ 是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 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 外国公司

在带来资本的同时， 还引入了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管理能力， 这些都有助于技术溢出 （Ｃｒｅｓｐｏ

ａｎｄ Ｆｏｎｔｏｕｒａ， ２００７； Ｎａｒｕｌａ ａｎｄ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２０１２）。 由于跨国公司进入某些具有强大行业壁垒

产业的垄断行为会受到遏制， 资源配置能够得到改善。 此外， 竞争还能推动当地技术水平的

提高， 示范效应将加快技术的转移和扩散程度， 从而促进东道国生产率的提高。

许多实证结果表明， 发展中国家若想从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中获益， 要具有一定的人

力资本水平， 而且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 熟练劳动和管理人员的可获性、 技术可利用程

度、 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等也会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入的技术水平。 本国企业的规模、

技术管理水平、 产权制度和内部制度结构、 东道国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等都会制约对跨

国公司技术溢出的吸收 （杜兰英、 周静， ２００２）。 Ａｇｇａｔｕｒａｌ 的研究发现， １９６９ 年在印度的

制造业中， 平均 ６５％的外资企业的劳动力素质要高于当地企业的劳动力素质， 而在外资

企业中只有 １６％是资本密集型的。

南南 ＦＤＩ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母国对东道国

的技术效应， 母国在东道国进行投资， 为其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法、 管理手段以及研发技

术， 促进了东道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技术上的突破带来的是

一种规模增长。 从长期来看， 这种技术进步对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的影响是深远

的。 技术效应的第二个方面是东道国对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 ＦＤＩ 企业在东道国所获得的

技术可以通过内部转移或对外溢出两种方式向母国传递。 内部转移是指在东道国的跨国公

司通过经济上的行为将技术转移到母国， 对外溢出是指通过母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建

立的联系而形成的产业带动， 比如配套产业的产品服务和出口等。

（四）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能够形成现实需求， 二是能够创造新的生产

能力。 这两个因素促使社会上形成新的需求和产业， 从而改变原来的产业结构， 与未进行

投资的产业相比， 投资产业以更快速度增长， 从而能够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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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作为区域经济固定资产的中间力量， 其投资的方式和方向极大地影响着东道国产业结构

调整的过程 （杨安， ２０１３）。

南南 ＦＤＩ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方面实现的。 一方

面， 资本从母国流入东道国， 以跨国公司的形式为东道国建立新的产业， 促使原有的产业

转型升级或者对原有的产业进行改造。 同时， 转型成功的东道国最终将会把转型经验通过

ＦＤＩ 的方式输送到下一个东道国， 最终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整体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另一方面， 资本输出国也会从中得到好处， 通过资本输出， 母国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替

代比较劣势的产业， 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最终每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将会影

响第一、 第二、 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动， 进而考察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的变化与

ＦＤＩ 之间的关系。

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产业的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见图 ７ － １９）。 同时，

每一个国家第一产业的下降趋势都呈现波动的形式， 但是最终都会下降到 １０％ 左右。 图

７ － ２０显示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二产业在 ＧＤＰ 中所占的比重， 呈现倒 “Ｕ” 形趋

势。 图 ７ － ２１ 的趋势则更加明朗一些， 每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的比重都呈现上

升的趋势， 即服务业不断发展， 工业、 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

图 ７ －１９　 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４ 年中国、 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一产业比重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不论是 ＦＤＩ 的流出还是流入都与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在对第二产

业比重与 ＦＤＩ 进行拟合的过程中， 除了中国、 智利等个别国家，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显示了明显的正向关系。 在考察第三产业比重与 ＦＤＩ 存量和流量之间的相关性时， 除了中

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随着接受对外投资的增长而增长以外， 其他国家都显示了一种负相关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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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　 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４ 年中国、 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二产业比重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图 ７ －２１　 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４ 中国、 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比重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综上， 南南 ＦＤＩ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第一、 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 这是通过不断向其他国家转移产业的形式实现的， 但是对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来说，

ＦＤＩ 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五）小结

南南合作通过对外投资的形式不断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 就业、 技术和产业

结构。 ＦＤＩ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尽管其中存在一些负面效

应， 但是这种有利的影响最终将会超过负面效应。 从总体来看， 南南 ＦＤＩ 无论是对东道国

还是对母国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发展中国家要善于利用 ＦＤＩ 的积极作用， 促进本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就业改善、 贸易提升、 技术改进和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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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南 FDI 的经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的发展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带来的。 根据 《世界投资报

告》， ２０１４ 年全球 ＦＤＩ 下降了 １６％ ， 达到约 １２３００ 亿美元， 接近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低

点。 与欧洲、 北美的 ＦＤＩ 流入量大幅下降不同，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 流入量再创新高，

成为国际投资体系中的主角。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投资和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 许多国家采取措施改善和协调

其体制环境， 以加强其竞争力。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有 ５５ 个国家通过了共 １０８２ 项机构政策改

革， 以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同样，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 已在 ２０１ 个国家签署了

共计 ９１７５ 项双边投资条约， 其中包括改善和重新调整东道国和母国的机构设置的特点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４）。

（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 无论是 ＦＤＩ 流入还是 ＦＤＩ 流出， 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 ＦＤＩ 的发展都是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发展的典范。 除了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直接外国直接投资的共性———寻求效率和市场而投资于邻国外，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学习和借鉴的， 还在于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以及经济体伴随着区域合作加强带来的基础

设施、 商业合作和制度领域的互联互通建设。

从一开始，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就在地区和双边安排框架内合作， 签署或启动越来越多

包含投资条款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或经济安排， 共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 东盟 －中国等自

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区域投资合作 （东盟投资区） 为市场准入提供了保证， 其中一些安

排涉及非关税壁垒， 这便利了生产投入和资源采购， 也促进了寻求市场、 资源和效率的投

资问题。 区域合作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十分明显。 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的设立， 便大大加强了柬埔寨、 老挝、 缅甸、 泰国、 越南和中国云南省 ６ 个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联系。 该合作机制还促进了 ＣＬＭＶ （柬埔寨、 老挝、 缅甸、 越南） ４ 国与区域内其他

国家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区域一体化举措的推动下， 跨国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加强， 电力、 公路和铁路行业

实现区域性互联互通。 东盟国家以建设 “增长三角”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泰国）、

经济走廊和增长区的方式实现其区域内的经济合作， 并借此加强了邻近地区的互联互通。

近期提出的诸多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区域一体化以及互联互通建设。 这些机制既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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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 （如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 也有区域和国际层面的 （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的建立）。 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以及融合区域价值链的商业和经济需求， 都推动了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行业投资的增加不仅有助于投资环境的改善， 还提高了整个区

域的引资能力， 尤其是对效率追求型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

非盟下属组织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首席执行官、 尼日尔前总理易卜拉欣·马亚

基在非盟第二十五届峰会前夕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帮助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令人称道， 尤其是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近年来为非洲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巨资， 使一些项目

得以实施， 非盟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确定了 １６ 个经济和社会效益较好的项目， 等待

投资者注资。 这些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改变非洲一些偏远地区长期以来经济

发展难有起色的困境。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在帮助非洲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仅以交通基础

设施为例， 中国在非建设了 １０４６ 个成套项目， 修建了 ２２３３ 公里铁路、 ３５３０ 公里公路， 为

改善非洲国家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访非期间提出中非合作建设非洲铁路、 公路、 区域航空 “三大交通网络” 的倡议， 也

是中国促进非洲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 破解非洲发展瓶颈， 帮助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

展的庄严承诺。①

设施联通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内容。 多数亚洲国家在道路、 铁路、 港口、 电

站、 洁净水、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健康与教育等领域都有着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

求。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政策简报显示，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亚洲地区需要约 ８ ２２ 万亿美元

用于电力、 交通、 通信、 水利和环保领域的设施建设， 其中，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需求占总需求的 ５０％ 以上， 印度基础设施建设需要 ２ １ 万亿美元左右。 亚洲

国家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的庞大需求为中国加强在该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提供了

大量机遇。 “一带一路” 亚洲沿线国家未来在公路、 铁路、 港口、 油管、 桥梁、 输电网

路、 光缆传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将衍生大量投资合作机会。

（二）制度环境和政策措施

跨国公司根据各国资源、 劳动力、 技术和服务的不同水平来选取目的地。 影响外资投

入的因素包括输入国的软环境和硬环境。 软环境包括：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是否稳定， 政

治与社会是否安定， 法律制度是否健全， 会计制度是否符合国际标准， 是否具备知识产权

的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等。 硬环境因素包括： 水、 电、 自然资源是否充足， 交通、 通信和

３８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 《非盟官员： 中国帮助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令人称道》， ｈｔｔｐ： ／ ／ ｙ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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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是否完备， 劳动力技能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程度等。 此外， 与投资有关的各种制

度 （包括设立企业的手续， 对外资的各种限制和要求， 投资激励机制， 政策的连贯性、

透明度、 实施效率、 协调性等） 以及外贸和外资自由化政策， 私营企业的发展状况等，

这些都对本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被看作吸收 ＦＤＩ 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 １３５６ 亿

美元， 位列全球第三位。 一般认为， 外商看中的是中国大量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动力、 巨大

的人口与市场规模， 同时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 除了这些因素外， 中国政府采取的外资优

惠政策对吸引 ＦＤＩ 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这些优惠措施主要包括： 减免所得税、 返还所得

税、 提供优惠贷款等。 加入 ＷＴＯ 后， 中国政府外资政策有所改变， 从优惠政策转向放松

对外资的限制， 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放松产品国产成分的比例要求、 放松出口限制、 开

放经常项目、 逐步放宽外汇收支平衡限制、 放松对外资资格的限制以及逐步消除对高利润

和敏感部门的进入壁垒等 （潘金娥， ２００５）。

马来西亚是 １９９７ 年金融危机后 ＦＤＩ 出现反弹的一个代表， 这得益于马来西亚政府在

金融危机后采取的一系列直接和间接措施。 金融危机后， 马来西亚政府不断调整多项措

施， 全面开放， 通过提高管理能力和生产效率来提高竞争力， 履行地区和全球协定的承诺

等。 政府采取的直接措施包括： 挖掘本国竞争力， 完善公平竞争的环境， 提高 ＦＤＩ 审批效

率， 强调高科技、 资本和技能优先， 积极参加区域合作， 加大开放力度， 提高优惠措施

等。 间接措施包括： 增加教育和培训经费、 技术支持和财政支持等。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劣势吸引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一般认

为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处于劣势。 因为， 一般情况下， 来自发展中

国家的企业品牌营销力更弱一些、 技术更低级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 ａｎｄ Ｇｅｎｃ， ２００８）。 而且，

东道国政府会更倾向北方的发达国家， 因为后者能为其带来更先进的技术、 更大的国际市

场网络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 １９９２）。 然而， 事实上， 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

也有一些优势， 至少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时。 发展中国家一般市场机制较差、 产权制度不

明晰、 基础设施可能也不是很好。 但正是这些经验， 使这些国家的企业在面临类似的环境

时具有相对优势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 ａｎｄ Ｇｅｎｃ， ２００８）， 从而促使了大量发展中国家转向其他

发展中国家投资， 进而促进了南南 ＦＤＩ 的发展。

（三）产业集群和经济特区的经验

东亚和拉丁美洲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就设立了经济特区， 以吸引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

投资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根据国家劳工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ＬＯ） 的经济特区数据库报告，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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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由 １９８６ 年分布在 ４７ 个国家的 １７６ 个， 扩展为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３０ 个国家共 ３５００ 个

（Ｂｏｙｅｎｇｅ， ２００７）。 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带来的收益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 “静态的” 经济

收益， 如创造就业、 促进出口增长、 增加政府收益、 提高外汇收入等； 二是 “动态的”

经济收益， 如促进技术升级、 技术转让和创新、 促使经济多元化、 提高当地企业生产率等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０）。

产业园区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经验， 是 “中国模式” 的重

要特征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０）。 伴随着中国企业 “走出去” 步伐的加快， 国内建设工业园区的经

验开始向全球复制， 其影响力和作用不断增强。 近年来， 有 ４０ 多个国家提出希望中国与

其共建合作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与所在国在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等领域的深入合

作， 合作区模式受到东道国政府和当地社会民众的认同， 成为中国发展模式、 管理理念、

文化和价值理念等软实力输出的重要渠道和 “走出去” 的重要名片。

中国政府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 以促进与东道国的共同

发展。 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建设经贸合作区， 是以企业为主体， 以商业运作为基础， 以促

进互利共赢为目的， 主要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 东道国投资环境和引资政策等多方面因素

进行决策。 通过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①， 吸引更多的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建厂， 增加东道国

就业和税收， 扩大出口创汇， 提升技术水平， 促进经济共同发展。

境外经贸合作区契合所在国经济和产业发展诉求， 成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抓

手， 也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承接平台， 并让世界理解了中国共

赢的投资理念。 境外合作区对促进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走出去” 作用明显。 “走出

去” 企业往往对国外政治制度、 政策法律、 语言文化不熟悉、 不适应， 也面临着工业基

础设施薄弱、 产业配套差、 水电路等外部配套条件不足等诸多困难。 合作区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 搭建公共平台， 积极拓展海外发展空间， 为发挥产业集群和投资规模效应创造

了条件， 有利于实现互补协同， 共同抵御风险， 对推动中资企业 “走出去” 具有较强的

带动作用。②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 积极推动企业建设合作区。 通过制定合作区

考核办法， 开展了合作区确认考核和年度考核工作； 下发了关于加强合作区风险防范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完成了与朝鲜、 柬埔寨、 白俄罗斯、 马来西亚、 老挝、 印度尼西亚、 埃

塞俄比亚等国家政府商签合作区协定； 在广交会、 宁波浙洽会、 厦门投洽会、 南宁东盟博

５８１

①

②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指中国企业在境外有条件的国家或地区建设或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产业链较完整、
带动和辐射能力较强、 影响力较大的工业、 农业或服务业园区， 以吸引中国或其他国家企业投资兴业。
赵星： 《将境外经贸合作区建成产业 “走出去” 的有效平台》， 《中国财经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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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上开展了合作区招商活动； 举办了合作区所在国相关人员培训活动等。①

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对非集群式投资的重要平台。 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境外

经贸合作区开创了中非合作的新模式。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底， 在建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中有 ２０ 个位于非洲地区。 其中，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地区设立的第一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也是赞比亚政府宣布设立的第一个多功能经济区， 该区累计投资

近 １５ 亿美元， 已有 ３５ 家企业入驻。 此后， 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建设了东方工业园，

在埃及建设了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在尼日利亚建设了莱基自由贸易区等一批经贸合作

区。②

目前， 中国企业正在建设 ７５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其中 １３ 个合作区通过了确认考核，

分别是： 巴基斯坦海尔 － 鲁巴经济区、 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

区、 越南龙江工业园、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尼日利亚莱基自

由贸易区、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 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

贸合作区、 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 中俄 （滨海边疆区） 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区、 匈

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创新模式， 深化了中国与东道国的务实合

作， 为企业搭建了分享国际市场资源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 使中国出口可以有效地

绕过贸易壁垒， 减少贸易摩擦。 同时， 境外经贸合作区还能为企业消化过剩产能、 缓解国

内生产经营成本压力等提供有效渠道。

（四）将援助与投资相结合

中国在南南发展合作中的方式不同于已有援助者， 而是采取将援助、 贸易和投资结合

起来的方式， 推动南南合作， 促进受援国的减贫和经济增长， 发展巩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友好关系， 实现互利共赢。 除了坚守 “一个中国”， 在合作中中国并不附带其他政

治条件。 中国政府 “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 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 《中

国政府对外经济贸易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１９６４）。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积极推动南南合作，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生产能

力、 给予零关税待遇、 帮助参与多边贸易体制、 培训经贸人才等， 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发展。③

６８１

①
②

③

商务部境外经贸合作区专题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 ｊｗｊｊｍｙｈｚｑ ／ 。
《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 中国投资咨询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ｃｎ ｃｏｍ ｃｎ ／ ｈｏｎｇｇｕａｎ ／ ２０１５０７ ／
ｓｍｃｐｐ０１２２５１３８ 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著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 白皮书，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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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改善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援建与贸易有关的大中型基

础设施项目约 ９０ 个， 有效改善了受援国贸易运输条件， 扩大了与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

中国发挥在技术、 设备材料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 有效降低

了项目投资成本。

（２） 提高与贸易有关的生产能力。 中国援建一批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性项目， 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受援国相关产业的生产能力， 满足市场需求， 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期间， 与贝宁、 马里、 乍得和布基纳法

索 “棉花四国” 达成合作共识， 通过提供优良棉种、 农机、 肥料， 推广种植技术， 开展

人员培训， 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链拓展， 促进四国棉花产业和贸易发展。

（３） 给予零关税优惠待遇。 为有效推动发展中国家对华产品出口， ２００５ 年， 中国首

度对非洲 ２５ 个最不发达国家 １９０ 个税目的商品实施零关税， 之后不断扩大零关税待遇受

惠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上宣布， 将对与中国建交的

最不发达国家 ９７％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 到 ２０１２ 年底， 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出口已

有近 ５０００ 个税目商品享受零关税待遇。 ２００８ 年以来， 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最不发达国家

第一大出口市场， 吸收最不发达国家约 ２３％的产品出口。

（４）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 “促贸援助” 倡议

的积极参与者。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中国每年向世界贸易组织 “促贸援助” 项目捐款 ２０ 万美

元， ２０１１ 年后提升至每年 ４０ 万美元。 中国利用上述捐款设立 “最不发达国家加入世贸组

织中国项目”， 为最不发达国家举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研讨会， 资助最不发达国家

人员参加世界贸易组织重要会议和到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实习。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以

“促进贸易便利化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为主题， 举办了 １８ 期研修班， 与发展中国家 ４００

余名政府官员分享经验。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 （简称南南学院）

挂牌成立仪式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举行。 南南学院由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宣布设立， 该学院将成为发展

中国家交流发展理念、 总结发展规律的平台， 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智慧与人才支

持。

相关研究表明： 中国的投资与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显著的影响 （汪文

卿、 赵忠秀， ２０１４）； 投向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会加速中国对非投资的增长， 投向经

济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对投资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 “Ｕ” 型趋势， 与此同时， 直接流向

东道国生产性部门和政府的援助与中国对非投资则呈 “Ｕ” 型关系 （董艳、 樊此君，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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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南南 FDI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与此同

时，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挑战。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是

挑战与机遇并存的。

（一）南南 FDI面临的挑战

1 全球经济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市场需求不足矛盾突出，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头高发， 很多世贸

组织成员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 全球贸易增速连续 ５ 年低位徘徊， 贸易保护是连续多年国

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 Ｇ２０ 成员制定的贸

易限制措施中的 ８０％仍在实施， 影响全球进口量的 ４％ 。 根据长期监测世界各地贸易保护

主义活动的全球贸易预警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ｅｒｔ） 组织发布的报告， ２０１５ 年全球出台的贸易

限制措施数量比 ２０１４ 年增加了 ５０％ ， 贸易限制措施数量是自由贸易措施的 ３ 倍。 此外，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 每年前四个月全球只有 ５０ ～ １００ 个贸易限制措施出现， 而 ２０１６ 年开始的

头四个月已有 １５０ 个。

虽然 ＷＴＯ、 Ｇ２０ 等组织早前在多个场合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但仍旧难以抵挡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势头。 从目前来看， 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低速增长和调整分化中， 美

国进入加息周期增加了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曲折艰难， 新

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 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剧危

机。

2 不稳定因素增加，政治风险上升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 基础设施环境、 制度环境等存在一定的问题， 投资环境欠

佳， 给 ＦＤＩ 带来困难， 政治风险、 安全风险等成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重大障碍。

非洲方面， 尽管近年来整体局势趋稳， 但局部动荡时有发生， 尤其是非洲大陆政局自

２０１１ 年北非动荡开始， 部分地区进入新一轮激烈变动期。 部分非洲国家和地区发生局部

战争、 冲突和恐怖袭击， 引发安全问题， 对整个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带来挑战。 受历史

遗留问题困扰， 非洲国家政治制度仍不完善， 治理能力低下， 经济自主性脆弱。 非洲国家

社群、 族群和宗教三大矛盾突出， 政治骚乱、 武装冲突、 恐怖袭击、 有组织犯罪、 治安安

全五大主要类型的安全问题持续存在。 安全问题危及中国投资和人员安全， 阻碍南南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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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第七章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报告

直接投资的合作与发展。①

亚洲方面， 部分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不断出现动荡， 政治风险大幅提升。 经贸合作的顺

利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 亚洲部分国家的政治风险上升会使外国投资面临一定政

治风险， 对企业投资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损失， 企业在 “走出去” 的过程中

需要做好东道国市场调研， 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投资合作造成的损失。

国际政策方面， 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和影响继续扩大。 ２０１５ 年， 各国缔结了 ３１ 个新

协定， 这使得全球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了年底的 ３３０４ 项。 尽管每年新增国际投资协定

数量持续下降， 但由于协定涉及更多国家， 因而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有所增强。 最新签订

的国际投资协定遵循了不同的协定范本。 同时， 区域协定往往规定签约方的双边条约继续

有效， 从而使得投资规则体系更加复杂。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底， 近 １５０ 个

经济体正围绕至少 ５７ 个新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谈判。

此外， 投资者和东道国间的仲裁案数量继续增长。 ２０１５ 年新增针对投资者 － 国家间

纠纷的仲裁案例达到 ７０ 起， 这是年度数据的一个新纪录。

3 国际竞争压力增大，安全风险提高

非洲方面，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争相加大对非投资， 发展中国家对非经贸合作面临

更加激烈的竞争。 欧美大型国际承包商积极调整其业务布局， 对非洲投资兴趣增加； 韩

国、 日本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也在增加在非洲的活动； 俄罗斯和巴西也都表现了对参与非

洲区域运输网络的兴趣， 发展中国家企业在非洲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增大。

拉丁美洲方面， 部分国家国内经济衰退， 传统政治格局有所改变， 影响了经济政策的

持续性与稳定性。 有的国家投资政策环境尚存一些不利因素， 如税收种类多、 税率高， 生

产成本高、 运输服务不完善、 收费高， 办事时间长， 法令、 法规繁多复杂， 且经常会颁布

一些临时措施， 使外资企业难以很快适应， 外企人员难以获得工作签证， 雇用和解聘雇员

困难， 劳资纠纷时有发生。 做好风险防控预案关系企业投资能否顺利进行。

亚洲方面， 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对外资的开放度也有所不同。

根据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报告》， 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营商环境排名差距较大， 排名靠

前的有新加坡、 中国香港、 马来西亚、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其中新加坡连续多年位居第

一， 而缅甸、 老挝、 泰国等国家排名靠后。 各经济体间的发展不平衡性、 内生的结构性经

济矛盾等原因导致各国的外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 部分亚洲国家对外资限制较多， 营商环

境也各有优劣， 提升了企业对不同地区的投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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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宏明编 《非洲发展报告 Ｎｏ １８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中国企业在非洲： 成效、 问题与对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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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不同国家政治、 经济、 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差异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投资风

险， 投资者 “国籍” 日益模糊带来了所有权和投资协定监管等问题。 因此， 在对发展中

国家的直接投资中， 投资风险的预测、 规避与管理是企业投资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对南南 FDI的未来展望

尽管南南 ＦＤＩ 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挑战， 与发达国家相比， 南南 ＦＤＩ 还存

在薄弱之处。 但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放缓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强劲增长，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ＦＤＩ 无疑将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1 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

近年来， 中国与有关方面共同努力， 带动以金砖国家合作为代表的南南合作蓬勃发

展， 还大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建设， 倡导 “一带一

路”， 推动互联互通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为周边国家和全球发展提供新的公共产品， 促

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 倡议连接 ４３ 个亚洲国家和其他 １９ 个中东欧国家，

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 “一带一路” 倡议所辐射的地理范围来看， 沿线的中亚、

西亚、 北非、 中东欧、 南亚、 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等地区大部分国家均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一带一路” 倡议强调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互联互通、 资金融通、 货物畅通

的目的， 对推动各国经济增长十分有益， 对全球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一带一路” 可能对

南亚和东南亚基础设施贫乏的国家产生变革性影响， 将刺激其投资并提升增长潜力。

中国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主要贡献者。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 当前南南合作

框架下的贸易额约为 ５ 万亿美元， ＦＤＩ 占全球的一半。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公报》， ２０１５ 年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投资流量为 １８９ ３ 亿美元， 同比

增长 ３８ ６％ ， 是对全球投资增幅的 ２ 倍， 占当年流量总额的 １３％ 。① 中国政府简政放权采

取了便利化措施， 也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 ２０１４ 年颁布境外投资新的管理办法， 到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８ 日商务部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共完成境外投资备案和核准 ２１１７５ 件， 其中核准件

只有 １１ 件， 占总数 ０ ５％ ， ９９ ５％都通过便利的备案方式完成， 这使企业 “走出去” 对

外投资合作变得更为方便。 ６０ 多年来， 中国积极参与南南合作， 共向 １６６ 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提供近 ４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 派遣 ６０ 多万人次的援助人员支援发展中国家建设，

为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树立了良好典范。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和发展， 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相互促进。 中国积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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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５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列前十的国家有： 新加坡、 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阿联酋、 印度、 土耳其、 越南、 老

挝、 马来西亚、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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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边贸易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 中国已签署实施 １４ 个自贸协定， 涉及 ２２ 个国家

和地区， 自贸伙伴遍及亚洲、 拉丁美洲、 大洋洲和欧洲等地区。 “一带一路” 倡议契合中

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需求， 在满足沿途国家发展利益诉求的同时， 也将为中国企业

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带来历史性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得到沿线大多数国家和地

区的积极响应。 中国将加快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 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进行

有效对接， 深入开展多领域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 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经济合作

走廊建设等。 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

能合作。

2 经济文化地理背景优势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 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与东道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联

系。 相对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容易了解、 接触和适应发展中东道国的投

资环境， 能够提供更符合发展中东道国需求的产品、 劳务和技术， 具有更高的应对发展中

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的能力。 地理毗邻优势也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重要优势。 南

南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表明，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司在选择投资地域时， 倾向选择地

理位置接近、 经济文化背景接近、 历史上往来较多的国家， 如巴西公司对拉丁美洲的其他

国家投资， 印度公司对尼泊尔的投资， 俄罗斯公司对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投资， 南非对加

纳、 莫桑比克、 津巴布韦、 博茨瓦纳、 纳米比亚、 坦桑尼亚、 赞比亚等国投资， 中国对中

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蒙古国、 韩国、 柬埔寨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投资等。

3 国际投资体制改革

随着国际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 其成果日益显著。 贸发组织的投资政策架构和国际投

资体制改革路线图正在不同层面影响着关键的改革进程， 相应的， 新一代投资协定正在产

生。 在国际投资协定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 各国已就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了共识， 确定了改

革的领域和方法， 审查了各自的国际投资政策以及国际投资协定体系， 制定了新的投资协

定范本， 并开始就签订新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谈判。 约 １００ 个国家使用贸发组织投资政策

架构和改革路线图对其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了审查， ６０ 个国家据此设计了相关协定

的具体条款。

联合国贸发组织引领的国际投资协定体制改革正在进入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 各国

将继续签订新的高标准投资协定， 同时也将梳理、 修订或重新谈判现有的数量庞大的国际

投资协定， 提高这些协定的质量和水平。 在国际投资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 改革努力主要

体现在国家层面。 进入第二阶段后， 各方将更重视区域投资政策及规则的协调与整合， 着

手解决当前国际投资体制日益碎片化的倾向。 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可能逐步形成。

投资便利化是关系 ２０３０ 年发展议程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国家层面吸引外资的政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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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 多数措施涉及投资促进， 却忽略了便利化。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 具体的便利化措施

非常少。 因此， 这是完善国际投资协定内容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联合国贸发组织设计的

“全球投资便利化行动指南” 在这方面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和政策选择， 值得各国参

考。

（五）小结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强劲发展， 南南贸易水平不断增长，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 逐步摆脱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改变旧的国际分工的格局

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南南对外直接

投资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贸易发展提供了活力与动力， 将有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甚至

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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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６， ｐｐ ３８０ －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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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带一路”与新兴发展合作

第八章

“一带一路”与新兴发展合作
∗

导　言

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下简称为 “一带一路”）
旨在基于双赢的原则促进经济发展合作。 “一带一路” 连接了从亚洲、 非洲到欧洲的广大

地区， 并且涵盖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议程， 满足了参与各方的发展利益和需求。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探索新国际经济合作形式的尝试， 为参与各方提供了包容性

的合作框架来规划、 共同投资开发基础设施网络、 工业园区以及其他项目。 为了克服融资

短缺的瓶颈， 中国还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新开发银行 （ＮＤＢ），

并建立了自己的丝绸之路基金 （ＳＲＦ）。

“一带一路” 倡议的顺利实施， 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早期成果。 “一带一路” 倡议重

点关注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鼓励建设工业园区、 能力建设和制度安排 （ＦＴＡ， 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等） 等综合性开发项目。 为控制各种风险和挑战， “一带一路” 倡议、 ＡＩＩＢ、 ＮＤＢ 等不

仅加强与各参与方的合作， 还与现有的国际组织， 如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密切合作。

作为一种新型发展合作， “一带一路” 倡议有助于培养增长动力， 缩小经济发展差距。

一　“一带一路”倡议回顾

（一）为什么中国是发起者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哈萨克斯坦） 发表了

７９１

∗ 本章作者是张蕴岭、 张中元。 张蕴岭，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张中元， 经济学博

士， 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本文原文为英文， 由张中元译成中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演讲， 他赞扬了古丝绸之路在增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关

系、 社会文化的联系、 维护和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呼吁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建立一个连接

中国、 欧洲和其他主要欧亚地区的交通、 经济走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 日， 习近平在印度尼

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提出建设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建议，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旨在扩大中国与东南亚、 南亚、 中东、 东非以及地中海等海洋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联

系。 两大倡议 （ “一带一路” 倡议） 合在一起涵盖了亚洲、 欧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 加强

了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联系， 是一项包括基础设施、 产业园区、 港口网络以及文化交流等内

容的综合议程。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提

出要加快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促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 国家主

席习近平敦促加快制定 “一带一路” 倡议的规划， 以取得显著成果。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和商务部在国务院的授权下， 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的官方文件 （以下简称 “一带一路”

文件）。①

“一带一路” 倡议被视为指导中国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自中国

于 １９７８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其地理优势已成为最具活力

的地区， 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劳动力都流向东部沿海地区。 中国国内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已经

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风险。 中国政府已做出了许多努力以减少东

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如在 ２０００ 年中国政府宣布了 “西部大开发战略” （ＷＤＳ）， 优

先建设覆盖 １２ 个省、 市、 自治区的基础设施 （包括公路、 高速公路、 铁路、 电力和天然

气项目等）。

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但西部地区的竞争优势似乎没有得到显著的

提高， 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 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国内导向相比， “一带一路” 倡议同时强调了西部发展的向内性和向外性。 根据 “一带

一路” 文件， “一带一路” 倡议涵盖了亚洲大陆、 欧洲和非洲， 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

圈， 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 覆盖的国家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连接中国、 中亚、 俄罗斯和欧洲 （波罗的海）， 通过中亚和西亚

连接中国与波斯湾、 地中海， 以及连接中国与东南亚、 南亚和印度洋。 海上丝绸之路重点

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进而延伸至欧洲； 另一条路线则是从中国沿海港

８９１

① 原则、 目标和关键领域的主要内容来自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 “一带

一路” 文件），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８ ／ ｃ＿ １３４１０５８５８＿ ２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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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① 将中国与 “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国家相连接， 有助于建立一个新

的经济空间， 不仅为中国的西部地区拓展新的边界， 也扩展了整个中国的新发展空间。 对

于中国国内来说， 随着西部地区成为联系中国与 “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国家的桥梁， 新

发展空间有利于吸引投资和劳动力从东部地区流向西部地区。

地理位置赋予了中国促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特殊需要和优势， 中国东面 （东、 东

南方向） 是浩瀚的海洋， 西面 （西北、 西和西南方向） 是涵盖了许多从亚洲到欧洲国家

的广袤大陆。 发展海上航线似乎很容易， 但它们需要配套设施和综合网络， 包括海港、 港

口、 物流网络， 以及有关国家之间的官方层面上的制度安排， 还有私人层面上的商业

社区。

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需要跨境基础设施网络的支持， 包括公路、 铁路和航

空， 但现在所有这些跨境基础设施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都不发达。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改善跨境基础设施网络，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提高现代化港口的连接， 建设港口

区、 海上物流网络； 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优先发展基础设施网络和经济区。 因此 “一带

一路” 倡议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开放的经济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 倡议在本质

上不是反对美国的 “亚洲支点” 战略， 而是基于中国自身的需要。②

“一带一路” 倡议还有助于开发新的市场机会， 这对中国经济转型意义重大。 经过了

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转向了 “新常态” 的局面， 即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等速度

的增长。 为了创造新的增长引擎， 需要建立以内需拉动的增长动力， 同时拓展外部市场机

会。 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全球经济的新空间。 但是发展中经济体薄弱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供

应链已成为其发展的瓶颈。 大部分中国的邻国是发展中经济体， 如果他们通过参与 “一

带一路” 倡议改善其经济环境， 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通过为基础设施和工业区建设提

供资金， “一带一路” 倡议能够为欧元区和非洲地区创造新的增长潜力。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 中国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 因为中国在投资资金、 设备供应， 以及在发展基础设

施网络和工业区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上拥有独特的优势， 这也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 提供

了巨大的发展机会。③

与贸易不同， 直接投资将使中国经济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更高。 “一带

９９１

①
②

③

参见 “一带一路” 文件，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８ ／ ｃ＿ １３４１０５８５８＿ ２ ｈｔｍ。
Ｌｕｃｉｏ Ｂｌａｎｃｏ Ｐｉｔｌｏ Ⅲ认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复兴似乎预示着中国的魅力的扩展， 通过增加贸易优惠和交通互联互通

赢得在该地区的邻国和其他国家的欢迎。 如果发展良好的软实力战略是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的标志， 这是否意味

着中国 已 经 在 其 崛 起 的 道 路 上？ 当 然      ， 参 见 “ Ｃｈｉｎａｓ ‘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 Ｔｏ Ｗｈｅｒｅ？”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ｔｏ⁃ｗｈｅｒｅ。
Ｓｏｎｇ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Ｂ＆Ｒ Ｌｅａ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Ｇｏ Ａｂｒｏａｄ，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１２２７ ／ ｃ１００２ －
２６２８５９８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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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倡议通过增加海外投资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迈出了新的一步。 “一

带一路” 倡议文件表示，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

要， 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 其实， “一带一路” 倡议不是中

国政府匆忙抛出的一个突发奇想， 因为许多建议和行动早已提出并实施， 如中巴经济

走廊、 上海合作组织 （ＳＣＯ） 框架下的经济议程、 孟中印缅甸经济走廊、 中蒙俄经济

走廊等。

在经济改革的前三十年， 中国取得了非常快速的经济增长， 这主要得益于快速的出口

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流入。 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遇到了瓶颈， 其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将中国经济推向更高层次， 并维持适度的增长水平。① 自 ２０１２ 以来中国经济增长

开始放缓，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 “新常态”②。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中国经

济的高增长主要依靠两个引擎， 即出口和投资。 中国传统的出口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

附加值低， 这些行业现在面临较高的重组压力。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及过去的快速扩

张， 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为中国提供了重新

分配其制造能力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机会。 根据研究， 中国的全球价

值链升级将更加适应其他国家的需求， 尤其是将满足亚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③

“一带一路” 倡议是以发展合作为导向的， 它使中国能够在沿线区域和国家通过发展

基础设施网络、 建立工业园区等许多项目来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机会。 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工厂需要重新寻找生产场所以降低成本， 保持竞争优势， 而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

家具有利用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自己的制造业的能力和需求。 不同于过去转移重

污染产业的传统模式， 中国将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与当地国家共同协商、 设计、 建设

新的产业。 这种新型的合作发展不同于传统的援助和基于市场力量配置落后生产能力的

模式。

案例 １　 工业园区

工业园区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发展完善的工业基地， 以竞争性的基础设施作为吸引投资

的先决条件， 发展出口导向或本地市场导向的制造业。 这些产业可以通过利用当地资源，

参与生产链， 培养当地的工业生产能力。 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产业和技术以实现现代化、

多元化和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而这些经济体需要面对阻碍企业获取新技术知识、 资金

００２

①

②
③

Ｔｉｍ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６， ３７ （９）， ｐｐ １６２８ － １６４３．
这个概念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 因为它需要大约 ７％的 ＧＤＰ 年增长率。
孟祺： 《基于 “一带一路” 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构建》， 《财经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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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市场、 制度障碍。

制度薄弱、 缺乏经验会增加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 建设工业园区将带来许多好处， 工

业园区可以通过支持初创企业、 创新型企业、 新企业孵化和知识型企业的发展， 克服这些

障碍， 进而加快经济发展。 工业园区作为政策工具能够增强区域和国家的产业竞争力， 同

时通过经济规模效应降低公共服务设施的成本。 成功的工业园区也因此成为增长和创新中

心， 创造高增长区域， 引领国民经济的发展。

工业园区帮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拓展产业价值链， 并有助于降低风险。 工业园区能提

供一系列的公共设施和服务， 如咨询、 金融服务、 培训、 技术指导、 信息服务、 联合研究

设施和商务支持服务， 满足入驻企业的技术需求。 在 ２００５ 年之前成立的中国海外工业园

区主要由企业自己主导建设， 到 ２００６ 年已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 商务部指导建设境外经

贸合作区后， 海外工业园区建设被整合到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之中。

工业园区是根据企业需求而提供道路、 运输和公共设施 （实体基础设施） 的综合性

规划。 在泰国、 巴基斯坦和埃及的工业园区展示了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适应当地文化并融

入当地社区。 ２００６ 年， 坐落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海尔工业园区更名为 “海尔 － 鲁巴经济

区”， 并将经营范围扩展到家用电器、 汽车、 建筑材料和纺织业等。 ２０１１ 年白俄罗斯和中

国宣布建设工业园区， 该园区成为两国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 习近平主席表示建设工业园

区成为中欧间 “一带一路” 建设的发展模式。

海尔 －鲁巴经济区 （ＨＲＥＺ）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海尔通过与巴基斯坦的 Ｐａｎａｐａｋ 电子公司设立合资企业， 使海尔空调进

入巴基斯坦市场。 海尔 － 鲁巴集团自成立以来就快速增长， 集团的经营业务范围包括： 涤

纶纱、 电子电器、 发电、 房地产和汽车业务。 目前海尔已成为巴基斯坦第二大最受欢迎的

家电品牌， 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空调、 洗衣机等产品最高的巴基斯坦市场占有率， 而海尔冰

箱的市场占有率则排名第二。 海尔在巴基斯坦的企业目前在海尔 － 鲁巴经济区生产冰箱、

冰柜、 洗衣机、 家用空调、 商用空调、 电视机、 微波炉等小家电， 海尔 － 鲁巴经济区成立

于 ２００６ 年， 位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旁遮普省的省会城市拉合尔。 旁遮普省是巴基

斯坦的经济发展中心， 近几年其平均 ＧＤＰ 增长率达到 ８％以上。 海尔 － 鲁巴集团在未来五

年内计划投资 １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５ 年， 巴基斯坦的海尔 － 鲁巴合资公司宣布在拉合尔开始生

产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 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海尔 － 鲁巴经济区的建设和中国政

府的支持， 海尔 － 鲁巴经济区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一部分， 也是其他中国企业进入巴基

斯坦市场的门户。

产业合作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一部分， 中巴合作领域包括制造业重要部门， 如纺织

服装、 家用电器、 汽车、 汽车零部件和其他运输设备、 车辆、 电器机械、 轻工行业、 金属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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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 皮革制品、 建筑材料业 （包括大理石、 花岗岩、 水泥） 和其他矿物等； 还包括农

业、 水资源管理、 沿海开发 （包括旅游业在内）， 生物科技、 制药、 临床研究等技术研

发， 以及金融业和服务业等领域。 ２０１３ 年， 巴基斯坦开始酝酿发展工业区的构想， 这一

想法背后的主要动机是吸引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发展产业， 并促进中巴企业之间的伙伴关

系。 在初始阶段有计划地建立特别经济区， 便于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在巴建立工厂。 中巴

同意在这些地区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便利， 用于建设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 根据中巴领导

人在北京峰会上签署的协议， 价值 １５５ 亿美元的煤炭、 风能、 太阳能和水能项目于 ２０１７

年开工， 并向国家电网增加 １０４００ 兆瓦的电力， 并在 ２０２１ 年之前额外投资 １８２ 亿美元，

以带来 ６１２０ 兆瓦的电力。①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园区 （ＳＥＴＣ⁃Ｚｏｎｅ）

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园区由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

非洲发展基金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出资成立，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园区位于苏伊士运河的南口、

红海西岸， 紧邻因苏哈那港和苏伊士省城， 距苏伊士运河南入口 ４５ 公里， 距埃及首都开

罗 １１０ 公里。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园区建设是在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问中国

时签署的重要合作项目， 工业园占地 １０５ 万平方米， 起步阶段包含四个产业集群： （１）

纺织和服装； （２） 石油设备； （３） 玻璃纤维； （４） 高低压电器行业。

中国还赞同埃及提出的新苏伊士运河经济走廊战略， 埃及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的 “一

带一路” 倡议为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机会。 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 如石油产品、

非机织织物、 仓储企业的设备和互补的生产业务已经入驻园区。 根据埃及 《每日新闻报》

２０１６ 年的报道， ６８ 家来自埃及、 日本、 韩国、 法国和中国的企业已经在该园区投资 １０ 亿

美元。 ３３ 家企业已经在园区建立了生产基地并开始运营。 工业园区促进了埃及的工业化

和现代化发展， 工业园区的扩建工程正在进行中。 扩建工程建筑面积达到 ６ 平方公里， 估

计投资 ２ ３ 亿美元， 预计在 １０ 年内完成。 工业园区扩建项目完成后， 工业园区除了拥有

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设施外， 还拥有现代化的仓储和物流基础设施。

埃及为世界领先技术提供中间品的定位宣传可以促进该国的工业化发展， 中埃苏伊士

经贸合作园区的产业集群定位符合苏伊士广大地区现有的产业需求和产业结构。 建设合作

园区的目的是协助中国企业， 使之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和最有效率的方式发展国外业务。 中

小企业在其孵化阶段或扩张阶段追随大企业， 能够雇用当地劳工从事低技能的工作。 这些

经营活动符合苏伊士市周边的现有行业现状， 也满足了埃及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 除了优

２０２

①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ｘｉｖｉｓｉｔｐｓｅ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５０３６９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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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外， 合作园区也为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主要海上航线， 并向全球消费市场， 特别是地

中海和大西洋贸易区提供商品带来了机会。 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埃及身为许多重要市场中心

的地理优势， 大大缩短中国企业生产的商品抵达消费市场的距离。 以合作园区为基地， 埃

及是运往欧洲和其他地区制造商品货物的理想枢纽。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经济体， 一直愿意在建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承担更大的责

任， 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

机后经济复苏缓慢， 贫富国家、 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 国际机构在支持恢复和纠正失

衡方面发挥的作用不足。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学习经验， 相互分享资源、 共享利益， 有

助于建立新的增长引擎和新的包容性、 平衡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一些举措，

如建立亚投行、 新开发银行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的世界银行 （ＷＢ）、 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 等国际机构， 相反， 他们将通过合作来实现互补。 例如， 亚投行开始的基础设施

项目是与亚行、 世行联合开展融资业务。① 由于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

实协调性较差， 亟须新的思路和新的倡议， 而中国倡导 “一带一路” 的目的就是提供一

种新的思路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有些人担心中国可能通过

倡导 “一带一路” 建立与现有国际体系不同的机制， 这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无意也没有

能力去创造一个不同的国际经济体系， 而且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 多年来从现

有国际体系中获益良多。②

（二）主要原则和目标

“一带一路” 倡议的目的是通过双赢的合作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 倡

议的文件指出： （１） “一带一路” 倡议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 （２） 欢迎所有国家、 国际和地区组织参与； （３） 提倡文明包容， 尊重不同国家选

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促进所有国家和平共处、 共同繁荣； （４） 遵循市场运作， 遵守市

场规则和国际惯例， 以企业为主体， 通过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发挥其应

有的功能； （５） 寻求容纳各方的利益和关切。③ “一带一路” 倡议虽是中国政府的一项举

措， 但并不意味着是中国或中国政府的独角戏， “一带一路” 倡议遵循共商、 共建、 共享

３０２

①
②

③

参见新闻 “ＡＩＩＢ ａｎｄ ＡＤＢ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Ｌｏａ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 ／ ／ ｂａｎｋ ｊｒｊ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２１０２３２０７２１７８３ 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在杭州 Ｇ２０ 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发起新机制和倡议并不针对任何国家。 相反， 他们的目标是补充和完善目

前的国际机制， 实现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个人秀。 相反， 它对所有人都开放。 它不追求建

立中国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 这意味着中国不是在建立自己的后花园， 而是将花园与所有国

家共享”。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９２３３５９９ ｈｔｍ。
参见 “一带一路” 文件，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８ ／ ｃ＿ １３４１０５８５８＿ ２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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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 伙伴关系和市场规则意味着中国与参与各方共同设计和建设 “一带一路”， 企业

是计划实施的主体。 虽然政府在启动和促进 “一带一路” 倡议中起着主导作用， 但企业

在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因此需要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ＰＰＰ）。① “一带一路” 倡议不仅

促进中国的发展， 也繁荣其他国家的经济。 “一带一路” 倡议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合唱， 而不是中国自己的独奏曲。②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 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深

度融合， 鼓励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实现经济政策协调， 开展更加深入和广泛的高标准

区域合作， 共同营造一个开放、 包容、 均衡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促进各国的发展。 它本

着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 以平等互利为特征， 寻求互利共赢， 在共商、 共建、 共享的基础

上， “对所有国家、 国际和地区组织开放参与”。③

从地理上看，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是将中国、 中亚、 俄罗斯 （波罗的海） 和欧洲紧

密联系起来， 将中国与波斯湾和地中海通过中亚和西亚联系起来， 并且使中国与东南亚、

南亚与印度洋地区互联互通。 其目标十分明确， 且具有任务导向。 该经济带将通过发展中

国 －蒙古国 －俄罗斯、 中国 －中亚 －西亚， 以及中国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聚焦建设新亚

欧大陆桥。 它将利用国际运输航线， 依靠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核心城市， 并利用主

要经济产业园区作为合作平台。 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三条路线组成： 第一条是从中国经中亚

和俄罗斯到欧洲 （波罗的海）， 第二条是从中国经中亚、 西南亚到波斯湾、 地中海， 第三

条是从中国经东南亚、 南亚到印度洋。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重点放在连接主要港口， 共同建设便利、 安全、 高效的运输

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设计是通过南海和印度洋打通从中国海岸到欧洲的通道， 以及

从中国海岸经由南海抵达其他南太平洋国家。 其中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ＢＣＩＭ） 建设将与 “一带一路” 倡议密切协调。

案例 ２　 经济走廊

经济走廊是一个地理区域内的基础设施综合网络， 旨在刺激经济发展。 走廊可以连接

制造业枢纽、 高供应和需求的区域， 以及价值增加链上的生产者。 经济走廊占地面积较

小， 覆盖明确的地理空间， 一般跨越交通动脉， 并且强调走廊及其周边地区的实地规划和

能够产生最大收益的基础设施发展。 这些走廊能够促进协同作用并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

４０２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合作理念， 让 “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各国

发展》，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ｍｒｄｘ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１ ／ ｃ＿ １３５３２６２９７ ｈｔｍ。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Ｖｏｗｓ 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ｎ３ ／ ２０１６ ／
０５０１ ／ ｃ９００００ － ９０５１８６２ ｈｔｍ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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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连接中小型企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 经济走廊不仅指支持和促进商品和服务流动的

运输网络， 也覆盖促进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换的功能， 因为经济走廊不限于硬件基础设施，

如公路系统、 铁路或港口， 还包括软件基础设施， 如贸易便利化和贸易能力建设等。 因此

经济走廊能够提供有效的运输系统， 减少实体和非实体的边界障碍， 如低质量的公路、 铁

路和低效的许可证制度。

“一带一路” 倡议将利用国际运输航线以及核心城市和主要港口， 进一步加强合作，

建立六个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包括： 中蒙俄经济走廊 （ ＣＭＲＥＣ）、 新亚欧大陆桥

（ＮＥＬＢ）、 中国 － 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ＣＣＷＡＥＣ）、 中国 －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ＣＩＣＰＥＣ）

中巴经济走廊 （ＣＰＥＣ） 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ＢＣＩＭＥＣ）。

中巴经济走廊 （ＣＰＥ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首次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 （ＣＰＥＣ） 的

概念。 中巴经济走廊旨在快速扩大和升级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 同时深化和扩大中巴两国

之间的经济联系。 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基础设施项目穿越巴基斯坦， 最终通过公路、 铁

路、 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光纤网络的大网连接巴基斯坦西南的瓜达尔市与中国西北的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

按照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的联合声明， 中国和巴基斯坦将积极推

进重点合作项目， 包括喀喇昆仑公路的升级改造二期工程、 瓜达尔港东部湾的高速公路、

新的国际机场、 从卡拉奇到拉合尔的高速公路、 拉合尔轨道交通、 海尔 － 鲁巴经济区、 以

及中巴跨境光纤网络。 巴基斯坦官方预测，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０ 年这些项目将带来 ７０ 万左右的直

接就业机会， 并使国家经济增长每年提高 ２ ～ ２ ５ 个百分点。 如果落实所有的计划项目，

这些项目的价值将等于自 １９７０ 年以来在巴基斯坦所有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 相当于巴基

斯坦 ２０１５ 年 １７％的国内生产总值。①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ＢＣＩＭＥ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期间， 中国和印度共同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

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这四个国家

的官方代表就经济走廊的发展前景、 合作优先领域与合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经济

走廊建设的设想是便利商品、 服务和能源的市场准入， 取消非关税壁垒， 提高贸易便利

化， 加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联合勘探和开发矿产、 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 基于比较

优势发展价值链和供应链， 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一个通过

５０２

①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ｘｉｖｉｓｉｔｐｓｅ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５０３６９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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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区域经济合作获得收益的倡议。 孟中印缅四方进行联合研究， 各成员之间的互联互通

将促进人员和商品的跨国流动， 减少陆路贸易障碍， 确保更大的市场准入， 提高多边贸

易额。

中国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ＣＩＣＰＥＣ）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曼谷举行的第五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上， 对于深化中

国和中南半岛的五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了三点建议： （１） 共同

规划和建设一个广泛的交通网络， 以及一些工业合作项目； （２） 为筹款活动创造一个新的

合作模式； （３）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发展。 在第 １２ 届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

资峰会后不久， 来自中国和东盟的代表就建立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达成 “南宁共识”， 该走

廊更正式的名称是 “中国 －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 中国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将促进中国

－东盟共建自由贸易区和 “海上丝绸之路”， 有利于地区繁荣和沿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济走廊规划从中国南方地区的城市南宁和昆明贯穿中南半岛， 通过公路和铁路连接

中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泰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经济走廊将连接八个主要城市：

新加坡、 吉隆坡、 曼谷、 金边、 胡志明市、 万象、 河内和南宁。 从南宁出发， 进一步的连

接节点将扩展到沿海的广州和香港， 形成 “一条走廊连接 １０ 个城市” 的模式。 走廊将包

括两条相关的路线： 一条通向越南， 另一条将扩展到欠发达的老挝、 柬埔寨和缅甸。

新亚欧大陆桥 （ＮＥＬＢ）

新亚欧大陆桥， 也称为第二亚欧大陆桥， 是从中国江苏省的连云港经新疆阿拉山口最

终到荷兰鹿特丹的国际铁路线。 该路线的中国部分包括连通中国东部、 中部和西部的兰

州—连云港铁路和兰州—新疆铁路。 延伸出中国领土后， 新亚欧大陆桥穿越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波兰， 到达欧洲的沿海港口。

中蒙俄经济走廊 （ＣＭＲＥＣ）

中国、 蒙古国和俄罗斯陆上相连， 已经通过边境贸易和跨境合作建立了各种经济联

系。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三国国家元首在上海合作组织 （ＳＣＯ） 杜尚别峰会首脑会晤上同意在

中蒙、 中俄、 俄蒙双边关系的基础上打造三方合作协议， 同时在原则上确定了三国合作的

方向和重点领域。 三国领导人还同意共同建设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欧亚大陆桥以

及蒙古国的草原之路， 并承诺将加强铁路和公路互联互通建设， 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

促进交通运输跨国合作， 着手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三位领导人举行会议，

正式通过中蒙俄三国合作的中期发展路线图。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

加速三国的一体化发展， 推动经贸合作。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是基于满足三国的实际需

要而提出的。 对中国而言， 发展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目的是在北部边境与蒙俄两国建立更紧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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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联系； 蒙古国需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但它缺乏东部和西部通道； 俄罗斯则期望从

欧亚经济增长中获得效益。 因此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将惠及所有参与方。①

中国 －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ＣＣＷＡＥＣ）

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山东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上， 中国和五个中亚国家签署的

联合声明提出要致力于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在此之前，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

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已经签署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双边协议， 中国还与乌兹别克斯坦

签订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文件， 以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贸易、 投资、 金融、 运输和

通信等领域的互利合作。

中国 － 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从中国新疆经由阿拉山口与中亚和西亚的铁路网络相连接，

到达地中海海岸和阿拉伯半岛。 走廊主要涵盖五个中亚国家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

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以及西亚的伊朗和土耳其。 五个中亚国

家的国家发展战略， 包括哈萨克斯坦的 “智慧之路”， 塔吉克斯坦的 “能源、 运输和食

品” 规划 （旨在振兴国家的战略）， 以及土库曼斯坦的 “强大和幸福时代”， 与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都能找到发展的共同点。

经济走廊沿着明确的地理位置连接着各经济主体， 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节点， 这些节点

通常是集中了大量经济资源的中心城市。 它们并不是孤立的点， 而是能通过网络效应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产生更大的溢出。 然而， 当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指导六大经济走廊建设， 如

经济走廊应该有哪些发展目标， 如何实现等。 实现经济走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果取

决于现有特定的网络经济走廊模式。 它需要新的方法， 以有效利用经济地理学中描述的区

域经济一体化和包容性增长的融合效应。 经济走廊不是单纯的人员、 货物流动的交通互联

互通， 它需要整合经济网络和经济参与者。 孤立的经济走廊不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而

应将其作为发展综合经济网络的一部分， 如全球和区域价值链和生产网络。

建设经济走廊项目， 中国不仅要考虑短期的经济效益， 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对方的长期

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除了鼓励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经济走廊 “硬实力” 项目外， 还需

要注重发展 “软实力”， 如智库， 政府官员、 媒体和教育交流合作， 逐步积累经验， 为全

面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做出安排。

“一带一路” 倡议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不仅沿线国家可以参与， 也欢迎世界上其他

国家参与建设。 以亚投行为例， 其成员资格对真正有兴趣并愿意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家开

７０２

① “Ｎｅｗ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Ｒｕｓ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ｎｓ ｃ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４ ／ ２２６４３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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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① 互联互通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路线， 它应被解读为涵盖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多种多样

的连接。② 事实上， “一带一路” 倡议的地理覆盖范围非常灵活， 涵盖那些愿意参与国家

的基础设施、 社会经济发展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点集中在： （１） 政策协调， 通过协调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

制订计划和措施， 为合作伙伴实施计划提供政策支持； （２） 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网络实

现互联互通， 包括建设计划和技术标准系统的整合； （３） 通过改善投资和贸易便利化

促进贸易和投资， 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 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４） 通过建立货币稳

定体系、 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信息系统的金融合作， 实现货币互换结算， 发展债券市场，

建立新的金融机构， 如亚投行 （ ＡＩＩＢ ）、 新开发银行 （ ＮＤＢ） 以及上海合作组织

（ＳＣＯ） 等融资机构； （５） 通过促进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 人员交流与合作、 媒体合

作、 青年和妇女的交流和志愿服务， 赢得公众的支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可

以在上述实践中扮演特殊的角色， 或作为倡导者， 或作为主要参与者提供关键的资本投

入和技术支持。 ③

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优先领域， 互联互通主要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

术标准体系， 在亚洲、 欧洲和非洲之间建立一个与亚洲所有次区域相连接的基础设施网

络。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提高道路网络连通性， 建立国际运输公路和铁路物流系统，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能源基础设施、 跨境光缆、 通信干线网络等。

投资和贸易合作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关键领域， 这一领域的合作旨在通过促进投

资和贸易便利化， 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 在沿线国家之间构建自由贸易区。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合作将有助于扩大贸易和投资， 提高贸易和投资结构，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 建立

工业区、 港口网络、 发展筹资以及能力建设等创造新的发展领域。

金融合作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关键支撑。 金融合作涵盖了广泛的跨境金融议程，

其中包括货币稳定、 项目融资、 双边货币互换、 结算、 债券市场、 人民币计价债券等。 亚

投行、 新开发银行、 丝路基金以及中国东盟银行间协会和上合组织银行间协会等都将发挥

各自的作用。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要加强金融监管合作， 建立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提高风险应对和危机管控的能力， 建立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创建交流与合作的机制以

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 通过这些协同努力， 有助于促进货币的稳定， 增强信用体系的能

力， 鼓励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民间资金参与重点项目的建设。

８０２

①
②

③

亚投行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最初的成员有 ５７ 个， 其中 ３７ 个来自亚洲， ２０ 个来自其他地区。
Ｔｉｍ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６， ３７ （９）， ｐｐ １６２８ － １６４３．
“Ｔｈｅ Ｂ＆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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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相通为 “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了公共支持， “一带一路” 建设不仅包括促进经济

的议程， 还包括文化、 学术交流、 培训、 媒体合作、 人才、 青年和妇女交往， 从而 “赢得

公众对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 的支持， “一带一路” 建设还鼓励人才交流、 旅游、 体育交

流、 疫情信息共享、 预防治疗技术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交流， 提高科学和技术合作， 以及对

青年就业、 创业的培训实践合作、 职业技能开发、 社会保障管理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

与城市之间的合作。

“一带一路” 倡议连接亚洲、 欧洲和非洲是在新时期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一

带一路” 倡议作为中国为地区和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 不仅包含了中国深化改革和全方

位开放的国内议程， 还考虑了其他参与方的利益。① 中国有句俗语 “要想富， 先修路”，

基础设施落后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 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跨国经济发展的瓶

颈。 因此 “一带一路” 建设以互联互通为主， 包括道路网络， 促进贸易、 资本流动、 政

策协调和民心相通的交流。 一项研究表明， 互联互通的改进将促进产业链的发展， 也推动

了城市、 城市群以及广大地区的发展。②

考虑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的多样性， “一带一路” 通过项目建设紧密连接

对东道国的发展规划， 促进来自中国和其他方面的资源的有效配置， 实现双赢。 所有合

作伙伴将在参与建设海洋、 陆上的欧洲 － 亚洲 － 非洲经济走廊以及实施增长领域新项目

的过程中获益。③ 事实上， 该地区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基础设施不足的

阻碍。 “一带一路” 倡议成为突破这一瓶颈的良好契机， 它能够设计、 出资建设国家内

与跨国公路、 铁路干线和交通网络。 鉴于自身的经济发展经验， 中国会在帮助发展中国

家改善基础设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许多项目已经连接各个次区域， 包括高铁、 石油和

天然气管道以及电信和电力等。 “一带一路” 倡议建立了包容性的框架， 对所有有兴趣

参与倡议的伙伴开放， 因此除了丝路基金、 亚投行等， 其他金融机构也将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更重要的是， 企业作为主要参与者， “一带一路” 倡议欢迎中国企

业和所有其他企业在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开展投资。

例如， 落后的基础设施是东盟共同体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限

制， 互联互通总体计划的进展非常缓慢。 东盟具有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优越条件，

其位置处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佳位置。④ 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亚洲

９０２

①
②
③

④

苏格： 《全球视野之 “一带一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英文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孙久文、 顾梦琛： 《 “一带一路” 战略的国际区域合作重点方向探讨》，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５ 期。
Ｙ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ｆｏｒ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２９ （３）， ｐｐ ４５５ － ４６３．
Ｈａｉｑｉｎｇ Ｗａｎ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ｓｉａ， Ｂｅｙｏｎｄ，” 新 华 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３１ ／ ｃ＿ １３４１１３５０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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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的基础设施， 通过发展新的工业区、 金融中心、 自由贸易和投资区以及其他综合项

目， 如油气管道、 电网、 互联网络、 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等， 促进各方发展建立紧密的经

济合作， 这将催生一个巨大的欧亚市场。① 洲际开放和动态经济区的愿景必将对全球经济

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成为新政治、 经济秩序的基础。②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意义

目前 “一带一路” 倡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复杂反馈， 虽然大多数国家欢迎 “一带一

路” 倡议的举措， 但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最终颠覆现行国际经济体系野心的证据。 虽然

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放缓刺激了中国寻求更多的海外市场的愿望， 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中国可以投资海外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供应链， 而不是简单地向国外倾销

产品。 显然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近期经济增长放缓有较强的联系。③

中国与邻国之间的经济规模的巨大差异意味着随着双边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 中国具

有更大的杠杆撬动能力。 “一带一路” 倡议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为东道国当地经济发展做

出贡献。 诚如预期所言， 在经济新常态下， 中国的资本流动将对世界释放发展红利。④

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具有长远的意义， 从历史来看， 陆

地上的连接是人民与人民、 国与国之间开展文化和商业活动的主要途径。 丝绸之路是中国

与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之间的主要连接。 自 １６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 由于海路比陆

路更优越， 海路逐渐成为现代商业活动和交流的主要途径。 陆地上跨国、 跨大陆的连通已

变得落后， 内陆国家发展受阻， 由于海上强国主导殖民体系， 一些国家即使位于海洋附

近， 其发展也受到阻碍。

“一带一路” 倡议意图重新建立陆地上的互联互通与新的海上联系。 正如 “一带一

路” 文件指出， “一带一路” 贯穿亚洲、 欧洲和非洲的大陆， 一端连接着充满活力的东亚

经济圈， 另一端连接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 涵盖了具有巨大经济发展潜力的众多国家。 丝

绸之路经济带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和其他经济活动， 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区， 涵盖亚

洲、 欧洲和非洲。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通过投资基础设施、 港口网络、 临港商务区

０１２

①

②

③

④

Ｔｉｍ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６， ３７ （９）， ｐｐ １６２８ － １６４３．
Ｗｅｒｎｅｒ Ｆａｓｓｌａｂｅ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Ｗｏｒｌ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１４），
ｐｐ ２９３ － ３０２．
Ｊｕｎｘｉａｎ Ｇａｎ ａｎｄ Ｙａｎ 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Ｗｈｅｒｅ Ｄｏｅｓ Ｉｔ Ｌｅａｄ？” 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６ （４０）， ｐｐ １０５ －
１３０．
Ｔｉｍ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６， ３７ （９）， ｐｐ １６２８ － １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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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济项目建设海上联结， 将给重点合作领域带来新的增长潜力和新的秩序。①

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 目前其面临的挑战是政治稳定性以及来自极端势力和投资安全

的威胁；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好与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

以及由南海和印度洋海上航线带来的与印度在战略上的不信任。 此外美日的战略猜疑也很强，

关于自由和安全航行的原则、 海上供应链和物流网络， 以及海洋资源开发都可以基于合作的精

神予以解决。 中国无意谋求海上竞争或通过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ＭＳＲ） 获取主导权。②

案例 ３　 东盟互联互通促进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

由于贸易和投资流量的提升， 运输和物流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 能够有效促进

东盟单一综合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建设。 表 ８ － １ 列出了整个东盟地区的运输和物流状况。

表 ８ －１　 东盟国家的运输和物流状况

港口 机场 铁路 公路

柬埔寨 差 一般 差 差

印度尼西亚 差 一般 良好 一般

老挝 — 差 — 一般

马来西亚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菲律宾 一般 一般 差 一般

新加坡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泰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越南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缅甸 差 差 差 一般

　 　 资料来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ａｓｉａ ｃｏｍ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ｅａｎ ｈｔｍｌ。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 在近十年中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需要 ８ 万亿美元的投资， 但亚洲开

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却很难找到经济上可行的项目。 例如， 马来西亚持续大力发展其公路、 高速

公路、 机场等基础设施， 但是铁路是该国基础设施的显著瓶颈， 直到最近这一领域的基础设施

都面临投资不足的困境。 然而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当前它已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从发

达国家或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获取优惠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和软贷款项目。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

１１２

①
②

参见 “一带一路” 愿景文件，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８ ／ ｃ＿ １３４１０５８５８＿ ２ ｈｔｍ。
Ｓａｒａ Ｈｓｕ 认为， 侧重软实力而非军事力量或经济胁迫等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 可以说是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版本

３……全球化版本 ３ 的一部分看起来更国际化、 更合作、 避免片面。 期望建设一个更加和平、 包容的全球化， 这改

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对比。 正在变化中的全球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无疑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正在强化这一事实。 参见 Ｓａｒａ Ｈｓｕ，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 ０，” ｈｔｔｐ： ／ ／ ｔｒｉｐｌｅ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３ －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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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为维持东盟目前的经济增长趋势， 在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投资将超过 １ 万亿美元。

东盟国家位于中国 －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设计路线上， 它们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

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促进区域一体化。 陆地和海洋的互联互通对贸易和安全非

常重要。 提高和扩大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联互通非常重要， 特别是涉及新加坡、 马来西

亚、 泰国、 缅甸、 越南、 柬埔寨和老挝。 一长串东盟内部以及中国与东盟的论坛、 协议和

互联互通相关事项清单， 显示了东盟的重要性。 有人建议在东南亚大陆通过一系列的公路

和铁路连接中国与东盟。 中国与东盟在 ２０１１ 年签署了基础设施建设指南， 中国愿意加强

规划、 整合技术体系， 加快重大项目的建设， 尤其是高铁主干线与东盟公路、 港口和机场

的互联互通。 例如， 新加坡—昆明铁路是 “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 建设计划的一部分，

随着 ２０１３ 年昆明—曼谷公路通车， 南北经济走廊建设已初具规模， 中国也在广西通往友

谊关和东兴港的中越边境完成了高速公路的建设， 从昆明到缅甸和越南的边界公路也得到

了升级改造。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南宁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开幕

式和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提出要加快建设东盟的主要基础设施， 中国倡导的区域

互联互通与东盟的规划不谋而合，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可以支持许多现有的双边和区域互联

互通、 经济联系倡议和协议。 从这个角度看，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恰好切入了区域互联互通

的期望。① 东盟国家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自 ２０１０ 年推出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

（ＣＡＦＴＡ） 以来， 不断提升的制度合作， 与越来越精细化的区域内供应链， 推动了中国与

东盟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 预计中国 － 东盟贸易将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６６５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万亿美元， 互联互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新的公路、 铁路建设将促进中国日益

成为这一区域生产网络、 接收原材料和资本货物的中心。 双向投资、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电子商务、 跨境人民币交易的发展将在中国 － 东盟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地理上的

发展合作强调了互联互通对促进双向贸易、 商务、 旅游、 人员交流以及合作解决共同关注

问题的重要性。

除了基础设施升级， 东盟国家还通过引入一站式的海关服务和统一的行政措施， 以加

强区域互联互通。 中国也愿意与东盟一起打造中国 － 东盟信息港， 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 促进次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 泰国与其他东盟国家合作引入了现代电子物流和一

站式出口服务中心以提高物流效率。 老挝和越南最近在边境检查站推出了单一窗口检验，

中国和泰国也正在努力简化各自的进口条例。

２１２

①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Ｚｈａｎｇ Ｇａｏｌｉ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 Ｅｘｐｏ，”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８６１４０６６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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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超过 ６０ 个国家已经表达了对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兴趣，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

中国与俄罗斯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签署了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５７ 个国家就建立亚投行签署了协议。 中国联合巴西、 印度、 南非和俄罗斯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正式宣布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中国还在 ２０１４ 年底建立了丝路基金。 这

些都表明 “一带一路” 已经从倡议落实到了行动。

中国希望通过给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提供更好的互联互通和更大的经济效益， 从

而树立一个全新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以此提高自己的声誉。 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

中国传播自己的一些发展经验， 从而对国际经济体系发展做出贡献。 例如， 中国强调发展基

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对发展中国家加快其现代化进程， 并增强其建立包容性经济

体系以及全新金融机构， 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新的金融机构， 如亚投行、 丝路基金、 新开

发银行， 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 以符合全球治理发展的新形势。

“一带一路” 建设包含两个部分内容， 其主要部分是有关国家的国内经济项目， 另一

部分是跨境基础设施网络， 即公路、 铁路、 航空以及连接亚欧非地区的海运航线。 然而互

联互通并不仅仅意味着公路、 铁路、 港口、 机场等 “硬件基础设施” 的建设， 还包括从

政策支持到制度建设 （如 ＦＴＡｓ 等） 的 “软件基础设施” 的发展。

由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 金融设施薄弱， 能力不足， 许多人

担忧 “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投资面临着较高的风险。 “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投资的安全性

和效率的确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按照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运作， 其中私人

投资发挥主要作用， 而政府提供基本的支持。 政府协议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 新的机构

（如亚投行） 将把握投资安全的原则。 当然， 在长期基础设施投资与项目的安全性和效率

之间达成平衡， 会是一项挑战。

“一带一路” 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 中国已经与 ２０ 多个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

“一带一路” 倡议具有将经济欠发达和政治不稳定的 “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变成世界经

济活力新支柱的潜能。 这不仅大大提高了 “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且

将 “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发展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新的细分市场， 从而促进了世界经

济的增长。

二　新型发展合作

（一）发展合作的演变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发展合作主要意味着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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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Ａ）。 过去曾有明确的援助框架以规范、 框定援助提供国和受援国的实践行为。 目前

这一框架正在发生改变， 施加这一改变力量的是一种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发展合作方法蓝

图， 其内涵远比援助要丰富， 以新兴的参与者和方法为特点。① 发展合作是动态变化国际

合作系统的一部分， 它在国家、 区域和全球层面上过于分散、 协调性较差， 同时参与者及

新方法又层出不穷。②

发展合作的根本目的是提高贫困国家的生活条件， 但是由于捐赠者的援助在分配上一

直由不同的动机驱使， 其中包括援助接受者的需要以及捐赠者的利他动机③和捐赠者的利

益④， 而超越援助是另一种发展合作的方式。 尽管新的超越发展合作援助模式在过去的十

年里蓬勃发展， 但由于超越援助仍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超越援助的概念存在较大的争议。

超越援助作为一个总称， 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发展合作的转变， 部分是通过充满活力的南

南发展合作的扩张和发挥着越来越大作用的非国家行为者， 如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和私

人慈善基金会等， 将其推到了前台。

最传统的发展合作活动是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趋同， 使它们能够实现经

济增长和结构转型。 更广泛的国际发展架构的重新设计， 包括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

系， 以及减缓气候变化， 促进对发展政策连贯性的追求， 从而使国家层面实施的所有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能考虑发展合作的目标， 这些目标涉及更大程度的参与者多样性以及更

复杂的协调行动， 以达到有效的发展结果。 新发展合作模式中参与者的增加以及发展合作

模式的多样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传统的援助发展合作结构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

形势。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和结构性转变， 国外汇款和全球化的金融流动也越来越

重要， 新发展合作的重要特征是政府发展援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外部资金来源之一，

其相对重要性显著降低。 为应对目前的全球和国家发展挑战，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

超越援助的模式， 在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合作模式下重新界定援助的角色。⑤

不同发展合作的方法植根于不同的发展合作模式。 当前存在强烈的发展合作分化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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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ｏ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２５）， ｐｐ ７６９ － ７８６．
Ａ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Ｆｕｚｚｏ ｄｅ Ｌｉｍａ ＡＴ， Ｍ Ｍｏｏｒ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ｉｄ，”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６， ４２ （１）， ｐｐ １１ － ２１．
Ｄ Ｈｅａｄｅｙ， “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９７０ － ２００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２０ （２）， ｐｐ １６１ － １８０．
Ｊ⁃Ｃ Ｂｅｒｔｈéｌｅｍｙ， “Ａｉ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Ｄｏｎｏｒ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６ （１３）， ｐｐ
７５ － １０９．
Ｈｅｉｎｅｒ Ｊａｎｕ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Ｋｌｉｎｇｅｂｉｅｌ ａｎｄ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Ｐａｕｌ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ｉｄ：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２７， ｐｐ １５５ －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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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带一路”与新兴发展合作

向。 南南合作通过建立国家生产能力以促进经济收敛， 并确保这种经济收敛同时具有可持

续性和包容性。 南南合作的重要特点是具有多样性， 并建立在共同的原则之上， 这些原则

明确地基于相互平等、 相互尊重、 互利互惠以及在承担共同责任、 分享共同经验的前提下

尊重国家主权。①

援助提供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与受援国的合作， 使它们的资金、 技术援助与当地政

府的良好治理， 包括政治改革和完善的市场体系相联合、 相协调。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 这并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越来越多地与其政治目标相

挂钩， 援助所起的支持发展议程的作用则有所减弱。 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援助本身不足

以促进发展， 因此他们也越来越不再依赖援助， 发达国家通过提供援助的方式来影响其政

策制定的能力也就有所下降。 根据经合组织针对 ４０ 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一项调查， 尽管

存在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巨大挑战， 对发展合作的需求较大， 但各国政府希望捐赠者提供资

金以支持政府主导的部门项目， 提供更多、 更好的技术援助和政策支持以有利于撬动更多

的私人资金投入。②

发展合作援助提供国之间迫切需要增加相互之间的对话， 甚至在某种范围内以共同的

目的和更协调的方式与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伙伴加强互动。 然而， 身为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提

供国并没有将它们的资金援助视为政府发展援助， 它们探索基于公平、 信任、 互惠互利和

建立长期关系的模式作为目前发展合作模式的替代方式。

（二）新型发展合作

与传统的南北经济关系相比， “一带一路” 倡议采取不同的方式共享资源， 基于平

等的伙伴关系共同发展、 共享利益。 “一带一路” 倡议避免将投资、 知识共享、 培训和

技术转让与任何硬的或软的政治条件相挂钩。 “一带一路” 参与方作为平等的伙伴， 各

国、 各地方的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采用完整的高水平服务， 满足建设项目的基本

要求。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 沿线伙伴国家要负责项目的规划、 设计和运营， 中国与

参与 “一带一路” 的国家是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投资者也必须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在公

开、 公平的条件下展开竞争。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促进发展援助和合作的新思想、

新战略， 也需要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 技术转让方面有所创新， 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

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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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ｏ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２５）， ｐｐ ７６９ － ７８６．
Ｒｏｂｉｎ Ｄａ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５， Ｎｏ ２０，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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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４　 中国在非洲的开发性投资

非洲在基础设施发展上落后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很多企业的服

务与其他地区相比成本较高。 例如， 在非洲的公路运输成本是美国的 ２ ～ ４ 倍， 沿主要港

口的出口运输时间是亚洲的 ２ ～ ３ 倍， 西方捐赠者一般不从事大型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援

助， 其大量的援助是面向社会部门或有限的基础设施部门， 如对家庭健康有直接影响的供

水和卫生部门。 西方捐赠者从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中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私营部

门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的确私人投资已经满足了电信业的许多需求， 电信业是非常适合私

人运营的行业。 然而电力、 高速公路和铁路却难以吸引私人资金投入， 这些部门的投资回

报需要非常长的周期， 加上欠发达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 私人投资者需要非常高的

回报率以弥补风险， 其结果是导致了非洲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赤字。

中国作为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受到广泛的欢迎， 中国有着援助非洲的悠

久历史。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２０１１ 年发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第一个白皮书， 根据白皮

书统计，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２００９ 年底， 中国对外援助额为 ２５６２ ９ 亿元， 其中对非洲国

家的援助占 ４５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中国发布了对外援助的第二个白皮书， 根据白皮

书统计， 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为 ８９３ ４ 亿元， 其中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占 ５１ ８％ 。①

中国作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合作伙伴， 提供资金帮助非洲国家重点建设基础设施、 促进

经济发展。 中国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使得非洲国家通过优惠贷款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和建设

新的公路、 水电厂、 医院和现代化的机场。 大部分的融资优惠条件都符合西方官方发展援

助的定义， 同时中国高度重视以提供援助为手段， 从根本上提高受援国的发展能力。 中国

不仅授人以鱼， 最重要的是授人以渔， 以帮助这些国家探索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

中国希望深化与受援国的关系， 赢得国家的民心。 通过提供对外援助， 中国展示了承

担更多更大国际责任的意愿。 项目建设集中于重点突破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三个瓶

颈———基础设施落后、 人才短缺和资金不足， 以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自主和可持

续发展。 中国主要以承接项目提供资金的形式而不是直接向受援国提供对外援助， 中国承

担了项目建设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由中国企业负责建设和管理， 以确保资金的正确使用，

提高援助项目的效率， 确保资金不会被受援国的官员挪用或私吞。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 不认为对外援助是简单的捐赠， 而是将其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形式， 对外援助通过帮

助受援国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项目， 有利于推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互利双赢、 共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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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ｃｎ ／ ｃｎ ／ ｒｑｌｔ ／ ｒｑｗｊ ／ ｒｑｂｐｓ ／ ｔ２０１４０７１０＿ １１８７６６７．
ｈｔ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ｎｄｈｆ ／ ２０１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３７５０１３ ／ １３７５０１３＿ 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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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援助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不断增加。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的约翰内斯堡中非峰会上，

习近平宣布中国政府对非洲的援助将翻倍， 在未来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１８ 年的三年内达到 ６００ 亿

美元， 其中包括以赠款和无息贷款的形式发放给非洲国家的 ５０ 亿美元一揽子计划， 以优惠

贷款和出口信贷的形式提供的 ３５０ 亿美元， 以及另外 ５０ 亿美元用于成立中非发展基金

（ＣＡＤＦ） 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非发展基金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成立，

初始资金为 １０ 亿美元， 未来逐步达到 ５０ 亿美元。 该基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过渡性融资、 财

务咨询、 非洲特定管理建议、 识别潜在的投资机会以及对接中国投资者与非洲项目， 促进中

国在非洲的投资。 股权基金在支持贸易和合作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正是这些贸易与合

作为非洲发展指明了一条道路。 事实上， 基金成立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开始明显回升。①

国有企业曾经是中国海外投资的领头羊， 但现在中国进入非洲的直接投资中近一半来

自较小规模的私人投资者。 同时中国个人纷纷在批发和零售业、 餐饮业和制造业中设立企

业， 中非发展基金 （ＣＡＤＦ） 指明了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合作新路径， 其中私营部门通过在

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承担自身风险， 积极参与非洲市场的投资。 中非发展基金的重要

之处在于关注非洲发展的关键领域， 并确保中国企业所参与的伙伴关系能够有效地在参与

各方之间分担风险。 这促进了 “双赢” 策略的实现， 无论是非洲还是中国的企业均会从

投资中受益， 这也有利于引导非洲企业和政府努力设计盈利可行性高的项目， 同时使当地

民众受益。 中非发展基金还承担着确保投资必须符合社会和环境标准的责任， 满足创造就

业机会、 民众福利和本地标准的要求。 中非发展基金资助的项目建设还有助于给非洲国家

带来更多的税收和出口。

近年来， 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不断增加。 据新华网报道， ２０１５ 年中国最大的

铁路承建商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ＣＲＣＣ） 在非洲签署的两大建设订单总额近 ５５ 亿美元，

包括一个在尼日利亚 ３５ ０６ 亿美元的城铁项目和一个在津巴布韦的 １９ ３ 亿美元住宅建设

项目。②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已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越来越多的公司

在非洲寻找新的市场， 这些工程公司、 机械出口商和其他中国企业建立了规模和竞争优

势， 它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创造就业机会。 非洲提供了广阔的投资机会， 目前对非

洲投资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非洲国家对投资的需求。 由中国的外汇储备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联合成立的中国非洲产业能力合作基金， 初始资本为 １００ 亿美元， 主要投资非洲国家的制

造业、 高新技术、 农业、 能源、 基础设施和金融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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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Ｄｅｌｉｖｅｒ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ＦＯＣＡＣ Ｓｕｍｍｉｔ，”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ｒｉ ｃｎ ／ １２３９４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５ ／
４０８３ｓ９０６９９４ ｈｔｍ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ｋｓ ５ ５ Ｂｌ ＵＳ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７ ／ ｃ＿ １３４１８９４９４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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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更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正在广阔的非洲大陆寻找发展机会， 这为非洲提供了

良好的就业机会。 非洲有大量的青年人口， 有超过 ２ 亿的年龄在 １５ ～ ２４ 岁的年轻人， 然

而约有 ６０％的非洲年轻人是失业者。 中国把更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非洲以加快

非洲国家工业发展。 在未来， 这些投资应该符合不同非洲国家的发展重点， 更加注重技术

转移， 增加本地的增加值以及创造就业机会。

从地理上看， “一带一路” 覆盖了 ６０ 多个国家的广大地区。 它需要所有相关合作伙

伴的积极参与和密切合作。 “一带一路” 发展遵循的原则是 “在满足所有参与者利益的基

础上通过协商共同建设， 努力整合所有参与者的国家发展战略”。① 大多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都是发展中经济体， 人均 ＧＤＰ 水平仍然很低，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任何单独的国家都不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网络。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一项集体

议程， 无论是通过合作伙伴还是通过新建立机构之间的合作， 都有助于动员、 聚集资

源。② 事实上， 为了满足新的需求， 新机构的建设被赋予了高度期望。 例如， 由于基础设

施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投资， 公共资金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支持至关重要。 亚投行是基础设施

发展合作融资的新型模式， 有助于解决长期投资的瓶颈约束。 亚投行的运作将严格遵循国

际公认的原则， 由其成员共同做出决策。 既要适应新的需求， 又要面临新的挑战， 那么同

时改革现有的国际机构， 并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是必需的。 国际社会欢迎为世界经济带来新

动力的新倡议和行动， 因此众多来自亚洲、 非洲和欧洲的国家作为创始成员积极参与亚投

行的组建， 尽管美国和日本拒绝参与。 中国作为新兴的力量， 以负责任的姿态提出新的倡

议， 一方面可以在全球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多的贡

献。③ 亚投行能够提供足够数量、 灵活性强的投资资金和技术帮助， 及时响应、 满足伙伴

国家项目的需求。 这些国家申请亚投行的援助时， 它们必须保证自己拥有配套资金和足够

的能力。

事实上，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额大， 预计在未来几年还会进一步增加， 所有的发展中国

家在满足他们的基础设施需求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８１２

①
②

③

参见 “一带一路” 文件，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８ ／ ｃ＿ １３４１０５８５８＿ ２ ｈｔｍ。
恰如观察到的现状， 一国融资建立新的港口及相关运输设施或升级现有的设施， 将会非常欢迎新的援助者和融资

提供者， 增加区域互联互通将促进贸易和商业， 使得参与国家能够更有机会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 同时吸引急需

的投资。 参见 Ｌｕｃｉｏ Ｂｌａｎｃｏ Ｐｉｔｌｏ Ⅲ，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Ｗｈｅｒｅ？”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ｔｏ⁃ｗｈｅｒｅ。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ｚｉｚｕｌ Ｈａｑｕｅ 认为中国筹资承担全球责任明显的体现了中国确保中国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的努力。
这体现在中国提出了建立亚投行、 金砖国家银行、 上合组织、 亚信会议 （ＣＩＣＡ） 等建议上。 参见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ｚｉｚｕｌ
Ｈａｑｕｅ， “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ｍ ／ ｇａｎｓｕ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８５４５９０１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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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ＣＴＡＤ） 估计， 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投资

３ ３ 万亿 ～ ４ ５ 万亿美元 （需要超过目前投资金额约 ２ ５ 万亿美元）， 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

基础设施项目 （如电力、 电信、 交通、 水、 卫生） 以及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具体项目 （如

食品安全、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健康和教育）。 各国在设定的 ＳＤＧｓ 之下， 共同实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对全球资源具有显著影响， 这其中包括对公共和私人基础设施

投资的影响。①

在资金来源方面， 发展合作传统上通过双边和多边捐赠者提供资助。 但研究表明一半

以上的基础设施融资是由发展中国家政府自己承担的， 约 １ ／ ３ 的融资来自国内和国际的私

营部门。 发展援助的份额维持在 ６％ ～ ７ ％ 的较低水平上。② 这表明需要新型的发展援助

和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私人 － 公共伙伴关系 （ＰＰＰ） 模式提供了新的发展合

作框架， 使得私人融资更安全、 更有保障。 过去的经验表明， 在电力、 电信、 运输和供水

等领域， 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较少， 现有的投资相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所需

的有效资源量而言仍只占一小部分。

图 ８ －１　 当前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及项目投资缺口

资料来源： Ｍｉｙａｍｏｔｏ ａｎｄ Ｃｈｉｏｆａｌｏ （２０１５）。

至于基础设施， 约 １ ／ ３ 的支出分别用于运输和能源， 剩余的 ２ ／ ３ 在水和卫生以及通信

领域之间分摊。 图 ８ － １ 显示了目前各基础设施部门每年的融资水平以及预计的项目投资

缺口， 能源部门的投资尤其需要大幅增加。 在具体的基础设施部门中， 水和卫生设施、 能

源、 运输的外部融资份额一般在 ６％ ～ ７ ％ 左右， 但通信行业只有 １％ 左右， 这可能与减

９１２

①
②

ＵＮＣＴ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ａｏｒｉ Ｍｉｙａｍｏｔｏ ａｎｄ Ｅｍｉｌｉｏ Ｃｈｉｏｆａｌｏ，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５， Ｎｏ ２５，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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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联系较弱以及私营部门的融资份额较高有关。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直到

２０３０ 年每年需要的投资金额是目前投资额的 ２ ～ ３ 倍。①

亚投行是基础设施建设驱动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上的自然拓展， 经济的长期增长可以

通过大量的、 系统的、 广泛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推动。 新发展银行是由金砖国家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 建立的一家多边机构， 通过贷款、 担保、 参股或其他金融

工具支持公共或私人项目。 它的目的是通过项目帮助国家建立发展计划， 实现社会、 环境

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对成员的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 成立更多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机构是必要的， 它能为包容性发展带

来新的活力。

“一带一路” 倡议是及时的， 由于结构的变化，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

期， 因为收入分配的差距， 国内和跨国发展水平不平衡， 以及贸易和投资等因素的影响，

反全球化趋势呈加强状态。 基于双赢和共享的 “一带一路” 倡议对公共和私人投资更具

吸引力， 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内部和外部贸易环境，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潜能。

更重要的是 “一带一路” 是合作倡议， 而不是战略竞争， 它为培养合作精神、 创造共同

利益带来了机会。

三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困难

（一）协商一致建设至关重要

　 　 协商一致共同建设 “一带一路” 的共识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 “一带一路” 建设能够

惠及所有合作伙伴， 但许多政客和媒体仍将它视为中国的项目， 只给中国带来利益。 由于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他们对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的意图仍有猜疑，② 因此

更多的磋商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 “一带一路” 倡议涵盖了双边和区域议程， 在不同的层

次的协商是必要的。 建立信任和得到合作伙伴的充分支持的关键努力之一是将 “一带一

路” 倡议下的项目与沿线国家的规划和发展计划相对接。 同时新开发机构与世界银行、

０２２

①

②

Ｋａｏｒｉ Ｍｉｙａｍｏｔｏ ａｎｄ Ｅｍｉｌｉｏ Ｃｈｉｏｆａｌｏ，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５， Ｎｏ ２５，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对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设施可能军民两用的性质存在担忧， 如， 最近中国潜艇访问科伦坡， 关于中国海军在该岛、
马尔代夫建立基地的传闻， 巴基斯坦邀请中国在瓜达尔建立海军基地， 都引起一些国家对中国提高在印度洋的存

在并不仅限于商业港口的建设和运营的担心。 如果区域竞争者将海上丝绸之路视为便利解放军抵达访问的一种战

略， 他们即使不直接对抗， 但也可能会采取措施阻止其他国家的参与。 参见 Ｌｕｃｉｏ Ｂｌａｎｃｏ Ｐｉｔｌｏ Ⅲ，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Ｗｈｅｒｅ？”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ｔｏ⁃ｗｈ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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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也十分重要。 虽然 “一带一路”

倡议聚焦发展， 但它对政治关系、 区域安全以及社会文化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加强

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在促进发展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中国而言， 国内对 “一带一路” 倡议正确的理解和持久的推动对其实施非常重

要。 虽然目前中国领导人，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对 “一带一路” 倡议给予了极大重视， 但

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界对新发展合作取得共识的努力还有待提高。 其中一些人可能把

“一带一路” 倡议当作促进贸易、 投资或淘汰落后产能的一项外向型的战略， 还有一些人

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是政府主导的战略， 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并获得项目合同。①

对于合作伙伴而言， 由于不同的国情和复杂的国内政治、 社会情况， 以及面临着治理

和资源的约束， “一带一路” 倡议可能会成为政治争端议题甚至其中一些项目会中途夭

折。 极端恐怖主义在一些国家可能是威胁潜在投资者信心的消极因素。 涉及不同国内组织

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协调的挑战， 有时可能会延迟甚至阻滞项目的实施。② 来自专家和商业

界对国家或跨国大型项目风险的预警， 如， 建立一个中国西北与欧洲联系的庞大走廊经济

区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包括距离、 地理特征、 成本、 安全、 施工时间以及不同性质

的合作伙伴等。

中国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倡导者， 需要协调国内利益， 评估不同商业项目风险，

加强双边经济贸易协定和规则， 促进和推广成功的合作模式， 构建关键的创业项目， 寻找

与各国家之间关于发展经济、 政治合作、 安全保障和人员交流的契合点。 “一带一路” 建

设特别强调要让中国的意图和利益与沿线国家当地的发展规划和优先项目相对接。

中国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协议来共同建设 “一带一路”， 包括俄罗斯、 蒙古国、

中亚、 中东欧、 非洲、 南亚， 以及东盟国家。 一些重大项目， 如对接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

盟和欧亚铁路、 蒙古国草原之路， 中国与东盟一些成员的高铁项目等都有所进展。 中国还

宣布， 一个跨非洲的基础设施网络将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与非洲国家合作建设。③ 基础

设施作为发展强大的经济联系和更好的政治合作的基础正在积极地推进建设中。④

中巴经济走廊是 “一带一路” 建设取得共识的一个绝佳例证， 中巴之间相互信任，

因而很容易达成协议。 中巴经济走廊能够帮助中国保障能源供应， 也有助于巴基斯坦吸引

１２２

①

②
③

④

Ｓｃｏｔｔ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Ａ Ｐａｒｔｅ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 
盛斌、 棃峰： 《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Ｙ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ｆｏｒ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２９ （３）， ｐｐ ４５５ － ４６３．
Ｗｅｒｎｅｒ Ｆａｓｓｌａｂｅ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Ｗｏｒｌ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１４），
ｐｐ ２９３ －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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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投资， 将巴基斯坦发展为一个区域经济中心。 另一个例子是中蒙俄经济走廊， 在过去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由于安全和战略问题， 蒙古国采取了 “第三方外交”， 旨在平衡与中

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一带一路” 倡议有助于消除不信任， 促进三国之间的密切合作。 中

国发改委发布的文件表明，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将集中在促进贸易投资、 跨境经济合作区

和跨境运输线等领域。① 当然， “一带一路” 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短期项

目， 取得共识贯穿在整个建设过程中， 其关键是保持动力和可持续性。

（二）金融支持

根据亚行的一项研究报告，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巨大的需求， 到

２０２０ 年可高达 ８ ２８ 万亿美元。 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下的基础设施项目就需要 ４００ 亿美元的

投资。② 如何为基础设施项目获取如此巨大的融资对 “一带一路” 建设至关重要。 一般来

说， 有四种融资方式： （１） 来自东道国的初始资本， 但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是

有限的； （２） 外国投资者， 由于长期的利润回报率较低和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他们的投

资通常都非常谨慎； （３） 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 如世行、 亚行等， 通常只有有限的资金；

（４） 从发达国家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 但是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 因此 “一带一路”

建设面临的挑战是在为基础设施融资的问题上， 每一参与方只有有限的潜能。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建立一个广泛而具有包容性的合作框架和可靠的发展环境， 使

所有的资源能够聚集起来， 同时建立新的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及其相关领域建设提供融

资。 如成立亚投行以提供金融支持将促进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③ 但是亚投

行、 丝路基金、 新开发银行的规模都太小。 各金融机构和公司之间的密切合作非常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 特别是对大型跨国项目建设， 银团贷款是可行的模式。 通常跨国项目融资

的可持续性难以管理， 考虑不同的文化、 法律制度和其他制度与政策， 在国外经营一个项

目存在较大困难， 更不用说管理如此多具有不同政治制度和社会信仰的跨国项目，④ 因此

有必要与合作伙伴或有关国家建立协调机制和合作设施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美元曾经是贷款和其他投资资本的主要货币， 由于资本需求巨大，

需要开展多种货币互换业务， 包括双边和多边的货币互换安排。 人民币的作用得到加强， 中

２２２

①

②

③
④

“ Ｎｅｗ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Ｒｕｓ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ｉｎａ ｃｏｍ ／ ｂｕｚ ／ ｆ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４ ／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ｆｘｖｕｋｈｘ５０９５８１９ ｓｈｔｍｌ
《 “一带一路” 旗舰： “中巴经济走廊” 详解》， 网易财经， ｈｔｔｐ： ／ ／ ｍｏｎｅｙ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５ ／ ０４２２ ／ ０１ ／ ＡＮＰ６ＣＧ７３００２５３
Ｂ０Ｈ ｈｔｍｌ。
刘国斌： 《论亚投行在推行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金融支撑作用》，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Ｈｕａｎｇ， Ｙｉｐｉｎｇ，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ｃｈｉｅｃｏ ２０１６ ０７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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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许多国家签订了人民币互换协议， 这有助于更多的国家将人民币用于基础设施融资。 基

于与中国签署的协议或担保， 可以发行人民币债券为项目融资。 可以鼓励人民币成为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主要货币，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

央行外汇储备。 实际上， 人民币在商品贸易、 基础设施融资、 电子商务结算中有巨大的发展

潜力， 这表明拓展诸如银团贷款、 发行债券等人民币融资渠道， 提高人民币离岸对冲风险的

功能， 不仅有利于金融和商业部门的发展， 也有利于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①

（三）风险分析

虽然 “一带一路” 倡议为创造新的经济支柱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政策思路提供了重

要的机会， 但它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如地缘政治风险管理、 国际政策协调

和跨国项目融资的可持续性等。② 作为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 倡议有

助于推动国家之间的深度一体化， 解决在低制度化合作机制、 低标准化程度的经济规则条

件下影响经济发展的自然障碍。 “一带一路” 倡议依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规则风险， 尤其

是在国际体系、 跨国系统和企业管理方面， 需要在全球、 区域和双边层面上完善规则和制

度。③

“一带一路” 建设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长期工程， 面临着多重风险和挑战，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差异较大。 由于历史、 宗教、 边界的划定和自然资

源等因素， 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复杂多样。 这需要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解决各国之间的

合作问题， 有时会因社会和文化差异而导致进一步恶化。 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大规

模的开发项目， 他们担心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当地居民失去对自然资源控制。 一些地方

领导人和居民也怀疑他们是否能从项目中得到收益。

由于 “一带一路” 倡议跨越广阔的地区， 各国之间需要有效的合作协调机制， 一些

现有的组织和安排， 如上海合作组织， 能够满足各国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需要， 严重依赖

双边协调机制虽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但要牺牲政策合作的一致性。 “一带一路” 倡议包

含五个合作优先领域， 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 大多数的优先事项均会面临困难。

许多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都是最不发达国家， 相互之间联系不畅， 道路条件差、 等级

低， 铁路技术标准多样化增加了运输周转环节而导致低效率。 由于海上运输信息共享有

限， 在一些国家频繁发生海上安全事故，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 需要大量的投资， 但这些项

３２２

①

②

③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ｅｅｋ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８ ／ ｃ＿ １３５３６９６１６ ｈｔｍ。
Ｔｉｍ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６， ３７ （９）， ｐｐ １６２８ － １６４３．
马学礼： 《 “一带一路” 倡议的规则型风险研究》， 《亚太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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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可避免地要等待长期才能实现投资利润。

中国与美国以及日本之间的战略竞争使 “一带一路” 建设面临更加复杂的发展环

境， 美国和日本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的极大关注， 他们要么设法劝

阻他们的盟友不加入倡议， 要么在他们的竞争优势上设置不同的议程。 如日本拒绝加入

亚投行， 为自己的优先项目设立发展基金。 中日之间在高速铁路项目和其他一些项目上

存在激烈竞争， 给中国企业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 美国竭力推出自己的 “丝绸之路外

交”， 促进 “印度 － 太平洋战略”。 南海纠纷也给 “一带一路” 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①

四　结论

“一带一路” 倡议的显著特点是中国将其作为重要的合作平台， 其中互联互通是关

键， 而构建国际秩序的合作是一个多维度、 开放的过程。 在全球经济地理深刻变化的背

景下，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被视为包含了跨国因素的空间规划，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刺

激全球经济的项目， 并为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秩序探索新的方法。② “一带一路”

倡议能够为中国拓展新市场提供机会， 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以新的

思路和途径探索新型的发展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 倡议以平等参与、 共同利益、 利益

共享的方式惠及所有参与方， 同时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培育公私伙伴关系以体现这一精

神。③

虽然中国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但中国无意主导整个过程或谋

求霸权， 相反， 中国希望基于平等、 公开、 公平的原则建立新秩序， 这对区域和全球的和

平、 合作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④ 目前虽然还没有一个成型的中国发展模式， 但可以通过

试验和适应性学习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虽然这一过程要面临重大的挑战和困难， 甚

至是失败。 作为一个学习的过程， 发展合作的转型可以为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创建连接和协同。 “一带一路” 倡议超越了传统的 “富国 －穷国” 援助的方法， 它将一个

更广泛的框架， 结合区域和国际机构各种资源， 包括传统的援助和新的创新工具， 开放给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扩大了转移知识和资源， 开辟了从特殊的发展合作历史经验中交流

４２２

①
②

③
④

黄凤志、 刘瑞： 《日本对 “一带一路” 的认知与应对》，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
Ｚｈｏｎｇｐｉｎｇ 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 Ｓｉｎ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Ｄｒ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现代国际关系》 （英文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白云真： 《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
张蕴岭： 《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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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带一路”与新兴发展合作

和学习的机会， 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在寻求新的、 更平等的发展合作模式， 从新的地缘政治

和新逻辑出发， 超越政府不应该参与市场规则的新自由主义框架。 通过经济走廊建设、 亚

欧交通运输网络和海运枢纽的支持， “一带一路” 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早期收获， 但是

“一带一路” 建设还要面临许多挑战。 如由于地缘政治角逐带来的政治风险可能对中国政

府提供的优惠融资项目带来金融风险。① 要在发展合作中取得进展， 需要提出新的思路和

制度， 这并不意味着要消除现有的机构， 而是通过结合新倡议 （如 “一带一路”） 改革现

有的援助和融资模式， 进而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框架。②

５２２

①

②

余莹： 《我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模式与政治风险管控———基于 “一带一路” 地缘政治的视角》， 《经济问题》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中国 与 联 合 国 签 署 “一 带 一 路” 谅 解 备 忘 录》， 中 国 财 经，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０９２０ ／
３９１１２４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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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非南南合作
∗

一　导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中国在与非洲的合作中面临着重要的学习曲线。 面对西方主导的

关于非洲大陆新殖民主义的批判， 中国行动者日益关注诸如非洲当地工人就业、 鼓励非洲

更多获利以及环境等问题。 此外， 非洲主要向中国出口基础性资源 （如同美国与欧盟的

情况）， 进口制成品， 因此中非双方面临着贸易不平衡的挑战， 中国目前正通过实验性的

非洲工业化计划来解决此问题。 如果中国希望坚持南南合作中相互合作、 互利互惠的精神

而非不平衡的重商主义，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南 －南关系在近几十年来日趋加强。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 撒哈拉以

南非洲 （ＳＳＡ） 的经济增速显著快于过去四十年的增速。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世界上经济增

速最快的十个经济体中有六个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ＳＳＡ）。 据渣打银行估计， 在未来五

年， ＳＳＡ 经济体平均增速将超过亚洲同等国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非的贸易额为 １０ 亿美

元， 但到了 ２０１２ 年， 贸易额已超过 ２２００ 亿美元 （Ｇｒｉｍｍ， ２０１５； Ｃｉｓｓé， ２０１２）。 中国对

非洲的投资也在不断上升， 年增长率达到 １１４％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ｌｉｏｔ， ２０１５； Ｍｏｙ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年， 中国对苏丹、 津巴布韦、 毛里求斯、 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在非

洲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的 ７０％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ｌｉｏｔ， ２０１５； Ｍｏｙｏ， ２０１２； Ｃｉｓｓé， ２０１２）。

在贸易方面， 中国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几乎向所有 ５４ 个非洲国家

均出口其制成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 中国在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存量已达 ２６０ 亿美

元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目前， 非洲大陆有 ２０００ 家中国企业 （Ｐｉｇａｔｏ， ２０１５）。 作为非洲

６２２

∗ 本章作者是 Ｒｏｓｓ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Ｙｅｊｏｏ Ｋｉｍ，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Ｉｇｂｉｎｏｂａ， Ｎｕｓａ Ｔｕｋｉｃ ａｎｄ Ｍｅｒｙｌ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Ｒｏｓｓ Ａｎｔｈｏｎｙ 博士供职于南

非斯泰伦博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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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非南南合作

国家的投资伙伴， 中国目前体现的和潜在的能力都是巨大的。

本章讨论了中非南 －南合作关系中关于政治、 经济和民间社会的一些观点， 并概述了

中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电信和贸易活动的情况。 本章侧重研究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与

制造业， 这些是非洲发展可持续经济非常重要的部分。 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的发展也反

映了非洲摆脱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并没有对 “自下而上” 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 最后，

本章介绍了中国与非洲合作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包括劳动力和环境问题， 并探讨了中

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二　南南合作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主要基于政治伙伴关系转变为

主要基于市场互动。 在 １９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主要在冷战时期建立， 此

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均结成同盟。 在毛泽东领导时期， 中国在诸如获得联合国成员资格以及

政治孤立台湾地区的问题上寻求非洲国家的支持 （Ｙｕｎ， ２０１４）。 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

如津巴布韦、 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等， 也从中国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 随着冷战结

束， 中国的政治目标基本达成， 之前在非洲的援助开始累积为不可持续的财政成本

（Ｙｕｎ， ２０１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非关系再次深化。 由于经济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导

向， 中国制造业部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为了保证制造业部门的持续发展， 中国再次寻求

非洲的帮助以获得原材料 （Ｃｉｓｓé， ２０１３； Ｍｏｙｏ， ２０１２）。

过去二十年中， 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关系主要受几个经济因素的影响， 包括中国需要资

源来发展国内经济以及通过市场准入和技术、 知识转让提升国际竞争力 （Ｃｉｓｓｅ， ２０１３；

Ａ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ｅｓ， ２００６）。 这也标志着中非关系从主要基于政治动机进入基于经济动机的

新时代。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南南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因素的结合———发展中国家共同

的命运感以及期望利用当代市场力量来实现发展愿景。

早期， 社会主义时期的援助是南南合作 （ＳＳＣ） 的有力推手。 南南合作不是一个新概

念， 它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便存在， 并在 １９７８ 年被联合国大会认定为官方术语。 虽然其

定义随时间有所变化， 但是在 ２０１０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 “南南合作” 被正式定义

为 “为实现共同发展目标而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技术合作的过程、 机构和计

划”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０）。 南南合作常常在特点、 方法和最终目标等方面被拿来与南北合作

（ＮＳＣ） 比较。 简而言之， 南北合作通常指北半球国家对南半球国家的发展援助。 二者的

分歧也围绕经济发展的概念， 发展程度通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排名以及由世界银行 （ＷＢ）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定义的收入类别排名来核算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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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ｒｉｅｎ， １９９９； Ｍｉｍｉｋｏ， ２０１２）。 此外， 由北方国家 （也称为 “发展援助委员会”） 向

南方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 是由其双边 （从政府到政府） 或多边 （从政府到国际机构、

组织） 特征来界定的， 这其中也包括用于技术援助、 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供给。 另一方面，

南南合作与西方援助的概念不同， 它包括混合投资、 贸易、 发展援助和技术转移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０９； Ｇｒｉｍｍ， ２０１５）。

将上述分类标准应用于中国， 可以发现中国是属于南南合作类型而不属于 ＤＡＣ 类型

的援助提供国。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人类发展指数， 中国是一个高度发达国家， 但是它的人均

ＧＤＰ 低于平均水平， 因此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 中国并不是发达国

家和高收入经济体。 然而， 中国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一直被列入新兴工业化国家 （ＮＩＣｓ）。 新

兴工业化国家还包括金砖国家合作伙伴中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三个国家———巴西、 印度和

南非。 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同时也具有与其他南方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特征， 而其也

一直坚称自身为发展中国家， 这些事实说明分析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企业在与南方发展合作

伙伴国家关系中所做出的南南合作努力是极其重要的。

与许多非洲国家一样， 中国经常利用其 “发展中国家” 的身份， 作为在南南合作框

架内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的筹码。 虽然中国与非洲合作伙伴之间的经济条约存在不平等，

但是互利互惠、 平等、 尊重仍是维持关系的中心支柱。 互利互惠、 平等的原则在今天依然

指导着中国的外交政策， 也是中国制定同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八条标准的基础。 “中国援

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八项原则” 也被称为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Ｙｕｎ， ２０１４），

包括：

（１） 强调平等互利；

（２） 尊重主权， 绝不附加条件；

（３） 提供免息或低息贷款；

（４） 帮助受援国独立发展， 自力更生；

（５） 建设投资少、 收效快的项目；

（６） 以市场价格提供优质设备和材料；

（７） 确保有效的技术援助；

（８） 根据当地标准支付专家薪酬 （Ｃｈｉｎ， ２０１２）。

Ｇｒｉｍｍ （２０１５） 指出与中国的合作协议通常是在政府与政府的谈判中制定的一揽子交

易 （与南北合作中双边援助的方式相同）， 包括援助措施、 商业贷款和重点中国公司的一

些战略投资支持。 在此过程中， 南南合作涉及大量的参与者： 国家、 商业团体 （国有和

私有） 和民间社会团体。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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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驱动

南南合作在政治上是通过中国的软实力来促进的， 其中最有力的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

扩张。 中国政府主要通过金融支持 （如低息贷款） 使一些中国企业进入全球轨道， 加速

这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考虑到中国对能源安全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成了一个

越来越具吸引力的地方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６）。 自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软实力，

软实力已经成为中国官方话语的一部分。

在胡锦涛主席的第二个领导任期内， 软实力的思想就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胡锦涛强调中

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必须通过硬、 软实力两种形式来传播。 这种思想在习近平主席所提出

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中被沿用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３ 年， 中国进一步

拓展了这一概念， 进而包含了 “非洲梦”。 部分学者， 如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Ｓａｕｔｍａｎ 和

Ｈａｉｒｏｎｇ （２００７）、 Ｂｒｅｓｌｉｎ （２０１１）、 Ｚｈｕ （２０１３） 等， 将此称为 “中国发展模式”， Ｒａｍｏ

（２００４） 则称之为 “北京共识”， 以作为 “华盛顿共识” 的一种替代选择。

虽然没有共同的定义， 但软实力的概念在促进对中国海外利益与身份更积极的理

解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应用 （ Ｂｒｅｓｌｉｎ， ２０１１： ２）。 关于中国的软实力及其崛起，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 认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虽然没有达到美国的高度， 但是它们正在迅速拓

展领地 （Ｎｙｅ， ２００５）。 Ｊｏｓｈｕａ Ｋｕｒｌａｎｔｚｉｃｋ 在 ２００７ 年指出， 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战略是

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来完成， 如援助、 投资和参与多边组织 （Ｋｕｒｌａｎｔｚｉｃｋ， ２００７： ６）。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多边机构作为其对被边缘化不满的出路， 这也反映了发展

中国家希望纠正国际体制内不平衡状态的野心。 近年来， 中非关系通过双边交流和各

种多边框架得到了加强， 成为这一新背景下产生的交互关系的突出代表。 在非洲大陆，

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在传播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故事和知识经验中发挥了作用。 目前

中国两个主要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 和中非合作论坛 （ＦＯＣＡＣ）， 其

中中非合作论坛是每三年召开一次的部长级会议， 目的是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多个

层面上的合作。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中国的主要政策制定部门已经为讨论对非政策举行了数次战略会

议。 中非双方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加强磋商与合作的必要性。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这也是中国与非洲建立新的政治合作的象征。 中非合作论坛的主要目标是加强磋

商、 增进了解、 扩大共识、 加强友谊， 以促进经济合作与贸易。 同时， 中非双方在中非合

作论坛会议上强调了南南合作的联系。 在联合国 （ＵＮ）、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 （ＷＢ） 等全球论坛上， 援助非洲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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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旗帜下， 中国政府也设法参与到非洲多边论坛中， 如非洲联盟

（ＡＵ） 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非盟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作为正式成员加入

中非合作论坛而不再只是作为观察员， 并于 ２０１２ 年参加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会议。 此外，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中国正式接纳非盟成为常驻代表团。 在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之后， 北

京主办了一次后续会议。 中国和 ５３ 个非洲国家的代表讨论了上一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后续行动的执行情况。 双方重申他们将在今后密切合作。

推进南南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国际组织是金砖国家论坛。 金砖成员的活动提供了一种传

统西方援助国家所提供的发展合作模式的替代品。 虽然金砖成员在地理位置、 历史、 文化

和社会经济条件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但他们一直致力于形成集体认同以应对全球层面的各

种挑战。 成员之间共享的利益包括促进投资和贸易、 技术转让以及金融基础设施。 南非的

加入使该集团更能代表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南非在经济方面的战略地位和其作为与非洲

大陆有贸易联系的区域商业中心被其他成员视作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金砖国家在非洲也

需要一个具有贸易联系、 良好金融基础设施和可以与之开展政治合作的伙伴。 南非已在包

括非盟在内的各种区域论坛上发表非洲大陆的声音， 它与其他非洲国家共同关注经济不平

等、 贫困和失业问题。 南非被纳入金砖国家集团， 这赋予了它在非洲大陆和全球舞台上的

重要地位。 南非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合作预计将提供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机会， 带来诸如

就业等社会机会， 这也是南非国内政策的基石。

为推动共同发展， 金砖国家已经斥资 １０００ 亿美元启动了新开发银行 （金砖银行）。

该银行将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 弥补其他发展伙伴和国际金融机构 （ＩＦＩｓ） 在实现全

球增长和发展中的不足。 在全球范围内， 基础设施需求总额为 ５ ７ 万亿美元 （Ｍａａｓｄｏｒｐ，

２０１５）。 金砖银行将使这类融资更加容易， 这对金砖成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有利。

金砖国家的建立为南非提供了很多机会， 比如， 南非可以吸引更多来自其他金砖成员的外

商直接投资。 此外， 南非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这为其与资源需求量大的金砖成员开展贸

易创造了机会。 这些计划将刺激南非经济增长， 使其解决高失业率和贫困问题。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的季度统计数据显示， 南非的失业率达到 ２６ ６％ （Ｓｔａｔｓ ＳＡ，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年的基尼系

数达到 ６３ ４％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２０１６）。 南非将同时作为主要股东与借款人同新开发

银行合作。 作为借款人， 南非将利用新开发银行作为其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以及区域一体化

方案的资金来源。

在政治上， 中国已经能够通过多边组织来协调应对各类挑战， 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全

球影响力。 这些平台可以提供分享思想和经验的机会。 南非参与这些多边机制为它带来了

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然而， 南非应当迅速确定如何从这些关系中受益， 制定指导方

针并迅速实施， 从而最大化地提高效益。 南非自身的利益与追求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双边、

０３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第九章　中非南南合作

多边机制息息相关， 此时关键的问题便是这种关系的可持续性。 金砖成员处于不同的发展

阶段， 例如中国和印度未来将不再是发展中国家。

四　合作模式

（一）基础设施

中国对非洲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基础设施领域。 中国凭借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相对

更快的建设速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拥有极大的优势。 中国的参与企业包括许多不同性质的

企业： 国有企业 （国家级、 省级）、 私营企业。 其中几个大型国有企业 （ＳＯＥｓ） 占主导地

位， 如中国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ＣＣＣＣ）、 中国路桥公司 （ＣＲＢＣ）。 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

充分体现了中非关系中的 “双赢” 口号： 一方面中国国内基础设施部门的剩余产能不断

增加， 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了新增业务；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获得了急需的基础设

施， 将极大促进互联互通和经济增长。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公司的大型项目数量增长了 ４６ ２％ （德勤，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５ 年，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ＣＲＣＣ） 投资了 １８ ３ 亿美元用于维修遭战争破坏的安哥拉本格拉

铁路 （已于 ２０１４ 年完工）。 ２０１２ 年， 中国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ＣＣＣＣ） 将毛里塔尼亚的努

瓦克肖特港口 （也被称为友邦港） 扩建了 ９００ 米。 其他重要的港口建设包括中国商业控

股国际 （ＣＭＨＩ） 目前对坦桑尼亚巴加莫约港口 １７ 亿美元的投资 （包括卫星城市开发）

和 ４ ６ 亿美元的海港投资， 建成后该海港将拥有 ２０００ 万标准箱 （２０ 英尺长的集装箱） 容

量。 在多哥， ２０１２ 年 ＣＭＨＩ 购买了洛美港集装箱码头 （ＬＣＴ） ５０％的股份， 并将其扩建到

四个泊位， 容量达到 ２２０ 万标准箱 （ＴＥＵｓ）。 在航空领域， 中国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

江西集团扩建了赞比亚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ｕｎｄ 国际机场， 内罗毕国际机场由安徽建设和中国国家

航空技术国际工程公司 （ＣＡＴＩＣ） 重新开发， 第一阶段已于 ２０１６ 年完成。

在中国和非洲， 越来越多的跨大陆项目像上述例子一样开展。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中国和

非盟签署谅解备忘录 （ＭＯＵ）， 旨在通过铁路、 公路、 航空和工业化 （为每个部门设立委

员会） 连接非洲大陆。 虽然没有时间范围和价格标签， 但是该协议将包含已经存在的项

目， 如肯尼亚拉穆港 －南苏丹 － 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 （ＬＡＰＳＳＥＴ） 项目———连接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 卢旺达、 坦桑尼亚和南苏丹 （铁路、 公路和港口）， 连接巴马科

（马里首都）、 塞内加尔达喀尔港口与科纳克里 （冈比亚） 的铁路， 价值 １１０ 亿美元。

ＬＡＰＳＳＥＴ 项目旨在将主要的东非中心 （肯尼亚、 南苏丹和埃塞尔比亚） 与偏远的次区域

以及其他邻国 （乌干达、 布隆迪、 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相连接。 该项目包括拉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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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曼达湾的一个港口、 通往朱巴 （南苏丹） 和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尔比亚） 的标准航

线、 公路网、 石油管道 （苏丹南部和埃塞俄比亚）、 巴尔戈尼 （肯尼亚） 的炼油厂、 三个

机场。 其中， 三个机场分别为位于肯尼亚西北部的图尔卡纳县、 与南苏丹和乌干达接壤的

洛基乔基奥机场， 位于肯尼亚中央的伊西奥洛国际机场和位于港口城市拉穆的曼达岛拉穆

机场。 另外， 该项目还包括建造三个度假城市 （拉穆、 伊西奥洛和图尔卡纳湖）。

２０１２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强调要加强人和商品的互联互通， 促进非洲发展。

该计划将 面 临 协 调 多 个 区 域 组 织 的 挑 战， 这 些 组 织 包 括 西 非 国 家 经 济 共 同 体

（ＥＣＯＷＡＳ）、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ＣＥＥＡＣ）、 东非

共同体 （ＥＡＣ）、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ＣＯＭＥＳＡ）、 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

（ＣＥＭＡＣ）、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ＡＭＵ） 和非洲经济共同体 （ＡＥＣ）。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在非洲继续发展， 例如最近公布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 “一带一路”） 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项目延伸至中亚、 太平

洋和印度洋地区 （包括东非）。 这些投资也可能包括其他援助者的投资。 例如， 由中国牵

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其股东国家包括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 （除日

本和美国）。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中国宣布对非洲实施一个类似的计划——— “三网络和工业化”，

除进一步发展非洲交通外， 也对非洲工业化进行援助。

（二）通信业务

中国企业还通过出口网络产品、 建立合资企业和投资当地通信业务来拓展其在发展中

国家的市场。 ２０１３ 年， 作为设备供应商， 华为和中兴在南非市场的份额合计占 ５０％以上，

超过在非洲的其他欧美企业。 华为和中兴对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做出了贡献。 例如， 在

南非， 华为计划帮助南非政府在 ２０２０ 年前实现 １００％的宽带普及率 （２０１３ 年仅为 ２６％ ）。

中兴于 ２０１０ 年对 Ｃｅｌｌ Ｃ 投资 ３ ７８ 亿美元， 华为于 ２００８ 年对 Ｔｅｌｋｏｍ ＳＡ 投资 ２ １１ 亿美元。

华为、 中兴等中国企业加大了非洲电信行业的市场竞争， 从而降低了市场价格， 增加了消

费者的选择使消费者受益。 这些受益国家包括加纳 （中兴： 传输网络， ２００６）、 阿尔及利

亚 （华为： 海底电缆， ２０１０）、 利比亚 （中兴： ３Ｇ 网络， ２００５）、 尼日利亚 （华为： ＮＧＮ

移动软交换， ２０１０）、 安哥拉 （中兴： 光纤骨干网， ２００８） 和埃塞俄比亚 （中兴： 光纤传

输、 ＧＳＭ、 网络扩张， ２００６） （Ｃｉｓｓｅ， ２０１２）。 华为在非洲建立了六个培训中心 （尼日利

亚、 安哥拉、 肯尼亚、 南非、 埃及和突尼斯）， 中兴则建立了四个培训中心 （埃及、 埃塞

俄比亚、 阿尔及利亚和加纳）。 这些政府与电信运营商的合作还将专注于技术推广、 专业

咨询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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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造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非经济关系加强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中国对非洲制造业投资的

增加。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在非洲大陆从事制造业， 强调分享自身基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

经验 （也帮助中国扩大其在非洲大陆的软实力）。 其中一个表现是建立经济特区

（ＳＥＺｓ）、 出口加工区 （ＥＰＺｓ）、 经济加工区、 自由区、 外贸区和工业园区。 中国已经在

赞比亚、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埃及和毛里求斯建立了经济特区。 中国政府和非洲东

道国政府都给予包括税收优惠、 贷款等支持， 希望能够吸引面临劳动力成本增加和国内

企业竞争的中国私营企业。 位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附近 Ｂｉｓｈｏｆｕ 地区的华坚鞋业公

司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该公司雇用了大约 １０００ 名本地工人， 组成几个小组， 每个小

组包含一名中国主管。 公司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将当地皮革加工成鞋子并销往国际市场，

而公司也正在逐步扩大其业务。 然而， 华坚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经济特区建立的大

背景下的一个特例， 因为中国在非洲建立经济特区常受到官僚主义、 沟通不畅、 地方基

础设施薄弱、 市场联系不足、 部分东道国政府缺乏承诺等问题的困扰， 有的经济特区地

理位置也不佳。

转移制造业部门实际上符合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转型需要。 许多研究指出中国已经到

达刘易斯拐点。 从发展阶段来看， 中国也已从劳动力过剩的模式转向劳动力稀缺的模式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ｕｒｕｖｉｌｌａ， ２０１５）。 劳动力短缺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 因此中国投资者将

转移生产单位， 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非洲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也是吸引这些中国企业

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 非洲国家与美国、 欧盟有着各种优惠的贸易协定。 这些进入欧

盟、 美国市场的优惠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投资者的决定。 比如， 非洲增长和机

遇法案 （ＡＧＯＡ） 可以为企业提供免税免配额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由于美国对大量进口

的中国产品有严格的规定， 因此非洲可以作为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中转站。 中国对非

洲制造业的投资有望促进非洲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 技术转让、 就业机会创造， 并带来其

他与发展相关的好处。 它还将为非洲经济更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提供机会， 这反过来也将

扩大中国在非洲大陆的软实力。

五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所占份额增加， 针对南南一体化的学术和政策兴

趣已经重燃， 同时也激发了各界对较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辩论。 虽然来自中国的外

商直接投资被认为通过生产力溢出和资本存量注入为发展中国家的轻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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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２）， 但是人们也担忧这样会加深在初级部门的资源诅咒①问题

（Ｃａｒｍｉｇｈａｎｉ ａｎｄ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２０１２： ４７９ － ４９８）， 以及中国跨国企业 （ＭＮＥ） 会替代它们

在非洲同地区生产同质产品的竞争对手的问题 （Ｍｏｒｒｉｓｓｅｙ， ２０１２： ２６ － ３１）。

由于中国政府的 “走出去” 政策， 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 （ ＳＳＡ）

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显著， 但是与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和流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相

比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不过， 中国对多数国家的平均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占其总外商直

接投资流入的 １０％ ， 其中津巴布韦达到 ５２％ ， 毛里求斯为 ２６％ （Ｗｅｉｓｂｒｏｄ ａｎｄ Ｗｈａｌｌｅｙ，

２０１１： ３；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２）。 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是集中在采掘行业，

但近年来， 投资的行业也越来越多元化， 包括农业、 金融、 轻工业、 电信和建筑业， 其

中最多的投资项目集中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１）。 这是因为中国国

有企业大多集中于采掘业和基础设施部门， 而私营的中小企业则更多地关注轻工业、 制

造业和服务业。

此外， 中国跨国公司 （ＭＮＣｓ） 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形成上 － 下游综合产业链， 从而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机会， 比如在赞比亚采铜的同时修建道路、 医院和其他经济基础

设施。

随着中非经济关系的增强，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也进一步发展， 那么来自中国的

外商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影响究竟如何？ 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在理论上是正向的 （相关研究关注提高生产力的效应）， 同时它对东道国出口

多样化和出口升级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东道国公司通过生产力溢出效应、 外国公司的收购

和努力积累， 增加出口的多样性以及单位价值。 多年来， 在不同的文献中构建了不同的指

标来探讨出口多样化和出口升级的决定因素， 以及它们带来的影响 （ Ａｍｉｇｈｉｎｉ ａｎｄ

Ｓａｎｆｉｌｌｉｐｏ， ２０１４： ６ － ７；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１ － ２５）。

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被认为主要由出口驱动经济增长， 但是最近的研究焦点则

从出口何种商品转变为出口商品的组成对经济增长有多大价值。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指

出具有较高出口单位价值和较多出口种类的经济体比出口品种较少、 出口单位价值较低的

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更快。 结构转型是指在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过程中在三个广义部门中

（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 重新分配经济活动 （ Ｋｕｚｎｅｔｓ， １９６６： ３０６； Ｌｉｎ， ２０１２： ２ －

１８）。 实际上， 在对出口产品没有进行结构转型的情况下增加出口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

续增长， 特别是在出口的产品由初级产品或低价值产品组成的情况下 （Ｈ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０７： １ － ２５）。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出口单位拥有更高价值或质量产品的国家经济增长表

４３２

① 一个矛盾的情况： 有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甚至经济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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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好。

为了回答南 －南外商直接投资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转型的影响渠道， 我们将以

中国对 ＳＳＡ 国家服装和纺织部门发展的影响为案例进行研究， 以确定来自中国的外商直

接投资是否对 ＳＳＡ 国家出口多样性和出口升级产生影响。 服装和纺织部门被认为是工业

革命和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 在欧洲 （工业革命）、 美国和亚

洲 （包括中国）， 该部门都率先进行结构转型。 这是因为它很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同

时也是劳动密集型部门， 因此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另外它与其他部门， 如农业和制造

业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 因此也有助于巩固发展制造业基础。 为了

分析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 ＳＳＡ 国家出口升级的结构性影响， 本章建立并分析了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３ 年间 １６ 个 ＳＳＡ 国家的行业面板数据。

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的好处显而易见， 随着人员、 商品服务以及资本在国家间流动

性日益增加， 发展中国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快、 更稳定的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从发

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进行促进生产力的转移， 这使其成了全球化进程中关键的因素

（Ｍｏｒａｎ， ２０１０）。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创造就业和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已经被认识到， 但

是很少有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升级存在影响。 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更领先的

生产技术与知识， 它们的产品通常被认为具有更高的单位价值， 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

升级的影响便是基于这一事实。

此外， 在同一部门的国内企业可以通过观察来学习掌握国外厂商的生产和营销技

术， 从而对自身出口产品进行质量升级。 因此， 从跨国公司的生产力溢出中受益的供应

商可以出口更高价值的产品。 此外， 通过积累跨国公司溢出效应得到更高质量的投入

品， 也将有益于国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 使他们能够参与出口升级。 最近， 一项新的研

究强调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升级的正向影响。 通过分析美国、 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的

公司层面数据， 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的横向多样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Ｂａｎｇａ， ２００６： ５５８ － ５６８）。 这一效应主要发生在非传统部门， 如教育、 医疗保健和快餐

等， 因为在这些部门中外国公司相比于国内公司来说更多为出口导向型。 Ｉｗａｍｏｔｏ 和

Ｎａｂｅｓｈｉｍａ （２０１２） 以及 Ｔａｄｅｓｓｅ 和 Ｓｈｋｒａｌｌａ （２０１３） 基于不同国家的样本也发现了类似的

结果。

最后， Ｈａｒｄｉｎｇ 和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１２） 通过比较 １９８４ ～ ２０００ 年间 １０５ 个国家的投资靶向

部门的出口单位价值与非靶向部门成为靶向部门前后的出口单位价值， 讨论了吸引外商直

接投资是否能提高出口质量的问题。 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

的出口质量。 Ｍｏｒａｎ （２０１０） 指出外部流动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是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转型的

重要渠道， 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高现有产业的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它们带来了新的想法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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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验， 促进了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探索， 从而有利于东道经济体的多元化和升级改造。 这

些影响主要通过增加出口总量 （强化利润效应）、 出口产品种类 （广延边际）， 提高出口

产品质量来达到 （ Ｃｒｅｓｐｏ ａｎｄ Ｆｏｎｔｏｕｒａ， ２００７： ４１０ － ４２５；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１２：

９６４ － ９８０）。

然而， 这种溢出的有效发生受投资性质的影响， 并取决于一系列因素， 例如进入的动

机或模式 （Ｃｒｅｓｐｏ ａｎｄ Ｆｏｎｔｏｕｒａ， ２００７： ４１０ － ４２５； Ｎａｒｕｌａ ａｎｄ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２０１０： １ － ７）。 即

使在具有最有利条件的行业内， 不同的文献也反复强调溢出效应要求受援国具有一定水平

的吸收能力， 比如内部化外部知识流的能力 （ Ｃｒｅｓｐｏ ａｎｄ Ｆｏｎｔｏｕｒａ， ２００７： ４１０ － ４２５）。

就非洲而言， Ｍｏｒｒｉｓｅｙ （２０１２） 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的部门主要集中在初级产业， 而企业

和国家层面吸收能力低下往往意味着相比于现有文献所预期的正向溢出效益更少的收

益。 投资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也很重要。 尽

管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仍普遍存在， 但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投资者的出

现增加 了 南 南 流 动 （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ｆｌｏｗｓ ） 的 相 对 规 模， 特 别 是 在 区 域 内 层 面 上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０６）。 与南 －北外商直接投资相比， 南 － 南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对东道国

经济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因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更可能提供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易于获得的

商品和服务 （Ｌｉｐｓｅｙ ａｎｄ Ｓｊｏｈｏｌｍ， ２０１１： １１ － ３１）。 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可以

弥补国内低储蓄的问题， 有利于低收入国家进行资本积累， 特别是那些由于制度薄弱，

传统投资者不愿意投资的国家 （Ｄｉｘｉｔ， ２０１２）。 这一点在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时

变得尤为重要， 而这种情况在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金砖成员的外商直接投资中

经常出现 （Ｍｌａｃｈｉｌａ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ｂｅ， ２０１１；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２）。 非洲的南南外商直接投资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ＦＤＩ）， 特别是轻工业部门， 也可以通过非洲大陆生产活动迁移而获利， 这

种迁移通常是因为需要为第三市场建立出口平台， 如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纺织

业的案例 （Ｋａｐｌｉ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Ｍｏｒｒｉｓ， ２００９： ５５１ － ５６９）， 或者是为了获取再出口自然资源的

利益， 如农业投资案例 （ＵＮＩＤＯ， ２０１１）。

从上述文献来看， 我们可以推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南南流动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ｆｌｏｗｓ）

比南北流动 （ 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 ｆｌｏｗｓ） 更有利 （ Ａｍｓｄｅｎ， １９８６： ２４９ － ２７４；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ａｎｄ

Ｍｉｌｎｅｒ， １９９０： ４７ － ６８； Ｋｌ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９）。 相关研究发现， 在通过使用进口商品获得知识溢

出效应时， 合作国家的组成十分重要 （Ｍｌａｃｈｉｌａ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ｂｅ， ２０１１）。 南方国家的进口商品

和来自南方或北方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商品和国内资本投资之间都存在着技术差距。 这

种技术差距影响着受援国将外部知识流内部化的能力 （Ｇｅｌｂ， ２００５）。 Ｍｕｎｅｍｏ （２０１３） 发

现来自中国的资本是促进非洲技术转让的重要渠道， 而技术转让则极大地促进了非洲经济

增长。 另一方面， 最近的研究表明， 与进口的北方国家商品相比， 进口的南方国家商品在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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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更接近国内产品， 这对提高出口质量的影响有限， 但可以增加非洲低技术制造业的

出口品种 （Ａｙｋｕｔ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７）。 拥有南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提高制造

业出口质量， 更有利于在低技术部门 （特别是农业、 纺织业和服装业） 引入新品种。 在

产品多样化较低的国家里上述影响更为明显 （Ａｍｉｇｈｉｎｉ ａｎｄ Ｓａｎｆｉｌｉｐｐｏ， ２０１４： １ － １７）。 此

外， 新结构经济学 （ＮＳＥ） 的方法强调，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比其他外来资

金流更为有效， 因为它通常投资符合一国比较优势的行业， 对该国的净贸易地位也会产生

正向的影响 （Ｌｉｎ， ２０１２）。

历史上杰出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强调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

性。 他们都认为一个国家需要集中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产潜

力。 但最近的研究强调出口多样化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出口多样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

包括： 通过增加出口产品总量来改善贸易条件 （Ａｍｉｇｈｉｎｉ ａｎｄ Ｓａｎｆｉｌｉｐｐｏ， ２０１４： １ － １７），

降低出口不稳定性和外汇的不稳定性， 从而稳定出口收益， 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来实现知识

溢出效应 （Ｌｉｎ， ２０１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人的研究指出， 出口产品的多样化而非单一化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１ － ２５）。 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出口的质量水平对其经济增长具有

深远的影响， 因此出口商品单位价值 （复杂程度） 较高的国家可以实现更快的增长。 他们

的观点基于这样的前提： 在全球市场中生产率较高的商品存在弹性需求， 因此一个国家可

以大规模出口商品而不受贸易的不利影响， 从而产生大量的贸易收益。 “对一个国家的印

象来自它出口的商品” 这句话便可以描述经济增长与出口单位价值的关系。 Ｗａｎｇ 和 Ｗｅｉ

（２００８） 的后续研究发现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政府政策决定了一个国家出口一篮子商

品的单位价值。

下面利用结构转型的典型部门———服装业和纺织业的贸易数据， 展示了过去二十年来

中国和 ＳＳＡ 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的日益增加与经济一体化的增强是否对出口多样化和

出口商品升级产生了影响。 结合不同的研究， 结构转型可以通过一系列反映不同维度的指

标来衡量： 一个国家出口品种是否更多、 出口质量是否更高、 出口产品功能是否更高级、

出口产品市场是否更复杂精细。 这些影响指标的值越高， 中国投资对该部门的影响就越

大。 这些指标超越了传统衡量净贸易状况和贸易平衡贡献度的指标， 试图捕捉结构转型的

不同维度， 以衡量 ＳＳＡ 国家服装业和纺织业的结构性变化。

为了评价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 ＳＳＡ 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影响， 本章对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３ 年的

ＳＩＴＣ 协调制度 （ＨＳ） 分类跨国出口数据和 ＵＮＩＤＯ 中部门具体变量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每个指标都根据来自中国两个时期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的外商直接投资以

及具有发达服装业和纺织业的非洲国家该行业的出口数据来分析。 下列结果展示了来自中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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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非洲结构转型的代表部门———纺织业的出口升级和多样化的边际影响

（见图 ９ － １、 图 ９ － ２、 图 ９ － ３、 图 ９ － ４）。①

图 ９ －１　 出口多样化

图 ９ －２　 出口单位价值

８３２

① 出口品种 （ＥＶ） 是出口产品种类的代理变量。 该指标衡量了各部门出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 出口品种的增加意味

着在更大产品范围内扩大出口能力， 是出口升级的传统措施。 尽管为了测量跨部门的出口多样性需要对所有出口

产品进行计算， 但笔者认为在给定行业中出口品种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和进入国外市场产品数量的

增加， 这都是出口表现更好的信号。 出口单位价值 （ＥＵＶ） 代表出口产品的平均价值。 该指标衡量了出口产品的

平均质量水平， 通常反映了出口质量的升级， 等于出口产品总价值和出口数量的比值 （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２０１１；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１２）。 出口产品平均质量的提高可以被视为出口国拥有以更高质量的产品进入市场的

能力。 出口市场的规模为出口市场的平均 ＧＤＰ。 该指标反映了出口产品可以达到大型经济体的程度。 大型经济体

可能会有更多 （至少是横向） 差异化需求， 因此可以预期出口市场的 ＧＤＰ 越高， 出口国扩大这些市场中产品品种

的潜力越大。 出口市场的平均收益， 以出口市场的人均 ＧＤＰ 的平均值表示。 该指标衡量了出口产品市场可以达到

富裕市场的程度。 由于富裕市场意味着更具差异化 （水平和垂直） 和更复杂的需求， 因此向这些市场出口商品更

加有利可图， 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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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３　 出口市场规模

图 ９ －４　 出口市场人均 ＧＤＰ

虽然单个指标是结构转型的代理变量， 但它们往往描述了一个国家出口情况改善的不

同方面。 这些不同方面的指标不一定彼此相关， 因此它们是评价服装和纺织业结构转型的

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的指标。 事实上， 各国在出口升级的不同维度可以呈现不同的趋

势。 最后， 这些不同维度的指标对不同的东道国的特征做出的反应没有必要也不一定

相似。

可以看出， 中国对服装和纺织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众多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趋势。

这与 Ｈａｒｄｉｎｇ 和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１２） 的研究结果相似， 他们发现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服装

和纺织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市场的出口升级、 多样化、 出口市场规模和平均收

入均有正向影响， 但是这种正向影响在 ＳＳＡ 经济体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南部非洲国家

与其他地区相比一般表现更好。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南部非洲国家地区的技术

水平有所提高、 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以及更有利的经济政策和更强有力的体制。

由以上结果可以发现， 由于吸收能力与技术差异， 相比于南 －北外商直接投资， 来自中国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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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容易被撒哈拉以南经济体吸收， 对其结构转型更为重要。 非洲决策者应

当制定可行政策， 增加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二）制造业案例分析：海信、南非

海信既提高了南南合作的效益， 又提高了中国在国外的软实力， 是进行相关研究的一

个很好的案例。 海信是家用电器和电子制造商， 于 １９９６ 年进入南非市场， 最初企业设在

约翰内斯堡米德兰。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南非当地电视生产制造行业无法满足日益增长

的需求， 严重依赖进口。 当时城镇低收入居民区对低端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因此海

信进入的意图聚焦非洲低端市场。

２０１２ 年， 海信宣布将业务扩展到西开普省。 中非发展基金 （ＣＡＤＦ） 的参与加速了海

信的发展。 中非发展基金属于中国开发银行， 为促进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而设立。 在

２０１２ 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之后， 海信和 ＣＡＤＦ 联合投资位于开普敦以外的亚特兰蒂斯

工业园区的工业设施。 ＣＡＤＦ 投资 ４５００ 万美元修建海信位于亚特兰蒂斯的设备， 并持有

４５％的股权。 中国政府也参与了该公司的建设， 希望能够通过它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一位

中国驻开普敦领事馆的官员肯定了海信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的作用， 并提到了这一问题

的其他方面， 例如高层政府官员的频繁访问对海信的快速发展十分有利。 海信在南非电子

产品市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并在 ２０１３ 年进一步扩大其业务。 海信副总经理强调， 公司

正转向高端市场， 将与南非市场中的其他全球品牌竞争。

中国与南非政府密切的政治关系也使海信能够获得来自国内的支持。 自 １９９８ 年

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中国与南非关系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两国

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２０００ 年，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南非总统姆贝基签署了 《比勒陀

利亚宣言》。 ２００２ 年， 南非 － 中国双边委员会 （ ＢＮＣ） 成立， 成为促进两国合作的关

键引擎。 随后， 双边关系从伙伴关系发展到战略伙伴关系， 再发展到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在这种密切关系下， 中国大使馆和南非领事馆都对海信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从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采访可以看出， 南非的以下几个组织均参与了海信的发

展： 贸易与投资部 （ＤＴＩ） 、 西开普省贸易投资发展局 （ＷＥＳＧＲＯ） 等。 通过希望建立

新生产设施的制造投资计划 （ ＭＩＰ）， ＤＴＩ 为海信提供可报销的现金补助 ２６８ 万雷亚

尔。 毫无疑问， 来自国内和东道国政府的支持是海信成为南非经济中成功企业的主要

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从海信在南非市场越来越成功的例子中归纳以下几点。 海信产量的增加

反映了南非出口市场的扩张。 海信通过南非所有高端家电零售商分销产品， 并且通过

其他渠道吸引中产阶级客户。 这些零售公司拥有本地分销渠道以及覆盖非洲南部地区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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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非国家 （如尼日利亚和加纳） 的国际分销渠道。 海信的成功与生产的扩大有助于

纠正南非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扩大南非的出口市场。 南非经济发展部部长

Ｅｂｒａｈｉｍ Ｐａｔｅｌ 强调：

２０１２ 年， 我们从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 进口的电视机数量相比 ２００８ 年减少

３４％ ， 比 ２０１１ 年减少 ２９％ 。 与此同时， 我们向其他国家出口的电视机数量相比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７７％ ， 出口额达到 ９４００ 万美元 （７７９ 亿雷亚尔）。 进口量的下降和出

口量的增加导致我们的电视机贸易逆差急剧下降， 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３ ３４ 亿美元下降

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 ７２ 亿美元。 同时， 南非增加了对非洲其他国家的电视机出口， 出

口最多的十个国家中有九个为非洲国家， 南非 ９０％ 的电视机出口量是出口非洲

国家。

海信副总经理透露了海信从组装由中国进口的零部件到在南非从头开始生产整个产品

的技术转移过程。① 这也展示了中国政府对技术转让的承诺， 以及中国所扮演的善意合作

伙伴的角色。 南非政府也试图通过对进口成品征收高关税来促进当地工业化， 这已成为激

励外国投资者将其制造设备迁往该国的战略之一。 由于在南非进口电视成品的关税很高，

海信最初免关税进口零部件然后由南非人组装。 最后公司电视机的生产逐渐能够从开始到

结束均在南非。

随着公司扩张， 海信在创造就业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失业问题是南非最紧迫的

社会问题之一， 西开普省也不例外。 自海信宣布扩张以来， 人们一直期望该公司能够促进

西开普省弱势地区的经济发展。 亚特兰蒂斯长期以来是一个高失业率的贫困地区， 并且存

在着各种社会问题， 如普遍存在的非法药物和酗酒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提供就业机会被

视为振兴城市的重要方式。 根据亚特兰蒂斯的全国矿业工人联盟 （ＮＵＭＳＡ） 官员的说法：

“……２０１４ 年在亚特兰蒂斯已经有四五家企业倒闭。 在这种情况下， 海信的扩张以及由其

创造的就业机会对经济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海信在 ２０１２ 年直接创造了 ３００ 个工作岗位，

并通过当地物流公司、 广告代理、 海关清关、 分销商和售后服务公司间接地创造了就业

机会。”

海信成功地渗透了南非市场并逐步定位于高端电子生产商。 与此同时， 它通过技术转

让和创造就业为南非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对增强中国作为真诚发展伙伴的形象也起到了

极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 海信的成功对南非的地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然而， 为了更

１４２

① Ｅ Ｋｈａｎ， 海信南非副总经理的个人访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亚特兰蒂斯， 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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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观察软实力， 我们必须关注人与人的关系。 换句话说， 大量的参与者和互动者也参

与到了扩展软实力的过程中， 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十分重要。 人们常常认为， 只有政府行为

者才与软实力有关， 但工人的日常活动及其对中国投资 （比如劳工关系） 的看法同样重

要。

中国参与者是否遵守非洲的劳工标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在这方面， 东道国的治理或

政策似乎只停留在纸面上， 执行力度不强。 因此需要有效的监测和执行系统。 然而， 在大

多数情况下， 投资决策可能只在国家层面做出， 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参与者 （如工人）

的观点并没有被考虑。 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加的项目将为中国政府提供一个展示中国企业

可以在非洲有良好的商业实践并促进非洲经济发展的机会， 这将有助于改善中国投资的消

极形象。 然而， 在中国参与非洲工业化的进程中， 需要来自实践中国软实力的不同行动者

做出承诺。

六　可持续发展：劳工和环境

过去十多年来， 中非经济和政治交互的增加引发了争论， 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此批判颇

多。 中国观点人士通常会对这种批评声感到惊愕， 尤其考虑到是欧洲最初在非洲进行了殖

民活动。 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也会像其他大型投资者一样， 在进入非洲市场时让非

洲付出一定的代价。 企业， 无论是私营还是国有， 早已成为全球舞台上的激烈竞争者， 但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 最受人关注的是进入非洲采掘行业的国有跨国公司。 来自全球南方国

家 （中国、 巴西、 印度、 南非等） 的跨国公司经常声称， 它们在出于 “经济实践、 统一

和人道主义原因” 的投资活动中践行了更广义的南南合作概念 （Ｃａｒｍｏｄｙ， ２０１１： １０８）。

因此， 对公司及其所经营地方社区的互惠原则成了这些跨国公司在非洲国家从事采掘业的

主要话语。 不过， 公司究竟有没有以互惠的方式处理所有相关方的关系就是另一个问题

了。

中国在诸如劳工、 透明度、 安全和环境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与非洲国家及

其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运动的接触， 促使中国在企业社会责任 （ＣＳＲ） 方面引入

很多改变。 在许多情况下， 中国企业并非无道德地剥削非洲劳工， 而是中国国内的劳工惯

例在移植海外时， 受到国际上越发严格的监督。 因此， 中国对非洲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转

变也更广泛地反映了中国目前在中国企业和国家的社会责任方面的制度文化的转变。 容易

受到批评的两个方面是中国企业对劳工和环境问题的态度。 在劳工方面， 中国公司一直受

到如下的指控： 低安全标准、 工作时间长、 低工资等。 在环境方面， 中国参与者则被指控

非法野生动植物走私、 不注意企业对环境的影响， 并在环境敏感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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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已经对这些指责采取了高度重视的态度， 并为在海外投资的公司制定了相关政

策。 但由于企业类型众多， 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 所处的商业环境又千差万别， 所以

这些政策的实施和监管仍困难重重。

（一）企业社会责任

如前所述， 中国企业已经成为非洲资本密集型采矿和基础设施行业显著的竞争者。 在

这些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企业是那些获得中国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 据称这是中国利用这

些企业来与西方国家竞争， 在扩大企业自身影响力的同时确保自然资源的供给 （Ｂｒ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Ｓｈｉｎ， ２００６；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２００８）。 需要牢记的一个方面是具体投资部门对中国国家利益

的重要性， 基于此，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可能不同。 例如， Ｘｕ （２０１５） 指出，

到 ２０１１ 年为止， 在欧洲的中国私营企业项目中有 ３６％在制造业， ２２％在服务业； 而国有

企业的项目 ３５％在建筑业， ２５％ 在采矿业。 显而易见， 国有企业参与制造业的比例很低

（只有 ６％ ）， 而私营企业参与建筑业的比例很低 （只有 ５％ ）。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私

营企业在采矿行业的投资逐渐增加并有赶上国有企业的趋势， 到 ２０１１ 年底私营企业的投

资总额已达 １６％ （Ｘｕ， ２０１５）。 来自西方企业以及中国私营企业的竞争的增加， 都使得中

国国有企业不得不调整其在非洲的经营方式， 包括改善工作条件和遵守当地的环境标准。

此外， 对于中国私营企业的运作以及它们是否遵循南南合作原则， 目前的文献没有

提供有价值的洞见。 然而， 在过去十年中， 对中国国有企业 （特别是矿业国有企业）

的媒体监督给这些公司施加了重压， 媒体要求公司调整他们原有与南南合作原则相悖的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对 “中国企业” 的抨击高潮发生在 ２０１１ 年， 当时人权观察社发表

了一份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在赞比亚铜带上滥用劳工， 以及其经营活动导致环境退化的报

告， 而这与他们在进入新市场时经常强调的南南合作原则形成鲜明对比。 报告说，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４６ 名赞比亚工人在中国有色金属矿业公司 （ＣＮＭＣ） 所有的制造采矿爆炸品的

工厂爆炸中丧生， 而这也成了赞比亚铜矿历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事件之一 （ ＨＲＷ，

２０１１）。

在 ２００６ 年的类似事件中， 工人对低工资 （工资低于赞比亚最低工资 ２６ ８ 万夸卡） 和

恶劣的工作条件 （安全设备不符合标准， 缺乏防护头盔和手套等） 提出了抗议， 紧接着

还袭击了中国经理； 暴动随后转向了中国的经理总部， 据报道有 ５ 名工人被一名中国经理

枪击致伤 （ＨＲＷ， ２０１１）。 这些事件再加上许多其他劳动力滥用和环境恶化事件 （加蓬 －

贝林加铁矿石、 赞比亚 － 谦比希铜冶炼厂） 迫使中国矿业公司实施更好的企业社会责任

举措。 此外， 根据一项对 ５８ 家在肯尼亚、 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的研究， 一些公司回应说他们已经努力以自己的方式改善社区关系和技术转移 （Ｗ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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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改善越来越明显， 但南南合作的很多方面仍需要进一步

改进。 南南合作倡议很多时候在本质上具有临时性， 这就要求技能和技术转移作为南南合

作的核心原则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此外， 在经营地培养当地人的技能也符合公司的利益，

因为技能和技术转移意味着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好的企业形象， 后者对确保新项目的实施也

大有裨益。 通过建设城镇、 学校、 诊所以及协助妇女从事创业活动， 公司履行了企业的社

会责任。 通过培训员工和赞助非洲学生去中国学习新技能， 技能和技术转让日益增多， 通

过这些行动， 中国也越发成为一个可靠的南南合作伙伴。

上述关于海信的案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也成了进一步发生各类劳资纠纷的典

型案例。 例如， 海信工人声称该公司过度地借用了南非培训计划提供的奖励。 该计划旨在

为失业的南非青年提供免费培训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同时， 雇主可以期待有技能、 有经

验、 只需要较少监督的工人。 该计划的意图是使工人就业变得更加容易。 然而海信的工人

认为该公司滥用该计划， 他们称学习者在技能发展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训， 因为他们做

的与其他工人在生产线上做的其实一样。 工人声称， 公司利用学习者进行生产因而支付的

金额也低于全国最低工资， 所以公司并不需要雇用新工人。 在这一点上， 还值得注意的

是， 根据这个计划南非政府每月向学习者支付 １ ５００ 兰特， 公司支付 ５００ 兰特。 因此， 该

计划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工资税。 工人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与工作量相关。 一些工人抱怨说，

随着公司生产量的增加， 每个工人的工作量也在增加。

工人还对业绩压力表示不满， 称 “公司只关心数量， 而不是质量”。 一些工人还抱怨

工作的条件。 许多工人指出， 公司不向工人提供护目镜等安全设备， 不提供正规的就餐场

所， 并且他们被要求在不卫生的环境下工作。 本地工人与中国工人， 尤其是工程师的关

系， 普遍存在问题。 很显然这主要是语言障碍导致的， 因为大多数中国工程师不会说英

语。 中国工程师与当地工人之间缺乏沟通， 这使得当地人对他们的中国同事印象变差， 前

者将后者描述为 “傲慢自大”。 这些工人在访谈期间表达的不满与在其他非洲国家的中国

企业在各种报告中呈现的相似。 公司对此是有利可图的， 因为它支付低工资， 使用受补贴

的学习者而不是雇用新员工， 他们增加生产量但薪水却没有上涨。 持续存在的问题是工作

条件、 工作量和报酬。 这些问题不禁令人怀疑， 海信这样的中国公司在进入非洲市场时是

否能在东道国创造有价值的工作岗位。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如何确保中国企业在海外有最佳表现” 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

题。 由于无数私营投资者 （中国的小型私营企业） 参与非洲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政府难

以建立中国的理想形象。 例如， 进出口银行的行为准则要求投资者遵守当地法规。 因此，

银行采用绩效指标， 例如中国银行的环境报告。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 但是以这些规定约

束国有企业相对容易， 而它们是否可以约束在非洲迅速发展的私营经营者却令人生疑。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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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倾向在纺织或轻型机械业这类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开展业务。

尽管他们创造了就业机会， 但这些都是低收入行业， 因此劳工相关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如

果中国政府希望扩大其在非洲大陆的软实力， 投资的可持续性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这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非洲东道国也应当在促使中国企业满足本国需要上发挥积极作用。 在海信

的这个例子中， 公司早在近二十年前进入南非市场， 但它仍没有遵守当地的法规。 南非政

府积极吸引可以为经济做出贡献的外国 “潜在” 投资者， 也应当在对这类投资企业的问

责制和监督方面发挥同样积极的作用。 地方政府以及当地社区的民声都应在此过程中受到

重视。

虽然有人对中国在与非洲关系中采取的这种合作模式 （将援助与贸易和投资捆绑在

一起） 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但批评者经常忽略这些投资带来的技术转让。 缺乏技术转让

是中国公司遭受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 这一情况正在转变。 本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和中国货币的升值正迫使中国将其大部分低端产品外包给国外， 而非洲正是其中的一个理

想之地。 弗里德曼 （２００９） 认为， 这种可以将亚洲活力推向非洲的模式将使非洲国家走

上一个增值的阶梯， 这意味着处境不利的非洲人将通过中国的投资摆脱贫困。 如果确实如

此， 根据弗里德曼 （２００９） 的观点， 中国将成为非洲发展的催化剂。

因此， 中国公司对非洲发展进程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外， 当谈到中国企业时，

人们通常把中国企业等同于中国政府， 因为在非洲看到的大多数公司都是国有企业。 因

此， 中非关系的批评者经常认为， 中国的企业有义务遵守国家规定的官方政策路线， 其中

包括其应严格遵守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原则 （南南合作原则）。

（二）环境

中国企业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领域是环境。 在对环境敏感的区域 （如石油和天然气、

采矿、 水电和木材） 和基础设施项目中， 环境问题尤其突出。 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 极

具危害性的现象是犀牛和大象等大型动物的偷猎， 在东亚市场的不断增加 （尽管中国承

受了大部分责难， 但其他国家如越南和泰国也牵连其中）。 中国政府对这类问题已经很重

视， 并将这些问题列入 ２０１５ 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的议程中。 然

而， 真正的挑战在于这些承诺的执行、 与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意愿以及环境教育

对中国自身的影响。

中国企业对非洲环境的影响经常在媒体报道和学者评论中出现 （通常是负面的）。 例

如， 在赞比亚， ２０１３ 年非洲最大的铜生产商禁止一家中国矿业公司运营一个 １００ 万美元

的项目， 据说是因为后者不符合某些环境要求。 赞比亚环境管理局称， 中国公司未能对受

项目影响的家庭、 田地、 土地和建筑物进行全面盘点， 以及为流离失所者提供 “解决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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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机制”。 ２００７ 年加蓬的非政府组织报告说， 一项被提议的在加蓬实施的贝林加铁矿项目

将导致刚果热带雨林中伊温多河上的 ５６ 米宽、 ３ ２ 公里长的 Ｋｏｎｇｏｕ 瀑布被中国企业建造

的 Ｋｏｎｇｏｕ 大坝淹没 （Ｓｔｅｌｌａ， ２００７）。 环境组织呼吁中国机械工程公司 （ＣＭＥＣ） 和政府之

间的合作需要公众参与， 并且强调政府在对透明度、 反腐败和环境社会保护相关的问题上

要承担足够的责任。 在 ２０１１ 年进行谈判和环境影响评估 （ＥＩＡ） 后， 该项目被搁置， 中

国机械工程公司 （ＣＭＥＣ） 最终失去了实施该项目的权利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ｎ ｄ ： １；

Ｈａ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 年， 因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ＣＮＰＣ） 没有遵守环境标准， 乍

得政府停止了该公司的石油生产。 乍得政府以 ＣＮＰＣ 在国家南部钻探石油时违反了环境标

准为由， 关停了该公司在该国的所有活动， 并且要求对该国进行的所有原油勘探活动进行

调查。 乍得对中国石油集团的环境违法行为罚款 １２ 亿美元， 随后允许中国石油天然气公

司在整改后于 １０ 月恢复运营。 乍得政府敦促公司严格遵守环境规定， 尤其是关于废物管

理的规定。

一些非洲国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非法木材贸易。 １９９８ 年， 由于木材行业的巨大

增长及其对环境的严重伤害， 中国政府实施了伐木禁令。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木材和木制

品最大的进口国、 消费国和出口国。 过去三十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 中产阶级人群扩大

和城市化使得中国木材业快速发展。 大规模伐木引起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的退化， 并导致

土地侵蚀和山体滑坡。 该禁令旨在保护中国自己的森林， 却也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从别

处开始寻找木制品。 中非国家， 如加蓬和喀麦隆以及莫桑比克， 已成为非洲向中国出口

木制品的主要国家。 然而， 近年来却有许多关于中国企业和非洲地方政府官员参与非法

采伐的报道。

木材业是刚果盆地经济的主要部分， 尤其是在加蓬和喀麦隆这两个国家。 在加蓬， 木

材和木材工业是仅次于石油出口收入的第二大经济来源。 因此， 非洲森林对于扶贫、 就业

和生计等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鉴于森林的重要性， 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其森林实行环境和经

济的管制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 实施是一个薄弱环节。 莫桑比克对大多数商业木材实行原

木出口禁令以促进国内木材加工的发展。 但是薄弱的政府组织架构和能力的缺乏导致执法

的无效。 此外， 中国企业通过 “简单的许可证” 流程和与当地社区建立的伙伴关系参与

了非法木材贸易。 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 莫桑比克的官员们也参与到非法贸易中。 ２００７

年以来， 有许多关于非法木材贸易被查获的报道， 而涉及的官员们也都已下台。

非洲与中国的木材贸易几乎全是原木。 ２０１０ 年， 加蓬政府发布禁止未加工木材出口

的禁令以鼓励地方经济的增值。 然而， 立法和海关做法的不一致导致了禁令的实施困难重

重。 高级政府官员是特许权分配的受益者， 他们不需要向外国人 （包括中国人） 支付应

缴税款和分包优惠 （保留给加蓬国民）， 这也已经成为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 （ＣＩ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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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木材贸易和森林管理因而成为中非关系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该议题也包含在中

非合作论坛 （ＦＯＣＡＣ） 的议程内。

在全世界范围内， 非法砍伐的西非红木因为其粉色或者红色的木质受到了众多追捧，

因而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极高。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ＵＮＥＰ） 和国际刑警组织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关于环境犯罪的报告， 在玫瑰木家具 （在中国称为 “红木”

产业）、 地板和装饰品的高需求的驱动下， 亚洲成为非法采伐红木的主要目的地。 “目前

在中国 ２５ 个地区估计有 ３０００ 家红木工厂。 例如， 在一个小乡镇萍乡就有 ２０００ 个红木企

业 （ＵＮＥＰ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２０１６： ５５）。 对这种木材物种的极高需求导致了红木林的不可持

续发展和枯竭， 而非法木材贸易市场欣欣向荣。

侦破在西非木材和森林产品非法贸易的行动称为 “原木行动”， 由国际刑警组织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协调配合。 这项行动就包括了对西非红木的侦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 ９ 月， 九

个国家参加了这项行动： 贝宁、 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 冈比亚、 加纳、 马里、 毛里塔尼

亚、 塞内加尔和多哥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２０１５）。 行动初期查获了非法获得的红木， 价值 ２ １６

亿美元， 并逮捕了 ４４ 人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２０１５）。 国际刑警组织称， 调查正在以上国家进

行， 通过信息互换尽可能地将参与这一贸易的犯罪团伙一网打破。 这项行动提高了人们对

该区域红木非法贸易的政治意识， 塞内加尔要求在 《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 《濒危物

种公约》） 附录二中列入红木。 这一建议由八个国家， 即贝宁、 布基纳法索、 几内亚、 几

内亚比绍、 马里、 尼日利亚、 多哥和乍得共同提案 （ＵＮＥＰ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２０１６）。

然而， 中国对木材进口的监管并没有考虑其他国家的出口禁令。 中国对与非洲交易的

某些产品， 包括木材实行了免进口关税的政策。 中国政府对进口原木不征税的政策促进了

原木的进口， 而不是成品木材的进口。 这有利于中国的木材产业， 但也削弱了非洲出口增

值的潜力。 中国和一些非洲国家在木材贸易方面还存在着重大失衡。 此外， 中非两国间的

木材管理制度的实施也面临着挑战， 这主要源于非洲国家的腐败和治理不力， 缺乏执法立

法的能力。 非洲国家必须保证海关官员的严格合作， 以确保现有法规的执行， 从而确保向

中国出口的木材是合法的， 并且木材的获取方式是可持续的。 对中国木材的进口管制， 有

关中国进口木材的规定应该得到清晰的审视与理解， 这对于中非双方当局来说都是如此。

在泰国和越南等国家中， 中国是犀牛角的顶级消费者之一， 同时中国也是泰国和马来

西亚等国象牙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之一。 犀牛角的价格可以高达每公斤 １０ 万美元。 这些角

制品在亚洲被看作地位的象征， 或者被错误地当作治疗癌症和宿醉的良药， 即使它们是由

与指甲相同的材料组成的。 大多数中国人长期以来都相信象牙是地位的象征， 或者认为其

具有保护人类的魔力， 因而在中国人们对象牙雕刻品和其他象牙制品有着巨大的需求， 中

国也因此被视为全球最大的象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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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中， 犀牛角的非法贸易大幅增加， 据犀牛偷猎数据， 一些犀牛物种在非洲

和亚洲的某些地区濒临灭绝。 世界上目前有五种犀牛物种： 两种非洲物种 （黑、 白犀牛）

和三种在南亚和东南亚被发现的亚洲物种 （大独角犀、 爪哇犀牛和苏门答腊犀牛）。 在印

度和尼泊尔的特莱风景区、 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和北孟加拉的草原上有超过 ３０００ 个大独

角犀牛 （ＷＷＦ， ２０１６ａ）。 爪哇犀牛种类是最受威胁的， 只有 ６０ 只存活在印度尼西亚的乌

龙克隆国家公园 （ＷＷＦ， ２０１６ｂ） 中。 最后一只越南爪哇犀牛在 ２０１０ 年被偷猎。 苏门答

腊犀牛的最后更新的数目是婆罗洲的 ２００ ～ ２７５ 头， 因而也与爪哇犀牛一同被认为是最受

威胁的犀牛物种 （ＷＷＦ， ２０１６ｃ）。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在非洲发现了大约 ６５０００ 头黑犀牛，

但在被偷猎之后黑犀牛所剩无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黑犀牛数目达到历史最低， 只有

２０００ 多只， 而白犀牛在一个世纪前也近乎灭绝。 目前， 大约尚存活着 ４８００ 只黑犀牛和

２００００ 只白犀牛 （ＷＷ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无日期）。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黑、 白犀牛物种都是在

南非被发现的， 该国一直是犀牛偷猎者的主要目的地。 作为世界上剩余 ８０％ 犀牛的栖息

地的南非， 以及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等国家都遭受了偷猎者的杀戮冲击。 根据环境事务部

（２０１６ 年） 的报告， ２０１４ 年被偷猎的犀牛有 １２１５ 头， ２０１５ 年则为 １１７５ 头， 比 ２０１４ 年减

少 ４０ 头。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 南非已有 ３６３ 头犀牛被杀， 按此比例到 ２０１６ 年底将有

１０３７ 犀牛被偷猎 （ＵＮＥＰ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２０１６）。

有报告称， 非洲的大象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每年出生的大象数目低于被捕杀

的数目。 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监测网络 ＴＲＡＦＦＩＣ 报道说， ２０１３ 年至少有两万头非洲大象

死亡， 平均每天有 ５０ 多头大象死亡 （ ｉｎ Ｂｕｒｇｅｓｓ， ２０１４）。 根据 Ｃ４ＡＤＳ （一个报告全球冲

突和安全问题的国际组织） 的报道， 坦桑尼亚是当前大象盗猎危机的中心，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有将近 ２５０００ 头大象， 也就是近 ６６％ 的塞卢斯公园的 “居民” 流失 （ ｉｎ Ｂｕｒｇｅｓｓ，

２０１４）。 尽管肯尼亚最大的港口蒙巴萨是非洲大陆最活跃的象牙贩运中心， 为中非和东非

偷猎提供服务， 但是坦桑尼亚的港口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 亚洲大规模的象牙缉获活动经

常可以追溯到坦桑尼亚。 在这些地方， 此类非法贸易增加的驱动力之一就是腐败。 在坦桑

尼亚和肯尼亚， 政府官员、 合法狩猎特许经营者以及负责安全的官员都参与了贸易。 对象

牙的需求主要还是由亚洲迅速增长的市场推动的。 这些商品由于其稀缺性而被视为地位的

象征。

中国在保护濒危野生动物方面过去也有类似的经验。 中国享誉世界的哺乳动

物———大熊猫， 经济发展和自然栖息地的入侵使其生存遭受了威胁。 这导致中国政府

采取重大战略和行动以拯救熊猫。 中国政府的经验和南非政府的意愿有助于将这些问

题列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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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回应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对象牙贸易颁布了为期一年的禁令。 法律规定， 在中国从事象牙交易

的相关企业必须持有相应的许可证。 尽管许可证允许交易的象牙数量有限， 且许可证有一

定期限， 但是人们只需要修改一下许可证上的日期， 这一规定就沦为一纸空谈。 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包括 ＣＩＥＲＳ 公约在内的许多国际协议， 旨在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同时通过与诸如世界自然基金会 （ＷＷ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 野生动物贸易监控网络等组织以及

南非等国家合作， 中国自身的执法力量得到了大幅增强。

南非与中国就 ２０１０ 年的环境管理领域合作签署了协议， 其主要目标是促进两国在环

保事业上的共同努力 （环境事务部， ２０１５）。 两国的环境部部长于 ２０１１ 年就该合作协议的

实施进行了进一步的会谈。 然而， 由于被偷猎的犀牛数量一直居高不下， 此合作协议并不

足以遏制犀牛濒危的势头。 因此， ２０１３ 年， 南非环境事务部部长 Ｅｄｎａ Ｍｏｌｅｗａ 和中国环境

部部长王毅签署了另一份合作协议， 希望在遵守国际公约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前提下， 通过

合作执法的方式来遏制偷猎犀牛所造成的危害。

据报道， ２０１４ 年因国际野生动物犯罪而被没收的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数以吨记， 有超

过 ４００ 名嫌疑人在行动中被逮捕。 同年， 一名中国籍象牙走私犯在肯尼亚被捕并成功引

渡。 这是中国首次在海外帮助逮捕野生动物犯罪嫌疑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肯尼

亚并强调了象牙问题， 向世界传达了中国领导人的声音。 中国名人参加反对非法野生动物

贸易的活动， 努力对中国百姓使用犀牛角制品或象牙制品的行为进行教育。 因为来自亚洲

的很多消费者并不清楚这些产品的来源， 所以这些中国名人试图让他们了解这些制品的产

生对非洲野生动物造成的危害。

近年来，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行动计划一直致力于加强环境保护计划。 过去， 中非

合作论坛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生物多样性的维护、 环保产业的发展

以及中国承诺帮助非洲国家更好地保护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 然而， 具体的行动却较为

有限。 现在， 越来越多更加具体的问题在中非合作论坛中被提出， 如能源与自然资源、 海

洋经济、 环境保护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２０１５ 年， 在约翰斯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第一

次专门对野生动物贸易进行了讨论。 在这之前的活动中， 环境问题还没有成为中非政治经

济关系的一部分， 中非合作论坛只是将其视为次要问题。 在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启

动的 “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做出了以下承诺。

（１） 中国政府投资设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中非环境中心， 非洲方面对此表示赞赏。

（２） 双方致力于促进环境保护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对话交流。 在未来的三年中，

中国将持续增加来华接受培训的非洲环保管理人员和专家的数量。 双方还将就环境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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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作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行多边合作。

（３） 同意推动双方在能力建设、 水污染和荒漠化防治、 生物多样性保护、 环保产业

和环境示范项目等领域的合作。

“约翰内斯堡论坛行动计划” 在环境保护方面则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更为详尽， 该计划的

“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 部分细分出了以下几点。

（１） 双方将共同致力于促进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项目的发展，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荒漠化防治、 可持续性的森林管理以及现代农业示范等方面开展合作。

（２） 双方将加强在保护野生动植物领域的合作， 帮助非洲国家提升保护能力， 加强

环境保护人员能力建设， 为非洲国家提供环境和生态保护领域培训名额， 探讨合作实施野

生动植物保护示范项目， 联合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 尤其是在非洲大陆偷猎大象、 犀

牛等濒危物种的行为。

（３） 中方宣布将投资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用于设立中国南南合作基金， 支持其他发展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提高他们获得绿色气候基金的能力。 非洲方面对此表示赞赏。

（４） 双方就共同努力改善水资源管理和恢复废弃矿山生态功能的工作达成共识。

以上说明以中非框架为基础的环境关系对于相关政府官员来说越来越重要。 中国和非

洲的领导人在致力于实现更大的经济政治合作发展的同时， 再也不能忽视可持续发展和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

七　结论

中国在非洲进行的大量大规模计划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持续参与其中。 中国的交互已经

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 比如提供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 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改善。 至关重要

的是， 中国改变非洲产业化格局的程度将决定非洲经济是否更加繁荣。 从南南合作的角度来

看， 增加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 ２０１５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 中国政府

承诺将投入 １００ 亿美元设立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用于支持行业合作。 其中包括制造业、 高

新技术产业、 农业、 能源、 基础设施、 金融和工业园区的发展。 该基金也将通过在非洲设立

专业学校来支持 ２０ 万非洲专家的 “教育” 以及在华 ４００００ 非洲人的培训。 当然， 在争取南

南合作方面， 中国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 并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潜力。

与此同时， 如此规模的发展援助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 这是无法避免的。

在这方面， 将所有的过错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的。 今天的西方国家同样要应对一系列类似

的问题， 比如环境恶化、 企业的社会责任、 选矿等。 此外， 西方国家在它们与非洲的经济

交互中， 对非洲的原材料有着严重的依赖， 而这种情况经常被认为只是中国的问题。 从技

０５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第九章　中非南南合作

术上来说， 因为中国和非洲都属于发展中国家， 所以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中非合作论

坛的结果能够反映相关政策， 很明显， 中国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问

题， 而这些也都是中国在国内外都面临的挑战。 在许多方面上， 是非洲政府而非中国方面

决定了执行的情况。 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政策， 有的国家的条件相对严格 （例如卢旺

达和博茨瓦纳）， 有的国家则相对宽松一些 （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 关于中

非关系有一个人们理解较少的方面， 就是非洲国家机构的问题， 它们在关于中非交互的讨

论中很少被提及。 从这个意义上说， 非洲国家不仅仅应当与中国成为合作伙伴， 还应当借

助其发展自己的潜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某些非洲国家较弱的国家能力正在阻碍这一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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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ｅｓｌｉｎ， Ｓ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Ｌｉｓｔ ｔｏ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１１， ８７ （６）， ｐｐ １３２３ － １３４３
Ｂｒｏｏｋｓ， Ｐ ａｎｄ Ｓｈｉｎ， Ｊ Ｈ ，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Ｎｏ １９１６，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Ｍ ，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Ｄｗｉｎｄｌ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ｓ ｏｒｇ ｚａ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ＣＣ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ＭＢ⁃
２０１４ ｐｄｆ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Ｈ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Ｕ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８， ２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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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８９ － １０５
Ｃａｒｍｉｇｎａｎｉ， Ｆ ， ａｎｄ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Ａ ， “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５２ （４）， ｐｐ ４７９ － ４９８
Ｃａｒｍｏｄｙ， Ｐ ，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Ｉ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６７， ２０１１
Ｃｈｅｎ， Ｗ ， Ｄｏｌｌａｒ， Ｄ ，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Ｈ ， “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ｙｔｈ，”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ｂｌｏ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ｆｏｃｕｓ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３ ／ ｃｈｉｎａ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ｅｒｓｕｓ⁃ｍｙｔｈ ／ 

Ｃｈｉｎ， Ｇ Ｔ ， “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 Ｎｅｔ Ｄｏｎｏｒ：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Ｄｏｌ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１２， ２５ （４）， ｐｐ ５７９ － ６０３

Ｃｉｓｓé， Ｄ ， “ ＦＯＣＡＣ：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ｉ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ｔｅｌｌｅｎｂｏｓ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Ｃｉｓｓé， Ｄ ， “ Ｆｏｒｕ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 ２０１３， ２， ｐｐ ７２ － ９０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 ＣＩ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Ｅ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ｔｅｓ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ｐｐ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Ｃｒｅｓｐｏ， Ｎ ， ａｎｄ Ｆｏｎｔｏｕｒａ， Ｍ Ｐ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ＤＩ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ｋｎｏｗ？”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７， ３５ （３）， ｐｐ ４１０ － ４２５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Ｅ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Ｅｄｎａ Ｍｏｌｅｗａ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ｈｉｎｏ

Ｐｏａｃｈｉｎｇ，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 ｚａ ／ ｍｅｄｉａ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ｍｏｌｅｗａ⁃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ｈｉｎｏｐｏ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ｗｓ， “Ｆ ８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ｂｌｏｇ ／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ｎｏｗ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０ ／ ８⁃ｆａｃｔｓ⁃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 
Ｄｉｘｉｔ，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２，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２
Ｅｓｔｅｒｈｕｙｓｅ， Ｈ ａｎｄ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Ｍ ，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ＯＣＡＣ ＶＩ： 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ｓ ｏｒｇ ｚａ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ＣＣＳ⁃ＰＢ⁃ＳＡ⁃Ｃｈｉｎａ⁃ＦＯＣＡＣ⁃
ＭＢ⁃ＨＥ⁃２０１５⁃０２ ｐｄｆ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Ｐ ，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Ｈｏ⁃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１６， ９２ （４）， ｐｐ ９４１ － ９５７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５０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ｂｅｔ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ｃｏｍ ／ ｇｌｏｂａｌ５００ ／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Ｅ ， “Ｃｈｉｎａ⁃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ｔｘｔ ／

２００９⁃０２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６３０４ ｈｔｍ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Ｅ ， ａｎｄ Ｋｕｒｕｖｉｌｌａ， Ｓ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６８ （２）， ｐｐ １８１ － １９５
Ｇｅｌｂ， Ｓ ，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Ｆｏｎｄａｄ， ２００５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Ｄ ａｎｄ Ｍｉｌｎｅｒ， Ｃ ， “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１９９０， ５ （１）， ｐｐ ４７ － ６８
Ｇｒｉｍｍ， Ｓ ，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Ｚｈａｏ， Ｓ ，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Ｇｒｉｍｍ， Ｓ ａｎｄ Ｔｕｋｉｃ＇， Ｎ ，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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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非南南合作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Ｆｕｎｄ⁃ＵＳＡ， ２０１３
Ｈａｎｃｅ， Ｊ ， “Ｇａｂｏｎｅ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ｍｏｎｇａｂａｙ ｃｏｍ ／ ２００９ ／ ０４１９⁃ｈａｎｃｅ⁃ｅｓｓａｎｇｕｉ ｈｔｍｌ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Ｔ ａｎｄ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Ｂ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４ （４）， ｐｐ ９６４ － 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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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ｇａｔｏ， Ｍ ，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Ｗ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 Ｅｖｅｎｔ ／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２０ｉｎ％ ２０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Ｆｏｒｕｍ ／
２０１５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ｆｏｒｕｍ⁃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ｉｅｓ⁃ｉｎ⁃ａｎ⁃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ｄｆ

Ｒａｍｏ， Ｊ Ｃ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０４
Ｓａｕｔｍａｎ， Ｂ ， ａｎｄ Ｈａｉｒｏｎｇ， Ｙ ， “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Ｌｉ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７， ５０ （３）， ｐｐ ７５ － １１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ｓａ ｇｏｖ ｚａ ／ ？ ｓ ＝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ｉｔｅ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ｂｙ％２０ｐｌａｃｅ
Ｓｔｅｌｌａ， 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ｓ ‘ Ｍｏｓｔ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Ｗａｔｅｒｆａｌｌ ’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ａｔ，”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ｖｅｒｓ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ｃａ⁃ｓ⁃ｍｏｓｔ⁃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ｗａｔｅｒｆａｌｌ⁃ｕｎｄｅｒ⁃ｔｈｒｅａｔ⁃２８８０
Ｔａｄｅｓｓｅ， Ｂ ， ａｎｄ Ｓｈｕｋｒａｌｌａ， Ｅ Ｋ ，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４５ （２）， ｐｐ １４１ － １５９
Ｔａｙｌｏｒ， Ｉ ，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ｉ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０６， ８２ （５）， ｐｐ ９３７ － ９５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Ｔｈｅ Ｌｉｏｎ Ｋｉｎｇｓ，”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１７８５３３２４
Ｔｈｅａｒｉｅｎ， Ｊ Ｐ ，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９， ２０ （４）， ｐｐ ７２３ － ７４２
Ｔｉｆｆｅｎ， Ａ ， “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 ／ ｂｌｏｇ ／ １９ ／ ０８ ／ ２０１４ ／ ｎｅｗ⁃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ＵＮＣＴＡＤ ），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ＦＤＩ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Ａｓ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７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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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Ｇｅｎｅｖａ， ２０１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ＵＮＣＴＡＤ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ＥＰ）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ｒｉｍｅ：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ｅａ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ｉｔｗ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ｒｉｍｅｓ ｐｄｆ

Ｗａｎｇ， Ｆ ａｎｄ Ｅｌｌｉｏｔ， Ｅ Ａ ，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Ｚｈａｏ， Ｓ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Ｗａｎｇ， Ｚ ａｎｄ Ｗｅｉ， Ｓ Ｊ ， “Ｗｈａ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ａｎｄ Ｓ⁃Ｊ Ｗｅｉ，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Ｗｅｎｇ， Ｘ ， ＣＳ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 ＷＷＦ ），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Ｏｎｅ⁃Ｈｏｒｎｅｄ Ｒｈｉｎｏ：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ｏｒｇ ／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ｒｅａｔｅｒ⁃ｏｎｅ⁃ｈｏｒｎｅｄ⁃ｒｈｉｎｏ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ＷＦ）， Ｊａｖａｎ Ｒｈｉｎｏ：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ｂ，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ｏｒｇ ／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ｊａｖａｎ⁃ｒｈｉｎｏ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 ＷＷＦ），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 Ｒｈｉｎｏ：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ｏｒｇ ／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ｒｈｉｎｏ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ＷＦ）， ｎ ｄ Ｒｈｉｎｏ Ｆａｃｔ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ｗｆ ｏｒｇ ｚａ ／ ｗｈａｔ⁃ｗｅ⁃ｄｏ ／
ｒｈｉｎｏ⁃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ｒｈｉｎｏ⁃ｆａｃｔｓ ／ 

Ｘｉｎｈｕａ， Ｐｉｎｙｉｎ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ｓ ５０ ｔｈ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 ／ ２４２４６３ ｈｔｍ
Ｘｕ， Ｙ⁃Ｃ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ｓ ｏｒ Ｆｒｅｅｂｏｏｔｅｒｓ？” ｉｎ Ｚｈａｏ， Ｓ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Ｙｕｎ， Ｓ ，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Ｊｏｈｎ Ｌ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ｏ， Ｓ ， “Ｈｕ Ｊｉｎｔａｏ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ｇａｃｙ，” 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ｉｒ ｉｎｆｏ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０８ ／ ｈｕ⁃ｊｉｎｔａｏ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ｅｇａｃｙ ／ 
Ｚｈａｏ， Ｓ ， “Ａ 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ｔ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Ｚｈａｏ， Ｓ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Ｚｈｕ， Ｚ ，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ｈｇａｔｅ，
２０１３

５５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第十章

巴西发展合作：参与者、利益和未来的挑战
∗

一　前言

研究表明， “南南” 与 “南北” 发展合作常常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各国存在不同的历史

经验， 其中牵涉多方面的国内参与者、 多个同时实施的主题议程， 并且同时存在多种动机。

此外， 还有各国政府为顺利实行任期内各项策略所 “定制” 的制度。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１１；

ＣＨＡＴＵＶＥＲＤ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ＳＨＯＬ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ＣＯＭＥＬＩＡＵ， １９９１； ＤＥＧＮＢＯＬ － Ｍ ＆

ＥＮＧＢＥＲＧ⁃Ｐ ， ２００３；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２００７； ＬＩＭＡ， ＭＩＬＡＮＩ ＆ ＥＣＨＡＲＴ， ２０１６； ＰＥＴＩＴＥＶＩＬＬＥ，

２００１； ＶＥＥＮ， ２０１１）。 即使是在经合组织成员国这种已经对普遍标准以及同行评议监督等

定义有系统制度的国家， 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实施发展合作的过程中， 依然

有多种多样的政府实践行为。 国家发展轨迹的多样性以及发展合作领域相关制度的缺失，

为南南合作带来了困扰， 但同时也在政治创新以及管理流程的灵活度方面创造了机遇。 在

缺乏健全体制的情况下， 国家可以在规则、 流程以及实践上有所创新， 尽管缺乏审查制度

或者低共识往往导致国际范围内的数据比较和集体规范的构建变得异常困难。 这就是当前

北 －南援助和南南合作的现状， 也是巴黎 －阿克拉 －釜山进程试图打破的僵局。 以巴西为

例，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巴西就作为援助提供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 （ ＩＤＣ）。 然而，

巴西提供政府资金及其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提出利益诉求却发生在 １９８８ 年宪法制定之后。

尤其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 巴西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均开始在政治上强调南南合作。 那么巴西当

前的国际发展合作现状如何？ 哪些机构在提供教育发展合作 （ＩＤＣ ／ ＥＤ）？ 国际发展合作通

过何种渠道开展， 双边还是多边？ 巴西进行国际发展合作的规范和标准是什么？ 以上问题是我

们在本章中将要讨论的， 我们尤其关注的是巴西在五个非洲葡语国家 （ＰＡＬＯＰ） 的表现。

６５２

∗ 本章作者是 Ｃａｒｌｏｓ Ｒ Ｓ Ｍｉｌａｎｉ 教授， 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发展学博士， 巴黎大学政治科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后， 现为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社会与政治学研究所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教授、 国家科学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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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西国际发展合作概况

根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ＩＰＥＡ） 和巴西发展合作署 （ＡＢＣ） 的官方数据，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资金从 １ ５８ 亿美元上升到大约 ９ ２３ 亿美元。 其中，

技术援助支出增长了 ４ 倍： 从 １１４０ 万美元上升到 ５７７０ 万美元。 人道主义援助从 ４８ ８ 万

美元上升至 １ ６１ 亿美元①。 表 １０ － １ 比较了巴西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两年的国际发展合作情

况。 而官方公共支出显示， ２０１０ 年巴西国际发展合作资金的分布情况为： ６８ １％在拉丁美

洲， ２２ ６％在非洲， ４ ４％在亚洲和中东， ４％在欧洲， １ １％在北美。 具体到拉丁美洲， 前五名

的合作国家占到了巴西在该区域国际发展合作资金的 ８０ ４％， 这五个国家分别为海地

（４７ ４％）、 智利 （１６ ３％）、 阿根廷 （８ ６％）、 秘鲁 （４ ５％） 和巴拉圭 （３ ６％）。 在非洲， 葡

语非洲国家得到的发展合作资金占巴西在这个区域总合作资金的 ７６ ５％， 其中佛得角以 ２４ ４％

的占比排名第一， 其他的国家为几内亚比绍 （２１ ２％）、 莫桑比克 （１３ ３％）、 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 （１０ ４％） 以及安哥拉 （７ ２％）。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３）

表 １０ －１　 巴西国际发展合作支出情况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

国际发展合作方式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金额（美元） 占总量比例（％） 金额（美元） 占总量比例（％）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差异（％ ）

技术合作 ５５５３６７９５ １１ ５ ５７７７０５５４ 　 ６ ３ ４

教育合作 ２５２６９２６５ ５ ２ ３５５４４０９９ ３ ８ ４０ ７

科技合作 — — ２４０９９０８４ ２ ６ —

人道主义援助 ４９４５５８７０ １０ ２ １６２０６０２１８ １７ ６ ２２７ ７

维和行动 ７１２５５１１４ １４ ８ ３３２４２２４２６ ３６ ３６６ ５

与国际组织合作 ２８１３４０４１４ ５８ ３ ３１１５６９２９０ ３３ ７ １０ ７

总 量 ４８２８５７４５８ １００ ９２３３７５６７１ １００ ９１ ２

　 　 资料来源：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３： １８）。

巴西发展合作署公布的数据也揭示了巴西对国际发展合作越来越感兴趣的事实。 根据

其线上数据库②的资料，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１２ 年间巴西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实施项目 １４６４

７５２

①
②

本报告中所有的金额数量均用美元 （现值） 表示。
详情请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ｂｃ ｇｏｖ ｂｒ ／ ｐｒｏｊｅｔｏｓ ／ ｐｅｓｑｕｉｓａ。 根据 ＰＵＥＮＴＥ （２０１０） 的资料， 巴西外交部 （ＭＲＥ） 所属巴

西发展合作署的预算增长情况如下： ０ ０５％ （２００１）， ０ ４８ ％ （２００２）， ０ ４３％ （２００３）， ０ ６２％ （２００４）， ２ ４％
（２００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巴西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施技术援助项目的约 １ ／ ５ 由巴西发展合作署负责， 而巴西

应用经济研究所的相关数据则仅涉及巴西发展合作署自己负责协调的技术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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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其分布为： 南美洲 ５７７ 个， 非洲 ５５２ 个， 加勒比地区 １６４ 个， 中美洲 ９０ 个， 亚洲

６５ 个， 北美 （墨西哥） １５ 个， 大洋洲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 个。 从部门来看， 这

１４６４ 个项目中， ５７３ 个是社会政策类 （包括健康、 文化、 体育、 社会发展、 环境和教

育）， ５３９ 个是治理类 （公共管理和规划、 城镇发展、 司法、 法律能力建设、 国防和安

全）。

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发展合作署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报告中指出， 巴西已与 １５９

个国家进行了发展合作， 合作金额共计 １５ 亿美元， 其中与国际组织合作进行的占 ５６％

（见表 １０ － ２）。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９ 年间， 巴西联邦政府支出约 ４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 巴西的技术援助主要集中在非洲和拉美等国家， 分别占 ４６ ４％和 ４５ ５％ 。 在

此期间与巴西合作较多的国家分别为莫桑比克、 圣多美与普林西比、 东帝汶、 几内亚比

绍、 萨尔瓦多和秘鲁。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间， 在关于棉花和农业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项目框

架下， 巴西与一些国家的合作迅速增加， 如贝宁、 布基纳法索、 乍得以及马里等。 根据应

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发展合作署的数据， 巴西发展合作署是该时段国家技术援助项目的主

要实施机构 （执行数额占总预算的 ７１ ６％ ）， 紧随其后的是巴西农业研究所 （ＥＭＢＲＡＰＡ，

５ ５％ ） 和国际健康合作部 （４ ５％ ）。

表 １０ －２　 巴西国际发展合作支出情况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国际发展合作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三年合计

金额（美元） 金额（美元） 金额（美元） 金额（美元） 占总量比例（％ ）

技术合作 ４５６１７０７１ ３３９７０７４９ ３１８４６０５５ １１１４３３８７５ ７

教育合作 ２０６８９４０８ ２２２５１００６ ２３８０９８６４ ６６７５０２７８ ５

科技合作 ７３１０６８６９ ７２０８５３７０ ５３１７４３２６ １９８３６６５６５ １３

人道主义援助 ７２４１８４７６ １０９８２８３２５ ２１６６７９１３ ２０３９１４７１４ １３

难民保护与支持 ４７１０２２９ ４１２２８５７ １８１９７１８ １０６５２８０４ １

维和行动 ４０１６７１９０ ２０６５４９２３ １０３３０８７２ ７１１５２９８５ ５

与国际组织合作 ３３１６４２４２４ ２５０８５７３７０ ２５４１５７１５５ ８３６６５６９４９ ５６

总 量 ５８８３５１６６７ ５１３７７０６００ ３９６８０５９０４ １４９８９２８１７９ １００

　 　 资料来源： ＩＰＥＡ＆ＡＢＣ （２０１６： １５ － １６）。

尽管根据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标准，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数量和规模都不算

大， 但巴西已经加快了参与南南合作活动的步伐。 根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发展

合作署的报告， 巴西政府并不认为自身属于 “正在崛起的援助者”。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

作战略优先考虑实践经验的分享， 并且强调运用官方、 公务员以及公共机构作为先导来

实施其国际发展合作行为。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活动并不包括向合作方直接转移资金。

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支出是作为一种公共支出来统计的， 遵循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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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预算法并记入年度开支当中①。 因此， 其国际发展合作支出并不包括对投资贷款

的补贴或外债的免除。 赠款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能纳入这一范畴。 巴西联邦政府在国

际发展合作领域的公共支出主要有两种形式： （１） 支付给公务员及其从事的与合作相关

的行政活动 （机票、 津贴、 工资； 技术工时费、 奖学金以及补贴）； （２） 与多边机构合

作的资金投入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３： １４）。 表 １０ － １ 和表 １０ － ２ 中的数字反映了巴西应

用经济研究所为将所有这些国际发展合作的支出数量化所做的努力， 但这种特有的统计

方式， 必然会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

巴西国际发展合作账户系统 （ＣＯＢＲＡＤＩ） 显示出一系列的优缺点。 一方面， 它在统

计上被定义为 １００％优惠的基金。 这一点表明了巴西政府超越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定义的

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的决心， 后者要求优惠基金的比例至少为 ２５％ 。 数据及其所能表

现的形式与定义， 可以清晰地反映巴西政府在标准和概念这两个维度对现有官方发展援助

的修正。 而在有关 “全球治理” 的讨论中， 巴西政府一直在抵御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

联合国安理会那样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 其外交也可能在援助、 合作准则和制度方面扮演

修正主义的角色。 实际上， 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讨论的， 巴西已经加入到包括印度、 南非

和中国在内的国家群体中， 试图向经合组织在援助体系中的地位发起挑战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

２０１２）。 尽管这些国家分别具有各自的特征， 但它们共同努力， 强调了世界需要建立另一

种国际发展援助的政治概念。 例如， 它们提出了一种不同的 “援助有效性” 观点， 又被

称为 “２０１５ 后发展议程”。 基于学者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的批评 （ＥＡＳＴＥＲＬＥＹ ＆

ＰＦＵＴＺＥ， ２００８； ＥＳＣＯＢＡＲ， １９９５； ＨＡＹＴＥＲ， １９７１； ＮＡＹＬＯＲ， ２０１１； ＰＡＮＫＡＪ， ２００５；

ＲＩＳＴ， １９９６）， 我们认为这种新兴趋势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 因为这种趋势意味着打破一

种小团体性的、 假装是普世的政治和文化垄断， 这种垄断在实际上缺乏合法性， 并且缺乏

发展中国家的全员参与。

另一方面，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并没有将本质上不具有 １００％ 优惠属性的

公共支出纳入统计体系当中。 巴西国家发展银行 （ＢＮＤＥＳ） 提供的贷款、 冲销的外国

负债或其他一些巴西联邦内团体实施的活动并未在巴西国际发展合作账户系统中有所

显示。 因此， 这意味着巴西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贡献可能被低估。 然而， 由于缺乏

数据及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所需资料的获取渠道， 我们并不能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必

须承认， 巴西政府迄今为止为提高国际发展合作领域透明度所做出的努力是十分重要

的进步。 尽管如此， 由于数据的时效性等因素， 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发展合作署的

报告仍应及时公布， 并且数据质量也需提升， 从而为巴西社会创造一个更加有效、 负

９５２

① 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数据资料由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掌握， 该机构是巴西战略事务秘书处的重要官方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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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政策环境。

比较巴西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之间援助行为的差异非常不易， 因为基本

的统计标准就是不同的。 即便如此， 在考虑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系统独特性的情况下， 表

１０ － ３ 试图将巴西 ２０１０ 年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非洲葡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与几个发达

国家①进行比较。 那么， 表 １０ － ３ 揭示了什么？ 一个惊人的发现是， ２０１０ 年巴西的官方发

展援助， 在五个非洲葡语国家中的三个 （佛得角、 几内亚比绍、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均

超过了法国。 但与法国和英国相比， 巴西的官方发展援助依然相对较低， 水平大致处于

葡萄牙和韩国之间。 巴西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两国开展官方发展援助的影响力比较有

限。 值得注意的是， 在巴西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下， 巴西企业 （比如巴西淡水河谷公

司、 巴西欧德布莱克特建筑公司等） 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投资成效显著。 同时， 在

莫桑比克开展的 “日本 － 巴西 － 莫桑比克农业发展三方合作计划” 中， 巴西在社会经

济和环境方面做出了不容小觑的积极贡献 （ ＦＵＮＡＤＡ， ２０１３； ＧＡＲＣＩＡ， ＫＡＴＯ ＆

ＦＯＮＴＥＳ， ２０１３）。

表 １０ －３　 巴西与部分国家对非洲葡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比较

单位： 美元， ２０１０ 年现值

国别
对所有发展

中国家
对安哥拉 对佛得角 对几内亚比绍 对莫桑比克

对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法国 ９１４８３２３５８８ ６２３３２６８ ４０５７９７０ １８３７２３２ ２０７５７６９７ ２３７９７２７

葡萄牙 ４３１８２８０２０ １５１１２６１５ １４６５６０６１８ １５７１６６２４ １１６００２９５７ ２５７１９８２３

韩国 ９００６１００００ １８８３０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 ９５０００ 　 —　

西班牙 ４３８９８０５３１１ １３３７８１２８ ２１２３４１２６ ８２９０５６３ ６０９２６９９９ １２７３４２９

英国 ８０１６８０００００ １６６８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４４２０００ —

美国 ２６５８６４１０００ ５４８２００００ ３７１２００００ ６５２００００ ２７７９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巴西 ５９７０１０６１７ ２６４３２７６ ８９５３４３７ ７８０４７７９ ４９０１０４０ ３８１２２９６

　 　 注： 巴西 ２０１０ 年的国际发展合作支出总额为 ９２ ３４ 亿美元， 其中包括双边和多边的资金。 本表数据已将巴西与发达国

家和多边组织共同完成的部分去掉了， 表中数据对应年份为 ２０１０ 年， 这是目前可以获取的最新数据。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ＤＡＣ 官方发展援助在线数据库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３： １８ － ２４）。

０６２

① 这里挑选的国家将基于以下准则： （１） 法国和英国国内 ＧＤＰ 与巴西可比； （２） 从历史原因来看， 葡萄牙是

所有非洲葡语国家形成的关键因素， 这里将其作为一个案例； （３） 美国是主要援助国，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非

洲设立了办公室， 其中包括罗安达和马普托； （４） 西班牙和韩国有相似水平的 ＧＤＰ， 两个国家在经合组织的

援助有效性争议中表现得非常积极； （５） 韩国与巴西一样， 也是新兴援助国， 但同时也是发展援助委员会成

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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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展合作的部门及优先合作区域

技术合作支出占 ２０１０ 年巴西国际发展合作支出的 ６ ３％ ， 共计 ５７７７ ０６ 万美元， 同期

人道主义援助占 １７ ６％ ， 其他领域， 如教育合作、 科技合作与维和行动的支出占比分别

为 ３ ８％ ， ２ ６％和 ３６％ ， 与国际组织合作占总支出的 ３３ ７％ （详见表 １０ － １）。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技术合作支出占比 （７％ ）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教育合作支出

占比增加到 ５％ ， 人道主义援助和维和行动支出占比分别降至 １３％和 ５％ ， 科技合作和与

国际组织合作支出占比则分别增加到 １３％和 ５６％ （详见表 １０ － ２）。

巴西发展合作署是技术援助的主要执行机构。 由于能够很好地适应发展中国家当地的

环境， 技术援助近年来被当作公共政策良好实践的典范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 但其并不

是巴西公共支出的优先领域。 根据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发展合作署相关资料， 农业、 卫

生和教育是巴西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部门。 另外， 非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是巴西技术援助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这证实了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的历史趋势 （ ＰＵＥＮＴＥ，

２０１０）。 时任巴西发展合作署主任的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Ａｂｒｅｕ 在 ２０１３ 年的 “三年计划框架” 中对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非洲分别追加了 ４０００ 万美元和 ３６００ 万美元的预算， 后一部分资金

更是重点集中于非洲葡语国家 （ＡＢＲＥＵ， ２０１３）。 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往往

倾向于以更具能力的政治制度来实施技术合作项目， 另一方面也说明巴西自 １９９６ 年葡语

国家共同体建立以来在外交政策上对葡语国家的重视（ＣＡＢＲＡＬ ＆ ＷＥＩＮＳＴＯＣＫ， ２０１０；

ＰＵＥＮＴＥ， ２０１０）。

图 １０ － １ 明显地显示出巴西的技术援助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 拉丁美洲和非洲。

巴西发展合作署的资料显示，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 ８４ 个国家与巴西发展合作署开展

了合作活动， 其中有 ４０ 个非洲国家、 １３ 个加勒比地区国家、 １１ 个南美国家、 １１ 个亚

洲国家、 ７ 个中美洲国家、 １ 个北美国家 （墨西哥）， 以及 １ 个大洋洲国家 （巴布亚新

几内亚）。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０ 年期间， 拉丁美洲是巴西发展合作署开展技术援助项目最多的

地区， 非洲则是在该机构预算中所占份额最大的地区。 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政策侧重

植根于巴西自身的社会、 文化， 并体现于其近来外交政策特点的转变。 经历了再民主

化的余波之后， 尤其是从 ２００３ 年起， 对南南合作关系的聚焦在巴西外交议程中获得了

稳固的地位。

图 １０ － ２ 所映了巴西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发展合作项目的可能性。 如图 １０ － ２ 所示，

在拉丁美洲和非洲， 巴西外交代表机构分布转为密集， 这将确保巴西能够在这两个地

区直接开展双边对话并实施发展合作项目。 仅在非洲大陆， 巴西的外交使馆就有 ３８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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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而法国、 美国、 墨西哥、 土耳其、 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外交使馆数量分别为 ５０、

５５、 ８、 ３５、 ４１ 和 ２９ 个。①

图 １０ －１　 巴西技术援助分布

资料来源： ＡＢＣ 资料库 （２０１４）。

图 １０ －２　 巴西外交代表机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 巴西外交部 （２０１４）。

矛盾的是，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或许还反映了公共 － 私人关系的张力， 因为在那

些技术合作项目最多的国家， 巴西的跨国公司和商业活动也很多 （图 １０ － ３）。 巴西的

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包括矿业、 基础设施和民用工程项目， 如公路、 机场、 海港、 地铁、

能源、 石油勘探、 农业等经济部门。 在这些部门， 巴西成为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具

２６２

① 数据来源： 巴西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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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３　 巴西企业在全球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各公司网站 （２０１３）。

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参与者。 新的领域， 如生物燃料 （乙醇和生物柴油） 在近年来蓬勃

发展， 给巴西在南南合作中的话语和实践带来一些争议 （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 ２０１４）。 外

商直接投资当然与国际发展合作不同， 但是一类主体的实践与另一类主体的实践之间

的现实界线常常是十分模糊的， 这与南北合作类似。 巴西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商业策

略将可能在巴西 “合作推动” 的经济增长与传统西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倡导的经济

模式存在差异的问题上， 引发政治及道德方面的争议。 如果巴西的南南合作战略确实

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 那么实证研究需要说明的是， 其与传统发展实践相比究

竟有何不同。

四　巴西的主要发展合作参与方：巴西发展

　　合作署的角色

　 　 在国家层面， 巴西发展合作署是国家发展合作的主要协调机构， 但同时巴西国内的各

职能部门 （如卫生、 体育、 文化、 农村发展等）， 也都在其特定的领域负责国际发展合作

相关的工作， 甚至巴西发展合作署所隶属的外交部， 也成立了处理有关食品问题的粮食安

全合作项目组 （ＣＧＦｏｍｅ）①。 巴西国际发展合作倡议实际上是由总统秘书处、 联邦及市政

府等国家会议的参与者 ［类似于食品安全委员会 （ＣＯＮＳＥＡ）、 国际事务委员会 （ＣＰＡＩ）

与国家委员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ＣＯＮＤＲＡＦ） 之间的关系］ 所提出的 （ＭＩＬＡＮＩ，

３６２

①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期间， 其负责人道主义援助、 粮食安全、 农村发展和小规模家庭农业等方面的工作。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巴西外交部决定暂停该部门的工作并将其任务移交给巴西发展合作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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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ＢＥＩＲＯ， ２０１１）。 此外， 巴西国际发展合作也遵循南南合作区域组织和峰会， 包括葡语

国家共同体 （ＣＰＬＰ）， 印度、 巴西和南非论坛 （ ＩＢＳＡ）， 金砖国家 （中国、 巴西、 俄罗

斯、 印度以及南非五国）， 阿拉伯 －南美国家和非洲 － 南美洲对话等所确定的相关国际规

定。 由于报告和政策在制定中缺乏必要的协商， 我们认为现有的制度设置、 政策议程均过

于薄弱， 其后果是导致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被割裂， 从而使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发展合作机

制缺乏连贯性。 这些问题可能是巴西建立国际发展合作社会政策过程中所要面临的切实存

在的挑战。

通过来自国家部委和公共机构的公务员开展技术合作是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特

征。 尤其是自 １９８８ 年以来的立宪及再民主化阶段， 公务员和技术顾问在教育、 卫生、 农

业、 文化和公共管理方面积累了专业技能， 并且获取了有关国内政策和与利益集团进行交

往的 “第一手” 信息。 公务员成为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实施者， 他们的人力成本往

往比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专家更低， 并且来自各种不同的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 比如

Ｏｓｗａｌｄｏ Ｃｒｕｚ 基金会 （ＦＩＯＣＲＵＺ， 巴西卫生研究机构） 和巴西国家木薯与热带果树研究中

心 （ＥＭＢＲＡＰＡ）。 目前来看， 他们对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的参与阻碍了巴西 “援助产业”

的发展。 很多社会团体没有机会参与到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项目和计划中。 但其中也有一

些例外， 如 Ｖｉｖａ Ｒｉｏ、 ＡＬＦＡＳＯＬ 和 Ｍｉｓｓãｏ Ｃｒｉａｎçａ， 这些都是参与巴西发展合作署教育和

人道主义合作项目的非政府组织。 数个巴西非政府组织正在关注权利问题 （人权和女权

问题、 发展权和安全环境权等）， 它们对巴西政府在这些领域的 “参与不足” 提出了批

评， 这个课题依然需要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政策网络倡导方面的更多关注 （ＭＥＮＤＯＮÇ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ＳＡＮＴＯＳ， ２０１４）。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 巴西政府避免使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和 “南北合作”

的相关术语、 标准和规范的做法是值得注意的。 如 “援助”、 “政治附加条件” （人权、

民主等）、 “援助国、 受援国伙伴关系” 等用语， 在巴西的官方外交演讲及其国际发展

合作陈述中是不会出现的。 这一方面体现了巴西对传统援助的批评， 另一方面是因为

巴西自身具有不依靠南北合作而实现发展的能力， 两者结合， 使巴西能够自行建立一

套平等的、 无附加条件的、 由需求驱动的原则。 根据巴西发展合作署和应用经济研究

所的官方文件， “平等关系” 意味着在巴西和其他合作国家之间不存在项目决策和实施

意义上的等级关系； 而 “无附加条件” 则是巴西尊重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象征， 即在合

作过程中不附加与民主和人权相关的任何政治条件； “需求驱动” 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

从自身发展需要的角度制订计划， 巴西不会在发展合作中加以干涉。 当然， 巴西的外

交政策与合作原则植根于其官方话语之中 （图 １０ － ４）， 必须经受独立研究者的检验分

析。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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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４　 巴西国际发展合作原则

资料来源： ＭＩＬＡＮＩ ＆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３）；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更重要的是，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在外交政策上， 巴西已经在构建以南南合作理念为核

心的政策体制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 ２０１２ａ； ＭＩＬＡＮＩ ＆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３）。 巴西并非经合组织

成员， 它更喜欢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发展合作论坛的 “保护伞” 下进行关于国际

发展合作的讨论， 因为后者是得到巴西外交政策承认的， 可以进行交流、 谈判的， 合法

的、 具有普遍意义的多边机构 （ＢＵＲＧＥ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经济危机以及 ２０１６ 年

的政治变革可能会对巴西发展合作领域的议程产生影响， 不过这个趋势需要研究者持续关

注与监测。

五　对巴西教育合作的关注

根据巴西发展合作署的数据， 教育、 卫生和农业是巴西技术援助项目中排名前三位的

部门。 职业教育、 成人和青少年识字工程、 非正式教育和特殊教育等领域的培训、 能力建

设、 公共管理和技术转移是巴西教育合作的主要形式。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已经完成和正在进

行的项目中， 农业、 卫生和教育， 以及国防和军事合作、 环境、 社会发展和能源方面所占

比重分别为 １９ ２６％ 、 １５ ４％ 、 １０ ９３％ 、 ９ １４％ 、 ６ ０１％ 、 ４ ４７％和 ４ ０２％ 。 而在这些合

作项目中， 巴西发展合作署的教育发展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 加勒比地区和非

洲， 以及东帝汶。

除了巴西发展合作署对于技术合作数据的统计之外， 巴西发展合作署和应用经济研究

所针对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的第一版报告 （ＣＯＢＲＡＤＩ， ２０１０）， 将教育合作列在 “对外奖学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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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的类目下， 但第二版报告 （涵盖了从 ２０１０ 年起的数据， ２０１３ 年发布） 中建立了一套

有别于前版报告的体系， 其中有一个章节名为 “教育合作”， 包含了对外奖学金和巴西教

育发展合作框架下的国际交流项目。 ２０１６ 年的报告 （包含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３ 年期间的数据）

中， 巴西联邦政府在教育合作项目上的支出为 １ ３ 亿雷亚尔， 约合 ５５００ 万美元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６： ６７）。

早在 １９５０ 年， 巴西就制定了政策， 为在其国内学习的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 根据巴

西外交部教育处①的说法， 巴西教育合作的主要目的是： （１） 提高其他发展中地区高等教

育水平； （２） 构建巴西民众和外国青少年在教育领域的对话机制； （３） 传播巴西的文化

与语言。 实际上， 文化和教育被认为是巴西在国际上的重要软实力， 可以加强巴西与其合

作伙伴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ＰＩＮＨＥＩＲＯ ＆ ＢＥＳＨＡＲＡ， ２０１２）。

图 １０ － ５ 显示了巴西国内留学生的生源国家以及巴西出国留学生的目的地国家， 其他

新兴经济体， 如中国、 印度、 墨西哥和南非也在实施此类项目 （ＭＩＬＡ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ＷＯＯＤＳ， ２００８；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１）。

根据两份巴西国际发展合作账户系统报告 （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巴西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的高等教育奖学金支出约为 １ ７４ 亿美元， 约占同期全部国际发展合作支

出的 ７ ４％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 教育发展合作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例上升至 ４０ ７％

（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３： １８）。 根据巴西发展合作署和应用经济研究所 ２０１３ 年报告，

２０１０ 年巴西的奖学金支出增加至 ３４００ 万美元， 当年该项支出占教育发展合作支出的

９７％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教育合作支出占巴西政府国际发展合作预算的 ５％ （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０ 年， 巴西奖学金支出的地理分布反映了其外交政策的优先级。 非洲葡语国家学

生获得了巴西所提供的本科阶段奖学金的 ７３％ ， 而研究生阶段奖学金的 ７０％ 则流向了南

美洲的学生。 可以看出， 巴西教育部门选择与那些国内缺乏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开展合作

项目， 并将其视作外交政策上的重要合作伙伴。 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 巴西开始加强与拉丁美

洲和非洲， 尤其是非洲葡语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 ＰＥＣ⁃Ｇ 项目为那些在本国被选拔的外

国本科学生提供奖学金， 其流程由对应国家教育部门和当地的巴西大使馆制定； 而

ＰＥＣ⁃ＰＧ 项目则为希望在巴西进行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阶段课程学习的外国学生提供奖学

金。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获得 ＰＥＣ⁃Ｇ 项目奖学金的学生来自几内亚比绍 （１７３ 名）、 佛得角

（１６９ 名）、 安哥拉 （１５８ 名）、 巴拉圭 （６３ 名）、 刚果民主共和国 （６１ 名）、 贝宁 （５１

６６２

① 巴西外交部教育处的职责有： （１） 负责巴西援助的有关教育项目； （２） 负责协调教育部开展研究生项目 （ＰＥＣ⁃
ＰＧ）； （３） 负责巴西与其他国家、 国际组织和机构之间的教育合作； （４） 参与与国际教育合作项目有关的协议商

讨、 执行及监督； （５） 负责为国外公民提供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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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５　 巴西高等教育交换项目学生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 （２０１４）。

名）、 刚果共和国 （４０ 名）、 厄瓜多尔 （３１ 名）、 莫桑比克 （２３ 名）、 东帝汶 （２３ 名）、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１９ 名）、 牙买加 （１９ 名）、 海地 （ １６ 名） 等国， 共计 ９９２ 名

（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６： ７７）。 同时期获得巴西 ＰＥＣ⁃ＰＧ 奖学金的学生则来自哥伦比亚

（３５２ 名）、 秘鲁 （１５４ 名）、 莫桑比克 （１４０ 名）、 佛得角 （４５ 名）、 阿根廷 （４５ 名）、

古巴 （３６ 名）、 厄瓜多尔 （３５ 名）、 玻利维亚 （３４ 名）、 智利 （２５ 名）、 安哥拉 （２４

名）、 巴拉圭 （２４ 名）、 乌拉圭 （２３ 名）、 墨西哥 （２２ 名） 和东帝汶 （１８ 名） 等国，

共计 １０９４ 名 （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６： ８１）。 历年参与 ＰＥＣ⁃Ｇ、 ＰＥＣ⁃ＰＧ 的外国学生数量详

见表 １０ － ４ 和表 １０ － ５。

巴西教育部、 科技部和外交部是交流项目和奖学金项目的主要计划与执行部门。 对于

外国专家和公务员， 巴西联邦机构还开展了相应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这点在后面将进行讨

论。 然而， ２０１０ 年这种类型的支出很少， 仅约为 １００ 万美元 （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３： ４２）。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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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些年份的分类数据不可得， 但针对研究生和本科学生的奖学金项目是巴西教育发展

合作项目的主要方向。 研究生奖学金项目的遴选过程有些不同， 参与选拔的机构包括巴西

大学 （与教育部沟通）、 巴西大使馆 （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初步入围人员名单）、 专家委员

会 （负责评估所有的申请）， 教育部和外交部 （进行最终确认） 将在大致约 ９ 个月的时间

里决定获得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奖学金的人员， 国外的学生无需缴纳任何费用。 ２０１６ 年的

选拔过程从 ２ 月开始①。

以研究生申请为例， ＣＡＰＥＳ 和 ＣＮＰｓ 分别负责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项目的评估工作。 由

于开学时间一般是 ３ 月， 评选过程将从 １０ 月起持续到次年 １ 月。 除了不收取任何费用，

硕士研究生每月可以获得 ６００ 美元资助， 博士研究生为 １１００ 美元。 巴西大使馆负责当地

申请公告的发布和流程管理， 巴西外交部负责选拔学生并承担候选人的交通费用。 完成在

巴西国内的学习之后， 研究生需要返回自己的国家。

ＰＥＣ⁃Ｇ 项目的学生大多来自非洲葡语国家， 而 ＰＥＣ⁃ＰＧ 的申请者则有 ７０％ 来自南

美， 这与南美完备的高等教育制度和较高的教育质量有关。 拉丁美洲西语国家有着美

洲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 如圣多明哥大学 （建于 １５３８ 年）、 利马大学 （建于 １５５１

年）、 科尔多瓦大学 （建于 １６１３ 年）、 哈瓦那大学 （建于 １７２１ 年）。 这也是这些国家

的学生在研究生项目占有较大份额的原因。 以 ＰＥＣ⁃Ｇ 为例，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巴西为通

过 Ｍｉｌｔｏｎ Ｓａｎｔｏｓ 项目 （ＰＲＯＭＩＳＡＥＳ） 的部分非洲学生提供每月 ３００ 美元的奖学金 （参

考巴西最低工资标准）。

除了奖学金项目， 巴西政府的教育发展合作项目还包括教育部的双边项目 ＣＡＰＥＳ，

项目预算为 ５３０ 万美元。 这一项目包含的国家有东帝汶、 阿根廷、 莫桑比克、 佛得角

和几内亚比绍。 此外， 巴西政府还开展了东帝汶的教师培训和葡萄牙语教学项目

（１４５ ７９ 万美元）， ＣＡＰＥＳ ／ 古巴高等教育部项目 （１１６ ９３ 万美元）， ＣＮＰｑ ／ 莫桑比克科

技部项目 （９４ １３ 万 美元）， 佛得角双语字母与数字项目 （８８ ５３ 万美元）， 几内亚比

绍教师培训项目 （１９ ２０ 万美元）。 （ ＩＰＥＡ＆ＡＢＣ，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巴西教育部启

动了 ４５ 个非洲葡语国家大学与巴西大学 （主要包括米纳斯吉拉斯大学、 圣保罗大学、

南里奥格兰德大学、 塞尔希培州立大学和哥亚斯大学） 开展教育合作的一揽子计划，

共投入资金 ３００ 万美元。

在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与多边框架之下， 巴西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开展区域学术流动性项目， 目标

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教育合作。 该项目实施后， 巴西在阿根廷、 玻利维亚、 智利、 巴拉圭

８６２

① 除了可以用来证明公民身份和教育水平的官方文件， 申请人必须要通过专业的葡语考试 （ＣＥＬＰＥ⁃ＢＲＡＳ）， 年龄在

１８ ～ ２３ 岁， 并且有符合要求的收入证明。 本科阶段的交换项目仅针对一些有空缺的公共或私人研究所， 奖学金资

助仅覆盖有限的一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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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乌拉圭设置了研究生课程。 选修该项目认证课程的注册学生可以申请出国交流。 在巴

西， 自 ２００８ 年起由教育部下属的高等教育秘书处 （ＳＥＳＵ） 和 ＣＡＰＥＳ 共同管理这个项目。

２０１０ 年该项目共投入资金 １００ 万美元， 其中 ７５％ 的资金分配给了来自阿根廷的学生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３）。

根据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发展合作署 ２０１３ 年报告， 除了教育部门之外， 巴西的其

他部门也在开展专业培训和技术合作项目。 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述， 这些项目从财政的角度

来看并不相关， 但它们却都能够体现巴西外交政策的优先级， 例如： （１） 国防部为一些

国家的军事官员提供专业培训， 包括几内亚比绍、 莫桑比克、 巴拉圭， 共投入资金 ４４ ７

万美元； （２） 巴西发展合作署提供的针对研究型学者的奖学金， 覆盖国家包括安哥拉、

阿根廷、 布隆迪、 哥伦比亚、 古巴、 墨西哥、 巴拉圭、 秘鲁、 东帝汶和委内瑞拉， 共投入

资金 ２３ ３ 万美元； （３） 巴西外交学院为安哥拉、 阿根廷、 佛得角、 几内亚比绍、 赤道几

内亚、 莫桑比克、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东帝汶以及巴勒斯坦等国参加培训课程人员提供的

奖学金和机票， 共投入资金 ３ ０１ 万美元； （４） 在国家药品政策秘书处 （ＳＥＮＡＤ） 的推动

下， 由圣保罗大学为来自安哥拉、 阿根廷、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危地马

拉、 墨西哥、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国人员提供的关于药物预防的远程教育课程， 共投入

资金 １４ ７ 万美元。

除此之外， 巴西政府也积极参与和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三方合作， 例如与几

内亚比绍和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合作的 “多元化良好社会教育实践青年领袖” 活

动； 巴西教育部与莫桑比克、 佛得角、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 ＡＬＦＡＳＯＬ 进行三方合

作， 在青少年和成人教育领域开展非正式的识字项目。 作为扫除文盲的国家策略的一

部分， ＡＬＦＡＳＯＬ 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参与国际活动。 该组织的历史与政府

部门的 “团结社区” 计划息息相关， 后者始于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Ｃａｒｄｏｓｏ ） 总 统 执 政 期 间， 并 由 Ｒｕｔｈ Ｃａｒｄｏｓｏ 负 责 实 施， 然 而 尽 管 如 此，

ＡＬＦＡＳＯＬ 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团结社区” 计划在 ２００３ 年结束，

ＡＬＦＡＳＯＬ 依然与私人部门、 国际机构 （如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和美国的相关机

构） 以及巴西发展合作署合作开展发展项目。 这种青少年和成人教育的合作形式之后

被运用到非洲葡语国家和东帝汶、 危地马拉。 但是， 从总体来看， 巴西的非政府组织

在教育合作领域的参与度依旧不高 （ＧＯＮÇＡＬＶＥＳ， ２０１１）。 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发展中

国家当地机构并没有参与到巴西教育发展合作项目中， 这些项目从目前来看在本质上

仍是双边的。

综上所述， 参与巴西教育发展合作项目实施的机构种类繁多， 包括巴西发展合作署

（技术合作）、 教育部 （奖学金项目、 国际交流项目和技术合作）、 巴西工业企业培训中心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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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和一部分非政府组织。 该项目的资金主要是公共资金， 还有私人公司、 企业

伙伴关系 （如 ＳＥＮＡＩ 的例子） 提供的赞助。 实际上， 巴西的教育发展合作更关注高等教

育。 两份切实的报告 （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０；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３） 聚焦于公共支出方面，

根据报告，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共支出 １ ７４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报告中提到，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学术

交流合作支出在教育发展合作项目官方支出中的比例达到 ９７％ （约为 ３５００ 万美元）， 技

术合作占 ３％ （约为 １００ 万美元）， “巴西政府优先将资源赋予在巴西接受更多教育的外国

留学生”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３： ４２）。 由此可以推论， 巴西在教育发展合作领域不仅需要

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 还要增加提供给非学术教育计划的资金。

六　巴西与非洲葡语国家在教育领域的

　　国际合作：以莫桑比克为例

　 　 非洲国家是巴西教育部和巴西发展合作署重要的合作伙伴， 如表 １０ － ４和表 １０ － ５ 所

示。 巴西发展合作署在教育领域的 ６ 个主要合作对象分别是 ５ 个非洲葡语国家以及东帝

汶。 教育合作的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根据巴西发展合作署的数据， 远程和职业教育是

其教育合作支出的重要方向。 然而， 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 与巴西发展合作署和应

用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实际支出数据 （ＩＰＥＡ ＆ ＡＢＣ，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对比后可以发现，

高等教育是 ２０１０ 年巴西政府在教育合作方面的优先领域①。

如前文所述， 巴西在教育部门的国际发展合作并不仅限于巴西发展合作署的活动。 其

他政府或非政府行动者也参与了这一过程： 巴西教育部 （奖学金和交换项目） 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 巴西外交部的里约布朗克学院 （也称为 “巴西外交学院”） 也接收来自 ５ 个非

洲葡语国家的外交官员进行专业培训； 公民社会组织， 包括 ＡＡＰＡＳ、 ＡＬＦＡＳＯＬ、 Ｍｉｓｓãｏ

Ｃｒｉａｎçａ 和 ｔｈｅ Ｅｌｏ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则更加关注青少年和成人教育项目， 以及非正式教育活动。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位于圣保罗的非政府组织 Ａçã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ｖａ 开始参与葡语国家共同体国家的青

少年与成人教育， 其主要参与方式是组织研讨会、 创办青少年与成年教育中心以及南南合

作。 这一项目被称为 ＥＣＯＳＳ， 实际上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为所有人提供教育”

活动， 当前与 ＵＮＩＬＡＢ 及巴西教育部联合实施。

０７２

① 很多巴西发展合作署参与的合作行动的支出在财务上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原因可能是部分用来支付给公务员、 巴

西工业企业培训中心 （ＳＥＮＡＩ） 和其他公共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是与政策无关的， 而日

后对这部分的研究将是极大的挑战。 运用定量研究、 案例分析以及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对实际支出结构和政

策影响做出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由巴西发展合作署提供的数据并不足以提供研究所需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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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４　 参与 ＰＥＣ⁃Ｇ 的外国学生数量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国别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总量

安哥拉 ３ ２１ ２９ ２３ ３１ １１ ３１ ２８ ９１ ６８ ４８ ８３ ６１ ５３ ５９ ７７ ７１９

佛得角 １１７ ６５ ２２７ ２６３ １９２ ２３０ ３１４ ２６５ ３８１ ２０６ １３３ ７６ １５０ ８８ １０４ １１９ ２８８０

几内亚比绍 ３６ ８８ １１１ ９７ ５８ １８６ １５９ １９ １３３ １８１ ９５ ５５ １１８ － － － １３３６

莫桑比克 １２ １３ ２７ ２１ ２６ ２７ １３ ９ ４ ４ ９ ７ ６ １３ １３ ９ ２１３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２４ － ４７ １４７ ３５ １３ １２ ４ ６ １９ ５ ３ １９ １７ ３５８

非洲葡语国家 １６８ １８７ ４１８ ４０４ ３５６ ６０１ ５５２ ３３５ ６２１ ４６３ ２９１ ２４０ ２９５ １５７ １９５ ２２２ ５５０５

非洲 １８７ ２１４ ４５１ ４４２ ３９５ ６５０ ５８９ ３７８ ７８４ ５１７ ３８３ ３７８ ３７８ ２５５ ３３９ ３５７ ６６９７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１３５ １７２ １４０ ８２ ５２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５ １１８ １２５ １１５ ８４ ９９ １３２ １４７ １６２ １９４５

亚洲 － － － － － － １ － － － － １ － ３７ ４ ４ ４７

总计 ３２２ ３８６ ５９１ ５２４ ４４７ ７８０ ７１７ ５０３ ９０２ ６４２ ４９８ ４６３ ４７７ ４２７ ８８０ ９６７ ９５２３

　 　 注： 几内亚比绍由于政变， 于 ２０１３ 年退出了项目。 亚洲国家 （东帝汶、 巴基斯坦和泰国）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参与项目。
“总计” 即为所有非洲国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亚洲国家学生数量之和。

资料来源： 巴西教育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ｃｅ ｍｒｅ ｇｏｖ ｂｒ ／ ＰＥＣ ／ Ｇ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 ｈｔｍｌ）。

表 １０ －５　 参与 ＰＥＣ⁃ＰＧ 的外国学生数量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国别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总量

安哥拉 １ １ ６ ３ １ ２ ３ ７ ５ ２ ８ １０ ８ ２ ８ ６７

佛得角 ４ ４ ５ ５ ６ １２ ２２ ６ ８ ７ １５ ４ １４ １３ ７ １３２

几内亚比绍 １ １ ３ １ １ ６ ５ ２ ３ ２ ６ ２ ５ － － ３８

莫桑比克 ５ ５ ９ ５ ８ １２ １６ １２ ９ ３ ８ ２１ ２４ ５２ ５１ ２４０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１ － － － ４ － － － １ １ １ ２ ２ － １２

非洲葡语国家 １１ １２ ２３ １４ １６ ３６ ４６ ２７ ２５ １５ ３８ ３８ ５３ ６９ ６６ ４８９

非洲 １４ １５ ２５ １７ １７ ４０ ４８ ３２ ２８ １６ ３９ ３９ ５９ ７２ ７７ ５３８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６１ ６０ ７４ ３９ ５２ ７３ １２２ １２７ １４１ １９６ １４３ １６８ １６１ ２０８ １２４ １７４９

亚洲 １ １ － － １ ７ １ １１ １４ １８ ６ ８ ６ ２ ５ ８１

总计 ７６ ７６ ９９ ５６ ７０ １２０ １７１ １７０ １８３ ２３０ １８８ ２１５ ２２６ ４２０ ３３８ ２６３８

　 　 注： 东帝汶、 中国和印度是三个主要的亚洲国家。 “总计” 即为所有非洲国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亚洲国家

学生数量之和。
资料来源： 巴西教育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ｃｅ ｍｒｅ ｇｏｖ ｂｒ ／ ＰＥＣ ／ ＰＧ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巴西政府在巴伊亚举行了主题为 “巴西非洲教育合作战略” 的高层

会议。 非洲葡语国家 （除几内亚比绍） 和巴西教育部以及高等教育机构、 联合国经济

与社会理事会、 葡语国家共同体、 世界粮食计划署、 伊比利亚美洲组织等代表参与会

议 （ＭＥＣ， ２０１３）。 会议所达成的倡议也表明包括交换和合作项目在内的大多数高等

教育领域的合作， 均是由 ＭＥＣ （ＣＡＰＥＳ 和 ＳＥＳＵ） 和 ＣＮＰＱ 构想并实施， 并得到了巴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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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西外交部、 巴西联邦以及一些私立大学机构的支持。 表 １０ － ４ 和表 １０ － ５ 的官方数据

表明， 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间， ＰＥＣ⁃Ｇ 项目中， 非洲葡语国家的本科阶段学生数量为

５０８３， 占全部外国交流学生总数 ６６ ２％ ； ＰＥＣ⁃ＰＧ 项目中，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有 ４８９ 个研

究生来自非洲葡语国家， 占全部 ２６３８ 个学生的 １８ ５％ ， 排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之后。

此外， 在高等教育的范畴下， 为促进与拉丁美洲和非洲葡语国家的合作， 巴西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成立了两个联邦大学———ＵＮＩＬＡ 和 ＵＮＩＬＡＢ。 在传统学术研究活动之外，

这两所大学也承担接收来自拉美和非洲葡语国家的学生的职责。 这一政府决策也确证了同

类活动与倡议存在较好的去中心化程度的事实： 巴西外交部和巴西发展合作署在这类联合

教育合作活动中并没有垄断权 （ＵＬＬＲＩＣＨ ＆ ＣＡＲＲＩＯＮ， ２０１３）。 实际上， 早在 ２０１０ 年

ＵＮＩＬＡＢ 就是接收非洲葡语国家学生的重要高等教育机构。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时任 ＵＮＩＬＡＢ

主席的 Ｎｉｌｍａ Ｌｉｎｏ Ｇｏｍｅｓ 博士在葡语国家共同体的支持下， 于里斯本成立了官方性质的公

共高等教育网络 （ＲＩＰＥＳ）， 并为其揭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 １４ 日在马普托举办的第 ２５ 届

葡语国家共同体合作焦点讨论年会上， 由 ＵＮＩＬＡＢ 设计的 ＲＩＰＥＳ 得到葡语国家共同体秘书

处和巴西发展合作署的支持， 被提出并获得通过。 ＲＩＰＥＳ 旨在通过人力资本流动和联合研

究 － 教学等活动， 加强葡语国家的大学教育。 其第一个项目在 ２０１３ 年启动， 目的是对目

前葡语国家共同体国家在高等教育中的现状进行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ＵＮＩＬＡＢ 加强了与佛

得角的联系， ＵＮＩＬＡＢ 的主席在普拉亚与佛得角方面签订了交换协议， 以期能促进学生和

教授之间的经验分享。 目前， ＵＮＩＬＡＢ 有 ２６９８ 名学生①， 其中有 １１７１ 人来自巴西、 ３２ 人

来自安哥拉、 ５０ 人来自佛得角、 １８１ 人来自几内亚比绍、 １２ 人来自莫桑比克、 ２９ 人来自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７２ 人来自东帝汶。

在全球范围内， 如果将巴西教育发展合作项目与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在高等教育领

域的 ＡＯＤ 进行比较的话， 或许能得到巴西对非洲葡语国家潜在影响力分析的新路径。 如

表１０ － ６ 给出了巴西和部分国家与非洲葡语国家开展教育合作的细分数据。 首先， 巴西的

高等教育项目呈现高度集中的状况： 在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教育合作活动中， 其 ９９％ 以

上的教育支出花在高等教育领域， 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该项比例分别为葡萄

牙占 ６０％ ， 韩国占 ２７％ ， 美国占 １９ ５％ ， 英国占 １０ ７％ ， 西班牙占 １０ ２％和法国占 ６％ ；

其次， 由于只将非洲葡语国家包括在内， 因此美国和英国 （英国对莫桑比克的教育进行

过大量援助， 但不是高等教育领域） 并没有数据； 最后， 比较巴西和葡萄牙的数据可以

看到， 除几内亚比绍之外， 葡萄牙对非洲葡语国家的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比巴西更

２７２

① 与葡语国家共同体国家的合作信息详情参见 ＵＮＩＬＡＢ 网站： ｗｗｗ ｕｎｉｌａｂ ｅｄｕ ｂ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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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巴西发展合作：参与者、利益和未来的挑战

高。 然而， 我们应该深入分析这一数据， 以确定这样的假说： 在与这五个非洲国家发展关

系的同时， 存在着前世界级中心国家和崛起力量之间的软实力竞争①。

表 １０ －６　 巴西和部分国家与非洲葡语国家的教育合作

单位： 美元， ２０１０ 年现价

全部发展中国家 安哥拉 佛得角

教育支出 高等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 高等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 高等教育支出

法国 １７８４３３０５３７ １０７４８７１５４ ３５６９４０２ １５５６０３４ ８７２６０３ ８１３７３５

葡萄牙 ７２７８０４８７ ４３６９４８７１ ５４４４３８７ ２０４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８９７０ １９００６６４９

韩国 １５０１２２０４０ ４０４９９９７９ １３９２３６６ ７１３０９ １４３８ —

西班牙 ３６３７８８９６４ ３７２３２６７７ ９３３８７７ １９７５４ １７７１９４３ ７１９２

英国 ７５１１１９３９９ ８０８０８７９０ — — — —

美国 ８８９１２０４８７ １７３３９０９３５ — — — —

巴西 ３５３８２４３８ ３５２２９９６６ １９２３９６０ １８６６２４１ ６８６９３４４ ６６６３２６３

几内亚比绍 莫桑比克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教育支出 高等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 高等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 高等教育支出

法国 ３７５３７２ ３４３３８１ ９６２６８９ ７９６２８２ ５６４３１１ ５６４３１１

葡萄牙 ４８４４３７３ １８５９２０２ １０３５８１２５ ２５０１２２４ ６０３５１３２ ３７６３１２７

韩国 ４３０８４ ４３０８４ ６０５８５ — — —

西班牙 １３６１７３９ ３９７４ ７５３２２９１ ２２５６２ — —

英国 — — ７０７４４４７ — — —

美国 — — — — — —

巴西 ５５７０２４８ ５４０３１４０ １９０４６２２ １８４７４８３ ８２１９０９ ７９７２５２

　 　 注： 教育支出， 指全部教育阶段的合作支出。 高等教育支出， 仅指高等教育阶段的合作支出。
资料来源：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官方发展援助在线数据库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巴西的教育合作数据通过巴西应

用经济研究所的国际发展合作账户系统获得。

在职业教育方面， 巴西建立了其他重要的合作机构并开展了实践。 巴西工业企业培训

中心 （ＳＥＮＡＩ） 以及规模略小的巴西小微企业支持服务中心 （ＳＥＢＲＡＥ） 是巴西职业教育

的重要参与者。 巴西发展合作署负责处理非洲葡语国家在职业培训方面所提需求的协调工

作， 并在加强这些国家与巴西工业企业培训中心之间的对话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２０１３

年， 巴西工业企业培训中心参与了 １５ 个国际培训中心的建设， 其中 ４ 个已经完成。 这些

专业的培训中心分布在安哥拉的 Ｃａｚｅｎｇａ （１９９９）， 佛得角的 Ｐｒａｉａ （２００８）， 东帝汶的

Ｂｅｃｏｒａ （２０００）， 巴拉圭的 Ｈｅｒｎａｎｄａ Ｒｉａｓ （ ２００２ ）， 几 内亚比绍 （ ２００９ ）， 危地马拉

（２０１２）， 另外一些则分布在莫桑比克、 海地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案例 １ 对 Ｃａｚｅｎｇａ 的

概况进行了描述。 这些培训中心提供的课程包括动力机械、 土木工程、 电子、 纺织和时

３７２

① 前文也隐含这样的结论， 但可能需要更加深入的定量分析和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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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还有计算机科学。 除此之外， 巴西发展合作署和巴西外交部与巴西工业企业培训中

心还协商建立了其他培训中心， 如在摩洛哥为残障人士开设公民建筑行业培训中心、 在

马里建立纺织培训中心， 以及在喀麦隆建立家具制造培训中心。 在南非， 巴西发展合作

署的第一个项目是建立一个职业培训与企业家中心， 现正处在谈判的最后阶段。

案例 １　 安哥拉专业培训中心 Ｃａｚｅｎｇａ 概况

巴西 － 安哥拉职业培训中心为巴西政府的对外关系和巴西工业企业培训中心的技术合

作开创了新局面。 在这个项目中， 巴西发展合作署参与协调了大量活动， 巴西工业企业培

训中心扩大了自身在官方技术合作中的参与。 巴西 － 安哥拉职业培训中心根据当地需求和

现实情况， 设计了相应的管理方法、 教师培训和设施维护等体制。 这是巴西工业企业培训

中心在安哥拉设置的第一个培训中心， 该项目于安哥拉内战期间被提出并设计， 由巴西和

安哥拉两国政府于 １９９６ 年商定。 安哥拉公共管理、 就业与社会安全部 （ＭＡＰＥＳＳ） 和安

哥拉全国就业与职业培训研究所 （ ＩＮＥＦＯＰ） 负责项目活动的具体实施； 巴西在地区专业

培训领域有深厚经验的 ＳＥＮＡＩ⁃圣保罗 （隶属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 ＦＩＥＳＰ） 负责区域事

务。 这个项目由巴西和安哥拉政府共同出资， 资金约为 ２１４ 万美元。 ２０００ 年， 培训课程

开始， 第一期毕业的学员一共有 １４４ 个。 根据巴西工业企业培训中心数据， 该中心目前每

年有 １５００ 个培训模块， 从开课到现在， 已有超过 ４１００ 名学员在这里接受培训。 在影响力

方面， 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安哥拉职业培训系统的参照， 引起了众多期待与巴西政府和

巴西工业企业培训中心进行技术合作的非洲大陆国家的注意。①

以上是巴西与非洲葡语国家在教育发展合作领域合作的概况， 下面将分别对各非洲葡

语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在与巴西发展合作署开展活动最多的十个国家中， 佛得角排

名第一， 紧随其后的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莫桑比克。 巴西与佛得角的合作主要分为三

类。 第一类是通过 ＰＥＣ⁃Ｇ 和 ＰＥＣ⁃ＰＧ 开展的高等教育交流项目。 佛得角是有学生在巴西获

得本科教育奖学金资助的第一个国家， 如果考虑研究生奖学金项目， 则佛得角在非洲葡语

国家中排名第二， 如表 １０ － ４ 和表 １０ － ５ 所示②， 在所有留学生中， 佛得角有 ２８８０ 名本科

生和 １３２ 名研究生， 分别占非洲葡语国家的 ５２％和 ２７％ 。

４７２

①
②

ＧＯＮÇＡＬＶＥＳ （２０１１）。
以美元为单位对官方支出的奖学金数额进行估计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发展合作署的估计，
除了 ＰＥＣ⁃Ｇ 和 ＰＥＣ⁃ＰＧ 两个项目之外，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 巴西共支出 １ ３４ 亿美元， ２０１０ 年该项支出则为 ３３００ 万美

元。 每个留学生所获奖学金数额取决于其实际所学课程。 比如， ２００４ 年数学本科学位的花费约为 １５００ 美元 ／ 年，
而农业工程则为 ８０００ 美元 ／ 年， 当年巴西本科学位平均花费为 ４２００ 美元 ／ 年。 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花费则是上述平均

值的两倍 （ＭＡＧＡＬＨＡ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ＡＭＡＲＡＬ，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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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与非洲葡语国家也开展了广泛的技术合作。 在卢拉 （Ｌｕｌａ） 当政期间， 巴西发展

合作署的对外技术合作活动迅速增加。 以佛得角为例， ２００４ 年在佛得角大学 （ＵＮＩ⁃ＣＶ）

开始实施的管理学硕士学位的技术合作项目， 得到了南里奥格兰德大学 （ＵＦＲＧＳ） 和巴

西利亚大学等学术机构以及巴西教育部的支持。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 巴西和佛得角的专家通

过双边合作， 在旅游业方面对众多机构和人员进行了专业的培训， 巴西发展合作署、 联邦

职业教育和科技办公室等投入资金共计 ７９ ４ 万美元。 ２０１３ 年在巴伊亚举行的部长级高层

会议上， 佛得角代表 Ｆｅｒｎａｎｄａ Ｍａｒｉａ Ｍａｒｑｕｅｓ 女士提到了与巴西外交部所开展的一系列合

作， 如高等和基础教育评估， 采用监测、 执行和控制一体化系统的学校管理 （ＳＩＭＥＣ），

以及在线培训和包容性教育等 （ＭＥＣ， ２０１３： ９）。

第三类在巴西、 佛得角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中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在识

字和青少年及成人教育的三方合作领域，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年开展了名为 “成人教育国际合作

网络和创新伙伴关系” 的项目， 参与的三方包括巴西、 佛得角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该项目的第一次研讨会召开于 ２００６ 年， 得到了巴西政府的支持。 另一个例

子则发生在职业教育领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由巴西、 佛得角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三方合作的职业培训中心成立。 在巴西方面， 巴西工业企业培训中心负责运营名为 “增

强佛得角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系统的专业培训” 项目。 巴西政府 （巴西发展合作署和外交

部） 与巴西工业企业培训中心共投入 １３３ １ 万美元， 佛得角政府则投入了 ２２ ２ 万美元。

在安哥拉， ＰＥＣ⁃ＰＧ、 ＰＥＣ⁃Ｇ 和 ＵＮＩＬＡＢ 是教育合作领域的重要支柱。 此外， 巴西环

境部于 ２００７ 年还开展了针对环境教育的合作项目， 目的是对安哥拉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并支持安哥拉城镇和环境部的国家建设项目。 ２０１１ 年， 安哥拉在教育管理领域与巴伊亚

州政府签署协议， 目前依然有 １５０ 名巴西顾问和教师在安哥拉的职业学校提供咨询和开展

教学活动。 自 ２００９ 年起， 巴西发展合作署和 ＳＥＮＡＲ 与安哥拉农业发展署在农村职业培训

方面开展了合作， 内容主要包括向安哥拉当地的技术人员传授方法， 并组织他们去巴拉那

当地的农场学习和参观。

２０１３ 年在巴伊亚教育部长高层会议上， 来自安哥拉的两位代表———教育部长 Ｐｉｎｄａ

Ｓｉｍａｏ 先生和高等教育部长 Ａｄａｏ ｄｏ 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 先生说， 他们对巴西在线上学习 （巴西开

放大学）、 通过 “字母和数字计划” （由 ＣＡＰＥＳ 开展） 增加教师人数、 基础与高等教育评

估方法转移， 以及课程开发方面的经验非常感兴趣 （ＭＥＣ， ２０１３： ８）。

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除上文提到的 ＰＥＣ⁃Ｇ、 ＰＥＣ⁃ＰＧ 和 ＵＮＩＬＡＢ 合作项目之外， 受

到巴西全国学校食堂项目 （ＰＮＡＥ） 的启发， 两国政府于 ２００７ 年签署了一项协议， 共同

开展 “学校食物计划”。 这个项目旨在将巴西的成功经验传授给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并且

为学校人员提供营养知识和社会控制的公共政策经验。 双方达成共识， 认为学校作为一个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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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学生、 教室、 管理人员、 家庭）， 是地方治理结构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并没有仅限

于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和开展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培训， 巴西政府还决定向圣多美与普林西比

的数千名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提供食物， ４ ２ 万名小学生将从这个项目所带来的更科学的饮

食中受益。

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开展的另一个项目是 “识字伙伴计划”。 巴西联邦政府与

ＡＬＦＡＳＯＬ 合作， 后者负责该计划的实施， 巴西多所联邦大学也参与了该计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至少有 １８４９１ 名青少年和成人参与到识字课程中， ２５２９ 名参加了

更高阶段的课程。 此外， ２００１ 至 ２０１２ 年间， １１０ 名教师得到了培训。 实际上， 作为非洲

葡语国家， 莫桑比克、 佛得角在这个项目上开始受益的时间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要早， 前

两者分别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就开始与巴西开展合作。 职业培训方面， 巴西工业企业培训

中心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负责建立一所培训中心， 以保障教师培训和相关教育材料的捐

赠。 在这一背景下， ２０１４ 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有 ７ 名教师和 ３ 名公共管理人员前往伯南

布哥参加培训。

２０１３ 年在巴伊亚教育部长高层会议上， 来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教育、 文化和培训

部长 Ｊｏｒｇｅ Ｌｏｐｅｓ Ｂｏｍ Ｊｅｓｕｓ 先生欢迎巴西与该国共同建立和发展 ＳＴＰ 公立大学， 参与合作

伙伴关系的有巴西外交部和米纳斯吉拉斯大学以及 ＵＮＩＬＡＢ。 他还宣布， 圣多美高等理工

学院是这一倡议的焦点。 在同一场合， ＳＴＰ 政府表达了在教师培训、 校园交通体系、 教学

方法概念化与出版、 改善学校餐饮计划等领域与巴西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 （ＭＥＣ， ２０１３：

１１）。

几内亚比绍也是 ＰＥＣ⁃Ｇ、 ＰＥＣ⁃ＰＧ 和 ＵＮＩＬＡＢ 项目的受益国。 在其首都比绍， 巴西建

立了一所职业培训中心， 自 ２００９ 年起共有 １２００ 人参加了培训。 另一个培训安保人员的中

心也在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的支持下建立， 后者主要承担技术建议与监督的责任。 这

是在巴西之外首次建立此类中心， 巴西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共投入 ３００ 万美元用来支持这项

三方合作项目。

巴西早在 １９７５ 年莫桑比克独立伊始， 就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 次年 ３ 月巴西在马普

托设立了大使馆， 但直到内战之后的 １９９８ 年， 莫桑比克才在巴西设立大使馆。 １９６１ ～

１９６４ 年， 巴西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巴西与非洲的关系， 但其始终被巴西和葡萄牙的友谊框

架所束缚。 对于葡萄牙政府来说， 独立和主权运动是不被支持的。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

始， 巴西在外交政策上才逐渐改变对非洲葡语国家的态度。 ８０ 年代巴西军政府统治结束，

民主政府才能进一步地与非洲葡语国家建立更广泛的双边关系。 两国恢复邦交后实施了大

量项目， 接下来， 我们将通过聚焦教育合作领域， 来勾勒两国合作的概况。

两国当代国际发展合作的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１） 从莫桑比克独立到 １９９２ 年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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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协议阶段； （２）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巴西经历再民主化阶段的同时， 莫桑比克正处于

进行机构能力建设的阶段； （３） ２１ 世纪， 尤其是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①。 第一阶段是以建交为

主要特征的时期，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两国签署了合作协议，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两国再次确认这一协议，

并开始实施。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两国又达成了科学技术合作协议， 其中第一、 第五、 第六和第

十三条提到了教育合作、 高等教育及大学、 交换项目和奖学金合作项目。 第一阶段主要的

合作内容， 正如 Ａｎａ Ｃａｍｂａｚａ 提到的， 主要是关于广播识字教育的。 莫桑比克公务员参观

巴西比较贫困的州， 并接受关于如何使用社区广播以及在农村开展这个项目的培训②。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ｔｏｎｉｏ 认可了该广播项目在数个省实施的重要性， 此后， 莫桑比克国家教育发展研

究所与巴伊亚教育广播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被称作 ＩＲＤＥＢ）。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巴西文化中心 （现更名为 “巴西研究中心”） 在莫桑比克建成， 实现

非洲 －巴西文化一体化的具体构想得以提出， 该中心成为促进巴西与莫桑比克和其他非洲

国家文化交流的场所。 巴西文化部长 Ｊｏｓé Ａｐａｒｅｃｉｄｏ 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是该进程的关键推动者。 然

而， 尽管 Ａｐａｒｅｃｉｄｏ 努力促成葡语国家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想法成为现实， 但当时莫桑

比克深陷内战， 而巴西则正在经历重大的经济改革， 并面临国内再民主化的挑战。

在第二阶段， 莫桑比克进入了和平阶段， 巴西在经济和政治上也经历了更进一步的改

革。 葡语国家共同体 （ＣＰＬＰ） 于 １９９６ 年成立③。 ２０００ 年， 卡多佐总统正式访问马普托，

并在那里参加了第三次葡语国家共同体峰会。 ２００１ 年， Ｊｏａｑｕｉｍ Ｃｈｉｓｓａｎｏ 总统对巴西进行

了正式访问， 两国总统签署了六份合作指导意见， 内容涉及健康、 教育、 社会政策和公共

安全。 在教育合作领域， 这些指导性文件覆盖青少年和成人教育 （与 ＡＬＦＡＳＯＬ 合作）、

奖学金政策 （与巴西的非政府组织 Ｍｉｓｓãｏ Ｃｒｉａｎçａ 合作） 与技术合作领域。 次年 ８ 月， 莫

桑比克总统参加了在巴西利亚召开的第四次葡语国家共同体峰会。

卡多佐总统的外交政策并未明确强调优先考虑非洲和非洲葡语国家， 但他在葡语国家

共同体国家中增加了巴西的曝光率， 尽管巴西独立外交政策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遗产和实

用主义在 ７０ 年代的影响依然在后台发挥作用 （ＶＩＧＥＶＡ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在卡多佐总统

任期内， 教育合作是巴西进入莫桑比克的主要渠道。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ｔｏｎｉｏ 证实，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６ 年莫

桑比克与巴西合作开设了第一个教师培训班： 教育水平在 ７ 年以上的公民有机会参与课程

７７２

①

②
③

笔者对这三个阶段的划分进行了解释 （译者注）。 这种划分是基于双边关系的历史， 以及在马普托当地的调研和对

官方文件 （包括协议、 声明、 评估报告、 项目文档和报告在内） 的参考。 为尊重本人意愿， 我们隐去了一些被访

者的姓名。
有趣的是， 莫桑比克目前还有一个项目被称作 Ａｌｆａ⁃Ｒａｄｉｏ， 不过是与巴西政府合作开展的。
１９８９ 年葡语国家在圣路易斯召开首脑会议， 时任巴西总统若泽·萨尔内 （ Ｊｏｓé Ｓａｒｎｅｙ） 提出了有关倡议。 在会议

上， 各国代表决定创建国际葡萄牙语研究所 （ＩＩＬＰ）。 这一决定将众多葡语国家聚集在一起 （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

在共同的语言和共享发展及民主这一历史遗产上）。 但这一决定仅仅在驻里斯本的巴西大使 Ｊｏｓé Ａｐａｒｅｃｉｄｏ 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推动下执行了一年 （１９９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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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一名公共教师。 这个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停止。 在高等教育领域，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９ 年， １５６

名莫桑比克公民受益于 ＰＥＣ⁃Ｇ 项目。 表 １０ － ４ 和表 １０ － ５ 表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年期间， 莫

桑比克有 ５２ 名学生参与 ＰＥＣ⁃Ｇ， １９ 名学生参与 ＰＥＣ⁃ＰＧ。

Ａｎａ Ｃａｍｂａｚａ 证实，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 年， 识字项目是巴西与莫桑比克开展合作的重要推

手。 在巴西多所大学和巴西发展合作署的协助下， ＡＬＦＡＳＯＬ （及其分支 ＡＡＰＡＳ） 为莫桑

比克带来了识字教学方法和教学工具， 受培训人员的选拔标准依据性别和参与度。 与此同

时， 巴西对莫桑比克全国识字率试点工程的开展也给予了支持。 根据 ２００３ 年的评估，

ＡＬＦＡＳＯＬ 计划五个目标中的两个 （教育部读写能力部门的管理者能力建设； 试点项目

２５％的执行率） 没有完成。 主要原因是莫桑比克当地不适应教学材料， 并且缺乏资金聘

请培训人员。 其余的三项指标均达成： （１） 在有 １５４７ 名学生 （第一阶段） 和 ６１６０ 名学

生 （第二阶段） 参与的五个省 （德尔加杜角省、 加沙、 马尼卡、 马普托、 索法拉） 发展

２４０ 个识字小组； （２） 对 ２５０ 名培训人员进行能力培养； （３） 改革识字项目的评估方法。

第一阶段里， ８０ ６％的学生是女性， 第二阶段这一比例变为 ７３ ８％ ①。 然而， 当莫桑比克

政府决定开发新识字课程时， ＡＬＦＡＳＯＬ 项目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这意味着由巴西提供的

教学材料被认为不符合当地的需求②。 修订版本花费了莫桑比克政府几年的时间， 因此

ＡＬＦＡＳＯＬ 的项目并没能再继续下去③。

巴西与莫桑比克合作的第三阶段开始于 ２００３ 年， 当时巴西外交政策更明确地聚焦于

南南合作关系 （ＶＩＧＥＶＡＮＩ ＆ ＣＥＰＡＬＵＮＩ， ２００７； ＭＩＬＡＮＩ， ２０１３）。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卢拉总

统在访问莫桑比克期间， 签订了 １１ 项技术合作项目。 莫桑比克总统 Ｊｏａｑｕｉｍ Ｃｈｉｓｓａｎｏ 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回访巴西， 巴西免除了莫桑比克 ９５％的公共债务， 共计约 ３ １５ 亿美元， 其余

转化为巴西出口激励计划下的商品信贷。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莫桑比克总统 Ａｒｍａｎｄｏ Ｇｕｅｂｕｚａ 对

巴西进行了正式访问， 在巴西的国庆游行中受到上宾礼遇。 在教育政策领域， 巴西继续在

学校拨款计划 （在莫桑比克该项目被称作 “孩子的未来”） 上增加投入 ４ 亿美元 （２００５

年为 １ 亿美元， ２００６ 年为 １ ５ 亿美元， ２００７ 年为 １ ５ 亿美元）。

在巴西外交部和巴西发展合作署的支持下， ＡＡＰＡＳ 通过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的方式，

继续在莫桑比克参与国家识字项目的实施。 ２０１０ 年， 在 ＰＥＣ⁃Ｇ 和 ＰＥＣ⁃ＰＧ 项目的推动下，

巴西在莫桑比克的高等教育支出约 １８５ 万美元 （如表 １０ － ６ 所示）。 然而， 第三阶段， 尤

其是在迪尔玛·罗塞芙 （Ｄｉｌｍａ Ｒｏｕｓｓｅｆｆ） 任期内， 教育合作开始集中在远程教育、 农业

８７２

①
②
③

参照 Ａｎａ Ｃａｍｂａｚａ 的评估报告。
这里应当理解成当地需求， 或是莫桑比克正在经历的结构调整而导致的约束。
ＡＬＦＡＳＯＬ 和 ＡＡＰＡＳ 是执行政治项目并直接遵守总统制的非政府组织。 这两个组织的活动受到巴西教育部的直接支

持， 并源自公司合作伙伴关系 （ＰＥＲＯＮＩ，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３ 年的卢拉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革， 即通过公共

筹款方式运作， 尽管 ＡＬＦＡＳＯＬ 依然是国家和国际项目的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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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教育以及学校食物和营养 （参考巴西外交部的 ＦＮＤＥ） 等方面。 发展合作议程的

改变反映了巴西国内政策的转变。 当前正在实施的职业培训项目中的一个案例是由拉夫拉

斯连班大学和外交部以及巴西棉花研究所合作的 “棉花培训课”①。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０ 名非

洲葡语国家本科阶段的专业学生参与了农业科学领域的新课程。 每个学生能够得到 １０００

美元 ／月的奖学金。 巴西合作方承担全部费用， 包括往返机票、 人身与医疗保险、 住宿和

饮食。 这一课程将持续 ４ 个月。

巴西开放大学项目是目前在莫桑比克开展的主要远程教育项目。 该项目向 ６９０ 名莫桑

比克公民提供本科学位。 ２０１３ 年 ＵＮＩＬＡＢ 整合了项目的领导委员会， 加入了另外四所大

学： 茹伊斯迪福拉大学、 戈亚斯大学、 里约热内卢大学和弗鲁米嫩塞大学。 巴西开放大学

在其中扮演了协调角色。 该项目在莫桑比克的主要合作伙伴是蒙德拉内大学和莫桑比克师

范大学。 巴西与莫桑比克的老师共同准备教学材料、 批改试卷， 并通过网络跟进学生的情

况。

在前文提过的 ２０１３ 年巴伊亚的高层会议上， 莫桑比克教育部长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Ｌｕｉｓ 先生表达

了未来在数字教育和运用信息技术方面与巴西开展教育合作的愿望， 尤其是巴西开放大学

在莫桑比克扩张的今天。 当前， 开放大学旗下的项目在以下领域进行： 数学 （巴西的弗

鲁米嫩塞大学与莫桑比克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 （茹伊斯迪福拉大学和蒙德拉内大学）、

幼儿教育 （里约热内卢大学和莫桑比克师范大学）， 以及生物学 （戈亚斯大学和莫桑比克

师范大学）。 在莫桑比克， 有近 ６ 万名小学教师和 ８０００ 名初中教师， 他们之中有 ３１％ 的

人没有大学学历。 这些项目旨在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培训 ４９４０ 名教师和 １３５０ 名来自政府机

构的管理者。 巴西通过建设远程教育基础设施、 为教师和管理监督人员提供奖学金、 免费

传授所有科技经验来支持莫桑比克 （ＭＥＣ， ２０１３）。

总体而言， 莫桑比克与多个双边、 多边机构保有合作。 根据经合组织官方数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莫桑比克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构平均每年接受约 ７ 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

助， 到 ２００６ 年已上升至 ９ ４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为 １７ 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为 １４ ８ 亿美元。 从

财政意义上讲， 巴西与莫桑比克的发展合作数额几乎是无关紧要的， 但其在主题上对技术

合作、 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的关注， 在下文将要讨论的某些条件下， 或许会在长期产生积

极的影响。

在远程教育项目起作用的例子中， 访谈表明至少需要两个条件。 首先， 莫桑比克习惯

与南北合作机构开展合作， 并期望在过程中掌握决定权和优先领域的定义权。 Ｆｒａｎｋ

９７２

① ２０１０ 年， 巴西政府与美国在运用公司产品信贷资源建立基金方面达成共识， 用来在世贸组织内部解决两国政府针

对补贴产生的争议。 这同时也促进了巴西棉花研究所的成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创建的非盈利组织开始管理这些基金，
旨在通过国家和国际合作促进巴西棉花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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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ｏｎｉｏ 回忆起早年间， 巴西试图推行本国的远程教育模式， 但莫桑比克人需要新的课程

和情境导向的课程内容。 这意味着， 与巴西积极的外交尝试无关的行为可能会在项目的实施

过程中出现， 由于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巴西需要加强其教育发展合作政策的专业性， 以使这

些政策真正地适应当地需求。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ｔｏｎｉｏ 还指出， 巴西开放大学项目有很多参与方， 五所联

邦大学中的每一所都有部分决定权。 这会导致决策过程的碎片化， 并妨碍整个过程的协调性。

这也是为什么自 ２０１２ 年起， 两个协调委员会分别在两国建立， 这使得双方都能发出统一的声

音。 这种协调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远程教育项目预计将持续到 ２０１９ 年。

七　结论

如金砖国家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影响正在迅速增加， 这其中包含了它们作为官方和非官

方南南发展合作提供者的角色。 巴西在发展合作中的表现得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国际机

构以及其他其他发展议程的参与者的广泛认可。 正如前文所述， 巴西的发展合作活动是很

多理念、 机构以及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 现阶段隶属于巴西外交部的巴西发展合作署仅为

众多决策和执行合作倡议机构中的一员。 目前， 巴西政府正试图通过增加人力与财政资源

供给， 提出改进并加强巴西发展合作署职能的国际合作议案。

有意思的一点是， 在上文提到的 ２０１３ 年巴伊亚高级会议上， 巴西政府强调对巴西小

学教师开展非洲历史与文化相关课程的培训， 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第 １０６３９ 号法案

被批准后， 巴西外交部呈递给葡语国家共同体一项提案， 目的是向非洲葡语国家输送短期

实习教师， 使其更加深入地了解非洲的文化、 社会和历史 （ＭＥＣ， ２０１３）。 这种例子说明

巴西在给非洲葡语国家提供援助的同时， 也需要从这些国家获取合作的机会。 这种实践对

于想要从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上重塑外交模式和援助领域典范的两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框架下， 传统上分为施予援助的一方与接受援助

并从中获益的一方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 ２０１２ａ）。 要求对巴西教师在文化与历史上进行相关培

训， 体现了巴西期待从合作中互惠互利， 通过给予来获得合作伙伴、 共享经验、 共担责

任、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追求文化与社会认同是巴西发展合作指导原则的重要特点。

然而， 巴西的发展合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 应用经济研究所与巴西发展合作署公布

的数据中并未包括金融与经济合作， 此类合作通常由巴西财政部与国家发展银行负责。 在

与莫桑比克的合作中， 巴西强调了横向合作和跨国合作， 但不同于传统援助提供国， 这些

发展合作仅通过社会组织的渠道进行。 过度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的行政工作可能使巴西的发

展合作陷入重重困境。 对于想成为一个合作提供国的巴西来说， 新的发展合作议程需要更

加专业和高效的官僚体系。 临时起意是有风险的。 这意味着巴西政府必须正视能力缺乏、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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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合作框架缺失、 资金不足、 缺乏监督、 预算削减等问题。 对未来的合作计划， 尤其是

远程教育领域， 来自莫桑比克的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ｔｏｎｉｏ 指出， 需要增加诊断阶段 （巴西与莫桑比

克共同合作）、 强化监督及提高评估标准。

本章并不是要提出关于巴西教育发展合作巩固与制度化的新模式。 对目前正在重新配

置资源并对巴西发展合作署地位和权重有着重新思考的巴西政府而言， 如何制定未来巴西

国际合作的公共政策， 以及如何扩大巴西在教育合作上的优势， 将是接下来应该着重思考

的问题。 目前， 非正式与机构分散是巴西发展合作制度框架的主要特征。 巴西发展合作署

对其负责的项目缺乏措施和手段 （人力资源、 预算、 框架和政治实力） 对所有活动进行

协调和评估。 巴西政府需要提炼其合作理念， 并明确其统计定义， 这是提高其透明度、 责

任感和社会参与度必不可缺的条件之一。 这只是巴西政府需要解决的一部分问题， 以巩固

其国际发展合作的路径， 尤其是在教育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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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第十一章

南南合作框架和印度发展伙伴
关系的新兴轮廓

∗

一　起源与发展

关于发展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政策是印度外交的一部分。 在印度可以行使独立的政策

时， 其总是存在这种倾向： 无论是阿育王 （公元前 ２６８ 年至公元前 ２３２ 年） 还是朱罗王

朝的拉贾乔拉皇帝 （公元 ９８５ 年至 １０１４ 年）， 分享知识、 文化和精神力量总是其政策和

方法的核心要素。 在莫卧儿人和英国人入侵之后， 这个印度的传统消失多年。 然而， 即

使在自由斗争期间， 印度国民大会党仍为非洲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运动提供支

持。 在印度独立并于 １９４６ 年建立临时政府之前， 尼赫鲁曾提出为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

亚的农业科学家提供培训的计划。 这项计划由他的教育部长 Ｓｈａｆａａｔ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ｎ 先生①

推进， 尼赫鲁写道：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交换留学生。 这是密切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建议

我们也可以对印度尼西亚做同样的事情， 或者将其称为 “同样的事情” 也并不准确，

因为目前印度尼西亚还没有为印度学生提供教育的设施。 首先， 我们所能做的是为印

度尼西亚的一些学生提供奖学金， 让他们在印度的大学学习。 我强烈敦促你在这方面

采取一些步骤， 并允许一些印度尼西亚学生获得这种奖学金。 当爪哇有了一些教育设

施后， 我们也应该派一些学生去那里。

４８２

∗
①

本章作者 Ｓａｃｈｉｎ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教授是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机构 （ＲＩＳ） 主任。
他是尼赫鲁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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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９４７ 年正式独立后， 印度政府立即在 １９４８ 年推出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奖学金

计划， 共设立了 ７５ 个奖学金名额。 后来这一计划落实为一项重要举措， 并于 １９６４ 年被

命名为 “印度技术合作培训方案” （ ＩＴＥＣ）。 最初的合作承诺及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广泛

政治联系最终塑造了印度南南合作的轮廓， 在不结盟运动 （ＮＡＭ） 和 “科伦坡计划”

之前， 印度已经开启了南南合作的大门。

印度的发展理念是 “同一个世界” 和全面发展伙伴关系。 其理论框架来自于发展契

约这一概念。 合作发展这一现代概念提供了开展发展援助的五个不同层面： 贸易和投资、

技术、 技能提升、 信贷额度 （ＬｏＣｓ）、 赠款。 信贷额度和赠款可以在总体融资机制下汇

集。 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合作是促进这五个层面的广泛参与的主要因素， 双方的

这种交互强调对经济发展的全面支持。 以下将讨论其中的一部分， 笔者将利用来自印度的

经验、 证据， 对这一问题做出分析与归纳。

为什么从培训和能力建设开始， 这些计划就很快演变成内容更丰富、 资源密集性更强

的计划呢？ 如收到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等伙伴国的具体要求后， 印度特别在项目方面

增加了新的模式。 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中， 项目数量增加如此之快， 至 １９５２ 年， 印度在

加德满都的大使馆发起成立了印度援助代表团 （ ＩＡＭ）。 该组织的职责是改进所有项目的

综合情况， 并在各执行机构之间进行协调。

１９６６ 年， 英迪拉·甘地访问加德满都， 并将印度援助代表团的名字改为印度合作代

表团 （ＩＣＭ）①。 在演讲中， 她提出了区分援助和合作的想法。 这从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英迪拉·

甘地在加德满都演讲的以下节选中可以看出：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以我们自己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的国际经济合作精神， 协助你

们的发展计划。 尼泊尔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成为基于平等和互利原则的友谊

的又一个象征。 这些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普世法则。②

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助尼泊尔执行其发展计划。 印度也是外国援助的

接受国， 我们认为这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必要和有用的形式。 我们能用我们自己的资

源、 汗水和劳动、 我们人民的储蓄和投资为我们发展计划的主要部分提供资金。 在过

去十年中， 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扩大了资源库， 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这是增长的

规律。 我知道尼泊尔也是这样。 让印度倍感自豪的是正在建设的 Ｔｒｉｂｈｕｖａｎ Ｒａｊｐａｔｈ 公

路、 Ｓｏｎａｕｌｉ⁃Ｐｏｋｈａｒｅ 公路和更雄心勃勃的东西方高速公路将构成一个交通网络， 这将

５８２

①
②

ＭＥＡ （１９６６ － ６７）。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４ 日在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 （Ｋｉｎｇ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 和王后举行的宴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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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进步和发展的节奏。 我们还将在您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适当地提供帮助。

我们的大学和技术学院的大门长期对来自尼泊尔的学生开放。 我们许多大学都自

豪地要求接受杰出的尼泊尔公民作为学生。 我希望双方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流动以及其

他人与文化的联系可以继续增加。①

印度合作代表团的额外责任是确保项目的质量。 随着印度合作代表团变得更加活跃，

它邀请了许多尼泊尔本土的专家来对印度项目的质量和实施进行审查。 这些审查以报告的

形式提出， 并被拿来讨论。 然而， 不久之后， 针对尼泊尔和不丹， 印度转而采用基于援助

的方案。 后来， 印度又曾对尼泊尔采用基于项目的援助方式， 而不丹则始终在基于援助方

案的框架下维持与印度的发展伙伴关系。 这也是印度探索发展三方合作力量的时期。 通过

与美国合作， 印度建立了横贯尼泊尔的广播和道路网络②。 印度还与加拿大一起， 确保了

孟加拉国的粮食供应， 而那时孟加拉国还被称为东巴基斯坦。 即使现在， 印度仍与美国合

作在阿富汗训练警务人员。 在这一合作伙伴关系中， 印度主管培训， 美国则提供经费支

持。

事实上， 印度正在探索三方发展合作 （ＴＤＣ） 的可能性， 因为几乎没有国家采用这一

手段。 早期的一个例子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 印度和美国一起努力在尼泊尔和阿富汗

建立无线电网络， 并在加德满都建立一条主干道。 印度还修建了 Ｔｒｉｂｈｕｖａｎ Ｒａｊｐａｔｈ 公

路———一条横贯尼泊尔的长达 １３０ 公里的山区公路， 这一工程花费超过 ３０００ 万卢比， 于

１９５７ 年交付完工。 几乎与此同时， 印度与尼泊尔政府和美国政府签署了一项三方协议，

建设 １５００ 公里的道路网络， 而印度最初 ８３３０ 万卢比的援助款来自对尼泊尔的 Ｔｅｎ Ｃｒｏｒｅ

援助方案③。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 美国、 印度及尼泊尔政府在加德满都签署了一项三方电信协

议， 这项协议以改善加德满都、 新德里和加尔各答之间的电信状况， 并向尼泊尔提供高效

的内部电信服务为目的。 在三方发展合作的另一个例子中， 印度为加拿大在 “科伦坡计

划” 下向尼泊尔捐赠 １０００ 吨小麦的项目提供了运费④。

在这一时期， 印度还推出了一个提供优惠贷款的新方案， 最终发展为提高信贷额度的

方案。 在信贷额度计划的第一阶段 （１９６６ ～ ２００３ 年）， 印度政府与借款国签署信贷协议，

相关的信贷额度直接纳入预算， 并通过印度国家银行支付。 在此期间， 印度政府向 ２３ 个

国家提供了 ８３ 个政府对政府的信贷额度， 按照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⑤ 计算， 共计 １８ １６８２

６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在加德满都公民招待会上的致辞。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２０１６）。
ＭＥＡ （１９５８ － ５９）。
ＭＥＡ （１９５８ － ５９）。
印度的 ＰＰＰ 转换因子为 ０ ０３， 这是基于 ２０１１ 年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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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３１ 个美元计价的信贷额度）① 和 ５８ ６２１ 亿印度卢比 （５２ 个卢比计价的信贷额

度）②。 在孟加拉国独立时， 印度为那些与自身相关， 甚至为那些与孟加拉国的一些其他

要求有关的金融贸易提供了全力支持。 从 １９７５ 年到 １９７９ 年， 印度一直为孟加拉国提供贸

易融资。 在 ２００５ 年的香港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 印度宣布， 除了基金、 信贷额度和建

设项目之外，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将向所有不发达国家货物提供进入本国市场免除关税及配额

的优惠。

在几个相关计划中， 印度与许多国家建立了技术伙伴关系。 印度为 １９８１ 年 “加拉加

斯行动纲领” 的启动提供了支持， 该纲领由 “七十七国集团” 通过， 并肯定了科技在南

南合作中的重要性。 这导致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ＴＣＤＣ） 的启动， 并在许多情况下通

过双边合作的形式实现了技术转让。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这些技术大多是简单、 与直

接需求密切相关的。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ＴＣＤＣ）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ＥＣＤＣ）

的相关举措有其自身局限性， 但即便至今， 人们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仍有重大意义③。

本章内容涵盖印度关于南南合作政策与印度发展合作政策的不同维度。 下一节将讨论

南南合作框架， 随后则分别讨论制度框架、 模式和伙伴关系， 最后一部分对新出现的挑战

和未来前进方向进行评述。

二　南南合作框架

南南合作不是以排斥北方为代价， 它涵盖了 “同一个世界和全球公民” 这一更广泛

的概念。 在寻求承诺更加包容， 从而实现更广泛发展的过程中， 这一概念的内涵随着时间

不断演变。 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合作的多重维度和我们在南南合作中秉持的原

则。 因此， 我们会发现， 主权、 平等和对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信念是十分关键的原则， 这些

原则使人们以实现人类自由为己任， 并对 ２０ 世纪早期产生的种种倾向进行矫正， 这些倾

向包括殖民主义， 以及那些为实现所谓和平与和谐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创造出的不平等条

件。 这些指导南南合作话语的广泛原则已经成为一些南方领导集团的重要理念， 如 “不

结盟运动”、 “七十七国集团” 和 “十五国集团” 等。 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与不同

势力和国家建立关系的指导力量。 印度在其外交政策框架中吸收了这些原则。 这对我们了

解印度外交政策后期的发展很重要：

７８２

①
②
③

约 ３ ５６ 亿美元的政府和社会合作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共有 ２１ 个优惠贷款项目， 覆盖 ８ 个国家， 总共约 ３ ６６ 亿美元。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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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实现和平与繁荣不仅仅是倡导道德戒律的幻想： 相反， 两者是不可分的。①

我们可以发现， 这句话中强调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可以以某种形式相互联系， 而这

种联系又有助于确定外交政策中的优先事项。 我们发现这是跨越国家发展的精神， 并与那

些决定我们如何与全球社会接触的变量相关。 在这里可能相关的一个例子是 “科伦坡计

划”， 在这个计划中，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印度和其他几个国家聚集在一起支持能力建

设。 许多国家是这个计划的成员。 在美国， 像这样的计划被称为 “第三国计划”， 用以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在 “科伦坡计划” 下， 成员国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技术援助和能

力建设工作。 因此，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努力得以产生， 这种努力使

人们立场趋于一致， 我们需要看到和分析两极分化、 分歧点、 国家类型、 南北阵营这一系

列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第一位总理尼赫鲁在独立日的演讲。 在下面引

用的段落中， 他谈到了梦想以及解决贫困和无知的努力。 他说这些梦想不仅仅是为了印

度， 也是为了整个世界。 因此他说， 我们需要与发展中国家和我们的邻国合作。 全球挑战

的观点是他推崇的广泛起源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在确定关键层面的全球公平原则

的努力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印度的服务意味着数百万遭受苦难的人的服务。 它意味着结束贫困、 无知和疾病

及机会不平等……所以， 我们必须劳动和工作， 努力工作， 实现我们的梦想。 这些梦

想是为印度， 也是为世界， 因为， 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任何

一个人都难以想象可以将其分开。 和平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 现在的繁荣也是如此，

在这个世界上的灾难也不能再被分割成孤立的碎片。

哲学家彼得·辛格和托马斯·波格也有类似的想法， 他们都在研究全球秩序这一

现代化概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这一概念不仅涉及公民， 而且涵盖了政府在全球挑战

方面的作用。 这些全球化挑战包括气候变化、 卫生医疗和许多其他挑战， 在这里我们

需要加深对于民族主义和 “同一个世界” 这一命题的哲学思考。 当我们说 “同一个世

界” 时， 我们如何真正看待它， 以及我们如何确定那些与 “同一个世界” 相关的主要

维度。

毫无疑问， 在全球发展合作中，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份额中的增速更快于南北官方

发展援助的增速。 在这样的背景下， 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两方势力是否真的可以互相补充，

８８２

① Ｇａｎｄｈｉ （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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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带来广泛的协同效应。 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很大的， 并且有可能填补一些国家正在面临的

资源缺口。

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 北方和南方国家重要的是回到 ２０１１ 年釜山论坛之前的状态，

当时我们讨论的是一起应对全球挑战， 这也是第四次高级别论坛 （ＨＬＦ） 内容的一部分，

当时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资源汇集在一起， 北方和南方共同努力迎接一些挑战。 但不幸的

是， 它没有成功。 北方在 ２０１１ 年创建了 “有效发展合作全球伙伴关系” （ＧＰＥＤＣ）， 但并

不能代表所有国家。 “同一个世界” 的理念是更广泛目标的一部分， 因为资源有限， 气候

变化正在发生， 全球挑战与日俱增。

我们如何共同应对？ 商业和经济利益占据了上风， 它们是如此盛行， 以至于它们改变了

我们应有的外交政策框架， 向谈判者施加压力， 并且排除了包含上述想法的选项。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强调：

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必须仍然是我们全体成员在所有领域的基础， 即

减缓、 适应和实施的手段。 任何其他做法都会存在道德上的错误， 并产生难以弥合的

差异。①

南方国家应该非常喜欢在正式场合提出其赖以开启这段旅程的想法和哲学思维。 国际

社会和其他人也可以考虑以某种形式提出这些问题， 以便提高对早先提到的 “同一个世

界” 概念的认识， 而南南合作正是这一立场的生动体现。

这里我们应该重温印度外长苏什玛·斯瓦拉吉提出的建议：

印度与发展中国家的多方面和实质性合作证实， 它将继续和无条件地承诺促进一

个共同努力、 和平共处、 分享资源的世界。 联合国最近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印度

珍视的永恒价值观相呼应： “愿所有人都快乐， 愿所有人都远离疾病， 愿所有人实现

美好生活， 愿所有人免遭任何苦难。”②

三　印度的体制建设

印度早在英国殖民者离开之前就为南南合作的体制结构建设做出了贡献。 开始时， 印

９８２

①
②

印度总理莫迪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上的致辞。
《南南合作 ２０１６ ： 会议记录》， 新德里： ＲＩＳ， ２０１６，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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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以促进与其他殖民地政治团结为目的， 但很快就转变为实施专门的培训计划。 １９４６

年， 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农业科学家被邀请来印度进行为期 ３ 个月的培训。 １９４７ 年

正式独立后， 印度启动了外交部主管的能力建设计划。 很快， 外交部的经济事务司

（ＥＡＤ） 成立， 以协调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然而， 由于资源限制， 该计划很

快停止实施。 如前所述， 由于尼泊尔在印度的南南合作中享有特殊地位， 其数个项目和计

划得到印度援助代表团的支持， 后者后来被更名为 “印度合作代表团”， 以反映印度对南

南合作的更深层次的承诺， 并且表明印度不提供援助， 而是扩大合作。 印度在 “援助”

和 “发展合作” 之间做了明确的区分。

在经济事务司撤销之后， １９６１ 年经济和协调司 （ＥＣＤ） 成立， 这是一个改进版本的

经济事务司。 经济和协调司在 １９６４ 年更名为经济司。 其命名和职能的改变旨在进一步改

善体制结构， 是印度实践成果的反映。 １９６４ 年， 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司 （ ＩＴＥＣ） 成立，

并制订了印度技术经济援助计划。 随着一系列成果的取得， 该计划本身也得以优化。 与此

同时， 印度还在机构层面进行了其他努力， 精简印度机构， 以便在外交部的管理下， 根据

多边协定实现更好的协同和效率。 这导致 １９９０ 年经济协调股的成立。 印度体制结构的特

点体现在财政部长 Ｊａｓｗａｎｔ Ｓｉｎｇｈ 所提交的 ２００３ 年预算报告中。 这是印度南南合作努力的

一个重大里程碑， 为印度南南合作提供了一个更集中和确定的战略方向。

Ｊａｓｗａｎｔ Ｓｉｎｇｈ 在他的预算报告中提出了四项重大政策变动。 第一个是财政部 （ＭｏＦ）

提出的 “印度发展倡议” （ＩＤＩ）， 旨在将印度打造为 “生产中心和投资目的地”， 并打算

维护印度在国外的战略经济利益。 第二， 印度拒绝所有捐赠数额少于 ２５００ 万美元的捐赠

者， 他们可以将这些援助投向那些更需要的国家， 或者投向印度的非政府组织， 而不是政

府。 第三， 宣布为重债穷国 （ＨＩＰＣｓ） 提供债务减免的一揽子计划。 第四， 信贷额度的交

付机制从财政部撤出， 交由印度进出口银行下属的 ＩＤＥＡＳ 计划负责。

２００５ 年， 印度在外交部中设立了一个发展伙伴关系司 （ＤＰＤ）， 以执行发展合作项

目。 同时， 在印度发展和经济援助计划 （ＩＤＥＡＳ） 下， 财政部的信贷责任改由进出口银行

承担。 其背后的意图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并在项目交付和相关援助工作方面使用

内部专门知识， 逐步建立一个多边环境协定下的节点机构， 用于执行所有与项目有关的合

作任务， 所有类似的项目都由地区分司处理。 制度架构的这种进化轨迹促使财政部长

Ｐ Ｃｈｉｄａｍｂａｒａｍ 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预算报告中提出建立印度国际发展合作署 （ＩＩＤＣＡ） ———

尽管这一被提议成立的机构并未真正存在过。

最后， 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局 （ＤＰＡ）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成立， 以便通过概念发布和项目

发起、 执行和完成等各阶段， 有效地管理印度在南南合作中的工作。 该机构有三个司———

ＤＰＡ Ｉ、 ＤＰＡ ＩＩ 和 ＤＰＡ ＩＩＩ。 ＤＰＡ Ｉ 负责所有信贷额度项目， 东部、 南部和西部非洲地区的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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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项目， 对孟加拉国的拨款援助项目以及斯里兰卡住房项目。 ＤＰＡ ＩＩ 负责技术和经济援

助计划、 非洲特别援助计划 （ＳＣＡＡＰ）， 以及东南亚、 中亚、 西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道主

义援助和灾难救援项目。 ＤＰＡ ＩＩＩ 管理在阿富汗、 马尔代夫、 缅甸、 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实施

的赠款援助项目。

虽然所有这些方案和体制倡议都是在外交部的管理下进行的， 但是如果认为只有外交

部在提出和管理发展合作计划， 那就犯了概念性的错误。 目前， 印度的体制结构涉及多个

行政部门， 包括农业、 科学技术、 卫生和家庭福利、 环境和森林、 人力资源开发和相关机

构， 以便提供多样化和有效的共享服务。 职能部委的参与还取决于其可能拥有的开展国际

联系的性质。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际机构的政策对有关部委制定的方案的性质有重要影

响。 例如， 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影响印度卫生部的方案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落实。

因此， 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局不是做出政策决定的机构。 它主要的职责是通过更好和有

效地协调各项倡议， 提高印度在发展合作领域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此外， 外交部各地区分

司在发展合作项目方面仍有较大发言权。 这些地区分司会考虑南方伙伴国家的需求。 这种

需求驱动是印度制度架构的指导原则之一。 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提及印度在许多国家， 特

别是非洲大陆国家建立职能机构的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例如， 印度协助毛里求斯在 ２００５

年建立其知识产权小组， 并在早些时候帮助毛里求斯建立射电望远镜设施。 另一个例子

是， 印度正在建立科特迪瓦的小型和微型机械示范中心， 作为这一合作项目的一部分， 印

度国家研究开发公司 （ＮＲＤＣ） 将帮助其展示农业机械并为其投入生产提供支持。 设立这

种机构同样是以需求驱动为基础， 以加强南部伙伴国家的能力。

因此， 通过仿效成功案例， 印度的体制结构正在向知识和经验共享的方向发展， 协助

非洲国家建立职能机构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正如 Ｓ Ｊａｉｓｈａｎｋａｒ 博士所说， “多年来， 我们将我们的发展伙伴关系延伸到非洲、 中

亚、 东南亚和拉丁美洲。 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增强建设能力、 开发人力资源和加强互联互

通， 在基础设施、 能源、 电力传输等领域执行互利互惠项目。 这些项目由东道国政府为其

自身发展而确定， 并符合它们的优先方向”。

印度技术和经济援助计划 （ＩＴＥＣ） 于 １９６４ 年启动， 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为世界许

多地区的能力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来自超过一百六十个国家的数千名外国专业人士正在印

度的知名机构接受不同学科的培训。 “在所有这些发展援助的基础上，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

支持南南合作精神。 我们根据的是一种需求驱动的基本原则， 我们不附加任何条件， 我们

始终尊重我们的伙伴国家的主权。”①

１９２

① 《南南合作 ２０１６ ： 会议记录》， 新德里： ＲＩＳ， ２０１６，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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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模式和伙伴关系

北方国家经济蓬勃发展， 南方国家在与其市场连接方面可以获得一些优势。 如果

北方现在正进入结构调整期， 达到低得多的增长水平， 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越来越关注

自己和对方， 以维持其发展势头。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７９）

正如 Ｌｅｗｉｓ 所说，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转变模式， 也需要能力提供者做出转变。 因

此， 团结理念是南南合作概念的核心。 南方国家一直以来都以一种团结的方式互相帮助。

然而， 多年来， 发展合作在 “发展契约” 的框架下发展出大约五个不同的层次， 包括技

能提升、 贸易和投资、 技术、 信贷和赠款。 “发展契约” 标志着南南合作带来的更大的一

致性， 是由伙伴国家做出的共同发展的承诺。 它不是单向增益， 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属于单

方面的索取。 这是一种从相互平等的关系中获得的利益。

发展契约与方式

能力建设

如前所述， 能力建设已成为南南合作框架内合作的主要领域。 每个国家都根据其能力

参与了这种模式。 它主要侧重于在合作伙伴国家培训人员或在合作伙伴国家开展培训计

划。 它的设计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项目需求或弥补某国技术人员的能力不足。 这种模式适用

于技能密集型地区， 特别是在建设工厂或安装机械需要技术援助时。 这也考虑到教育机构

的要求， 并在其任务范围内提供部分或完全资助的方案。

印度通过为非洲及其亚洲邻国提供奖学金名额促进能力建设、 推动文化和教育发展。

其由三个缺一不可的部分组成： 在印度提供培训， 派遣专家小组到伙伴国家， 以及为项目

实施地区提供设备。 根据印度的经验， 印度认识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由训练有素

的人员组成的健全系统的重要性， 因此在 １９４６ 年印度就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相关人员

提供了培训方案。 这一优秀的传统随后被发扬光大， 奖学金名额逐年增加， 在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５４ 年间达到近 ３４０ 个。 最符合这项倡议精神的是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 非洲特别援助

计划项下的平民培训计划， 其为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以及东欧、 中亚、 海湾地区与太

平洋和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帮助。

其他合作事项包括印度加入由英联邦发起的 “科伦坡计划”， 旨在促进亚太地区成员

国的发展， 以及为伙伴国家提供不同的培训计划， 如针对吉布提、 老挝和莫桑比克的人力

资源培训计划， 为阿富汗公民在公共行政、 通信和气象设施方面提供培训支持， 在肯尼亚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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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罗毕设立皇家住宿技术学院， 等等。 在非洲， 苏丹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１９５４

年， 印度为苏丹的司法官员和其他官员提供培训， 并针对苏丹政府提出一个移民官员补偿

计划。 印度还捐赠 １５０ 万卢比， 在肯尼亚内罗毕设立了皇家住宿技术学院， 该学院于 １９５６

年开课， 提供技术、 商业和艺术领域的高等教育。 这一项目的理念是不分种族地促进肯尼

亚人接受教育， 促进肯尼亚多种族、 一体化的社会演变。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印度副总统

Ｓ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博士访问了肯尼亚， 并参加了该学院下设的甘地纪念学院的开幕式。 三年

后， 印度开始向西亚和北非学生提供奖学金， 并向私人学生提供住宿设施， 邀请他们来印度

学习或参观农业和科学中心。

从表 １１ －１ 可以看出， 能力建设的旗舰计划——— 技术和经济援助计划在过去十多年中得

到较好执行。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度的预算拨款为 ９４６ 万美元， 学员总数为 ２１４４ 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度

的学员人数达到 １２０００ 人， 拨款近 ４８４５ 万美元。 该年度有 ３００ 多个短期、 中期和长期课程。 这

并不是唯一的培训计划， 印度政府还启动了另外数个由外交部和各部委主办的培训计划。

表 １１ －１　 印度技术和经济援助计划实施情况

年度 技术和经济援助计划学员人数 技术和经济援助计划预算（百万美元）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２１４４ ９ ４６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３５５５ １１ １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５４０４ ２５ ３４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８２８０ ２５ ０１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 ９８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２ ５７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１２０００ ４８ ４５

　 　 来源： ＲＩＳ 印度发展合作数据库。

根据技术和经济援助计划及其姊妹计划非洲特别援助计划， 印度邀请亚洲、 非洲、 东

欧、 拉丁美洲、 加勒比以及太平洋小岛屿国家的 １６１ 个国家分享印度的发展经验。 该计划

旨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印度的技术知识和专业知识， 并为其提供培训机会、 咨询服务

和可行性方案。

印度的另一个合作计划——— “科伦坡计划” 的技术合作计划 （ＴＣＳ）， 于 １９５０ 年开

始， 目的是向邻近的 “科伦坡计划” 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通过这个计划， 印度为亚洲

“科伦坡计划” 成员国提供了全面和综合的培训， 以帮助其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行政和

技术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以来， 外交部受托对 “科伦坡计划” 下的技术合作计划进行管理。

根据该计划， 印度将在 ２６ 个培训中心开办 ５００ 个培训班， 涵盖不同学科领域。①

３９２

①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ｅｃｇｏｉ ｉｎ ／ ａｂｏｕｔ ｐｈ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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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投资

推进南南中心贸易机制发展有许多优点。 举例而言， 它允许南方国家利用产业内和跨

产业的规模经济优势， 在北方国家的竞争之下为它们的国内产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允

许南方国家利用其需求模式具有相似性的优势， 进行适合本国需求的技术革新； 等等。

印度于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与孟加拉国签署了一项议定书， 允许两国从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起以自

由兑换的货币进行贸易。 同样， １９７８ 年， 印度与尼泊尔签订了单独的过境和贸易协定，

防止尼方对贸易联系的滥用， 从而维持印度与尼泊尔经济关系的稳定。

印度与南方国家贸易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 可从表 １１ － ２ 和表 １１ － ３ 中看出。 随着与

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 印度扩大了与几个伙伴国家的贸易， 南方国家在其外贸中所占

份额也大幅提高。 １９９５ 年， 发展中国家在印度整体出口中所占份额为 ３８％ ， 在 ２０１５ 年提

高到 ６０％ 。 主要的增长发生在亚洲区域， 其份额从 ３２％提高到 ４６％ 。 同时， 非洲区域的

增长也值得关注， 因为在同一时期其份额从 ５％扩大到近 １０％ 。

表 １１ －２　 南方国家在印度出口中所占份额

单位： ％

年份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发展中经济体 ３８ ３２ ３８ ９３ ５３ ３３ ６２ ４５ ６０ ２４

发展中经济体：亚洲 ３１ ９５ ３１ ５９ ４３ ７６ ５０ ０８ ４６ ３１

发展中经济体：非洲 ５ ２３ ５ １７ ６ ７０ ８ １２ ９ ７０

发展中经济体：美洲 １ １４ ２ １２ ２ ８２ ４ ２３ ４ １５

　 　 来源： ＲＩＳ 数据库。

在进口方面也出现了相同的增长。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在

印度整体进口中所占份额从 ３９％ 增至 ６８％ ， 亚洲地区从 ３２％ 增加到 ５４％ ， 非洲则从

６％增加到 ８％ ， 美洲地区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印度与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急剧

上升主要是由于发达市场经历了重大衰退， 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增多， 印

度正是利用了新的机会， 并将其自身的生产模式与外部的需求动力联系起来。

表 １１ －３　 南方国家在印度进口中所占份额

单位：％

年份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发展中经济体 ３９ ４１ ４７ ２６ ４９ ７２ ６７ １３ ６８ ２０

发展中经济体：亚洲 ３２ ０６ ３４ ４７ ４２ ８４ ５５ １０ ５４ ２５

发展中经济体：非洲 ５ ５６ １０ ５４ ４ ００ ８ ３１ ８ ４０

发展中经济体：美洲 １ ７５ ２ １８ ２ ７７ ３ ６６ ５ ４６

　 　 来源： ＲＩＳ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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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知识库

这种模式的重要性不需要过分强调。 毫无疑问， 南方国家之间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这种

交流， 主要是作为实现自力更生的手段。 此类模式可以包括培训、 技术转让、 联合研发，

以及科技关键领域的最普遍的能力建设。

虽然在技术竞赛中， 南方国家一直在努力与狭义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斗争， 不过南南

合作在各部门之间已经形成了吸收并探索利用技术的方法。 南方国家对于世贸组织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排斥由于药品进口问题而被摆上台面讨论， 并在 ２００１ 年世贸组织

多哈发展议程中得到体现。 项目投资、 贷款和贸易的扩张日益成为南南技术合作增长的新

动力。

发展金融

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以来， 相关协议已经出现， 并被南方国家普遍接受。 各国的进

出口银行均为货物、 服务 （包括咨询服务） 和机械设备的进出口提供支持。 其提供的预

付款利率不同， 取决于有关项目的投资金额和性质， 以及批准预付款的时间。

印度进出口银行将信贷扩展到外国金融机构、 区域开发银行、 主权政府和其他海外实

体， 以使这些国家的买家能够以信用方式从印度进口商品和服务。 给予信贷的标准包括伙

伴国家的信誉、 是否可以用硬通货还款， 以及有关项目是否可能产生足够的还款资源。

２００４ 年启动的发展与经济援助计划开启了信贷计划的变革， 该计划授权进出口银行代表

政府开展发展与经济援助计划， 以便更好地开展援助。

赠款

赠款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传统做法， 其数额已经增加了数倍。 赠款从完全实物演变到越来越

多地涉及现金。 在一些情况下， 信贷额度会变成拨款， 在这一过程中伙伴国承担的成本非常小。

五　关于尼泊尔和非洲的案例研究

根据上述讨论的理论框架和相关模式， 我们将讨论关于尼泊尔和非洲的两个有趣案

例。 在尼泊尔， 关系或多或少在双边层面开展， 而在非洲， 伙伴关系却分为三个不同层

次： 第一是在大陆一级， 与非洲联盟在几个倡议的框架下合作； 第二是在次区域一级， 由

具体集团与印度开展合作； 第三是在双边一级， 在这一级关系中历史联系起到了重要作

用。 在本节中， 我们将综述其中几个联系， 特别将考察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

关于尼泊尔的案例研究

如前所述， 印度的发展合作政策及其体制演变在尼泊尔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尼泊尔的

印度发展项目中发展出的一些新政策和机制， 是当地优先事项、 发展参数， 以及对发展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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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主流观点发生变动的直接结果。 印度在发展政策中选择了在有限的预算内可以最大限

度地提高社会收益的模式。 尼泊尔在 ２１ 世纪初经历了艰难的经济阶段， 印度在这一时期

发起了小型发展项目 （ＳＤＰｓ）。 事实上， 小型项目 （ＳＰｓ） 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

阶段为 １９５５ 年开始的尼泊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具体项目包括加德满都供水设施 （７９０

万卢比）、 小型灌溉和供水设施 （５００ 万卢比）、 孕产妇和儿童福利中心 （２００ 万卢比）、

Ｄａｋｓｈｉｎ Ｋａｌｉ 路 （１００ 万卢比）、 建造新邮政大楼 （６００ 万卢比）。 当时印度援助代表团正

在运行， 好几个项目在预定交付日期之前就已完成。 其中包括 Ｄｅｖｉｇｈａｔ 水电项目和尼泊尔

Ｂｉｒｇａｎｊ 和印度 Ｒａｘａｕｌ 之间的同轴电缆连接项目。 然而， 随着印度援助代表团、 印度合作

代表团使命的结束和在大使馆成立经济司， 小型项目的第一阶段也宣告结束。

第二阶段是 ２００３ 年开始的小型发展项目， 当时尼泊尔政府财政部与印度驻尼泊尔大

使馆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 大使馆与受益组织和地区发展委员会 （ＤＤＣ） 签署了一份

地方一级的谅解备忘录。 印度以这种方式， 努力向地方组织、 社区和尼泊尔开放小型发展

项目， 同时又不削弱地方当局和尼泊尔国家政府的治理权威。 这明显不同于印度自己接受

经合组织国家援助的方式： 经合组织国家经常在印度为印度民间社会组织提供资金， 而不

咨询印度政府， 有时此举会违背印度执政当局的意愿。 事实上， ２０１２ 年， 当时的总理曼

莫汉·辛格博士在公开会议上甚至指责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阻碍了印度的发展。 他说：

“有些非政府组织， 通常由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资助， 它们不完全赞同我们国家面临

的发展挑战。” 曼莫汉·辛格的这一讲话是在非政府组织对印度的转基因企业和在

Ｋｏｏｄａｎｋｕｌａｍ 的民用核电厂表示强烈反对的背景下发表的。 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政府进一

步修订了 《外国捐款管制法》， 强化了对民间社会组织资金的监管。

小型发展项目初始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期是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 后来延期

至 ２０１４ 年， 现在又重新延长至 ２０１７ 年。 尼泊尔方面也采取措施支持这种安排。 ２００７ 年尼

泊尔颁布 《２０６３ 号公共采购法》 就是其采取的相关措施之一， 它使与公共采购有关的程

序和决定更加开放、 透明、 客观、 可靠， 并且与电子投标系统兼容。 另一项此类法案是

２００２ 年颁布的 《财务条例法》， 该法案有助于简化地方机构的财务工作。

在尼泊尔， 除了民间社会组织和地方城市发展与建筑公司 （ＤＵＤＢＣ） 等地方机构，

地区发展委员会也为市政和乡村发展援助提供了重要的活动舞台。 在小型发展项目中， 地

区发展委员会直接向印度大使馆要求获得访问网站和审查提案的权利。 发展合作及其相关

问题由地区发展委员会进行审查。 一旦认为项目的可行性达到要求， 印度大使馆就将与地

区发展委员会、 受益组织签署三方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副本存放于地方政府部门和财

政部。 在发展合作兴起的过程中， 地区发展委员会一直是所有活动开展的中心。 随着小型

发展项目的拓展， 其他机构也与地区发展委员会一同发挥重要作用， 包括地方城市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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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公司、 地方市政府、 交通部和尼泊尔电力局。

小型发展项目的魅力在于其准备期较短。 这些项目对资金的需求很低。 在 ２００３ 年，

项目投资的上限为 ３０００ 万尼泊尔卢比， ２００６ 年这一数字提高到 ５０００ 万。 因此， 社区和各

种利益相关者结成了伙伴关系： 所有这些群体都与集体发展努力相联系。 北方与南方项目

的另一个区别是影响评估成本， 这种成本在南方项目中非常低， 原因是社区自身承担了所

有的责任。 项目资金与项目期限的进度相关。 项目中设有一个由项目管理委员会主席、 区

技术办公室工程师和与该项目有利益关系的区主任组成的委员会， 如学校计划中区教育主

任就是区主任。 基金分四期分期发放， 均与项目进度挂钩。 因此， 第一批是在项目开始之

前发放的， 第二批是在委员会进行现场检查的基础上发放的， 第三批是在 ５０％的工作结束

后发放的。 一旦收到照片和报告， 第四批将随着项目的完成而发放。

在小型发展项目计划下， 教育获得最高优先级 （见表 １１ － ４）。 几乎在所有地区都执

行了学校教育项目， 其总数约为 ２７３ 个， 花费为 ３３６ 亿印度卢比。 １８ 个地区的 ２５ 个医院

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支持， 预算为 ３８ 亿印度卢比。 小型发展项目计划还提供了 ４６２ 部救护

车和 ９０ 辆校车。 ２０１５ 年的发展项目总数为 ４７４ 个， 而 ２０１４ 年为 ４６６ 个。 ２００４ 年开始的项

目有 １６ 个， 到 ２０１４ 年增加到 ３１４ 个。

在对小型发展项目进行详细审查时， 有学者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建议在小型发

展项目计划中加强政策协调以提高项目的有效性， 因为这样做将扩大可能的收益。 例如，

不是通过单独的捐赠方案捐助救护车， 而是将其与卫生部门的小型发展项目联系起来， 以

支持初级保健中心的建立。 这一进程将有助于扩大收益， 同时将带来更好的协调性。 同

样， 建设学校和建设连接学校的道路共同推进， 比分开建设其中任何一个都更为有利。 因

此， 探索小型发展项目之间的联系对于辨明未来方向和使项目之间有更好的相互联动性极

为重要。

这些变化与印度在新的领域推出的旗舰计划有关。 目前， 该计划正在斯里兰卡、 不

丹、 阿富汗、 缅甸和几个非洲国家实施。

表 １１ －４　 执行机构和项目范围

执行机构 项目范围

地区发展委员会地方发展部 学校、道路、卫生、防洪、历史名城改造

地方城市发展与建筑公司 学校

市政府 道路、冷库、排水

用户委员会 单层学校建筑、历史名胜改造（非常小的项目）

交通部 道路

尼泊尔电力局 电力项目

　 　 来源： 作者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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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非洲论坛峰会

非洲和印度之间的历史联系和伙伴关系始终促使双方政府加深合作。 天然的伙伴关系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集体斗争中表现得很明显， 后来又因为发展进程相同而变得更加紧密。

非洲和印度有着很强的互补性， 都为独立、 平等、 人权、 自由和民主做着共同努力。 多年

来， 伙伴关系发展项目的不断开展促进了印度 － 非洲论坛峰会 （ ＩＡＦＳ） 的发起。 迄今为

止， 已举办了三届这样的峰会： ２００８ 年在新德里举行第一届峰会， ２０１１ 年在亚的斯亚贝

巴举行第二届峰会， ２０１５ 年在新德里举行第三届峰会。 在第三届峰会上， 与会各方决定

每 ５ 年举行一次会议。 因此， 下一届峰会将在 ２０２０ 年举行。

利用印度 －非洲论坛峰会， 印度试图巩固和扩大与非洲合作伙伴在特定经济领域的合

作。 在这些领域， 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ＰＩＤＣ） 是重中之重， 同样重要的工作还

有减少重债穷国 （ＨＩＰＣｓ） 的债务负担。 在贸易和工业领域， 全面实施免税贸易优惠计划

和加强三方自由贸易协定框架 （ＴＦＴＡ） 是重点工作， 同样重要的还有实施世贸组织 “巴

厘贸易便利化协定”。 印度还致力于通过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 （ＣＡＡＤＰ） 与非洲合作，

以提高非洲农业生产力、 保护土地和环境并确保粮食安全。 蓝色经济———对海洋的共同治

理和技能发展理念的落实也是工作重点之一。 印度为所有商定的项目建立了一个监测机

制， 并密切并注实施时间表和集体承诺。

在第三届印度 －非洲论坛峰会上， 印度宣布在未来五年向非洲的若干发展项目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的信贷和 ６ 亿美元的赠款。 赠款中包括印度 － 非洲发展基金提供的 １ 亿美元和

印度 － 非洲卫生基金提供的 １０００ 万美元。 印度政府还宣布， 在今后五年内， 印度向非洲

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将从目前的 １００００ 个增加到 ５００００ 个。 印度还宣布扩大泛非电子

网络， 这是一个在印度支持下建立的技术培训和学习机构。 具有伙伴关系的双方对 “２０６３

年非洲愿景” 十分重视， 未来资助项目亦列入其中。 印度对巴黎气候议程会议非常重视，

印度总理则邀请非洲国家加入 “国际太阳能联盟”， 旨在将太阳能作为与非洲伙伴国开展

战略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印度还建议向非洲维和部队提供培训， 并鼓励其成为联合国维

和部队的一部分， 后者也十分认可印度的贡献。 在这样的背景下， 印度已经向非洲预备部

队提供了培训。 印度还向利比里亚派遣了由 ２５０ 名印度女性警察组成的特遣队。

关于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的案例研究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印度与埃塞俄比亚的合作与日俱增。 １９５２ 年， 印度为当地社

区建立了一所妇产医院， 以纪念埃塞俄比亚国王的 ６０ 岁生日。 印度还与埃塞俄比亚密切

合作， 帮助后者加入世贸组织， 并协助完善埃塞俄比亚税务和海关局 （ＥＲＣＡ）。 印度先

进计算机发展中心与埃塞俄比亚税务和海关局合作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框架。 印度与埃塞俄

比亚的国内增长优先事项密切相关。 在埃塞俄比亚的增长和转型计划 （ＧＴＰ） 中， 甘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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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高价值作物， 印度被确定为加速推动其商业化的伙伴国。

作为义务， 印度增加了数个信贷项目的额度， 并参与了 “蔗糖单位” 的复兴。 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印度共斥资约 ６ ４ 亿美元， 用于恢复最初由荷兰创立的 “蔗糖单位”。

最初的目标是实现糖和乙醇的年产量分别为 ２２５ 万吨和 ３０ ４ 万 ｍ３， 并且在计划期结

束时还能产生 ６０７ＭＷ 的电力。 这一目标需要 ２ 万公顷生产能力为 １５５ 吨 ／公顷的土地来实

现。 增长和转型计划预计埃塞俄比亚可以从糖出口中获利 ６ ６１ 亿美元， 并创造 ２０ 万个新

工作岗位。 该项目旨在减少埃塞俄比亚日益增长的进口依赖， 因为埃塞俄比亚国内糖需求

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增长。 埃塞俄比亚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实施七个糖业发展项目， 具体

见表 １１ － ５。

表 １１ －５　 埃塞俄比亚的糖业发展项目

项目 地区

完成能力

压榨能力

（吨 ／ 日）
糖产量

（吨）
乙醇

（ｍ３）
发电量（ＭＷ）

种植面积

（公顷）

Ｋｅｓｓｅｍ 糖业发展项目 Ａｆａｒ ６０００ １５３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２６ ２００００

Ｔｅｎｄａｈｏ 糖业发展项目 Ａｆａｒ
１３０００（一期）
１３０００（二期）

６１９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１２０ ５００００

Ｋｕｒａｚ 糖业发展项目（两

个糖厂）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２４０００（每个） ５５６０００ ５２３２４ ４１５

Ｋｕｒａｚ 糖业发展项目（三

个糖厂）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１２０００（每个） ２７８０００ ２６１６２ —

１７５０００

Ｗｏｌｋａｉｙｔ 糖业发展项目 Ｔｉｇｒａｒｙ ２４０００ ４８４０００ ４１６５４ — ５０００

Ａｒｊｏｄｉｄｉｅｓｓａ 糖业发展项目 Ｏｒｏｍｉｙａ １２０００ — — —

Ｂｅｌｌｅｓ 糖业发展项目 Ａｍａｈａｒｙ — ２４２０００ ２０８２７ — ７５０００

总计 １５２０００ ２３３２０００ ３２０９６７ ５６１ ３２５０００

　 　 资料来源： ＲＩＳ 数据库。

该计划的信贷额度是在五年内分期支付的， 分别为 １ ２２ 亿美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６６２３

亿美元 （２００９ 年）、 ２ １３３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０ 年）、 ９１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 和 ４７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 该项目包括建设三个糖厂， 分别是 Ｗｏｎｊｉ － Ｓｈｏａ、 Ｆｉｎｃｈａａ、 Ｔｅｎｄａｈｏ， 建设资金

６ ４ 亿美元包括在信贷额度之内 （见表 １１ － ６）。

这三个糖厂在 １９５４ 年至 １９６２ 年经历了有限扩张， 因为缺乏进一步投资而无法提高生

产力。 这些工厂中最古老的是 Ｗｏｎｊｉ⁃Ｓｈｏａ 糖厂。 这家工厂的现代化改造由一家位于北方邦

的名为 Ｕｔｔａｍ Ｓｕｃｒｏｔｅｃｈ 的公司负责。 位于 Ｆｉｎｃｈａａ 河附近的 Ｆｉｎｃｈａａ 糖厂拥有 ２ １ 万公顷土

地， 其将接受 ２ ５ 亿美元的投资以实现 ２７ 万吨的生产目标。 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北部 Ａｆ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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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第三家工厂 Ｔｅｎｄａｈｏ 糖厂涉及一项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 其占地面积约 ５ 万公顷。 随

着这三家工厂逐步实现现代化， 增加和转型计划中的糖产量目标将得以实现。

表 １１ －６　 由印度援建的埃塞俄比亚糖厂概况

糖厂名称 Ｗｏｎｊｉ⁃Ｓｈｏａ Ｆｉｎｃｈａａ Ｔｅｎｄａｈｏ

产能 ６２５０ 吨 １２０００ 吨 两阶段各 １３０００ 吨

工程承包商 Ｕｔｔａｍ Ｓｕｃｒｏｔｅｃｈ 海外基建联盟（ＯＩＡ） 海外基建联盟（ＯＩＡ）

开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一期）

预计完工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实际完工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二期）

投资金额（总共６ ４ 亿美元） １ ４１ 亿美元 １ ３２ 亿美元 ３ ６７ 亿美元

　 　 来源： 作者自己制作。

从表 １１ － ６ 可以看出， 这三个工厂将为振兴埃塞俄比亚制糖业做出重要贡献。 其主要

挑战是如何将这些工厂与其距离最近的吉布提港口连接起来。 除糖之外， 这些工厂还将提

供价值 ９ ７７ 亿美元的乙醇， 为 ８ １ 万人创造就业机会。 据埃塞俄比亚糖业公司 （ＥＳＣ）

称， 如果 Ｔｅｎｄａｈｏ 工厂达到其生产能力， 它将为埃塞俄比亚创造近 ５ 万个工作岗位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２０１６）。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因为它涵盖了整个价值链， 这对埃塞俄比亚的国内优先发展事项

极为有利。 精简权力机构是非常重要的。 这需要印度进出口银行和埃塞俄比亚糖业公司密

切合作，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工程延误和成本超支情况， 而项目本身缺乏适当的监测机制，

也没有制定对工程延误的惩罚措施。 鉴于这些项目对埃塞俄比亚经济的重要性， 应根据确

定的执行时间表做出相应调整。

像埃塞俄比亚一样， 印度与莫桑比克的关系也在过去 ５０ 年间发生了演变。 印度在多

个倡议的框架下实施了多种援助方案。 然而，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 我们将专注于生产太阳

能电池板的光伏项目。

印度援建的太阳能电池板厂项目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之前就已付诸实施。 工厂位于

Ｂｅｌｕｌｕａｎｅ 工业园区， 由莫桑比克总统阿曼多·格布扎亲自揭幕。 这个工厂生产的太阳能

电池板可以照亮 ２０７ 个村庄、 ３４４ 所学校和 ４０３ 个卫生单位。 该项目由印度电子公司与莫

桑比克国家能源基金 （Ｆｕｎａｅ） 合作实施， 授信额度为 １３００ 万美元。 这个工厂的建设为

７８０ 人创造了工作岗位。 当前， 莫桑比克正在以每年 ５００ 万至 ６００ 万美元的成本进口太阳

能电池板， 而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厂项目的实施可为该国家提供 ５ＭＷ 的电力。 与印度电子

有限公司与莫桑比克国家能源基金的合作方式类似， 印度在叙利亚和苏丹实施了同样的项

目。 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 印度电子有限公司不仅提供生产技术， 而且培训了 １７ 名由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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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比克国家能源基金提名的莫桑比克科学家来运营电站， 这些科学家成为莫桑比克经济的

宝贵财富。

鉴于 Ｂｅｌｕｌｕａｎｅ 太阳能电池板厂的重大成就， 莫桑比克政府还授予莫桑比克国家能源

基金首席执行官勋章， 以表彰其实现了生产用于该国农村地区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目标。 对

太阳能电池板厂项目的嘉奖是莫桑比克政府努力实现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以便能在国家层

面更大规模使用太阳能电池板。

印度与莫桑比克的合作被摆在了优先的地位， 莫迪总理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访问了莫桑比

克首都马普托， 在那里他宣布为当地提供种子生产的新技术， 以使该国获得更大的农业产

量。 由于 ６６％的莫桑比克人年龄在 ３４ 岁以下， 印度提出了面向该国青年的发展就业方

案， 并鼓励该国青年参加体育运动经验分享计划。

六　新挑战与前进之路

印度的发展伙伴关系政策已经演变为印度对全球发展的更大承诺， 其精神蕴含于

“同一个世界” 的印度哲学中。 这一思想指引着印度初始的政策框架。 我们现在看到的来

自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所有关键政策，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就已经是印

度发展合作框架的一部分。 从前文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些政策要点包括透明度、

效应评估和发展三方伙伴关系。 然而， 多年来，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扩

大， 而增长机会的减少不仅导致增长前景黯淡， 更使得发展资金的流动减少。 与此同时出

现的是， 七十七国集团 ／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南方国家论坛， 这些组织对发达国家在发展援

助中附加条件的做法反应日益强烈。 因此， 在真正的政治作用下， 不同的南南合作框架开

始涌现。 印度的发展合作政策及其演变正反映了南南合作框架的动态。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 印度的发展合作项目经历了重大变革， 如项目的进入受到限制， 对

发展合作制度化的想法增加。 ２００５ 年， 以 “发展和经济援助计划” 为名的新信用额度计

划出现， 最终于 ２０１２ 年成立了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局。 有一些新趋势值得关注， 可能将产

生长期影响。 印度对民间社会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力量进行了探索。 通过小型开发项目，

印度在合作伙伴国家进行了同样的探索。 印度在尼泊尔推出了一个有趣的计划， 称为小型

发展项目， 在越南推行的类似计划则被称为快速实施项目 （ＱＩＰ）。 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

使印度的小型发展项目计划变得非常受欢迎。 印度目前正在斯里兰卡、 阿富汗、 不丹和几

个非洲国家实施该计划。 短期项目涉及民间社会组织、 地方社区， 基本上可以作为地方行

政的补充。 在这一进程中， 印度的发展合作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关系日益紧密。 事实上， 发

展伙伴关系管理局还与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合作， 推出印度发展合作论坛 （ＦＩＤＣ）。 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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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三届印度 －非洲论坛峰会上， 印度发展合作论坛被认为与印度未来的发

展合作密切相关。 印度民间社会在印度当前的经济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为印度在经

济发展中实现正确目标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多的资源。

印度在这一点上面临的新挑战是多方面的， 需要对相关结果做出适当反应。 鉴于各种

发展合作方案的资源需求不断增加， 印度将不得不探索推进这些方案的新方式。 一种方式

可能是恢复三方伙伴关系， 其中印度的专门知识可以匹配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源， 并惠及伙

伴国家。 印度也可以考虑恢复 １９９４ 年启动的方案———特别志愿者计划 （ＳＶＰ）， 该计划不

知何故在当时没能持续实施。 印度越来越需要对随着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局创建而新增的项

目进行专业影响估计和评价。 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局已经做好了发挥更大作用的准备。 在这

方面， 印度与中国、 巴西和南非的伙伴关系也可能非常有用。 南方智库网络 （ＮｅＳＴ） 正

在努力制定对南方出资项目影响的评估方法。 该过程可能需要创建评估框架， 并制定不同

情境下的评估方法。

另一个挑战可能是相关项目的可预测性， 这对于印度外交部来说是可以做到的， 将预

算与其他波动因素进行更大程度的隔离对印度在伙伴国家开展其活动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Ｓａｃｈｉｎ ｅｔ ａｌ ， Ａ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ｏｆ 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ＲＩ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Ｓａｃ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２０１６．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Ｓａｃｈｉ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 Ｉｎｄｉａｓ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ｃｈｉｎ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ｅａ Ｍｕｌａｋａｌａ， ｅｄｓ ， Ｉｎｄｉ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６ａ．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Ｓａｃｈｉｎ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ｎｔｙ， Ｓ Ｋ ， “ Ｉｎｄ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ＩＤ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 Ｎｏ 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Ｅｘｐｏｒｔ⁃Ｉｍｐｏｒｔ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Ｅｘｉｍ Ｂａｎ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２０１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ｉｎｄｉａ ｉｎ ／ ｌｉｎｅｓ⁃ｏｆ⁃ｃｒｅｄｉｔ．

Ｆｕｎｄｏ ｄｅ Ｅｎｅｒｇｉａ （ ＦＵＮＡＥ ）， “ Ｓｏｌａｒ Ｐａｎｅｌ Ｐｌ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ａｄｅ ｉｎ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 Ｓｅａｌ，”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ｕｎａｅ ｃｏ ｍｚ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ｏｐｔｉｏｎ ＝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５４０％ ３Ａｆａｂｒｉｃａ⁃ｄｅ⁃ｐａｉｎｅｉｓ⁃ｓｏｌａｒｅｓ⁃ｃｏｍ⁃
ｓｅｌｏ⁃ｍａｄｅ⁃ｉｎ⁃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ｃａｔｉｄ ＝ ４３％３Ａｎｏｔｉｃｉａｓ＆Ｉｔｅｍｉｄ ＝ ４１＆ｌａｎｇ ＝ ｅｎ

Ｇａｎｄｈｉ， Ｉｎｄｉｒａ， “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 １９６８．

Ｇａｎｄｈｉ， Ｉｎｄｉｒａ， “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ｒａ Ｇａｎｄｈｉ，”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１９８５．

Ｇｏｐａｌ Ｓ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

２０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第十一章　南南合作框架和印度发展伙伴关系的新兴轮廓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Ｆｕ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Ｌｅｗｉ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Ｔｈｅ Ｓｌｏｗ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ａｔ Ｎｏｂｅｌ Ｐｒｉｚ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８， １９７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Ｅ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５７ － ５８）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Ｅ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５８ － ５９）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Ｅ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６６ － ６７）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Ｅ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７１ － ７２）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Ｍｏｈａｎｔｙ， Ｓ Ｋ ， “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ａｃｈｉｎ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ｅａ Ｍｕｌａｋａｌａ， ｅｄｓ ， Ｉｎｄｉ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６．

Ｐａｒｔｈａｓｒａｔｈｉ， Ａ ， “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ＧＬＯＢＥＬＩ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

Ｓｉｎｇｅｒ， Ｐｅｔｅｒ， 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ｒｉ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ＰＰＰ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ＤＰ）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５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ＰＡ ＮＵＳ ＰＰＰＣ ＲＦ．
Ｓａｘｅｎａ， Ｐｒａｂｏｄｈ，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Ｃｓ ａｓ ａ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０４， ２０１６．

３０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第十二章

南非的发展合作：趋势、前景与挑战
∗

一　引言

多边、 三边、 区域和双边发展合作可以在参与国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 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提高公民的经济福祉； （２） 将各国与区域经济和世界

经济联系起来； （３） 加强包容性社会发展； （４） 能力建设； （５） 知识、 专门知识和最佳

实践的转移； （６） 延缓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

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国际合作源于殖民历史。 发达经济体的双边国际合作机构通常在

前殖民地实施发展倡议和规划。 这种合作可能促进了非洲的进一步分割， 即所谓的 “英

语国家系”、 “法语国家系” 和 “葡萄牙语国家系” （Ｂｏｏｎ， ２００９）。

多边国际合作包括联合国 （ＵＮ）、 世界银行 （Ｗ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非

洲开发银行 （ＡｆＤＢ）、 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 美洲开发银行 （ＩＡＤＢ）、 发达国家经合组

织 （ＯＥＣＤ） 等国际发展组织， 这些多边国际合作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 大多数国际发展合作机构的总体目标是减贫和提高经济福

祉。 此外， 它们促进了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包括促进和平、 可持续生计、 社会和经济平

等、 性别发展、 人权、 民主、 良好治理等。

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体化， 特别是非洲发展中经济体如

何进入世界经济。 非洲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产品和服务面临着重大挑战。 这些

经济体都处于边缘化状态， 在国际组织和论坛的政策决策过程中往往不会考虑其困难。 例

如，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曾在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的西雅图和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的曼谷会议期间试图

４０３

∗ 本章作者是 Ｂｉｓｗａ Ｎａｔｈ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ｙ， 亚洲开发银行 （马尼拉） 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 （东京） 前顾问， 慕尼黑经济

研究中心 （ＣＥＳｉｆｏ）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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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给非洲国家令人难以接受的贸易制度。 此外，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在纽约举行的非洲发展

论坛的结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态度和附加

条件等都表明， 国际合作对促进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效果不明显

（Ｂｏｏｎ， ２００９）。

传统上， 世界发展合作由南北合作 （ＮＳＣ） 和三边发展合作 （ＴＤＣ） 主导， 它们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主要的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用于后者的发展。 近年来， 拥有 ７５％ 世界人

口的地球南部再度崛起， 世界经济力量从北部向南部转移， 这促成了全球发展格局的重

构， 也促进了南南发展合作 （ＳＳＤＣ）。 ＳＳＤＣ 涉及融资与伙伴关系、 和平与安全、 环境基

础设施和连通性、 以人为本的发展、 科学、 技术以及创新等领域的合作。①

南非是非洲大陆最发达的经济体。 它的金融业非常发达， 拥有世界前十大证券交易所

之一。 该国运输、 电信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行业也发展良好。 南非是世界主要的新兴国家之

一， 也是金砖国家成员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它在加强南南合作和促进

非洲大陆发展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 南非需要通过与参与国家， 特别是非洲参

与国家， 建立共同愿景和强有力的合作与伙伴关系来进一步促进南南合作。

本章重点介绍南非发展合作， 特别是南南合作的历史、 成就、 经验教训、 挑战和未来

前景。 第 ２ 节介绍了南非的经济特征以及民主转型前后发展合作的目标。 第 ３ 节介绍了南

非发展合作的结构和特点。 第 ４ 节介绍了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９ 年南非各项国际发展合作计划的目

标和预算。 第 ５ 节介绍了南非对外援助项目的趋势、 模式和结构。 总结部分则介绍了南非

发展合作的未来前景以及对加强发展合作项目的建议。

二　南非的经济特征以及发展合作的目标

（一）南非经济特征

　 　 南非是中高收入国家， 也是非洲最大和最发达的经济体。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南非经济出

现衰退， 导致采矿和制造业发展大幅放缓。 但是， ２０１０ 年世界杯的巨大投资重振了南非

建筑行业。 然而， 南非经济仍然面临若干挑战， 包括高失业率、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低、 高

预算和贸易赤字等问题。 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１ ５％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３％ ， 通货

膨胀率为 ４ ６％ 。 根据 ＩＭＦ 的预测， ２０１６ 年增长率将进一步放缓至 ０ １％ ， 通货膨胀率达

到 ６ ４％ 。 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包括电力短缺、 商品价格低廉、 建筑和制造业罢工、 消费

５０３

①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ｒｉｓ ｏｒｇ ｉｎ ／ ｐｄｆ ／ ＳＳＣ⁃１２％２０Ｐａｇｅ％２０Ｂｒｏｃｈｕｒｅ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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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商业信心较低等。 南非近期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对南非今后提供官方国外救助或援助

的能力产生影响。

表 １２ － １ 介绍了 ２０１５ 年南非的经济情况。

表 １２ －１　 ２０１５ 年南非经济情况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ＩＭＦ 预测）

国家领土 １２１９０９０ 公里 １２１９０９０ 公里

名义 ＧＤＰ ３９９１０ 亿兰特（３１４６ 亿美元）

人口 ５４９５６９００ 人

人均 ＧＤＰ ７２６２０ 兰特

实际经济增长率 １ ３％ ０ １％

年通货膨胀率 ４ ６％ ６ ４％

商品进口 １０８８０ 亿兰特

商品出口 １０３６０ 亿兰特

　 　 资料来源： ＳＡＣＵ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ｃｕ ｉｎｔ ／ ｓｈｏｗ ｐｈｐ？ ｉｄ ＝ ５４６。

南非在 １９４６ 年至 １９９４ 年期间处于种族隔离制度之下。 尽管南非是 １９４５ 年联合国

（ＵＮ） ５１ 个创始成员之一， 但在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联合国大会因国际反对南非种族隔

离政策而将其驱逐出联合国。 １９９４ 年， 联合国再度承认了民主转型后的南非。 自 １９９４ 年

以来， 南非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基于联合国在多边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来制定外交政策。

２００６ 年， 非洲联盟 （ＡＵ） 支持南非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南非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期间和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期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

常任理事国， 南非推进了非洲议程， 即和平、 安全与发展①。

（二）民主转型前的发展援助②

在 １９９４ 年民主转型之前， 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为六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发展援助，

包括莱索托、 加蓬、 科特迪瓦、 赤道几内亚、 科摩罗以及巴拉圭， 其中巴拉圭的经济和文

化都与南非有着很强的联系。

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发展援助项目的主要目标是赢得世界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南非

的尊重， 并得到友好国家的支持 （联合国投票）。 发展援助的主要工具是 １９６８ 年的 “促

进经济合作贷款基金法案”， 后来经 １９８６ 年 “促进经济合作贷款基金修正法案” 修正。

南非外交部部长负责发展援助计划的制度管理， 计划包含直接与项目有关的发展援

６０３

①
②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ｗｙｏｒｋ ｎｅｔ ／ ｐｍｕｎ ／ 。
参见 Ｂｒａｕｄ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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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然而， 关于发展计划的系统研究很少。 南非的发展援助计划是基于受援国的直接援助

要求。

（三）民主转型后的发展援助

１９９４ 年实行民主制度后， 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发展援助

计划成了推动所谓 “非洲复兴” 的工具。 南非试图通过促进与非洲伙伴国家的合作参与

来避免南 －北合作中传统的捐赠国与受援国阶层分隔的情况。 南非的目标是驱动非洲大陆

经济增长与发展、 人类能力建设和政治自由。 南非可以利用其长期的经验、 经济实力以及

强大的制度和技能基础来促进发展。 南非与非洲大陆的发展合作涉及三大方面：

（１） 在区域和大洲的层面上强化非洲体制；

（２） 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的执行；

（３） 通过对话与合作， 加强双边政治和社会经济关系 （Ｂｒａｕｄ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南非的发展援助计划嵌入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的框架以及非洲复兴的

愿景， 其发展援助计划的重点是非洲， 因此， 发展援助主要针对较不发达的非洲国家。 南

非大约 ７０％ 的发展援助是针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的。 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

（１） 政府治理的总体改善； （２） 冲突预防、 解决和补救； （３） 安全关切和维和 （Ｂｒａｕｄ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三　南非发展合作的结构与特征

（一）南非发展合作的特征

　 　 自 １９９４ 年脱离种族隔离制度后， 南非通过各种多边协议， 如 ７７ 国集团 （Ｇ７７）， ２０

国集团 （Ｇ２０）， 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印度、 巴西和

南非对话论坛 （ ＩＢＳＡ），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战略联系， 以加强其在非洲大陆的领导作

用。 然而， 大多数南非的发展合作及其未来预期的参与都涉及双边和三边合作， 以加强非

洲的发展。 与双边合作相比， 南非多边参与的范围和活动相当有限。 例如， 南非、 印度和

巴西为 ＩＢＳＡ 扶贫基金提供了 １００ 万美元的援助。 但是预计未来南非不会增加这一捐赠资

金的数额。 尽管南非是新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创始成员， 但是预计多边合作也不

会成为南非发展合作的优先选择 （Ｌｕｃｅｙ， ２０１５）。

非洲大陆一直是南非发展合作的重点。 尽管南非常常面临在合作项目中单方面运行的

批评， 但它制定的大多数战略和定位， 均来源于区域倡议， 例如非洲联盟 （ＡＵ）， 甚至来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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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在这方面， 南非一直强调应该使用非洲框架来加强

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但是， 南非应该尝试将其双边和三边活动纳入区域或全球框架中

（Ｌｕｃｅｙ， ２０１５）。

与其他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不同， 南非没有任何集中的机构来管理其发展援助计划。 对

外援助通常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的：

（１） 外交部的非洲复兴基金会 （ＡＲＦ）；

（２） 各个政府部门， 特别是国防、 教育、 南非治安管理总局 （隶属于安保部）、 外

交、 矿产和能源以及工业和贸易部门；

（３） 国企、 政府机构和其他法定机构 （Ｂｒａｕｄｅ， ２００８）。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 南非开始筹备建立一个集中的机构， 即南非发展合作局 （ＳＡＤＰＡ），

来协调和整合其援助和发展合作项目。 但它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

（二）各种发展合作项目概览

本节将讨论南非发展合作的结构和特点， 同时介绍南非作为成员参与的各种发展合作项

目。 南非的发展合作涉及多边、 区域和双边和三边项目。 南非参与了以下发展合作项目。

（１） 多边项目包括：

①Ｇ２０；

②Ｇ７７；

③非洲开发银行 （ＡｆＤＢ） ———南非是非洲开发银行的第三大股东 （在美国和日本之

后）， 也是非洲发展基金唯一的非洲出资国；

④世界银行。

（２） 非洲内部南南合作的区域项目包括：

①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②非洲联盟 （ＡＵ）；

③南部非洲关税联盟 （ＳＡＣＵ）；

④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该计划在 ２００１ 年为非洲大陆制定了管理议

程；

⑤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 （ＡＲＦ）；

⑥非洲十方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 Ｃ１０；

⑦南部非洲开发银行 （ＤＢＳＡ）；

⑧南非工业发展公司 （ＩＤＣ）。

（３） 涉及非洲以外国家的区域内项目包括：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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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砖国家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

②中非合作论坛。

（４） 双边和三边合作：

①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合作；

②印度、 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 （ＩＢＳＡ）。

（三）G20和南非

为应对 １９９７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２０ 国集团 （Ｇ２０） 于 １９９９ 年成立， 包含欧盟和其他

１９ 个成员———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国、 印度、 印度尼西

亚、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 土耳其、 英国和美国。

Ｇ２０ 的任务是通过使影响全球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讨论全球经济和全球经

济治理， 来防止区域或全球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 该集团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三个方面：

（１） 协调成员之间的政策， 努力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２） 提升全球金融监

管， 以减少风险并防止未来的危机； （３） 国际金融结构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此外， 该

集团专注于发展问题、 商品和气候融资等 （Ｍｍｉｎｅｌｅ，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８ 年， Ｇ２０ 第一次领导

人峰会举行， 旨在解决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 特别是北美和欧洲的经济衰退。

南非参与 Ｇ２０ 发展合作议程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和一些挑战。 作为一个小

而开放的经济体， 南非需要更好地将自身不断增长的贸易与世界经济相联系。 ２０ 国集团

议程的成功实施将增加南非与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 作为 Ｇ２０ 中唯一的非洲国家， 南非

有责任通过增加区域性的以及有关非洲大陆的议题来影响主要的国际政策， 这可能会对该

区域和非洲大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了有效地代表非洲大陆， 非洲十国集团在 ２００９ 年成

立， 以征求非洲各国关于 Ｇ２０ 应当如何处理相关议题的意见。 南非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

一是使区域内国家和国内利益相关者的磋商更为有效， 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 ＮＥＰＡＤ 以及

包括 ＮＧＯ 在内的民间团体和学术界； 另一个挑战是确定优先事项， 这可能会影响 ２０ 国集

团关于促进非洲发展和增长的优先事项的政策和议程。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

（ＤＩＲＣＯ）、 南非国库和南非储备银行都在确保南非有意义地参与 Ｇ２０ 的商议中发挥了关

键的作用， 以期会议决议有助于区域发展 （Ｍｍｉｎｅｌｅ，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７ 年， 南非主持了 Ｇ２０ 峰会， 成功影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发言权改革的

决议。 南非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有利于非洲。 南非一

直积极参与促进对全球金融体系稳定至关重要的管理改革， 但这同时也为非洲国家带来了

国内的挑战。 此外， 在Ｇ２０ 论坛上， 南非提出了新的监管框架对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来说存

在成本问题， 并强调这些国家在强化金融体系方面需要得到协助 （Ｍｍｉｎｅｌｅ， ２０１２）。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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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 南非可以利用其在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 和印度、 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

（ＩＢＳＡ） 的成员资格， 在 Ｇ２０ 论坛上要求与其他金砖国家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这对南南

合作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四）G77①

７７ 国集团 （Ｇ７７） 成立于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７７ 个发展中国家在日内瓦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上签署的 《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 是该集团成立的标志，

南非一直积极参与其中。 在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２５ 日于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一次部长级

会议上， ７７ 国集团制定了规定永久制度结构的章程。 目前 Ｇ７７ 成员已经增加到 １３４ 个国

家。 Ｇ７７ 作为联合国中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政府间组织， 其主要目标是 “为南方国家提供一

个平台， 以表达和促进其集体经济利益， 并提高其在联合国体系中对主要国际经济事务的

联合谈判能力， 促进南南合作”。

（五）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②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发展合作代表， 而南非在其中也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南非在 １９９２ 年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后者主要由 １５ 个南部非洲国家组成， 包括：

安哥拉、 博茨瓦纳、 刚果民主共和国、 莱索托、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毛里求斯、 莫桑比

克、 纳米比亚、 塞舌尔、 南非、 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 赞比亚、 津巴布韦。

ＳＡＤＣ 的合作覆盖很多领域， 包括： “政治、 国防和安全， 经济发展， 灾害风险管理，

基础设施， 农业和食物安全， 自然资源， 气象与气候， 健康， 社会和人类发展， 消除贫困

和政策对话”。③

南部非洲的第一个发展合作倡议是建立 “前线国家”， 包括安哥拉、 博茨瓦纳、 莱索

托、 莫桑比克、 斯威士兰、 赞比亚以及津巴布韦。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１ 日，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 （ＳＡＤＣＣ） 正式组建。 成员包括非洲南部

所有民主国家， 即安哥拉、 博茨瓦纳、 莱索托、 马拉维、 莫桑比克、 斯威士兰、 赞比亚和

津巴布韦。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 （ＳＡＤＣＣ） 的目标是 “通过有效协调利用各国具体特

征、 优势及其资源， 推进南部非洲国家政治解放事业， 并减少依赖， 特别是对当时处于种

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的依赖”。

０１３

①
②
③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７７ ｏｒｇ ／ ｄｏｃ ／ 。
本小节的内容主要基于 ＳＡＤＣ 官方网站的信息，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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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发展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南部非洲发

展共同体是根据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 第 ２ 条成立的， 以 “促进南部非洲经济一

体化”。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 的制定和通过将成员之间的合作基础从松散或非正

式的合作扩大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①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目标包括 “南部非洲其

他国家独立后的经济一体化”。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 被修改，

以适应区域指示性战略发展计划。②

以下简单介绍 ＳＡＤＣ 在 １９７５ ～ ２０１５ 年的历史。

１９７５ 年： 建立 “前线国家”， 包括安哥拉、 博茨瓦纳、 莱索托、 莫桑比克、 斯威士

兰、 赞比亚以及津巴布韦。

１９８０ 年： 九个国家签署 《南部非洲走向经济解放宣言》， 成立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

（ＳＡＤＣＣ）。 九个国家分别为安哥拉、 博茨瓦纳、 莱索托、 马拉维、 莫桑比克、 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１９８２ 年：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秘书处在博茨瓦纳哈博罗内设立总部。

１９９２ 年： 温得和克峰会———签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宣言和条约， 南部非洲发展协

调会议转变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１９９４ 年： 南非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成为第 １１ 个成员。

１９９５ 年： 毛里求斯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成为第 １２ 个成员。

１９９８ 年： 刚果和塞舌尔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成为第 １３、 １４ 个成员。

２０００ 年：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重组， 秘书处整体迁移至哈博罗内。

２００４ 年： 于坦桑尼亚阿鲁沙发起 “区域指示性战略发展计划” （ＲＩＳＤＰ）。

２００５ 年：

（１） 发起 “区域指示性战略发展计划” （ＲＩＳＤＰ） 和 “机构战略指示性计划” （ＳＩＰＯ）；

（２） 马达加斯加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成为第 １５ 个成员；

（３）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法庭在纳米比亚温得和克成立。

２００６ 年： 纳米比亚温得和克协商会议召开，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其国际合作伙伴

（ＩＣＰｓ） 通过了 《温得和克宣言》， 该宣言作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其国际合作伙伴的

伙伴关系框架。

２００９ 年：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秘书处迁至哈博罗内新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

２０１０ 年：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 ３０ 周年。

１１３

①
②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ｙ ／ 。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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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区域指示性战略发展计划” 书面审查报告发布， 回顾了五年来 “区域指示

性战略发展计划” 执行的进展情况。①

专栏 １ 介绍了 ＳＡＤＣ 的概况。

专栏 １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的概况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经济发展确保和平

与安全， 在南部非洲实现区域一体化并消除贫困。

ＳＡＤＣ 的愿景是 “ （１） 建立一个高度和谐的地区； （２） 理性； （３） 促进资源集中以

实现集体自力更生， 提高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纳米比亚温得和

克， 南部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通过了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宣言》。 宣言呼吁 “南部

非洲所有国家和人民在区域共同体内部拥有关于未来的共同愿景”。 这个未来的愿景包

括： “提高南部非洲人民的经济福利、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自由和社会正义以及和平与

安全。”②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使命是 “通过有效的系统、 更深层次的合作和一体化、 良好

治理以及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来促进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 这将使

该地区在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中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参与者。③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经济发展、 和平与安全、 缓

解贫困， 提高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支持社会弱势群体”。 这些目标将

通过 “以民主原则和公平可持续发展为基础， 加强区域一体化” 来实现。

１９９２ 年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 第 ５ 条所述的目标包括：

（１） 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 缓解贫困， 提高南部非洲人民的生

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支持社会弱势群体；

（２） 发展共同的政治价值观、 体系和机构；

（３） 促进并维护和平与安全；

（４） 在联合自立和成员相互依托的基础上， 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５） 促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战略和规划上的互补；

（６） 促进和优化生产力及本地区资源的使用；

（７） 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对环境的有效保护；

２１３

①
②
③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ｙ ／ 。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ｓａｄｃ⁃ｖｉｓｉｏｎ ／ 。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ｓａｄｃ⁃ｍｉｓｓｉｏ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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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南非的发展合作：趋势、前景与挑战

（８） 加强和巩固本地区人们长久以来在历史、 社会和文化上的联系。①

1 SADC 共同议程

ＳＡＤＣ 共同议程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１） 促进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增长及社会经济发展， 确保减轻贫困并最终达到根除

贫困的目标；

（２） 通过民主、 合法和有效的机构传播共同的政治价值观、 制度和其他共同价值；

（３） 促进、 巩固和维护民主、 和平与安全。②

ＳＡＤＣ 的政策如下。

（１） 通过区域一体化， 促进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 以确保减轻

贫困， 并最终达到消除贫困的根本目标， 提高南部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支持

社会弱势群体；

（２） 促进通过民主、 合法、 有效的机构传播共同政治价值观念、 体制和其他共同价

值观；

（３） 巩固和维护民主、 和平、 安全与稳定；

（４） 在联合自立和成员国相互依托的基础上， 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５） 促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战略和规划上的互补；

（６） 促进和优化生产力及本地区资源的使用；

（７） 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对环境的有效保护；

（８） 加强和巩固本地区人们长久以来在历史、 社会和文化上的联系；

（９） 抗击艾滋病等致命或传染疾病；

（１０） 确保 ＳＡＤＣ 所有活动及项目的开展都有利于根除贫困问题；

（１１） 在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实现性别平等主流化。③

2 SADC 策略

ＳＡＤＣ 的主要策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１） 协调成员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政策和计划；

（２） 鼓励本地区人士和机构积极主动发展整个区域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联系， 并充

分参与执行非洲南部发展共同体的项目；

（３） 建立适当的机构和机制来调动必要的资源， 以执行 ＳＡＤＣ 及其机构的方案和项

目；

３１３

①
②
③

参见非洲南部发展共同体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ｓａｄｃ⁃ｏｂｊｅｃｔｉｖ ／ 。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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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制定旨在逐步消除资本、 劳工、 货物和服务以及本地区各成员人民自由流动障

碍的政策；

（５） 促进技术的开发、 转移和掌握；

（６） 通过区域合作改善经济管理和绩效；

（７） 促进国际关系的协调统一；

（８） 确保国际了解、 合作和支持， 并动员公共和私人资源流入本地区。①

3 SADC 条约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 列出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主要目标， 即 “通过区域

一体化， 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 减轻贫穷， 提高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

质量， 支持社会弱势群体”。 这些目标将通过以民主原则和公平可持续发展为基础， 加强

区域一体化来实现。

根据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 的修改， 该组织的结构如下：

（１） 首脑会议；

（２） 政治、 防务和安全机构；

（３） 部长理事会；

（４） 常设秘书处；

（５） 法庭；

（６） “三驾马车” （负责国防、 安全事务的协调机构）；

（７） 官方常务委员会；

（８） ＳＡＤＣ 国家委员会。

后来该条约被进一步修改， 制订了 “区域指示性战略发展计划” （ＲＩＳＤＰ）。 该计划

为 ＳＡＤＣ 的项目、 方案和活动提供战略方向。②

（六）非洲联盟③

２００２ 年， 非洲联盟 （ＡＵ） 成立， 其前身是非洲统一组织 （ＯＡＵ）， 后者成立于 １９６３

年， 共有 ３２ 个成员。 目前， 非盟共有 ５４ 个成员。 非盟成立的主要目标是： “将 ＯＡＵ 转变

为可以加速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新组织， 支持非洲各国在全球经济中争取权利， 并解决非洲

大陆面临的多方面社会、 经济和政治问题。”

非洲统一组织 （ＯＡＵ） 和非洲联盟 （ＡＵ） 的目标包括如下几点。

４１３

①
②
③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ｓａｄｃ⁃ｃｏｍｍｏｎ⁃ａｇｅｎｄａ ／ 。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ｄｃ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ａｄｃ ／ 。
非洲联盟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ｏａｕ⁃ａｎｄ⁃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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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现非洲的团结和统一；

（２） 协调和加强合作与努力， 为非洲各国人民谋求更美好的生活；

（３） 维护成员主权、 领土完整和独立；

（４） 使大陆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 促进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合作；

（５） 协调成员政治、 外交、 经济、 教育、 文化、 卫生、 福利、 科学、 技术和国防等

方面的政策。

根据 １９９１ 年签订的 《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即 《阿布贾条约》）， 非洲统一组织的

结构包括： （１）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 （２） 部长理事会和总秘书处； （３） 预防、 管

理和解决冲突机制； （４）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５） 教育、 科学、 文化和健康委员会；

（６） 国防委员会。

（七）南部非洲关税联盟①

１９１０ 年， 南部非洲关税联盟 （ＳＡＣＵ） 成立， 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税联盟。 ＳＡＣＵ
的成员包括博茨瓦纳、 莱索托、 纳米比亚、 南非和斯威士兰， 其秘书处位于纳米比亚首都

温得和克。 南非是 １９１０ ～ １９６９ 年期间 ＳＡＣＵ 的管理者。 根据 ２００２ 年的新协议， 成员之间

没有关税， 对非成员设定统一的外部单一关税。 ＳＡＣＵ 下设有几个独立的机构， 如 “部长

理事会”、 “海关联盟委员会”、 “技术联络委员会”、 “特设 ＳＡＣＵ 法庭” 以及 “ＳＡＣＵ 关

税委员会”。 这些组织协助 “成员平等参与事务， 并协调成员在农业、 工业、 竞争、 不公

平贸易惯例和保护新兴工业等领域的政策”。

在此联盟下， 对来自非成员的货物和服务征收关税、 消费税及其他与贸易有关的税

费， 并存入共同的收益池。 该池中可用资金的一部分存入发展基金， 其余部分按照 ２００２

年 “ＳＡＣＵ 协议” 制定的税收分配公式分配给成员 （美国国会图书馆， ２０１５）。

南非在管理 ＳＡＣＵ 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 南非贡献了 ３０ 亿美元 （占

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 占 ＳＡＣＵ 年度共同税收的 ９８％ ） 向欠发达成员提供财政援助。 来

自 ＳＡＣＵ 的转移性收入构成 “斯威士兰和莱索托国家预算收入的 ５０％ ～ ７０％ ， 纳米比亚

和博茨瓦纳国家预算收入的 １５％ ～３０％ ”。②

（八）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ARF）③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 （ＡＲＦ） 一直是南非最具代表性的对外援助项目。 根据

５１３

①
②

③

参见 ＳＡＣＵ 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ｃｕ ｉｎｔ ／ ｓｈｏｗ ｐｈｐ？ｉｄ ＝ ３９４。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ｄｏｃｓ ｉｄｓ ａｃ ｕｋ ／ ｏｐｅｎｄｏｃｓ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３８８０ ／ ＰＢ６４％２０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２０Ｓｏｕｔｈ％２０Ａｆｒｉｃａｓ％
２０Ｒｏｌｅ％２０ｉｎ％２０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２０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２０ａｎｄ％２０Ｇｌｏｂａｌ％２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３。
基于美国国会图书馆（２０１５）和 ＡＲＦ（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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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法案》， ＡＲＦ 于 ２００１ 年成立， 并取代了 １９６８ 年成立的类似项

目。 为加强南非发展援助计划的协调性， 南非正着手建立一个新的集中机构， 即南非伙伴

关系机构， ＡＲＦ 也将被包括在内。 目前， 筹备工作提前展开。 但是， ＡＲＦ 仍在运行。

在 ＡＲＦ 成立之前， 南非的对外援助项目是通过经济合作与促进贷款基金进行的。 《经

济合作与促进贷款基金法案》 并没有明确规定双边或多边合作的性质和框架。 但是， 从

立法的历史来看， 这个基金下项目的实施是在双边的基础上提供对外援助。 这种做法背后

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当时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从而不是大多数多边政府间组织的成员， 而只

有通过这些组织， 许多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的多边框架方可实施。 ＡＲＦ 则与此不同， 主

要在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中采取多边导向的方式。

合作促进贷款基金的战略目标相对狭窄——— “通过为这些国家的发展项目提供贷款

和其他金融援助来促进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相比之下， ＡＲＦ 的战略目标

更为突出， 具有针对性 （在地理上和问题的解决上都有针对性）， 并且有明确的定义， 有

助于有效分配对外援助的资源， 有助于南非参与解决问题。

通过 ＡＲＦ 及其他对外援助项目， 南非一直在极力促进集体努力， 以实现非洲各国的

共同愿景， 即实现非洲大陆的转型和全面复兴， 决定和掌握自己的命运。 鉴于此， 南非的

外交政策侧重泛非主义的理想———２０６３ 年议程中设想的当今非洲的愿景和发展轨迹， 便

是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巩固了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机制。 ２０６３ 年议程的愿景是一个统一的非

洲大陆， 其当前阶段则是为使非洲复兴成为现实而努力。 因此， 南非的国家发展计划愿景

和发展轨迹是基于 ２０６３ 年议程 （ＡＲＦ， ２０１５）。

ＡＲＦ 成果导向的战略性目标宣言是 “为建设一个统一、 民主、 和平、 繁荣的非洲大陆做

出贡献， 通过发展援助、 支持民主、 良好治理、 人力资源开发、 社会经济发展与融合、 人道主

义援助和救灾以及冲突后重建与发展 （ＰＣＲＤ）， 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 （ＡＲＦ， ２０１５）。

1 ARF 的战略目标、客观声明、计划基准和目标

ＡＲＦ 的六个战略目标如下：

（１） 促进民主与良好治理；

（２） 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３）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援助；

（４） 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一体化；

（５） 支持南非与其他国家， 特别是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６） 帮助冲突后的重建与发展 （ＰＣＲＤ）。

表 １２ － ２ 列出了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 （ＡＲＦ） 计划的战略目标、

客观声明以及计划的基准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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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２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 （ＡＲＦ） 计划的战略目标、 客观声明、

　 　 　 计划基准和目标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战略目标 客观声明 基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 目标

（１）促进民主和

良好治理

在非洲大陆的

指定国家，支持

举行民主选举

　 　 １ 在报告期内支付了核准分配额度的 １００％ 。
２ 南非派遣选举观察员至 ＳＡＤＣ 选举观察团（ＳＥＯＭ），参

与莫桑比克总统选举，共计支付 ８３０６７３ ０６ 兰特。 莫桑比克选

举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举行。
３ 南非派遣选举观察员至 ＳＥＯＭ，参与博茨瓦纳总统选

举，几笔支付共计 ８３３６１９ ７５ 兰特。 博茨瓦纳选举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举行。
４ 南非派遣选举观察员至 ＳＥＯＭ，参与纳米比亚总统选

举，几笔支付共计 ９６７７６３ １５ 兰特。 纳米比亚选举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举行。
５ 南非派遣选举观察员至 ＳＥＯＭ，参与赞比亚总统选举，

几笔支付共计 ３７９０１２ ９１ 兰特。 赞比亚选举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举行。

６ 南非派遣选举观察员至 ＳＥＯＭ，参与毛里求斯总统选

举，几笔支付共计 ４２９８８０ ６５ 兰特。 毛里求斯选举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举行

１００％ 核准支付，用
于促进民主和良政

（２）促进人力资

源开发

制定和提供指

定的培训项目

　 　 １ 在报告期内支付了核准分配额度的 １００％ 。
２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将非洲监察专员研究中心项目的第

二笔款项 ７１０ 万兰特支付给公共维护员

１００％ 核准支付，用
于支持人力资源开

发

（３）支持社会经

济发展和一体

化

支持社会经济

发展和一体化

项目的实施

　 　 １ 在报告期内支付了核准分配额度的 １００％ 。
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为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财政年度第三、第四季

度在塞拉利昂实施的古巴医疗援助项目支付 ５３６９０００ 兰特。
３ ２０１４ 年４ 月 １ 日至６ 月３０ 日期间，共计支付１０４９９４６ 兰

特，用于几内亚科纳克里水稻和蔬菜生产项目的工作人员和越

南专家的工资与津贴、公用设施、汽油和租金。
４ ２０１４ 年７ 月 １ 日至９ 月３０ 日期间，共计支付１１９９０００ 兰

特，用于几内亚科纳克里水稻和蔬菜生产项目的工作人员和越

南专家的工资、公用设施、汽油和汽车维修、办公耗材和电脑维

修、手机费用、现场考察费用和租金支付。
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１ 日至１２ 月３１ 日期间，共计支付９２９９８１ ４６

兰特，用于几内亚科纳克里水稻和蔬菜生产项目。
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共计支付 １０７２７８２ ７１

兰特，用于几内亚科纳克里水稻和蔬菜生产项目

１００％ 核准支付，用
于支持社会经济发

展和一体化

（４）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和灾难

救助

帮助需要人道

主义援助和灾

难救助的国家

　 　 １ 在报告期内支付了核准分配额度的 １００％ 。
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６ 日，用于向尼日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

石油、农药以及向服务提供商 Ｂａｌｍｏｒａｌ Ｎｏｒｓｅ 支付的运费，共计

１４１０００ 兰特

１００％ 核准支付，用
于人道主义援助

（５）支持南非与

其他国家，特别

是非洲国家的

合作

执行双边和三

边合作协议
未实施分配

１００％ 核准支付，用
于支持南非与其他

国家，特别是非洲

国家的合作

（６）帮助冲突后

重 建 与 发 展

（ＰＣＲＤ）

支持非洲大陆

冲突后重建发

展

　 　 １ 在报告期内支付了核准分配额度的 １００％ 。
２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向 ＳＡＤＣ 秘书处捐赠 １８２３ 万兰特，

用于莱索托 ＳＡＤＣ 机构观察团的部署

１００％ 核准支付，用
于 ＰＣＲＤ

　 　 资料来源： ＡＲＦ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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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标 （１） ———为了促进民主和良好治理， ＡＲＦ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完成了目标，

实现 １００％支付。 ＡＲＦ 将南非选举观察员派遣至 ＳＡＤＣ 选举观察团 （ＳＥＯＭ）， 其中：

莫桑比亚总统选举花费 ８３０６７３ ０６ 兰特；

博茨瓦纳总统选举花费 ８３３６１９ ７５ 兰特；

纳米比亚总统选举花费 ９６７７６３ １５ 兰特；

赞比亚总统选举花费 ３７９０１２ ９１ 兰特；

毛里求斯总统选举花费 ４２９８８０ ６５ 兰特。

根据目标 （２） ———为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ＡＲＦ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完成了目标， 实现

１００％支付。 ＡＲＦ 支付给非洲监察专员研究中心项目的公共维护员 ７１０ 万兰特。

根据目标 （３） ———为支持社会经济发展和一体化， ＡＲＦ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完成目标，

实现 １００％支付。 ＡＲＦ 支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５３６９０００ 兰特用于执行塞拉利昂的古巴医疗援助项目；

１０４９９４６ 兰特用于几内亚水稻和蔬菜生产项目 （科纳克里） 的工作人员和越南专家的

工资与津贴、 设施以及汽油和租金；

１１９９０００ 兰特用于几内亚水稻和蔬菜生产项目 （科纳克里） 的工作人员和越南专家的

工资与津贴、 设施以及汽油、 汽车维修、 办公耗材、 电脑维修、 收集费用、 现场考察费用

和租金；

另有 ９２９９８１ ４６ 兰特和 １０７２７８２ ７１ 兰特用于几内亚科纳克里水稻和蔬菜生产项目。

根据目标 （４）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助， ＡＲＦ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完成目标，

实现了 １００％的支付。 ＡＲＦ 支付包括：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６ 日， 用于向尼日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石油、 农药以及向服务提供商

Ｂａｌｍｏｒａｌ Ｎｏｒｓｅ 支付的运费， 共计 １４１０００ 兰特。

根据目标 （６） ———帮助冲突后重建与发展， ＡＲＦ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完成目标， 实现

１００％的支付。 ＡＲＦ 支付包括：

向 ＳＡＤＣ 秘书处捐赠 １８２３ 万兰特， 用于莱索托 ＳＡＤＣ 机构观察团的部署。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ＡＲＦ 对单项工程捐助最多的项目是几内亚水稻和蔬菜生产项目， 其

次是莱索托 ＳＡＤＣ 机构观察团的部署。

除了几内亚、 尼日尔和塞拉利昂的项目外， 其他所有项目都涉及 ＳＡＤＣ 国家。 这清楚

地表明， 南非的对外援助对象主要是 ＳＡＤＣ 成员， 特别是南非邻国。

根据上述目标，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 南非利用 ＡＲＦ 基金参与了非洲经济中各种项目， 如

参与 ２０１０ 年苏丹大选、 津巴布韦经济振兴项目、 塞拉利昂医疗项目和几内亚的博物馆项

目等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 ＡＲＦ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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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ARF）的支出趋势与支出模式：过去和未来

表 １２ － ３ 列出了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９ 年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 （ＡＲＦ） 的支出趋势和模式。

表 １２ －３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 （ＡＲＦ） 的支出趋势与支出模式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９ 年）

单位： 百万兰特

支出类型

审计结果
修订后经批准

的预算估计
中期估计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实物收入 ８３ ５ ９３ ６ １１２ ５ １０３ ２ １０３ ９ ９８ ７ １０４ ０

除销售外实物收入 ７３ ５ ９３ ６ １１２ ５ １０３ ２ １０３ ９ ９８ ７ １０４ ０

利息收入 － 外部投资 ７３  ５ ９３ ６ １１２ ５ １０３ ２ １０３ ９ ９８ ７ １０４ ０

未分类收入 １０ ０

其他收入 １０ ０

转移性收入 ５１８ ０ ４８５ ４ ２７７ ６ １４５ ６ ０ １２２ ２ １３９ ６

其他政府单位 ５１８ ０ ４８５ ４ ２７７ ６ １４５ ６ ０ １２２ ２ １３９ ６

国家政府 ４４５ ０ ４８５ ４ ２７７ ６ １４５ ６ ０ １２２ ２ １３９ ６

其他政府单位 ７３ ０

总收入 ６０１ ５ ５７９ ０ ３９０ １ ２４８ ８ １０３ ９ ２２０ ９ ２４３ ６

其他经常性支付

转移性支付和补贴 －
部门机构和账户

１０７０ ３ ４１ ３ １８９ ９ １４５ ６ ０ １２２ ２ １３９ ６

总支出 １０７０ ３ ４１ ３ １８９ ９ １４５ ６ ０ １２２ ２ １３９ ６

盈余 （４６８ ８） ５３７ ７ ２００ ２ １０３ １ １０３ ９ ９８ ７ １０４ ０

财务状况表

应收款和预付款 １２５ ４ ２０３ ２０５ ７４ ７７ ９ ８１ ７ ８５ 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１５１５ ０ １８６５ ２２０５ ２０５６ ２０７０ ８ １９６６ ８ ２０７３ ０

总资产 １６４０ ４ ２０６８ ２４１０ ２１３０ ２ １４８ ７ ２０４８ ５ ２１５８ ８

累计盈余 ／ （赤字） ９３３ ０ １４７０ ６ １６７１ １３１７ １２９５ ２ １１５２ ４ １２１７ ９

贸易和其他应付款 ７０７ ４ ５９７ ７３９ ８１３ ８５３ ４ ８９６ １ ９４０ ９

总股本和负债 １６４０ ４ ２０６８ ２４１０ ２１３０ ２１４８ ６ ２ ０４８ ５ ２ １５８ ８

　 　 资料来源： ＡＲＦ （２０１６）。

在转移支付和补贴方面， ＡＲＦ 的支出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达到高峰， 为 １０ ７０３ 亿兰特，

随后大幅下滑， 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为 １ ４５６ 亿兰特。 中期估计显示，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不会有

转移支付和补贴费用。 然而， ＡＲＦ 的支出预计在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将达到 １ ２２２ 亿兰特， 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将增加到 １ ３９６ 亿兰特。

ＡＲＦ 的累积盈余呈现上升趋势， 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的 ９ ３３ 亿兰特增长至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６ ７１ 亿兰特。 然而， 从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起， ＡＲＦ 的累计盈余出现下降趋势， 在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下降至 １１ ５２４ 亿兰特； 但是， 预计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将会适度增长， 达到

９１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迈向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１２ １７９ 亿兰特。

ＡＲＦ 的总收入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 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的 ６ ０１５ 亿兰特， 下降至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的 １ ０３９ 亿兰特。 但是， 预计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 ＡＲＦ 总收入将上升至 ２ ２０９

亿兰特， 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达到 ２ ４３６ 亿兰特。

国际关系与合作部正按照部长的指示， 在该部总干事的直接指挥下执行 ＡＲＦ 项目。

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和财政部共同负责管理 ＡＲＦ 的拨款。 由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和财政部成

员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对外援助的支付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咨询委员会包括总干事或

其代表以及由部长任命的来自国际关系与合作部的另外三名代表。 此外， 财政部的两名代

表也被列入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负责向部长提议支付计划， 后者将与财政部部长磋商后决

定， 资金将根据该基金与有关非洲国家的受捐助方之间的协议进行转移。

与美国国际开发署或法国开发署不同， 南非没有一个集中执行的组织来管理对外

援助。 因此， 许多机构对援助项目的管理和实施是分散的。 这一现象在最近通过 ＡＲＦ

资助的项目中表现十分明显。 例如，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通过公共行政、 领导和管理学院

（ＰＡＬＡＭＡ）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展了能力建设培训项目； 而通过南非公共工程局、 国

际关系与合作部、 国防部以及自由公园信托基金的合作参与， 升级乌干达某领导力学

校的项目得以实施。 此外， 同一个政府机构在实施不同项目时可能起到不同的作用。

例如， 在 ＡＲＦ 的框架下， 南非警察总署 （ＳＡＰＳ） 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并在不同项目

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例如在达尔富尔作为观察员， 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则作为选举监

督者。

此外， 受援的非洲国家的国际跨国组织和机构也管理了一些南非的对外援助项目。

在限制条件或附加条件方面，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法案》 没有规定从 ＡＲＦ 获得

对外援助的任何资格条件。 执行实体， 即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则有权在 ＡＲＦ 的战略目

标框架下就经济援助协议的条款进行谈判， 并施加任何限制或条件。 然而实际上， 南非对

ＡＲＦ 的资金通常不施加任何限制。

例如，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南非储备银行向斯威士兰中央银行提供有条件担保的贷款， 金

额总计 ２４ 亿兰特 （３ ５ 亿美元）。 在这项经济援助的协议中， 没有任何限制和条件。 然

而， 在谈判期间， 南非本可以要求斯威士兰实施一些改革措施， 例如：

（１） 斯威士兰王国政府采取信心构建的措施；

（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要求斯威士兰政府执行的财政和相关技术改革；

（３） 由南非提供的能力建设支持；

（４） 在多边交互中给予合作。

但南非没有任何强制条件执行的机制来迫使斯威士兰执行约定条件， 并履行上述改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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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承诺。 南非并没有监测和评估约定改革的实施。 ＡＲＦ 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三次发放了贷款额度。 这一时间框架对于推出任何强有力的改革来

说都非常短暂。 因此， 斯威士兰和南非都认为， 贷款应该附加切实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条

件。①

南非有必要加强对对外援助项目所附的限制条件的制定、 施加和监测的程序， 这些限

制条件对产生预期的项目成果至关重要。

南非的对外援助在本质上是自由决定的。 任何发展项目只要符合 ＡＲＦ 的广泛战略目

标， 都可以得到 ＡＲＦ 的援助。 事实上， ＡＲＦ 的援助只占总经济援助的小部分。 其他南非

组织的对外援助则占南非对外援助总额的大部分， 与 ＡＲＦ 相比， 这些对外援助在确认和

资助项目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

此外， 各种监督机制被引入， 以确保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监

测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方式包括以下三种。

（１） 国际关系与合作部总干事是 ＡＲＦ 的官方负责人。 同时， 他也是咨询委员会的成

员， 该委员会向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提议对不同项目的支付计划。 作为该基金的会计主

管， 总干事负责 ＡＲＦ 所有资产的记录， 并编制和出版年度报告。

（２） 根据 《公共财政管理法案》， ＡＲＦ 需要遵守该法案规定的问责制和透明度的要求。

（３） 直接向国民议会负责的独立宪法机构的审计长也将每年对 ＡＲＦ 进行审计。

南非关于对外援助的政策考量多年来发生了转变。 经济合作与促进贷款基金的主要目

标是在南非由于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国际社会强烈排斥的情况下， 与世界其他国家成为盟友

和朋友； 而经济合作与促进贷款基金在 ２００１ 年被 ＡＲＦ 取代。 此外， 南非还通过了一项政

策， 即不通过多边国际组织来进行援助， 后者也不允许南非成为成员。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南非过渡到民主国家后， 这些政策被弃用。

在政策考量方面，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法案》 的序言显示了其基于地理和问题

的政策考量。 该法案高度重视：

（１） 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特别是在民主和解决冲突方面的合作；

（２） 经济发展与一体化。

对南非对外援助模式的分析表明， 南非对外援助政策的重点是：

（１） 邻国， 特别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的成员；

（２） 教育与维和的援助。

１２３

① 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关于向斯威士兰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协议的媒体声明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ｆａ ｇｏｖ ｚａ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１ ／ ｓｗａｚ０８０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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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 ＡＲＦ 框架下可用资金的数额， 以及根据有限的财政灵活性补足政府的捐款，

南非的所得税法律通过允许减免所得税来鼓励对 ＡＲＦ 等基金的慈善捐赠。 所得税法律规

定， 在课税年度内， 任何一个人只要向任何已批准的公益组织 “真诚” 捐赠， 就可以从

其应纳税的所得中扣除至多 １０％ 。

ＡＲＦ 有多个资金来源， 其中议会拨款是 ＡＲＦ 的主要资金来源。 例如，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 议会向 ＡＲＦ 拨款 ６ ３１４ 亿兰特 （约合 ８７４０ 万美元）， 其余资金来源提供了剩余的

３４００ 万兰特 （约合 ４７０ 万美元） 的基金。 ＡＲＦ 的其他资金来源包括：

（１） ２００１ 年 ＡＲＦ 成立时， 经济合作与促进贷款基金尚未使用的资金；

（２） ＡＲＦ 贷款的已收金额；

（３） ＡＲＦ 贷款或投资的利息；

（４） 其他资金来源， 主要包括私人捐赠 （美国国会图书馆， ２０１５）。

（九）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①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是非洲联盟 （ＡＵ） 的合作倡议。 两个非洲发展合作

倡议， 即 《千年非洲复兴计划》 （ＭＡＰ） 和 《非洲欧米茄计划》 （Ｏｍｅｇａ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合并， 以形成第三个倡议——— 《新非洲倡议》 （ＮＡＩ）， 随后在 ２００１ 年转变为 ＮＥＰＡＤ。

ＮＥＰＡＤ 由南非、 尼日利亚、 阿尔及利亚、 埃及和塞内加尔共同建立。

２０１０ 年， 通过将 ＮＥＰＡＤ 整合至非洲联盟的结构与进程中，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规划

和协调署 （ＮＥＰＡＤ Ａｇｅｎｃｙ） 成立， 并取代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秘书处， 后者自 ２００１ 年

以来负责协调和执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方案和项目。

作为非洲联盟的执行机构， ＮＥＰＡＤ Ａｇｅｎｃｙ 的职能或任务包括：

（１） 促进和协调 ＮＥＰＡＤ 在非洲大陆的项目， 并负责区域优先方案和项目的拟订和执

行工作；

（２） 动员资源和合作伙伴， 以支持非洲优先方案和项目的执行， 并使全球社会、 区

域经济共同体和成员参与执行这些方案和项目；

（３） 实施和协调研究与知识管理；

（４） 监督和评估项目的执行情况；

（５） 倡导非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愿景， 使命和核心原则。②

根据非洲联盟的授权，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规划和协调署执行以下四个投资计划， 并

２２３

①
②

ＮＥＰＡＤ（２０１７）。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ｐａｄ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ｎｅｐａｄ＃ａｂｏｕｔｏｕｒ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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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非洲新出现的趋势。

（１） 自然资源治理和粮食安全

该项目包括：

①非洲农业综合发展项目 （ＣＡＡＤＰ）；

②ＣＡＡＤＰ 支持；

③农业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ＡＦＩＲＭ）；

④鱼类管理与贸易；

⑤食品和营养保障；

⑥气候变化；

⑦气候变化基金；

⑧气候智能型农业；

⑨性别与气候变化与农业支持；

⑩非洲土地保护计划 （ＴｅｒｒＡｆｒｉｃａ）。

（２） 区域一体化， 基础设施 （能源、 水、 ＩＣＴ、 运输） 和贸易

该项目包括：

①非洲电力愿景；

②非洲大陆商业网 （ＣＢＮ）；

③Ｅ⁃Ａｆｒｉｃａ 计划；

④发展基础设施技能 （ＩＳ４Ｄ）；

⑤总统基建冠军倡议 （ＰＩＣＩ）；

⑥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ＰＩＤＡ）；

⑦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 （ＳＥ４ＡＬＬ）。

（３） 工业化、 科技、 创新

①非洲生物安全专家网络 （ＡＢＮＥ）；

②非洲数学科学研究所 （ＡＩＭＳ） ———下一个爱因斯坦计划；

③非洲药物监管协调 （ＡＭＲＨ）；

④非洲科技创新指标 （ＡＳＴＩＩ）；

⑤加速非洲科学卓越联盟 （ＡＥＳＡ）；

⑥非洲生物创新 （Ｂｉ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⑦生物科学东部和中部非洲网络 （ＢｅｃＡＮｅｔ）；

⑧ＮＥＰＡＤ 水卓越中心；

⑨南部非洲生物科学网络 （ＳＡＮＢｉｏ）。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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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人力资本开发 （技能、 青年、 就业以及女性赋权）

该项目包括：

①农业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 （ＡＴＶＥＴ）；

②能力发展；

③性别；

④护理；

⑤农村未来。①

（十）C10②

非洲十方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 （Ｃ１０） 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Ｃ１０ 成员

包括以下国家和机构： 阿尔及利亚、 博茨瓦纳、 喀麦隆、 埃及、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南

非、 坦桑尼亚、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ＣＢＷＡＳ） 和中非国家中央银行 （ＢＥＡＣ）。 Ｃ１０ 的主

要目标是：

（１） 监测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对非洲的影响， 并讨论政策、 对策的选择；

（２） 倡导加强非洲参与国际金融体系 （ＩＦＩｓ） 的管理；

（３） 确定非洲的战略经济优先事项， 并为非洲参与 ２０ 国集团 （Ｇ２０） 制定明确的战略。

（十一）金砖国家（BR I CS）③

1 金砖国家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金砖国家集团成立， 由五个大型新兴经济体组成， 分别是属于四大洲

的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 金砖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４３％ ， 占世界 ＧＤＰ 的

３０％ ， 占世界贸易的 １７％ 。 ２００６ 年，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

举行了首次金砖国家外长会晤， 并正式组建了金砖四国 （ＢＲＩ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 第

一次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南非加入金砖国家

集团， 金砖四国 （ＢＲＩＣ） 扩大到金砖五国 （ＢＲＩＣＳ）。

金砖国家的合作主要包括： 通过领导人会议以及财政、 贸易、 卫生、 科技、 教育、 农

业、 通信、 劳工等部长级会议，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 通过工作组或高级官员会议

在若干领域进行实际合作。

４２３

①
②
③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ｐａｄ ｏｒｇ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非洲发展银行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ｄｂ ｏｒｇ ／ ｅｎ ／ ｔｏｐ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ｃｔｏｒｓ ／ ｔｏｐｉｃ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ｅｎ ／ 。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２０１６ ｇｏｖ ｉ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ｎｎｅｒｐａｇｅ ／ 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ｈｐ ｐｈ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第十二章　南非的发展合作：趋势、前景与挑战

2 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

近年来， 北美、 欧洲和日本都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即零利率和非常规货币政

策——— “量化宽松”。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 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很缓慢， 预计仍将疲

软。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多边开发银行 （ＭＤＢ） 的大型国家和区域、 跨境项目的基础设

施投资、 财政刺激计划和私营部门投资不仅可以促进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 还可以促进发

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 通过加强区域或跨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在主要大洲加强区域一

体化， 将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分享稀缺资源， 如能源和水， 以满足能源和水资源盈余和赤

字国家的这些基本需求。 为基础设施融资的区域和国际机构应为发展水电、 卫生等基础设

施提供优惠资助， 因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经济回报率。 由于与基础服

务发展有关的项目大多不被银行接受， 也不具有商业上的可行性， 因此私营部门通常不愿

意参与这些项目。 区域和国际的基础设施融资机构则可以通过共同融资以及为私营部门提

供应对各类风险的保障， 促进私营部门在 ＰＰＰ 模式下参与基础设施建 设 项 目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ｙ， ２０１６）。

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南方的发展中国家， 融资需求非常大， 大规模长期的国家、 区域

或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风险。 目前， 世界银行 （ＷＢ）、 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 美洲开

发银行 （ＩＡＤＢ）、 非洲开发银行 （ＡｆＤＢ） 以及国际金融公司 （ＩＦＣ） 等多家多边融资机构

或开发银行 （ＭＤＢｓ） 正在为许多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近十年来， 开发银行 （ＭＤＢｓ） 的

年度资源承诺上涨超过 １００％ ， 从 ４５０ 亿美元上涨至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 但这一资源不足以

满足每年超过 １ 万亿美元的大型基础设施融资需求。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亚洲资金需求达 ８ ２

万亿美元 （其中新增产能投资占 ６８％ ， 维护费用占 ３２％ ）， 能源、 运输、 通信、 电力、 水

和卫生设施等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每年平均支出 ７４７５ 亿美元， 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

需求。 因此， 上述 ＭＤＢｓ 的融资能力不足以应对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差距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ｙ， ２０１６； ＮＤＢ 网站①， ２０１７）。 因此， 在交通运输、 能源、 电信和水资源等

基础设施的融资和互联互通等方面开展发展合作， 对急需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至关

重要。

为了弥补融资缺口，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五国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发起建立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ＮＤＢ）， 授权资本为 １０００ 亿美元， 总部设在上海。 ＮＤＢ 的资本为

１０００ 亿美元， 其中， ５００ 亿美元的初始认购资本由五个发起国均摊， 五个发起国拥有同等

投票权。 捐赠 １００ 亿美元的南非与其他成员具有同等的投票权。 鉴于这一民主决策过程，

南非可以在影响 ＮＤＢ 贷款活动和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５２３

①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ｎｄｂ 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ｕｓ ｐｈ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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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ＤＢ 的愿景是促进资源调动， 促进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基

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实施。 ＮＤＢ 是南方倡导的首个跨区域发展贷款机构。 ＮＤＢ 将

补充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现有的活动， 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ＮＤＢ 的目标是通

过贷款、 担保、 股权参与和其他金融工具来促进公共或私人项目。 此外， ＮＤＢ 计划与国

际发展组织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并为本行项目提供技术援助 （ＮＤＢ 网站， ２０１７）。

这是 ＳＳＤＣ 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只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其中。

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巨大， 基础设施融资的新机构在弥补融资差距方面有

着重要作用。 新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ＮＤＢ） 也将计划投资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

然而， 为了有效促进基础设施发展， 在区域融资机构以及双边发展银行、 发展机构之间构

建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 这些新机构在作用和角色上应该有所互补 （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ｙ，

２０１６）。

ＮＤＢ 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其他新开发银行 （ＭＤＢｓ）， 如果能够补充现有的多

边开发银行 ［如世界银行 （ＷＢ）、 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 美洲开发银行 （ＩＡＤＢ）、 非洲

开发银行 （ＡｆＤＢ）］ 的基础设施投资， 并专注于某些领域， 则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领

域包括如下几方面。

（１） 通过开发适当的工具， 为区域或跨境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２） 开发多币种基础设施融资工具；

（３） 伊斯兰金融工具等。

ＮＤＢ 可以 （以健康的方式） 参与竞争， 也可以与现有的开发银行合作， 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１） 为基础设施开发大量使用金融资产起到有效的媒介作用。

（２） 提供及时的、 具有成本效益的基础设施贷款和知识， 特别是在能源和运输领域，

提供简单、 用户友好和流畅的操作、 制度和程序； 并与银行和金融部门在共同出资、 保障

私人投资等方面进行合作。

（３） 筹备、 开发、 评估区域基础设施项目的优先事项， 并与各国政府协商执行。

（４） 设计、 开发和使用有效的工具， 以引导亚洲和国际储蓄用于基础设施开发， 并

发展区域基础设施债券融资和其他创新金融工具的专门知识， 如：

①区域或跨境项目的贷款工具；

②多币种金融工具或基于亚洲货币单位的债券；

③担保和挂钩债券；

④伊斯兰金融工具， 如债券和苏库克 （Ｓｕｋｕｋ）；

⑤本地货币债券；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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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证券化基础设施贷款；

⑦分区域基金如东盟基础设施基金；

⑧应对重大风险 （例如操作、 财务、 国家、 灾害和政治风险） 的担保工具；

⑨可持续和包容性区域或跨境项目的融资工具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ｙ， ２０１６）。

（十二）印度、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I BSA）①

印度、 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 （ＩＢＳＡ） 是 ＳＳＤＣ 的又一成功举措， 南非在其中发挥着重

要的领导作用。 ＩＢＳＡ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是分属于亚洲、 南美洲和非洲三大洲的三个新

兴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 ＩＢＳＡ 的主要目标是：

（１） 为建设新的国际架构做出贡献；

（２） 在全球问题上共同发声；

（３） 加深在各个领域的关系。

ＩＢＳＡ 对话论坛的主要思想是 “民主参与、 尊重人权和法治”。 ＩＢＳＡ 的成立对成员之

间的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ＩＢＳＡ 的活动和计划可分为四个方面。

（１） 政治协商。

（２） 通过 １４ 个工作组进行部门合作 （在部门合作方面， 为以下部门组建了工作组，

以加深相互了解， 探索行业领域的共同利益： 农业、 文化、 国防、 教育、 能源、 环境、 健

康、 人类居住、 运输和基础设施、 公共管理、 税务管理、 科学技术与信息社会、 社会发

展、 贸易投资与旅游）。

（３） ＩＢＳＡ 减少贫困和饥饿机构 （ＩＢＳＡ 基金）。

（４） 人民对人民论坛 （涉及其他非行政部门的参与者， 如民间团体）。

２００４ 年， ＩＢＳＡ 基金成立， 每个国家每年向该基金提供 １００ 万美元的捐款。 该基金的

主要目标是促进 “基于 ＩＢＳＡ 国家能力范围内及其内部最佳实践的可行和可复制的项目的

开展，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做出贡献”。

ＩＢＳＡ 是国家层面协调和实施南南合作的先驱。 在 ＩＳＢＡ 基金下， 农业、 电气化、 能源

系统和健康等几个领域已经完成了大量项目。 基金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下设的南南合作特设局 （ＳＵ ／ ＳＳＣ）。 ＩＢＳＡ 项目是通过与联合国机构、 国家机构、 地方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来设计、 协调和实施的。

该基金评估项目计划书的主要标准包括： （１） 减少饥饿和贫困的潜力； （２） 与受援

７２３

① 参见 ＩＢＳ 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ｂｓａ⁃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ｉｂｓａ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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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３） 利用 ＩＢＳＡ 国家的现有能力及其成功经验； （４） 可持续性和

可识别的影响； （５） 创新性和可复制性； （６） １２ ～ １４ 个月的成果。 来自非洲和亚洲的若

干国家已在 ＩＢＳＡ 基金的帮助下实施了各种项目， 如几内亚比绍、 海地、 佛得角、 柬埔寨、

老挝和布隆迪等。①

（十三）双边国际关系与合作计划②

南非双边国际关系与合作计划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有组织的双边协议和高层次互动促

进政治、 经济和社会关系， 以最终促进南非的国家优先事项和非洲议程， 并加强南南合作”。

双边国际关系与合作中的次级计划包括：

（１） 加强与非洲个别国家 （区域内共有 ４７ 个外交代表机构） 的双边合作， 特别是通

过增加货物和服务贸易、 附带技术转让的外国直接投资、 入境旅游以及技能开发等方式；

（２） 加强与亚洲和中东个别国家 （该区域内共有 ３２ 个外交代表机构） 的双边合作；

（３） 加强与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单个国家的双边合作；

（４） 加强与欧洲单个国家 （该区域共有 ２８ 个外交代表机构） 的双边合作。

在双边合作下， “非洲复兴基金 （ＡＲＦ） 和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正在

向几个非洲国家提供维和、 技术开发、 研究和教育等方面的经济援助。 另外还为农业、 司

法、 公共服务、 公共工程、 贸易和工业等领域的项目提供了援助” （Ｃｈｉｄａｕｓｈｅ，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ＡＲＦ 向以下几个非洲伙伴国家提供了财政和技术援助： 乍得、 刚果

民主共和国、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里、 尼日尔、 塞舌尔、 塞拉

利昂、 斯威士兰以及津巴布韦。 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财政年度， ＡＲＦ 的主要支出是人道主义援

助和灾难援助， 占 ＡＲＦ 项目支出的 ３０％ ， 其次是社会经济发展 （２４％ ） 和民主与治理

（２０％ ）。 冲突后重建和发展是南非外国援助计划的优先事项之一， 其支出份额占 ３％ ”

（Ｄｅｖｅｘ， ２０１３）。

四　南非国际发展合作计划：各项方案的目标和预算③

（一）国际合作

　 　 南非国际合作计划的主要目标是：

８２３

①
②
③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ｂｓａ⁃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ｉｂｓａ ／ ｉｂｓａ⁃ｆｕｎｄ。
基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２０１６）。
本节主要基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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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战略性地发展、 促进和管理国际伙伴关系， 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

（２） 使南非与其国际伙伴之间能够交流知识、 能力和资源， 重点是支持非洲的科学、

技术和创新能力建设；

（３） 通过科学外交来支持南非的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负责协调和联合南非国际关系， 监测国际环境的发展。

表 １２ －４ 列出了估计的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９ 年期间南非的支出预算。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的预期支出

为 ５ ７９３ 亿兰特， 预计在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将下降 ２ ５％至 ５ ６５４ 亿兰特， 而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将达

到 ５ ７４ 亿兰特， 略微上升 １ ５％。 这可能反映了南非经济放缓， 财政弹性下降。

表 １２ －４　 南非国际合作支出

年份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支出（百万兰特） ５７９ ３ ５６５ ４ ５７４ ０

百分比变动 － － ２ ５％ １ ５％

　 　 资料来源： 国库 （２０１６） 及笔者计算。

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 南非维护着与北方的战略合作关系。 同时， 南非支持 “通过

有组织的双边机制和多边协议实现互惠互利的南南合作”。 从中期来看， 国际关系与合作

部计划 “将 ‘利用美国’ 的 ‘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 作为工业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平台，

同时利用与欧盟 （ＥＵ） 的联系来建设联合基建项目”。

该部门还计划 “加强和巩固南南关系， 这也反映了全球权力分配平衡的变化以及新

兴经济体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在中期内， 该部门计划：

（１） 继续利用中非洲合作论坛、 Ｇ７７ 论坛、 中国论坛以及金砖集团 （ＢＲＩＣＳ） 等南方

集团的成员资格和各种协议， 推动实现南非的外交政策目标；

（２） 通过采用金砖国家经济伙伴关系战略， 促进贸易和投资， 增加市场准入机会，

促进国家之间市场的相互联系；

（３） 通过新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金砖国家、 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

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资金。

在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计划中将上述计划编入了预算。 联合支出呈现下降趋势， 从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０ 亿兰特下降至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６ 亿兰特。

南非发展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是 “科学、 技术与创新的投资。 南非计划通过支持南

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和非洲联盟 （ＡＵ） 的区域倡议， 参与非洲各国的能力建设。

到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南非将为 ＳＡＤＣ 和 ＡＵ 核准的 ３９ 个科学、 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倡议和

项目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以加强南非与非洲各国在科学、 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合作， 这将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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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非洲的增长和发展议程。 此外， 南非也参与美洲、 亚洲、 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合作伙伴

所进行的海外科学、 技术与创新的双边合作。 这些企业涉及人力资本开发和科学、 技术与

创新的合作研究， 也有助于促进其与其他非洲合作伙伴的共同合作”。

为了减少国家总支出， 南非政府计划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将非洲复兴与国际合作基金

（ＡＲＦ） 的预算支出减少 ０ ８８ 亿兰特， 在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减少 ３ 亿兰特，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减

少 ３ ０７１ 亿兰特。 但是， 这种减少预计不会影响基金的运作， 因为它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来

吸收预算削减带来的影响。

（二）非洲议程和区域一体化方案

南非在以下几个领域将继续支持区域和非洲大陆的进程与方案：

（１） 应对和解决危机；

（２） 加强区域一体化；

（３） 促进优化贸易环境；

（４） 加强非洲内部贸易；

（５） 促进可持续发展， 提升机遇。

南非拥有有力的、 不断增长的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计划， 与其他金砖新兴援助提供国

（如中国、 巴西和印度） 相当。 其对外援助计划目前分散在众多机构中， 包括：

（１）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 （ＡＲＦ）；

（２）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３）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４） 国家级、 省级、 地方级政府项目；

（５） 印度、 巴西和南非 （ＩＢＳＡ） 对话论坛扶贫基金；

（６） 通过诸如非洲开发银行 （ＡｆＤＢ） 和世界银行等优惠借贷机构进行的多边项目；

（７）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 ＳＡＣＵ） 收入分成协议或非洲联盟 （美国国会图书馆，

２０１５）。

非洲绝大多数的发展合作都是通过三个主要的区域合作组织来实施的， 即非洲联盟

（ＡＵ）、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ＳＡＤＣ） 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主要项目

包括：

（１） 在加强非洲大陆一体化方面， 巩固非盟及其结构将成为当务之急；

（２） 在中期内， 南非将继续实施南非、 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三方协议，

为落实大湖地区和平与安全框架协议提供资源并持续努力；

（３） 部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干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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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施 （与国防部合作） 非盟和平与安全架构并建设 “非洲危机快速反应能力”

（ＡＣＩＲＣ）， 后者是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成立的非洲跨国干预预备部队；

（５） 从中期来看， 南非将参与将区域经济共同体整合至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振兴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进行基础设施发展， 并通过非洲同行审议机制优化良政

体系；

（６） 支持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其旨在为非洲实现民族自决、 自由、 进步和集体繁荣开

发新路径。

上述及其他相关项目的支出已经编入了 “国际关系计划” 的 “非洲子计划” 和 “国

际合作计划” 的 “大陆合作子计划” 的预算中。 中期内的联合支出预计为 ３４ 亿兰特。

在和平与安全方面， 南非通过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参与多边维和行动， 也是非洲参与维

和行动最多的国家之一。 除了对和平与安全做出重大贡献之外， 南非也为 “非洲体制建

设、 基础设施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做出了重大投资”。 它在非洲统一组织 （ＯＡＵ） 的改革中

发挥了主导作用， 促成了非洲联盟 （ＡＵ） 于 ２００２ 年在德班成立。 此外， 南非也是一些地

区合作倡议的主要资金捐助者， 如：

（１）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２） 非洲联盟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３） 泛非会议；

（４） 非洲联盟预算的最大捐赠者， 捐赠份额达 ５％ ；

（５） 捐赠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业务预算的 ２０％ ；

（６） 通过 ＮＥＰＡＤ、 ＳＡＤＣ 以及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ＰＩＤＡ） 等区域发展倡议， 南

非一直致力于发展南非区域或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７） 南非还通过 ＩＤＣ 和 ＤＢＳＡ 为地区的水、 运输、 能源和电信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大

量资金援助 （Ｇｒｏｂｂｅｌａ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 南非通过开展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连通基础设施项

目， 为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南南合作

南非正为南南发展合作提供强有力的领导。 例如， 它是三边洲际对话论坛印度、 巴西

和南非对话论坛的成员， 参与全球性议题和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和更密切的协调。 此外， 它

还是多个地球南方组织的成员， 以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国际金融公司 （ＩＦＣ） 发展目

标。 同时， 南非在促进非洲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ＧＣＣ） 之间更密切的经济关

系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促进了 ＧＣＣ 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 并通过中非论坛，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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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进了中非合作 （Ｌａｏ， ２０１３）。

表 １２ － ５ 列出了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９ 年南非南南合作支出与非洲大陆合作支出的比较。

可以看出，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经济增长放缓， 南非在南南合作中的支出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平均减少 １５ ７％ ， 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１０ 万兰特减少至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７０ 万兰特。

非洲大陆合作支出同期年平均增长率为 ２３ ６％ ， 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的 ８２００ 万兰特提高至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５４８ 亿兰特。

然而， 南南合作的支出预计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９ 年将增加 ２９ ９％ ， 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达到

８１０ 万兰特， 而非洲大陆合作的支出平均只增长 ３ ２％ 。

需要指出的是， 与非洲大陆合作相比， 南南合作的支出要小得多。 非洲大陆合作与南

南合作的支出比例 （如表 １２ － ５ 第 ４ 列所示） 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３ ４％ 迅速上升到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１ ８％ 。 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至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期间， 这一比例则呈现下降趋

势， 从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８ ８％下降到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１ ０％ 。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 南非越来越重视南南合作， 但与其他新兴援助提供国相比， 援

助规模仍然较小。

在国际基金转移方面， 南非极力支持各种多边活动， 并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南非在非洲

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外交关系。

（１） 南非每年向联合国， 非盟和非洲南部发展共同体等国际组织捐赠会费；

（２） 作为对 ＡＲＦ 运行的捐赠， 每年为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捐赠资金以调增其资本。

表 １２ －５　 南非在南南合作与非洲大陆合作中支出的趋势比较

单位： 百万兰特

财政年度 南南合作（２） 非洲大陆合作（３） 第 ３ 列与第 ２ 列的比值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１ ８２ ０ １３ ４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６ ９ １２４ ２ １８ ０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４ ６ １３２ ０ ２８ ７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 ３ ７ １５４ ８ ４１ ８

平均增长率（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 － １５ ７％ ２３ ６％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 ６ ４ １８４ ３ ２８ ８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 ７ ２ １７６ ０ ２１ ５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８ １ １７０ １ ２１ ０

平均增长率（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２９ ９％ ３ ２％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的总预算为 １ ０８３ 亿兰特。 该基金为南非

与其他国家之间涉及以下领域的合作方案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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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促进民主和良好治理；

（２） 预防和解决冲突；

（３） 社会经济发展和一体化；

（４） 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

（５） 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开发。

五　南非对外援助项目的趋势、模式和结构

（一）南非对外援助项目的结构

　 　 近年来， 南非对外援助的项目越来越多， 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南非的对外援助项

目主要为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 （ＡＲＦ）。 ＡＲＦ 由国际关系与合作部来执行， 非洲国家

的许多项目也已在该基金框架下实施。 ＡＲＦ 根据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法案》 成立，

受其约束， 该法案为执行机构就某些援助协议进行协商以及施加限制条件提供了大量酌处

权。 议会拨款是 ＡＲＦ 的主要资金来源。 通过发布强制性年度报告以及由审计长 （独立的

宪法机构） 进行年度审计， ＡＲＦ 坚持其透明度和问责制。

南非许多政府机构和部门在国家、 省和地方各级中执行各领域的大部分对外援助项

目。 这些援助项目包括：

（１） 农业部和储备银行向非洲不同国家的对口机构成员提供能力建设培训项目；

（２） 向外国留学生提供在南非学习的补贴；

（３） 南非军方的维和行动；

（４） 南非警察总署成员作为冲突地区的观察员或选举的监督员（美国国会图书馆，

２０１５）。

南非各种援助方案的筹资和实施的主要缺陷之一是不同政府机构、 区域和国际组织执

行机构的分散。 因此， 需要一个集中执行机构， 或是一个反映南非对外援助项目有效执行

情况的报告机制。 由于这种分散性， 南非对外援助方案的准确和完整的数据并不可得。 为

了集合其分散的援助项目， 南非计划用另一个基金， 即南非发展伙伴基金来取代 ＡＲＦ。

一个新的独立中央机构， 即南非发展合作局 （ＳＡＤＰＡ） 将管理这一新基金以及其他援助

项目 （美国国会图书馆， ２０１５）。

（二）南非对外援助的趋势和模式

ＡＲＦ 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南非通过 ＡＲＦ 实施的对外援助显著上升，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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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 万兰特 （约合 ７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则达到 ３６４０ 万美元。 根据南非国家报告，

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 南非通过区域和国际组织 （联合国、 非盟、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

的支出为 １９６０ 万美元。 在同一个财政年度， 其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支出为 ２９０ 万美元。

到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 自 ２００４ 年 ＩＢＳＡ 扶贫基金成立以来， 南非对其的捐赠达到 ７００ 万美元。

南非对外援助项目的主要捐赠者之一是南非教育部， 占 ２００４ 年援助总额的 ３６％ 。 ２００４ 年

南非维和行动的支出超过了 ５ 亿兰特 （约合 ７０５０ 万美元）， 是其第二大援助捐赠项目

（美国图书馆国会， ２０１５）。

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期间， 南非的对外援助或 ＯＤＡ 呈现混合的景象。

南非官方开发援助在 ２０１０ 年达到峰值， 超过 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大幅下滑， 之后直到

２０１３ 年又呈上升趋势。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其对外援助约为 ８７００ 万美元， 远低于传统援助提

供国的官方发展援助， 也落后于其他金砖国家。 南非发展援助在 ２０１４ 年下降， 但预计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将有所增长。 另外， 对外援助的预算估计将达到 ８０００ 万 ～ ９０００ 万美元

（Ｌａｏ， ２０１３）。

这就要求大量增加官方发展援助， 以便为发展援助中的官方发展援助受援国带来有效

的结果。

如图 １２ － １ 所示，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一直是南非对外援助的主要融资工具， 其

次是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然而， 如前文所述， 其平均对外援助比传统援助提

供国的规模要小得多。

图 １２ －１　 南非对外援助的趋势：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

近年来， 南非经济疲软、 电力短缺、 商品价格低迷、 消费者和商业信心较低。

与此同时， 南非面临着高失业率， 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 高额的经常项目赤字与

贸易逆差， 在建筑业、 采矿业和汽车行业都遭遇罢工问题。 这种情况迫使南非减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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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减少了财政弹性。 因此， 未来几年， 南非对外援助的计划水平不高 （Ｌａｏ， ２０１３）。 南

非有必要利用多边、 双边和单边的举措来为该区域的发展项目筹集资金。

六　未来展望和建议

非洲处于其发展轨迹的关键时刻。 ２０ ～ ２１ 世纪， 世界经济出现了生产和贸易格局的

重大转变， 南方出现了新的增长点。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大陆经济在全

球范围内持续大幅增长， 部分原因是持续的商品繁荣， 以及在零售、 农业、 服务业、 运输

业和通信业等领域的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 民间冲突和政治冲突减少， 经济管理表现更

好， 政治稳定， 都有助于经济强劲增长。 鉴于上述情况， 根据全球市场的看法， 非洲大陆

被认为是处于下一个发展机会的前沿， 是潜在的全球增长极点 （ＡＲＦ， ２０１５）。

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和干预措施以促进工业化和经济转

型。 近年来， 通过若干发展合作举措， 特别是通过东南非共同市场、 东非共同体和南部非

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三方自由贸易协定， 非洲国家经济一体化活动日益增加， 非洲内

部贸易得以加强。 非洲的另一个主要倡议是非洲联盟 （ＡＵ）， 其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规划和协调署来执行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ＮＥＰＡＤ 为

非洲议程所制定的战略框架已从减贫议程转变为经济增长发展议程。 非盟和非洲发展新伙

伴计划的项目都表现良好， 如：

（１）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２） 总统基建冠军计划；

（３）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ＡＲＦ， ２０１５）。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功， 但非洲仍然面临着几个重大挑战， 这也是非盟及其区域经济共

同体和国家政府需要优先考虑的。 主要挑战包括 （ＡＲＦ， ２０１５）：

（１） 对抗政府违反宪法的转变；

（２） 提升当地技能和技术能力；

（３） 应对环境与人为灾害带来的挑战；

（４）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运作；

（５） 解决当前社会经济差距以及青年失业问题；

（６） 防止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边缘化；

（７） 确保有限的资源用于实施非洲发展举措。

“２０６３ 年议程” 被采纳以应对上述挑战， 并绘制了未来五十年的非洲方向 （ＡＲＦ，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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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是促进经济扩张、 就业、 创收以及工业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因此非洲

迫切需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 经济和物质、 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贫困的小型内陆非

洲国家需要与更发达国家的商业中心和主要城市相联系， 特别是南非的商业中心和主

要城市。 区域的或跨境的基础设施发展和重建对市场一体化和发展区域或跨境生产制

造网络是必要的。

南非参与了非洲绝大多数的发展倡议， 其中许多倡议在成员方面是重叠的。 然而， 有

效执行各种发展合作举措对最终取得成果至关重要。 南非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和资金的捐助

（通过 ＡＲＦ 和其他基金） 可以帮助非洲欠发达国家发展技能和制度能力， 从而有助于上述

举措的有效执行。

南非与其他主要新兴国家如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在全球迅速

增加。 因此， 南非有望通过发展援助在促进官方和非官方的南南发展合作 （ＳＳＤＣ） 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它也正成为欠发达国家的新兴捐赠者， 特别是在非洲。 由于地方知识、 邻

近地理位置和区域位置的优势， 南非发展合作主要集中在非洲。

根据全球发展咨询公司 Ｄａｌｂｅｒｇ 的一项研究，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 新兴援助提供国的捐赠

将占到对外援助总量的 ２０％左右， 远高于 ２０１２ 年的 ７％ ～１０％ （Ｄｅｖｅｘ， ２０１４）。 按照这一

趋势， 像南非这样的新兴援助提供国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 以保持其在

新兴国家， 特别是非洲的领先地位。

南非发展合作的重点领域是： 和平、 民主与良好治理， 以及人道主义援助。 ２０１０

年， 南非的官方发展援助远高于传统援助提供国的官方开发援助目标———用于非洲发

展和稳定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 ０ ７％ ～ １％ （Ｇｒｏｂｂｅｌａ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然而， 南非官方发展援助的规模依然远远小于传统援助提供国， 也小于主要新兴援助

提供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南非用于南南合作的支出远远低于用于非洲大陆合作的支出。 与

此同时， 南非所接受的外国援助多于其对外援助。 今后， 南非需要提高对外援助， 以便转

变为更有效的新兴捐助者。

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是南非最突出和积极的发展合作倡议。 在政策考量方面，

ＡＲＦ 更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特别是在民主和冲突解决方面的合作以及经济发展和一

体化。

基于 ＡＲＦ， 南非的对外援助政策重点是： 邻国， 特别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 的

成员； 教育和维和援助。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财政年度， 除尼日尔和塞拉利昂的项目以外， 所有项目均涉及 ＳＡＤＣ

国家。 通过 ＡＲＦ， 南非的对外援助项目都面向 ＳＡＤＣ 成员， 特别是邻国， 即博茨瓦纳、 莱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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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托、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赞比亚、 尼日尔和赞比亚。 但是， 南非也需要向非南共体国

家提供对外援助， 以实现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为了在其他金砖国家等新兴援助提供国中发挥主导作用， 南非需要将 ＡＲＦ 和其他

外国援助资金多元化地分配到区域内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其他新出现的事项上， 特别是

在运输、 能源、 通信、 水和卫生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方面。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

加强可持续经济的发展和融合、 贸易一体化、 减贫等都至关重要。 南非可以利用其在

世界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员资格， 促进非洲的基础设施发

展。

南非计划出台一项新的法案并创建新的基金， 即发展伙伴基金， 来取代 ＡＲＦ。 预计

这一新基金将提高基金的效用， 并大大加强合作基金的管理 （ＡＲＦ， ２０１５）。 这个新基金

应该被尽快建立。

作为欠发达国家的新兴援助提供国， 南非需要认识到与发展合作相关的挑战。 它可以

借鉴其他主要捐赠国和发展伙伴的教训和经验， 制定如何有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适

当战略。

南非可以利用多边、 双边和单边的项目为其在区域的发展项目筹集资金。 ＩＢＳＡ 基金

是有效选择、 设计和实施发展相关项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南非可以学习 ＩＢＳＡ 基金的最

佳实践， 并在其他发展项目中复制这些经验。

在世界社会经济形势不可预测和动荡不堪的情况下， 利用发展合作援助和项目为欠发

达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南非需要进一步发展其知识基础、 技术能

力、 战略能力、 管理能力、 项目管理技能等， 以便在涉及许多利益相关方的多伙伴项目中

提供有效援助。

南非目前正在参与许多发展合作项目。 许多政府部门目前也正在参与管理各种发展合

作方案和项目。 但这些发展项目的管理在许多政府部门和机构中是分散的。

在这方面， 南非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中央协调机构， 而其也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新机构，

即南非发展合作局 （ＳＡＤＰＡ）， 以协调、 促进和整合其援助和发展合作项目， 即所有南非

官方对外的发展合作方案和项目。 该机构预计年度预算为 ５ 亿兰特 （约合 ５０００ 万美元）。

事实上， 与传统援助提供国相比， ＳＡＤＰＡ 的预算和技术资源的规模都相当小。 为了更为

有效地开展工作， ＳＡＤＰＡ 需要具备足够的技能、 知识和管理能力： 根据其国家、 区域和

国际援助架构来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战略， 与传统捐赠者、 新兴捐赠者和发展伙伴相比， 将

南非放置在适当的位置。①

７３３

①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ｉｓｓａｆｒｉｃａ ｓ３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 ｃｏｍ ／ ｓｉｔｅ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ａｐｅｒ２５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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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主要与发展相关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的开发和重建， 安全与和平建设， “国家和

机构” 构建， 人力资源开发以及能力建设， 这些项目均通过双边、 三边和多边计划来开

展。 而南非也需要制定适当的战略， 并有效执行这些战略， 以提高其联合方案和项目的效

力， 以便对整个地区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规划和协调署 （ＮＥＰＡＤ Ａｇｅｎｃｙ） 和南非发展合作局 （ＳＡＤＰＡ）

是协调和实施该地区重建、 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的最合适的组织。 另外， 南非两个主要发

展机构， 即 ＳＡＤＰＡ 和 ＮＥＰＡＤ， 也需要迅速建立其强大的能力。 南非需要大力加强这些机

构的技术和财政能力， 以便制定有效的方案， 包括南南合作方案。 同时其他有关政府部门

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也需要加强。 南非应利用三边合作以及最佳实践经验， 为 ＳＡＤＰＡ 创造

额外资金 （Ｇｒｏｂｂｅｌａ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与传统的北方援助提供国相比， 在提出应对南方国家发展挑战的战略方面， 南非具有

比较优势， 因为它们在全球议程上具有类似的文化、 政治和战略利益 （Ｇｒｏｂｂｅｌａ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南非需要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向穷国提供有效的发展援助。

最后， 协调落实欠发达的非洲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方案和项目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 南非需要发挥更大和更有效的作用， 在多边倡议和项目中更好地代表非洲和其他地区

的利益， 并为设计、 协调和执行非洲及其以外地区的综合的发展合作项目找到独特的解决

办法。 为了在非洲发展中发挥有效作用， 南非在自身的经济、 社会环境、 治理和人力资本

开发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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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２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ｇｏｖ ｚａ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ｂｕｄｇｅｔ ／ ２０１６ ／ ｅｎｅ ／ ＦｕｌｌＥＮＥ ｐｄｆ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ＰＡＤ） Ｗｅｂｓｉｔｅ，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ｐａｄ ｏｒｇ ／ 
ＮＤＢ Ｗｅｂｓｉｔｅ，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ｎｄｂ ｉｎｔ ／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ｐｈｐ
Ｕ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ｌａｗ ／ ｈｅｌｐ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ｉｄ ／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ｐｈｐ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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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国际发展合作的变化动态
∗

本章将介绍未来国际发展合作的前景， 如新兴国家的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 新方法和特

点， 以及目前国际发展合作的现状， 探讨变化的动态如何影响未来的国际发展合作。

一　导言

在过去的十年中， 全球发展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新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 强烈

的民族主义的涌现、 新保护主义的出现、 英国脱欧公投、 特朗普当选等事件， 使得政府、

实践者和学者都想问这样的问题： 现在是否已到了这样的时点， 推进发展政策， 并在实践

上 “超越援助”。 在这一演变的中心， 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已经成为关键角色。 它们迅速

地扩展发展融资项目， 并发起新的多边倡议。 随着行动者和潮流分化的加剧， 发展共同体

正面临着艰难的考验： 如何共同推进并超越援助， 并形成有意义且有效的伙伴关系。

从合作模式的对话方式形成到新机构成立， 新兴大国已经成为转变发展范式的有力驱

动者。 此外， 由于其海外活动， 发展融资已经分化至超越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的程度，

并以其他方式影响受援国， 如投资和贸易。 ２０１５ 年后全球伙伴关系的前景如何？ 随着中

国和其他非传统捐助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许多人开始关心发展合作的未来可能是什么

样的， 以及是否有可能实现新的全球伙伴关系。

二　新兴大国和国际发展合作

在关于未来国际发展合作和寻找新的、 更为有效的方法的讨论中， 新兴国家的角色和

０４３

∗ 本章作者谷靖博士， 英国国际发展研究所新兴国家与全球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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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贡献被更多提及， 这些国家有时也被称作 “崛起的力量” 和 “新兴经济体”。 但这些

新兴力量到底指谁， 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争议。 一些评论家甚至怀疑新兴经

济体是否存在， 他们认为， 尽管把中国称作新兴经济体还算合理， 但将这一概念扩展至

其他经济体就缺少事实基础， 因为它们的增长轨迹和政治基础并不稳定。 尽管存在此种

保留意见， 但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组合， 正在当前国际发展格局中发挥着日益

突出的影响。 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作用和意义， 是理解和解释国际发展合作变化的必要

条件。

有学者曾使用 “崛起的力量” 这一术语。 这些学者认为， 这一术语指代的国家包含

金砖国家， 以及其他日益成为全球发展重要影响力量的国家， 如墨西哥、 土耳其和印度尼

西亚。 这些 “崛起的大国” 可以在南南发展合作中粗略地分为两类行动者 （Ｄｅ Ｒｅｎｚｉｏ

ａｎｄ Ｓｅｉｆｅｒｔ， ２０１４）。 第一类， 是那些数量较少的， 长期涉足发展援助且通常在传统援助中

发挥关键作用的大国 （如巴西、 中国和印度）。 第二类国家有智利、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

和土耳其。 这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群体， 有多种发展合作的方法。

显然， 过去十年来， 随着许多国家经济增长强劲， 国内政治制度稳定， 南南对话与合

作增多， 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国家数量有所增加。 这造就了一个比此前的情形更为广

阔和更多样化的发展环境。 印度和中国等国家与许多国家长期存在 “发展” 关系。 但近

年来， 这类伙伴关系的性质、 实质和范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在启动和管理中非合作

论坛 （ＦＯＣＡＣ）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他国家， 如巴西、 俄罗斯和南非也是最近参与

国际发展合作的金砖成员。 此外， 印尼、 墨西哥、 土耳其等第二批 “新兴经济体” 也在

从事国际发展援助。

这种变化动态的核心是伙伴关系与相互关系的原则， 以及对双边和多边主义的承诺。

例如， 土耳其与非洲的发展伙伴关系可以回溯至 １９９８ 年， 而双方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在赤道

几内亚首都马拉博举行了第二次土耳其 －非洲伙伴关系峰会。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

“新援助提供国” 中有许多是独特的， 因为它们不仅是援助的提供国， 同时又因为自身是

发展中国家而又是援助的接受国。 此种伙伴关系的出现引发了一种观点， 认为一种替代的

发展 “模式” 正在建立， 这种称为 “北京共识” 的模式， 被拿来作为 “华盛顿共识” 的

镜像进行比较， 在前一种模式中， 国家在指导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核心而重要的作用

（Ｂａｂｂ， ２０１３）。

然而， 虽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广泛性和多样性的重要， 但考虑到驱动变革最为显著的因

素， 金砖国家有着自身的特点使它们脱颖而出收获特别的关注， 并使它们拥有强大的潜

力， 能够影响国际发展援助的长远未来。 金砖国家的起源可追溯到 ２００６ 年的讨论和谈判。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该集团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行动者。 这一集团的名称缩写 ＢＲＩＣｓ， 首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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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现于 ２００１ 年的一篇全球经济研究论文， 作者 Ｊｉｍ ＯＮｅｉｌｌ 当时是高盛全球经济研究的

负责人。 ＯＮｅｉｌｌ 创造了简称 “金砖四国” （ＢＲＩＣｓ） 作为一个方便的集体术语， 并用这种

文字游戏来描述他在文中分析的四个经济体。 而这一称谓随着这些经济体之间的政治交互

增强 （后来又加入了南非）， 越来越流行、 实用。

采用这样的首字母缩写， 很容易设想在这个群组的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同质均一性。

但金砖国家并非如此， 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历史、 经济、 政治和发展差异。 这些差异

可能构成障碍， 限制成员之间的合作。 但金砖国家并未如此， 相反， 这种多样性促进了集

团的发展， 并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共性和共识。 如果我们首先考察这些差异， 就可以了解建

立和巩固这个集团是怎样的成就。

金砖国家成员向该集团带来了非常不同的地理、 历史、 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不同的政治

制度和经济制度。 最明显的区别是政治制度和文化， 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的 “政治民主”

版本差异很大。 如果印度被广泛认为是以多元、 多党、 代议制政府体系为特征的世界规模

最大的 “民主” 国家， 近几十年来， 巴西、 俄罗斯和南非建立类似制度的尝试已经被证

明更具挑战性。 民主化对于巴西和南非的发展轨迹至关重要， 而中国的民主观念和实践则

保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和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系列的国内经验给出了各国高度差异化的关于国际发展议程中一些中心问题的观

念， 这些问题包括公民和人类权利， 政治、 经济、 企业与环境责任， 治理质量， 民间社会

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有些学者 （Ｒｏｗｌａｎｄｓ， ２０１２； Ｑｏｂｏ ａｎｄ Ｓｏｋｏ， ２０１５） 认为， 金砖国家成员作为援助提

供国的差异要多于相似之处。 而 Ｑｏｂｏ 和 Ｓｏｋｏ （２０１５： ２８３） 则认为， “除了都对西方国际

机构的主导地位不满之外， 金砖国家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这其中包含了发展合作模

式的差异， 如巴西和印度尝试通过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增加开放性， 雇佣当地工人， 以

使自身与中国在非洲的做法区分开来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２０１３）。

然而， Ｄｅ Ｒｅｎｚｉｏ 和 Ｓｅｉｆｅｒｔ （２０１４） 指出， 在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上正在出现共享议

程， 如数据收集需求、 加强评估和共享学习。 但是， 在这些国家是否应该， 以及如何共同

行动， 并在战略、 政策和实施上互相协调这一问题上， 仍缺乏共识。 这一共识的建立可以

通过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ＧＰＥＤＣ）、 联合国或是国家之间加强协调来达成， 例如

新开发银行这样的论坛。 同样，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和 Ｐｏｎｔｕａｌ （２０１５） 发现， 如果新兴国家在联

合国这样的论坛中共同努力， 区域和双边空间将会变得更加重要。

尽管存在分歧， 但金砖国家在实践及对未来国际发展前景的理解等方面仍有很大的一

致性。 他们各自带来了丰富的经验： 一系列有关反殖民化、 独立战争和冲突、 国家建设、

经济和社会重建的卓越故事， 由根及叶的改革， 持续的高 ＧＤＰ 增长率。 尽管这些国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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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贫困和经济、 卫生、 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挑战， 但在这些国家已经有数千万计的人民

脱离了贫困。 除俄罗斯以外的每个金砖国家都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 在这些国家的发展故

事和发展方法中， 都隐含着这样的观念： 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发展中应该发挥合法且重要的

作用。 反思许多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 使许多受援国开始怀疑它们是否真的需要援助， 而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从那些有过 “共同经历” 的援助提供国那里获得援助是否会更

好一些 （Ｗａｔ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Ｇ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金砖国家的成员致力于将合作制度化的集体进程。 这是在履行南南合作的共同承诺，

以及与 “北方” 进行三角开发合作的背景下展开的。 三角技术合作， 因巴西同时与发达

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签署协议以 “获得和传播应用于社会发展的知识” 而得名， 已成为

巴西和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提出的国际发展新兴结构中一个日渐重要的组成部分。 “阿

克拉行动议程” 呼吁进一步发展三角合作。 作为回应， 许多机构和组织， 如联合国经社

理事会 （ＥＣＯＳＯＣ）、 八国集团 （Ｇ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

委员会 （ＯＥＣＤ⁃ＤＡＣ） 均举办了关于三角发展合作的论坛。 这种对话与合作的核心是以下

重要认知： 应该将发展关系视为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 “伙伴关系”， 并以此作为 “超越援

助” 和超越嵌入国际发展援助既有的、 传统的不平等关系的内涵的必要手段。 换言之，

巴西、 印度、 中国和南非所采取的国际发展援助方法强调其更具水平化， 而非如 “传统”

方法那样的垂直 ／阶层化 （Ｑｕａｄｉ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时有研究者指出， 新兴国家明显缺少对其他国家发展政策的研究 （Ｈａｃｋｅｎｅｓｃｈ

ａｎｄ Ｊａｎｕｓ， ２０１４）。 对中国来说， 这样的评价已经不再适用了。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一直在积极地参加与国际伙伴的国际对话和合作， 以交流知识， 并获取对当代国际实践的

理解。 此外， 中国的主要大学将国际发展研究纳入其学术领域和教学计划。 这不仅对于能

力建设， 而且对于更高质量、 经验依据和知情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　新动态：原则、实践和机构

（一）变化的原则

　 　 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会对国际发展援助当前和未来变化的关键进程带来何种影响？ 正

如我们已经在上文提到的， 并且也是发展伙伴关系核心原则和价值理解上最为明显的改

变， 就是更强调平等、 互利、 政治无干涉， 以及拒绝附加条件： 所有这些新的原则和价值

都已嵌入了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经验， 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展望。 这些原则和价值都有着悠久

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１９５４ 年举办的新独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共同参与的万隆会议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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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言。 这次会议宣言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国总理周恩来， 他介绍了中国自己的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 并将其带入了会议的讨论阶段和最终的文件， 这些原则现在仍是中国、 金砖国家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原则的一部分 （Ｇｕ， Ｓｈａｎｋ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ｈｅｏｎｙ， ２０１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于俄罗斯乌法举行的第七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发表

了讲话， 阐述了他对金砖国家发展合作方法的看法， 他强调， 在金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

满足关键的能力建设需求、 促进进一步的南南合作的同时， 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在自身发展

的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认为， 金砖国家也应建立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督促发达

国家承担应有的责任，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缩小南北差距， 加强南南合

作， 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寻求自我完善。 巴西也强调在南南合作原则和实践的

框架下开展工作， “因为这样能加强总体交流， 产生、 传播并应用技术知识， 建设人力资

源能力， 以及最主要的， 在所有涉及的国家中加强了机构的力量”。

我们来看这些原则中的一条———不干涉， 这是金砖国家的核心原则之一。 它指的是在

保持互利和平等关系的同时， 不对伙伴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 换句话说， 指导原则是不干

涉他国内部事务， 尊重伙伴国家的法治和政治主权。 这一原则经常引发 “传统” 援助提

供国、 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和媒体评论家的批评， 认为这代表了一种对责任的抛弃， 对

治理中的经济、 金融和政治缺陷， 对腐败、 糟糕的法制， 以及对践踏人权行为的视而不

见， 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本是设计 “预防” 规定的初衷 （Ｗａｔｓｏｎ， ２０１４）。

（二）变化的实践

新兴大国在改变国际发展援助中做出的第二项重大贡献是改变了实践做法。 南南合作

与 “传统” 援助不同， 通常是在不要求任何政治先决条件和改革要求的情况下提供资金

流。 这个原则受到接受国的好评。 这并不是说这种援助没有 “绑定” 任何东西， 资金流

的提供可能与商业或外交利益挂钩， 但没有政治要求 （ Ｇｕ，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Ｃｈａｎｄｙ ａｎｄ Ｋｈａｒａｓ， ２０１１）。 例如， 中国的发展援助往往要求使用中国的材料和劳

工 （Ｑｕａｄｉｒ， ２０１３）。 尽管通过在发展过程中赋予受援国更重要的角色使无捆绑援助更为

有效的前景十分美好， 但 Ｑｕａｄｉｒ 仍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仍只是一种修辞， 而非真的代表

一项严肃的政治承诺。

新兴国家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方法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 比起发展援助委员会定义下

的 “援助”， 它们在进行国际发展合作时， 使用了更广泛的金融及其他工具 （Ｃｈａｈｏｕｄ，

２００８）。 这些工具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优惠贷款”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 ２０１２）。 传统援助者很大程

度上在 “商业” 和 “发展” 考量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 而新兴国家在使用优惠贷款的

过程中， 则模糊了这一界限， 使之变得不那么透明。 这么做的好处是， 贷款的利率远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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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利率， 还款期限则远比商业贷款宽裕。 实物偿还， 即借款人同意接收货物或资源以作

为发放贷款的回报， 或接受资源的使用权作为贷款的担保或保障。 传统捐助者批评这些工

具和这些非传统条款的使用。 然而， 正如 Ｂｒäｕｔｉｇａｍ 指出的那样， 这种方法与既有的 “正

统” 方法相比， 提供了一种更为可行和可实现的还款方式， 当受援国拥有丰富资源， 但

外汇储备较少时尤其如此 （Ｂｒä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１１）。 这种类型的贷款通常是更广泛的一揽子措

施的一部分。 例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

中国将会为中非协议中的十个重大发展项目提供新的资金。 中国总共将提供 ６００ 亿美元的

资金。 这其中包括 ５０ 亿美元的免费援助和无息贷款， ３５０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条件更为

优惠的出口信贷， ５０ 亿美元注资于中非发展基金， ５０ 亿美元支持非洲中小企业特别贷款，

以及 １００ 亿美元作为中非生产能力合作基金的起始资本金 （Ｘｉｎｈｕａ， ２０１５ａ）。

第二类值得一提的工具是出口信贷。 此类工具被新兴国家广泛使用， 为国内公私营公

司在受援国开展业务提供激励。 出口信贷并不仅限于国内企业， 它们也被提供给一系列

的国际金融机构， 包括地区开发银行、 外企， 甚至是政府。 使用这类工具的优势在于，

它们为上述机构和企业提供了一种购买援助提供国产品和服务的优惠。 出口信贷的倡导

者认为其能促进更高的生产力并增加贸易， 以裨益于受援国， 并以此作为支持使用这一

工具的理由。 然而批评者则认为， 这些工具本身与促进 “发展” 并无关系， 更多是为

了增加援助提供国本国的出口机会。 Ｂｒä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１１） 认为， 很多中国的融资只会在

最初以优惠条款提供， 以帮助中国公司在海外站稳脚跟， 此后利率将提高到更接近商业

水平。

（三）出口信贷案例研究：印度的“信贷线路”

印度进出口银行广泛使用信贷额度 （ＬＯＣｓ） 来促进贸易和投资。 这种信贷被认为是

发展合作的一部分， 因为其中有 ２５％ 为拨款。 信贷额度为农业、 电气化等多个领域的投

资提供了协助。 其中的例子包括 “聚焦非洲”， 这一项目提供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信贷额

度。 开始实施信贷额度后的第 １７ 年 （也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进出口银行已经为 ５６ 家印度公

司的 １４９ 个出口项目提供支持， 出口对象遍布 ６３ 个南方国家， 总价值达到 １１６ ８ 亿美元。

这些信贷额度与技术援助形成组合： 包括一万份不同领域的奖学金， 提供给来自 ４７ 个发

展中国家的官员。

新兴国家发展合作方法的一大关键特点是关注技术合作。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正是在

发挥这些国家的力量。 来自新兴国家的技术合作经常基于它们自身独特的发展经验。 例

如， 根据自身经验， 巴西在 “打击城市暴力和青少年帮派、 扫盲项目、 农业技术、 艾滋

病知识普及和防治行动”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 ２０１２） 上可以称得上是专家。 像印度、 中国和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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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国家，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着基于广泛技术支持的长久关系， 这些领域涵盖医疗

卫生、 教育、 农业生产、 电信、 交通基础设施、 科学知识、 建筑技术， 以及新兴的清洁能

源。 对技术合作的关注为新兴国家带来了许多优势。 例如， 更实际地说， 它们为项目的监

管和控制， 以及以具体实践成果基准来评估项目进度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技术合作的优势还在于其很好地与南南合作的中心主题和焦点相契合———提升知识和

技能的分享与交换， 以早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２０１５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如关

于教育和健康的目标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４）。 如下文所述，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

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的十项中非合作项目中的大多数都属于这一范畴的援助， 建立在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举办的六次中非部长级会议所做出承诺的基础上。 印度也大力强调通过其技

术与经济合作计划 （ＩＴＥＣ） 开展技术合作， 该计划发起于 １９６４ 年， 覆盖 １５８ 个发展中国

家。 ２０１１ 年， 印度提供 ７ 亿美元用以建设机构、 实施培训计划， 并另外出资 ３ 亿美元用以

建设 Ｅｔｈｉｏ⁃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 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通过以下方式提供能力建设： 技术培训和

知识共享； 项目援助； 支持技能开发的专业化机构建设和通过印度文化关系理事会管理的

高等教育奖学金。 技术合作同时也让提供者获得了有用的潜在公共关系收益———它们能够

记录这些实在的成果， 作为一种 “不是胡扯” 且 “能把事情搞定” 的方法的证据———这

一观点经常被用于说明中国在非洲的技术援助 （Ｃｈｅｎｏｙ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ｉ， ２０１６： ９８）。

（四）发展研究合作的案例分析：巴西

这两项计划的类型对于巴西正在寻求的发展研究行动是具有代表性的： ＰＲＯＳＵＬ 和

ＰＲＯＡＦＲＩＣＡ。 这些计划由国家科学与技术发展理事会发起， 并集中于南美和非洲———这

些区域是巴西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地区。 ＰＲＯＳＵＬ 首先由巴西在 ２０００ 年南美峰会上提出。

作为构建区域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一种方案， 它旨在通过加强区域研究行动来扩大科学与

技术合作。 ＰＲＯＳＵＬ 支持以下行动和项目： 构建区域网络、 创新、 联合研究以及科技项

目。 在过去的两年中， 该计划支持了 １０２ 个项目， 领域遍及农业、 生物、 医学、 社会与人

类科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单是在最后两个领域便有 ６１ 个项目 （Ｖａｚ ａｎｄ Ｉｎｏｕｅ，

２００７： １５）。

（五）变化的机构

改变的第三层面来自机构。 此类改变源自新兴国家对基础设施发展和双边、 三边与多

边技术合作的重视。

据估计全球年度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约在 ３ ７ 万亿美元， 这其中仅有 ２ ７ 万亿美元在

当前得到满足。 大多数的需求均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一直是为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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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计的新机构的强力支持者和赞助者。 这一承诺直接来自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 中国之

所以迫切需要重建基础设施， 是因为殖民者的破坏、 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境

况， 这使得对基础设施的重视融入了中国发展方法的血液之中。 认识到既有发展融资供给

模式中的缺陷后， 更广泛的国际发展机构框架使得中国、 其他金砖国家和更广泛的新兴国

家开始倡议建立新的机构来填补这一缺口。 因此， 近年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ＢＲＩＣＳＮＤＢ）、 亚洲开发银行 （ＡｆＤＢ） 中的一项专门基金

和 ＳＳＣ 基金相继成立。 ２０１３ 年， 金砖国家以 １０００ 亿美元启动资金成立了新开发银行

（ＮＤＢ）， 以资助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并建立了一项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

（ＣＲＡ） 来帮助新兴国家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这一制度驱动的累积效应引发了关于其背后意图的大讨论。 这是对既有国际机构秩序

的挑战， 试图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 还是如这些出资国宣称的那样， 这些新机构仅仅是作

为补充， 来弥补现存体系的缺口， 所以应当将其视为值得欢迎的对现存制度的加强。

Ｄｉｘｏｎ （２０１５： ５） 将其视为 “反映了向新国际金融秩序前进的动态”， 尤其是在后全球金

融危机的背景下。 Ｑｏｂｏ 和 Ｓｏｋｏ （２０１５： １） 认为， 尽管这些机构确实构成了挑战， “并没

有证据表明金砖国家有意图颠覆当前的全球秩序”。 Ｗａｔｓｏｎ、 Ｙｏｕｎｉｓ 和 Ｓｐｒａｔｔ （２０１３： ３）

或许对这一情形做了最好的总结： 作为 “提供发展融资的一种替代机制， 新开发银行确

实代表了一种挑战现有制度的必要 （尽管非充分） 条件。”

（六）新开发银行（NDB）

新开发银行的职责是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能充分地反映金砖国家发展计

划和南南合作的优先事项， 以及中国对于这些因素的重视程度 （Ａｂｄｅｎｕｒ， ２０１４）。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１４） 对发展合作中关注基础设施合作的做法表示失望， 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经济发

展观点。 然而， 其他人则认为这 “填补了国际金融框架中的一项重大缺口” （Ｄｉｘｏｎ，

２０１５： ４； Ｃｈｉｎ， ２０１４）， 这一缺口是传统援助者留下的， 其更多地将关注点转移至健康与

教育， 在基础设施上花费的援助预算所占份额少于 １０％ （Ｃｈｉｎ， ２０１４）。

然而， 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一新机构的主要责任是填补金砖国家自身的 “基础设施融

资缺口”， 而不是投资于金砖国家之外 （Ｃｈｉｎ， ２０１４）。 鉴于金砖国家确实面临重大的基

础设施融资缺口， 这一批评并不令人惊讶。 显然， 由于面临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 关

键基础设施投资对每一个金砖国家维持自身经济增长都非常重要： 这将为巴西和俄罗斯提

供它们迫切需要的能源生产基础设施投资， 并为中国和印度提供出口设施的基础设施投资

（Ｄｉｘｏｎ， ２０１５）。 南非则采取了一种更广泛的视角， 寻求提升整个非洲的融资方式。

Ｓｃｈａｂｌｉｔｚｋｉ （２０１４） 认为， 整个 “地球南方” 都与金砖国家一样对现存的金融体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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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失望。 Ｑｏｂｏ 和 Ｓｏｋｏ （２０１５） 认为， 如果这确实代表了许多国家的真实看法， 那么新开

发银行对自己的定位是要代表、 利用和有效率地领导发展中世界的基础设施投资活动。 事

实上， 一些观察者认为新开发银行正在填补既有机构发展援助实践中的漏洞 （Ｄｉｘｏｎ，

２０１５： ４； Ｃｈｉｎ， ２０１４；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Ｊｏｎｅｓ， ２０１４）。

新开发银行第一个区域办公地点设在南非， 这一协议的达成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表明

一种对更广泛发展的承诺。 尽管如此， 该银行的组织架构明显表明它是由金砖国家领导

的， 而绝非 “南方的银行” （Ｓｃｈａｂｌｉｔｚｋｉ， ２０１４： ９）。 有趣的是， 新开发银行是对联合国

成员国开放的， 尽管存在一些阻碍， 但未来存在扩张的可能 （Ｄｉｘｏｎ， ２０１５）。

Ｐｒａｄｏ 和 Ｓａｌｌｅｓ （２０１４） 指出， 基础设施融资的实际需求并不能解释新开发银行的建

立， 他们认为金砖国家本可以通过它们各自的国家开发银行用更便宜的方法达到这一目

标。 一些学者 （Ｃａｒｅｙ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１４； Ｑｏｂｏ ａｎｄ Ｓｏｋｏ， ２０１５） 强调新开发银行为 ＳＳＣ 原则的

制定和制度化提供了机遇， 并由此对主流的国际机构提出了智识挑战。 Ｓｃｈａｂｌｉｔｚｋｉ （２０１４）

提到， 作为金砖国家和南南纽带的共识代表， 新开发银行通过挑战其自身的自利形象， 以

帮助推进 ＳＳＣ 的合法化。 Ｑｏｂｏ ａｎｄ Ｓｏｋｏ （２０１５） 也看到了金砖国家通过强化 “软 （知识）

和物质力量资源” 来加强它们在现有多边组织中设定议程权力的更长期目标。 他们认为，

“最近有声音呼吁新开发银行应该在基础设施融资之外， 将其自身定义为智库， 而这种呼

吁应当从以上视角相反的角度来理解” （Ｑｏｂｏ ａｎｄ Ｓｏｋｏ： ２８１）。 Ａｂｄｅｎｂｕｒ （２０１４） 将此视

为在避免正面冲突的情况下挑战现有霸权的机会， 他认为这是中国支持该银行的主要原

因， 如若不然， 新开发银行对其已有的发展合作而言并无太多增益。 此外， Ｓｔｕｎｋｅｌ

（２０１３） 认为， 相对于新开发银行， ＣＲＡ 的重要性被忽视了， 但后者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紧密联系意味着其对既有全球金融秩序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太显著 （ Ｓｃｈａｂｌｉｔｚｋｉ，

２０１４）。

（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下简称 “亚投行”） 于 ２０１３ 年由中国提议组建， 于 ２０１６

年底开始运作。 亚投行的任务是满足基础设施需求。 特别的， 亚投行被认为会为中国的

“一带一路” （ＯＢＯＲ） 倡议提供支持， 以促进中国、 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与合作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ｂｂａｒｄ， ２０１６）。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国发起并与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建立

亚投行， 旨在为 “一带一路” 倡议涉及的国家提供发展基础设施的资金支持， 并促进这

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亚投行的建立也被视为对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不情愿态度的回

应， 此举能增加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影响力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ｂｂａｒｄ， ２０１６；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Ｋａｗａｉ， ２０１５； Ｒｅｉｓｅｎ，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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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ｉｓｅｎ （２０１５） 和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 都提出， 这些新机构的建立， 可能加速改革， 增强新兴国家

在既有多边组织中的话语权。 与现存的开发银行不同， 减贫并非亚投行的明确目标。 它与新开

发银行相似， 更关注基础设施， 但有一项研究认为， “亚投行可能会很快加速放贷， 并在十年

内持有超过新开发银行两倍以上规模的资产组合”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３）。 然而， 亚投行

并未将减贫、 健康或教育， 以及向发展中国家发放优质贷款置于优先地位 （Ｋａｗａｉ， ２０１５： ８）。

亚投行表示， 已经采纳了多边开发银行现行的环境保护和监测标准， 并强调将标准与

接受国的程序相结合。 现有的开发银行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被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等 （２０１５： ６）

描述为 “现有开发银行的重大失败， 它们总是更关心如何在非政府组织和国内政治家的

批评中保护自身的项目， 而非真正达到发展目标。 ……亚投行可以通过派遣专家组对工

程、 可持续性、 社会和环境影响、 财政、 规则与定价问题、 项目融资框架， 以及如何吸引

外部公共和私人投资者等问题提供建议， 从而在这一领域引领风尚”。

与国际标准相协调的问题超出了环境政策的范畴。 该问题嵌套于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问

题中： 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整合入现存发展合作体系的法则、 规定与

实践中？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和 Ｈｕｂｂａｒｄ （２０１６） 认为， 出于政治原因， 亚洲国家或许会更倾向于接

受亚投行的基础设施项目 （即使这些项目由中国领导）， 而非与中国的直接双边项目。 更

广泛的，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等 （２０１５） 将亚投行视为通过多边方法开展中国出资的发展合作的积

极进步， 将有助于加强协调和对国际标准的遵守。 Ｋａｗａｉ （２０１５） 进一步认为， 为了使亚

投行取得成功， 中国可能不得不减少其与 “和而不同” 理念有关的一些话语和实践， 并

与传统捐助者进行更多协调。

（八）印度、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IBSA）

印度、 巴西和南非代表在 ２００３ 年法国八国集团峰会上建立的印度、 巴西和南非对话

论坛， 在时间上早于金砖国家机构。 这个集团已经 “变成了三个新兴大国交互的有趣平

台， 它们可以在此讨论、 协作， 并商讨一系列国内和地缘政治问题”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２０１３：

１７）。 这一集团成立背后的动机是它们共同的利益， 尽管与它们在金砖集团中所面对的关

于它们之间分歧的批评类似， 但在原则上———与所有 “民主” 集团一样———应该更加类

似。 这一集团已迈出了使南南合作制度化的步伐， 尽管很小， 如成立了一个印度、 巴西和

南非对话论坛基金 （每个国家每年贡献 １００ 万美元），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 资助许

多南方国家的项目。 然而，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２０１３） 认为， 该集团与传统国际组织的区别主要在

于其缺乏制度化。 例如， “没有迹象表明该集团会发展出有约束性的规则和常态， 这或许

是其与传统多边机构， 以及那些制度化南南合作的新努力之间的最大区别”。 尽管这一点

可能随着新金砖国家机构的建立而改变， 但它阐明了一种方式， 即采用这种方式的区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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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并不总是互补的， 而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建立的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 在某种程度上减

弱了印度、 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的重要性。

（九）扩张的多边主义？

1 从千年发展目标（MDG）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新机构的建立以及新兴大国愿意在提供发展援助方面采用更多样的手段， 构成变革动

力的一部分， 从而推动区域和全球层面对多边主义日益增长的承诺。 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 ２０１５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交互， 这一趋向变得愈发明显。

国际力量多方努力促成千年发展目标， 是设想以此为全新的起点， 通过加强援助提供

国之间的协作和建立一系列可衡量的基准———一致通过的， 在 ２０１５ 年前完成的目标， 来

促进国际发展。 千年发展目标通过后， 紧跟其后的是 ２００５ 年的 “巴黎宣言”， ２００８ 年的

“阿克拉行动议程”， 以及 ２０１１ 年的 “釜山宣言”。 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在于， 这些议程的

建立共同产生了一种势头， 推动了自愿变革， 以及一种对未来方向的广泛认同感。

所有这些协议都为快速演变的国际发展秩序贡献了重要而必须的新要素。 “巴黎宣

言” 强调了所有权、 联盟、 和谐、 成果与互相负责。 “阿克拉行动议程” 则再次强调了所

有权， 并通过具有真实包容性的伙伴关系获得有意义、 有效的结果。 “釜山宣言” 认识到

了南南合作在促进更加包容的援助领域的重要性， 其特点是援助机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

加， 包括非国家机构。 釜山方法， 代表了更有效的未来发展援助所秉承的核心原则与实

践———所有权、 结果、 包容性伙伴关系、 透明度以及在不同行动者和多样化的方法下保持

权责明晰———以终结贫困、 促进可持续发展。

这些政策发展的背后是一个变革的过程， 这些变革的结果随着千年发展目标行将结

束、 后 ２０１５ 年的后续协议与框架的形成过程开始， 而变得十分明晰。 这一变革过程集中

于新兴大国在帮助确定未来发展援助方向的作用上。 千年发展目标的前提是继续致力于国

际发展援助， 特别是将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并且根据

设想， 将以此反过来消除贫困 （Ｗａｔ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ｉｘ）。 千年发展目标是由既有援助提供国

和发展援助委员会发展援助模式推动的。 然而， 在千年发展目标倡议实践的 １５ 年时间中，

全球经济见证了发达国家传统援助提供国集团之外的经济体的强盛， 以及新兴大国的崛

起， 并带来了它们自身关于国际发展的理解与方法。 尽管千年发展目标进程并未将新兴国

家排除在外， 但这一倡议的起源、 目标和既定的实践途径的设置比可持续发展目标早了近

２０ 年， 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将新兴国家置于千年发展目标驱动力的边缘位置。 最近的研

究结论表明， 新兴国家中的大部分不认为千年发展目标的特点与它们的国内政策、 与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或是南南合作相契合 （Ｈａｃｋｅｎｅｓｃｈ ａｎｄ Ｊａｎｕｓ， ２０１４；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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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计划的磋商进程为全球发展倡议适时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以追赶全

球经济的结构和政治变化， 以及伴随着这些系统变革的前景和方法的变化。 我们注意到新

兴大国给理解发展援助的原则、 做法和体制框架所带来的重大改变。 对于金砖国家来说，

拥有一个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具包容性的进程， 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要求 （Ｇｕ，

２０１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ｏｎｔｕａｌ， ２０１５： １２； Ｎｉｕ， ２０１４）。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 可

持续发展基于包容性、 平等性和互利， 重点关注消除贫困的进一步努力， 应对不断加剧的

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剥夺。 这些都使我们认识到新兴国家在促进未来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带

来的重大转变及其重要性。 新兴国家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至关重要。 新兴大国的作

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在实践中得到实现， 主要取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议程的十五年期限中

的诸多因素。

其中之一是与全球发展事务相关的领导问题。 Ｗｅｉｎｌｉｃｈ （２０１４） 认为， 虽然中国、 印

度、 南非和巴西在双边发展协调中的情况越来越好， 但其不太愿意在联合国的发展政策中

发挥领导作用。 相反， Ｗｅｉｎｌｉｃｈ （２０１４） 认为这些国家满足于被视为 “普通” 的发展中国

家， 并大力强调 （相对于其他南方国家） 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这种不情愿的可

能原因包括承担主要领导位置的政治和物质成本过高， 以及希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团

结。 Ｂｒｏｗｎ 和 Ｗｅｉｓｓ （２０１４） 发现， 新兴大国并未以自己的声音来建立一个集团， 而是选

择与南方国家保持团结。 然而， 新兴大国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全球对话

和谈判至关重要， 并且在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关领导问

题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加强新兴大国知识基础的重要性， 这一点这

些大国自身已经知晓， 并通过接触发展援助委员会这样的国际组织实体、 国家发展机构和

国际认可的智库， 以及非政府组织， 以寻求帮助， 建立起知识和技能网络 （Ｇｕ， ２０１５；

Ｓｈａｎｋ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２０１４）。

2 国际机构的作用

通过二十国集团峰会， 明显可以看出在发展合作行动者和视角方面存在分化的群组。

最近的二十国集团主席原则已经显示了极大程度的共同性， 并且显示了对未来方向的共

识， 以及对国际发展的共同关注。 中国在 ２０１６ 年担任主席。 中国在这一年的关注焦点和

目标是带二十国集团走上一条包含 “创新， 振兴， 互联互通， 包容的世界经济” 的道路。

这一道路优先关注四点： （１） 开辟一条经济增长新路径； （２） 更有效、 更高效的全球经

济金融治理； （３） 稳健的全球贸易和投资； （４） 包容的、 互联互通的发展。 中国政府利

用其为期一年的二十国集团主席任期来强调包容性和包容性增长， 以及将非洲和其他发展

中国家带入二十国集团增长与发展对话、 政策与实践中心的重要性。

并非只有二十国集团这样的集团在针对变化的全球动态设定新的视角和议程， 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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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动态做出贡献。 经合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对新动态的回应。 全球有效发展合

作伙伴关系 （ＧＰＥＤＣ） 旨在取代由经合组织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所举办的关于援助有

效性的高级别论坛。 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发达国家、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的代表。 然而， 最近的一项分析认为新兴大国之间仍有所保留， 担心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

伴关系在实践中保留了一种程序上的 “一切照旧” 的做法， 即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

系力图将这些国家约束在接受国必须明确自愿的结果之内。 不过， 研究认为全球有效发展

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增进有效学习与知识分享的论坛， 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等， ２０１５）。

四　结论

本章考察了国际发展的变化动态， 分析侧重于新兴大国越来越重视改变国际发展合作

与援助的理解和实践方式。 特别是， 这项研究指出新兴大国对变革动态影响的三个主要方

面： 改变原则、 实践和制度。 通过将包容性、 平等性、 互利性、 伙伴关系和可持续性的价

值观和原则纳入主流视野并优先考虑， 新兴大国正在稳步地给国际合作文化带来重大的变

化。 这促进了全球发展共同体成员的增加。 它在双边和多边以及国家、 区域和全球各级制

定、 执行和实施更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更好的做法。 新兴大国在改变发展

合作治理的动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论是通过既有机构和集团， 如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

团的议程中增加影响力， 还是通过创建专注于基础设施能力构建的新金融机构， 如新开发

银行和亚投行， 又或是通过加强南南合作的对话、 结构和过程。

这个变化的过程并不是没有遇到重大的挑战。 开始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发展援助的行

动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相对较新的， 并且涉及谈判， 这是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 许多国家

已通过与其他援助提供国 （传统的和新的） 发起知识和技能分享对话、 创建国内研究与

政策机构、 加入与创建国际发展网络来应对这一挑战。

一些新兴大国也面临过或面临着发展合作和援助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挑战， 这些挑战

可能来自预算、 组织， 也可能来自人员、 技能和知识的短缺 （Ｑａｄｉｒ， ２０１３）。 例如， 在中

国， “发展资产组合” 的责任由商务部和外交部共同承担， 这就提出了协调的问题。 一些

较大的新兴国家开展了一些治理结构的调整以满足这种不断增加的协作需求， 并积极应对

它们参与新国际发展合作与援助所引致的政策复杂性。 在关于新兴大国在未来发展合作中

的作用的辩论中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缺乏制度化的区域层面协调， 如在发展援助标准可能不

太适用时制定常规监察标准， 可能是金砖国家集团成为现有发展协作体系中发展援助锚定

框架替代者的阻碍 （Ｎｉｕ，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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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挑战之上， 还有一项困难的工作， 即在双边伙伴关系和多边主义之间寻找一个

有效平衡。 许多新兴大国在处理发展伙伴关系时仍然更偏好双边关系的选项， 部分是因为

这是一种熟悉的方案， 且与许多伙伴国家已经建立了亲如兄弟的关系， 部分则是因为考虑

到它们的伙伴在分化程度上有着复杂和细微的差别， 双边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直接控制管

理。 然而， 如前所述， 新兴大国已经将它们的方法嵌入多边进程中的国际发展合作， 如土

耳其 －非洲伙伴关系， 以及已经建立且制度化的， 备受世人瞩目的中非合作论坛。 对中国

来说，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所在的 “框架”。 随着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

坛首届峰会在北京召开， 这一倡议成为不断增加的相关多边倡议中最早的几项之一， 这些

倡议从中国开始起源， 延伸至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 然后到南南合作基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约翰内斯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和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吸引了约 ５０ 个非洲

国家的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和代表团， 中非合作论坛商业论坛同时进行。 在这些峰会和部

长级会议之前， 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发展援助的宣告， 包括债务免除、 进口关税优惠以及

大范围的技术支持， 主要包括健康、 教育、 农业知识， 以及新兴的创新与企业技能转移，

通过提供发展援助， 中国希望能巩固政治互信、 争取双赢经济合作， 加强文化交流与相互

帮助， 并加强国际事务的统一协调。 ２０１５ 年峰会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他对未

来中非关系的愿景。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了五个 “支柱”： 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 坚持经

济上合作共赢； 坚持文明上交流互鉴； 坚持安全上守望相助； 坚持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

为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和非洲领导人同意实施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 基础设施、 金融服

务、 绿色发展、 贸易投资便利化、 减贫、 公共卫生、 人与人交流、 和平与安全十项重大合

作方案。

对于新兴大国来说， 领导责任的挑战始终存在， 对中国尤其如此。 一方面是关于

“权力” 本身特征的假设， 在古老的格言中便是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那么， 新兴大

国就要承担 “新兴的责任”。 最近关于新兴大国在联合国发展事宜中所起作用的研究表

明， 它们似乎不怎么情愿背负这样的重担。 然而， “领导责任” 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

式， 自身有着不同政治文化的新兴国家可以对此采取新的视角和方法， 对领导责任、 决策

制定和谈判的本质采取独特的理解， 这种理解或许与西方政治实践传统很不一样。 另一方

面， 出于两个主要原因， 新兴大国需要对越来越多的 “领导责任” 进行微妙的处理。 第

一， 本身作为发展中国家， 这些新兴大国的政府需要与它们各自最广泛的选区保持一致。

第二， 新兴大国作为援助提供国和发展伙伴的出现是充满争议的， 这使它们在许多领域受

到十分严格的审查和批评， 包括在伙伴国家干涉人权和公民侵权行为， 前后不一致的工人

权益记录， 未能转移知识和技能， 受限的当地就业供应， 公司社会责任感缺失和糟糕的环

境保护等问题。 例如， 一些最让人感到苦涩的指责来自部分非洲官员和民间社会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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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中国不过是非洲漫长的历史中最新到达非洲的那一批 “殖民” 力量。 中国对这种

批评采取了十分认真的态度， 中非合作论坛在约翰内斯堡峰会闭幕之际刊发了强有力的反

驳文章， 称这一指责是 “无凭无据， 无理取闹”， 并引用了数位非洲领导人的讲话， 如津

巴布韦时任总统穆加贝在峰会上说： “这个人 （习近平主席） 代表着一个曾经被认为贫穷

的国家。 这个国家从不是我们的殖民者……而他正在做的事情， 是昨天我们期望那些殖民

者能够为我们做的。” （Ｘｉｎｈｕａ， ２０１５ｃ）

改变的过程有着不可避免的困难， 而重大的系统性转变则更是如此。 随着新兴大国的

到来， 发展合作共同体正在经历重大转型时期。 不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体， 新兴国家正在改

变人们理解发展的方式， 并且越来越多地在一个变革的制度框架中转变发展实践的方法。

这种日益增加的介入不一定预示着发展合作共同体之内会产生新一波震荡、 竞争或是冲

突。 恰恰相反， 当前的证据表明这一共同体本身正在适应、 接纳并调和来自新兴国家的贡

献， 与此同时新兴国家自身也在定义并深入理解它们的国际发展方法， 进一步积累有关发

展合作的知识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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